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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在台灣與中國的
服絡中，呈現何種風貌？應當如何理解？
本書透過學界的集體努力，展現多元
研究成果，探索最新發展趨勢。
台灣自 1 9世紀末被滿消翻翻給日本，陸經 1 945年二戰結東興1949年兩岸分立，

長期祟賴的省籍 、族群、民族 、 國家統治等問題，觸及了人群分類、提間認同 、 ~

． 體記憶 、歷史敘事、民族主義 、 公民身分 、文化建梢 、俏

感迎帶等各個層次的不同面向 ﹒追些有︱﹛是自 1 8世紀末民 括：~l;l;i:曰：』恥叮叮

族主義及民族間家統治棋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 IIII IIIIII II 111111111111111111 

酬遍存在的重大論也 ﹒本書前泛分析了台灣獨特的旅 911刊”J＇~II＇！＇！月目1！~11
i祥 、 民族與現代閻家現象， 同時關注當代中間的經驗﹒

深入發冊背後的理論意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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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灣自19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歷

仁司經1945年二戰結束與1949年兩岸分立，

長期累閥的省錯、族群、民族、國家統治等問

題﹒觸及了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

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俏厲

連帶等各個層次的不同面向﹒這些都是自 18

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

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

本書廣泛分析台灣獨特的族群、民族與現

代冒雪Z現象﹒同時關注當代中國的經驗，深入

發掘背後的理論意涵﹒各章主題溺蓋了台灣在

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三個祖國」的國家認同競

爭、 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招收海外僑生政策

的曲折變化、 1960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界開始

盛行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中的歷史敘事與流

亡經驗及社會時間的關係、 1970年代到198。 于 • 1 
年代外省人從基於籍貫的「地域意識JftlijiJ 川 r"; 
勢「族群意識」的集體認同性質轉變、一百多三莊 ‘ ! 
年前台灣南部「斯卡羅人」的身世與1990-0﹒吋 可J -1 
以來台灣核群政治發展的關連、晚近在「生物 tt ·j 
政治典能J 的全球擴張下台灣的生物醫學址：去，
基因科技與族群及國旅認同連結而出現的「生

物多元文化主義」現象、以及當代中國在「戰

爭／鬥爭之框」所偽造出「人民」主體的情歐結

構與認識框架下於1990年代以來萌發的（新）

民族主義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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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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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

文化與情感

蕭阿勤



2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一、全球化中的現代性，從台灣到世界

2015 年夏秋之際，亦即本書準備出版的後半過程中，台灣的政治仍

然一如往常，關於族群、民族與國家未來的爭議不斷出現，對立的態勢

依舊，經常讓許多人情緒高亢。

2015 年 7 月底，高齡 92 歲的前總統李登輝訪問日本。 23 日，他以

「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對「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發表演說。

在演說中，李登輝提到：「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

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

的悲慘命連，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

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他接著闡述道：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 ﹛新時代台灣人﹜ 這本書寫道：「完

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

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

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

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新時代台

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

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 。 新時代

生活在台灣的 2,300 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

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 1

演講結束後，記者問及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問題，李登

輝答道：「我講過好幾次了，尖閣諸島主權是屬於日本的，不是台灣

〈李登輝訪日演說：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見想想主愈Jt ﹒ 2015 年 7 月 28 日（ http://www. 
白白king切iwan.com/contenν＇4364 ，取用日朔： 2015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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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李登輝關於釣魚台的談話，隨即引發台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

下簡稱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人士的強烈抨擊。例如，總統馬英九相

當罕見地親自投書報紙，指責「此話違反史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違

反國際法，嚴重傷害國家主權、人民感情與台灣主體性，是重大失言。

李前總統應收回此話並向國人道歉。」 3 （聯合報〉的社論批評： 「李登

輝的自我見證，示範了許多台獨人物的共同性格。一、台獨思維雖有變

貌，但深入骨髓。二、以權謀變詐為操作，無政治誠信可言。三、借殼上

市，自欺欺人。」 4新黨主席郁慕明則前往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下簡

稱高檢署）遞狀告發李登輝涉嫌觸犯刑法第 104條外患罪。 5中國方面，

則有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抨擊李登輝對釣魚台的言論「查

曲歷史j 、「美化殖民統治J 、「出賣民族利益、出賣祖業j o 6 

上述對李登輝的釣魚台歸屬言論所進行的抨擊尚未平息，他在日本

雜誌（Voice) 9 月號發表的 〈 日台新連撰仿幕開吋〉（揭開日台合作的

新雌幕）一文，又從 8 月底開始，引發新一波的批判聲浪。在這篇文章

開頭，李登輝回憶他在 70 年前大戰末期的激戰中，身為日本帝國陸軍士

兵且負傷未死的經歷。對於先前 7 月初台灣國防部舉辦的「紀念抗戰勝

利暨台灣光復 70 週年」活動，他認為「那是由馬英九總統所推動的活

動。話說原本一般的台灣人對此幾乎毫無關心」，批評馬總統「藉由與

2 （台灣朝野反駁李登輝釣魚台屬日言論〉﹒見BBC 中又網• 2015 年 7 月 26 日（ hnp：／／叭叭、’．

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26 _taiwan_lee _ east_ china _sea • J~ 用日期： 2015 
年9 月 17 日）

3 中國a申報• 2015 年 8 月 3 日 Al2 版，（馬總統投書：釣魚台當然是中華民國領土李登輝

應 i草欲）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03000427-260 I 09 •取 Ill 日 J~I : 
2015 年 9 月 8 日）

4 聯合報· 2015 年 7 月 29 日，（李登輝的「東京康乃街之旅」） (http .://udn.com/newslstor
y/7338/ l 085595 ，取用日期 ： 2015 年 9 月 8 日）．

5 聯合新Ill！網﹒ 2015 年 7 月 27 日，〈釣魚台是日本的？新黨告李登輝涉外忠~ ) ( http:// 
udn.com/news/story/6656/1081768 •取Ill 日期： 2015 年9 月 9 日）．刑法第二章「外忠誰」
第 104 條：「i且直是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吾吾民國領成風於1賣國 .,;l1也因者﹒處死刑成

無期徒刑 ﹒ 前S_ij之未i是犯罰之﹒預備A陰謀J巳第一JJj之譯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I徒
-lft］」 ﹒

6 中央日報網絡報﹒ 2015 年 8 月 7 日﹒（釣魚台／張志軍：李登輝媚 El.it兩岸共同譴責 〉

( http://w叭;v.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 coluid= 141 &docid= I 03327736 ·取JI)

日期： 2015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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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同高唱 f抗日 j 來討中國的歡心吧」。李登輝談到：

該活動是「抗日」，但本來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

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團」’故不存在有台

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

兄長李登欽則志顧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

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我們兄弟倆在當時

有著若是為了保衛國家的話，死亦不足惜的覺悟。兄長和我所

抱持的那般年輕的理想，在現實的巨牆前脆弱地崩壞了。日本

輸了戰爭，而兄長作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員，於馬尼拉陣亡了。

沒有比血親的死更讓人悲傷的了。直到現在，只要一想起兄長

的事，便會使我悲從中來，滑然淚下。然而我們兄弟倆曾作為

日本人去作戰，在馬尼拉陣亡的兄長被供奉祭把於靖國神社，

這是歷史事實。扭曲歷史事實是不為眾人所容的 。 7

在台灣與中國兩邊官方各自以中國國民黨 、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

中共）主導而大力紀念抗戰勝利 70周年的氣氛中 ， 李登輝這篇文章，比

之前他關於釣魚台歸屬的言論，激起更強烈的批判 。 例如，馬英九公開

抨擊李登輝所言是「出賈台灣、羞辱人民跟作賤自己的媚日言論J 8 ; 

〈中國時報〉社論以〈譴責李登輝叛國言論，出賣台灣〉 為題，指摘他

「背叛歷史、背叛中國、背叛台灣、背叛人民、也背叛他自己J O 9 中共

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則抨擊李登輝的文章是「嚴

重歪曲史實」的「荒謬言論」，「充分暴露了李登輝錯亂的歷史觀 、 可

7 李登輝主童文的中擇，見http://talk.ltn.corn.tw/article/breakin伊ews/1423429 （取用日期： 2015

年 9 月 8 日）－
8 自由時報， 2015 年 8 月 20 日 （ hn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418 976 • 
取用日期 ： 2015 年 9 月 8 日）．電視報導 ， 見 h叩s：／，九www.youtube.com/watch。 F

7ppta2F2cL4 （取周日期 ： 2016 年 l 月 3 日）．
9 中國時報﹒ 2015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22000413-

260109 ，取用日期 ： 2015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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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的殖民奴化心態及其頑固堅持『台獨j 主張、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離

間兩岸同胞感情的險惡用心，引起兩岸同胞的強烈憤慨j 。”

對李登輝的譴責尚未落幕，曾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擔任其副總統的國

民黨前主席連戰，由於決定出席參加 9 月 3 日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

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大會J 的

閱兵式，引起台灣各方的激烈批評。即使國民黨本身的領導人對此也不

以為然。總統馬英九公開表示連戰「不宜參加J ’”身兼國民黨主席的

新北市長朱立倫則強調「大陸不尊重當年國民黨率領中華民國對日抗爭

的史實，因此，國民黨中常委與現任幹部都不會參加，如果前大老與黨

員參加，一定要堅持對等、堅持抗戰是國民黨領導的史觀J 。他退伍將

領、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則否認受中國邀請，並在退伍將領園中呼籲，強

調中華民國軍人去北京觀看閱兵，等於替中共自稱「抗戰中流抵柱」的

宣傳背書，「乾脆就不要再領終身棒了！」 13 ﹔民進黨籍的前副總統呂秀

蓮則前往高檢署遞狀告發連戰觸犯刑法第 103 、 104 條之外患罪， 14 並抨

擊他違逆民意，附和中共以中國為主體而扭曲抗日史實，又與香港特首

同區觀賞惘嚇台灣的武器與人民解放軍，非但傷害中華民國，尤其糟蹋

台灣主權與尊嚴，背叛國家和人民，應受國法制裁。呂秀蓮批判連戰是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告j 之J 。 15 「台灣團結聯盟j 的立法委員周倪

10 香港文匯爛 ， 2015 年 8 月 21 日﹒ 〈 閩台辦斥李登輝賣國者從無好下得 ） ( http://news. 
wenweipo.com/2015/08/21/IN 1508210084.htm ﹒取JI) 日期 ： 2015 年 9 月 8 日） ．

II 中時電子椒 ， 2015 年 8 月 29 日， (i吏，且此席段”的兵馬英九吱誌 「 不宜參加」 ） ( 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 I 50829002345-260407 •取用日期： 2015 年 9 月 8
日）

12 中時電子報 ， 2015 年 8 月 28 日，（朱立伶：大陸不尊重史實黨內幹郁不參加閱兵） ( 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 I 50828003281 -260407 • 取用日期 ： 2015 年 9 月 9
日）

的 聯合新聞網 ﹒ 2015 年 08 月 28 日，〈郝柏村：退將去大陸閱兵終身像就不要領 ） (http;// 

udn.co叫news/story/8533/1150844 • 取用日期 ： 2015 年 9 月 9 日） ．
14 刑法第二章「外患~」第 103 條 ： 「通線外國或其派遣之人﹒ ：奪回國使誌閻A他圓的於中華

民國開單丸晶晶者 ﹒ 處死-JttlA無期徒刑 ﹒前1J'i之未i釘巳罰之 ﹒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 104 條見本文腳泣 5 .

的 自由時報 ﹒ 2015 年9 月 5 日，〈副總統告副總統 g ~守這告i皇軍主過敵 ） ( http://news.l”.com. 
tw/news/focus/paper/912846 •取用日期 ： 2015 年 9 月 9 日）：聯合新問惘， 2015 年 9 月 5
日 ﹒ ( g 秀且是告i皂戰觸外怠~法界：要祖鑄成〉 ( http://u也1.com/news/story/8533/ 1167715 · 
取用日期： 2015 年 9 月 9 日）



6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安也率領「台聯青年軍J 到高檢署前高舉標語，高呼「連戰紅鬼，叛國

通匪J 、「叛國紅鬼，滾回中國J 、「速捕叛國犯，取消月退倖」口號，

並告發連戰涉嫌觸犯刑法外患罪的通敵罪及國家安全法的傳遞消息罪，

強烈批判他「買台求榮」。 16

上述 2015 年夏秋之際的政治紛擾，真體呈現了台灣自 19 世紀末被

滿清割讓給日本，尤其是自 1945 年戰後以來，長久歷史所積累的省籍、

族群、民族（或國族）、國家統治及整合的難題與困境。 17 這些問題，

觸及了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

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面向。而這些都是自 18 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

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這些

台灣或牽涉中國的具體經驗現象，以及它們涉及的普遍性議題，正是本

書所集結 7 篇論文的研究重點所在。

20 世紀末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顯著發展時，認為民族主義的意識

形態與民族國家的統治模式即將消頹的論調盛行一時 。 但邁入 21 世紀以

來的世界局勢，顯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深植人心、民族國家統治模式難

以撼動，以及所牽連的族群等相關問題複雜糾結，其程度遠遠超出上述

論調的樂觀估量。與其單純地說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的統治

模式即將式微，不如說它們往往在新的歷史情勢中有所變化，其中新舊

力量相互激盪’新舊現象雜揉並立，可能此消彼長或彼消此長，原有的

意識形態與統治模式可能伺機而動，不僅未曾消歇，甚至更加強大。

上述台灣涉及中國的族群、民族與國家統治的難題，顯然歷史淵源

長遠，根深蒂固。除了台灣之外，世界各地無不充滿這些方面的問題，

並未隨全球化而消失。僅僅近年來，舉其瑩瑩大者，例如即使在追求一

體化的歐洲， 2011 年 5 月蘇格蘭國家黨（Seo位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

16 自由時報， 2015 年9 月 4 日 ，〈「貪台求美應取消禮遇」台聯告發i主戰拉國通敵） ( http:/ 
/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 1434049 •取用日期： 2015 年 9 月 9 日）．

17 在3見代民族主氛中﹒民族典國家l胡係密切，難以相互孤立來討論，因此在本文中「民族」
成「國族」常交替使用，也使用民族主義、國旅認同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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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後，再度引發數百年之久的蘇格蘭獨立爭

議。 2014 年 9 月蘇格蘭舉行英國首相簽約允許而合法的獨立公投，但投

票結果是多數支持蘇格蘭留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又如西班牙的加泰隆

尼亞（Catalonia）自治區於 2012 年 9 月舉行要求脫離西班牙以獨立建國的

大遊行，並於2014年 11 月舉辦憲法所不允許的獨立公投，結果獲得80%

以上民意的支持。同樣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區（Basque Country）、比利

時北部法蘭德斯（Flanders）地區，也都有強烈的獨立訴求。正如 Anthony

Giddens 在 1990 年代伊始就以歐洲及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興起為例所說

的，全球化的社會關係或許削弱了與民族國家相連的民族主義情感，但

也許在因果上也強化7本土化的民族主義情感﹔在快速全球化中，同時

也可以看到追求地方自主與區域文化認同的壓力漸增，而這事實上是同

一過程的一部分（Giddens 1990: 65）。 18

世界各地牽涉族群、民族與國家統治的難題，就像台灣以及上述西

歐與南歐的現象所顯示的，都各有長久以來的語言、文化、政治、經濟

等原因，各有獨特的歷史緣由與脈絡。不過，即使有種種差異，這些現

象卻可以說都是「現代性J (modernity）仍然綿延不斷的重要展現。做為

特殊的社會生活或社會把織的模式，現代性大約從 17世紀開始出現在歐

掛卜其影響力接著擴及全世界（Giddens 1990: l ）。如同 Rogers Brubaker在

近作中所指出的，世界各地對現代性的實踐未必都變成單一的、源自西

方的那種制度模式與文化理解，因此我們可以承認有所謂「多樣的現代

性j (multiple modernities）﹔但從「單一的現代性j (single modernity）角

度來看，亦即強調全球在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過程相互關連，有助

於我們理解民族主義、族群、種族及其他相關範疇，例如具有明確領土

疆界且透過法理權威與官僚行政體制，以施行直接統治的現代國家，為

何會成為當代的文化理解、社會組織與政治訴求的基本方式，以及為何

這種現象持續不衰。單一的現代性觀點提醒我們，至少大約兩個世紀以

18 以台灣Jli#tl並有類似結泊的研究﹒見 Wang(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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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民族主義等一整套相關的修辭語言、組織形式、政治方案在全世界

傳播，給各種民族主義及政治化的族群現象提供了文化的與制度上的材

料（Brubaker 2015: 145-154）。就此而言， 2015 年夏秋之際，台灣如同以

往所出現關於族群 、民族與國家未來的爭議，那些讓媒體爭相報導，使

我們身邊許多人或甚至我們本身歡欣讚賞、或慷慨激昂、或悲痛哀傷的

現象，都是源起於歐洲，進而全球擴張的現代性結果。我們與族群、民

族及國家有關的信念、記憶、盼望、情感等，都是這個現代性的產物。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各章正在於展現源遠流長的現代性中，族群、民

族與現代國家的面向在台灣的獨特展現，同時也擴及中國的經驗。 19

二、全書安排與各章內容

1990 年代以來，關於台灣族群、民族現象及國家關係的研究蓬勃發

展，累積深厚。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許多同仁

在這方面的研究，投入尤多。 2010 年 l 月，社會所成立「族群與現代國

家J 主題研究小組，後更名為「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

繼續共同探究族群、民族、現代國家在台灣的展現、 變化及其相互關係。

這個小組共有 9位成員，其中 6人是社會所同仁，包括王甫昌（創組召

集人）、蕭阿勤（第二任召集人）、汪宏倫（第三任召集人） 、湯志傑 、

黃庭康、蔡友月﹔另外 3 位為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國立台灣大

學（以下簡稱台大）社會學系范雲’以及台大人類學系林開世。 2013 年

JO 月 25 日，研究小組舉辦「台灣 ：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

論J 研討會，成員們都在會議中發表研究論文。本書集結當時研討會發

表的部分論文（王甫昌、汪宏倫、黃庭康、蔡友月、吳叡人、林開世），

以及另外撰寫的論文（蕭阿勤）。其中汪宏倫、蔡友月的論文，並曾先

19 關於台灣的現代性任展的是史經驗，見資金麟、 j五宏份、資崇志為（2010) •不過訪者正缺
乏族群、民旅／回族角度的探討﹒關於台灣的成代國家的興起，見該$第 4 章（王振寰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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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發表後，再行收入本書。

吳叡人的論文〈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國家認同的競爭，

1945-1950），從歷史的、結構的角度，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 

年 8 月 15 日）到韓戰爆發（ 1950 年 6 月 25 日）期間，台灣民眾的國家

認同狀態。論文指出，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舊國家權威瓦解，但在國民

黨統治下，新的國家權威尚未鞏固，因此這是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高度

不穩定的過渡期。這期間台灣出現三波本土菁英主導的國家認同動員，

致力於形塑民眾的認同趨向。第一技是原來殖民時期下「右翼民族運動

者J 的本土菁英所主導的一系列宣導活動，目的在於向國民黨政府表達

歡迎之意，並向民眾灌輸中國認同。之後的第二波，由二二八事件中的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J 的本土菁英主導，藉著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在

中華民國架構內的分權自治，以便控制民間可能轉向分離主義的中國認

同危機。但國民黨政府隨後的軍事鎮壓，則導致第三波的中共台灣省工

作委員會宣傳左翼的中國認同，以及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追求台灣獨立

而倡導的台灣國家認同。於是這兩者與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正統，形

成「三個祖國」的競爭。

在理論上，吳叡人認為，所謂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不是原生的

(primo州al）的存在。他反對「本質論J (essentialism），主張「建構論J

( constructivism）觀點，並加以清楚悶述，指出人們「從缺乏團體意識，只

能由客觀的（而且經常是有爭議的）文化特徵加以辨識的、 鬆散的 f族

群類風j (ethnic category），發展到有主觀共同意識與清楚邊界的 f族群團

體j ，乃至產生政治自主意願的 『民族j ，建構或追求屬於自己的 f國

家 j ，不是自然的演化，而是在特定結構條件下，一種經由有意識的人

類行動中介、誘導的政治過程」。吳叡人又特別強調菁英對族群與國族

認同建構的關鍵重要性，指出集體政治認同的形成，基本上是菁英為了

追求團體利益而主導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這並且有賴政治菁英與文化菁

英的合作，前者擅長溝通、談判、 f且織、動員與說服，而後者長於詮釋、

創造共同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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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的論文精於歷史的、結構的分析，細密謹慎的理論思辨結合

詳實的經驗史料，閻明戰後台灣省籍、族群、民族以及國家統治問題的

源起與癥緝，為戰後初期的政治混亂描繪一幅清晰的圖像。做為第一章，

它為本書後續各章鋪陳了理論與經驗的討論基礎。 20吳叡人的結論指出，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敗逃來台與 1950 年韓戰爆發，大致終結了戰後約五年

左右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確立了美國霸權所保護的「中華民國在台灣J

的統治，並深刻形塑了此後數十年台灣人的政治認同。黃庭康的論文〈反

思台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 50年代為例〉，正是針對這樣的歷

史脈絡所進行的研究。

黃庭康運用政府行政部門與大專院校的檔案史料，指出敗退來台的

國民黨聲稱中華民國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招收僑生固然有利

於海外華人認同中華民國，提高其政權的合法性，但 1950 年代中期之

前，由於海外華人對於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流亡政權還缺乏信心，政府許

多行政部門與大專院校也因為資源有限，或如國立台灣大學堅持招生自

主等因素，而不願配合，因此來台僑生人數相當有限。黃庭康的研究發

現，中共大力吸收僑生、東南亞國家「去華化」的政治不安等，都使國

民黨政府必須招收僑生的壓力漸增。但真正的轉換點，在於 1954 年初之

後美國在政策與資源上的支持：美援撥款成為大專院校收容僑生的重大

誘因，使教育部轉而積極執行僑生計畫，外交部也積極協助爭取僑生 。

此後僑生來台人數激增，美援帶來的利益使大專院校在僑生問題上妥協，

接受龐大的美援也成為團立台灣大學自主權削弱的原因之一，而教育部

則逐漸掌握僑生分配的決定權。我們可以說， 50 年代中期台灣僑生政策

的形成，大致是國民黨流亡政權在美國支持下逐漸在台灣立穩腳跟的寫

照 ， 反映了原本瀕臨敗亡的國家逐漸有能力控制本地社會。

黃庭康批評既有相關的研究文獻通常將僑生政策簡單歸因於國民黨

20 吳ti人的俞文，也可以動本文開頭提到的 2015 年夏秋之際，台灣圍從李登輝、連戰等的

政治爭主義源起﹒提供歷史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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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爭取華僑向心力等因素，並且認為黨、政、教育部門、海外華人一

致支持，街彿黨的意志可以貫徹到底，即使近年來批判僑生政策的研究

者也大致重複這種論述。這樣的批評，冒在指出學者研究中常見的歷史

敘事模式可能簡化、忽略、扭曲歷史現實，並且加以糾正。

敘事傳遞現實，製造意義，也建構認同，一向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扮

演重要角色。事實上，不僅各種個人的或集體的社會行動者在社會生活

的實際過程中不斷對自我與世界進行「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建構敘事，社會科學家分析社會、創造關於社會的知識，

也通常無法脫離敘事。蕭阿勤的論文〈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

構：重探龍冠海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從世界史上逃難

對知識文化傳播變化的影響談起，既分析國民黨統治下中國民族主義與

國族認同導致社會科學研究中特定歷史敘事模式的盛行，也以外省籍第

一代學者龍冠海為例，探討「流亡者j 的自我與知識，以及其中呈現的

敘事與時間議題。蕭阿勤指出，流亡是難民中的特殊類型，流亡者的心

態徘徊在故鄉與新家之間，在空間與時間上都處於生命斷裂的危機中，

陷於「活在中間」的狀態，難以安穩自在。「中國現代化J 研究中帶有

強烈中國國族認同的敘事，統合了外省籍來台第一代社會科學家對過去

的記憶、對現在的看法、以及對未來的期望，建構了歷史的連續感，有

助於他們從時間的主觀感受上抒解流亡者處於中間狀態的生命斷裂、維

持一貫的認同，也為他們在流亡痛苦中的自我存在與知識工作找到意義。

蕭阿勤的論文強調，人們在認知上所進行的「敘事的理解J ’是「社

會時間J (social time）建構的重要活動，具有文化結構的作用而形塑人們

的意識與行動。特定的公共敘事與相關的集體認同，既能鼓舞人們的熱

情與創造力，也同時可能協助社會複製既有的權力關係﹒持續對他者的

扭曲與壓抑。世界史上多數身為難民的知識分子難以擺脫客卿從屬的地

位，但龍冠海等外省籍社會科學家所賴以定位自我與知識的歷史敘事，

則在戰後台灣成為文化霸權。蕭阿勤指出，對本省人而言，那足以深入

個人生命深處而形塑其生命存在的時間感與意義感的歷史敘事，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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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後台灣「中國化J 最為深沈的所在。他的這些論點，無疑指向前面

提到的民族主義、現代國家等範疇做為現代性產物，藉著形塑人們的敘

事的理解，對人們界定自我、看待世界與決定行動，有無比重大的作用。

主甫昌的論文〈由「地域意識J 到「族群意識J ：論台灣外省人族

群意識之內涵與緣起， 1970-1989）’與黃庭康的研究類似，也根據各種

文獻史料，挑戰既有研究文獻中的歷史認識。他指出， 1990 年代以來出

現的外省人身分認同研究，大致都假設這些來台移民在戰後早已具有超

越各省籍背景的「外省人J 集體認同，但在 1980 年代之前，整體外省人

的身分認同即使存在，恐怕也是他人賦予的文化身分成分居多，至於對

自我認定的身分認同、社會生活組織原則、政治行動的基礎而言，基於

籍實省分、甚至縣分的「地域意識J 更有實質的關鏈作用。再者，王甫

昌指出，許多研究認為在 1990 年代台灣政治本土化、民主化轉變中，外

省人認為本身是「弱勢J 的政治化「族群意識J 才浮現。但事實上 1970

年代初期以後，由於蔣經國掌權後拔躍本省籍青年、開放中央民意代表

增補選，外省籍的年輕菁英巴公開提出本省人是「優秀籍實」的說法，

抱怨參政機會被剝奪。他們並以中國大陸省分籍實的地域意識為基礎 ，

訴求用人的地域均衡。到了 1980 年代初期以後，由於外省籍第二代已少

參與同鄉會、眷村改建使選舉「鐵票J 流失，以及認為政治民主化、本

土化不利於外省人參政等，許多「外省第二代j 菁英開始提倡以所有外

省人為主體的弱勢族群意識，而此種論述在 80 年代末更大量出現。

王甫昌對外省人地域意識、族群意識各自的內涵、社會表現、政治

作用與限制的論點，相當奠基於他對於戰後台灣國民黨中央政府機構的

權力分配制度、各級選舉的制度安排與結果的細緻分析。這樣的研究給

讀者的重要啟示之一是：理解戰後台灣的省籍問題或族群政治，顯然需

要更多類似的關於制度安排的實證研究。男一個涵義是：外省人從懷抱

源自中國大陸的地域意識，轉變到真有清晰的 、以台灣全體外省人為主

的族群意識，這種「族群化」過程，既代表他們身分認同基礎從屬於「前

現代性J 或「傳統性」變化到現代性，也顯示他們做為移民，在一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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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國家統治制度下逐漸調適而在地化或本土化。 21

1990 年代以來的台灣，不只政治明顯地族群化，各種的文化活動與

學術研究，也出現明顯的族群化現象一一亦即族群，以及與它有關的民

族、現代國家統治的面向，逐漸成為文化理解與學術知識探討的關注焦

點，相關的概念成為參考架構，一般民眾與文化學術菁英逐漸以這種參

考架構（重新）認識台灣社會有關人群分類等相關現象，形塑討論的方

式、語言，以及潛在的行動方案。

林開世的論文〈從頭人家系到斯卡羅族：重新出土的族群？〉﹒即

在針對上述學術研究的族群化現象。他詳細討論清代、日本殖民者、西

洋人留下的各種史料，鉤沉解密，考察一百多年前台灣南端「斯卡羅人J

的身世。現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的村民在戶口登記上為漢人，不過鄰

村居民通常認為他們是「番」，而他們也被認為是一百多年前曾經統治

這一帶整個區域的強大部落「斯卡羅J 的後代。林開世的研究發現，斯

卡羅事實上是 19世紀末、 20世紀初在這個排灣族地區占領導地位，但原

本來自知本的卑南族人的頭人家系所自稱的一種社會範疇。它指的是能

夠在番人與漢人等外來者之間扮演中介者角色，主導一個包括婚姻法則

在內的複雜交換體系，以維持頭人地位與權威的人。林開世強調，斯卡

羅是一種對強勢者的尊稱，而且只限於一群具有家系關係的家族自稱或

被尊稱時所用，但它不是親屬團體，也不是族群團體。這個人群概念指

涉的成員不固定、界線不明確，可以彈性地包容不同範醋的人們。

林開世指出，斯卡羅是在近三 、 三十年台灣的族群政治發展、族群

意識抬頭後，才受到學者、恆春半島的社區營造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的

重視，許多人並且努力要尋找「斯卡羅人J 做為一個族群的歷史，復興

其族群主體性。他提到在台灣，這類的現象不只斯卡羅的例子，因此讓

人不禁懷疑當代眾多的尋根與重建族群史的工作，「是真的反映了過去，

還是以我們當下的族群政治論述來扭曲過去？」事實上，林闖世所感嘆

21 闖於外省人的「台灣化」’一個較平的重要研究是高格乎（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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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在世界各地關於集體認同的文化政治中，極其常見，並非台灣

所獨有。在涉及族群與民族議題時，這更是普遍。政治動態、文化活動、

學術研究的族群化，甚至「民族化」或「國族化j ，影響人們的歷史認

識，更與當代人的認同建構密切相關。記憶與認同，或者我是誰、我從

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的問題，或者說人們的過去 、 現在 、 未來，從來無

法分割，相互形塑。蔡友月的論文〈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 ：原住民

DNA 、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也觀照這種現象，但針

對的是被認為客觀、中立的尖端「科學j 研究，亦即 20 世紀末以來在全

球興盛發展、備受囑目的基因科技涉入祖先起源 、種族或族群劃分 、認

同建構的過程。

蔡友月的論文採敢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新取向，強調我們必須擺脫科學科技與社會文化的二元對立，科

學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不能各說各話。她指出，當代生物醫學與基因科

技已經涉入認同政治議題，呈現科學與社會兩方面相互影響的「共構J

現象。當它們連結到族群與國族認同時，在台灣尤其有特殊的表現。她

的論文以林媽利團隊的研究為主要例子，顯示許多探討台灣人起源與基

因組成的科學研究，是在解除戒嚴後的 1990年代才開始出現。這些科學

研究結果所形成的論述，強調台灣人血緣中的原住民DNA成分、 台灣人

的多元起源與混種組成，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我們都是炎黃子孫J

的國族論述。許多政治或文化菁英接受新穎的、商業的基因檢測，公開

宣示自己帶有原住民的血緣來源、真有多元的血緣系譜，並以此為榮。

蔡友月強調，在「生物政治典範J 的全球擴張下，台灣的生物醫學及基

因科技與族群 、國族認同連結，於是出現獨特的「生物多元文化主義j

現象，但這並非單純的科學的本質主義，或傳統的種族主義。她的分析

指出，有關台灣人血緣組成與系譜起源的實驗室內科學知識生產，以及

在實驗室外被消費及造成的社會後果，都鎮戚在 1990 年代以來台灣與四

大族群概念、多元文化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等有關的認同政治中，

深受其中人群分類建構的影響。社會政治變化「內滲J 到科學知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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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學知識生產也「外溢J 到社會而產生影響，造成「生物醫學的族群

化J 與「族群的生物醫學化」。

Rogers Brubaker在他 2015 年剛出版的新書中，放眼近年來美國及世

界其他各地的社會，認為對當代人群的「差異政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 

而言，越來越顯著相關的重大脈絡變化之一，就是他所謂的「生物學的

重返」（the return of biology）。 Brubaker所指的這種變化，亦即歷經科學

的種族主義在 20世紀中期式微、社會科學或社會學從建構論角度強調文

化對社會人群分類建構的重要性，以及學術界長久以來對種族主義的撞

伐之後，在最近十五年左右，也就是在「人類基因體計畫J (Human 

Genome Pr吋ect）於 2001 年發表人類基因體定序圓譜初稿以來，生物科學

卻再度展現勢力與權威，越來越影響社會人群相同或差異的分類建構。

這在涉及種族、族群、民族的議題上，更是如此，使得向來認為社會人

群的差異有生物性基礎的看法，彷彿獲得新的有力支持，也似乎有效地

挑戰了建構論（Brubaker 2015: 2-4）。蔡友月的論文面對國際上新興而相當

重要的議題，正在於剖析全球「生物學的重返」在台灣的特殊展現。她

基於台灣經驗的研究論點，與 Brubaker在“The Return of Biology”一文中

主要基於美國經驗的看法，有不少相近之處。因此兩人的文章，很適合

相互參照。 22 蔡友月的研究，母寧在探討全球化趨勢下生物醫學與基因

科技在國族建構中的角色，並點出其中台灣的獨特所在。這顯示了本文

前面提到的，在新的歷史情勢中，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僅未曾式微，甚

至可能更加鮮明。

汪宏倫的論文〈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

架〉，同樣涉及全球化中，國族認同並未衰歇、反而變化茁壯的在地特

殊表現。但他跨出台灣，所針對的經驗現象，則是與台灣息息相關的中

國及其民族主義。本文在前面也討論到，幾世紀以來現代性擴張的結果，

民族主義、族群、種族、現代國家等相關範疇，形塑了當代的文化理解、

22 Brubaker此文治路，與蔡友月先前的研究（蔡友月 2012 • Tsai2012）更不謀而合﹒值得一
4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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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與政治訴求的基本方式，深刻左右了人們的信念、記憶、盼望、

情感等。汪宏倫的論文則強調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另有獨特的情感與情緒

的來源，而這可以說是現代性對戰爭與暴力的執迷在中共統治下的特殊

展現。他指出， 1949 年之後，中國民族主義轉成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

透過「日常國族主義J (banal nationalism）的方式運作而存在，共產主義

與民族主義實以伽少關係相聯繫。在毛澤東時期的「戰爭共產主義」下，

新中國的政治體制建構了一種新主體，亦即由統一戰線的「戰爭／鬥爭

之框j 構造而出的「人民」。這種新主體的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不斷

藉著官方愛國主義教育等日常實踐再生產，至今仍形塑許多人對世界的

看法。

汪宏倫指出，上述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說明了為何在全球化時代

的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大眾民族主義的情感特別高漲、戰爭訴求與修

辭仍然經常出現。他強調，情感結構形塑了民族主義者的價值觀與世界

觀，情感與情緒是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關鍵。汪宏倫的論點，

將我們帶回本文開頭所提到李登輝的表白一一亦即他深愛台灣 、為台灣

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j 壓迫而來的憤慨、為兄長曾經做為日本人去作

戰犧牲而來的深刻悲慟一一以及因政治立場與國族認同差異，而毫不留

情地抨擊李登輝的那些批評者的強烈鄙視與憤恨。同樣的，這也誡我們

回到那些指摘連戰參加中國閱兵式、涉嫌通匪叛國的人們的激昂憤怒。

族群、民族與國家做為思考與感受的框架，深達人們心靈的底層，因而

對立也往往堅不可拔，這或許是這方面的難題難解的根本所在。

三、從分殊的經驗現象到共岡的理論傾向

本書各章的研究對象不同，牽涉的真體歷史經驗有相當的差別，所

帶入的概念與特定理論資源也未必相同。但總括來看，在這些差異之中，

對於族群、民族、現代國家統治的現象，卻有如下列貫穿各章而彼此相

通共享的理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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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構論的立場：當代的族群或民族認同，都是在特定社會脈

絡中，尤其是在現代國家的統治模式下，或者涉及以建立現代國家統治

為目標的民族運動時，人們與他者及環境互動而反思的認知產物。這種

認知產物可能化為制度安排而沈澱於文化理解與社會生活中，但都不是

具有本質的實體。當代社會的族群性與國族性，是人們不斷與自我協商

或與他人協商而實踐的結果，並非先於社會、政治、文化的分類建構過

程而存在。吳叡人的論文對這種理論立場，已有清楚扼要的闡述。本書

另外對「中國現代化」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歷史敘事、以外省人整體為範

圓的弱勢族群意識、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的分析，明顯出於建構論

的立場。其他各章，大致也都傾向這種觀點。 23 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在

所謂「後基因體時代」（Post-Genomic Era），雖然社會科學或社會學中的

建構論仍然閃耀著真知灼見，雖然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涉入種族、族群

等人群分類的研究在方法論上仍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 24 但已有社會學

者呼籲建構論者不應再迴避這些新科學發展的挑戰，不應停留在外部的

批判而與重視生物本質的「科學決定論J 各行其是（蔡友月 20 1 2 ），或

者認為應發展兼顧兩者的「生物社會的建構論J (biosocial constructivism) 

(Brubaker 2015: 84），方能使建構論更上一層樓，維持其生機。這恐怕是

值得眾多的建構論者關注的新課題。

第二，重視歷史性：建構論的立場反對本質論，意味著研究者必然

關注客觀人群分類與主觀認同的歷史性。這種關注，亦即對於這些分類

與認同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脈絡與政治權力結構下被生產出來，如何成為

歷史機遇與特定條件輻湊匯聚下的產物，以及如何可能隨時空而變化等，

保持高度的敏感與分析的瞥覺。本書各章深入各種史料文獻，詳考一百

多年前的恆春半島，以至戰後迄今當代台灣或中國的各階段，其中對歷

史性的關注，清晰可見。

第三，菁英的關鏈地位：促使族群、民族主義及相關範臨成為文化

23 對於il1,同政治，台灣學者較早立基於£t槍治所做的清楚閉述﹒可見張茂拉（ 1997) • 
24 社會學者在這方面的挑評﹒例如蔡友月（2012）、 Brubaker(20l5: 8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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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社會組織與政治訴求的基本方式，將這些範疇賦予特定的社會文

化內容與象徵的內涵，以建構集體認同、動員人們、激發行動等，在這

些事情上，菁英通常都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屬於國家統治階層的

菁英，或是居於反對特定國家的位置的菁英，他們往往都是族群或民族

主義政治與文化建構或變遷的啟動者。 Brubaker 在討論種族、族群現象

時所謂的「族群政治的企業家」（ethnopolitical entrepreneurs），即屬於這

些菁英 (Brubaker 2004: I 0）。「三個祖國」認同的形成、高等教育場域的

變化與僑生政策的形成、國族歷史敘事的建構維持、外省人弱勢族群意

識的發展、斯卡羅族的「發現J 、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提倡、當代中國

民族主義的勃興等，菁英在其中無不扮演啟動者的核心角色。 25 這種研

究焦點所在，如吳叡人的論文所言，「乃是出於特定問題意識」，而「與

知識、道德乃至政治上的菁英主義無關J 。事實上，這不僅是基於研究

的問題意識，而且經常是指出歷史的現實。

第四，語言論述的重要性：對於語言在族群、民族等人群分類與認

同﹒以及相關的國家統治意識形態上的重要作用，林開世一文的結論一

語道破：「面對在過去存在的人群區別與動員現象，包括潭／泉、 閩／

粵、高山／平埔、外省／本省等社會範疇時，許多學者與文化工作者一

再地將分類的範疇當成具體的族群實體，用血緣 、 地緣、語言 、文化的

連結與分散來實體化它們的存在，並重建族群存在的系譜。而忽略了群

體認同與社會界線，一直都是論述的現象，打造政治權力工程的裝置。 J

這個洞察，將建構論對族群、民族等人群分類的認識推向更深刻的層次，

亦即 Brubaker 所強調的，種族、族群、民族等是人群分類的「範疇J

(categories），不應被視為實質的「團體J (groups）﹔它們不是「存在於世

界中的物體」（things in the world），而是人們「對世界的觀點J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他們只存在於人們的感受、詮釋、再現、分

類與認同中，而且藉著這些過程才存在（Brubaker 2004: 17）。本書各章作

25 筆者在先前的相關研究中， ft於菁英的重要角色﹒也有類似的論，在（蕭何動 20 I 0: 58-60; 

2012: 32-33, 4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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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一些討論脈絡中，雖然仍可能使用「族群團體」之類的概念，但戰

後初期不同的國族認同 、僑生政策的歷史敘事模式、 「中國現代化」的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敘事與認同、外省人的族群意識、斯卡羅如何成為一

個族群、台灣人的多元血緣系譜、中國的新民族主義等，在在憑藉語言

論述的發揮建構。

上述幾點共通的理論傾向，對於夾雜嚴重對立、糾結著深重情感的

族群、國族難題的解決，也有著實際的啟示。政治與文化菁英們體認到

和解共生的重要，並尋找相互妥協的可行途徑，付諸實踐，給予一般民

眾示範與啟示，將是一個良好的起點。透過種種媒介的傳播，他們的言

語論述，在啟發新的感受與思維上，應該受到更多的重視。同樣地，這

不是知識、道德、政治上的菁英主義主張，而是眾多的可能與起點之一。

在本文開頭談到的李登輝〈日台新連擠仿幕開付〉一文引起的尖刻批判

聲浪中，例如曾擔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前立法委員姚立明的

發言，值得聆聽。外省籍的跳立明為他人參選市議員站台時，公開談到 ：

你們大概不能想像，我從來沒去過日本，是因為我的母親她十

幾歲的時候，她最喜愛的一個表姊’就在抗日的時候被炸死了，

就在她邊上，她一生她不想用日本質。

我們過去完全不一樣，李登輝要尊重我爸爸蜻蝸，我爸爸媽媽

會尊重他的感情，因為李登輝的哥哥，是站在日本人打外國人

打死了，我們要尊重他，台北市政府的柯辦的秘書叫蔡壁如，

她三個叔叔都代表日本人被打死了，每個人都有個人的不同經

歷，可以我們現在台灣真正需要的，叫做群體國家的共同記憶。 26

寬容與接納，永遠是族群與民族的認同政治中罕見的美德。 類似姚

26 氏亨見¥r闇﹒ 2015 年 8 月 22 日，〈李登輝日本祖國t.t,~t且柯媽 ： 講得1t ) ( http://m.flv.com. 
tw/newscontent.aspx? sno=20 I 5822P05M I •取用日期： 2015 年 l l 月 16 日） ．



20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立明所發的言論，因而彌足珍貴。而且也唯有如此，深陷對立與恨意的

個人與社會才得以救贖。＊

. 祕記：本書幾位作者，f於－些外文名詞，偶有不同的中文譯法﹒例如 nation-building ﹒ 被lf
為「民族塑造」、 rJ!國工程」~「國族建構」. JI,尊重作者的翻譯方式與使用習慣，本
書保留這些差異，不加以統一. Jt.次，「台」、「金」二字，除了少數如姓名的情形之
外﹒則統登為「台」字﹒再者，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文獻資料等相關訊息，在一些地
方，為求存...﹒以簡體字顯示﹒



導言族群化 、 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 21

參考書目

王振寰， 2010 • （現代國家的興起：從殖民、威權到民主體制的國家機器〉 。頁

10卜136 ，收入資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有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

台北：群學。

高格竿， 2004 , （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展文化。

張茂桂， 1997 • （談「身份認同政治J 的幾個問題〉。頁 91﹒116 •收入游盈陸編，

〈民主鞏固或崩潰〉。台北﹒月旦。

資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 2010 • （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

學。

蔡友月， 2012 • （科學本質主義的復甦？基因科技、種族／族群與人群分類〉。〈台

灣社會學） 23: 155-194 。

蕭阿動， 2010 • （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嬰遷〉（第二

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一一， 2012 •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

Brubaker, Rogers. 2004.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一. 2015. Grounds/or Difference. Carnbrid阱，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Tsai, Yu-yueh. 2012. “The Geneticization ofEthnicity and Ethnicization of Biomedicine: On 

the Taiwan Bio-Bank." Pp. 183-219 in Biomapping lndige11011s People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edited by Susanne Berthier-Fogl缸， Sheila Collingwood

Whittick, and Sandrine Tolazzi. Amsterdam: Rodopi. 

Wang, Homg-luen. 2000. “Rethinking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 Theo,y, C11/t11re & Society 17( 4 ): 93-117. 





三個祖國 ：

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 194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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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組織，才能產生集體意志。」

一－Robert Michels (1962: 61) 

一、前言

德國浪漫主義之父赫德（Gottfried von Herder）曾說 ： 「鄉愁，是最高

貴的痛苦J (Berlin 1976: 198）。這位哲學有機論者（organicist）的警語暗示

了一切集體政治認同（例如國家或民族認同）具有自然、不變的神聖本

質。然而，人的認同真如植物從泥土長出一般，從一開始，就附著於

她／他的存在，並且終生不易嗎？本文試圖以一個經驗研究的個案，對

這個問題提出初步解答。具體而言，本文嘗試從資源動員理論的角度，

對二次大戰終戰到韓戰爆發這段期間（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1950 年 6 月

25 日）內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狀態，提出一個可能的歷史社會學的理解

架構。本文初步的結論是，在這個舊國家權威瓦解、新國家權威尚未鞏

固，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仍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的過渡期中，政治場域

出現了三渡本土菁英主導的國家認同動員，試圖誘導民霖的認同方向，

在此過程中台灣民眾先後經驗了認同的逆轉、崩解、分裂與重建之複雜

過程。第一波是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前的權力空窗期中，由前民族運動

者所組成的兩個本土菁英集國一一「歡迎國府籌備會j 與三青團一一共

同主導的一系列歡迎國府接收與灌輸中國認同的群眾宣導活動。第二披

是二二八事件過程中由「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主導，

向新宗主國要求分權自治的行動。這是處委會的本土菁英試圖將台灣民

間面臨崩解的中國認同控制在中華民國架構內的努力。這波溫和的認同

動員受到中央嚴厲鎮壓，然而中央的鎮壓隨即引發第三波認同動員。從

1947 年後半開始，在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官方右翼中國認

同之外，台灣先後出現男外兩個歧異的國家認同形塑計畫：中國共產黨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左翼中國認同，以及廖文奎、廖文毅兄弟主導的台

灣國家認同。本文主張，這三個相互競爭的認同計畫，是不同的政治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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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集團一一掌置中國中央政權的國民黨、企圖奪取中國中央政權的中國

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以及不同派別的台籍菁英一一為了在台灣競

逐各種資源而從事結盟、競爭或衝突的過程中，分別向民眾進行政治動

員的認同塑造工程。 1949年國民黨的遷台與 1950年韓戰的爆發，基本上

終結了這場認同政治的競逐，確立了國民黨的「中華民國J 認同計畫在

台灣島內的霸權地位，並對此後數十年閩台灣人的政治認同產生深遠影

響。

本文論證將依循以下順序展開。在第二節之中，筆者首先將在當代

民族主義理論之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一般性脈絡之中，簡述本文所

連用之資源動員理論的基本論證’並澄清若干理論與概念問題。其次，

筆者將針對 90年代以來出土的史料，以及與本文題旨相關之先行研究作

品做一檢討。第三節是本文論證主體，由五個小節構成，分別探討終戰

到韓戰爆發這段期間，台灣所經驗的兩次國家一社會關係的結構性鬆動

契機，包括終戰造成的領土轉移、陳儀治台造成的宗主國與過陸領土之

衝突，以及這兩次結構性鬆動契機所誘發的三波菁英主導的認同動員，

亦即接收前的中國認同灌輸運動、 二二八時期處委會的政治整合努力，

以及後二二八時期三種相互歧異認同計畫的出現與競逐。最後，筆者將

在結論一節重述本文的理論立場與經驗發現。

二、理論架構與經驗性先行研究檢討

（一） 菁英動員與國家認同的形成及變化：一些理論性的反省

所謂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句）和民族／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 

並非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 1973）所說的原生的（primordial）認同 。從

缺乏團體意識，只能由客觀的（而且經常是有爭議的）文化特徵加以辨

識的，鬆散的「族群類風」（ethnic categ。可）， 發展到有主觀共同意識與清

楚邊界的「族群團體」，乃至產生政治自主意願的「民族j ，建捕或追

求屬於自己的「國家」，不是自然的演化，而是在特定結構條件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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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經由有意識的人類行動中介、誘導的政治過程。這個過程的前半段（族

群形成），涉及的是族群動員（ethnic mobilization），後半段（民族形成）

則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一種古典形態。這個主張，可以視為關於

族群與民族形成的建構主義論證（constructivist argument）的一種特定類

型，其主要觀察焦點不在官方民族主義（o伍cial nationalism），如國家建構

( state-building）與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這類由國家菁英由上而下片面

施加於社會的宏觀政治工程，而在於包含國家與反對菁英在內，複數的

菁英群在認同政治的場域中彼此衝突、對抗、競爭的過程及其後果。這

不是一個關於民族主義起源、擴散與興衰的一般性論證，而是問題取向

的局部論證：它試圖理解結構鬆動時，族群與民族認同形成與變化的過

程與機制。

政治學家 Paul Brass ( 1991）和 Joseph Rothschild ( 198 l ），以及社會學

家Katherine O'Sullivan See ( 1986）不約而同地指出，在急速社會變遷的情

境中，對稀有資源的爭奪、衝突，往往會促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菁英

分子對既存的族群類屬進行政治動員、塑造族群認同，以做為和其他菁

英競爭的基礎。當族群菁英成功地將族群團體的自我界定，經由更進一

步的政治動員，提升到追求政治自主的層次時，這個群體就超越了「族

群」，而形成一個「民族」了。根據這個「資源競爭」（resource com

petition）模型，集體政治認同的形成有三個條件。

(l）預先存在的一些共同文化特徵或符號，做為未來選擇 、 再詮釋、

再創造新的團體象徵的儲備（repertoire） 。 他們不必具有清楚的共同主觀意

義，但客觀上的共同性預留了詮釋的空間。 1 (2）有足夠的能力和誘因（不

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或宗教的）的菁英群，來動員這些具備客觀共同

特徵的人，使之成為一個自覺的團體。（3）必須存在一個緊張、競爭甚至

對立的社會情境，如急邊的社會變遷（Brass 1991: 284-285; Rothschild 

「如織分子是在既有資源所構成的為述宇宙之內，創造各種民族的意識形態」 ﹒ 參見Suny
and Kennedy (199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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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 27-29; See 1986: 26-28）。這意謂著，菁英並不能任意動員，認同也

無法憑空創造，他們必須建立在既有的現實基礎之上，也受到現實條件

的制約。

這個研究途徑的核心，是族群菁英（elites）或領袖 (leaders）。它主張

集體政治認同形成基本上是一種菁英主導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目的是團

體利益的表達。從功能的觀點來看，兩種類型的菁英／領袖的合作，是

這個過程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擅長溝通、談判、組織、動員和說服的政

治菁英，以及擅長於詮釋、創造共同象徵的文化菁英。 Brian Weinstein適

切地閻明了這個「筆J 與「劍」的結盟：

政治菁英以獲得權力與財富的途徑來界定什麼是利益。文化菁

英以邊界的終始點來界定什麼是團體。「筆」的天才，為「劍」

的力量所界定、保衛的共同體的新邊界和利益創造了一個象徵

．． ．政治菁英運用他們的文化盟友創造的語言，做為挑戰的旗

幟。沒有這些文化的操作者的協助，他們將無法將追隨者界定

為族群或民族．．．．．．兩者的合作，激發出創造了世上的民族和族

群認同的運動。（Weinstein 1979) 

這兩組領袖運用兩種技巧，「說服擁有族群標誌的人，將他們的命

運，從族群的角度，而非個人或階級的角度來理解」，並訴求他們的利

益、義務和團體感，共同凝聚了族群或民族的認同，或者，用 Rothschild

(1981: 27-28）的話說，「意識形態化」（ideologize）了一個鬆散且沒有團

體意識的文化群體。

我們不應誤解成一般庶民群眾沒有能力形成他們自己的認同。問題

在於’群眾自發形成的認同經常是多元、複雜而不統一的，他們之間，

非常不容易產生自發性的重合。所謂菁英主導的認同形成，指的是經由

對權力分配特別敏感的政治菁英，和對「神聖的事物J 特別敏感的知識

分子的中介，將這些混亂、不統一的自發性認同予以連結（articulate），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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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個邊界清晰的、共辜的認同。 Brass (199 l: 20）稱此為達成「多重

象徵的重合」（multisymbol congruence）的過程，而歷史學者 Suny 與

Kennedy ( 1999）則稱之為「民族的連結J (articulation of the nation）。沒有

知識分子創造共同象徵、詮釋共同命運，沒有政治領袖將這些象徵、意

義，傳遞、灌輸給群眾，並對他們進行組織、動員，領導他們與「外族J

競爭，這個明確的共同認同，是難以形成的（Shils 1972: 179-182）。

Rothschild (1981 : 29）說得好 ： 一個潛在的族群團體或民族，如果沒有他

自己的菁英群一一不管他們是被清除，或者持續地被優勢群體收編一一

是永遠無法真正形成一個自覺的團體的。

必須說明的是，選擇菁英做為研究對象，乃是出於特定問題意識（團

體象徵邊界的畫分）的驅策，與知識、道德乃至政治上的菁英主義無關。

研究政治與文化菁英如何意識形態化族群，因此絕非如「庶民研究J

(subaltern studies）先驅 Ra叫it Guha (2005）所說的以菁英政治掩蓋庶民政

治的「非歷史的史學」，而是在充分意識到這兩個領域之存在及其特質

的差異前提下所做的理論性選擇。事實上， Guha雖然批判傳統民族主義

史學完全忽略了庶民政治領域的存在與自主性，但他同時也承認庶民政

治領域的自主性有其限制 ：

可是，這些來自庶民政治領域的主動行動，就其本身而論還不

足以將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為成熟的民族解放鬥爭 。 工人階級做

為一種社會存在的客觀條件及其自我階級意識還不夠成熟，也

沒有與農民結成堅強的聯盟。因此，它不能接過和完成資產階

級沒有實現的任務。（Guha 2005: 8-9) 

正因如此， Guha將庶民政治領域的研究稱為「民族未能成就自己的

歷史經歷的研究」，或者一種「對失敗的研究」（Guha 2005: 9） 。 本文選

擇菁英政治做為觀察對象，目的即在試圖理解菁英因其社會學特性而在

接群政治與民族主義動員中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的成就與限制。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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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庶民政治領域中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筆者將男外為文討論。 2

Brass ( 1991: 24 7）進一步指出，這種集體政治認同的形成，包含三種

可能的菁英衝突類型：

(1）同族群內部的菁英，為爭奪物質的或象徵性資源，以便掌握界定

族群團體邊界權力的鬥爭﹔

(2）不同族群間為爭奪種種稀有資源的鬥爭﹔

(3）掌握國家機器的團體為確保、延伸它對地方領土與民眾的控制，

而和領土內住民間的鬥爭。

這三種鬥爭在不同時間，以不同方式，相互交錯。但我們可以辨認

出：（！）族群內，或族群間的菁英競爭模式，（2）國家在各種競爭中扮演的

角色，以及（3）每一種菁英競爭模式，會如何影響到政治動員和認同形

成。換言之，集體政治認同的形成或變化，是不同菁英間競爭的函數。

集體政治認同一旦形成，有其相對的穩定性，但它仍然是可變的。

它既由政治過程創造，也同樣可以經由政治過程被改變﹔因此，我們不

妨將認同的變化視為廣義的認同形成的一個類型。值得注意的是，「資

源競爭」模型並不暗示認同可以一夜之問形成或改變。相反的，它們是

菁英主導的長期、持續的政治社會化的結果。而這個長期的菁英動員過

程，是由急速的社會變動導致的資源重分配需求所誘發。這種急速的社

會變動情境， 可能是現代化過程引起的大規模社會流動、移民、戰爭或

者領土變遷等，他們導致了誘發認同動員的結構性危機。必須注意的是，

危機時刻的短期認同動員所造成的認同變化是不穩定的﹔如果族群、民

族或者國家認同的形成需要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這些認同的變化與鞏

固至少需經過一個世代以上的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 (Keyes 1981 : 15）。

正因集體的政治認同，如族群、民族或國家認同，是一種必須長期

觀察的，整體的社會政治現象，社會科學家傳統上較傾向採取歷史社會

2 4位見吳~人（2013），學者在這篇文章中，梭J刊另一庶民研究理請家 Gayatry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庶民」定A－「處在任何組織性權力領絨之外的主體位藍」﹒探討二二
八事件時不同集團菁英試圖收品桃困地方基層民眾的武裝力量﹒而佼者卻不斷逃逸，拒絕
收緝的過程 ﹒ 本文正在修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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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途徑，試圖從結構的觀點，瞭解認同的長期趨勢，辨識認同形成和

變化的條件或形態。然而，「資源競爭J 模型也提醒我們，宏觀層次的

歷史過程，是「行動J (action）與「結構」（structure）互動的結果，因此我

們在描述認同變化的結構性因素之外，也必須觀察個別的理性行動者試

圖介入此一過程的真體作為。就此意義而言，「資源競爭」與「菁英動

員J 的政治過程，事實上為Ernest Ge liner ( 1983: 55）著名的警句一一「民

族並未創造民族主義﹔相反的，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J 一一這個結構

層次的論證﹒提供了一個個體一行動層次的補充描述。本文試圖觀察的，

就是在特定結構條件下，個體層次的認同政治行動之展開過程與其後果。

最後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左翼中國J 與「右翼中

國」，乃至「紅色中國」與「白色中國」這組概念，並非意指兩種政權

認同，而是兩種國家一民族認同的想像方式與政治計畫。所謂民族或國

家認同不只涉及共同體的「形式J （邊界），也涉及共同體的「內容J ' 
不同的想像內酒有時甚至會導致邊界的改變。印度籍的民族主義意識形

態研究理論家 Partha Chatterjee (I 993﹝1986﹞）在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書中提醒我們，關於一個共同體內涵的真體想像方式與

過程的差異，經常會導致最終認同的根本性差異。事實上 ，美籍中國史

先驅 Joseph Levenson ( 1965）早在半世紀前出版的思想史經典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中即己指出，國民黨以士紳階級的體教文化為

內涵的中國想像，和中共以下階層人民與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想像，從

形式到內容都有巨大差異。因此，本文區分「左翼／紅色中國」與「右

翼／白色中國」，並將之並列為兩種不同的國家一民族認同計畫的做法，

不論在當代民族主義理論或者中國近代史研究文獻中都可獲得支持。

（二）經驗性先行研究檢討：史料與個案研究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探究終戰前後台灣人集體政治認同的狀態，包含

其逆轉、變化、分裂與重構等過程。筆者關懷的，主要是促成當時台灣

人整體認同狀態之形成與變化的因素，而非個別人物認同轉換的心路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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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者其思想論述。本小節將以此問題意識做為相關性基準（criterion

of relevance），進行文獻與先行研究之檢討。從 90年代初期台灣開始民主

化進程至今，已有大量與二次大戰終戰前後台灣社會相關之史料出現，

為我們探究這段期間台灣人認同狀態提供了珍貴線索。除史料之外，也

有不少探討此一過渡階段台灣政治、社會動向，乃至台灣人認同狀態的

實證史學作品問世。

就史料而言，最大宗者首推二二八事件與 50年代初期白色恐佈相關

之史料，包含官方檔案3 、口述訪問紀錄4 ，以及回憶錄等。 5這其中，口

述訪問記錄對本研究尤具意義，因為他們記錄了不少非菁英層 ，不善書

3 正式出版之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主要有許雪妞主純﹒﹛二二八事件資料還特﹜第 l 至 6
冊（ 1992）、的笙簧等主氣，﹛二二八事件總＃.-t純﹜（2002-2008）、台灣省文獻舍先f畫出版
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1日 (1991）、﹛二二八事件文獻精錄﹜（1992）、〈二斗八事件文獻補
錄） (1994）等﹒此外，中國第二歷史拾案館松總1賓館館或檔案為抖出版﹛台灣「．二二八J
事件恰當t史料〉（上）（下） (1991），同書益於 1992 年由台北人闖出版社哥哥行台灣版＜ r來
典居 1992 ）﹒彰化縣文化局也在 2010 年出版核縣警察局給棠，參見8興忠為﹒﹛彰化縣

二二八事件警察他案﹜（20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在 2008 年AA得 13
卷凶防部保密局情治人員在二二八事件時期所留下之檔案，經過.fl年解說、 2主解作業之
後﹒已於 20 1 5 年 6 月出版第 l 冊，其餘預定分冊逐步出版﹒參見許雪去盟主為﹒﹛保密局
台灣站..：..二八史料金為﹜（一） (2015） ﹒ 11;1於 50 年代白色恐怖，最主要的出土官方挖苦E有
二：國家安全局印行之﹛歷年辦理區案彙.l4) 3 冊，以及國史館（2008-20 14） 為統中l行之 20
冊﹛戰1是台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為〉 ﹒ ﹛ JJl:.年iit.11:區~食為﹜三冊中的前兩椅由李it出版社
於 1991 年以﹛妥全局機密又件﹜ 名A重印出級﹒參見李敏審定﹒﹛安全局終密文件﹜
（上）（下）﹒除T正式出版的史料之外﹒拾案管理局於 2000 年以來向各政為絨-i::' t:i朵、
移轉之（二二八事件給案〉與白色恐怖時代沈治案件給案（收入「其他重大政治事件1頁」
檔案） ． 也已經開放民眾上綱查詢﹒參見檔案管理局越訂，〈二二八事件國家挖苦E典故與
進Ill 導引） ( 2009 年 2 月， hllp仇，vww.archives.gov.tw/UserFiles/980224-228.pdf.pdf) • 

4 1111於二二八事件較具代表性之口述歷史紀錄有中研院近史所先f支出版的﹛口述座史第三
朔：二二八事件 .it.Y.t之一 ﹜﹛1992）與﹛口述JJl:. 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t-it之二） (1993) • 
并當~；f主訪之三冊 ﹛品給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1995) ·以及~（＜ 采志主持、先1直
由自立成4晨與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I:版之 12 椅二二八事件口述JJl:. 史系列寺（目前全部收入
吳三述基金會出版之「口述史系列 A ：二二八系列」）．關於 50 年代白色恐怖. ~q（＜ 炎

：蔥、高淑媛主訪之 ﹛AlJ.i事件調查研究﹜（1998）、『I<炎憲等主訪之﹛風中的哭泣：五零年
代新竹政治案件﹜（2002），以及發克式等主訪之﹛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改治案件口述JJl:. 史﹜
第 l 、 2 、 3 純 (1999）等﹒此外，亦有地方政為主導出版的白色悠怖口i是訪問j紀錄 ﹒如但u告
~~－爭受訪，會欽榮~f.t主訪之﹛重生與世t ： 桃副縣人4位JJl:. 史口述文集﹜（2014) • 11!1於白色恐
怖受難家屬口述訪問﹒參見許雪~＊訪問﹒林it:J是 三f記錄之 ﹛獄外之四 ： 白色~·I串受難者
女，他家屬訪問記錄﹜ （上）、（中）、（下）。014) • 

5 90 年以來民間所出i:un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忍怖之回憶錄作.:l,J.>,.fi甚多﹒此處無法－－ f•J
＊－﹒若純以涉及事件當時人、寧、地之j 、層面之演者﹒就二..：..八事件回憶錄而言 ﹒ 恐息

首41H.直i主人，﹛辛酸六＋年 ： 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i主人回憶錄﹜（土）（下）
(1993-1995) •而就 50 年代初期白色恐怖而言，則應4flr來英泰﹒ 〈回憶，見金白色恐怖﹜
（主）（下）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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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也沒有留下文字紀錄之基層民眾一－Spivak (1988: 271-313）所說的

「不會說話的底層庶民J 一一一個間接但珍貴的發話機會，讓後來研究

者得以稍微窺知當時非菁英層民眾的經歷與感受。其次則是相當數量的

台灣菁英人士日記，例如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 6 、〈黃旺成先生日

記） 7 、〈吳新榮日記全集） 8 、〈楊基振日記） 9 、雕刻家楊英風〈早年

日記） 10 ，以及尚未出版的〈吳鴻麒日記〉、〈黃繼圖日記〉與〈葉盛吉

日記〉等。這些日記書寫時間跨越7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為特定階層

（經濟富裕的教養階層）台灣人的認同狀態留下了珍貴的線索。最後，

則是美、日政府涉及終戰前後台灣問題之相關檔案文書的出土與引進 ，

例如蘇瑤崇所編輯之〈台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 11 、〈最後的台灣總督

府〉惚，以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台活動資料集） 13 、 〈葛超智先生

文集〉”與〈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 （上）、（下） 15等。這些史料的

出土對於我們理解這段歷史有極大助益，然而史料本身無法解答台灣人

認同的問題，他們的功能在提供材料與線索，讓研究者據以詮釋、拼湊

或重構一個比較複雜細緻的圖像而已。

在前述史料基礎上，也出現了不少探討終戰前後台灣政治、社會動

向，乃至直接探討台灣人認同狀態的實證史學作品。前者如蘇瑤崇

(2007b）的論文〈「終戰」到「光復J 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 ，以及

台裔日籍青年學者阿部賢介（2013）的〈關鍵的七十一天：二次大戰結束

前後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之動向〉。他們的共同特色是，不直接探討台

灣人整體的認同狀況，而將此一問題放在更大的外交、政治與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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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且是堂著，許雪健．喝1主﹒﹛灌國先生自1己﹜第 l 至 27 冊（2000-2013) • 
許雪-tii玉峙，﹛黃且正成先生日記〉第 l 至 14 冊（2008-2014）﹒其餘各冊將陸續出版﹒
吳新榮著 ， 張良；＇f總結線，﹛吳新榮日記全集﹜第 1 至 l l 冊（ 2007-2008) • 
黃英哲 、 1午時＂為1手，﹛楊基振日記：附會筒、持文﹜（土）、（下） (2007) • 
第Jt馮主績，﹛早年日記〉﹒收入﹛楊英風全集﹜第 21 集（2008) • 
1¥.J幸崇主績，﹛台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2007a) • 
絲縷崇主績，﹛最後的台灣總督府 ： 1944-1946 年終戰資料集﹜（2004a) • 
1¥.正幸崇主績，﹛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台活動資料集﹜（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2006) • 
且￥.J甚縈主績，﹛ Ki超智先生文集﹜（2000) • 
1¥.J產崇主績，﹛ Ki超智先生相闕'li吉集﹜（土）、（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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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中觀察。蘇瑤崇沒有正面處理認同問題，而將重點置於以歷史證據

重建戰後初期以部分台籍士紳為中心的獨立運動，以此論據台灣人對終

戰的復雜態度。阿部一方面下了很大的歷史功夫，試圖以大量日美官方

檔案重建終戰前後台灣的複雜多元面貌，但另一方面卻又非歷史地將台

灣人認同視為一個既有、一元，而且固定的全稱範疇，實質上等於沒有

處理這個問題。許雪姬（2008）的論文〈台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前後一一日記如是說「終戰J ＞是目前為止唯一系統性援哥18 位台灣社

會菁英的日記來觀察他們眼中的終戰前後台灣的作品，對於菁英層的認

同變化提供了珍貴的線索。不過，做為一篇純實證史學的作品，作者審

慎地將論文敘事限定在忠實呈現日記記述的範圍之內，並未對文本做太

多分析、比較與解讀，也沒有對這個問題提出系統性的主張。

另有兩部著作從戰後初期文化論述的層面間接觸及了當時台灣人認

同的問題。黃英哲的〈台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仿光主影：魯迅思想

受容仿行方｝ (1999) 16探討陳儀政府如何對台灣民眾進行去日本化與在中

國化的過程。換言之，這是一部關於陳儀政府在台所施行之官方民族主

義政策，也就是試圖透過文化政策改造台灣人認同的政治工程的研究，

它處理了新宗主國國家菁英的認同動員行動，但並未真正探討台灣民眾

的認同狀態。不過，黃著點出了陳儀官方民族主義政策的一個特殊性：

透過引進中國左翼作家魯迅，為另類的中國想像打開了空間。在這個意

義上，徐秀慧 (I 997)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

潮〉 ，從民間論述的角度探討了當時來台的大陸籍左翼知識分子在文化

與文學評論的場域中與台籍知識分子進行論述結盟，試圖將後者誘導到

左翼中國認同的過程，與黃著有互補作用，可以參照閱讀。然而，徐著

的問題意識也不是台灣民眾的認同狀態，而是大陸籍左翼知識人對台籍

知識分子的認同動員行動，或可為理解二二八事件以後中共台灣省工作

16 2007 年出版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 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ll945-1947）﹜為本書中
t辛﹒參見黃英哲（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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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認同動員提供一個文化脈絡，但無法協助我們理解台灣民眾的認

同狀態。 17

嚴格而言，真正直接觸及了本文問題意識一一終戰前後台灣人的集

體政治認同狀態一一並試圖對之提出解答的，是以下兩部專著： Tzeng,

Shih-jung （曾士榮）的 From Hδ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信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zeng 2009），以及陳翠

蓮的〈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一九五0) (2008）。曾士榮詳細

解讀吳新榮與黃（陳）旺成兩位戰前民族還動者從戰前到戰後初期的日

記，試圖建構個人認同的形成與變化軌跡，並以此解釋台灣民族意識之

興起。這部作品雖然有不少問題，本文只想指出一點：作者採取「以經

解經J 方式解讀日記文本，幾乎完全沒有檢視日記生產的歷史、社會與

文化脈絡，也沒有與同時代文本參照。日記文本本身，並非可以直接運

用的歷史證據，它需要經過細緻的解讀，才能做為證據，而日記文本的

解讀，又需要運用大量的其他相關史料、先行研究，乃至人文與社會科

學理論的輔助。作者想用兩個民族運動參與者的心路歷程來解釋台灣民

族意識的興起，然而這兩個個人的認同，卻又是大時代歷史脈絡的產物，

因此除了日記之外，原應輔以相關的歷史文本，如民族運動宣傳品、刊

物、官方檔案等，以及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到一個比

較完整可信的解釋。作者捨此弗由，僅以兩部日記，不參考任何其他資

料，就想同時解釋個人台灣民族意識，以及台灣民族主義之興起 ，其結

果就是兩者都解釋不了。

陳著遠比曾著要更為厚實、寬廣而深入。就時問而言，陳翠蓮仔細

爬梳了 20 年代到 50 年代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論述與其發展、變化。就史

料而言，她綜合運用了各種歷史文本，包括刊物、報章、檔案與日記等。

17 到目前為止尚無11:據顯示徐著所治及的大陸搭在其知誡人集團與中共（包含台灣省工作委
員會）具有組織關係﹒因此本文暫時將這段文化認同動員放在戰後初期中、台文化接觸
( cultural encounter）的大脈絡中理解﹒這個時期中、台的文化接觸，面向經為多元、投給﹒
左翼知"ii\人的來台只是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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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觸及的人物而言，她論及了從議會請願運動以來不同階段眾多政治與

文化菁英的觀點。整體而言，陳著遠比單薄的曾著更完整深入地觸及7

台灣人的集體認同的若平側面。作者關於特定人物與運動的詮釋是否得

當，對於文本解讀的方法論問題是否有足夠反省，在此暫且不論。 18 從

本文觀點來看，陳著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和曾著一樣，陳著也有化

約主義（reductionism）的問題：儘管書名稱為「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J ' 
這卻是一本關於少數、特定有能力發聲的台灣人菁英層的民族意識形態，

而非台灣人全體之集體政治認同的研究﹔它所述說的，是少數、特定台

灣人菁英層的民族意識形態與認同建構的言說過程（discursive process) , 

而非台灣人集體政治認同之形成與變化的宏觀社會一政治過程（socio

political process）。第二，即使我們將分析侷限在菁英論述層次上，陳著

事實上也難以稱為嚴謹的意識形態研究，因為她僅僅依時序羅列多個菁

英思想個案，然後再試圖常識性地歸納出某種一般性傾向，然而意識形

態具有動態發展與結構性特質，不能只是任意挑選、羅列與歸納，必須

做廣泛、系統性的檢視，找出這些行動者思想的結構共通性與前後時序

之關連性，才能有效重建意識形態。 19

整體而言，這兩個個案研究（或者個案研究之結集）的宣稱（「台

灣人的認同」、「台灣人的民族意識J 等）與其實際研究成果並不符合。

他們確實有經驗上的參考價值 ， 但不能等同於對一個歷史性集體認同之

形成與發展的有效重建。事實上，這些著作的問題意識與理論閱價 ，和

本文看似相近，實則不盡相同。筆者同意菁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過程

是集體認同形成的重要環節，但主張菁英意識形態不等於民思的民族認

同，後者不能化約為前者，兩者在概念上必須予以區分，研究方法也各

18 I來著中的文本解請稍也是平面，明llfi缺乏思想史方法的材助（例如益的會學派忠、想史家Quentin

Skinner 所提出之文本生產的歷史典思想脈絡，以及語言做為一種行動﹝linguistic action］的

飢n ﹒相 1111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悠如民族主袋、社會主袋、無政府主JH－的政治思想史背景

如織，以及封書寫者：意割的知緻設綠﹝vcrstehen﹞等），因此常忽略了文本的!fl:. 史性、多層
次與策略性質，導fi:望文生義﹒ nn於 Skinner 政治思想．史文本解論方法的犯要解析 ﹒ 參見

Tully ( 1988) • 
19 1的於意識形態的結構，l生﹒參照 Sewell (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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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 m 這個概念與方法的區分，是本文的前提，也是本文與曾、陳

二著（以及所有將集體認同化約為個別認同的作品）在理論上的一個根

本差異。首先，本文視任何集體政治認同的整體狀態肩長期社會與政治

變遷的產物，它同時涉及結構性條件的塑造，與個體層次行動對結構的

回應與積累（包含菁英層與庶民層的意識建構），不能被化約為任一方。

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就是要研究終戰前後台灣人的國家／民族認同狀

態與其變化，而當時菁英層的意識形態動員，只是其中一個環節。其次，

做為一個歷史性的集體認間，終戰前後台灣人的民族認同狀態由於在方

法上無法進行回溯式民意測量，因此只能結合不同學科經驗研究成果，

從結構面進行歷史社會學的推斷。再者，本文主張，特定時期菁英的民

族主義意識形態動員是結構鬆動（如現代化、戰爭、領土變遷、民主化

等）所誘發之資源競逐行動的形式之一，也是導致認同變化的中介變項。

因此解讀任何菁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過程時，必須同時觀察結構變化

的方向與菁英論述的策略性。我們將在下一節中，透過戰後初期實證個

案的討論，申論這個立場。

三、台灣戰後初期（1945-1950）國家認同的競爭

（一）日本殖民統治與認同結構的瓦解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放棄台灣主權。 10 月 25

日，南京的國民黨政權由日本手中正式接收台灣。無論官方還是在野觀

點的史著，大多記載當時的台灣民眾對於「回歸祖國」﹒無不欣喜若狂。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五十一年間持續勵行「同化J 政策，並以效率見

20 司E者f粵士a齒丈的標直E』』
nese National is『n,1895-1945”．而不定名為「台灣人民族it﹒悶的形成」之類標題er :1: ＃－此－
JY.由，因為該1.t文是台灣民族正役的意或形態過程的研究，而非台灣民族認同形成的研
究﹒政治與文化菁英的民族主I(意識形態當然有可能傳遞、擴散到I!民階層，~典漁民意
1l結合，從而形成一個集體政治~間，但除非我們能夠同時提出關於f數民意誠的經峻it
a ﹒ 4鬼們仍A!避免混淆兩者﹒參見 Rwei-Ren Wu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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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日本殖民統治，竟然會如此反諷地在台灣民眾的認同中，烙下了這

麼毫無疑義的「祖國J 意識嗎？

1.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認同狀態：一個結構性的推斷

這個複雜的問題並非本文的焦點，但它卻是以下分析的重要基礎。

雖然無法在此處進行詳細的討論，但筆者必須指出， 1895 年清廷因戰敗

割台造成的強制性領土轉移，本來就是一個可能導致認同變化的典型情

境，而日本殖民政府，也確實挾其巨大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1阱，積極

地進行了改造台灣民眾的政治／文化認同的工程，以鞏固其統治。男一

方面，殖民體制依民族界線所做的差別性資源分配，也是促使被殖民菁

英進行族群動員的有力誘因。日本統治對台人認同造成的影響，可以視

為強大的殖民國家菁英（state elite）與相對弱勢的不同集團的本土菁英間

複雜的互動關係的總合結果。這個過程，在不同階層、族群、性別、教

育程度和年齡層的台人意識中留下的痕跡，應該是有所差別的。

遺憾的是，當代社會科學至今尚未發展出能夠回溯性測量政治認同

的方法，因此我們無法經由民調之類的統計數據來判斷民調方法應用

之前（即 80 年代末期之前）台灣民眾之總體與內部不同群體的認同狀

態。釘在此種方法論（與認識論）的根本限制下，我們只能經由種種經

驗的歷史研究途徑一一包括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與思想史

21 社會學者~茂桂41!- j睛新垃在 1987 年針，才全國大專院校學生進行「 r 中國人一台灣人』 的
自 A-t1,定」調查， E已被是台灣社會科學界進HJ 民調方法大規4莫測量台灣民眾因家認同的選

鴿 ﹒ 參見~茂桂、 1時新也（1987)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從 1984 年闖始進行的

「台，有？社會變i童基本調查」（第一期由台灣大學心理學系與中研院民族所執行）， 要宜，l
1990 年的第二期第－次調查（中研院民族所與社會所籌備處執行）才開封進行國家認同與

統獨態度調查 ， 而從由諾夫型計畫分化出來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最初由中央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院所主持），在首皮開卷中 Jlp I羽金會進行IUI於獨立與制.t .st 國 ﹔意向的調查 ﹒！的於

兩次早期調查資料，參見中央研究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街調查研究資料庫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SRDA﹜網站（ https://srda.sinica.edu.tw/group/sciitem/3/3 •與 https://

srda.sinica.edu.tw/group/sciitem/3/21 ，取用日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此外﹒國立政治大

學i!＊研究中心（Election Study Center, ESC) 自 1992 年開始進行「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
人趨勢分布」· iu 1994 年開始進行「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布」 ﹒參見國立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之「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國」（http://esc.nccu.edu.N允ourse/n叭，s.php?
class=203) •由上述時開1,5可以看出， 1980 年代末期從間的成治民主化為台灣社會科學界

比較精密的政治認同調查首度打開了政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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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及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一一的研究成果，從結構層次來間接（而

且不精確地）推斷（extrapolate）特定歷史時期台灣民眾的認同狀態。比方

說，筆者本人的政治史與思想史研究，已經證實的20-1930 年代中期曾

經出現過一個具有一定群眾基礎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與意識形態，

然而這個政治運動在 30年代初期瓦解，其成員遭到鎮壓或收編，而其意

識形態到了 1940年初期依然殘存，但逐漸萎縮、變形為某種沖繩式的地

方主義論述（Rwei-Ren Wu 2003）。男一方面，日本統治確立了台灣最初

的全面性直接統治（direct rule），使台灣住民首度被納入現代國家的公共

網絡之中 (Rwei-Ren Wu 2013）。就經濟史而言，在日本統治期間台灣自

身一方面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男一方面也被逐漸整合到日本資

本主義之中，與母圓形成密切的依賴關係（矢內原忠雄 1988﹝ 1929﹞﹔黃

紹恆2010 ）。就文化史而言，台灣在 30年代由於印刷資本主義的成熟，

逐漸形成一個全島閱讀圈與「文壇j ，創造了「想像的共同體」的社會

基礎，但男一方面這又是一個逐漸以日語為主的閱讀圈與文壇 ，日益從

屬於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文化圈（藤井省三 1998 ﹔和泉司 2012 ）。

上述幾個結構性指標清楚透露出一種複雜、交錯的雙重趨勢，也就

是從屬化與主體形成的同時進行與相互阻醋。這是一種「弱小民族」形

成的情境：一個經驗過現代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但被宗主國國家鎮壓

之後，正在持續被收編、同化、整合、吸收到宗主國國家體制之中的邊

陸地區人民。如果日本領台沒有在 1945 年中斷，吸收與從屬的程度將會

持續加深，而其主體性也將持續受到侵蝕。我們可以因此推斷 ， 整體而

言，在日本統治末期「台灣人J 的身分認同已經形成，但這是一個政治

意義尚未穩定的「臨界性認同」 (liminal identity），同時游移於「台灣人」

和「日本人j 兩個上位概念之間，以及「國家J 與「地方」 、 「民族」

與「族群j 兩組上下位概念之間，而在日益加深的同化主義壓力下，此

種多重認同狀態正逐漸朝日本認同方向移動之中。然而戰爭結束後的瞬

間，在地緣政治的制約與主導下，原有的官方日本認同選項立即被排除，

而中國認同則取而代之，成為新官方選項，於是台灣人認同原有的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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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穩定性也隨之加深。正是這個認同的曖昧與不穩定性，提供了戰後

初期不同菁英集團在台灣進行政治動員，試圖塑造意義明確之認同的空

間。

2. 庶民眼中「終戰」的曖昧性

不論日本五十一年同化殖民統治的認同效果如何，可以確定的是，

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不管是被迫還是自願，不管是真心，還是出於惰

性或認命，在這段時間內都已經發展出一套穩定的順應（adaptation）模

式，來處理自己和統治者的關係。位領土主權的轉移，意味著這個穩定

的順應模式，必須做激烈，而且無法預知的調整。大多數人雖然樂見戰

爭結束，也可能欣喜於差別待遇終止，但由於長期接受「日本國民J 的

身分，他們對原敵國一一中國，一夜之間成為祖國的最直接反應，母寧

是困惑而充滿不確定感的。

關於台灣人對日本戰敗的最初反應，當時旅居台灣的日人富澤繁有

如下的觀察：

台灣人對日本敗戰非常困惑．．．．．．台灣知識人中，對日本蘊民政

策懷抱反感者不少，然而一般台灣人都被日本人同化了，連唷

五十年日本人教育幾乎完全開花結果了。他們心中多少存著做

為被征服者的不滿，但是想法都成為日本人了。一方面對日本

無條件投降內心高興，但解放後到底自己會遭遇何種事態，完

全無法預料。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台灣將復歸中國，但沒有人

能預測這個中國政府將如何處置台灣人。悲觀地想，不安逐漸

累蜻起來。（富澤繁 1984)

富澤氏接著如此描述一般台人內心的不安： 「昨天以前台灣人還和

22 此處狗的赴台灣民眾，f日本統治之順應模式已越總定﹒益非4ri他們的認同已趨穩定﹒﹛盡管
長期而言﹒民眾，f統治的穩定順應離實可能影響至•JJt-~﹒悶的變化與形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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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齊槍口指向祖國，這樣的台灣人，中國政府真的會寬大對待

嗎？ J 同時，社會上還出現種種謠言，說在台日人將被送至中國強制勞

動，美國將支配日本本土，中國將殖民九州、沖繩，男子將被迫絕育而

女子將遭凌辱，台人將遭受日人相同命運等。如富澤氏所言，日本投降

「使台灣全島籠罩在暗暗的不安氣氛之中」（富澤繁 1984: 79-80 ），而

根據敗戰當時台灣總督府的觀察，「本島人之中，因戰爭結束而產生的

明朗心情可以看得出來外，可以斷定有種種複雜感受潛藏在心中，但是

由於無法預見未來，並且日軍依然毫髮無損的關係 ，表面上看與從前並

無相異處。悲痛日本戰敗者還可散見。 J （富澤繁 1984: 79-80 ﹔台灣總

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 1946: 5 ）。

而在一般庶民最初的素樸反應中，「中國接收J 恐怕未必直接等於

「解放j 。筆者在爬梳 90年代以來大量出現的二二八事件相關口述歷史

與自傳性史料中發現不少一般民眾對中國接收持保留態度的紀錄。比方

說，曾以制憲國代身分受邀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會議，協助處理

恢復鐵路交通事宜的簡文發如此回憶其母對光復的疑慮：

我母親當時 62 歲，她親口告訴我，不知道台灣光復以後，會不

會像清朝一樣，到處是土匪、賭博．．．．．．她害怕光復後盜賊會到

處都是，治安會像清朝那麼壤。（許雪姐、吳美慧 1993a: 43) 

林莊生回憶終戰之初其父（莊垂勝，台中中央書局創辦人，戰後首

任國立台中圖書館館長）的興奮被一名三輪車夫這樣澆了冷水：「新的

未來，不知舊的該珍惜」（林莊生 1992: 47 ）。另一位周李翠金女士（高

等科畢、助產士）則坦言：

日本戰敗投降後，我很難過 ﹔加上大陸方面的人員素質太差，

所以對中國政府印象不好。以前日據時期的日本兵很好，看到

我們女孩步行，便會讓我們搭使車﹔而光復後，戚們只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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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兵，早就跑得遠遠的了，深怕被搶、被占便宜。 u牛雪妞、

蔡說麗 1993:370)

第一個個案非常有趣地反映了一種庶民對祖國的負面記憶，與一般

反日知識分子「理想化」的祖國形象完全相反，頗值探究。第二個個案

生動地反映了一種「安於現狀j 的保守主義心態。第三個個案則混合7

日本同化的成果與個人對戰前、戰後經驗的素樸比較。

另外，有兩類群體對日本戰敗比較明顯地抱持惋惜的態度：第一類

是原住民，第二類是深受皇民化運動（1937-1945）洗禮的所謂「戰中世

代J 仆的0年的霧社事件後，日本對原住民採積極懷柔的「教化理蕃J

政策（近藤正己 1996: 283 ），使原住民普遍接受同化，認同日本。鄒族

的武義德即自述：「自小受日本統治，受日本教育，並不覺得受日本人

欺負。 J （許雪姬、江淑玲 1992a ）所以，「不希望日本戰敗」。同族的

武青世甚至說：「日本戰敗後，每個人聽到後都哭了。我們很捨不得日

本人戰敗。 J （許雪姬、江淑玲 1992b）戰中世代在漢文被禁的時代

(1937-1945）成長，許多甚至不會台語或客語，而以日語為母語。同時，

這個世代也是在太平洋戰爭中，受日本戰爭動員影響最深的群體，原台

籍日本兵即屬於此一世代。作家葉石濤（ 1926 年生）自述：

我們這一輩受到的皇民化運動既深且遠，幾乎是完全相信日本

人，做事的方式也和日本人一樣，要當中國人卻有一種矮了一

截，由一等國民變成三等國民的感覺。（許雪妞、方患芳

1992a) 

柯旗化（ 1929 年生）在終戰時為學徒兵，他說：「敗戰之事是大家

都知道的，只是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而已。台灣人也是一樣，本島人同

學中，希望中國戰勝的人，一個也沒有。」（許雪姬、方惠芳 1992b: 93, 

102,125 ）日籍記者加藤邦彥在調查訪問許多原台籍日本兵時，曾問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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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知道日本戰敗時，是否有「戰勝國J 的意識，受訪者幾乎全部否認，

並強調對日本敗戰的惋惜、悲痛之感（加藤邦彥 1979: 54-55 ）。

上述案例當然不足以反映所有台灣民眾的心聲，但這些對「終戰J

的負面認知在國府戒嚴統治時代是完全被壓抑的聲音。 23筆者引述他們，

目的在提供理解當時台灣人認同狀態之複雜性的一些線索。一言以蔽之，

突如其來的「終戰J ，對於台灣人，恐怕是一個意義曖昧，須要詮釋的

事件。而扮演詮釋者角色的，主要就是台灣的菁英階層。但是，如果不

先分析這些菁英分子在終戰之初的複雜處境，我們將難以掌握他們後來

積極從事「詮釋J 的真實動機。

3. 被撞民體制收絨的本土菁英

日治後期（ 1930 年代）以來，日本殖民政府已經有效瓦解反體制的

台灣人民族主義運動，並以戰爭動員體制下的經濟資源分享 、 局部地方

自治的政權開放等方式，和多數的本地菁英建立起一種有限度的「恩庇

一侍從J (patron-client）結盟關係。以這種局部的資源共享使日本殖民政

權受到挑戰的合法性，重新獲得鞏固，也誘使本地菁英選擇體制內向上

流動的策略。 25 向來即效忠日本當局的御用派，以及為數眾多、無鮮明

政治立場而習於順應統治者的地方型領導菁英固不待言，就連以「台灣

地方自治聯盟J 為主的右翼民族運動者，也紛紛走入體制，積極參與

1935 、 1939 年兩次州、市、街庄協議員的選舉，並活躍於各級協議會之

中，尋求在體制內改善台人處境之道。或積極或被動，這些前民族運動

23 人類學者贊智慧（2003) ft於日語世代台灣人在國民黨強制語言同化政策下被﹔于名化與失語
的狀態，以及失語導致他們與子孫世代和主流社會成離，終至成為在故鄉的 「 .r{.鄉人」
（工口7ν）述種文化的底層處境有深劍的分析﹒

24 由於深受政治學者失乃德(Nai-Teh Wu 1987）的經典為！Jt影響，台灣主流社會科學界封政治
侍從主Jt. (political clientelism）概念的運用僅限定於解釋，先後國民黨成樣統治如何建立台，哼
本地基礎的個案之上，然而政治伶從主義其實被廣泛逢周於解釋各種建立於不對等交換關
if.之上的統治形態，包含碰民主Jt. ﹒參見正文下段及其相關參考書目﹒

25 台ii菁英選擇走入日本體制，立ui,.純然出於S血壓典收為等政治因素，背後也有相應的物質
基礎 ： 如同柯志明（2003: 201-210）指出， 1925 年之後，由於日本封述民』也未需求大幅上
升，導放日本內地未進口商與台灣本地地主及土墊間資本因共同利益而進行結盟﹒筆者認
為， f盡管這個跨越鎧民界線的結盟形成益非述民政府所：意圓的結果，但仍然創造了使台錯
菁英放棄民族主義﹒走入日本質量劍 ， 尋求改良而非革命的物質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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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有許多也參加了戰時的「皇民奉公會J 。 26 而在組織性反對動員

已不可能的情況下，拒絕進入體制者（如多數左翼運動者）面對的選擇，

只有下獄、流亡、放逐，或隱退。 27

日本戰爭動員體制對台籍社會菁英的「收編」效應’是政治學者林

繼文 (1991）的洞見。筆者認為這種局部分享統治權的設計顯示日本在台

殖民政權為執行南進政策欲獲得台人更積極效忠，開始由排他的「直接

統治」走向局部共享權力的「間接統治J (indirect rule）。在歐洲殖民史

上 ，這種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間不對等的交換關係非常普遍， 它顯示外來

統治者穿透殖民地社會能力的偶限。筆者認為，日本殖民當局自 1935 年

開辦的地方（市會與街庄協議會）選舉，可以視為一種「選舉侍從主義」

(electoral clientelism）。 28更重要的是，侍從主義的交換關係，可能具有某

26 例如﹒林41;.當家族的大來信1t是在J統申•J經濟下獲得保1［而生存的，而台灣製麻日，l與安田間才
間合作 ﹒ 扮任和戰時統制經濟有 11n職位者有洪元姐、林篤粉、 1午嘉種、蔡~亨、林糊等﹒
政治方面，林獻，主﹒和4本主祿J部總管府評議員，他們兩人與發式杖、洪元娃、高1年亨、資金
火、吳石麟、匈兩1骨、莊企勝等人都曾任各級fl 民化i運動組織持部﹒參加地方自治退學當

選各紋議員的有發式毅、洪元也、 1午品種、蔡年亨、黃金火、尖石庫再等﹒參克林1‘文（199 1 :
66-68）、吳文星（ 1992: 197-246) • 

27 萬I.Ii紅在 193 1 年因台共按摩事件被判刑 13 年入獄﹒ 1939 年因肺結核病重保釋出獄，~爭
期間短發商店典拖鞋加工廠 ﹒完全自政治隱i且 ﹒ 筒吉 1931 年四同案入獄﹒ 1942 年才出獄﹒

直至•J終戰為止都在日本警察監亨見之下 ﹒參見如足的半生記〉（謝雪紅 1997 ）、﹛ r,.；吉獄中
日記〉（爾吉 2005 ） ﹒ 另外＇ i年，河水在 1 93 1 ~死後 ，不少民眾黨幹部離開台灣﹒在中國
廈門等地進行流亡抗日活動﹒例如 1932 年~！其昌、然平、黃清波、唐阿Jl~i-在處門組織

台灣J局立i運動同盟、台灣革命i互動被牲者，Rii年舍、台灣斬、ri-4-ft 三f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
察沿革誌〉 （三）（台海畫意督府警務局 1986：第二章第五節）

28 1935 年的地方選舉固然被台灣繪色f府設定秘稚限制，例如只有半紋民選﹒以及有選舉權人

財產資4串門棍等，但選舉過程大量生公平，當時台灣使存的政治反封副經一一台灣地方自治
聯盟﹒仍然大有斬ft ﹒出馬i走進成員 .Ht當選﹒以此；k_i是譽為界 ， 民族運動右派正式轉
向 ，放棄t且會請噸i運動的民族自決路線﹒進入日本國家的內地延長主抗體制﹒ 4吳玄之﹒
1935 年ilU怔雖然排除了多數民眾的參與﹒但卻有效地收為了本地主f英﹒也~來日戰爭，h 具
體制的進一步收為1里下伏誓﹒就此而言，此次選舉啥'if｛哥揀了伶從玉4'＼利益交線與政治~
合的功能﹒事實上. f寺從主－＊. I)訂核心特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闊的「不封等文俠」（un
equal exchange），因此做為一種交接險制， -f,t1足主義 IHI係下的選＊本來~不會是公平的 ﹒
國民黨政被從 1950 年代初期開封松動的台灣地方逗樂（縣市長、省議員 ） 在省黨郁的樣
才宜與介入下﹒同樣具有不公平的特質，但仍有效收給台灣地方菁英﹒ IHI於 1935 年地方選

派的良好透風﹒參見楊于t~ (2004 [1968] : 303) • !Bl於地方自治聯盟在本﹔先進必格為與合ilt
名單﹒參見蔡t在火等（1982 ﹝1971 ﹞： 490) •關於 50 年代以來國民黨如何採拉地方選舉益iJU于
舞弊﹒導致ilt風敗壞的if言﹒當時的 ﹛自由中國﹜雄誌提供了詳細具體的：丘吉 ﹒ 今兌ii光
哲等為i還（2003） ，﹛自由中國選集（五）：地方自治、 .ilU扯與反封：黨﹜的「二、選舉問
題」 ﹒ 本ii!集共收錄 19 $； 相關社1品、投書與評為文章﹒登雅而言﹒白人為台灣選舉設限
是「真小人」 ﹒ 而國民黨所謂開放選舉則是「倫君子」’兩者都受嚴密採控以積保不禽等
態勢﹒然後在不ft之f條件下發揮利益交換與收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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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認同整合的功能﹔換言之，被「收編J 者可能產生對統治者的認同感。

明瞭這點，或許有助我們理解被日本人「收編J 的台籍菁英的認同狀態

（參見 Lemarchand 1977 ; 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

日本突然的戰敗，劇烈地改變了這些不分體制內外的台籍菁英所能

採敢行動的選擇機會結構（set of feasible choices）。首先，日本殖民權威瓦

解，一方面固然清除了台灣人向上流動最大的障礙，另一方面也意味舊

有「恩庇一侍從J 遊戲規則的失效。但是，〈波夜坦宣言〉又將台灣從

屬於男一個政治權威一一中國，這個新的結構性條件制約了台灣人國家

認同發展的方向。 29 台籍菁英立即面臨的選擇，並非與其他大戰後獨立

的後殖民社會一樣地自行建構獨立的本土政治權威，而是如何與新宗主

國取得良性互動，以便在「中國j 架構之內，尋求自身最大利益。

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地結政治已經排除「獨立J 選項，但終戰之初

台灣各地仍然出現尋求台灣獨立的行動。 1945 年 8 月總督府警務局的治

安報告即指出，當時有許多台灣人因害怕受到重慶政府迫害，或因瞭解

重慶統治之黑暗實情而感到恐怖，而在有產階級與受日化較深的青壯年

之間，認定台灣在中國治下不可能保有安居樂業之生活，因此主張應建

立符合台灣民惰的自治體，進而追求獨立的氣氛尤其濃厚。報告中列舉

了兩項追求獨立的行動：其一是新竹州會議員黃維生與親族友人因恐懼

重慶軍閥政治威脅生命財產而向當地行政廳提出獨立請願之行動，其二

是當時有台人因預想本島在重慶政權治下將陷入無秩序與混亂而展開獨

立運動，或者倡議使台灣成為日本租借地。對於這些獨立動向，醫務局

從本島治安對策的觀點採取不承認與阻止、鎮壓之態度， 30 而安藤利吉

29 1942-1943 年間﹒美國皇島統~斯福－Jt.曾有意仿效朝鮮半島方案由國際it管台灣，但受到
國務院反，f典美國海軍選擇登陸菲律賓，放棄占領台灣之決定的影響而改變立場，在 1943
年決定將台灣交給中國﹒此一美國官方立場，委主•J 1949 年中共內較大勝，為了線索防止
台灣落入緣，再集團之手時才開始轉變﹒美因政府也才開始操作台灣獨立、聯合國托管﹒以
及地位未定治等均迷. t真言之，從 1943 年年底到 1949 年春述段時間，美國主導的國際秩
序明且在支持台灣歸還中國﹒且t無曖昧空間﹒台灣並無其他受國際支持之逐項 。 參見益tJ:墨崇
(2004b: 141-144）、 Kerr ( 1966: 20-21, 30-31）、張淑雅（2011）第二章（分離台灣﹒ 1949) • 

30 參見（大詔沒發後二於少心島內治安狀況泣警察措畫（第一級）〉典〈大-tai聾發後二於？＂
JνI, 內治安狀況垃警察給軍（第二線）〉，收入重is盎崇（2004a: 117-156) • 



第一輩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塾灣的國家認同競爭的

總督不僅對內三令五申，嚴厲禁止，並且以半脅迫之語氣，公開對台灣

民眾表達總督府嚴禁獨立運動之立場：

另外企口本島獨立運動，無論採取何種手段方式，不用說內地人，

就算是本島人之間也是絕對不被容許發生的，因為他將倍增本

島之受難，甚至違背聖旨，陷帝國於危殆。 31 （轉引自阿部賢介

2013: 168-169) 

這些紀錄說明，終戰之初在台灣民間自發產生的複雜意識之中確實

存在著「獨立j 的想像，只不過這個想像從一開始就被總督府壓制下來

了。換句話說，總督府扮演了執行戰勝國意志、維持波夜坦秩序的角色，

鎮壓了部分試圖挑戰地緣政治秩序的台灣民意，從而制約了其後台灣政

治的發展方向。

（二）第一波認同動員一一「光復J ：本土菁英向新宗主國的

：輸誠

1. 本土菁英對終戰的調遇與對新宗主國的輸誠動員

對日治後期參與殖民體制的右翼民族連動者（林獻堂為首的地方自

治聯盟一派）而言，即將回歸中國的事實一方面固然可能使他們壓抑的

漢族意識重新抬頭，但男一方面更迫使他們必須以積極歡迎的行動來清

洗「通敵J 之嫌。 32 體制外的抗日左派（如台共及其外圍的後期農組、

31 這是安慈利吉於 8 月 22 日會兒$振甫、許丙等御用紳士時的訓給內容. 千直被刊登在 S 月
24 日的﹛台灣新報﹜﹒

32 本文iUi漢族：意識自身不足以充分解釋當時台n菁英歡迎國府的行動﹒戰前政治i運動光地
中，是強調：美旅念主義的就是民族運動右翼（左翼比被重從階級）．然而這個群體中卻也敢
多人進入越氏青章制﹒成為日本的協力者﹒不只林t&li:為首的民族i運動右翼如此 ﹒ 台 4吾御 JI]
紳士如辜顯槳，終生不改日本姓﹒堅持穿等﹔是衫，但鴿， r~做太平夫」﹒選擇做擁這述民
體制的先鋒 ﹒這些事實t昆明，漢民族意識主要是－種文化認同﹒它的政治：t4＼是曖昧不啥
定的﹔它可以親中，也可以親日一一在美國統治下的香港，吾吾商的漢民技意"!A甚至可以是
親笑的：特定殖民統治的意識形悠特質（如日本強調備教僧俗的東方式組民主4\ ）與磁民
者的統治策略考量（如英因為防止中國;'tti且思潮入俊香港而刻意保從~m偽教傳統）有時
:f,t於被統治者j吳放i:"!l之政治傾向會產生丈深的影響 ﹒ 正因認"lo＇＼到漢民族意識的政治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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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協等）對於復歸中圈，似乎並無特別意見，但對右翼的國民黨政權

的接收，則採取一種審慎觀望，乃至警戒的態度。 ω總之，對於所有前

抗日分子而言，長期阻礙本地菁英向上流動的日本退出台灣應該是一個

最佳的結局（the optimal outcome），而「復歸中國J 的解放方式，在盟軍

和中國方面種種政治承諾下，應該也是當時各派均可接受（或者無法不

接受）的選擇。當然，右翼民族連動者對於右翼的國民黨的接收，比曾

經過第三國際洗禮的左翼遠為熱衷。最後，對於長期與日本合作的御用

派人士，以及順應日本統治者的地方菁英而言，在報復的恐懼下，向新

政權積極輸誠恐怕是最理性的選擇 。 “

如果島內菁英對於接受復歸中國的立場一一不論動機為何一一大致

具有共識，他們還需要男一群伙伴，做為台灣民眾和陌生的祖國之間的

橋樑，也就是所謂的台籍「半山J 。 35台籍的半山集團，以張士德於 1945

年 9 月底返台組「三青團J 為始，在終戰初期的主要角色，是中國的國

民黨政權向台灣擴張統治權的重要代理人。從確保國府權威順利擴張的

角度觀之，首要工作當然是意識形態控制一一也就是灌輸台人中國認同，

並且必須是國民黨正統觀的中國認同（鄭梓 1992: 246 ）。這些既曾受過

國府領導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洗禮，且大多真有島內民族運動經歷 ，並

性﹒本文才主張在這個因素之外， .t.J!考慮這些菁英在終戰之初夠自身駝背利害的考量﹒
關於日本來方位民主4\!:U\形態特質的分析，參見 Rwei-Rcn Wu (2003: chapter 5） ﹔ Iii!於港
英政府為何保從提倡僑家文化﹒參見 Carroll (2007: chapters 4, 6) • 

33 苔台共派的楊先垃和謝富紅在戰爭一結束役的 8 月 25 日挑起草一份 〈告台灣青年 ·;t ）﹔由
印之後郵寄友人，文中指出「日本帝國在台灣的鐘民統治已告給來， 台灣回到祖國懷抱 ，
中國政府將在台灣施政，台灣人民將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如果今後徒們得不至•J
政治土的民主，我們還要進行門爭」（楊先煌 2005: 214 ）﹒另外，社會民主主4＼者紛-ff"
( i是） 1t即將來台接收的重慶政府校有戒心，認為必須先做好鞏固思想基礎之行動 ，以牽
制t車正主綴，因此終單丸之後立即以「解放委員會」之名散發停車，進行宣傳 ﹒ 參見林處長金
{2010:253). 

34 根據林獻堂日記，日本宣告戰敗從第四夭，許丙和益固城等著名的日本統治協力者llp赴霧
峰拜訪林al堂，「欲招命向往主自學、南京聯絡民國要人J （林al堂 2010: 249) • 

35 二次大，足以後，台灣人習4再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為 「阿山」 ﹒本地人為「阿海」 ﹒而「半
山』一詞則-t:i"涉日治時期f居留中國－段時開後才返台的台灣人 ﹒ t.t -1t-政治愈渴而言 ，所
胡平山必須具備在中國大陸期間曾在國民政府或國民黨黨部系統任職﹒以及在行動土擁il
回民政府之人士 ﹒ 白，丸f產初期至1] 50 年代為止，半山是台灣政壇相當重要的一股力量，著
名半山人士有曾任省主員會議長的食物琴、省議會議長謝來閥 、副議長林1頁立 ﹒日 f查出任立
法院長的貪圖書，內政部長的i是裳，t等人﹒參見許i.11l (2003: 232）之（半山〉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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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廣泛菁英關係的半山群，顯然是進行這項控制最適當的媒介。於是，

終戰初期到國府正式接收，由前民族運動者為核心的本地菁英一半自發，

一半在半山集團一一亦即首批抵台的新「國家菁英J 一一的誘導、合作

下，進行了積極的群眾意識動員，向惶惑不安的台灣民眾詮釋「終戰J

與「祖國」的意義。三青團的活躍分子鍾逸人的自述，生動地說明了這

些「民族派J 自以為的「責任」：

那些只會講日語，不會說自己的話的青年，尤其那些不知自己

為何人，只跟在日人屁股走，一直糊里糊塗地嚮往所謂皇民化

運動的人，．．．．．．我們被怎麼辦？我們應動員我們所有的文化資

產，多介紹祖國文化 ， 誘導他們，感化他們。（鍾逸人 1993:

276) 

這個「誘導、感化」不是統一開展的，主要由於國民黨在台尚無組

織力量，必須仰賴本地菁英的網絡，但本土菁英之間卻因過去抗日運動

路線分歧的舊恩怨，未能整合成單一的全島，︱生組織 36 。不過，兩個主要

幹部極少重疊的團體在不同層次上，曾試圖進行整合，而他們確實也在

戰後最初的民眾意識動員中扮演了極為活躍的角色。

第一個是由中部右翼民族運動領袖，主要是以林獻堂、陳奸、葉榮

鐘等前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為主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J 。 37 這些

36 事實上﹒戰爭甫結束﹒許多前民族運動者就開始在地方土白發進行各種不同的意識動員﹒
例如﹒台南市有「新青年會」典「述中會J ，而宜前前民眾黨員陳金，皮糾集其他氏眾黨同

志以「 ｛（p山吟社」為主穗，辦漢學材i習班﹒在台北市，曾因反日（前Isl\案）被4,li 的北斗中

學生陳柄基、林水旺等在街頭，寅＊－「 ll!l離日治、迎接祖國 J ’並至二中召問學生大會，要
求日人教員道歉﹒但這些行動之間顯然益無聯繫﹒（參見鐘逸人 1993 ﹔ ﹔尤秀拳、張文-l\
1992:218-219 ：監博洲 1993 ）﹒此外，在其i主動者也開始行動 ，如 8 月下旬楊迫與老台共

李喬松在台中地區散發解放委員會宣傳單﹒同一時間謝雪紅與楊克也郵寄（告台灣青年

，占） • .:it於 9 月初召集合共同志在台中籌組「台灣人民協會J ﹒很明顯的﹒左翼分子的目

的著重在組織群眾做A政治門爭的基礎，而非宣傳「復歸祖國」﹒參見林處長金（2010）、精
兌煌（2005: 214-217）、莊~«.（ 1990: 113)· 

37 綠綠葉榮鐘所改名單，欲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成立時的成員名單與職務分工壘。下：
常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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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獻堂為核心的所謂「台中派」菁英，由於大多具有地主、士紳的背

景，因此在半農半工的台灣社會，素真威望，也始終是日本當局渴望攏

絡的對象。「籌備會j 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之間組成，由葉榮鐘措任

總幹事，得到仍統帥數十萬台灣軍的總督安藤利吉的合作，而精神領袖

林獻堂先受台灣士紳之請組團赴上海歡迎陳儀，在上海又與常任委員陳

昕等人受蔣介石邀請參加南京受降典禮。先後獲得新舊兩政權之間接背

書，難怪葉榮鐘會說籌備會「在人事上有了優越的號召力」，某種程度

土成為「省民的中心J （葉榮鐘 1967: 202-204 ）。

第二個團體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J （以下簡稱

三青團）。它事實上是隸屬國民黨的三青團中央團部為收編、控制台灣

本土菁英，執行其「黨外無黨、團外無團j 政策的目的，吸納由本地民

族運動者在各地自發組織的群眾動員團體而組成的。由於負責籌設該圓

的張士德日治時期曾經參與農民組合，所以所吸收三青團幹部中以左翼

抗日分子最多，其次是半山和地方士紳。至於基層成員 ，則以學生為多

（王世慶 1992: 6-10 ）。男一個值得一提的團體則是由台北帝國大學、高

等學校、醫專等校學生所籌組的「台灣學生聯盟」。終戰之初，全台各

地中等以上學校即開始自行組成自治會，台北市並成立學生自治會聯合

rt.娟、黃朝i奇、~壘起E主、玉金海、洪元煌 、古UH畫、楊景山、且t企勝、＃＜星£t 、張將三﹒
常委下11鏈．務、 i蠱終與設備三部﹒

總務部：依分-it事務內容分為s-.務 0長埃桂、洪元燈、莊企勝、業者H畫、蔡先於、林且是、
張星Ji 、林湯盤、楊貴、林給英、陳遜章）、 "ft1t( 玉金海）與接待 0本烈堂、林處長
堂、 ft.＊丹、張A生、林階才膏、巫永昌、林資彬 、 林攀龍、尖子瑜、林澄坡、林少且也、林
尋ll生、車~ T/i蚓、陳茂授、白福~、林金拱、 t玉坡﹝J蚓、張娛三、 if<冬芳）．

i車給~：黃朝i甜、~時三、楊景山、古奇登粥、古奇三墓、月學德總、吳天賞、張風1英、發再添﹒
設備部：紀企坡、林子玉、何集~、 f長星建、貴練、何永、何斥Ji,\ 、張深銘、楊~先、
黃興隆、林金鋒、徐;tl.生、張大欽、李~迪、青青等山、謝金元、＃宜得萃、李石糕、 i正i是
燈、楊清泉、 ~i睿草草、劉益＊ 、微旅美、巫永福、 ~ii可貴、！喙企枝﹒

參見〈重:l:_i皂國民政府籌備會人員名單〉（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 1945a) •從常任委員名單
一望可知 ，這個團體的核心幹部.乎都是前地方自治聯盟成員﹒根據林獻堂 El ;i己，洪元煌
曾於 9 月 28 日赴霧峰邀請:lt..tt堂擔任據會委員長，但為林所411. ﹒因此實際會務都由擔任
總幹事之音量榮錢主導﹒林只擔任精神領袖 ， 有時~籌備會之精擔任封外之演講、宣傳、 協
調與接待等給面土工作（ -1』克林tt堂 2010: 296, 298-301, 31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總務
部名單出現在其i草動者楊貴之名﹒不過由7t.司長錢所i&.籌備會資料判斷 ，楊貴在1主會的活動
主要似乎是在促成9 月下旬新生活促進委員會與新生活促進隊的成立﹒換言之， 封國府充
滿成心的社會主.A者楊貴之所以參與籌備會 ﹒ 目的不在歡迎新技線，而在借用此－組織架
線進行草根盒傳教育﹒參凡欲迎國民政府籌備會（1945b, 194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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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灣學生聯盟藉由日治時期學校教育所培養出來之嚴格的先後輩倫

理，從台北開始，逐步將全台各主要都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納入，

成為台灣戰後第一個全島性跨校學生組織，對當時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有一定動員力。它在 9 月底先以「台灣學生聯盟j 之名在台北成立並展

開活動，同年 12 月 3 日才在台北公會堂（中山堂）舉行正式成立大會，

組成「台灣省學生聯盟j 。學生聯盟自始即與三青團關係密切，後來似

乎被三青團收編（張炎憲等人 1996:73 ﹔民報 1945a ﹔莊嘉農 1990: 115 ; 

藍博洲 1991: 75-76 ﹔鍾逸人 1993 : 294-295 ）。這個團體之值得注意，是

因為知識青年對於意識形態較為敏感，而終戰初期台灣的祖團熱當中，

學生確實成為被高度動員的一群。 38

到 10 月 5 日前進指揮所抵台前，大體上「籌備會J 發揮了一定的高

層協調的功能，同時也在中南部地區積極進行宣傳、教育、組織與治安

維持的工作。籌備會最初的目的，在為動員群眾歡迎陳儀治台做準備（戴

國揮 1993: 11-12 ）。然而，從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到同年 10 月 5

日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抵台這 50天權力真空期當中，以林獻堂為

精神領袖的「籌備會J 本土菁英集團似乎是總督安藤利吉尋求聯繫、合

作的主要對象。根據林獻堂日記記載，林早於 8 月 20 日即赴台北與安藤

總督、諒山春樹台灣軍參謀長，以及成田總務長官會談治安與今後日、

台人協力之事。同日並與上砂憲兵司令官商討治安事宜。 22 日會見台中

州清水知事與石橋警察部長轉告與總督會談情形，並提日、台協力自治

之說。 8 月 30 日接受台灣軍高級參謀意見，決意赴上海歡迎陳儀，次日

在台北會見謀山參謀長後，與台灣軍高級軍官與總督府高級官僚數人同

38 除台北市之外，戰後初期台灣給個主要都市都有學生聯盟在當地活動的紀錄，如合中市、
台南及高祿等地。根擁軍丸f主初期就請台中一中的林莊生日，惚， 9 月下旬開學後台北的學生

聯盟曾派出身一中的醫專與高等學校學生來校~日月籌組聯盟事宜﹒後來台中也成立了學生

聯盟﹒另外，語言學家與歷史學家王有德也回憶在 9 月底時﹒就1肯於台南高之手工業學校的

台南學生聯盟代表曾來請求他寫作且是抗光l!l用之，！本﹒以便在學生聯盟主辦之光從法1年會

演出﹒此外，新竹、彰化等地也成立T學生聯盟﹒這些地區性學生聯盟fl ti{ ~； Jl台北的台

灣學生聯盟的地方支部，不過他們的活動相當自主﹒與台灣學生聯盟問具體的組水l!il係仍

有待進一步考察 ﹒參見民報 （1945b），吳4時榮（2008: 197) • t午雪棍 、方忠芳（ I 995: 52-53) • 
林莊生（ 1992: 44-45, 49），玉有德（2011: 238），曾重由11 (1987: 96) ·張克輝（200 I : II 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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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赴權。在這段期間林氏與「舊政權J 一一亦即總督府一一軍、政、警

高層間互動之密切，可見一斑（林獻堂 2010: 250,252,259,261 ）。至於

9 月 6 日蔣介石命何應欽通知安藤轉達林獻堂、羅萬﹛車、林呈融、蔡培

火、蘇維樑六人赴南京參加9月 9 日的受降典禮，這個動作等於表明「新

政權j 一一南京政府一一正式認可自治聯盟派為台灣人的代表。和新、

舊當局的良好關係，自然相當有利於「籌備會j 的社會動員（林獻堂

2010:273 ﹔葉榮鐘 1967: 203-204 ）。

男一方面，各地陸續組成的三青圈，則大多從事基層動員的工作。

三青團本來就是將終戰後台灣各地地方菁英籌組的自警園、治安維持隊

等加以收編、改組而形成的。這些地方菁英的背景包括知識分子、士紳、

幫會分子和原住民部落領袖。除了原住民部落外，各地的自替國大多是

這幾種菁英合作組成的。筆者從有限資料中初步歸納出五種類型的地方

治安維持組織：

(1）有民族運動背景之知識分子領導純由青年學生組成的隊伍，有明

確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教化意圖，如台南縣吳新榮、蘇新收編地方

學生聯盟成員，以及台中楊達所組的新生活促進隊﹔

(2）地方士紳和幫會頭人合作，連用日治時期的「壯T團j 、「青年

團J 網絡，以維持秩序為主，為數最多，如台北縣市、羅東、 高

雄、台南市等地﹔

(3）知識分子激發幫會分子的榮譽感，直接將幫會轉化為服務隊 ，如

吳新榮收編北門地區幫會「忠義社」為糾察隊﹔

(4）地方自行選出首長，組織臨時政府，如宜蘭市﹔

(5）原住民村落則行部落自治。

從 9 月底到 11 月，三青圓收編了大多數前三類的團體，並予以組

訓、統一意識形態（吳新榮 1989, 2008: 197, 204-213 ﹔鍾逸人 1988,

1993 ﹔沈秀華、張文義 1992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52 ） 。楊達因與農組

的舊怨，其隊伍未入三青圈，反與「響備會J 親近，並列名「籌備會J

（戴國煒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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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兩個團體之間存在某種競爭關係，但「塑造民眾中國認同J

這個目標則是一致的。「籌備會J 的主要工作，是演講宣傳光復、發動

各地響應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J 、呼籲知識青年組治安服務隊、訂製

標準國旗售予民眾，教唱國歌、動員地方士紳建歡迎牌樓、籌辦歡迎會

等。同時，也調解各地青年團與日軍糾紛（葉榮鐘 1967: 204-206 ）。 39

三青團的工作重點，則是整合、收編地方治安服務國隊與青年學生，加

以組訓，著重學習國語、學習祖國生活習慣、學習公文往來、開設大眾

閱覽室，灌輸三民主義等，目的在培養進一步草根意識動員的基層幹部

（王世慶 1992: 10 ）。學生聯盟初期在動員學生參與歡迎國府接收扮演重

要角色，例如 1945 年 10 月 26 日台北市二十多枝上萬名中等以上學生以

慶祝光復之名從公會堂遊行到長官公署前向陳儀致敬的場景，就是聯盟

重要的工作成果之一。到了 12 月 3 日台灣省學生聯盟正式成立時，則將

消除台籍青年所受的日本「奴化教育J 影響視為主要工作目標（民報

1945c, 1945a ）。根據鍾逸人的回憶，這兩個「中央級」團體當時曾爭奪

對學生聯盟的領導權，後由重視草根路線的三青團取得了優勢（鍾逸人

1993: 294-295 ）。不過，台中學生聯盟在 12 月 5 日也曾與列名籌備會但

重視基層的楊達之新生活促進隊聯手，將撰寫出版統治台灣殖民政策建

自書因而引起台人公憤的日人組織「改進黨J 領導人南尚一等 6 名領導

人檢束於派出所，以防止民眾自力制裁（民報 1945b ）。 40

39 事實土，籌備會的歡迎動員似乎已經深入到地方基層﹒例如，怯非士紳并春j垂在 10 月 15

日召開恆春;8~~歡迎祖國成府籌備會﹒且主發起組織推進宣傳隊，笠i* F草成員渴洲互公＊t午

才ft （審力）隨即於 10 月 17 日在滿洲{!JI 落進行宣傳演講，其演講內容中有以下令人印象深

刻之教化內容：「咱今天能得著真正的自由幸福，幸得咱光役的祖國是什麼國呢？正是大
中箏民國就是咱祖國﹒所以咱一旦今天能更在得著﹝原文如此，台語語法〕如此的很喜﹒

那親像在眼望（夢）中望著一款（款），咱中華民國現在在世界中是什麼的地位呢？就可

裕是一等國.. . J 情深意切，反ll.挺自主祖國之名，正話t明地方民眾！t祖國之陌生﹒參見 （詩

才且（審力）先生之「台灣光彼演講記錄」〉’收錄於1午雪-iii 、方忠芳（1993: 387-390) • 
4。 在舊台共黨員莊品展（絲絲） ( 1990: 115-116）的眼中 ，台灣學生聯盟的登體改治傾向是保

守的 ：「由於時期受日本帝國主~的奴鈴教育，和t-t外界的封銷﹒一位地說，台灣學生的
政治思想比較落後﹒又因1在聯盟的指導者之中，進步分子很少，所以後來一個時期為反動

派所來，接受 T r fir用斜，士』的領導，擁1量將ilH益，反:ft il!.步忠、怨、排斥進步學生，造成
其f史學生運動的許多 F車從﹒」這個事實說明了為何學生聯盟除了終戰初期的愛國動員之

外，立直未涉入 47 年以從由中國來台就學學生主導的左翼反吳學生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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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這些具有民間威望或公信力的菁英向群眾灌輸「終戰就

是光復」，「中國就是祖國，台灣人是中國人J ，「中國是在蔣委員長

和國民黨領導下，打敗日本成為一等強國J ’「復歸祖國台灣人將獲得

解放j 等政治訊息，成功的穩定了不安的台灣民心，並在台灣社會掀起

了一陣「祖國熱j ：學習國語、國歌、三民主義及祖國的文化等。在此

基聽上，他們成功地主導動員了戰後初期三次大規模向中國輸誠的群眾

聚會： l945 年雙十節慶祝大會、 10 月 17 日在基隆港歡迎七十軍抵台，

以及 10 月 25 日的受降典禮與光復節大會。一次國家與本土菁英合作的，

政治誘導的認同變化，於焉展開。它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建立在台灣人

認同的曖昧性，以及對中國統治下合理的資源分配的期待之上的。然而

短期動員起來的祖國熱，並不意味一個穩定的中國認同的形成。一旦期

待落空，這個依然存在的曖昧性，隨時可能成為其他認同競逐動員的空

間。

（三）「光復」秩序結構的鬆動：官方民族主義與本土菁英

的矛盾

如上所述，台灣民眾對歸還中國的理解與期待，是合理的資源重分

配與充分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一期待，最明顯地表現在大多數不分派別

的抗日菁英對自治主義一一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一一的強烈共識之上

（陳芳明 1992: 146 ）。正如失內原忠雄（1988﹝1929﹞： 182）所說 ，所有殖

民地的民族運動都帶有階級運動的色彩，他們從長久的被殖民經驗中 ，

歸納出一個認識：取消以民族界線來區隔的，不平等的「階層化J

(stratified）資源分配方式，是朝向解放的第一步。他們相信，並且期待這

個從 1920 年代以來就開始追求的理想，能夠在戰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中獲

得實現。 41 例如，〈灌園先生日記｝ 1945 年 8 月 22 日有如下記載 ：

41 造成級民地民族主-i\.興起的主要原因之－－是本地菁英向土流動受到壓抑（Anderson 2006 
[1983] : chapters 4, 7) •自治時期的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也符合這個統律﹒函，f終戰後的秩
序﹒長期受日本壓抑的台灣各派菁英當然有追求完雙向上流動，使台人得以1時亭台灣資源
的期待﹒國民黨政府也很酷暑解這尬，否則設計國府收復台灣的重要智囊之－的﹔五公紀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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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往會清水知事、石橋警察部長，告以會安藤總督之情形，

並告以中華民固有聯省自治之風說，若能實現，台灣亦為聯省

之一，日、台協力自治，誠為萬幸。（林獻堂 2010)

由此觀之，擁有全島性威望且最真指標性意義的台籍領袖林獻堂在

終戰之初，對於台灣在中國政治秩序之中獲得解放的理解是「日、台協

力之聯省自治J ，也就是在聯邦主義制度下，由台籍民眾與歸化台灣之

在台日人共同進行多民族高度自治的政治形態。這個想法其實是議會請

願運動時期思想的延伸，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民族運動溫和派，置於台灣

本土政治運動史的脈絡之中完全可以理解， 42 但卻嚴重抵觸當時中國正

統的官方政治主張（即中央集權與排除日人）。

遺憾的是，國府領有台灣的核心考慮，並非如何滿足台人之期待，

而是如何迅速在這塊新領土確立統治權威，有效掌握各種資源，以應付

隨時將起之內戰。而陳儀個人所懷抱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治台理念，

無異在實踐國府此一「戰時政治經濟體制J 的政治考量（陳明通 1993:

257 ）。因此，從一開始，台灣的本土菁英與來台接收的中國國家菁英，

對於戰後台灣資源分配的問題，就處於對立的態勢。本文不擬詳究陳儀

的治台始末，筆者有興趣的是，從資源競爭的角度，中國國家權威在二

次戰後向台灣擴張，如何對台灣的本土菁英構成了威脅。

通常，一個國家在新領土建立權威，必須同時進行兩項政治工程：

第一，建立官僚機構，汲取資源、分配利益與處思紛爭，也就是所謂「國

說「台人恆自視吳放」﹒有排斥外來者的「大台灣五次」﹒因此遑論應仿明、清故智，
「不以台人治台 J ﹒參見近藤正己（1996: 567-584, 660-661, ·J主 71) •﹔然而可以述成 「資源獨
享」目標的乎從可能有很多種，台灣獨立是一種可能的方式 ， 聯邦式的 「 台人治台、為反
自治」也是一種方式 ﹒ 既然獨立.iiMi早就被排除， 務實謹慎的各派台灣菁英自然只能選擇

「高度白，台」 這個方案﹒這些台 －lit菁英共同主張「高度自治」的目的，為的是述成 「 台人
﹔台台」，也就是某種改良~妥協後的「資源獨享」模式﹒他們歡迎鷗府接收台灣的一個主
要原因，就是預期將在國府體制下實1見這個目標﹒

42 l來逢源早在 1924 年治學事件法庭辯論中即將設立台灣議會的主張定位為日本閣 。眼楊內的

「友聯主-4\ 」（ 77"7 IJ ；，：么， l!p federalism ，一役中譯為聯邦主.，＼），而戰役初期的H,!tt
堂顯然希望在中華民國有E構下依樣會花此擅自治制度﹒ Iii!於議會請8頁i主動的政治主）f<之.Jt

治學分析，參見美叡人（2001 : 6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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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構J (state-building）﹔第二，建立教育文化機構，灌輸正統的意識形

態，也就是「民族塑造j (nation-building) (Finer 1975: 85-86）。戰後初期

來台的中國國家菁英，在陳儀領導下，從 1945 年 10 月底開始，對於這

兩項工程採取了急進的中央集權（centralizing）策略，嚴重地威脅了台灣

本土菁英的權威與利益。

首先是，以大陸人壟斷、少數半山附從的長官公署獨裁與專賣制度，

無異於殖民體制的重現，同時阻斷了台籍人士在政治和經濟向上流動的

強烈渴望。的而陳儀無法約束的廣逆貪潰，更加突顯此一體制的掠奪性。“

其次是，激進而歧視性的語文政策嚴重地威脅了本土文化菁英的權

威。終戰初期，台灣有 70%左右的日語人口，而陳儀政府在接收一年就

廢除報章雜誌日文版，使台籍知識分子成為半文盲，文化遂成為外省知

識人之專利。而以中文能力不足，做為排除任用本省公務員及延遲地方

自治之施行的藉口，更是明顯的文化歧視（許雪姬”91: 170-174) 45 。

事實上，陳儀在台的「國家建構J 與「民族塑造J 是一體之兩面 ：

在台灣的國家權威機構的性質，取決於民族塑造，即台人「中國化J 的

成效如何。從陳儀的語文政策可以看出，他將語言認同等同於政治認同。

換句話說，在台灣人嫻熟中文之前，不能認為他們真有充分的中國認同，

因此台灣的統治機構必須維持以外省人（亦即「充分」的中國人）支配

的「指導J (tutelage）性質，不可開放給台人。這個激進的中國民族主義

思考邏輯，是中日戰爭長期政治動員的產物，與日本治台所採取的「先

43 位以行政長官公署內主管級以土耳最貴的省a分配（本省 7.4% ﹔外省 92.6%）為 1,,1 • M在台
外省人的n.i台壟斷情形即可見一JiJ. （陳明過 1993 : 271) 0 而陳-IA在經濟土的固有化政策更
使掌鎧國家中起器（長官公署）的外省官僚同時牢控絕大部分的經濟資源﹒這種在一國之

內， 4盡心（大陸），耳邊陰（台灣）間的「﹔文化分工J (cultural division oflabor），實411-Hechter
(1975）所詞的『內部通民」（internal colonialism）體制非常接近﹒

44 關於當時幾件重大的貪污案，參克唐贊it (1991: 51-63) 0 

45 這個政策 ·f遭到各界台給人士的激烈反到 ﹒ 從 7 月中至1) 8 月底 ， 先f是有新竹市、高緯
市、＇－A.市、台＇＊＇市、台中市、花且是縣的參議會通過決議促請廢止~延後實施這個政策﹒
參見~.G.S ﹛1946: 24) •可以想，見﹒對這項政策最反感的是台籍知識分子﹒吳濁浪就表示當
時中文刊物內容＇＊盾而幼線，然而經由日文的譯介，台灣人鉤，得以和世界的文化脈動保持
接觸 ﹒ 他坦白地承認﹒「要本省人和日文告別，比終戰時告，l 日 ti女友還痛苦」參見吳濁
iii. (194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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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後整合」政策頗有合致之處，都可視為一種殖民式民族塑造工程

(colonial nation-building）。“1946 年 1 1 月 21 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

的三個月前，陳儀的一段話，生動地表達他對當時台灣人的中國認同的

懷疑：為建設中國的台灣，首先要使本省人學習國語國文，現在要實行

縣市長民選，實行危險的很，可能變做台灣的台灣。（許雪姬 1991:

174) 

然而，陳儀在台的民族塑造政策，除了語文同化這個核心議題外，

也涉及意識內涵的改造。在這點上，他和一同來台的國民黨省黨部的看

法產生了分歧。除了國民黨正統的右翼「三民主義j 中國觀之外，陳儀

還透過許壽裳的台灣省編譯館和台灣文化協進會，在台灣推廣以魯迅的

文化思想為核心的男一種「左翼的J 中國觀（黃英哲 1999 ）。從戰後初

期，中國本土的文化菁英與政治勢力的結盟態勢尚未明朗此一事實來看，

陳儀的文化政策雖不算正統，也並不突兀。然而，正是這個非正統的、

另類的（alternative）「中國」概念一一魯迅的中國一一的推廣，為日後台

灣人國家認同變化的方向，暗示了「另一個祖國J 的可能。

總之，國民黨的歧視性與掠奪性的國家權威擴張，以及由上而下的，

急進而求速成的「官方民族主義J ( official nationalism），在實質上複製了

殖民體制的階層化資源分配，只不過殖民者由日本人換成來自中國內地

來的「祖國」同胞而已。從 Brass ( 1991: 279）歸納出的菁英競爭模式來

看，這是典型的中央集權或者征服國家，對本地菁英構成嚴重威脅的情

境。這不僅和本地菁英對在中國轄下資源重分配的期待，產生嚴重衝突，

從而疏離了他們之中大多數原本對祖國熱情的人，也激怒了一般民眾。

從 1945 年 10 月接收，到 1947 年的二二八以前，陳儀政府的施政，己造

成上一節所述，本土菁英在終戰初期與國府接收者協力動員民眾認同中

國的熱情，逐漸消退。到了此時，還積極主動、毫無二心地推動「中國

46 關於日本在台灣、朝鮮進行「先向化後登合」之尬民式民族！，＇！i車工程的分析﹒參見 Rwei﹒

Ren Wu (2003: chapte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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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j 運動的，恐怕只剩下身負「官方民族主義J 重任的長官公署了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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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波認同動員：二二八反抗與祖國認同的危機

如果，由國民黨政權主導的國家擴張運動，對本地菁英的權威造成

嚴重的威脅，那麼，我們亟欲得知的是：本地菁英如何詮釋、因應這個

處境，而他們的詮釋，對台灣民眾的認同狀態，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戰後一年間與中國的接觸經驗，使台灣人之間開始產生一種自發的、

區隔「台灣人／外省人j 界限的社會心理運動。這個受到族群印象刻板

化（ethnic stereotyping）之認知機制驅動的「台／外區隔」連動 ， 以多種形

態在不同階層出現。一般而言 ， 庶民的反應比起菁英階層要遠為直接，

但也更激烈。首先，伴隨著菁英動員的停頓，民間自發學習國語的熱潮

在 1946年間已經冷卻下來（許雪姬 1991: 168 ）。一般民眾從實際生活經

驗出聾，產生一種素樸的族群敵視（ethnic animosity） ， 對大陸來人冠以

「阿山j 、「豬J 等蔑稱，甚至稱呼「你們從中國來的人J 、「你們中

國人J 等（甦牲 1947: 25 ﹔ 唐賢龍 1991 : 37 ）。更值得注意的是 ， 隨著中

國熱的退潮，社會上湧現了一股對日治時代的懷舊情緒 ， 曾是被強制學

習的日語 、 日文歌等，叉開始自發地流行起來（李筱峰 1991 : 214 ） 。

政治學者 Jon Elster (1983: 113）曾指出， 經由誘導產生的偏好變化

(induced preference change），如果不是經過長時期的學習或者經驗獲得

的，將很容易被逆轉。我們可以確信， 終戰初期祖國派菁英對民眾進行

的短暫的認同誘導 ，恐怕不足以穩固地改變多數台灣民眾經過五十一年

47 雖然三青閩台灣區團部在 1946 年間﹒ -t 台灣人逐漸！－tilt府失望時 ，仍繼啾推動種種 「中
國化」運動 . ＂＊＂光很迦牟時發起全省十萬青年簽名向蔣介石視毒等 ， 但已形同官方動員 ﹒
不少－皮熱心協助中國政府宣傳的困員 ﹒ 如吳"r{k ﹒ 熱愉逐漸冷卻，進互不叫因務 ﹒ 更有
排j三會因責成為反1t派 ﹒ 事實上，從 1946 年初間始﹒三青圓的地方支部就與地方政府、
:t Sil .頗多~f發﹒儼然成A反ft派人士的重要根據地﹒台灣區閣部給覺察到此－發展趨
勢 ﹒ 卻也無緣控制 ﹒ 參見吳新發 （ 1989: 201）、王世慶 （ 1992: 12-14） ﹒ 另－方面 ，「籌備會」
領柏林jl堂在 1946 年春曾被陳儀列名漢奸續捕名單， 5 月 問省參議會議長遠息時以眾望所
，看卻援勸退 ， ta.蛤半山，背朝笨﹒這兩次事件使林，f因為態度轉越消拯﹒ 1946 年春 ﹒ 林的親
信蒙面是鍾（「籌備會J 幹tfl ）受莊企勝 （ 合中圖書館館長，「籌備會J 幹部） i趣任職旅
館﹒定期娘，t r i童話會」﹒與中你知該分子tA搶時政，頗妥當局所忌 . -le.官公署和 「 籌備
會」集團的短暫且主E且 ， 做已被裂 . 司吾兒司馬『商會（1987 : 142-143） 、 戴寶村 （1994: 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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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一一特別是末期長達八年的激進的皇民化動員一一的「學習」

與「經驗」，所形成的認同狀態。如果社會意識不能完全脫離社會存在

的現實基礎，則台灣民眾在陳儀體制下的中國經驗，就是腐蝕菁英誘導

成效最堅強的現實基礎。由此角度觀之，上述民眾意識的若干變化，似

乎已經透露了認同逆轉的跡象。這襄所謂的逆轉，指的是回復到類似終

戰之初的「臨界的J 曖眛狀態，所不同者，是「中國」的負面意義相對

明確起來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夜，台

灣社會內部湧動著一股強烈的民怨一一一種針對中國的，但未定型的、

真有多重可能意義的「排外情緒j ( anti-foreignism），它會指向什麼方向，

事先誰也難以逆料。

大部分的菁英都分享了民眾的這種不滿，乃至對新認同的懷疑，並

且紛紛開始思索改善台灣處境的方案。主流的意見延續戰前至戰後初期

的聯邦主義思想，主張台灣應該在一個中國的架構內，尋求地方分權一一

特別是「聯邦制」或「聯省自治」一一的實現。“換言之，只有台灣享

有高度的自治權，才能防止國家權威對地方資源的繼續掠奪。或許是政

治經驗，以及對「祖國」認識的不足，大部分的本地菁英，雖然對陳儀

治台持高度的批判，卻仍然對於在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政體內實現高度自

治，抱有相當的期望。也就是說，在他們的理解中，戰後中國國家權威

在台擴張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是可以經由體制內改革而去除的。透過種

種媒體，他們也對民眾宣導這種樂觀的改良主義。的就某個意義而言，

這也可以視為主流菁英試圖對累積已深的民怨賦予特定政治意義，並主

導其發展方向的嘗試。但是，我們也不應忽視有少部分菁英，己思考到

更激進方案的可能。一方面，不同系統的舊台共分子已經與中國內部的

48 1946 年 8 月 25 日，﹛台灣評治〉月刊邀請台灣政治領導人座談，主持人，，11,-t.光﹒與會有
林IIJ(_堂、林忠 、 林宗賢、廖又毅、王白i蚓、~析、林土木等 ﹒涵蓋在、右各派﹒林獻堂提

出「聯省自治」以防止台灣4卷入內戰﹒雖然主張的形式不一，但「自治」顯然是與會者的
共戴 ﹒參見陳芳明（1992: 156) •又 ﹒廖文~t此時的聯邦主袋，宮、怨，是其兄廖文全影響甚﹔菜，

關於J!t..文奎從聯邦主4\i1J台灣獨立忠、怒之發展歷程，請參考吳~人（1999) • 
49 如﹛民報﹜就數度以社論盒扮此種看法﹒參見陳芳明（1992: 152-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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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力量一一中共一一建立結盟關係，尋求國民黨以外的男一種「左翼

中國J 的高度自治。 ω 男一方面，企圖完全脫離中國管轄的「託管J 、

「獨立j 論，也已經出現。 51 這兩種思考，雖然才在盟釀之初，卻已為

未來的歷史發展埋下重要的伏筆。

這些不同的政治主張固然說明了台灣本地菁英內部存在分歧，但也

生動地透露了他們自身對早先單純的祖國認同的反省。換言之，從這些

不同的維護「台灣主體性J 的主張中，我們己可以清晰地看出台灣本土

菁英此時國家認同的「臨界J 狀態。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從結構的層次一一也就是事變前社會緊張的強

度看，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它最初並非本土菁英有計畫策動的集體政

治行動，而是因偶發（緝煙傷人）事件引爆了深刻民怨而產生的，群眾

自發的反抗行為。它的意義，對於不同的參與群眾，並不是統一的。是

菁英分子介入，並試圖運用這股自發的群眾騷動所釋放出來的強大民氣，

來達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後，它才轉變成一個追求台灣「高度自治」這一

目標明確的集體行動。筆者關心的問題是 ：關於台灣人的認同狀態 ，三

二八事件為我們透露了什麼樣的訊息？

從「群眾j 層次來看，如果我們分析初期的騷動中 ， 未經組織的一

般民眾從事自發性動員所使用的語言、象徵，我們可以發現明顯的自發

性族群衝突（ethnic conflict）的色彩。全島各地參與的群眾，使用 「台灣

人趕緊出來報仇j 、「不出來不是番薯j 、「打死阿山 J 等口號來號召

.1 
,i 

50 根據楊克煌回憶﹒ 1946 年 1 月請！ 1;h!4人民協會成員（多為日治時期苔台共成員）在尚未
典中共取得正式，聲譽前﹒先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同年 6 月 17 日
籌備會成員與張志忠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解散籌備會，集
體加入省工委會﹒參見舍耳島雲（1990: 34-35）、楊克煌（2005 : 236-249) • 

51 貧紀男在 1946 年與台電同事鄭瓜瓜、 It.耳島1壘，台銀的游要傳等組織「台灣青年同盟」’
主張公民投票脫離圓府統治，再經聯合國"it管遂成獨立﹒參見勢紀男（199 1 : 139-140）、許
雪值(1993b: 83) • fl－文奎於 1947 年 l 月在土海英文過刊﹛密勒氏評論報） (The China Weekly 
Revi酬，）安袋 “Imperialism vs. Nationalism in Fonnosa，， ﹒警告中國政府如不迅i車4采取措施賦
予台灣自治權﹒台灣人反陳儀之愉緒將可能發展成「台灣民族主義」（Formosan national
ism﹜﹒參見吳ft人（1999) •台灣省參議員，F國基亦曾在三青團為緣分團部公開淚從鼓吹「各
位青年能立志為台灣獨立而努力﹒勿再受中國管結」﹒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63） ﹒另外， 費J紀男引述George Kerr • ~ t巷戰初期台給政治菁英中，陳逸松為「it管派」、
4聶哥，品為「獨立派」. 才拉克贊紀男（1991: 139-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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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加入，並且以語言（日、台語）能力，做為辨識台灣人或大陸人的

依據（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 49 ﹔戴國揮 1993: 2師， 207,

210 ）。進一步的檢視，我們發現這個族群衝突中台灣民眾展現了極其複

雜的意識形態。首先，已有人將攻擊目標，直指「中國J 這一符號。但更

有甚者，我們發現，除了日語之外，許多帶有濃厚日本國家認同色彩的

符號、象徵，被廣泛運用：如著日本軍服，配日本軍刀，以神風特攻隊

符號命名的「若櫻隊J （台北市歸鄉軍人組成的鄉土自衛隊），或以日

本幕未會津藩青年誓死抵抗維新政府所組成的「白虎隊j 命名的自衛隊

伍（花蓮縣），更無須提四處廣播、傳唱的日本國歌「君訴代j 、軍歌

（如「軍艦？一于j 〔軍艦進行曲〕或「台海軍的歌J 〔台灣軍之歌〕）

了（鄧孔昭 1991: 82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 145 ﹔黃華昌

2005 : 186-189 ）。在政治訴求方面，我們也看到若平「台灣獨立」的呼

聲。 53

整體而言，我們在群眾層次的無組織的騷動中，觀察到了民眾認同

當中，台灣人意識、反「外省」意識、反「中國」意識，乃至日本意識

等紛然並存的複雜狀態訊，而他們的交集是「反阿山J 。從政治面而言，

這是一個尚未定型的，有種種可能性的族群暴動。

企圖賦予這個素樸的「反阿山」群眾運動以明確共同意義和方向的，

是菁英們的領導行動。事變中，本土菁英步調不一，而且時間倉促，組

織整合也未竟全功，不僅在中央層次（台北）的領導群中，三青固和各

52 林街道自 i是在 2 月 28 日行經火車站前﹒目睹站前一家中國旅行社招牌上的「中國」兩字
已被打掉，其他冠有「中國」二字的招牌，「中國」二字都拉i商品起了﹒參几台灣省文獻姿
貝會主二八事件又獻輯錄專案小組 (1991 ﹒ 560) • 

53 莊要傅在事件中成立台灣獨立聯盟，但因戒嚴令未能活動，參見賢81l ＇.堂（ 1994: 197) •一份
署名釗~圓的（ fl:.釗天游者〉中提及「f海止台省公署，建設台﹔芳自治Ji；國」·~見鄧孔B1l
(1991: 308) •新竹市參議員陳添登曾廣播反政府 ， 倡言台灣獨立﹔參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

事件小組（1994: 8 1 ） 。花l!N,f，玉皇銘第三星星長朱作標於事變中動員群眾﹒ dl-:fi品台灣應該獨

立﹒ ft.!，＇！＋外省人全部驅田﹔參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姐（ I 992: 434) • 
54 1946 年日語懷舊浪潮興起之後﹒台灣人認同中短暫被壓j巾的日本面向重新浮現﹒二二八事

件中大量出現的日本象紋， ~t午可以被理解為台灣人日本認同的某種表此﹒然而由於地緣

政治（日本的敗~與被占領，盟軍主導的戰i是領土分割體系﹒以及中國判台灣的實質占
領）制約下，這種台灣人的日本意：造成日本~同益不具備被轉化為有效政治這Jfj （｛且鋒 日

本）的條件﹒儘管如此，台灣人在 1946 年以後所展成的日本意ia＼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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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民代主導的處委會，和蔣j胃川派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各行其是，

在許多縣市的領導菁英中，也都有激進（武鬥）派、溫和（文鬥）派的

路線分裂。二二八當時，全台灣除各級民意機構、三青團與建設協會外，

並無其他自主群眾組織足以進行全島性動員。民代多傾向溫和改革，他

們構成各地處委會的骨幹，建設協會也主張控制事態發展。三青團成員

因背景複雜，並未齊一行動，參加處委會者甚多，但中部三青團成員參

與武鬥派者亦不少。各地武鬥派則以青年學生與退伍軍人為主，他們或

在處委會架構之外，自行其是，或者雖在處委會架構內，但不受節制。臼

除中南部之外，各地武鬥派之間並未建立聯繫。切

處委會則自 3 月 3 日王添燈取得主導權之後，即開始逐步擴大組織

與強化職權，同時藉各級議會既有架構之便，由省至縣市，在事件過程

中建立初步的聯繫網絡，隱然有發展為全島性組織之勢。 57 從政治學的

角度觀之，處委會從 3 月 3 日到 7 日的相關動向極具深意：

55 遠處所指涉的立u長事件初期各地可見的民眾自 ft-暴動，而是較為組織化的行動團體﹒如拉
絕處委會收績而與－n和國府軍戰門至三峽山區的桃闖武陵部隊﹒合中市現！ ;ff紅的 「 作，見
本部」與二七部隊﹒台中縣的豐月里、大甲、來勢的民軍 ﹒彰化Jf.o甘員林、北斗民軍’，而投
縣的水里隊、 t南里的黑衣F草、埔里隊、竹山隊﹒雲林縣的斗六可H備隊 、，，t.fl學生隊、西螺
Ft 、北港自治聯軍﹒各地氏軍組成的I.A聯軍 ，台，有工學院學生軍 ﹒品給中學自 lfi F草﹒屏
來市青年行動隊等 ﹒ 4拉克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姐（1994 : 72-195） ，吳~人（20 1 3) ·吳
後發、林秀3寺（2013) • 

56 事件初期台中市民軍與國軍逝，兒時﹒中、彰各地民軍紛紛來役， 1t有：彰化r-t 、大中 Fi 、
’E原隊 、扁豆隊、來，＋隊、員林隊 、 田中隊、太平隊 ﹒二七部隊組成從與各地民革保彷密
切聯繫﹒後來台中也支援Jt尾、 -A-A. 、高峰等地早起，， .虎尾學生軍攻克尾4赴湯之役時， .fl
斗六陳墓地、台中、竹山、斗舟、吾吾螺民軍支援﹒結成聯l'.-攻下機場﹒.，.A民革成立之初
l!p以廣拾向各地募集志願兵，有布袋 、 朴子 、 鹽水、住旦、六腳、香玲、斗六、台中、』南
豆、北港、台俞正學院部隊來梭 ，鈕，轉軍攻水土機場 ， 4自f畫阿里山鄒族部隊來投 ﹒協助攻
打紅毛主專悴，已庫﹒此外，台南工學院學生也曾赴高峰支J是給中自 lfH卓﹒登雅而言﹒台中
市、 1;，本Jt尾典I.A.市是事件中三個武裝行動的中心路，分別號召、吸引附近地成眾多武
裝國質量前往會合 ，組成聯軍共同行動 ﹒同時三處，時軍也互通~息，依此支援，但是終益未
形成統一的組織性失力﹒又根據出身日本神風特攻隊的＊•昌回憶，台北處委會曾召集與
日本航空界有關者組成「航空突敢ftJ （突擊敢佇隊） • "it 畫，l攻占松山機場，奪取飛機前
往」!'r.t\馳援﹒但回事祖祖﹔曳竭而失敗﹒參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 83-1。”、黃
吾吾昌（2005: 188-209) • 

S7 frtf.市處委會成立後，與台北市處委會密切聯4悟，如新竹縣市、板橋、，但化、台中市、宜
蘭等地方處委會經常派代表赴台北草坪棒 、開會﹒於1頁注意的是﹒台北』草委會雄居領導地
位﹒地方仍有－定自主性，如新竹』草委會在 3 月 5 日決議派員北上參加會主義，提出縣市長
民.i!l?P 時實施，等要求 ﹒ 4詳見候t申宏（20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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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曰：議決組織草案，本部設於台北市，各縣市設分會﹔

處委會中設委員會，從中選出主席團七人﹔常務委員會設

處理局與政務局。處理局下設總務、治安、調查、交通、

糧食、財務等組﹔政務局則設計畫組、交涉姐。

三月四曰：決議擴大處委會為全省性組織，及通告全省各縣市

參議會，以參議會為主體，組織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選派

代表參加台北全市之全省性處理委員會。

三月五日﹔通過組織大綱，並提出八項政治改革方案，第三條

為「即刻實施各縣市長民選」。三月三至五日，全省各縣

市處委會紛紛成立，長官公署權力被架空。

三月六日：在中山堂補閒正式成立大會，以各級台籍民代為骨

幹，選出常務委員，並發表三十二條要求。

三月七曰：召開全體大會，增列十條要求條文，其中第二條為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站

准前暫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並普選公

正賢達人士充任。」第三條 ： 「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

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諒

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 : 66-71) 

上述組織擴張與職權強化的過程，清晰顯示了處委會建構其「治理

性」（gouvemementalite），以轉化為正式的統治權威的意圖。 58 他們顯然

企圖形成某種形式的「台灣臨時政府」， 一方面控制各地武鬥派的躁進，

一方面協調台人內部的歧見，以形成共同意志，與中國政府談判。然而

時間的倉促，使這個嘗試僅止於雛形就被瓦解了。

58 「治理性」是法國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晚年為描述包含支配的制度、實踐與知斌在內之
「秘力」的總體形態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參見 Burchell et al.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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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從政治訴求來看，有研究者認為處委會 3 月 7 日通過的

「四十二條要求J ’相當程度反映了終戰以來不分左右的各派菁英對台

灣政治改革的主流共識，也就是聯邦主義傾向的「高度自治J （陳芳明

1992: 161 ）。整體而言，台籍菁英企圖透過「四十二條要求」的制定，

將原本具有多種可能的自發的族群騷動定位成「單純j 的自治運動，並

透過各地「處委會J 組織系統的成立，整合自發的群眾行動，以控制事

態的發展。從Brass的競爭模型來看，事變當中，台灣菁英採取的是對國

家擴張一種「有限度抵抗」的折衷策略，他們對群眾的意識／認同動員，

也是高度自我克制的：他們企圖將有激進傾向的民眾意識控制在「中國」

的基本架構內。

這種自制的「高度自治j 訴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台籍領導者們

當時心中真實的認同狀態，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我們也許應該暫時脫

離「統一j 、「獨立J 截然二分的語言陷阱，重新謹記政治學者 Morton

Gr叫zins 對聯邦主義（federalism）一針見血的古典定義一一一種「敵視性

的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 J ：人們選擇高度自治，常常不是為了

對這個國家的認同，而純粹只因分離的代價可能太高（Duchacek 1977: 

28）。

不管台灣的菁英真正的想法如何，事實證明，在真有強烈中央集權

傾向的國民黨政府眼中，高度自治和台灣獨立並無二致。台灣菁英的自

我控制，並不能挽回他們被整肅的命運。論者早已指出，事件中與事件

後，台灣本地以各級民意代表為主體的政治菁英與醫師、律師、文化工

作者、教師等為主的文化菁英，或殺、或捕或流亡，受到有系統的嚴重

打擊。倖存者則大多在日後對這個政治體系產生嚴重疏離（吳乃德、陳

明通 1993: 323-329 ）。從本文關切的「認同形成J 角度觀之，這個對本

地最具威望的菁英群的清除，瓦解了他們對台灣民眾一次溫和而自制的

認同動員的努力。不滿的台灣民眾，陷入暫時性的群龍無首。然而，溫

和派菁英的整肅，卻預埋了下一階段激進菁英出現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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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波認同動員一一分歧認同的出現與競爭：從二二八

到白色恐佈

l. 白色中國的鎮壓與鞏固統治

對國民黨政權而言，二二八事變的主因是台灣人日化過深，缺乏國

家觀念所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300-302 ）。中華民國監察

委員楊亮功的調查報告就明白指出，今後必須以最大之努力，集中於灌

輸台胞祖團意識，並清除日本文化餘毒，「則其他問題，自均能迎刃而

解矣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326 ）。事實上，事變之後，國

民黨的確大幅加強其官方民族主義的意識控制工程，企圖利用本地異議

菁英被清除之便，以強大的國家力量為後盾，確立其黨版正統中國認同

在台灣的獨占性地位。到 1948 年初，有 53 家報章雜誌因言論失當被查

禁﹔同時，省教育廳通令各校一律採國語教學，並禁用日語交談﹔各縣

市教育局，也開始糾正學童之日式命名。男一方面，南京政府也將陳儀

調任，並局部調整台灣的政治體制，如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各縣市

長提前民選、承諾擴大進用本省人、縮小專賣範圍等，企圖透過滿足台

人對於向上流動的渴望，來籽解民怨。

然而，從年初全面再起的中國內戰，嚴重限制了國民黨對台灣人開

放政治、經濟資源的幅度。面對逐日吃緊的戰局，國民黨的首要考慮是

如何確保對台灣的全面控制，以便更有效地榨取資源，做為內戰的後勤

補給。其結果，是陳儀時代的「內部殖民J 體制，以一種輕微改良的形

式，延續了下來。”二二八改革運動的失敗，與其後的血腥鎮壓，本已

使台灣民眾激進化，並使族群界線深化，乃至定型，後二三八時期日益

擴大的戰爭陰影下，換湯不換藥的殖民體制，更使得台人心中的不滿加

劇，對「祖國J 的認同也變得更不確定。所不同者，是台人的不滿已難

以在後二二八的政治控制下公開表達 （Kerr 1966: 341-344）。除了不滿，

59 根據 1948 年 7 月省府人事處向街參議會的報告，各職等本、外省公務員比例（%）如下：

(I）簡任 7.82: 92. 18 : (2）筒任待遇級 8.59: 91.4 1 ﹔ （3）~任 22.78 : 77.22 ﹔ （4）為任待遇 34.35:
“目的﹔（5）姿任 66.86: 23.14 ﹔（6）委任待遇 76.86: 23.14 ﹔（7）在員 94. 06: 5.94 • j詳見江摹雲
(1948: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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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有難以言喻的苦悶。後二二八的台灣社會，對於任何一種對國民

黨統治的反對形式，都是足以壯大發展的法壤。換言之，這不宮是另一

個極易誘發菁英競爭與認同變化的情境。

事實上，在本地最具威望的菁英層被清除或「中立化J 之後，確實

有兩批菁英 ： 中共與台灣獨立連動者，進入了台灣的認同政治場域，試

圖與國民黨的官方認同進行競逐。

2. 紅色中國的「準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就是在二二八之後瀰漫於台灣社會中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與怨

恨氛圍中，憑藉其強大組織力量，在這個左翼傳統薄弱的土地上發展起

來的。彷彿是歷史的諷刺，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迅速茁壯，以及中國內

戰的再起，將一部分幾已脫離祖國的台灣民心，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和中

國重新連結起來，只是這一次，他們所迎接的是「紅色祖國」。

中共在 1946 年就先後派遣張志忠、蔡孝乾等台籍幹部返台發展組

織，當年5月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

工委會J ），由蔡擔任省工委兼書記、張任省工委兼武裝部長 ，接受中

共中央上海分局（後併入華東局）領導。由於日人長久的反共教育，台

人大多不易接受共產思想，因此省工委會發展遲緩，直到二二八時，只

吸收了七十餘名黨員，而這也是中共並未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然而，以二三八為契機，「省工委會J 到了 1948 年春，黨員人數已增為

285 人，到了 1949 年底，更發展到 1,300 多人，並建構了一個全島性的

組織網：

一、省工委 ：設組織部、宣傳部、武工部、台灣學生工委會（轄

十個支部）、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轄五個支部）、台灣

山地工委會（轄四個支部），另有十一個直屬支部。

二、台北區 ：設台北市工委會（轄二十九個支部及一個武裝基

地）、台北市工人工委會（轄八個支部）、基隆市工委會

（轄六個支部）、蘭陽區工委會（轄七個支部）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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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區：設新竹市工委會（轄五個支部）、海山區工委會

（轄五個支部及一個武裝基地）、桃園區工委會（轄五個

支部及一個武裝工作隊）、竹南區工委會（轄八個支部及

一個武裝工作組）

四、台中區：設台中市工委會（轄十七個支部）、南投區工委

會（轄十四個支部）、台中區武裝工委會（轄八個支部及

四個武裝基地）

五、台南、高雄區：設台南市工委會（轄九個支部）、高雄市

工委會（轄十四個支部）、屏東區工委會（轄六個支部）、

岡山區工委會（轄四個支部），以及十七個直屬支部。（國

家安全局 1991a: 18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77)

筆者認為，在社會不滿與強大組織力奧援的有利基礎之上，中共地

下黨在台發展迅速的男一個重要關鍵，在於其正確掌握當時台灣最重要

的社會矛盾一一也就是戰後兩年內形成的族群（省籍）矛盾，以及台灣

人當時最強烈的政治期待一一台人治台，因而能夠與不同政治傾向的台

籍人士，建立起鞏固的結盟關係。這個策略或許可以被理解馬來自中共

的理論性奧援，因為這是中共最擅長的統一戰線戰略，在因應台灣特殊

現實時的變形與應用，一種實質上把台灣人視為「準民族J 的統一戰線

戰略。這個列寧式戰略在原則上否定台灣民族的存在，但承認台灣人真

有類似弱小民族的特性，在實踐上則積極動員台灣人弱小民族意識 ，直

接操作省籍衝突來打擊國民黨，並且也階段性地寬容台人治台的主張。的

60 1948 年香港會議的決域文中否決了台灣民族的存在，但承認台灣人「具有馮小民族之特
性」﹔否定台灣獨立典聯邦的逐項，但主張運用「台人治台」的口號﹒蔡孝乾在 1949 年
呈報中共黨中央的報告書（三十七年六月迄三十八年三月之工作總結報告〉中﹒時l 更直接

主張操作省a：意泌：「在反政府的廣泛基過土 ﹒ 以大家都是本省人，本街人愛從本省人的

號召來建立兩面派的政機及地方武裝」﹒參見司法行互支部調全局｛1977）、國家安全局
{1991a: 15）﹒因「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即車］lJ舟1宗棠）被捕的胡鑫麟敘述，高1孝＃.111 「台
灣人自己解決自己的事﹒不要再受外省人欺負」的治哲f:;i)t月且他加入組織﹒另外﹒持多「民
主自治同盟」案子都是利用此種渴望『台人治台」的心理予以吸收＇ -iv，，＿學銳.﹒參見4月
鑫麟（1994) •不過，也有反向省為動員的個棠，例如在「郵電工會」業中，中共地下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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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省工委會在草根層次的組織與鬥爭採取了深具彈性、階段性的

準民族統戰策略 ， 然而在官方論述的層次上，中共自始至終壓抑台灣主

體性，將台灣解放完全從屬於中國本土的革命，並且將「台人治台」定

位為一種「地方自治J 層次的政治需求。對外，則將美國當時關於「台

灣地位未定j 的主張，詮釋為「帝國主義J 的口號，並且嚴厲批判走國

際干預路線，追求託管、獨立的台籍菁英，也就是廖文毅的團體。整體

而言，這一整套論述策略的目的，在試圖收編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 ，

並將之引導到對「紅色祖國」的認同一一或許我們可稱之為一種「左翼

正統」 (left orthodoxy）的中國認同。的

省工委會在台灣吸收的最主要對象，不是性格實際的政治菁英 ，而

是對意識形態特別敏感的知識分子，包括教員、醫生、學生、文化人等

（中央日報 1950 ）。事實上，「民盟J 那種左翼中國民族主義連結下的

台灣解放綱領，相當有效地挽救了許多年輕知識分子一一如郭琇琮、葉

盛吉等人一一因二二八而瀕臨崩潰的中國認同。 62 大部分被吸收的知識

員it梅.A-l!p以「中共統治下無省ti歧視J 來&'.Ii！！受不平等待遇的合 1！員工﹒ 將台灣的省 Ii
矛盾全釋為黨派（階級）問題，益重新界定其中國認﹒同﹒參見林樹枝（1989: 48-52） ﹒ 值得
注意的是﹒省工委會封高山族的統戰策略，！？p i午以中共統治下的「民族自治組」﹒呆著名
的案例就是阿里山都族高一生、湯守仁與桃園泰雅4晨4辜鴻昌的「 i主來民校自 治委員會」
棠，參見吳t{人（2008a) • 

61 警者之所以給此4 「在真正統J ’是因為這是中共官方的微路 ， 與當時台灣本土左翼i草動
者的•n益不－.ft ﹒..：：...：：.八之後亡命香港的苦台共領導人講I 'if.紅、楊先炫與重H丹等人組織
「台灣問題研究會」，從 1947 年 9 月起ff-行 T 6 期的﹛新台灣﹜叢干，l ﹒ 從此時j•J 1 948 年
5 月香港會議A止的期間，是當台共與中共聯繫的空窗期﹒而也就是在這役時附﹒這群苔
台共革命家們.il用﹛新台灣﹜這個主持J赴 ﹒從台灣人主體立場發展出一套與中國革命述結的
台灣解放均迷﹒然而這個過度凸顯台灣主體立場，主張聯邦主－＊－的消述，在香港會划中被
中共發來為否決，從此之後中共中央的微路 ，成為台灣解放路線的正統路線 ﹒ ＊在 1947 年
I 1 月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就在其綱領中部分體成T這個過渡期台共自主-:,t述的精
神﹒例如﹒〈台盟綱領〉第三條規定：「省A地方自治最高單位 ， 省與中央政府根限之釗
分，採均被主晨 ， 省得制定省憲及i!＊省長﹒」這是明顯的聯邦制設計﹒又第四條為 ：
「實行台灣省份t底的地方自治 ，省長、”。長、 市長 、區長 、，，.長、鄉長－律由人民i童般﹒」
關於萬t雪紅等人在〈新台灣〉時期的前途分析，參見吳t{人（2008b）﹒關於（台單純領〉﹒
參見裕」t-.«. (1990: 214) • 

62 國府二十一師在 3 月 II 日低台， l'l!_l!p －~位，對開強鎮壓之際 ，葉盛吉在 3 月眩目的日記
中~i單：「午後 ·~W先生到城衷﹒只有B （外省人）在街上行走，找不到年輕人﹒屍體
映入眼. • J 13 日的日記，l如此ll述：「還在戒嚴令下．．但阿山在路上行走﹒ 」 B er德文
berg （山）：意指「向山 J ﹒也就是當時台灣人對外省人之及總﹒原本祖國 ：意識甚強的~
盛吉竟然間鉛使用「阿山」這種族群歧;jJ1.意涵強烈的字眼，透露7他的認同危機 . 8 個月
後的「光復」兩i!!年當日，葉，t當天官方動員的紀念進行做了如下記述： 「﹒午後三時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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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與其說是左派，不如說是自由主義者或人道主義者，他們參加組

織多出於理念與現實的雙重因素。從整個中國角度觀之，以進步勢力之

姿出現，並在內戰中節節勝利的中共，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架構之內足以

取代國民黨的唯一而且合理的選項。“其次，就台灣本地而言，中共也

是唯一擁有足夠的資源（物質、人力、組織、理論、宣傳與武力）及實

力，能夠在國民黨軍事支配之下進行全島性組織、宣傳與動員的政治反

對勢力。現實當中，確實也只有省工委會將其組織觸角伸展到台灣社會

一一尤其是校園一一之內，直接接觸（reach）到了這批最憤怒、對認同與

意識形態問題最敏感的知識青年。對於他們而言，台灣獨立之未被接受，

除了意識形態因素之外，現實可行性似乎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胡

鑫麟 1994 ）。總之，這些知識分子在蔡孝乾領導的地下黨中扮演骨幹與

先鋒（vanguard）的角色，並向基層的工、農階級，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與

初步的意識動員。“這正是為何從 1949 年底開始的「白色恐怖」整肅運

動中，絕大多數涉案的「首謀」分子都是「紅色祖國J 認同者的原因。 65

3 . 「台灣獨立」的視野

在和日益強大的中共結盟的左翼流亡者的對立面，是一批美式的自

由主義者，他們信仰西方的民主體制，並渴望尋求以國際干預來排除國

府在台的統治，與中國分離，由台灣人獨立建園。這就是廖文奎、廖文

毅兄弟領導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台灣民主獨立黨j 集團，也就是日後

在東京成立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前身。這個集團初期核心理論

裝進行開始，沒什麼T不起，就只是人，而已﹒貧富差距比去年顯著，一邊是盛裝t袁紹，
一邊衣衫種樓，還有很多拿著棋子之類的小孩﹒人們的表情看起來很~11:,;- .光.／[j•J明Jl-.t.

T ! ！」認同危絨更明顯，但同時也透寫了左傾的線索﹒參見4浩成理（ 1993: 220-221 ）﹒郭
琇1章也經驗了類似過程，參見益t＃加I ( 1991: 256-257）。

63 4盡管他們持中共，只有概念土的土耳1A ﹒－如他們在幾年之前對「祖國」的~~，－殺 ﹒參見
楊成理（1993: 217）、 2嘉德本（ 1994: 213) • 

64 兩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向玉、反滲透的例子是陳本ii. （早稻田大學學業） I.且由11鹿g農民﹒與

吳忠漢（台北帝大肆業）組織紋路工會﹒
的 說現有資料. :t者只找到少數幾個例外：會紀~j:(1950）和「台灣獨立黨」林飾文案（ 1951)

,I於廖文紋系統，都』最純案（1953）則是個耳，l台獨主張者受省工姿會相關案件株連的業｛J,j • 

依據郭振純回憶，他之所以被捕乃是因為他曾為無黨結合南市長候選人棠延圭助選﹒而保

密局想安透過此案以台獨名 .4\整肅 直在﹒參見國安局（ 199 la, 1991 b） ﹔ 胡慈玲、林世述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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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廖文奎 (Joshua Wen』kuei Liao），他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就已發展

出雛形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在〈密勒氏評論報｝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刊載的“Imperialism vs. Nationalism in Formosa" （在台灣的帝國

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鬥爭）一文中（Liao 1947），他將陳儀在台灣的統治視

為某種入侵的「派系帝國主義」，並指出如果這種情形持續下去，台灣

人將由中國民族主義轉向台灣民族主義（Formosan nationalism) （吳叡人

1999: 78-83 ）。“

1947 年二二八之後，廖氏兄弟因受通緝而流亡香港，創立「台灣再

解放同盟j ，初期曾一度與謝雪紅等結盟，共同主張和中國民主黨派合

作，追求在聯合政府下的聯邦中國 (United States of China under a coalition 

government) , 1948 年夏天廖氏兄弟所主導的「再解放同盟」確立經託管

而追求獨立之主張，遂與謝雪紅等決裂。 671948 年 9 月，首度正式向聯

合國請願﹒要求託管台灣並在台灣實施公民投票達成獨立。 1949年 10 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盟派莊要傳赴日向美國古領軍指揮部遞交備忘

錄，請求麥克阿瑟出兵驅逐國府、占領台灣，並協助台灣人進行公投獨

立。 1950 年 5 月，廖文毅整合當時在日台獨運動團體，將「台灣再解放

同盟J 改組為「台灣民主獨立黨j 。“同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杜魯

門宣告「台灣地位未定j 以及「台海中立化J ，並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

海。就在這個冷戰開端、國府偏安台灣的背景下，廖文奎從 1950年 9 月

到 IO 月，接連發表了四篇英文論文，分別自歷史、經濟、政治局勢及國

際法等角度，有系統地論證台灣人尋求自決獨立的正當性。 10 月底，他

將這四篇文章輯為一加，做為向聯合國提出的備忘錄，並且在香港以台

“ 1童文另由廖史豪奪A日文﹒登載於ti-文教主泊的﹛前鋒，t1'﹜第 15 期﹒參見廖文奎﹛Liao,
Joshua W. K.）著﹒廖史牽擇，〈台灣lζ扣lt-o帝國主.A.l: 民族主義主仿闕爭）．﹛前鋒叢
書〉第 15 期（1947 年 2 月 21 日），頁 3-12 • 

67 1鼻氏兄弟外﹒ 1947 年 8 月﹒黃紀男、莊要4，等原託管派（「台灣青年聯盟」、「台灣獨立
聯盟」）曾在島內集會. tA.決以獨立為唯一訴求﹒ 10 月底，他們再度集會 ·-tt:~台獨乃根
據國際法，故須展開民﹒ 支，是主能邀請具國際學望之ti-氏兄弟為發言人，當有重大.11/J益﹒ II

月贅，已男赴地﹒兩派i量合5克 ﹒ 4吾兒黃昭堂（1994: 197-198). 
68 台灣民主獨立黨時代已經以日本為運動根據地， 1955 年民主獨立黨再改組為台灣臨時國民

議會， 1956 年成立台灣共和國路時政府 ﹒ 參見廖文教（1956: 228-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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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再解放同盟（The Fonn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名義出版，書

名為 Formosa 句eaks 。 69在 Formosa Speaks (Liao 1950）當中，廖文奎首

度提出台灣民族乃是在數百年來本地人對抗連續外來統治者過程中形成

的論述，並指出當代台灣民族面臨的是要推翻國民黨的古領，並同時阻

擋中共侵略的「三角鬥爭」。此外，他也第一次提出台灣人為混血民族，

與中國人不同種族的主張（吳叡人 1999: 84-94 ）。這是戰後有體系的台

灣獨立思想的發朝，也是台灣現代史上出現的第一個以中國為其直接對

立面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 70

比起已有近三十年發展歷史的中共，再解放同盟／民主獨立黨的組

織力是微不足道的。比起擁有馬、列、毛主義思想體系加持的中共，再

解放同盟的意識形態資源也非常有限。 71 組織力脆弱和意識形態資源有

限的弱點，嚴格地限制了它向台灣島內滲透、發展的能力。事實上，它

還至 1949 年 6 月才首度由黃紀男孤軍返台發展。 72在島內，它主要的結

盟對象是廖氏的親族， 73 以及對國府不滿的本土政治菁英，如與廖文教

關係密切的「台中派」，特別是楊肇嘉（黃紀男 1991: 245-246 ﹔司法行

政部調查局 1952: 7) 。由於組織能力的脆弱，它試圖運用廖氏家族既有

的網絡，如長老教會系統。根據黃紀男的描述，儘管他所接觸到的若干

政治人物，如吳基福、楊金虎等人，對台獨理念均表同惰，卻對其現實

69 此時再解放同盟已改組為台灣民主獨立1世，為何If..文奎仍使用「再解放同盟」名A. ？擎者
給讀•l ﹒廖氏兄弟以同盟名先進行此次國際論顧，但民主獨立黨則是從事實際組織運作的名

格 ﹒

70 戰前台灣民族運動中早已出見台灣民族均與獨立治﹒不過此時的獨立治~述中，主要的他
者（亦即用以界定自我認同的對立di! ）是日本，中國在這個問迎上jl'J~於不相干（ iπel

evant）的位置之土﹒以中國-4封立di!而形成的台灣民族主義，要在4次大戰結求﹒台~‘被
盟國移交中國的脈絡中才出成﹒ f盡管如此，戰役台獨主張在終戰之初 l!p 已出成﹒ 1947 年的

二二八事件中再度被提起，不過真正有系統的台灣獨立拾述且已被始於廖文奎﹒關於戰前台
灣民族主4克思想的深度分析，參照、 Rwei-Ren Wu (2003) • Ill！於終戰初期的台灣獨立主張，

參見絲路崇（2004a) • 關於1學文全台灣民族主Jl思怨的完~分析﹒參見吳審定人（ 1 999) • 
71 月＃文奎無疑是一位傑出的理白色家，但是個人之力終究黃色做一個龐大的 、 具有長久歷史淵源

的意識形態體系﹒何況他在 1952 年Bp 己早逝﹒根本未及完成他的思想體系﹒

72 月＃文毅t至Ii-史素在二二八之後er赴港典廖文毅會合﹒並協助論頗i草動， 1948 年9 月 er先行

回台，但要過三次年黃妃，男~台後才一起開信iJ!行島內組織活動﹒
73 月F史豪之4孽，也it是廖又級大嫂且事務秀臂，以及廖文級大生且是己子祥朝卿，皆為積極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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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度懷疑。整體而言，再解放同盟／民主獨立黨系統在台灣只有局部

的、點的發展而已。

根據安全局檔案，台灣再解放同盟在台組織（台灣再解放同盟台灣

支部）結構如下：

支部長：黃紀男，下設政治外交組（黃紀男兼）、軍事組（鍾

謙順）、經濟組（廖史牽），以及兩名聯絡員（許釗雄、許朝

卿）。

支部長下，另設六個地區分部：台北地區分部（黃紀男兼）、

基隆宜蘭分部（偕約瑟）、新竹地區分部（鍾謙）I慎兼）、台南

地區分部（溫炎煜）、高綠地區分部（許劍綠兼）。（國家安

全局 1991b： “〉

歷史學家張炎憲從對相關人物口述訪問中整理出廖文毅系統在台灣

的組織概況，則與安全局檔案所述略有差異：

在組織中，黃紀男當頭，廖史牽為副’與鍾謙順負責台北區的

活動，偕約瑟負責基隆，鍾謙｝I煩和溫炎煌在中部發展，許朝卿

在台南嘉義，許釗雄在高雄。七個人單線聯絡，只有宜的 ll目係，

沒有橫的關係。發展到屏東客家村時，被國民黨突破。另外，

廖史豪還有兩條線：廖招明負責宜繭，吸收到郭振坤．．．．．．另一

條線是潘敘義負責台北，林國是在負責高雄．．．．．．。（張炎憲等人

2000) 

儘管兩份組織名單的地區分工不盡相同，但其輪廓大致相同。這樣
的組織規模，明顯與省工委會相去甚遠。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莫成德

(Livingston Merchant）在 1949 年 5 月 4 日致國務卿的電報中所做的簡潔
描述，一語道破了這個新生民族主義組織的脆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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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運動團體人數依然太少，組織不健全，軍火不足，領導無

方，根本沒有能力打敗〔國府〕駐軍，以建立反共親美的本土

政權．．．．．．。（雲程 2014: 167) 

廖氏兄弟的台獨運動，背景是戰後尚未穩定的東亞秩序，特別是日

本尚未與盟國簽定和約的這段期間，台灣在國際法上的主權不確定狀態。

因此它最主要的活動形式，是尋求與國際勢力結盟。做為一個缺乏本土

組織基礎的純流亡者運動，它的盛衰，以及它在島內與國府、中共競爭

的能力，幾乎完全取決於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強權一一特別是美國一一

干預台灣事務的意願。弔詭的是，國際干預的意願﹒除了自身利益的考

慮外，又往往敢決於具有群眾基礎的本土菁英採取行動的能力與意願。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在整個 1949 年間，確曾一度慎重考慮將台灣分離於

中國之外的選項，以及運用包括聯合國託管與獨立等方式，「在合乎美

國利益時，善用福爾摩沙自治運動」（雲程 2014: 90 ﹔張淑雅 201 l ： 第二

章）。 1949 年 3 月莫成德奉國務院之命從南京前往台北試探讓台灣從中

國脫離的可能性時，曾與再解放同盟與其他台獨運動領袖接觸。他在 3

月 23 日致國務院的電報中做出如下評價 ：

我印象中的台獨組織是一盤散沙，政治土不成熟，組織不健全，

整體而言並不可靠。一般民眾確實怨恨日深，但是仍缺乏有效

的領導與組織。（當程 2014: 141) 

這是一個致命性的評價。莫成德、在 5 月的電文中重申這個觀察 ，主

張雖可持續謹慎地與獨立連動領袖保持接觸，但應「視為成功率不大的

投資J （雲程 2014: 169 ）。莫成德所提出的「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算

計好的不作為J (calculated inaction colored with opportunism）替代方案雖未

獲得國務院青睞，但他對當時台獨運動者的低度評價確實澆熄了國務院

運用、扶植這個新興民族運動的熱情（張淑雅 2011: 44-45 ﹔雲程 2014:



72 旅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187 ）。事實證明， 廖氏兄弟的流亡者託管獨立運動，處於它所深切寄望

的結盟對象一一美國和台灣本土菁英一一這兩者彼此機會主義的觀望之

間，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4. 小結

不管是具有相當組織力量，並已發展出頗具規模的草根基礎的中共

地下黨，還是組織基礎薄弱，卻有著一定本地菁英同惰的託管獨立運動，

都無法超越難以預期的歷史發展方向的限制。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的

爆發，促使美國與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盟，同時粉碎了被 1949 年底以

來開始的「白色恐佈J 肅諜行動雙雙瓦解的「省工委會J 與廖氏兄弟集

團繼續在台灣爭取支持，塑造認同的機會。省工委會四位工委在 1950年

初全部被逮捕， 1950年到 1953 年底之間，重整之後的省工委會與各山區

武裝基地被全面破獲，中共在台地下黨活動遂告瓦解。男一方面，黃紀

男領導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台灣支部早在 1950 年 5 月即被破獲， 7 名主要

幹部均被速捕判刑，此一階段的台灣獨立運動在島內的組織性活動也宣

告終結。在冷戰的國際秩序下，國民黨正統的「中華民國j 認同，遂在

台灣取得霸權的地位。經過兩度菁英整肅的台灣人，無可選擇地接受了

同化的命運。

四、結論

集體政治認同一一如國家、民族與族群認同一一的形成是長期社會

與政治變遷的產物，它涉及結構性條件的形成，如工業化或現代化過程

所帶來的社會流動與整合，以及個體層次行動的積累，如國家菁英之官

方民族主義政策由上而下對社會長期的滲透、控制與塑造，以及來自社

會由下而上的抵抗或回應。于個相對穩定認同的形成，意味著一個國家

一社會關係的相對穩定結構之形成。當劇烈的歷史性變遷導致此一相對

穩定結構鬆動時，資源重分配的需求誘發了不同菁英群體競相進行認同

動員，試圖重新界定國家一社會關係，於是創造了認同變化的契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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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構鬆動下的資源競逐論觀點，本文試圖描述並解釋二次大戰戰後

初期台灣住民國家認同的不穩定狀態。

本文的論證可以簡略重述如下。從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到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的這段期間，兩次國家一社會關係結構的斷裂或鬆動，誘發

了三波菁英的認同動員。第一次結構鬆動一一或者斷裂，是日本戰敗所

導致的強制性領土轉移 ： 台灣由日本領土被移交給中華民國管轄。在日

本統治末期，台灣與宗主國日本之間已經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國家一社

會關係結構，台灣本土菁英被收編到殖民體制之內，「台灣人J 做為一

種游移於族群與民族、地方與國家之間的臨界性認同，正逐步向「日本

人」認同方向移動。日本的戰敗切斷了台灣社會與日本國家的關係’中

斷了台灣人認同的日本化過程，而領土的移轉，則迫使本土菁英必須尋

求向新宗主國輸誠，以自保並獲取最大利益。終戰之初由「歡迎國民政

府籌備會J 與「三青團J 兩個本土菁英集團從中央與草根層次分進合擊

所進行的一系列支持與歡迎國府接收的民眾宣導運動，就是終戰後第一

波菁英主導的認同動員，其動員方向是逆轉日本化，將台灣人重新導向

對新宗主國中華民國之認同。第一波動員確實創造了一個短暫的「中國

人認同」的均衡狀態，但卻是一個不穩定的均衡，因為這是短期政治動

員的結果，尚未經過長期政治社會化過程轉化為內化的價值，非常容易

被擾動，乃至崩解。

第二次結構鬆動的契機，是行政長官陳儀在 1945 年 10 月到 1947 年

2 月之間所施行的官方民族主義，包括內部殖民式的資源掠奪、歧視政策

與激進的語言同化主義。這些施政不只嚴重威脅了本地菁英的利益，也

腐蝕了前一階段認同動員的均衡狀態，使台灣人新獲得但尚未穩定的「中

國人J 認同面臨危機，台灣社會與中國國家之間陷入高度緊張關係。根

據Brass的模型，這種中央集權國家與新邊陸菁英的矛盾，正是一個有利

於誘發邊睡族群或民族主義動員的情境。事實上，這個情境誘發了連續

兩波菁英的認同動員。第一渡動員是二二八事件過程中，處委會以「四

十二條要求J 向過度中央集權的新宗主國要求鬆綁、地方分權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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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土菁英試圖將台灣民間極可能失控，轉化成分離主義的中國認同

危機控制在「中華民國j 架構內的努力。這一被相對溫和、自制的認同

動員在 1947 年 3 月間因受到宗主國嚴厲的軍事鎮壓而失敗，然而中央的

鎮壓隨即在後二二八時期的台灣激發出下一渡更激進的認同動員。這一

波一一也就是終戰後第三渡一一認同動員中首度出現了系統性、組織性

的分歧認同，也就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紅色中國認同計畫，以及

廖文奎、廖文毅兄弟主導的台灣獨立計畫。從 1948 年秋起，這兩個分歧

認同計畫試圖與國府的中華民國正統競逐台灣人民與國際支持，形成了

「三個祖國J 的想像同時並存的複雜認同景致。

然而 1950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選擇支持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一

個更為巨大的東北亞冷戰地緣政治結構於焉形成，短暫爆裂開的歷史隙

縫封閉，終戰最初5年間在台灣島內出現的國家認同競逐至此告一段落。

在此後的數十年間，美國霸權翼護下一一或者應該說美國霸權所創造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J 將形成一個新的穩定結構，重塑台灣人民的認同，

但它也將面臨新的結構鬆動危機，誘發新的反對與動員，而那些被壓抑

的「男類祖國j 記憶，也將在新的歷史隙縫中再度現身，重新加入台灣

認同政治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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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台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

以 50 年代為例

黃庭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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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反思 1950年代台灣僑生政策的形成過程。 1954年中華

民國政府在美援支持下開始大量招收僑生，但僑生問題引起諸多爭議，

數十年來有許多學者曾對這課題進行研究，然而在 1978 年解嚴前，大部

分相關文獻幾乎都完全複製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僑生論述。

由於缺乏批判的分析角度，學者們把僑生政策的發展簡單地歸因於國民

黨為了「嬴取華僑向心力J 、「維持傳統合法性J 、「進行反共鬥爭J ' 
以及美國政府對台北「反共大業J 的支持。主導的論述完全從中華民國

掌權者立場出發，認為台北當局吸收海外華僑學生是為了促進台灣、海

外華人社會及全球華人的利益﹔並把爭取僑生論說成是黨 、 政、教育部

門、海外華人社會都支持的政策。 1

隨著 80年代台灣解嚴，威權統治開始鬆動，國民黨主導的僑生論述

亦受到衝擊。學者們開始批評當局吸收僑生只是為了一蕪的私利 ， 並非

如統治者所說般是為了國族的整體利益。他們指出國民黨爭取華僑學生

只是為了要製造大中國認同，以延續外來政權在台灣的統治地位（吳子

文 2010 ）﹔甚至認為僑生政策只是流亡政權在極度混亂、極度缺乏安全

感狀態下建立可預期和掌握的象徵秩序一一意思是自我安慰一一的手段

（范雅梅 2005 ）。其次，有學者一一其中大部分是具有馬來西亞僑生背

景的學者一一批評過往的論述過度以中華民國掌權者為中心，提出僑生

論述的「去中心化J ( decentering），強調僑生研究必須納入華僑學生原居
地等在地因素，並且從僑生觀點瞭解僑生教育（吳子文 2010: 105-106 ; 

范雅梅2005, 2011: 137-177 ）。提倡僑生論述去中心化的學者以具體的經

驗證據指出，台灣僑生政策發展不單受國民黨及美援影響，馬來西亞的

族群政治、當地華人的政治處境 、以及吉隆坡當局的區域政治考慮等因

I 相關文獻，是受挫，. • i費者可參考朱級先（1973） 、 梁樹學（1965）及張希哲（1973）等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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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都對中華民國僑生政策的效果有重要影響力。馬來西亞僑生背景的學

者又指出當地華人團體（例如「董教總」）及學生實際利益的考慮一一

比方說在當地考不進大學、無力負擔留學西方國家高昂學費的華校畢業

生會被費用相對便宜的台灣所吸引一一才是決定是否到台灣接受高等教

育最為重要的因素﹔東南亞華人到台灣升學並非如台北當局所宣傳的是

因為認同中華民國政權或響應國民黨的政治號召（王國璋 1998 ﹔范雅梅

2011 ）。

儘管過去二十多年來僑生研究已漸漸擺脫國民黨的主導論述，比較

能呈現影響僑生政策更多元、更複雜的因素，但學者們對僑生論述的「解

構J (deconstruction）還有未竟之處。到目前為止學者們對主流論述的挑戰

只局限在質疑國民黨吸納僑生只為一黨之私利 ， 並提出僑生研究去台灣

中心化的訴求，他們還沒有考慮到「國家」（the state）一一僑生政策的主

要推行者一一在僑生問題上可能有分歧。舉例而言，莊景雅在 2010 年發

表的期刊論文以 1950 年代〈中央日報〉為例指出，國民黨掌權者利用媒

體操弄台灣人民的觀感，試圖讓民眾對僑生產生好感，並藉此施壓要華

僑學生符合官方「模範僑生」的樣式。然而在談論到僑務委員會、國民

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外交部及教育部等負責僑生事務國家部門之

間的合作關係時，她強調「在黨政一體的架構下，僑務工作之進行以中

國國民黨為核心，使僑務政策與黨的決策相互結合﹔以外交鞏固僑務，

以僑務發展黨務，並以黨務為僑務核心，以僑務為外交盾牌J 。論文又

指出教育部一直緊密配合政策吸引僑生回國，該部「有一連串升學的相

關辦法，而且辦法愈訂愈寬鬆J ，又言政府「大開方便之鬥j 、「讓新

生入學試驗科目減少J 、 「手續愈來愈簡化J 等（莊景雅 2010 ）。在莊

雅景筆下，黨的意志彷彿可以理所當然地完全貫徹到整個行政官僚系統，

相關部門必然緊密配合落實黨的方針。

此外，到目前為止學者們還沒有仔細地觀察政策最前線執行部門一一

學校一一對待僑生的態度及實際作為， 更遑論探討教育場域的變化如何

影響學校對僑生的處理手法﹔彷彿高教院校必然會忠誠地執行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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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問題的研究者們忽略教育體系的影響力，可能是因為台灣的高等教

育院校一直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包括教育部及台灣省教育廳〔以下簡

稱省教育廳〕）管轄，學者們較不容易聯想到即使在戒嚴時期教育體系

也可能有一定自主性、對政策有不同意見。男外，解嚴後過往的教育政

策受到許多學者及民間人士「清算」，為了指控國民黨在威權時期利用

教育壓迫人民，人們不自覺地把學校視為當權者的工真，因而不易察覺

到在戒嚴時期學校仍有自身的理念及利益，教育體系行動者只會在教育

場域出現若干變化、按照官方指令行事更符合自身利益時才願意配合政

策。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運用大量政府行政部門及院校檔案重新審視 50

年代台灣僑生政策的發展過程。 1949 年國民黨內戰失利後退守台灣，中

華民國掌權者聲稱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並且是全球華人一一

包括散居各國的華僑一一利益維護者。僑生政策有助國民黨建立國家權

力，因為吸收華僑子弟來台升學有助於贏得海外華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提高台北政權合法性，以及抗衡北京對海外僑社的統戰攻勢。然而，做

為剛被打敗的流亡政權，國民黨的聲望受到重挫﹔海外華人懷疑蔣介石

能否守住台灣，因此對來台升學抱持審慎的觀望態度。其次，剛剛播遷

到台灣的國民黨當局資源甚為有限，來台僑生會加重教育部、台灣省政

府及大專院校的負擋，國家內部多個部門及大專院校不見得願意積極配

合爭取華僑子弟。新敗的蔣介石政權由於合法性受到質疑，難以運用強

制力或道德力量克服國家各部門及高教院校對僑生政策的抵制，這些因

素導致初期來台僑生人數相當有限。然而，這情況因為冷戰形勢變化而

出現改變。在「自由世界J 與「共產主義J 兩大陣營對抗的氛圍下，美

國一直在全球各地圍堵共產主義。 1950 年韓戰爆發，華盛頓為了阻擋共

產勢力在亞洲擴張而派遣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

治日趨穩定，來台僑生人數漸漸上升。另外， 5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以

下簡稱中共）在東南亞積極吸收華僑學生敲響了共產主義擴張的警號﹔

為了反制北京，華盛頓決定資助台北的僑生計畫。美援降臨後僑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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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者可以分配到實際的利益，國家各部門及院校才變成願意積極配合

爭取華僑學生：美援僑生撥款大部分由教育部負責管理，僑生計畫讓該

部掌握的資源及權力大大增加﹔在美援誘因下教育部不斷放寬海外學生

錄取標準，並設法增加華僑學生人數、擴大僑生計畫。此外，美援也讓

願意配合政策的院校獲得更多資源，例如一直堅持招生自主權的國立台

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因此願意妥協、大量收容僑生。台大在 50 年代

轉為願意配合僑生政策的重要原因是教育場域的變化： 50 年代初期傅斯

年校長逝世，加上美援補助台大的理、工、農、醫學院改變了校內的權

力結構，原本最堅持招生自主權的文、史學者的影響力大幅下降。男外，

50 年代中期多所新大學成立，國民黨掌權者有意扶持其他院校取代台大

成為台灣首學，台大亟需借助美援發展學校以鞏固在高等教育的領導地

位。

二、遷台初年規模有限的偽生政策

國民黨自北伐成功後便開始利用華僑教育政策維持與海外華人的聯

繫，爭取華僑對國民政府的支持。 1928 年國民政府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

關「中華民國大學院J （後改名為教育部）設立「華僑教育委員會」推

動僑民教育﹔國民黨又恢復早年北京政府所設的「僑務委員會」（下稱

「僑委會」），直接隸屬行政院。在後續數年南京當局設立許多輔助推

動僑教的機構，並制定了有關僑校立案、管理及課程等多種法規。國民

政府認為吸引僑生回中國升學是僑教政策重要的一環，因此在 1930年至

1934 年間制訂了「華僑子弟回國就學辦法j 、「僑務委員會指導僑生回

國升學規程J 及「補助清貧僑生回國升學規程」以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吳

倫霓霞、鄭赤玫 1989 ）。

遷台後中華國民政府並沒有馬上積極爭取僑生，當時華僑學生可通

過保送及自行投考兩種管道到台灣升學。台北當局沿用 1947 年制訂的

「華僑學生優待辦法」，規定凡在國外僑民中等學校畢業的華僑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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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僑委會、圍內外重要華僑團體、中華民國駐外領事館保送，然後由教

育部審查分發至專科以上學校就讀。「優待辦法J 並規定各校對教育部

分發之僑生應從寬甄試，成績及格者敢錄為正式生，不及格者為特別生。 2

不過， 1951 年教育部只設立 60個保送到台升學名額。 3

華僑學生亦可自行投考入讀台灣大專院校。教育部 1950 年 8 月頒布

「僑生投考台省內專科以上學校優待辦法j ，規定僑生投考境內專科以

上學校得予從寬取錄。該辦法對僑生的定義是 ： (I）畢業於國外僑民中學

並持有國外出生證或居留國外至少三年者﹔（2）台省籍學生畢業於日本中

等學校並持有當地居留證者﹔或（3）畢業於港澳僑民中學一一意指港澳地

區有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立案的中等學校一一並持有港澳或國外其他地區

出生證明者。 4由於教育部沒有界定「從寬取錄J 的定義，各校的優待標

準並不一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於 1950 年依從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建議給

與僑生優待，總分至多降低 10 分。 5 台大從自由主義學者傅斯年擔任校

長的時代就一直堅持招生自主權，每年自行舉辦招生考試後開會討論從

寬敢錄的標準﹔ 1951 年台大接受招生考試 4科總分達 100 的蒙藏及僑生

入學（當年一般考生錄取的最低標準是總分 200 分）。 6

儘管制定了上述辦法， 50 年代早期僑生人數甚為有限。首先，也許

因為當時台海局勢還不太穩定，海外人士對流亡政權抱觀望態度 ，有意

來台僑生數量不多﹔儘管教育部在 1951 年設立 60 個僑生保送名額，但

最後來台就學的只有 27 人（僑務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 1953：的） ﹔ 同年

只有 1 名台大入學式考生以僑生身分要求台大從寬取錄。 7其次， 50年代

早期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在香港及澳門一一兩個非中共管轄的華人社會

一一積極招生。當時保送辦法適用範圍並不包括港澳僑民學校﹔「僑生

2 「吾吾僑學生侵待辦法」 ﹒ 1947 年4 月 16 日（國史館。19000000329A) • 
3 「四十年度暑期保逗著僑學生升學注意事項J ’ 日期不祥（國史館。19000000329A) • 
4 「4島生投考台省內專科以止學校俊待辦法」﹒日期不祥 （國史館 019000000329A) • 
5 「台灣省教育處電右立師筑學院J ﹒ 1950 年6 月 17 日（固立台灣師絕大學檔案 100.20-7－卜

0390001012-01) 
6 「入學考試登記表J ’ 1952 年 9 月（國立台灣大學檔案肢。”I /2400300/008/0003 ) • 
7 向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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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考台省內專科以上學校優待辦法j 規定畢業於該兩地僑民中學但非港

澳或國外出生者須自行到台灣報考有意入讀的院校，錄取標準且與島內

考生完全相同。 8 國民黨對非港澳或國外出生的香港及澳門學生不予優

待，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來自大陸，不被視為僑民（僑務會議實錄編輯委

員會 1953 : 45 ）﹔男一方面，內戰失利後大量官員及民意代表逗留在香港

觀望形勢、沒有馬上追隨蔣介石到台灣，台北當局懷疑港澳人士的忠誠

度。 9此外，遷台初期國民黨收窄爭取僑生的範圍：戰前中華民國政府吸

收華僑學生入讀國內各級學校， 1。但 50 年代初期台北的僑生保送及優待

辦法適用範圍只限於申請入讀大學一年級的僑校高中畢業生，當局並不

鼓勵華僑子弟到台灣入讀中小學或插班大專。 11

50 年代最早期國民黨內部在僑生政策上缺乏共識也限制了「回國」

學生的數量。當時最積極爭取僑生的是僑務委員會，這一方面是因為僑

生的「業績」直接影響它在國家行政系統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僑委會直

接面對海外華人社群的壓力、必須回應華僑的訴求 ﹔ 然而其他部門處理

僑生的手法往往與僑委會方針背道而馳。舉例而言， 1951 年教育部制訂

「四十年度暑期保送華僑學生升學注意事項」，對保送制度訂立更嚴格

的限制。該辦法規定保送僑生以最近兩年內海外僑校高中畢業生為限，

在校學業成績須在 80分以上、操行成績須為甲等、「思想正確」 ， 且限

制每所僑校最多保送 3 名學生。 13 同年教育部拒絕了多位在中國大陸中

學畢業華僑學生的保送申請，並且堅持學歷文件日期採用公元年號的保

送入學申請人必須先行補繳民國年號證書 。 14 當時教育部不熱衷吸收僑

8 「 f島生校考台省內專科以上學校侵t申辦法」﹒日期不祥（國史館。190000000329A) • 
9 在 1950 年 2 月行政院長閻錫山曾公開譴責逗留港澳的政府官員、國大代表、立法及監察

院委員﹒益以吊銷1缸里及取銷國JiA威脅下令他們迅速來台 ﹒ 中央日報， 1950 • ( ~紛紀
1肉肅清貪污，杜絕官民出國逃.i!l) ' ,f, l 版， 2 月 10 日 ﹒

10 「僑務委員會指導僑生回國升學規則」’ 1933 年 l l 月 16 日公布（徐冒齊 1936: 1308) • 
II 「教育部函械成中青年公會校董會及中華總商會」’民國 40 年6 月 4 日（聞史餘的90000000

329A) • 
12 僑委會很在意僑生業呦，因為在i.l台之初（ 1950 年）行政院改組時曾有人建議咬併僑委會

及-\t品走委員會﹒幾經研商f吏f島委會被保留下來﹒在述個背景干 • 50 年代初J~Jf.!i委會致力利

用f島生計畫透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花雅梅 2005: 30) • 
的 「四十年度暑期保送毒品僑學生升學注意iJP.li 」﹒日期不祥（國史館。190000000329A) • 
14 向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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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能是因為服務的主要對象並非海外僑社，它直接面對島內高教院

校﹔在無法提供更多資源的情況下，教育部要避免引進太多華僑學生導

致大專院校反感（見下文）。此外，台灣省政府保安司令部的出入境管

制辦法也增加了僑生來台的難度，為了避免「共匪j 滲透，台北當局在

1951 年要求從香港入境學生一一包括來台參加大專入學考試、還未被正

式取錄者一一須以 5 位保證人或以在台有店鋪者擔保申請入境。 15 其他

地區僑生入境比港澳學生稍為容易，但 1951 年放寬後的出入境辦法仍規

定當地領事館負責審查僑生的入境申請，在沒有中華民國使館地區的僑

生必須自覓在台親友或商號保證、或由僑委會委託當地合法僑團或「殷

實人士j 查明後核辦。 16

此外， 50年代早期台灣僑生政策亦因為大專院校不完全配合而大打

折扣。如上文所言，台大一直堅持招生自主權。 1949 年教育部會要求台

大按照「三十八年度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招生法案J 規定保留 20% 新生

名額以便教育部分發保送學生，然而台大校長傅斯年堅持自行招考全部

新生，拒絕教育部的要求。 17 傅斯年在擔任校長的兩年期間又婉拒接收

僑委會保送的印尼爪哇僑生，並要求原在中國大學就學的南洋學生必須

通過台大招生考試方可轉入該校。 18 傅過世後，台大仍繼續捍衛取錄學

生的自主權。 1951 年 12 月，八位文、史學者一一包括李濟、董作賓、英

千里、夏德儀、臺靜農、洪耀勳、沈剛伯及洪螺一一在該校校務會議提

出議案，要求校方重申「除經由本校新生及轉學入學考試錄取之學生，

以及照章經由本枝招生委員會甄試合格之華僑特別生、邊疆特別生、外

國籍特別生外，其餘無論任何情況，概不收容J ﹔台大校務會議最後表

決通過該議案。 19儘管省立台灣師範學院一一地位僅次於台大的學府一一

的 「商討港澳為中畢業生來台投考學校辦法紀錄」’ 1951 年 6 月 4 日 （ 國史館 0190000000

329A) • 
16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1 年 8 月 24 日（國史餘的90000000329A) • 
17 「傅斯年函教育部」﹒ 1949 年 7 月 27 日（國立台灣大學檔案股 0038240030100 I 0007 ) • 
18 「傅斯年函教育部 J ’ 1949 年 7 月 21 日（0038/140. 18-08）﹔「傅斯年函教育部」﹒ 1950 年

7 月 28 日（固立台灣大學檔案肢。03924003010010010) • 
19 〈校務會議紀錄〉﹒〈固立台灣大學校刊﹜第 145 期，第 3 版（ 195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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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遠不及台大，該校 1950年修正的學則規定經教育部及省教育廳保

送的華僑、邊疆、及外籍學生必須通過該院複試方可被錄取為特別生，

特別生入學一年考試及格後才能轉為正式生。詢問年，師院教務會議又

議決請求教育部及教育廳避免分發過多保送生至該校。 21

三、擴大招收華儒學生的壓力

隨著國內外局勢變化，台北當局受到壓力要調整僑生政策。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阻擋了共產黨的攻勢，台

灣偏安的局面漸漸形成，華僑較願意考慮到「自由中國」升學，中華民

國政府也開始思考如何爭取華僑支持反攻大陸。從 1950 年下半年開始有

東南亞僑團到訪台灣、參觀島上專上院校。 22 同時，海外華僑亦施壓要

求台北當局放寬保送僑生的標準： 1951 年 8 月僑委會函教育部，抱怨當

年保送僑生名額不多、條件甚嚴，並表示海外各地質疑「若為搶救海外

青年，難以理解為何如此少數申請保送而不獲准來台J 。 23 僑委會又向

教育部轉述印尼棉蘭 〈中華報〉 對僑生保送辦法的意見，該報抨擊教育

部要求學生學業成績必須平均至少 80 分及操行甲等要求過高、申請入台

的保證手續過於繁複。 〈中華報〉 也警告中共的政策遠較台北有彈性，

對僑生學歷及過往學業成績沒有特別堅持，且願意協助清貧華僑子弟解

決旅費、學費及生活費等問題。 24次年，僑委會批評每校每年保送最多 3

名學生限制了僑生生源，要求教育部修改是項規定。 25

20 （台灣省立飾品已學院學自•J ），﹛台灣省立師筑學院院于•I﹜復刊第 13 期 ﹒ 第 4 版（ 1950 年

3 月 15 日）．
21 （第七J欠教務會議建議〉﹒〈台灣省立飾品且學院院刊﹜復刊第 15 期，第 3 版 （ 1950 年 4 月

15 日） ．
22 中央日報， 1950 • （參@I.師院 ， 訪問台大） ， 第 2 版， 9 月 20 曰：中央日報﹒ 1950 · （退

Ill.華僑圈 ， 今日酬眉宇怯〉﹒第 4 版， l l 月 5 日

23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快郵代電 8078 號 ﹒ 1951 年 8 月 20 日（國史館。190000000

329A) • 
24 「僑務姿員會函教育部」﹒台教字 8129 號﹒ 1951 年 8 月 24 日（國史館 0190000000329A) • 
25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2 年6 月 4 日（國史館。190000000330A • J.v. 教育部卷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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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僑教人士亦呼籲中華民國給與有志赴台升學的港澳學生更多便

利。香港德明中學於 1951 年 3 月致函教育部，指當年暑假香港僑校將有

約一千名高中畢業生，建議台北商定到台升學便利辦法，或者考慮在香

港設立大學入學考試區。 26 同年稍後，香港中正中學代表港澳多所中學

校長請求僑委會解決六百多名即將高中畢業學生來台投考大專的問題，

該校校長甚至建議台大授權中正中學在港設立分班。 27 為了回應港澳人

士訴求，僑委會於是年 6 月邀請保安司令部、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三組、警務處、教育部、省教育廳及台大等商討改善港澳高中畢業生來

台投考學校辦法。教育部代表在會中表示歡迎香港及澳門學生來台升學，

然而因為外匯限制及中華民國與英國一一香港的殖民地宗主國一一無外

交關係’兩地學生來台應考是最省事的方法。保安司令部代表擔心「共

匪J 利用僑生身分滲透台灣，提醒要特別小心審查大陸淪陷後才到港的

考生，又建議要設定來台考生的人數上限。僑務委員會希望在香港設立

考試區以方便考生，並指出因為僑委會及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

都有人員在港，委託他們協助可以減低在港澳舉辦考試的開支。會議最

後議決在香港設置考區，以及若計畫無法落實，才退而求其次設法簡化

來台應試的入境手續。 28 行政院後來同意教育部及僑委會派員赴港澳主

辦招生考試， 29 但是由於英國早已承認中共政權，台北不能在香港公開

招生，只能暗中委託親台灣的珠海書院辦理（僑務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

1953:45 ），當年共錄取了的名港澳僑生。 ω

男一方面，中共的僑生攻勢亦對台北構成壓力。 1951 年年初外交部

接到越南河內領事館通報，指越北境內有兩所高中每年畢業生約五、六

十人，過往大陸仍由國民政府統治時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畢業生回大陸升

26 「香港後．明中學快郵代電」﹒ 1951 年 3 月 2 日（國史館。190000000329A) • 
27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1 年 5 月 28 日（國史館。190000000329A) • 
28 「商1t港澳為中學業生來台校考學校辦法紀錄」﹒ 1951 年 6 月 4 日（國史館 0190000000

329A) 
29 r僑委會及教育部品行妓院J ﹒ 1951 年 6 月 30 日（國史館。190000000329A) • 
30 中央日報， 1951 • （港澳僑生犯台，有關機關昨在基接待〉﹒第 4版， 10 月 16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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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然而近年兩校被誘至「匪區」升學人數漸多。 31次年（1952），中共大

動作爭敢港澳學生。當年 3 月廣東省政府公布港澳學生到內地接受高等

教育的辦法，宣佈凡是在 1951 或 1952年完成高中教育、身體健康且「思

想正確」的港澳學生都可申請入讀廣州的大學或其他高等院校。廣東省

政府且要求省內院校對港澳生從寬敢錄，並優先給與回國升學清貧學生

經濟協助。 32 北京的攻勢對台北構成極大威脅，中共國土遠大於台灣，

圍內院校眾多，高教院校一直到 1956 年還存在生源不足、新生名額過剩

現象﹔ 33 中國大陸吸收僑生的「容量J 遠超台灣。另外，北京政權錄取

僑生的標準遠比台灣有彈性。中共的革命傳統產生了延安大學之類的「非

正式J 教育模式，加上共產政權聲稱維護工人及農民利益，在五 、 六0

年代的高教院校一直對申請入學者學歷及成績要求較具彈性。”相對之

下台北教育當局在這方面較為嚴格 ： 如上文所述保送生高中平均學業成

績最低 80分、操行必須甲等。雖然後來教育部在多方壓力下把標準降低

為學業至少 70分、操行乙等，保送學生仍必須在僑校高中畢業，教育部

又繼續堅決拒絕分發學歷證明文件不齊全的僑生。 35 教育部對學業成績

嚴格把關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大專院校（特別是台大）還擁有極

高的錄取學生自主權，僑生來台後必須通過學校的甄試才能成為正式生。

華僑僑居地的政治轉變亦導致台北難以堅持來台僑生只限於入讀大

專。首先，亞洲地區的政治動盪把中學僑生送到台灣來。比方說，韓戰

爆發後數十名韓國華僑子弟由當地中華民團大使館介紹來台，最後都被

安插到各中學就讀（僑務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 1953:45 ）﹔數年後（ 1954 

年），越南被劃分為南越及北越，據報導中華民國政府把一百多名北越

31 「外交部函教育部J ’ 1951 年 l 月 12 日（國史館。190000000329A) • 
32 文匯報 ﹒ 1952 • （健和j港澳學生田德升學，廣東省府頒布七情辦法〉﹒第 7版， 3 月 29 日 －

33 Taylor ( 1981: 29）發現從 1951 .f. 1956 年中國大陸高教院校新生名訊超過高中畢業生人數 －

34 比方說﹒在 1960 年代又革前大陸大』學院校取錄學生的標i草包持：（1 ）學業成統、（2）階級也

身 、 （3）政治表現﹔學業表現有時候甚至﹔是有另外兩個標導重要﹒另 外• 50 年代的大專院校
也牧局1：您錄取缺乏正式學歷的革命幹部、黨員及工農背景人士（Shirk 1982; Taylor 1973) • 

35 國史~ 019000000032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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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青年安頓至台灣，其中有部分入讀中等學校。獨其次，二次大戰後

亞洲多個地區脫離殖民統治、開始進行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為了

打造新的國族身分，當地掌權者致力把華校課程在地化及去華化（黃庭

康著、李宗義譯2008 ﹔ Wong 2003 ; Wong and Apple 2002 ; Tan 1997 ）。

部分亞洲地區的教育政策甚至對華僑學校生存構成威脅，舉例來說，泰

國政府在 1947 年及 1948 年實施的新教育政策全面取締華文中學，泰國

華校小學畢業生陷入無華文中學可升學的困境﹔ 37 1951 年菲律賓國會通

過「教育菲化案」，規定所有學校（包括華文學校）校長及至少 60% 董

事會成員必須是菲律賓或美國公民。”此外， 1949 年中共取得政權後，

海外僑社出現分裂，部分僑校被支持北京人士控制，僑校被親共勢力把

持的情況在當地政府承認北京政權的地區（例如印尼及印度）尤為嚴

重。 39 這些變化導致國民黨越來越難以依靠海外僑民中 、 小學校延續華

人的文化及政治認同，台北的掌權者無法再將中學僑生拒諸島外。

在中共吸收僑生及東南亞政治變化雙重壓力下，台北的掌權者內部

開始有人批評政府的僑生政策不夠積極。 1951 年歲末國民黨台北市第六

十二區聯合小組會議通過議案發動圍內及僑胞捐款響設學校收容僑生 。

與會人士建議該校由初中開始，然後一步一步地增設高中、 專科而至大

學，並計劃在正式開學之日把學校呈獻為國立學校。 40 教育部其後以來

台就讀中小學人數極少、學生出入境有實際困難、經費籌措不易等理由

否決了該計畫，的但這次事件讓掌權者意識到欠缺積極性的僑生政策可

能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不滿。

次年，台北當局更為積極地爭取僑生。 1952 年 5 月立法院通過〈僑

務施政要點〉，其中目標包括「獎勵華僑青年回國就學，對於入境、入

36 中央日報， 1954, （越南歸國f島生，首批今可犯台），第 4版 ， 9 月 21 El ﹔「僑委會函教
育部」﹒ 1954 年 10 月 16 日（國史館。19000000332A) • 

37 「拳國華僑盧志熱,i,為中正總統」’ 1952 年 l 月 16 日（國史館。190000000330A) • 
38 中央日報， 1951 , ( -I~ 「教育菲化」法案，看見僑胞表不為〉﹒第 3 版， 2 月 10 日 ﹒

39 僑務會議，r錄為轉委員會 (1953 : 71﹒72） 、 Zhang (20 I 0) • 
40 r 國民黨中央E先進委員會第三組品教育部J ’ 1951 年 12 月 22 （國史館。190000000330A) • 
41 「教育部函國民黨中央E先進委員會第三組J ’日期缺（國史館 019000000033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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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應予以切實便利與輔導j 。 42 同月，教育部及僑委會聯合向行政院

上呈「港澳及海外保送僑生入境出境補充辦法」，請求讓保送僑生特許

入境。兩部會並建議以更嚴謹的政治及思想調查過濾港澳僑生，以放寬

對兩地學生保證人的資格規定。“兩個月後，僑委會取得教育部、省教

育廳、國防部、台灣省警政處及台灣省民政廳支持，讓在台灣就讀專科

以上學校的僑生寒暑假或其他事故須回原居地時免辦役男出境保證手續﹔

其後行政院同意是項建議。科教育部又承諾在保送升學的學業成績及操

行標準、保送申請的截止日期、每所僑校保送人數上限、學歷證明文件

須採用民國年號等問題上作彈性處理。 45 教育部也嘗試迫使台大配合僑

生政策，命令該校直接收錄該部分發的學生、母須再經過複試。“此外，

是年教育部及僑委會繼續到香港主持高中畢業生「歸國J 就學考試。據

報該年共有 564 人報考，最後錄取了 152 名，較之前一年多出一倍（僑

務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 1953: 45 ）。 47僑委會轉為積極爭取港澳僑生，極

可能因為香港及澳門學生到台灣升學遇到的阻力較少，對該會的「業績」

較有保障﹔戰後香港及澳門繼續維持殖民統治，港英及澳葡政府沒有國

族建構的計畫，比較不介意年輕人到台灣升學， 48 加上香港是自由質易

港，港英政府不會在出入境問題及通匯上刁難赴台學生。此外，在冷戰

的氛圍下港英當局一直把中共視為頭號敵人，英國人在一定程度上默許

42 中央日報， 1952 • （立法院昨日通過當前僑政委.U ）﹒第 1 版， 5 月 28 日－

43 3主政，「札記」﹒教育部﹒ 1952 年 5 月 8 日（因史館。190000000330A) • 
44 「會議紀錄：商it1舍生役男出境保~Jt問題」﹒ 1952 年 7 月 17 日：「行政院院長陳誠函僑

務姿員會」’教育部 1952 年 8 月 6 日收件（國史館 0190000000330A) • 
45 鎚政，「4U己」﹒教育部， 1952 年 5 月 8 日（國史館。19000000330A) • 「教育部函僑務

委員會」’ 1952 年 6 月 25 日， 1952 年 7 月 1 日．「教育部函國立台灣大學」﹒ 1952 年 8
月 19 日（國史館。190000000330A) • 

46 （第一七七；J;_行政會議紀錄〉，﹛固立台灣大學校于•J ）第 148 期（ 1951 年 12 月 31 日）．
頁 3-4.

47 中央日報， 1952 • （港澳﹛島生歸國就帶，試卷即可閒始評間〉，第 3 版， 9 月 3 日 ﹒

48 這里"ill.香港政府不介意年輕人到台灣升學是相封來兩益的字很者而穹的﹒事實土港英當局

一直很小心， i避免年級人過度受台北影響，以免香港成為反共基地 ﹒ 1954 年倫敦外交部向

台北當局抗議香港f島生暑期上成功r直接受軍1111 即是其中－個例子﹒ Foreign and Common
wealth Oftice (FCO) 371/110298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解密-1'.t~ ） .另外. .m 香港相

比，澳門的親北京陣營努力在當地社會更有影響力﹒澳門年級人到台灣升學和畢業﹒回澳

可能要面對較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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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在香港的活動一一包括爭取僑生的行動一一以抗衡親北京勢力（Tsang

1994, 1997）。

四、欲振乏力的僑生政策

然而，台北當局在資源有限下錄取更多僑生引起掌權者內部及民間

反彈。陳雪屏一一時任省政府教育廳長、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一一

抱怨台灣省內學校原來已過於擁擠、來台學生住宿問題一直難以解決，並

且聲稱該年度台灣省學校能容納的港澳生人數「將比較不多J 0 的省教育

廳管轄當時 6所收容僑生的大專院校其中 4所（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工

學院、農學院及行政專科學校） , 50 陳雪屏的怨言有提醒中央政府高層

吸收僑生要適可而止的意味。此外，民眾亦抱怨教育部及僑委會赴香港

招考港澳高中畢業生，輿論批評圈內高等教育設施原已不足、投考大專

向隅者眾，港澳僑生錄取標準低於島內考生、影響大專招生公平性。教

育部後來解釋須派員赴港主持考試是因為港澳青年來台應試入境手續甚

為麻煩﹔又辯稱港澳招生考試由台大及師院教授按照兩校入學標準命題，

錄取標準與國內入學考試完全相同，故此公平性絕無問題。發言人也強

調僑生名額由教育部與各校預先商討後保留，港澳學生來台並不影響島

內考生的機會。 51

儘管遇到上述阻力，客觀形勢迫使台北掌權者難以在僑生政策上退

縮。首先，為了爭取海外華人向心力，僑委會於 1952 年 10 月在台北舉

辦第一次全球華僑會議。蔣介石總統在會議開幕時強調「發展華僑教育，

闡揚民族文化J 為僑務三大目標之一。其後，出席會議來自三十多個地

區兩百多位的華僑通過「當前僑務綱領j ，其中第四條要求台北當局促

進僑民教育、便利僑生回國升學就業（僑務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 1953:

49 中央日報﹒ 1952 • （當局將指派人員赴港澳主持招生〉﹒第 1 版， 7 月 l l 日－

50 .Jt-餘兩所收容僑生的學校是台大及國防醫學院﹒
51 中央日報， 1952 • （中學羽~｝，缸次，增學生收容量〉，第 3 版， 8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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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98 ）。兩個月後，行政院院長陳誠在該院僑務檢討會上就僑生政策

指示相關行政部門「僑生回國升學，無論大、中、小學均應歡迎J ’錄

敢僑生應「不問其是否優秀，不問其成績如何J 。陳又敦促相關部門簡

化僑生入境手續，讓已有當地僑領保證入境的學生無須在台再覓保證人。但

其次，「共匪」在港澳地區吸收僑生的行動升級。 1952 年據報有 390 名

港澳學生到廣州參加大學入學考試。重年，香港親共報章宣稱到廣州應

試的香港學生已超過六百人，為準備是項考試的模擬試題也在香港發售。

廣東省政府甚至為應考的港澳學生開設補習班，向清貧考生提供旅費補

助，以及開班協助落榜考生重考（黃庭康著、李宗義譯2008: 187-188 ）。

面對華僑固體及中共雙重壓力，教育部在 1953 年 4 月公布僑生來台

升讀中等學校辦法，准許在國外僑民中學肆業、或最近兩年內小學畢業

僑生申請保送分發台灣省內中等學校。該辦法且准許原居地特殊環境無

法設立僑校地區的華僑子弟比照僑校學生來台入讀中學。當局並沒有設

定僑生保送中學的最低學業成績要求，只規定學生於分發到學校後須接

受甄試編入適當班級。 53 是項法規正式打破遷台後僑生只限入讀專上院

校的慣例。官方統計，顯示辦法公布當年台灣只有 9 名中學僑生，但翠年

人數急升至 230 人。“中學僑生後來亦加重了大專院校收容華僑學生的

壓力，因為有部分僑生高中畢業時以各種理由一一包括原居地僑校水準

比台灣學校低，用同一錄取標準對僑生並不公平，以及僑生若無法在台

灣升讀大專，被迫返回原居地可能會被親共分子迫害等一一要求從寬取

錄升讀大專。 55

為了反擊「共匪J 在港澳的攻勢，台北當局在 1953 年把兩地的招生

名額提高至 300 人，並表示如果考生考試表現出色會考慮再增加名額。切

52 （民國 41 年 12 月 3 日行政院僑務梭討會議紀錄〉﹒﹛行政院會議論事日程〉第 273 次，
1952 年 12 月 24 日﹒

53 「海外f島生來台升1責中等學校tr業辦法」﹒ 1953 年4 月 7 日僑務姿員會教育部會向公布施
行， （國史館 0190000003028A) ﹔馮玉高（ 1953) • 

54 「回國升學給生﹒民閩西＋年至四十五年底止」（國史館 020000003029A ）﹒
55 「僑委會函教育部」﹒ 1954 年 9 月 27 日及 9 月 16 日（國史館。19000000332A) • 
56 中央日報， 1953 • （自由中國教育近年進步迅速〉﹒第 3版， 9 月 3 日﹔中央日報﹒ 1953 • 

（港澳升學f島生，錄取五四零人） ' 1f, 4 版， 9 月 24 日﹒



98 旅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此外當局也試圖以公開招生方式吸引更多港澳考生。在之前兩年，台北

秘密在香港招考僑生，僑委會沒有公開登報，只通過在中華民國教育部

立案的港澳僑校向學生轉告在香港舉行招生考試，但在 1953 年台北通過

外交途徑委託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向香港總督說項，希望獲

准在香港公開舉辦招生考試。儘管香港政府後來以「避免北京提出同樣

要求J 回絕， 57 1953 年報名參加考試的港澳學生仍增至 888 名，其中 540

人最後被錄取。”

然而，台北當局爭取更多僑生的努力面臨極多困難。首先，僑生原

居地政府在出入境簽證上爵難赴台華人子弟。比方說，菲律賓政府發給

赴台灣的返菲簽證只有兩個月期限，且規定在台華僑每星期須向菲國駐

台公使報到一次。的有部分東南亞政府並要求赴台留學生簽證期滿時必

須返回原居地辦理延期，對僑生造成時間及金錢的負擔。 60 加上僑居地

政府往往拖延簽發離境簽證’不少僑生學期已開始一段時間、甚至學期

已過了三分之一後才抵達台灣。 61 其次，自費留學政策也限制了僑生人

數。在 5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政府基本上沒有提供僑生獎助學金，僑生必

須自行負擔學費、生活費及旅費等支出，只有家境相對富裕的華僑子弟

才有機會來台留學。另外，有部分東南亞國家（例如印尼）對台灣實施

通匯管制，即使家境不錯的僑生亦不易獲得家庭匯款接濟。 62

大專院校宿舍不是亦是限制僑生增長的男一重大阻礙。台大一直到

戰後初年都維持通學制，宿舍數量原本就極為有限。為了安頓僑生，教

育部甚至請求該校緩拆物理館，改為臨時宿舍安頓五、六十人。師院一

57 「外交部長葉公超函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築」 ’ 1953 年 5 月 9 日（國史館 019000000
3028A) 

58 中央日報﹒ 1953 • （自由中國教育近年進步迅速〉 ﹒ 第 3鼠 ， 9 月 3 日﹔中央日報﹒ 1953 • 
〈港澳升學f島生，錄取五四零人〉﹒第 4版， 9 月 24 日﹒

59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 1951 年 8 月 8 日（國史館。19000000329A ）﹔楊其欽，「菲律
賓f島生品教育部」﹒ 1952 年 9 月 27 日（國史館。19000000330A) • 

60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4 年6 月 26 日（國史館。19000000331A ) • 
61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3 年 1 l 月 6 日 （固立台灣大學織業肢。。但/2400300/009/

0003) • 
62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4 年9 月 16 日（國史餘的900000033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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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設有學生宿舍，情況可能較台大好一點，但 1953 年新入學僑生開學初

期仍暫住飯堂及理髮廳。台灣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則把華僑學生安置在學

校禮堂。的

此外， 50 年代初期教育設施不足、加上部分院校不願意全力配合亦

限制了僑生政策的推行。首先，正當掌權者把吸收對象擴大到中學僑生

時，台灣正面臨中等教育設施不足的問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實施

六年義務教育，到了 50年代初期大量國小畢業生構成了對中學教育的龐

大需求，中學學額分配成7社會關注的問題，主管教育當局被迫越來越

平預中學的錄取學生辦法，以確保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在中學設施嚴重

短缺下讓僑生保送入讀中等學校容易招致民眾不滿。另外，台大一一大

部分僑生心儀的學府一一仍然沒有全力配合政策。比方說，台大在 1952

年曾回絕教育部 ，婉拒派代表到香港協助主持港澳招生考試，並且堅拒

教育部分發過多僑生，再以醫、工、農學院已有額外錄取生為理由要求

不要把學生分發至該三學院。台大也批評港澳招生考試的命題及評分等

皆有異於台大主辦的入學考試，質疑以該考試成績分發僑生至該校的公

平性。“然而是年教育部仍安排的名僑生入讀台大﹔翠年（1953）分發至

該校僑生更增至 97 名。的也許是為了表達招生自主權遭踐踏的不滿，其

後有部分僑生因為簽證等問題在學期進行超過三分之一後仍無法入境到

校註冊，台大校方意圖依照學則取消他們的入學資格。“台大是「自由

中國J 最高學府，自然成為大多數來台僑生的首選，每年有許多被分發

到其他學校的僑生以各種理由要求改分發至該校 ， 67 台大的不配合對台

北爭取僑生構成極大的打擊。

的 「商討港澳第一批錄取學生低台接待住宿事宜會議紀錄」’ 1953 年 10 月 16 日（國立台灣

大學檔案nt 0042/2400300/009/0003) • 
64 〈第二O一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台灣大學校刊﹜第 175 期﹒第 2 版（ 1952 年 8 月 4

日）

的 〈固立台灣大學四十二年下半年校務概要〉﹒﹛圓立台灣大學校刊﹜第 241 期 ，第 2 版
( 1953 年 12 月 24 日）﹒馮絡（1953) • 

66 其f主教育部介入 ， 保留7這批學生的學Ji （國立台灣大學檔案股 0042/2400300/009/0003 ) • 
67 關於f島生要求改分發台大的個案﹒可參閱國史館。1900000033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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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援：﹛喬生政策的轉折點

就在僑生政策遇到多重阻力時，中共大動作爭取華僑青年的舉動刺

激台北尋求外援支持僑生計畫。 1953年9月中華民國國防部發表關於「共

匪j 最近發動華僑青年歸國升學運動的報告，指出中共企圖把僑生訓練

成為日後返回原居地赤化各國的「第五縱隊j 。國防部提出警告指北京

正在利用僑教政策向僑社進行統戰，以僑生為人質阻止華僑支持「自由

中國j ，以及透過在大陸的華僑青年學生大量榨取僑匯。報告聲稱「共

匪j 在過去數月已把三千多名馬來亞、印尼、遲羅、菲律賓、越南及日

本等地區的青年學生誘騙到大陸，並估計中共的目標是要在亞洲各地吸

收至少一萬名華僑青年。”

儘管國防部嚴正警告，台灣教育、行政部門由於資源限制都不願在

僑生問題上作過多承擔。比方說，教育部在當年較早時曾要求行政院增

撥專款新台幣一百七十多萬補助台大及各院校的僑生支出。行政院長陳

誠其後回覆，指示先由台灣省政府籌撞該筆經費，將來再以增加協助款

方式把款項歸還省府。行政院並提醒教育部政府財政萬分困難 ，不能逐

年補助僑生支出，該次一百多萬撞款將涵蓋明年度的僑生計畫。陳院長

另指示省政府依照往例負擔當年度僑生宿舍建築費用新台幣三十萬元。

的台灣省政府大概對中央政府推卸岐容僑生的開支要省府負擔感到不

滿，同年 11 月省政府主席俞鴻鈞引述上述的國防部報告強調爭取海外華

僑青年事關中央政策，要求教育部約集中央有關單位及教育廳討論具體

辦法。 70此外，僑委會在同年 IO 月致函教育部，提醒行政院會發令指示

明年度招收僑生應備宿舍 ﹔ 僑委會要求教育部按該指令辦事 ，節令各院

的 〈共匪吸收海外吾吾僑青年歸國升學運動之研究〉 ﹒國防部第二成績， 1953 年9 月 24 日 （圓
史館 019000000331A ) . 

的 「行政院院長陳誠函教育部」 ﹒ 1953 年9 月 29 日 （國史館。19000000331A ) • 
70 r 台灣省政府正席俞鴻鉤函教育部」 ’ 1953 年 11 月 29 日 （國史館 。i900000033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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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預留學額及宿位以備明年僑生入學。 71 教育部其後回覆，聲稱經費措

揖，加上明年大專院校並無僑生畢業，無法預留僑生學額及宿位。 72

受制於資源不足的國民黨當局向美國尋求援助。根據當時僑委會委

員長鄭彥菜回憶， 1953 年冬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到台灣訪問，僑委會替政

府準備了各項資料，游說美國中華民國僑生計畫有助增強東南亞的反共

意識、遇阻中共滲透。美國其後應允支持台灣吸收僑生（鄭彥菜 1972:

130）。其實，美國一直擔心東南亞地區華人青年被吸引前往大陸升學，

華盛頓甚至早在 1951 年就開始考慮在東南亞設立一所華文大學以抗衡北

京吸收華僑青年的攻勢。 73 美國外交部「中國事務處」（Office of Chinese 

A何airs）情報顯示， 1949 年至 1953 年間共有兩萬兩千多名港澳及東南亞

學生到中國大陸升讀大學、中學及其他類型學校，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該處又警告留學生日後返回原居地後會對東南亞安全構成威脅。儘管當

前北京鼓勵僑生畢業後留在中國為社會主義作出貢獻，但該處提醒尼克

森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共隨時有可能改變政策要求學生學成後返回原

居地。中國事務處官員指北京成功吸引大量僑生，是因為中共慷慨補助

海外青年回大陸的旅費，入境及入學條件十分寬鬆，並且提供零用金及

免繳學費及宿費等優惠。 74 該處支持吸引華僑青年入讀台灣大專院校，

並建議美國政府幫助台北吸收中學僑生，避免東南亞華人父母因為當地

無適當的華校可讀而被迫把子女送往大陸接受中等教育。 75

美國政府於 1954 年初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j ，由台灣行政院

院長為主席，制定援助中華民國僑生政策。後來僑教問題漸轉由「中美

小組委員會」負責，該會由中華民國教育部、僑委會、行政院美援運用

71 「僑務委員會函教育部」﹒ 1953 年 10 月 29 日（國史館。19000000331A) • 
72 「教育部函僑務委員會」﹒ 1953 年 12 月 26 日 （國史館。19000000331A) • 
73 “US Assistance to or Sponsorship of Education, 1951” (670.1 ), Records of Otlicc of Chinese Al三

fairs Collection, US National Archives, in Archives Unbound. 
74 “Education with Overs個S Chinese, 1953”(620.2a), Records of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Collec

lion, US National Archives, in Archives Unbound. 
75 “Mainland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1954”(620.2a), Records ofOflicc of Chinese Affairs 

Collection, US National Archives, in Archives U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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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亞洲協會、美國新聞處、美國大使館及美國安全分署代表組成

（國立教育資料館 1957: 52-53 ）。同年美國首次資助僑生計畫，當年攘

款共新台幣八E六十多萬元，其後支助金額逐年增加， 1958 年頂峰時高

達美金三十多萬元及台幣五千六E多萬。美援僑生計畫的主要支出是興

建學校建築（包括宿舍、教室、體育館及圖書館等）、添置設備，以及

補助僑生旅費、生活費等（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4a: 14－時，

27, 31 ）。在美國支援下，過往限制海外來台學生增長的宿舍問題很快便

獲得解決。 1954 年，美援僑生計畫的第一年，台灣政府與「美國安全分

署美援運用委員會J 決定將招收僑生的總人數擴大至 1,300 名一一當中包

括港澳考取高中畢業生的0名、東南亞保送入讀大專僑生 200 名、以及

中學僑生 300名。 76璽年， 1955 年，招生名額更進一步提高至 2,000 名，

其中 500 名入讀中學。行為了配合爭取華僑學生，教育部在 1954 年前令

台大攝充班數及設置僑生補習班，以容納華僑學生的0 名﹔又下令台灣

省立師院及工院各收僑生 150 名，農院收容 30 名﹔中學部分教育部預定

建國中學容納 100 名，台北第一女子中學 50 名。 78計畫宣布後不久，美

援會透過教育部向台大、師院、工院、農院、建中及北一女轉發新台幣

八百六十多萬元做為增設僑生宿舍之用﹔台大獲分配其中的四百八十多

萬元，超過總金額的一半。 79 美援撞款成為院校收容僑生的誘因。

美握亦刺激教育部積極執行僑生計畫，從 1954 年至 1965 年有超過

新台幣兩億元的僑生款項透過教育部執行（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

員會 1966a: 18 ），該部因而掌握了更多資源及權力。為了壯大僑生計

畫，主管教育當局千方百計增加僑生人數，例如放寬保送資格：過往保

送升讀台灣大專以最近兩年內僑校高中畢業生為限，但在 1954 年該部把

畢業年限延長至最近三年﹔一年後，放寬到近五年的僑校高中畢業生也

76 中央日報， 1954 • （招致海外僑生，今夏擴大學4于〉 ﹒ 第 4版， 5 月 12 日﹒

77 ( :I:席國民黨第三組「策動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座攻」報舍〉（國史，宮。20000003029A) • 
78 中央日報 ﹒ 1954 • （招致海外僑生 ，今夏擴大，正行〉﹒第 4 版. 5 月 12 日 ﹒

79 中央日報 ， 1954 • （招收僑±挑傘，今秋擴大學4抖，第 3 版， 7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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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保送資格。的教育部放棄之前每僑校保送最多 3 人的規定，並願意

接受非華校一一在原居地就讀英文學校或當地方言學校一一華籍青年的

保送申請。 81 教育部也大幅降低錄取標準以收敢更多僑生，長期關心僑

教問題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張希哲數年後承認，如果全部僑生必須經過

考試、錄取標準與國內學生一樣，僑生人數可能至少減少三分之二（張

希哲 1959）。在美援做為後盾下中華民國外交部也積極協助爭敢僑生﹔

1955 年該部指示各駐外使館與當地黨部、僑團、僑校緊密合作鼓勵華僑

子弟回國升學。但為了錄取更多港澳學生，台北當局甚至曾考慮讓兩地

學生以香港政府舉辦的中學畢業會考成績申請入讀台灣大專院校。的 1956

年教育部制訂「港澳高中畢業生保送來台升讀大專辦法J ，讓教育部立

案僑校成績優良的高中學生可以免試到台灣升學。倒是年大約有一百名

港澳僑生通過保送到台灣（國立教育館 1957: 56 ）。

為了讓大專僑生數量更為龐大，教育部運用各種手段替華僑學生「護

航」，幫助他們順利升入高教院校： 1954 年美援導致僑生人數激增，學

生水平較前參差，台大、師院及工院都成立補習班收容程度不足的分發

學生，並規定班上學生必須修業一年通過考試後才得編入一年級肆業。“

三所院校的處理手法令相當數目的華僑學生面臨淘拔的命還 ﹔然而，教

育部在關鍵時刻施出「恩手」。 1955 年 7 月該部高教司在大專聯招委員

會（簡稱聯招會）會議上宣告：台大、師院及工院補習班成績不及格僑

生亦可報名當年大專聯合招生考試（簡稱聯考）。會議中並決議聯招會

80 中央日報， 1954 • （本年f島生返回升學，教部訂定保送辦法〉﹒第 4 版， 3 月 3 日﹔中央

日報﹒ 1955 • (1,島生升學大專學校，教ii戶訂定保送辦法〉﹒第 4 版 ﹒ 4 月 9 日 ﹒

81 「教育部函僑委會」﹒ 1954 年 7 月 14 日（09900000332A) • 
82 「外交部函各駐外領事館」﹒ 1955 年 5 月 2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外交部

檔案 365.2/0001 ﹒

的 國民黨第三組最後以香港中學會考Jll台灣大－＊招生考試要求不同而否決這1lis.t1A ﹒見「本
年度港澳招生問題座談會紀錄J ﹒ 1955 年 5 月 17 日（國史館。20000003029A) • 

84 「四十五年度港澳各高級中學保i是成統優良畢業生來台升學辦法」’日期不祥（國立台灣

師.ie.大學檔案 100.35-44-1-0450001400A-02) • 
85 （四十三年度本校附圾桶習班辦法姜昆），﹛固立台灣大學校于仆， 268 期（ 1954 年 10 月

25 日），頁 l ﹔ （四＋三年度本院新生題名錄〉﹒〈台灣省立師.ie,－！＇扯院院干，j ﹜ 80 期（ 1954 
年9 月 14 日），頁 319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投展委員會（1964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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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試後把僑生身分考生（包括補習班及在台高中畢業僑生）的成績轉

交教育部，錄取與否由該部決定。高教司甚至特准巳錯過聯考報名截止

日期的補習班僑生補行報名。助教育部的介入很可能讓不少原本要被淘

忱的補習班僑生，得以「死襄逃生J 進入大學。兩年後（1957），教育部

明確規定圍內高中畢業僑生一律報名聯考，考試後聯招會將僑生考生名

單及成績轉送教育部，然後由該部按照每校僑生預定名額分發入學。 87如

此一來，教育部完全可以操縱上榜僑生人數。

美援的支持也讓台北可以提供更多僑生補助，讓家境貧困的華僑青

年也得以來台就學。如上文所述，之前來台僑生一一除了入讀師院者及

軍校者外一一都要自行負責學費、宿費、生活費及旅費等支出﹔但 1954

年美援開始補助僑生後台北當局提供成績優異、家境清貧的僑生獎助金，

金額分為每月台幣 50 元、 100 元及 150 元三種。當局核定獎助金以分發

大專總人數四分之三為基準，但因為每年都有 20%到 30%被錄取者沒有

來台報到入學，實際上幾乎所有僑生都能獲得補助。 88 此外，台北當局

又以補助生活費匯款差額獎助僑生，當年7月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通過辦法，給與僑生每年在限定金額內每 l 美元匯款新台幣 6元的補貼。 89

美國政府也鼓勵民間支持台灣僑生計畫。 1954 年 6 月僑委會商請「國際

熱心教育團體J 資助僑生返回原居地辦理護照延期之旅費。如上文所述，

有部分東南亞政府給與赴台學生簽證期限甚短，許多僑生必須定期返回

原居地重新辦理加簽。為了減輕華僑學生負措，「自由亞洲協會J 捐助

美金 6,000 元補助的名僑生往返旅費，並承諾考慮籌措僑生獎學金。其

後，教育部、教育廳、僑委會及「自由亞洲協會」代表成立「海外僑生

86 「四十四年度五校聯招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三次會議紀錄」﹒ 1955 年 7 月 13 日（台大檔案
股 0044/2400300/011/000l/031-2)

87 「教育部函固立台灣大學」﹒ 1957 年 6 月 14 日（ 台大檔案股 0046/2400300/013/0003 ) • 
88 「教育部函僑務委員會J ’ 1954 年 12 月 24 日 （國史館。19000000332A ）﹔行改院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4a: 15) • 
89 1955 年銀行官價匯率是 l 美元兌新台幣 15 元多 ， 但享有匯款捕貼的f島生領區時每 1 美元

共領新台幣 21 、 22 元﹒補貼辦法規定每名大-4-僑生每年結區最多美金 200 元、中學II;生
160 美元，﹒「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主，＼~決棠通知」’ 1954 年7 月 16 日（國
史館。1900000033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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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委員會」管理該補助計畫。的

在美國政府及民間強力支持下台灣僑生人數大幅成長。 1953 年來台

僑生共有 215 人﹔ 1954 年一一美援補助僑生計畫的第一年一一人數激增

逾 3 倍至 763 人； 1956 年，僑生人數更高達 1,782 人。來台僑生大部分

入讀大專：以 1956 年為例，當年 1,820 名華僑學生有 1,295 名（71%）被

安排到大專院校就學 ﹔ 513 名（28%）分發至中等學校﹔男有 12 名入讀軍

校。升讀大專僑生有約一半（ 652 名）入讀台大。 91 另外，台北當局在

1955 年設立「國立華僑實驗中學J ，除了收容中學僑生，另設置「僑生

大學先修班」收容在原居地或台灣高中畢業未達分發大學標準、或經教

育部分發但志願不合要求改分發的僑生。大部分先修班學生修讀一年的

補強教育後都會通過結業考試分發入讀國立大專院校。 92在 1956 年華僑

實驗中學共有中學生 488 人及大學先修班 122 人。 93

六、高等教育場域變化與偽生政策的執行

台大是「自由中國J 最高學府， 也是海外青年升學台灣首選 ，台北

當局擴大爭敢僑生計畫亟需台大配合。然而，如上文所述，台大從傅斯

年任校長時代開始就堅持錄取學生的自主權，並不熱衷於收容未經該校

入學考試的僑生。但是，從 1950 年至 1954 年間有幾個因素改變7台大

的態度。首先， 1950 年傅斯年過世後由錢思亮繼任校長，錢的學術地位

90 S直紋， 〈 出席僑委會「f島生返回原居地簽進旅費補助技拾會」報告） • 1954 年 6 月 30 日

（國史館。19000000331A) • 
91 r回國升學僑生﹒民國四十年三四十五年底止」（國史~ 020000003029A) • 
92 從 1962 年三 1992 年國立f島生大學先修班共有結業生 20.472 名﹒他們全被分發大車 ， 其中

14,831 人 （72%）入城固立院校 ： 先修班結業進入台大入數高速 5,964 •占歷年結業人設的

29% ﹒倫大先修班大部分學生都可以順利結業：從 1988 年.f1J 1992 年間只有灼 的%註倚入

學學生因為休學、 i且是醉~沒有通過考試而沒有結業﹒這些重tW資料翔示不少原本i童不到分
發標i革的f島生經過一年先修班後順利進入國立大學（國立1id.大學先修班的98: 1-4, 
55-58) 

的 「固立華僑大學先修班 ，華僑'fr驗中學各班學生人歎暨呈驗t~件車t . 缺繳"ilt件紋，待補繳
呈驗－覽表」（固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函教育部，附件） • 1956 年 l 月 19 日｛29 1.04- 1-2-

04510 I 009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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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聲望遠低於傅、個性也較柔弱，在他領導下台大較易屈從於外界的壓

力。其次，來自美國的支援改變了台大內部的權力結構，繼而軟化該校

在招生政策的堅持。美國政府及大學從40年代後期就開始以捐贈及共同

合作計畫等方式參與發展台大，比方說農復會在 1951 年向台大醫學院公

共衛生課程提供五十萬美元款項，”同年哥倫比亞大學開始與該校醫學

院商討合作計畫。 95 翠年，美接開始補助教育項目，華盛頓通過科教、

醫教及農教等計畫協助台大發展，該校工、醫、農及理學院獲得巨額的

美攘攘款，並與多所美國大學建立合作關係。鉤受惠美援最多的學院在

掌控更多資源後影響力大增，向來最堅持招生自主權的文、史學者的權

力大幅下降。再者， 1954 年台灣舉行第一次大專聯合招生考試，台大及

三所省立學院（師院、工院及農院）共同組成「聯合招生委員會」。除

了主持命題及閱卷等事宜外，聯招會還負責把上榜學生分發到個別院校﹔

個別院校錄取學生的權力只限於把分發下來的學生按照志願及考試分數

安排院系。 97 新的大專入學考試制度大幅削減大學一一特別是台大一一

的招生自主權。

男外，美援帶來的利益亦迫使大專院校在僑生問題上妥協 。 過往學

校並不特別熱衷收容海外青年學生是因為錄取僑生並不會帶來更多的資

源，反而會使原來己捉襟見肘的設備及經費更形不足。然而美援降臨後，

容納僑生的學校可以獲得更多的補助。台大是眾多僑生的首選，（被迫）

收容僑生數量是各校之冠一一從 1954 年至 1965 年（美援計畫結束的一

年）共有 I 1,776 名僑生入學台灣大專院校，其中有 5,266 名（45%）被分

發到台大”一一因此也諷刺地成為美援僑生計畫最大的得益者。從 1954

94 中央日報， 1951 • （大學Jt業生利用暑假在反復會經分,1-實習〉﹒第 3 版， 6 月 20 日－

95 中央日報， 1951 • （各國援華機繪成立聯合委員會〉，第 4 版， 2 月 16 日﹔中央日報﹒
1951 • （韓4弗雷等晨"ir計盒，改進台大醫院〉﹒第 4 版， 4 月 15 日﹒

96 中央日報﹒ 1953 • （中美醫學合作〉﹒第 3 紙， 4 月 1 日﹔中央日報， 1953 • （錢忠堯在
立院教委會報告台大概況〉﹒第 4版， 12 月 ll 日 ﹒

97 管美蓉2005 ﹔中央a梭， 1954 • （五校聯合招生，個別報名截止〉﹒第 4版， 7 月 II 日－
98 數據登理自﹛僑生教育it盒運用美援成果撿討﹜（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6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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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962 年美援用於該校僑教的台幣撥款共達新台幣六千五百多萬，占

歷年美援僑教計畫總金額的 32% 。 99 台大把 70% 的僑教撥款用於建築工

程，增蓋及擴建了學生及教職員宿舍、工程館、理化大樓、體育館等﹔

又利用其餘 30%款項購置圖書、儀器及傢俱等設備。 100此外，美國不單

通過僑生款項左右台大對僑生的態度，如上文所言，美援補助台大的項

目還包括科教計畫、醫療教育計畫及農教計畫等，僑教計畫的金額其實

只古台大美援資助總額的四分之一。根據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

員會J 統計，從 1952 年至 1962 年美援贈與台大的款項總額共新台幣兩

億七千多萬元，幾乎相當於同期間台灣政府對該校的撥款總額（新台幣

兩億八千多萬元）﹔在該十年間政府提供的經費只足夠台大應付經常性

支出，該校建設性開支幾乎完全依靠美援。 m 換言之，如果沒有美國支

持，台大很可能一直到 60年代中期都沒有任何發展﹔「自由中國」最高

學府沒有條件逆大金主之意繼續抵制僑生政策。 102

台灣在 195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變化亦迫使台大難以拒絕美援、間

接迫使它在僑生問題上妥協。 1954 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枝，之後兩年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及工學院先後升格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

大）及省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台大不再是島上唯一的大學。

政大 、 師大、及成大一直都較願意接受僑生。此外，也許是為了討好美

國、以搏取日後更多的援款，政大甚至在 1955 年一一該校首次在台灣招

收大學部學生的一年一一把260個新生名額的其中 160個預留收容僑生。

99 美援僑教1t畫撥款包給美金及台幣援~兩部分﹒前者占1畫it畫總頒 5% 左右 ﹒ 美援f身＊款
'Ii有部分經由教育部轉被各校，另有部分用作補助僑生旅（·及生活補助會的援金由僑4年會
管理﹒台大在＋多年間Jl{新台幣六千五百多萬僑1. $!:'li.的數字並未包括美金J產品.t .＆.由 j島委

會負責管理的援金（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6b: I, 7) 
100 向前益，頁 10-12 • 
IOI 向前益﹒頁 6-7 • 
102 當然 ， 這並不表示台大內部對取錄大量僑生沒有不同的聲音 ﹒ 比方說 ， 有台大教授在校務

會i,\抱怨f島生程度太低、增加教學的雅皮， 要求校方用考試更嚴格地甄選偷生 ﹒〈 固立台

灣大學四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i,\紀錄〉〈國立台灣大學校務會i,\紀錄﹜（ 1955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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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師大、成大及政大三所學校快速地發展起來，學生人數大幅成長，並

相繼成立研究所（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4b, 1964c ）。另

外， 1956 年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在台恢復設置，辦理原子科學研究所﹔

1957 年國立交通大學亦獲准在台灣復枝，籌設電子科學研究所。這些變

化威脅到台大的地位。更令該校擔心的是有跡象顯示當權者一一或者應

該說是統治集團中負責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勢力一一有意扶持其他學校取

代台大成為台灣首學。舉例來說，當局在 1957 年〈中華民國年鑑〉介紹

台灣高等教育部分就把台大置於政大及清華大學之後（中華民國年鑒社

1957: 416-417 ）。另外，在 1956 年行政及考試兩院通過「博士學位評定

及考試辦法J 後，當局讓政大政治研究所及師大國文研究所成立博士班，

「最高學府J 台大卻要苦候整整 10 年，直至 1966 年才首次獲准招收博

士研究生。伽在這處境下台大亟需依靠美援維持在台灣高等教育的領導

地位，無法在僑生政策上違背美國的立場。

在美援資助下台大僑生人數大幅增長。 1953 年，美援補助僑生計畫

前一年，台大只錄取了 66名僑生﹔童年，僑生人數猛增 5倍至 334人 ﹔

再兩年後， 1965 年，僑生人數再翻一倍升至 652 人，古一年級新生總數

的三至四成，’的台大也承認僑生分配名額的決定權已由教育部掌握。 106

其實，到了這時候台大對僑生的立場已跟官方相去不遠 ： 1957 年 3 月教

育部「尊重J 台大意願，詢問該校當年擬招一年級新生最高名額。該校

教務長與各院系主管商議後回報最多可錄取 1,875 名新生，其中包括 770

名（41%）僑生。 107

103 r 固立政治大學校長陳大齊函四十四學年度聯合招生委員會J ’ 1955 年 7 月 15 日（台大
檔案肢。44005852R) • 

104 中青年民圓年鑒社（1957: 416; 1966: 591）﹔因立台灣大學 (1969) • 
105 「回國升學橋生﹒民國四十年三四＋五年底止」（國史館。20000003029A) • 
106 「固立台灣大學函幼夠通訊社德拉」’ 1956 年 5 月 30 日（台大檔案肢。045/2400300/012/

0001/005) • 
107 「教育部函固立台灣大學」’ 1957 年4 月 9 日 ﹔ 「固立台灣大學秘書室函教育部」’ 1957

年 5 月 15 日（台大檔案肢。。46/2400300/0日／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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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本文的目的是反思 50 年代台灣僑生政策的成因。僑生問題在台灣一

直引起各界關注，數十年來曾有許多學者研究相關課題。然而在解嚴時

期大部分文獻幾乎複製了國民黨主導的僑生論述，都把僑生政策的形成

簡單地歸因於國民黨為了要建立統治的合法性、爭取海外華人認同中華

民國，以及對抗北京的統戰攻勢。僑生文獻不加批判地認定台北當局吸

收僑生是為了促進台灣及全球華人的整體利益，並把爭取僑生論說成是

黨、政、教育部門、及海外華社都一直支持的政策。儘管解嚴後國民黨

主導的僑生論述開始鬆動，但到目前為止對主流論述的挑戰只侷限於批

評國民黨吸收華僑學生只為一黨的私利，以及提出僑生研究要去台灣中

心化的訴求。學者們從未懷疑台灣的國家內部在僑生政策上可能有分歧，

也沒有仔細考察高教院校處理僑生的態度及質際作為。針對這兩方面的

不足，本文運用大量政府行政部門及院校檔案重新審視 50 年代的僑生政

策。

本文的研究發現台灣國家內部並非從一開始就一致支持爭取僑生。

在 1954 年美援補助僑生計畫之前，中華民國教育行政部門並不熱衷配合

僑生計畫，因為當時政府財力甚為有限，配合吸收華僑學生並不會獲得

分配更多資源，反而會令已捉襟見肘的資源更形不足。做為剛被打敗的

流亡政權，國民黨的聲望受到重挫、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掌權者難以

運用強制力或意識形態迫使或誘使國家各部門及高教院校配合執行僑生

政策。因此，國民黨遷台初期來台僑生人數相當有限，直到美援資助僑

生後才出現變化。在冷戰的氛圍下美國在全球各地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

50 年代初期中共在東南亞積極吸收華僑學生的舉動促使華盛頓資助台北

當局的僑生計畫以抗衡北京。美援僑生撥款大部分由教育部負責管理，

僑生計畫讓該部掌握的資源及權力大大增加﹔在美援誘因下教育部不斷

放寬海外學生錄取標準，並極力擴大僑生計畫。另外，在 50年代初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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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教院校一一尤其是台大一一亦不太願意接受僑生。這情況也是到 1954

年美援補助僑生計畫，收容僑生的院校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後才開始改變。

台大在 50年代轉為在僑生問題上妥協的部分原因是傅斯年校長逝世，加

上美援補助該校理、工、農、醫學院改變了校內權力結構，使得原本最

堅持招生自主權的文、史學者影響力大幅下降。男外， 50 年代後台灣出

現多所大學，台大需要借助美援以鞏固在高等教育的領導地位。

本文的發現有助進一步解構戒嚴時期遺留下來關於僑生政策形成的

迷思。首先，針對戒嚴時期主導論述「爭取華僑學生是為了國家及海外

華人整體利益J 的講法，過去二十多年已有學者指出只是國民黨為了掌

權的一己之私利。然而，這種批評背後假設國家內部的利益完全一致，

僑生政策只是維護統治集團共同利益的工具。本文的發現質疑這個假設，

指出戒嚴時期台灣國家內部存在利益的分歧，僑生政策往往被不同部門

利用為再製（reproduce）自身的權力，個別部鬥並不熱衷配合對「國家整

體J 有利、但對自身利益有損害一一或者是無益處一一的政策。單單把

吸收海外華人子弟視為國民黨為了一黨之私利的觀點可能妨礙我們觀察

僑生政策背後更複雜的、統治集團的內部角力。其次，針對過往主導論

述把爭取僑生論說成是「黨、政、教育部門、海外華人社會都一直支持

的政策j 的講法，解嚴後學者們的解構仍然忽略學校一一僑生計畫最前

線的執行機關一一的角色。本文發現高教院校因為本身的理念及利益考

量，它們只會在一定條件下才願意配合政策，因此，我們不應假設學校

理所當然的會積極執行僑生計畫。本文的發現提醒我們若要更全面地暸

解台灣僑生政策的形成，就必須要考慮吸收海外學生對國家不同部門及

高教院校資源和權力的意涵（implications），並且細心觀察它們對政策的

態度及實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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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與時間，敘事認間與知識建構：

重探龍冠海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

蕭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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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緣起與問題意識＊

1949 年底，在國共內戰中失利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

府，從大陸敗退來台。此後國民黨政府宣稱台灣為「自由中國J ，不斷

宣傳要反攻大陸，但終究未能實現。 1954 年底，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J ’抵擋中共攻台的威脅，保障台灣的安全。不過

美國將條約限於防衛性質，要求國民黨政府在未與美國協商下，不能片

面地以武力攻擊中國大陸，因此實際上限制其反攻大陸的企圖（戴天昭

1996﹝1971 ﹞： 414-422 ）。 1958 年 10 月，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總統與

美國總統艾森豪派遣來訪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會談，並發表〈中

美聯合公報〉。在公報中，國民黨政府雖仍宣稱「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J

為其神聖使命，但也確切聲明「．．．．．．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

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

而非憑藉武力J （中華民國年鑑社 1959: 252 ）。這份公報發表後﹒對國

民黨抱持批判態度的在台外省籍知識階層的菁英 ，以及避難海外而反共

的大陸人士，大致都認定國民黨政府已明白承諾不再主動使用武力以反

攻大陸，因而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與憾恨（例如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

1958: 6 ﹔施治華 1958: 11 ﹔工商日報 1958 ） 。

到 50年代末，雖然國民黨政府仍然繼續宣傳隨時要反攻大陸 ，但在

上述的政治情勢下，對眾多逃難來台的外省籍軍民 ，以及香港等海外的

避難者而言，他們的歸鄉夢，即使不是完全破漲，其實現也顯得遙遙無

期。這種情形，就像當時籍貫天津的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王洪鈞所

形容的，自由中國人民充滿了「精神上的低氣壓J ，尤其是外省人在台

. 本文初稿「時間、敘事、與知"lllt講：從台灣的『中困現代化』社會科學研究（ 1960-1970 
年代）談起」﹒曾發表於「敘事曲甘社會、社會的敘事J 研究工作坊（201 l 年 4 月 22 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感謝評挖人傳大為教徒及與會~君的:!iti手指教﹒以及助理~
e文、直處4年緝的協助﹒本文為間科會專題研究1t畫 NSC93-24 I 2-H-OO 1-0 I l 、 NSC9牛241 2-
H-001-001 、中央研究院 99 年度深耕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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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己度過十載寒暑，「昔日的少年今日已近中年，中年已成白髮J 。「十

年時居生活足使人銷磨志氣J ，使人「由期待到焦急，由焦急到失望，

由失望到消極」（王洪鈞 1957:24 ﹔ 1959: 11 ）。

戰後台灣的社會科學開始有比較顯著的發展，在 60年代，當時發展

中的社會科學深受「現代化J 思潮的影響。現代化的相關概念與理論對

於 60 、 70 年代，乃至於 80 年代上半葉的台灣社會科學具有典範性的影

響。不過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關於中國社會（包括台灣）的現代化研究，

並非單純呈現源自於西方的現代化概念與理論。它們往往也呈現清楚的

中國民族主義，成為當時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現代化j 論述的重要部分。

60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而建構社會科學知識的研究者，主要屬於

（用上述王洪鈞的話來說）「苦日的少年今日已近中年，中年已成自髮」

的兩代外省籍學者。

60年代中，屬於來台第一代的外省籍社會科學家，大都出生於 19 、

20 世紀之交，來台前大致都已開始他們的學術生置，來台時大約在四十

歲上下。例如在 1960 年參與創辦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並擔任首屆系

主任的龍冠海，於 1906 年生於海南島， 1935 年開始任教於南京的金陵女

子大學社會學系，來台時己 43 歲。 1 男外，在 50 年代台海兩岸對峙的格

局日趨確立中，那些逃難來台時尚處少年階段的外省籍年輕一代逐漸成

長，在 50 、 60 年代之交到達二十歲以上的成年初期。來台後他們如果順

利接受教育，大致都繼續銜接或才開始小學以上的階段。例如後來成為

心理學者的楊國樞，原籍山東，出生於 1932 年，來台之後才開始上高中

（楊國樞 1985：“－66)
在 60 、 70年代閻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建構中扮演主

要角色的兩代外省籍研究者，親身經歷動亂。他們離鄉背井、渡海避難

的痛苦經驗，在其個人生命歷程留下深刻影響。這兩代的社會科學家，

I 關於龍忍海的生年，這里根據的是 1984 年 6 月出版的〈固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第 16 期

「 fit教授冠海、都教j是繼隆逝世週年紀念特刊」第 i 頁典章英青島（ 1991:41）的訟法 . 『kif<. ；.是

與林A男（ 1982: 224）以他的生年為 1907 年， .＠. Mll-"i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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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幾無例外，背負中國 19 世紀末以來深重的「文化創傷J (cul仙ral

trauma），亦即對於國族飽受外國強權欺凌、內憂外息交送、國困民窮的

痛苦，感受深刻，並且充滿記憶。他們也幾乎都展現鮮明的中國民族主

義，企望中國藉由現代化，能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強權。這些現實關懷焦

點，表現在他們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呈現為兩種時間參考

架構的交錯，亦即關於世界朝向現代化變邊的歷史，以及中國傳統社會

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歷史。這兩重時間參考架構，在這些社會科學研究中，

具體呈現為互相參照的現代化大敘事（narrative）。

時間的參考架構或歷史敘事，如何形塑兩代外省籍社會科學研究者

的知識建構？流亡的兩代社會科學家，如何在上述的時間參考架構或歷

史敘事中，尤其是在關於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國族集體敘事中，為自己所

奉獻的知識追求，以及做為知識分子的個人生命，尋得定位與意義？這

些問題，既牽涉戰後台灣文化與學術變遷的考察，也牽涉到社會科學知

識建構的反身性（reflexive）研究，因此值得探討。本文著眼於逃難與知識

文化發展的關係，在經驗分析上以龍冠海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為例，分析

焦點在於流亡經驗、時間感、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的關係。本文以下先

回顧既有的相關研究文獻，接著探討逃難與知識文化（包括社會學）發

展的關係’並討論流亡、時間、敘事等概念，以及敘事與知識建構的關

係’以鋪陳本文的理論分析角度。其次，筆者討論龍冠海所代表、宣稱
客觀中立而實證的社會科學研究與敘事、時間架構的關係，以及其中所

涉及的認同政治。在結論部分則指出，人們在認知上所進行的「敘事的
理解J (narrative understanding），是「社會時間J (social time）建構的重要

活動，具有文化結構的作用，足以形塑人們的意識與行動，因此社會學

家或社會科學家有必要重新認識敘事在社會生活分析上，以及在本身所

從事的知識建構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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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針對筆者的研究對象一一以 60 、 70 年代兩代外省籍社會

科學家為主而圍繞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知識建構，有一些既有的研究文獻，

但數量有限。這些文獻性質各異，大致可區分為四類，和本文的問題意

識與研究重點的關係不一。

第一類既有的相關文獻，概略記載 60 、 70 年代台灣與一般社會科學

發展有關，或特別圍繞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各種人、

事、物等事實或經過。這方面的文獻，提供了一些基本史實，屬於事實

性資料的簡單描述紀錄，有助於筆者確認當時一般社會科學或圍繞中國

現代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大致輪廓。這一類的文獻，例如魏鏽

(1980）、徐蕙蘭 (1982）、思與言雜誌社（2002）、朱賜麟（2006）等。

第二類屬於雜憶，亦即記述師友同學之間的來往、印象、感受等的

文獻，為 60 、 70 年代兩代外省籍社會科學者建構中國現代化研究知識時

的學術潮流、校園氛圍、人際互動等，留下可貴的見證。這方面的文獻，

譬如楊懋春（1989 ﹝？﹞）、蕭新煌 (1984﹝ 1983﹞）、葉啟政（1984﹝ 1983﹞a）等人

追憶與龍冠海的交往接觸，又例如黃曬莉（2002）、種海源（2002）、葉啟

政（2002）等人回憶他們與楊國樞的關係。

第三類既有的研究文獻，屬於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等

學科對本身在戰後台灣發展的回顧。這些回顧，當然也涵蓋各種人、事、

物等事實或經過，提供我們對於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認識。但

這些研究文獻不限於描述基本史實與經過，更經常討論不同研究取向的

發展、變化、貢獻與限制。他們的討論，也通常不限於學科知識內部的

發展，而能剖析國內政治、社會因素與國外學術潮流的影響。賴澤涵

(1987）主編的〈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其中與本文較相關而相當有啟發性的，是楊國樞與蕭新煌

的文章。楊國樞 (I987: 6-7）的緒論文章，論及戰後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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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世代差異。他指出戰後渡海來台的第一代學者的「避秦J 心態與

還鄉情結，使「他們雖然身在台灣，所研究的主要對象卻是大陸的社會

文化現象。這種重大陸輕台灣的研究風氣，甚至影響了土生土長的第一

代人文學者及社會科學者（為數頗少） J ’例如陳紹馨在 1966 年仍不得

不強調台灣做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的代用品功能。 2楊國樞

認為，像他所屬的第二代學者，已擺脫還鄉情結，以安家落戶的心情，

專注於探討台灣社會文化問題，不再視台灣為研究中國大陸的代用實驗

室（楊國樞 1987: 6-7 ）。 3蕭新煌的文章分析戰後台灣社會學的發展，同

樣觸及學者的世代差異。他指出來台的第一代外省籍社會學家如龍冠海

等，並沒有完整繼承或恢復大陸時期的社會學傳統，尤其是其中的「社

區研究J 傳統。由於與台灣社會有所隔閔’「他們所認同的依然是大陸

社會，台灣社會對他們而言，並沒有深厚的『鄉土感j j ，他們於是走

向「不必講究鄉土性的『社會調查j J 研究。蕭新煌指出，一直到 60年

代後期，部分由於第一、二代社會學家逐漸體認到難以還鄉，台灣社區

研究才開始出現（蕭新煌 1986: 272 ; 1987: 342-343, 351-353 ）。第三類的

其他研究文獻，例如高希均（1973）、陳其南（1985）、蕭新煌、李哲夫

(1986）、呂亞力（1987）、黃應貴 (1987）、葉啟政（1991 ﹝ 1988﹞， 2005

﹝2003﹞）、張茂桂等（2005）、湯志傑（2008）、 Chang (2005）等。

上述第一、二類的研究文獻，限於描述基本事實或記載個人回憶感

想，姑且不論。即使是第三類的研究文獻，對於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的發

展經驗，也仍缺乏一定的理論分析角度或真有理論意涵的間釋。至於第

四類的既有研究文獻，則與筆者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最為直接相關，

並旦大致都真有相當程度的理論意義的討論。例如葉啟政與傳大為兩人

的研究，是這方面研究文獻中相當值得重視的部分。葉啟政（1984﹝1982﹞，

2 這衷泊的是當時台大社會學系本:ii＇泌的教授pt紹位（1966）所竭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
驗室一一台灣〉－文﹒

3 楊國經所t吏治的外省給第二代學者的這種變化 ， 類似 LewisCoser 所指 :I: 1930 年伐初希特
勒」三台4史進搬到美目的歐洲知1i.分子從「難民」（refugee）到新「移民」（immigrant）的身分
認同轉變﹒見下文的討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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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83﹞b）從 80 年代初開始，一直關心「中國社會學J （指自中國大

陸時期以來，特別是戰後台灣的社會學）的特質，批評其援用外來概念

理論的依賴性格與實證性格。葉啟政一向關懷中國社會（包括台灣）的

傳統與現代化關係，在剖析這個議題時，他經常討論 60年代台灣社會科

學界開始的現代化研究。他強調，現代化的理論論述藉著宣稱反映客觀

實然的社會事實，確立其科學的正當性與價值中立的面貌，但實際上現

代化理論論述可視為一種描繪社會的「歷史哲學」，也是優勢的現代西

方文化擴散所造成的典範（葉啟政 2005: 146-161 ）。葉啟政對現代化理

論的剖析，有其洞見，尤其是指出其做為西方所傳布的一種特殊的歷史

觀，正涉及本文擬探討的時間架構、歷史敘事、知識建構的關係。雖然

葉啟政對 60 、 70 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的現代化論者抱持批判的態度，但他

長期關注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文化問題，因此他本身

的知識追求，在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的關係上，實則與那些他所批判的

對象，有不少共同的部分。

傅大為的一些研究，則從一種「去中心J 的知識分析與社會實踐的

角度，探討 50 年代之後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特殊過程與性質。他指

出，「五0年代後，台灣以大陸系統為主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已經紮好他

們的基石」﹔殷海光在 50 、 60 年代熱情提倡實證論述的科學權威與啟蒙

理性，促成台灣實證論述的興起。傅大為強調，台灣逐漸進入以美國資

本主義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後，人文社會科學界接受美國的現代化論、行

為科學等，到了 60 、 70 年代，現代化論已成為社會科學主流（傅大為

1988: 53-55 ﹔ 1990﹝ 1988﹞： 85 ﹔ 1992﹔ 1993 ﹝ 1990﹞﹔ 1993﹝ 1991 ﹞） 。 不過傅

大為也指出，雖然 50年代以後「大陸來台的當權人文社會科學者J 的研

究與中國大陸時期的學術傳統已有差異而產生斷層 ， 但卻仍常宣稱承繼

過去大陸的某種傳統（如「五四J 傳統）﹔而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學

術傳統被忽略，也導致學者的回顧（包括上述賴澤涵主編的 〈三十年來

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 中許多文章在內），都以「大陸→

（四九年後）台灣」的主軸立論（傅大為 1990﹝ 1988﹞： 84 ）。傅大爵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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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論點，與本文研究焦點所在的流亡、時間架構、歷史敘事與知識建構

的關係，密切相關。在這方面的第四類研究文獻，又例如楊宜音（2002）、

黃光團（2002）等。

葉啟政與傅大爵的論點，提供了觀照、綜覽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發展

的清晰視野，對後來的研究者相當有啟發，具備了繼續深化理論的潛力。

不過整體來看，這些第四類的研究分析，雖然已有相當程度的理論意涵

與理論化潛力，仍然缺乏明確統貫的理論角度，理論化的發展值得繼續

推進。包括前途楊國樞、蕭新煌等人的既有研究，都值得繼續深化。著

眼於流亡、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的關係，本文以龍冠海為例，分

析台灣的「中國現代化J 社會科學的知識性質與內涵，正是朝著這個努

力的方向。

三、概念與理論：流亡、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

建構

（一）逃難、知識文化發展與社會學

自古以來，由於戰亂、政治異議、宗教迫害等原因，世界各地的歷

史，可以說充滿種種個人的或大批人群的逃難案例與經驗 。被迫離鄉背

井的難民，對特定社會的變遷與世界整體歷史的發展， 經常都有顯著的

影響。對於人類知識文化的發展、傳播、變化等，跨越政權統治的地理

疆界的難民，也往往產生重大作用。舉例來說 ， 在中國古代，西元 4 世

紀末到6世紀中葉，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王朝統治北方，約當南朝宋、

齊、梁三朝。當時逃難到北魏的南朝人士，包括從東晉末年開始因政權

更替、政治鬥爭而亡命的宗室人物、大族士人，以及原先鎮守邊境而叛

逃的將領及其幕僚屬吏等。他們將南朝典章制度、經學、佛學、文學、

藝術等傳播至北魏’在北魏的漠化與吸收南朝文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王永平 2005 : 176-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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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西方，從〈聖經〉時代開始到 20世紀初，猶太人在各個時

期的不同帝國統治下一旦面臨政治動盪、經受暴力威脅而被迫流離四散，

都伴隨著希伯來文化與藝術的重要進展。有著三千年以上古老歷史而相

當具有成就的希伯來文學，明顯受這些歷史上的動盪所激發，而其主題

與基調，正在於流亡與哀悼（Aberbach 1997: I恕， 136-137）。男一個例子

是 1453 年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那圓曼土耳其

帝國軍隊攻陷後，原來在拜古庭統治下操希臘語的許多著名的拜占庭學

者逃到義大利，對於古希臘學問更加傳播到西歐、激發文藝復興時期對

古希臘研究的興趣，以及人文主義與科學的發展，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

角色。那些為數眾多、同樣來自拜占庭的希臘語地區而較不知名的普通

抄寫員及印刷商，對於將古希臘的知識傳播到義大利，也貢獻甚大（Harris

1995: I 19-149）。

近一個世紀以來，逃難對於知識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顯著例子，

是 1933 年納粹希特勒上台後大批知識分子逃離歐洲（包括德國、奧地

利、義大利、匈牙利等）所造成。單以德國大學的學者而言，在 1930 年

代末，大約已有 1,700位因為猶太背景或政治立場而失去職位，其中的六

成左右、亦即一千多人離開德國。 1938 年，德國併吞奧地利，又迫使四

百位左右的大學學者離職。到了 1940年，被迫離開德、奧兩國的大學教

授，總計高達 1,100 到 1,500 位左右（Krohn 1993[1987]: l 1-16; Lamberti 

2006: 159）。在 1933 到 1945 年納粹統治期間，所有逃離德國的學者，其

中大約將近一半到了美國。這些前往美國的難民學者中，約有四分之一、

亦即一百八十位左右為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J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所救助（Krohn 1993[1987]: l 1-16）。到了 1947 年，逃到美國的

德、奧兩國猶太裔或非猶太裔學者，約有 77% 己獲得教職，給美國高等

教育帶來重要變化（Lamberti 2006: 158）。

對社會學傳統的發展而言，上述 1930 年代歐洲的動盪﹒更有關鍵的

影響。例如納粹掌權後，德國社會學家 Theodor Geiger 於 1933 年被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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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丹麥，任教於University of Aarhus ，成為丹麥第一位社會學教授，並在

1939 年出版了第一本丹麥文的社會學教科書。納粹德國入侵丹麥後，

Geiger 於 1943 年再度避難於瑞典時，曾任教於 Stockholm University 、

Uppsala University 與 Lund Univers旬，戰後則隨即返回 University of 

Aarhus 。 Geiger 包括法律社會學等的研究涵蓋廣泛，是社會學中社會階

層化與社會流動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對戰後丹麥社會學的建立，影響

重大，也是重要刊物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Acta Sociologica 

的創刊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於 1949 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Geiger 也是創建者之一（Agersnap

2000: 325-327, 329）。

事實上，按照本身也是德國難民、於 1941 年抵達美國的LewisCoser

的說法，納粹上台後﹒社會學受害或許要比其他學科更徹底。大約三分

之二的德國社會學教授被迫去職，而大多數尚未有固定職位的年輕社會

學家則離開德國。在納粹統治下，社會學在德國，以及在奧地利，大部

分已被摧毀。相當高比例的社會學者，不管較資深或年輕的 ，都逃到美

國（Coser 1984: 85）。這些逃難的社會學家，明顯地改變了美國社會學。

20 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宣稱中立無私的實證主義與改革傾向的實用主義
相結合，成為社會普遍的思想與行動的新典範’也成為學院中社會科學

的指導觀點。在這種看法下，社會研究被認為要用表格與數字的方式來

測量社會過程及呈現研究結果。雖然一直到 1930 年代， 芝加哥大學的社
會學家都還擁護個案研究取向，但美國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社會科學方法

論則是統計量化的社會調查。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為
資助者之一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SSRC) 於 1923 年成立，可以說是上述趨勢的制度化表現。與這種普遍

「反歷史」、「反理論j 的氛圍並不契合的德、奧學者，給美國帶來了
馬克斯、韋伯、涂爾幹、佛洛伊德等人的傳統，以及現象學的哲學與社
會學、國家理論等。整體而言，包括社會學在內，他們對美國社會科學

的貢獻，在於各種質化研究取徑 、 歷史取向、對價值傾向有所自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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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義觀，以及對社會科學做為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堅持等（Breiner

2004; Coser 1984: 85-86; Lyman 1994: 495, 500, 504; Shi ls 1980: 110; 

Steinmetz 20 l 0）。他們其中多數人，例如 Hans Gerth 、 Kurt H. Wolff 、

Werner Stark 、 Karl Korsch 等人，擔任歐洲與美國之間社會學知識的橋

樑，藉著翻譯或其他方式，傳播韋伯、齊美爾（Georg Simmel）、曼海姆

(Karl Mannheim）、謝勒（Max Scheler）等人的歐洲社會學及相關理論。至

於這些逃難者其中的較少數，則對美國社會學及相關理論更有原創性的

貢獻，例如開拓現象學的社會學的舒茲（Alfred Schutz），法蘭克福學派的

霍爾克海默（Max Hor恤eimer）、阿多諾、馬庫色（Herbert Marc use）等，以

及成為美國的經驗的社會學調查研究奠基者的 Paul Lazarsfeld 等（Coser

1984: 85-125）。綜括來看，社會學理論發展重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歐

洲轉移到美國（Alexander 1987: 18-19），其中 1930 年代歐洲的動亂以及

德、奧社會學者逃難到美國，可以說是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眾多的例子顯示，流離避難的現象對人類社會的知識文化轉變 ，

包括對 20 世紀以來社會學的發展，都有深刻的作用。戰後美國社會學對

台灣社會學的影響重大，而戰後台灣社會學的建立，則主要來自從中國

大陸逃難來台的學者，因此不管研究避難經驗對整體社會學傳統轉化的

影響，或是探討它與台灣社會學發展的關連，都相當值得進行，值得我

們關注。

我們必須留意的是，基於各種因素，避難者與他們尋求庇護所在的

國家或社會的關係，無法一概而論。前述蕭新爐、楊國樞的研究，已經

扼要指出，逃難來台的第一代學者對於戰後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的

影響，主要來自他們的「避秦」心態、還鄉情結、對台灣社會有所隔閔

而缺乏深厚的鄉土認同。他們兩人的研究，值得參照、比較上述世界其

他地區的歷史經驗，繼續深化。他們兩人的研究，都指向避難經驗中的

一種特殊的狀態或性質，亦即「流亡」（exile）。 1990 年代末，當台灣的

「外省人研究」逐漸興盛大約十年左右，趙彥寧即相當有洞見地指出﹒

外省人「以學術語言觀之應被視為『流亡者j J ，應該從「流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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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來探討（趙彥寧 2001 ﹝1999﹞： 152 ）。 4就本文的關懷而言，來台避

難的第一代學者明顯處於流亡者的情境，而探討他們對台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發展的影響，核心問題就在於流亡情境與知識建構的關係。

（二〉流亡情境與生命斷裂

在分析上何謂「流亡J ’事實上眾說紛耘。這個概念所指為何，並

不容易界定。在中文脈絡中，流亡者可能與「難民J 等用詞混用不分。

在英語世界， exile更與diaspora 、 exodus 、 migrant 、 transmigrant 、 refugee,

asylum seeker 、 cosmopolitan 等用語糾纏不清（Allatson and McCormack 

2008: 22）。許多研究者認為，人們的流亡出於各種原因、造成各種處境，

因此我們不可能有任何完整的定義來涵蓋（例如Allatson and McCormack 

2008: 22-23 ; Shahidian 2000: 71 ; Stroinska and Cecchetto 2003: 15 ; Tabori 

1972: 26, 37 ; Woodhull 1993: 8 ）。就被迫離鄉之後在異地的經驗而言，

就像Denise Rollemberg研究 1960 、 1970 年代流亡的巴西人時所指出的，

除了個人人格特質之外，年齡、社會地位、個人資源、政治立場、政黨

或團體歸屬 、 對當地語言的掌握、是否有家人為伴、流亡的不同階段等，

都是影響流亡者日常生活的因素，造成相當不同的處境，帶來數不清的

個人的獨特流亡經驗（Rollemberg 2007: 82-83）。 5換句話說，流亡者並非

同質，「有複數的流亡（exiles），但沒有單數的流亡J (Kettler 2006: 177）。

在這些討論中，流亡的意義事實上幾乎等於一般所謂的「逃難」，而流

4 不過越彥.以「流亡研究」 iii diaspora studies （趙彥~ 2001[1999]: 152 ; 2001: 20 1 ） ，與
本文』醉注的 exile有差距，見下文1h瓦亡概念的-tt為﹒另外﹒越彥寧「．．．．．．所定是的 r 中國
流亡者』主指 1945 年（台灣『光復』）從來自中國，由各種原因留居台灣且直至 1987 年
解嚴前無法 r返鄉』者」﹒亦即包括 1949 年國共內戰末期、國民黨政府軍民大通車來台之

前，「且U~£於 r逃難』原因而這台者」（越彥寧 200 1(1999] : 153-154 ; 2001: 201) •本
文的主要研究，f 傘，1J it, 1949 年之後的逃難者﹒這些概念上與經驗研究:tH.上的差異﹒主
要在於本文強調逃難短駿及其影響﹒

5 4位見 Coser :ft希特勒止台後逃難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的不同特質、影響他們適應新生治
的各種因素的H治（Coser 1984: 3-15) •另 外，越彥亭的研究（200 1 ） ， 從 diaspora 的概念角
度出發，特別著重女性的特殊生命經歷﹒探討了包指 1945 年之後不是因為逃給而來台的

外省人在內的「中國流亡看」（ 才詳見本文註 4），指出悅耳4 、階級等因素都造成她（他）
們不同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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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也與一般的難民沒有差別。

不過如果我們不是以比喻或隱喻的（metaphorical）方式來使用這個概

念，例如說內在的、精神的、或心靈的流亡（inner exile），而是指實際的

經驗，那麼就造成人們流亡的原因來說，流亡者的核心特徵，在於他們

的離鄉背井並非自願，而是出於被迫（Hsiau 20 I 0: 4-5）。與其他自願性的

移民不同，流亡者通常出自宗教或政治等原因被迫離開故里，他們常見

的特質，就在於沒有放棄歸鄉返家的可能（Pavel 1996: 306），而這正是使

他們成為難民中特殊的一類的關鍵所在。

Coser討論 1933 到 1945 年間逃難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時，根據親

身經驗與近距離觀察指出，移民（immigrants）離開母圈 ，多半出於自願，

雖然他們後來也可能想回到母園，但基本上想永久定居於男一個地方。

流亡者則不同，他們被迫離鄉，並且通常認為故鄉的政治等惡劣環境，

只是一時的歷史脫軌或錯誤 。 因此他們渴望一旦故鄉的政治等情況改善，

就可以回去，至少在離鄉初期是如此期待。 Coser強調，他所討論的歐洲

知識分子身為難民（refugee），大多數一開始就決定永久定居美國，因此

更像新移民。但他也指出，其中也有少數一些人一直將自己當做流亡者

(Coser 1984汀， l I）。例如來自德國、猶太裔的知名政治理論家漢娜 ﹒ 那蘭

(Hannah Arendt），她與丈夫長期住在紐約一家並不舒適的旅館，認為身為

難民置產購屋並不恰當。同樣來自德國，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二十年

左右的政治學家 Arnold Brecht 也類似，他在美國期間與妻子一直住在旅

館（Coser 1984: II）。這些現象，就如同與那蘭有深刻友誼的美國作家

Mary McCarthy曾經談到的：「關於流亡者的整個核心就是他們拒絕扎下

新根。他們比較不像植物，而像鳥兒，停棲在任何他們所在的地方， 隨

時準備飛回家。即使他們有錢買個小房子、 長租一間公寓， 他們寧願臨

時的住宿．．．．． ． 。如果一位流亡者買了房子或簽了長期公寓租約，那就表

示他不再是個真正的流亡者J (McCarthy 1994﹝ 1972﹞： 51 ）。

80年代中期迄今的二十幾年，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基於親身經驗的細膩閩釋 ，經常為人徵引，被視為是對流亡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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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情境與心態的典型剖析。薩依德指出，由於流亡者與自己的根源、土

地及過去割離，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J 、「終極失落的處境j 、

「斷裂的存在狀態」（艾德華﹒薩依德 1997﹝1994﹞： 85 ﹔ Said2000﹝1984﹞：

173,177 ）。他強調﹒流亡者事實上並未與自己的原鄉完全切斷關係，仍

然有著心理的聯繫。「因此，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

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

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J （艾德華﹒

薩依德 1997﹝1994﹞： 87 ）。換句話說，流亡帶來的心靈痛苦，主要來自一

方面必須調整自己以適應新家，男一方面懷抱返鄉的渴望，但卻身陷兩

者之間，難以擺脫。上述McCarthy所指出的流亡者的核心，性質，亦即拒

絕扎下新根，正來自這種存在狀態。曾任義大利總理的Francesco Saverio 

Ni制，因墨索里尼上台而於 1924 年流亡巴黎，當他被問及在巴黎做什麼

事時，他說：「我在等待J o 6這句話正扼要點出一種懸而未決的「中間

狀態j 。伊朗裔的美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Hammed Shahidian 同樣基於本

身經驗的一段話，生動地刻畫了流亡者處於中間狀態的精神痛苦 ：

流亡意味著心靈撕裂，有些碎片失落，有些碎片陡增，回憶盤

旋不已。有時候，在一個人記憶中活生生的遙遠的一小段街道

就代表家鄉﹔在別的時候，沒有任何從家鄉來的具體東西可以

讓人滿足﹒有時候，一個人在流寓之地位所的四面牆壁就成了

家的樣子﹔但在別的時候，即使一個人有資格可以合法申請公

民身份，也不能讓人滿足。有時候，一首短詩，一卷散文，一

份家鄉來的母語舊報紙就成了家﹔但在別的時候，即使是流寓

之地在你腳下的堅實土地，也不能讓你滿足。流亡意味著讓人

痛苦地理解到：你所居住的地方是家也不是家，你確實住在、

同時也不住在家所在的地方（Shahidian 2000: 76) （粗體字為原文

的強調）

6 If.文出自 Henry Pach徊，總書I ij Coser (198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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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情境與心態的核心，在於活在中間的狀態，難以安穩自在。

Magda Stroinska 與 Vittorina Cecche仗。針對這種狀態的時間面向，指出

「流亡者在空間中移動，從一個地方遷移到男一個地方，但是他們也同

時進入一種與時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饒有興味並且獨特。他們渴望他

們已經失去的東西（過去），害怕那還有待來臨的東西（未來），但他

們同時也不能夠面對現在」，就像羅馬的雙面神Janus一樣，望向兩個相

反的方向（ Stroinska and Cecchetto 2003: 13 ，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

如同上述，逃難對於人類知識文化的發展傳播，一向有重大作用。

流亡的經驗與心境，也可能成為激發知識文化創造的因素，甚至使知識

分子可以反思既有世界、帶來更活潑自由的思想等（艾德華﹒薩依德 1997

﹝ 1994﹞： 96-102 ）。不過即使如此 ， 對大多數流亡者而言，羈留異地造成

了社經地位下降、失去社會支持網絡、文化適應困難等，令人痛苦。就

像Shahidian直接了當所說的，「流亡一點也不是帶有異國風味的創造力

的島嶼，它可以輕易就變成沼澤困境J (Shahidian 2000: 76）。

簡言之，在空間與時間的面向上，流亡者都處於生命的存在發生斷

裂的危機中。本文接下來的討論將指出，人們在時間的流逝中統合自己

對於過去、現在 、 未來的記憶、看法或期盼而進行的「敘事的理解J , 
給自我帶來整合的認同，給自己的行動與生命經驗帶來意義。雖然在地

理空間上，流亡者不得歸鄉，羈留異地而無奈痛苦，但從下文以龍冠海

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為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帶有強烈國族認同的敘

事所建構的歷史連續，無疑有助於從時間的主觀感受上，抒解流亡者處

於中問狀態的生命斷裂感，維持一貴的認同。他們在流亡痛苦中的自我

與知識工作，也在這種敘事中找到定位與意義 。

（三）社會學的時間研究與反身性的社會學研究

涂爾幹被公認是古典社會學中，時間的社會學研究與理論的開拓者

(Hassard 1990: 2; Bergmann 1992: 83; Sztompka 1993: 53; Flaherty 1999: 2; 

Adam2004:“-46; Bryson 2007: 23）。在 1912 年出版的 〈宗教生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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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中，涂爾幹開宗明義地從「理解的範曙J ( categories of the under

standing）與宗教的關係談起，指出時間是人類最基本的概念或理解的範

睛之一 (D叮岫eim 1915﹝1912﹞： 23）。如同 Piotr Sztompka 所歸納的，涂爾

幹的研究取向被後來的社會學家所繼承的三個特點，在於其社會學的角

度（認為時間是一種「社會事實J (social fact）或集體再現，是被社會建

構的，但卻對人們的行動真有外在強制的作用）、關係的角度（認為時

間不是實體的存在，而是一種安排社會事件的關係模式），以及相對主

義的（relativistic）角度（認為不同的社會 、 文化、時代有不同的時間概念

與形式） (Sztompka 1993: 53）。涂爾幹在世前後，他的時間研究取向為

Marcel Mauss 、 Henri Hubert 、 Maurice Halbwachs 、 Marcel Granet 所繼

承，成為法國的重要研究傳統。不過在他之後，與其他領域比較，在 70

年代之前，社會學的時間研究進展緩慢（Hassard 1990: 2; Bergmann 1992: 

82; Sztompka 1993: 53 ）。

自涂爾幹以來，社會學的時間研究，或者說社會學家將時間帶入研

究的方式，可以大致區分為三類。 7第一類，將近一個世紀以來，雖然社

會學家對於涂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時間理論，不斷有所

說評、損益，但迄今主要的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基本上仍然反映了涂爾

幹所開拓的研究方向，以及上述Sztompka所歸納的三個特點。這方面的

時間社會學研究，在於探討不同社會、文化、時代、情境下「社會時間J

(social time）的客觀安排，以及人們對這些時間建構的主觀認知。在 70年

代之前，這包括 Piti rim Sorokin and Robert Merton ( 193 7）、 Radhakamal

Mukerjee (1943） 、 Donald Roy ( 1960）、 Lewis Coser and Rose Coser 

( 1963）、 Wilbert Moore (1963）、 Georges Gurvitch ( 1964）等人的重要研究。

不過，一直要到 70年代之後，時間社會學的研究才有顯著的進展而大量

出現。 70 年代之後所出現汗牛充棟的時間社會學研究，不管是偏重概念

7 述三類區分是發者基於本文問題：tu\所做的歸納 ﹒ 其他研究者，t時間社會學研究的分頰 ，
可參見 Elchardus ( 1988: 35） 、 Ber伊1個n (1992） 、 Flaherty (2005: 29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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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論的探討，或者針對特定的經驗現象，大多屬於這個「社會時間J

研究的大範闡（Hassard 1990: 2; Bergmann I 992: 82) （例如：謝國雄 1997:

105-145 ; 2003: 201-203 ﹔鄭作或 2010 ﹔ Hall 1979 ; Zerubavel 1979 ; 

Lewis and Weigert 1981 ; Hinrichs et al. 1991 ; Elias 1992 (1987); Negrey 

1993 ; Moen 2003 ; TenHouten 2005 ）。

第二類社會學的時間研究，或者說社會學家將時間帶入研究的第二

種方式，在於討論時間因素在社會學理論建構與方法論中的重要性，澄

清時間在理論建構中的可能角色與作用，以建構更恰當的社會理論。 8在

這方面， 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j (structuration）理論，旨在「破除

共時的（synchronic）與歷時的（diachronic）對立分製J ( Giddens 1981: 29 ; 

另參見 Giddens 1979: 198 ），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9在歷史社會學中，長

久以來備受關注的討論議題，包括對於時間性、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序列（sequence）、機遇（contingency）等概念的眾多討論，都

可以歸入這一類的範園（例如 Martins 197 4 ; Tilly 1984, 1988 ; Griffin 

1992 ; Sewell 1996 ; Jensen 1997 ; Mahoney 2000 ; Abbott 200 I ）。

如果說上述第一類的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實際的社會生活與人

群，探究時間觀或時間的參考架構在其中的性質與作用，那麼第三類的

研究對象，則是社會學家本身，企圖分析社會學家本身的時間觀或時間

的參考架構，以及這些時間觀或時間的參考架構與他們的知識建構的關

係。如果說第二類的研究著眼於方法論 ， 目的在於強調時間在經驗研究

與理論建構中的重要性，以追求更恰當的社會解釋（explanation），那麼第

三類的時間社會學研究，則在於詮釋（interpret）社會學家與其知識建構中

的時間觀，以及這些時間觀所隱含對社會學家本身的意義，或是與更廣

大的政治、文化脈絡有關的意涵。第二類的時間社會學研究企圖對時間

做更佳的概念化，建構更恰當的社會理論﹔而第三類的研究則母寧是一

種「社會學的社會學J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反身性地剖析與時間有

8 參考 Bergmann (1992:123-125) • 
9 其他研究如 Segre (2000）、色ubrt (2001 ）、 Cicchclli et al. (2006）、 Hitlin and Elder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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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認知架構如何形塑（大部分的時候在於指出其如何限制）社會學家

及其知識建構。 1。

不過相對於前兩類，第三類的研究相當稀少。一個早期例子，是

Robert A. Nisbet 在 1969 年出版的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聆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一書。 Nisbet 從語言的核心要素之一一一

隱喻一一的角度，分析時間概念對古希臘以來西方社會思想的重要形塑

作用。 Nisbet 指出，隱喻不僅是經驗帶來的結果，而且更經常是經驗的

先決條件﹔隱喻不僅幾乎先於人們的經驗，而且可以引發經驗。活躍的

思考與具有創造力的心靈，通常無法脫離隱喻，亦即經常呈現一種對於

新事物或過程的直觀的、圖像式的（iconic）、總括的掌握理解，將兩個分

隔的經驗領域瞬間地融合為一個真有啟發性的、概括的意象 (Nisbet 1969: 

4-5）。

Nisbet 認為，在論及人類與文化的西方思想中所運用的隱喻，最古

老、影響最大且涵蓋最廣的，是關於社會「成長J (growth）的隱喻 (Nisbet

1969:7）。他的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一書，即在於分析「成長J 隱喻

如何形塑古希臘以來西方關於人類社會變遷的社會思想，包括孔德、馬

克思、 Herbert Spencer 、 Alexis de Tocqueville 、 Talcott Parsons等預設人類

進步與社會演進的理論。 Nisbet 指出， 18 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喜歡談論人

類的進步、社會的演進、文明的歷史等，他們訴諸的隱喻就是生物有機

體的成長發展﹔這些理論經常出於西方中心主義，用「古代、中古 、 現

代J 的簡單區分來編排、講論復雜多變的人類社會或文明 (Nisbet I 969: 

240）。

Nisbet 分析社會學家等對於與時間有關的認知架構如何透過隱喻，

形塑了社會思想或社會學知識的建構，這可以說是一種反身性的研究。

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來說， Nisbet在 40 年前的研究敢向與分析

10 關於這種反身性的先反思的社會學看見路 ， 參見 Bo叮dieu ﹛1990﹝ 1982﹞） 、 Wacquanl (1992: 3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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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相當有啟發。誠如他指出的，隱喻的使用在社會科學關於社會變遷

的研究中最為常見(Nisbet 1969: 7）。台灣 60 到 70 年代國繞在中國現代化

的社會科學研究，正有相當類似的狀況。如同葉啟政已經指出的， 60 年

代台灣社會科學界開始的現代化研究所根據的現代化理論，具有某種特

定的「歷史哲學」’是優勢的現代西方文化擴散所造成的典範。不過筆

者在前面也強調過，這個時期台灣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不只倚賴西

方的現代化概念與理論、呈現世界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時間架構，更往往

具有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以中國傳統社會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時間架構

來鋪陳論述。推動這種知識建構的兩代外省籍研究者親歷 20世紀上半葉

中國的動盪不安，在國仇家恨中流亡來台，承載現代中國內憂外患造成

的文化創傷。他們幾無例外，渴望傳統中國能透過現代化而強大。做為

當時台灣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現代化J 論述的重要部分，他們的社會科

學研究，與這些流行的論述一樣，往往將「傳統」與「現代J 三分。這

兩個概念都分別被用來包含不同時空、廣大紛雜的事物，提供人們一種

直觀的、圖像式的、總括的掌握理解，具有引導人們經驗、塑造特定感

受的作用。傳統與現代，可以說是 60 、 70 年代普遍的中國現代化論述或

是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真有類似 Nisbet 所謂的

隱喻的作用。它們使人們方便從自認為己知的「傳統的」或「現代的J

性質來理解未知的事物 ， 鋪陳一種特殊的時間架構，塑造人們的時間感

或歷史意識，提供人們看待中國（尤其是台灣做為自由中國）社會變遷

的視野。本文從敘事的角度來探討台灣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著

眼於知識建構隱含的時間認知面向與作用，可以說類似 Nisbet 的探討，

是一個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反身性研究。

（四）社會學的敘事研究、敘事中的時間及認同、知識建構

的敘事，惶

不過自涂爾幹以來的上述三類時間社會學的研究 ， 幾乎都忽略了敘

事對「社會時間J 建構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以 John Hassard 在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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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的時間社會學重要研究文獻的第一本選輯為例，其中沒有觸及

敘事的文章（Hassard 1990）。另外，以 70 年代之後時間社會學領域幾乎

最重要的兩位學者一－Eviatar Zerubavel 與 Barbara Adam一一所累積的一

系列研究為例，時間社會學研究對敘事的忽略，更為明顯。 Zerubavel 自

70 年代末以來致力於現代社會時間標準化的研究（Zerubavel 1979, I 981, 

1985），但一直到較晚近的研究，才論及集體記憶、社會對「過去J (the 

past）的形塑與時間的相互關係等議題，並且開始運用敘事的概念

(Zerubavel 1997: 88, 98; 2003: 13-14）。至於 Adam研究生命階段、學校生

活、工作場所等與時間的關係，或者綜論社會理論與時間的關係（Adam

1990, 1995, 2004），幾乎完全沒有論及敘事。 11 另外，在歷史社會學領域

中，確實有不少關於敘事的研究，但其重點仍屬於上述第二類時間社會

學的範圍，亦即一種方法論的關懷：在企圖將時間因素帶入經驗研究與

理論建構上，敘事做為呈現歷史社會學研究結果的書寫方式，可能扮演

什麼角色與作用？如何達到理想的目標（例如：柯志明 2005 ﹔ Griffin

1995 ; Gotham and Staples 1996 ; Calhoun 1998 ) ? 

不過，即使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忽略了敘事與人們的時間感知、社會

生活的時間架構等的關係’並不代表時間社會學者完全未曾注意到與敘

事相關的現象及其重要性。例如 Michael Flahe的f研究人們的時間經驗 ，

在A 肋tchedPot: How We Experience Time 一書開始就提到：

人類的特別之處，一部份是因為他們能夠融合異質的事件而達

成連貫一致的持續惑。我們可以藉著記憶過去、從現在回想、

以及預料未來而注意到變遷。我們的時鐘與日曆標誌時間，但

他們並沒有製造時間。只有人類可以透過反身性的「意識的統

合」（reflexive “unity of consciousness’，）而篩選過述．零碎片段的經

驗動態，因而製造時間。（Flaherty 1999: 1-2) 

11 Barbara Adam 大致只在最近著作衷的－個ft落中簡短地治及敘事（Adam 2004: 9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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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herty的全書沒有論及敘事，然而他上述的這段話所指涉的，正是

人類相當普遍的對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敘事的理解」方式，以及由此而

建構的時間存在感（見下文的討論）。再以上述的 Adam 為例，雖然她

幾乎沒有討論敘事與時間的關係，但也注意到不管是用寫作或電影等不

同的方法敘事或說故事，人們可以改變事件的序列與所持續的時間，充

滿創造力地重新安排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Adam 2004: 97-98）。至於

在時間社會學中研究範圍幾乎最廣泛、最真影響力的 Zerubavel (Flaherty 

1999: 10），如同上述，則一直到晚近分析集體記憶等現象時，才開始從敘

事的角度切入。 Zerubavel 正確地指出：

人類記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我們在心智上將基本而言沒有

結構的事件系列，轉變成表面上看起來連貫一致的歷史敘事

(historical narrative）。我們通常將過去的事件看成是一個故事中

的一幕一幕（episodes) , · · · · · ·而基本上是這樣的「故事」讓這些

事件在歷史上變得有意義。

．．．為了要讓歷史事件變成像故事一般的敘事，我們要能夠想

像這些事件之間有某些關連。確立這種明白無誤地構想而得的

關迪性，正是必然屬於回溯性的心智過程的情節化（emplotment)

之核心。確切而言，正是透過這種情節化，．．．．．．我們才經常有

辦法對過去的與現在的事件賦予歷史的意義（Zerubavel 2003: 

13）。（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

即使有像Zerubavel如此居於時間社會學研究領導地位的學者開始從

事敘事研究，但是整體而言，對於敘事在時間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的

關注，至今仍相當缺乏。如果對照 90年代以來敘事的社會學研究的快速

發展， 12 那麼時間與敘事的社會學研究兩個領域之間的隔閔，就更加明

12 例如 Alexander (2003）、 Chase ( 1995, 2005）、 Chase and Rogers (200 I ）、 Edmunds and Turner 
(2002）、 Ewick and Silbey (1995, 1998, 2003）、 Holstein and Gubrium (2000）、 Jacobs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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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再看看近二十幾年來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在「敘事的轉向 J (the 

narrative 仙m）後蓬勃出現的種種關於敘事的研究， 13 那麼時間社會學者

對於敘事的疏忽，多少令人驚訝。如果我們又進一步回顧哲學家 Paul

Ricoeur ( 1984﹝1983﹞， 1985﹝1984﹞， 1988﹝1985﹞）、 Alasdair MacIntyre ( 1984）、

David Caπ （ 1986）與心理學家 Jerome Bruner (1986, I 990, 2002）等研究時

間與敘事的密切關係且影響重大的著作，那麼時間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對

於敘事的輕忽，就更加難以理解。與各學科或領域（包括社會學本身）

的敘事研究比較， Zerubavel 的敘事概念化就不免顯得簡單組略。

60到 70年代針對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時間架構與歷

史敘事的密切關係﹒反映了敘事在人們社會化、理解自我、掌握行動與

經驗的意義、集體認同發展、文化建構上的重要作用。敘事做為特定歷

史條件下人們反身性的思考與社會建構的產物，它所呈現的時間參考架

構，不是鐘錶曰曆等所精確計算的「自然時間」，而是屬於人們反身性

的思考與社會建構產物的「人的時間」（human time）或社會時間。人們的

自我理解，與這種「人的時間J 有密切關係，而敘事或說故事無疑是表

達這種時間感的最主要過程與結果。從「敘事認同J (narrative identity）的

理論角度來看（見下文的討論），人的時間，可以說是敘事化的時間。

就像Ricoeur所言，敘事或說故事的活動與人類經驗的時間性質兩者之間

的相互關連並非偶然，而是跨文化的必然現象。人們以敘事的方式組織

時間，使時間變成人的時間，而敘事也因為描述展現人們的時間經驗之

特徵而富有意義（Ricoeur 1984[1983]: 3, 52）。 Donald E. Polkinghome 的一

段話，簡要地問述了敘事的本質 、 作用，以及它與人的時間及認同建構

的關係：

Jacobs and Sobieraj (2007）、 Loseke (2007）、 Maines (1993, 2001 ）、 Orbuch ( 1997）、 Plummer
( 1995）、 Pollelta ( 1998a, I 998b）、 Polletta and Lee (2006﹜ 、 Riessman ( I 990, 1993, 2008） 、
Smith (2007）、 Somers ( 1992, 1996） 、 Somers and Gibson (1994） 、 Townsley (200 I ）、 Yamane
(2000）等﹒

13 4拉克筆者先前研究的1t檔 (j庸阿草地 2010:34 ﹔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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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敘事是一種認知的結構形成（cognitive structuring) • 

它運用情節化的配置佈局之特性（configural properties of 

emplotment），將行動與事件組織成時間的整體。這個過程藉著

確認事件在結局中的角色，以及事件對促成結局的作用，而將

意義賦予這些事件。敘事的結構形成是一種回顧追溯所產生的

運作，以便使那些在前敘事層次 (prena訂ative level）原本看起來

有意義的行動與事件，充分實現其可能潛在的敘事的意義。敘

事的結構形成之結果是敘事的產物，這些產物在其構成上利用

文化的情節與特性塑造（cultural plots and characterizations）。．

敘事化（narrativizing) （動詞）的反思過程製造的產物，是敘事

或故事（名詞）。敘事的認知過程的結果是故事，而故事可以

發揮作用，給自我帶來聲合的認同，給一個人的行動與生命經

驗帶來意義。（Polkinghorne 2005: 5, I 0-11) （粗體字為原文的強

調）

換句話說，敘事或故事，指的是一種特殊的論述形式。這種論述，

不管是口說的或書寫的，通常以清楚的開頭、中間、結尾的時間序列

(sequence）來有秩序地交代、說明生活經驗或事件。開頭、中閩、結尾的

序列安排，使生活經驗或事件的陳述具有「情節」（plot），這是敘事最基

本的特質。「情節化j 或「情節賦予J ’是使生活經驗或事件的陳述具

有「敘事性」（narrativity）的核心要素。情節化將經驗或事件轉變成連續

故事中的一幕又一幕，讓這些獨立的部分各得其所 ， 也使敘事的各部分

互相連貫，成為一個真有意義的整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講述故事時不

斷使用的「然後. . . J 、「所以．．．」、「接著．．．」等來達到順暢的轉折與

連實，或者用「然後呢？ J 、「所以呢？ J 、「接著呢？ J 等來要求講

故事者的合理交代，正是來自對序列、情節、秩序、意義等敘事要素的

相當根本的直覺，反映人們非常普遍、近乎本能的渴求。雖然人們口說

或書寫的溝通，並非都憑藉敘事，而口說的或書寫的文本，也不一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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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敘事的性質（Riessman 2008: 5），但如同心理學家 Jerome Bruner所指

出的，敘事的理解是人們認知運作與思考的最基本模式之一。 14 敘事是

創造意義的重要憑藉，也是人們建構文化的重要方式（蕭阿勤 2015 ）。

上述 Polkinghome 的一段話，也同時清楚閻明「敘事認同J 的理論

要冒，亦即人們通常以敘事的方式來理解自己的生命，因而確認他們的

自我及其在世界的定位。或者更精確地說，人們詮釋自己的生命，將其

生命經驗轉變成敘事，而當成敘事來理解的生命就構成人們的自我理解

(Simms 2003: 80）。敘事與認同兩者，相生相成、彼此建構（蕭阿勤 2010:

39-48 ）。不過就像 Polkinghorne 所指出的，敘事的產物在其構成上乃利

用文化的情節與特性盟造，因此即使是個人的生命故事，也很難說是完

全出於個人的單獨創造而自足封閉。個人所建構的生命故事，通常涉及

許多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敘事，由這些公共敘事所交織而成，

以它們為重要的參考架構。關於中國自 19 世紀末以來飽受外國強權欺

凌、內憂外患交送、國困民窮而充滿國族文化創傷的敘事，深刻影響在

60到 70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建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兩

代外省籍研究者，並且形塑他們的國族集體認同。

筆者在先前的研究會指出，晚近許多學科或知識領域對於人類經驗

本體上的「敘事性J ，以及對於故事在社會生活中基本重要性的深化認

識與研究，已擴展到對於這些學科或領域本身知識建構的敘事性的反思。

許多研究紛紛指出，那些原本被認為與敘事無關或刻意避免敘事的知識

建構，事實上仍然呈現人類普遍且根本的敘事理解之動態（蕭阿勤 2010:

415 ）。 15舉例來說，政治學者 Joshua Foa Dienstag 以洛克、尼采、黑格

爾為對象，探討歷史敘事在他們三人的政治理論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14 

15 

Bruner 在 1980 年代以來闖於敘事心理學的著作影響廣泛，他指出人類有兩種認知運作與
思考的模式，其中之－是敘事或說故事的方式，另－種是形式科學的邏輯消退結構﹒ Bruner

強調，這兩種模式雖有互補，但不可相互混淆 ， 因為兩者各有其組織經驗、述講現實的獨
特方式，而其運作結果合理與否的掛，J if. 、 封因果關-If (causality）的概念等都不同（Bruner
1986: Chapter 2) • 
參見斯特拉斯曼（Diana S個ssmann) (I 997﹝1993﹞）、 Edward M. Bruner (1986） 、 Dienstag

(1997）、 Landau (1991 ）、 Nash (1990）、 Polkinghorne ( I 988）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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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探究他們藉著歷史敘事所建構的時間感，才能更瞭解這些理論

家本身及其理論﹔他們對過去的理解、對未來的期望，形塑他們自己當

下的認同，也道出了他們塑造讀者認同的企圖。 Dienstag (1997: 3-4）認

為，瞭解這種情形，我們會更加掌握自我與時間兩者關係的重要性。

Dienstag 如此強調：

我主要的論點認為，政治理論並非依賴抽象的權利與義務的概

念，而是經常藉著提供一種特殊的時間感來試著引導讀者。那

種時間感不只靠邏輯來說肢，也用一種更令人信般的歷史陳述、

以及對讀者將要扮演的特殊角色的說明來說服。這種情形的一

個主要影響是：如果我們接觸每一本政治理論著作時，只是要

找出抽象的消點，那麼我們就是束縛了自己的詮釋的能力。如

果我們考慮那些不涉及歷史變化的推理的可能性時，也考慮那

些關於歷史的論點的可能性，那麼我們的閱講理解會更豐富而

有所得。政治理論論及過去與未來的問題，要比別人有時候讓

我們以為的還多。換句話說 ： 政治理論的事業往往與其說是改

造我們關於是非的準則，不去口說是改造我們的記憶。（Dienstag

1997: 3) 

就像 Nisbet ( 1969: 6）指出「隱喻與社會行動的提案有相當的關連」

一樣，歷史敘事隱含了對於讀者行動角色與方針的期望與暗示，而這正

是上述 Dienstag 的論點的意涵。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而言，

Dienstag的論點深真啟發性。本文的研究旨趣是，探討 60到 70年代兩代

外省籍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知識建構與時間、敘事的

關係，分析他們身為流亡者，如何以特定的歷史敘事樹持特殊的時間感，

既確立他們本身的認同、知識的內容與意義，也嘗試形塑讀者與國族有

關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指引他們的行動。不過由於本文篇幅有限，

因此僅以龍冠海的研究為例來釐清上述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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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亡情境與中閉狀態：龍冠海的例子

如同前面提到的，親身經歷戰亂，離鄉背井而渡海流亡的痛苦經驗，

對於在60 、 70 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扮演主要角

色的兩代外省籍學者的個人生命，以及他們的知識建構，都真有深刻影

響。身為「台灣社會學界的開山始祖J 的龍冠海， 16 正是其中第一代流

亡者的典型。他的例子，充分展現流亡經驗對來台後生活與學術知識的

重大影響。

龍冠海在 1906 年生於海南島的鄉村，家中半商半農 ， 在傳統私塾短

暫學習後，接受了新式的小學教育，但因家貧而輾學。他後來到南洋投

靠叔父，並到新加坡就讀中學，接著在 1923 年考入為留美做準備的清華

學堂。 1929 年，龍冠海赴美留學，並於 1931 年入南加州大學攻讀社會

學。 17 就一般人們而言，通常在青春期到成年早期，大致確立了形塑往

後生活的世界觀。這個生命階段的龍冠海，亦即從 17歲入清華學堂到 23

歲出國，正是 20世紀初中國變亂相乘、動盪不安的時期。 龍冠海後來追

憶， 1931 年發生「九一八事變J ﹒ 亦即日本關東軍在洛陽附近製造事

端、開始侵占中國東北，在美國的他「真是怒髮衝冠， 憂心如焚 。日夜

所思，只為如何驅除優謹，挽救國家於危亡」（龍冠海 1964: 37 ）。於是

他和一些留美同學與華僑組織「支援祖國j 的委員會，並且屢次應邀演

講，也親自寫信給外國重要人士，努力為中國宣傳與辯護。他同時致函

許多園內若干黨國要人，呼籲他們以國為重、團結禦悔（龍冠海 1963a,

1964 ）。”此外，由於龍冠海認為中國人「人格道德的墮落」’是「中

國內亂和政治腐敗的最大原因，也是中國前途的最大危險J ，因此又與

國內外朋友發起「人格培養同盟」，由他起草宣言，呼籲「提倡新的進

16 這是業ti.政（1984﹝1983﹞a: 5）在龍冠海辭世當年絲頌他的用詞 ﹒

17 這衷關於龍冠海的生平介紹，參考龍冠海（1974﹝1972﹞）、張承﹔葉與林A男 （1982）、拿英等
(1991: 41}. 

的 同時參見拿英等（1991 : 42) • 



第三章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情 143 

步的道德觀念和培養健全的國民人格」，以便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在世

界上佔一個足以令人敬畏的地位」（龍冠海 1964: 37 ）。正如龍冠海來台

後的學生章英華指出的，中國的動盪與落後，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扮演著

相當的角色（章英華 1991: 41 ）。 1930 年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刺激，將二

十幾歲的龍冠海形塑成一位熱血奔騰而行動積極的青年。他後來回憶說

「當時在外國我的這種作法，由別人看來，也許是近乎瘋狂的行為， 後

來我自己有時也有這樣想法J （龍冠海 1963a: 14 ）。

敢得博士學位後，龍冠海在 1935 年回到中國，任教於南京金陵女子

大學社會學系。但是兩年後中國開始抗日戰爭，戰爭結束後緊接著國共

內戰，龍冠海與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一樣，被迫開始流亡。在輾轉中國

南方各地之後，他獲得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的聘書，終於在

1950 年初左右隻身渡海來台。 19 除了台大之外，他也曾任教於台灣省立

法商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 、東海大學。 195 1 年「中國社會學社」

在台重新登記恢復後，他也曾經搶任過理事長。 20 龍冠海與楊懋春等人

努力奔走，終於在 1960 年於台大成立社會學系，成為創系的系主任。

”71 年 10 月，中國社會學社開始出版〈中國社會學刊〉，他擔任創刊號

的主編，並撰寫了〈發刊詞〉 （龍冠海 1971 ）。

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得知龍冠海來台初期的心境，只知他似

乎沒有多久就重拾心情，在百般困難中，認真面對自己的社會學志業。

來台大約兩年之後，亦即 1952 年秋天，龍冠海的 〈社會學講話〉 由國民

黨的「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19 『f<if<.﹔是與林4\ 男 (I982: 224）的「能冠海教授事略」記誡他在 1949 年隨政府it台﹒但是·n.

~海自己則說「迄三十九年〔1950 年〕春企舍得台灣大學之時﹒轉移來此」﹒亦即 ：來到台灣

（龍冠海 1954﹝ 1952﹞： I ）﹒參見本文﹛畫面所欲引的｛t.~海的自 .i! • 
20 All於在台灣「彼社」後的「中國社會學社」的投展﹒參l羽絨忠拳、張維安﹛1991）的研究 ﹒

這兩位作者指出﹒從 195 1 年到他們撥稿的 1991 Jf-左右﹒這四十年闖關於學社的檔案等各

種背斜.:il不多﹒因此他們紛於這段歷史，只能做「不完瑩的聲控」﹒他們指出，「 IHI於這
台後的中國社會學社的人事組織﹒因為資料欠缺﹒無法詳細的表列 ﹒ 」他們雖登理出學社

的 r !Il:屆組織系統表J ，但也吉克明恢tlll史的學社 「 因制度尚未居在立 ， 屆紋之計算相當紊

亂J ﹒「早期的屆tu早年代不盡可-)l J ﹒根據述個不完瑩的表﹒龍冠海至少擔任過第七屆

理事（年代不詳）、第八屆壞事長（1968-I 970）、第九屆理事（1971-1973）、第十后，監事

( I 974-1977）、第十三屆監事（年代不詳）等職（ .. 頁忠青島、綠綠安 1991: 140,144. 149-1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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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輯。在台大宿舍中，龍冠海寫下了這本書的〈自序〉。他說：

作者是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春開始流亡生活，從南京、而

杭州、而土海、而廣州、而香港、而瓊州，追三十九年〔1950

年〕春始得台灣大學之時，轉移來此。來時可說是赤手空拳。

過去約二十年內所收集關於社會學的資料差不多全都散存京杭

等地，不但自己的書一本也沒有帶來，連歷年讀書筆記及所寫

稿件十分之九也未曾揚來。故抵此後只好重振旗鼓，幾乎一切

又須從頭做起。這是作者寫這本東西時感覺困難之一。台大因

無社會學系，關於社會學的圖書雜誌，無論中英文白色，都相當

缺乏，尤其是新的更為難得。台大如此 ， 本省其他地方當然更

不易找。（龍冠海 1954﹝1952﹞： 1)

即使艱困如此，龍冠海畢竟完成了總共 10 章、 235 頁的專著，並且

將它定位為「一本普通社會學，社會學概論，或社會學原理」（龍冠海

1954[1952]: 1 ）。這是龍冠海在台灣所出版的第一本社會學專書，應該也

是戰後台灣的第一本社會學專著。 21 書中各章內容涵蓋了社會學的性質、

範團、研究法，以及社會生活與地理環境、生物因素、個人、文化的關

係，加上社會結構、社會互動、社會變遷、社會控制與導進的議題 。這

本書既展現了龍冠海對社會學的理解，而對照他接下來的著作，它事實

上也已經鋪陳了他後來在台灣的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思路。

60年代初，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抄）刊登了關

於台灣的專題文章，其中署名 Wen-li Mei 的作者，論及第一代外省籍知

識分子流亡來台十幾年的生活，如此描寫 ：

21 －＊於這個原因 ﹒ 警：＃＂~－Mt冠海的這本專著，即使是將近一甲子前的當作﹒但它的實質內
容與歷史地位﹒都應吉童受到更多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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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民黨的垮台，大多數逃離大陸的知識分子已經喪失自信，

在他們原本受訓練培養而過的那種生活中，他們已找不到意義。

他們能做的，頂多就是懷抱著返回大陸的神菇。這些知識分子

來到台灣時，並沒有準備要長久流亡。許多人還重視歸鄉老死

的中國傳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不少人認為在被「竊

據」的大陸比在台灣有更多的機會。有些人替目前在島土令人

不滿意的狀況找藉口。一旦回到大陸，民主會實現，稅賦會寬

域，而世界會變好。國民黨培養這種神話，而這種神話在許多

方面是國民黨的存在理由。對蔣介石來說，看起來對其政權的

意識形態再加斟酌，只會導向危險的途徑。教條是必不可少的

風尚流行。（Mei 1963: 66) 

Mei 描述的，正是前面所討論的流亡者的典型一一他們有著深沈的

失落感，懷念故鄉而難以完全接受新家，活在中間狀態而始終等待，企

盼故鄉的惡劣狀況一旦改善就可東裝返鄉，而龍冠海正屬於這一代。不

過在 〈社會學講話》的開頭，龍冠海闊釋社會學的性質與研究對象時，

開宗明義地申論道：

自從法國孔德（Auguste Comte）在一八三九年發明「社會學」這

個名詞並將社會學列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之後，一百多年來，由

於各國社會學家的努力結果，這門學問已經漸漸的被發揚光大，

而在社會科學當中佔了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並成為一門最基本的

學科，同時也是人類知識當中最不能缺少的一種。因為人是個

社會動物，他時時刻刻都不能離開社會，他的一切活動都與社

會息息相關﹔要想好好地在社會衷生活，關於社會的知識就不

可不有 。蓋了解社會就是了解自己，了解別人以及自己所處的

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控制自己，管制別人，統制社會 。

（龍冠海 1954﹝ 1952﹞： l ) 



h ‘ 

146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相對於 Mei 所描述的第一代外省籍知識分子普遍的消沈，龍冠海的

這段話，透露了他對於自己所投注的學術志業的社會價值，充滿肯定與

信心。流亡異鄉兩年，〈社會學講話〉顯示的是他對於自己身為社會學

者的存在意義，仍然非常肯定而清晰。從 1960 年台大社會學系成立開

始，龍冠海擔任系主任，更幾乎投注了他的大部分心力（章英華 1991:

42 ），成為他生活的重要寄託所在。 1967 年入學的蕭新煌，曾經形容

道： f龍老師在台灣沒有自己的家，卻把社會系當做一個家來辦。對學

生，自然也就看成是子女J （蕭新煌 1983: 54, 1984 ﹝1983﹞： 3 ）。

當時與龍冠海等人一起努力奔走籌設台大社會學系、同屬來台第一

代外省籍社會學家的楊懋春，對他有近距離的觀察，讓我們對龍冠海的

流亡情境，有更細緻的瞭解。楊懋春曾經談到龍冠海，擺擺道來，值得

詳細徵引。他說 ：

龍教授在大陸時，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社會學教授 。 他是美

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博士。到南京金女大任教時，大概是中年

期。站時社會風氣尚十分保守。未屆老年期的男士在女子大學

為教授，在語言與行動土處處要謹慎。必須態度嚴肅，不苟言

笑。師生閉關係必須有段距離。一位未婚男士身在女兒群中，

反找不到一位小姐，而遲遲未婚。龍教授在金女大任教日久，

自然就養成了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性格與形象。到了台灣後，

因親友離散，生活艱苦、心情低沈’他的嚴肅更加凝結。不僅

自己不能言笑自如﹔同事朋友在他面前講訣諧話，或說個不傷

大雅的笑話，他也不能欣賞，至多裂裂嘴而已。他住在一問老

舊陰暗的單身教授宿舍內。家具簡陋得幾乎等於無。用個簡單

古老小電爐與一個搪瓷鐵鍋，煮椏簡單的鏈條或飯菜 。 有一個

益與一雙筷，孤獨的自吃三餐﹒夭夭如此﹒我到他住處看望。

適值天氣陰冷，空氣悶塞。見到他的這種生活情況，不能不深

為嘆惜，對他有很深的同情，我曾多次在其研究室中，試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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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暢說，並想夾帶上幾句趣語。希望使他的心情輕鬆’精神活

﹔膏。但無何效果。因為他尚未結婚，我也想用為他介紹女朋友

的話，引他開朗 ， 表現輕鬆。也不發生效力。似乎只能與他說

社會學系的學科事，或社會學的研究事。知道他這種性格後，

我就在每次與他會函，只論如何發展台大社會學系、如何開始

社會學系的學術研究等嚴肅題目。（楊懋春 1989 ﹝？﹞： 58)

龍冠海在台灣的生活，固然因為他的本身性格與早年在金陵女子大

學養成的習性使然，但如同楊懋春的追憶所透露的，即使他有所寄託，

致力於學術與知識，但終究難免流亡情境的苦寂。四十幾歲來台、五十

幾歲開始投身於台大社會學系系務的他，很明顯抑鬱寡歡，與 30 年代時

熱血救國、幾近瘋狂的二十幾歲青年，已經大不相同。

雖然龍冠海沒有留下類似前面提到的伊朗裔美國社會學家 Shahidian

的細膩自述，但是楊懋春對他的描寫，讓我們窺見他的具體生活槓概，

也足以讓我們揣摩他隻身流亡，或許也有著類似Shahidian的經驗。更清

楚的是，就像絕大多數他那一代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一樣，龍冠海始終沒

有放棄回鄉的可能，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大陸。來到台灣兩年，在他展

現對社會學志業的信心、肯定社會學者存在意義的〈社會學講話〉 一書

的 〈 自序〉 中，敘述了流亡中寫作的困難與書中難免的缺點之後，他強

調「作者自己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凱援大陸後能有機會再予補充之」（龍

冠海 1954 ﹝1952﹞： 2 ）。事實上，龍冠海不僅將個人志業的重整，更將整

個「中國社會學」的前途，寄託於不久將來的勝利還鄉。 1953 年，亦即

〈社會學講話〉出版的隔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雖然中國社會學目

前「遭遇了空前的災難」，但他相信它的前途還是非常光明，「因為將

來收復大陸之後，無論從社會國家需要或中國社會科學之建立來講，社

會學總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它可以有許多發展的機會J （龍冠海 1964

[1953] a: 94 ）。但 10 年之後，國民黨政府已表明放棄主動使用武力以反

攻大陸，許多外省人更確定歸鄉無望而失望消極。龍冠海則已經如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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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所形容的，昔日的「中年已成白髮J 。不過即使如此，在 1963 年〈國

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的創刊號中，龍冠海發表〈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

與職務〉一文，仍然認為：

無論如何，我國社會學的前途完全有相乎我們國家的前途，而

我們國家的前途又完全有賴乎收復大陸，創除共黨政權，而發

揚我們立圓的宗旨， f?p建立三民主義的，也就是自由民主的國

家﹒如果我們孤守在這個寶島上，我們大家一定是沒有什麼前

途的，我們的社會學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前途。這並非說社會學

在台灣沒有發展的餘地或沒有研究的機會。事實上，它尚有發

展的可能，也有很多東西值得它去研究，但究竟是有限度的。

僅就社會學系畢業生來講，他們目前的出路就有了問題﹔將來

畢業人數愈多，問題也就要愈嚴重。這種現象對社會學的發展

顯然是不利的。但如果我們收復大陸，將來所需要的社會學人

才一定很多﹔如以現有的人才（包括各校主修社會學的學生在

內）來看，一定是供不應求，不論是在教學，研究，或實際工

作方面﹒（龍冠海 1963b: 16-17) 

,llJl

id
E 

到這個時候為止來台已十幾年的龍冠海，仍然難以擺脫流亡的痛苦﹒

難有安穩的感覺。在回顧自己的過去時，他依舊談到「由於生活的不安

定，個人原有的若干研究計劃多無法實現﹔又由於逃難的緣故，個人在

大陸時期原有的許多書籍和資料也都喪失。 J 他因此慨嘆「．．．．．．這二十

多年來都是在國家患難中度過，因此個人的生活與教學及研究工作也都

受到影響﹔要問自己有何貢獻，更是撫心自愧！ J （龍冠海 1964 ﹝ 1963﹞：

1 ） 。這些話語，清楚，顯示流亡的烙印，難以抹誠。不過在這種心境中，

他仍然堅定地宣稱：「總而言之，社會學在中國未來的地位和職務將和

過去的一樣，完全要看本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結構如何而定。如果收復

大陸而社會政治又是自由民主的，我們相信中國社會學的前途，和我們

．圓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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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族的一樣，一定是光明的，其他〔地〕位將會提高，其職務也將

會更加重要一一這是可以斷言的，草讓我們拭目以待J （龍冠海 1963b:

18 ）。

前面提到， Stroinska與 Cecchetto分析流亡者與時間的特殊關係時，

指出他們既渴望已經失去的東西（過去），又害怕即將來臨的東西（未

來），卻也不能面對現在。龍冠海對自己投入的知識志業堅定不移，在

困苦中努力撰述、傳播社會學，並且以系為家，認真奉獻。 22就此而言，

我們很難說他無法面對現在或害怕未來。不過他確實懷想著失去的東西，

渴望歸鄉。他將自己的志業、中國社會學，寄託於未來能夠收復大陸，

尤其是國家與民族得以復興。對他而言，在台灣的作爵似乎是一個過渡。

流亡者的龍冠海，有如薩依德所說的，活在一種中間狀態：一方面努力

適應現狀，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不能與新環境合一，也無法擺脫舊環境，

因而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就此而言，他仍然具有 Mei 所形容的第一代

外省籍知識分子鮮明的一般特徵。同時他也非常類似上述因法西斯或納

粹政權而逃難的歐洲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亦即活在等待中、被懸而未

決的中閉狀態所折磨、渴望故鄉的惡劣政治情況能夠轉變而得以返鄉的

那蘭、 Brecht 、 Nitti 等人。因此龍冠海與他們相當類似，是典型的流亡

者。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真正使他在流亡中的生命有終極寄託

的，與其說是學術工作與知識追求本身，不如說是對於學術與知識在更

大的國族前途中的作用與意義，懷抱著堅定的信念。正如章英華指出的，

龍冠海的作為與想法，都「顯現了極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J （章英華

1991:42 ）。從下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帶有強烈國族認同的敘事所

建構的歷史連續，無疑有助於抒解流亡者在時間上處於中間狀態的斷裂

感，維持一貫的認同。他們在流亡痛苦中的自我與知識工作，也在這種

敘事中找到定位與意義。

22 龍At.海於 1972 年夏辭去 N-.主任－~﹒$任教授﹒但隨1?r 中風在家修養﹒他於病中仍終在

家從深﹒且直且口述~文，由學生面tf:1:1主投稿 :l! 版（龍泣海 1975 : 2 ; i蘭新煌 1984﹝ 1983﹞

3) • 1也於 1983 年逝世﹒一生共有二十幾本主F作﹒絕大多tt起來台後的成果 ﹒ 見ik ifr-漠、

林~男（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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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證主義與歷史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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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葉啟政、傅大厲的研究已經指出的， 60 年代之後圍繞中國現代

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顯著特色，無疑是它的實證性格，亦即反映「實

證主義J (positivism）的研究取向與知識理念。就像社會科學哲學家Martin

Hollis指出的，實證主義一詞在哲學與社會科學中有很多用法。在最廣涅

的意義上，它可以指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的事情的任何取向，而這些研

究取向認為人的事情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可以客觀地探究。在最狹隘

的意義上，實證主義指一種「行為主義」（behaviorism），排斥所有心理資

料與質化研究方法。一個不那麼狹隘而較寬廣的用詞是「實證科學j

(positive science），亦即來自討論科學知識時的一種「經驗主義J

(empiricism），這種經驗主義在對照世界的事實來檢證假設時，以觀察為

核心關鍵（Hollis I 994: 41-42）。 Giddens 則在討論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傾

向時，指出這種傾向包括了三種相互關連的看法。第一，認為自然科學

的方法學程序可以直接適用在社會學上，人類的主觀性、抉擇 、 意志不

足以妨礙研究者將社會行為當做和自然世界的物體一樣來處理。第二，

認為社會學研究的結果可以用類同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結果的方式來系統

地闡述，亦即社會學分析的目標可以是、並且應該是系統地閥述「定律J

(laws）或有如定律的普通規則，就像那些與自然事實有關的定律一樣。第

三，認為社會學有一種技術的性格，提供在形式上純粹是「工具的J 知

識，亦即社會學就如自然科學一樣，是價值中立的，其研究發現對實際

政策或對價值追求，並不帶有邏輯上既定的意涵（Giddens 1974: 3-4）。

雖然 60 年代之後不同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圍繞中國現代化的知識建

構，未必各自都完全真備上述實證主義的各種特徵，但大體而言，他們

都展現上述不同部分特徵的各種結合。 60 年代開始，兩代外省籍的知識

菁英，做為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的主要建構者，幾無例外，都深

真實證的知識性格。他們共享一種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而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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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貫 60 、 70 年代，乃至於 80 年代台灣圍繞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

主流。戰後台灣的這種知識趨向，事實上反映了清末以後中國知識分子

在認識論上的重大轉變，亦即他們越來越強調科學與理性在文化生產與

政治生活上的重要性。如同Tong Lam所指出的，旨在蒐集、發現明白可

靠、可計算的經驗「事實J 或真相的「社會調查J 興起，是這個轉變的

重要部分﹔而歷經五四新文化連動對「賽先生」（科學）的大力倡導，

1920年代與 1930年代成為中國的社會調查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對中國的

文化與政治影響深遠。當時專業或非專業的學者 、政府官員等眾多社會

調查工作者，實地蒐集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人口、經濟、

歷史等方面的各種經驗資料，以尋找那些展現普遍原理的社會運作、文

化型態與民族歷史的模式與邏輯（Lam 2011: 2-3）。將這種知識文化傳播

到戰後台灣而主導三十年左右的學術趨勢者，正是流亡的外省籍社會科

學家。

就龍冠海而言，從他就讀清華學堂到赴美留學後返國任教，正橫跨

上述中國社會調查連動最興盛的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他攻讀社會學

博士學位時，也正是實證主義、統計量化的社會調查主導美國社會科學

的時期（Lyman 1994: 494-495） 。他畢生的學術研究，都充分反映他在學術

養成階段的時代烙痕。 23 龍冠海在戰後台灣社會學發展中扮演開拓者的

關鍵角色，既曾擔任中國社會學社理事長，又創立台大社會學系，傳道

授業，著作甚多，對 60 年代之後的台灣社會學發展有重大影響。 24來台

之前，他和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社會學家一樣，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樽益

國計民生，有助於中國的復興強大。當時他做為發明實證主義一詞的孔

德（Auguste Comte）的信徒，早已宗奉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在 1943 年

論及社會與社會建設的問題時，龍冠海即強調：「因為社會學家想瞭解

23 這支11nm-11t冠海的'Jl'tJt主義知識立主持的源起脈絡，來自審查人之－的提問﹒謹此ft.均 ﹒

24 本文初稿的審查過程中﹒本俞文集為委會曾建i且』居者 ii!－步~e月甘ti\L海的學！lr IHH藍鳥，亡、怨

內容經由何種方式 、對台灣社會主學界產生何教'If- 'ii影響等﹒編委會的建議﹒指出城從台灣

社會學史的重要研究課題與方向，但限於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路，加上目前缺乏可以

直接援引為消據的資料，這方面的研究只能4桌前來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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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所以他和自然科學家之研究自然現象一樣，把社會現象當做一種

客觀的東西看待。社會事實是什麼，他就說是什麼。他不存什麼成見J

（龍冠海 1964﹝ 1943﹞： 100 ）。來台後的龍冠海，在討論社會學思想時仍

然認為其特徵之一為「無偏見的一一完全以研究社會事實為依歸，注重

客觀，擴棄主觀，由研究事實得來的結果是什麼就說是什麼J （龍冠海

1964﹝1957﹞： 27-28 ）。在 1963年〈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的創刊號中，

龍冠海發表〈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一文，不僅將 1949 年之前在

中國大陸發展的社會學統歸為「孔德傳統的社會學J ， 更將冷戰下的世

界社會學二分，他認為：

今日世上社會學有二大陣誓，即孔德傳統的社會學與馬克思社

會學，正如在政治上有民主與共產二大陣營一樣。前者是一般

自由民主國家所傳授的，後者乃一般共產國家所宣揚的。中國

大陸在未被共產黨佔據以前以及台灣在光復之後所看到的是孔

德傳統的社會學﹔可是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大陸所行的卻是馬

克思社會學。這二種社會學在其性質和目標上大有不同。孔德

傳統的社會學，也就是我們所了解的以及本文所要敘述的，乃

一門科學，其目的是要以科學方法去探究社會現象，以發現其

共同原理法則，以資明暸’控制，和改良社會。它所強調的是

揖除成見去研討社會事實，追求社會真正里，和為人類增進福利。

（龍冠海 1963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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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冠海相信，「一切科學的目的不外乎兩個 ： 一是明瞭，二是控制，

自然科學的任務是想明瞭自然的現象，找出它的原理原則，或進而控制

或利用之，以改變人與自然之關係。同樣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想明瞭

社會的現象，找出它的原理原則，或進而控制或利用之，以改造社會J

（龍冠海 1970 ﹝1959﹞： 17 ）。同時也深受當時美國社會學追求科學化影響

的龍冠海，強調要達到上述目標，就必須注重研究方法，尤其是社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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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與統計。他強調：「社會調查是應用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及合作

的步驟，在確定的範圍之內，對某種情況或問題，作實地的考查，並搜

集大量事實材料，然後加以統計分析，以資明瞭與改良該情況與問題J

（龍冠海 1964﹝？﹞： 47, 1970﹝1965﹞： 49 ）。

然而以龍冠海為例， 60年代開始興盛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事實上鐵

飯在特定的時間架構或歷史敘事。它們對科學方法、客觀中立、無成見、

無偏見、重視經驗事實、追求普遍原理法則的社會科學原則等的宣稱，

與特定的敘事並存交融，難以區分，而這種敘事是研究者建構本身認同

與定位其知識意義的重要憑藉。就龍冠海的社會學論著來說，除了充滿

當時最普遍的「傳統、現代j 的二分之外，也不斷出現「中國、西方J ’

「共產、民主J ’「孔德社會學、馬克思社會學」，「科學、感情J ﹒

「科學、偏見」，「客觀、主觀」等的對立。這些二分對立的概念，以

直觀總括的意象，簡單有力地掌握龐大紛亂的事物，呈現了他的世界觀、

焦慮與渴望。這些嚴格二分的認識框架，既反映國共對峙以及以美國、

蘇聯為首的國際冷戰壁壘對他的學術的影響，也多少顯示流亡生活似乎

更強化了他原本的實證主義的知識立場，使他更亟盼自己的社會學學術

工作能有助於反攻大業與國族復興。 25 不過圍繞著最核心的傳統與現代

的時間性畫分 ，這些對立二分的概念在特定的敘事中串連起來，達成知

識的建構，提供中國社會變遷的「故事J 。在其中，如同前面討論敘事

認同時所指出的，（國族的）公共敘事交織形塑了（研究者）個人的生

命故事，而個人故事、公共敘事又滲透了知識建構。從敘事認同的理論

角度來看，宣稱是客觀、中立、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充滿了關於認

同的敘事。

最能清楚反映上述定位自我與知識意義的敘事，莫過於這些社會科

學家對台灣及其現代化的討論。身為流亡者，面對陌生的土地與人民卻

必須討論它們時，包括龍冠海在內的這些社會科學家跟所有的說故事者

25 述衷1t-t.t能忍海的流亡經駿對他的實授主-1'傾向的可能影響，來自審全人之－的提問．這

此f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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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必然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故事要從那襄開始講起？他們首先必

須確立故事的時間架構，就像人們說故事時經常以「從前、從前... J 、

「有一天. . . J 、「那個時候，我還只有 13 歲． ． ．」之類開頭一般。章英華

會概括龍冠海的社會學知識工作，指出「除了對社會學的一般性介紹之

外，他的文章特別集中在人口、都市、家庭以及和這幾方面相關的社會

問題，整個的研究取向還是在 1930年代的經驗社會學的範疇之內J （章

英華 1991: 44 ）。在人口研究方面，在 50 年代初〈社會學講話〉出版後

沒多久，龍冠海受國民黨草包書長邀請，以「中國人口」為題撰寫專書，

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由於資料上的困難，「尤以關於大陸

人口統計資料之缺乏為甚」，使他對這個邀請頗為躊躇。他指出，由於

過去缺乏有系統的人口調查，要對大陸人口做詳盡的報導分析，絕對不

可能﹔「再就台灣方面的來講，光復以前四十年內固然有幾次定期的人

口普查，其結果也相當豐富可靠，足供參考 ﹔ 可是光復以後這幾年來既

未曾舉辦普查，而平時的人事登記，特別是生命統計，一般卻都認為多

有缺陷，而不甚可靠」。 26 由於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資料比較充分可

靠，龍冠海決定「本書所述多半是以本省的為依據j ，至於大陸方面「有

則取之，否則祇好付之闕如」（龍冠海 1955 ﹝1954﹞： 1 ﹔ 1955:7-8 ）。然而

即使如此，這本書仍然以〈中國人口〉為名，在 1955 年出版。

如果說 50年代初的〈中國人口〉論述台灣時，時間架構還不是十分

清晰，那麼在龍冠海的家庭研究方面，則清楚顯現了從中國的過去到現

在、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敘事。龍冠海與當時擔任台大社會學系助教的

張曉春合著的〈中國家庭組織的一個研究〉 ，在 1967 年出版。以這篇文

章為例，他們用問卷調查了九百多位大 、 中學生的家庭狀況，文中的討

論遠溯自數千年前，指出「中國的家庭制度，自西周以來屢起變化J ’

尤其是「中國自與西洋交通以來，社會各方面多少都受到西方文化思潮

的影響。我們的家庭制度在此潮流中也難免發生變化。」他們將調查發

26 關於日本通民統治時期的 7 次戶口普查 ， 兒就足海（1955: 21-22) •闖於述民時期與國民黨
政府采台後的戶口普金 ， 同時參見，玉甫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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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放在這樣的歷史敘事情節中討論，認為當時「台灣的中國家庭組織事

實上並沒有重大的變化，一般還是屬於中國的傳統家庭組織，和過去大

陸未受共產黨破壞之前的可說是差不多一樣。 J 他們指出，「今後家庭

制度的演變趨勢，核心家庭必然將更增多，因為此種家庭類型，在都市

化與工業化的情形之下，乃是必然盛行的，而現今中國社會又正在從農

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故也J （龍冠海、張曉春 1967: 1 時， 133 ）。

至於龍冠海的都市研究，則與他對台灣整體社會變遷的探討關係密

切。他在台大社會學系成立後的 60年代所致力的都市研究，尤其充滿了

從傳統到現代、指向中國現代化的敘事。龍冠海在 1972 年底中風之前一

年多，發表了長篇英文論文“Post-WarSocial Change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45-1969”，文中縱觀戰後台灣四分之一世紀的社會變遷，應該是

最完整且全面地呈現他對台灣現代化看法的論著。他清楚界定「現代

化J ’認為它指的是一種社會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發展程度較

低的社會逐漸具有發展程度較高的社會的共同特色。根據這個定義 ，他

指出過去二十五年左右的資料，尤其是最劇烈變遷所出現的經濟、政治、

教育與人口四個領域的情形，都顯示主要的社會變遷潮流是由傳統到現

代化，「台灣已經進入現代化的時代」，逐漸由「傳統中國」（traditional

China）變化到「現代中國j (modem China) (Lung 1971 : 27, 37-43）。章英

華歸納龍冠海的都市研究時，也曾指出：

對台灣的發展，他認為可以用 L F. Ward 的社會導進（social

telesis）的概念來描述。他以 1960 年代主流的現代化指標 ，認

為：從人類闖係的角度，是由家庭取向類型走向契約類型﹔從

生活型態觀察，是由鄉村狀態走向都市狀態或從農業社會走向

工業社會。從社會控制的觀點，是由神聖類型趨向世俗類型。

總之，主要的趨向是從傳統走向現代化，其手段是和平、漸進

而民主的．．．．．．。他也認為台灣的都市發展會越來越均衡．．．．．． 。

（章英華 199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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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冠海提倡客觀而科學的方法，以社會調查與統計來發現社會事實、

瞭解社會，並進而控制社會、改造社會。對他而言，個人的社會學志業

與整體的社會學發展，無疑能貢獻於中國現代化。在 1950 、 1951 年之

交，亦即他初抵台灣不到一年，基於過去在中國大陸的經驗，他談到「如

果有人問：我國社會行政設施的最大缺點是什麼？我一定回答是調查與

統計工作的缺乏。因為缺少這種工作，所以歷來所擬訂的社會建設政策

和計劃有許多都是東抄西襲或憑空杜撰的。這樣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問

題，而且是藥不對症，有時反足以害社會，誤國家。 J 對於國民黨政府

來到台灣的作為，他舉例指出，如果戶政與人口調查辦理不好，就無法

掌握合格選民人數，「像上一次台北市選舉市參議員的時候，報章所載，

已經被槍斃了的陳儀在戶籍上尚留有他的名字，而許多活著的市民反被

遺瀉了，這豈不是笑話？ J （龍冠海 1963﹝ 1951 ﹞a：兒， 94 ）。對他來說，

在社會調查與統計中，人口或戶口資料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來台的最初

幾年，他對於人口或戶口資料的缺乏，經常表達不滿與焦急。他強調「人

口清查（或普查）是現代國家不能缺少的一種工作．．．．．．因為若是沒有人

口清查，任何國家的行政設施都是無所依據的。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的

政治是否上軌道，大概可以從它的人口清查之有無或其辦理之完善與否

以為斷J （龍冠海 1963﹝1951 ﹞b: 103 ）。對他而言，可靠的人口普查，無

疑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準之一。他期盼「如能以本省為

實驗，而將來將這邊辦理所得經驗應用於收復後的大陸，則必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龍冠海 1963﹝1953﹞： 101-102 ）。然而他指出，台灣光復後

「幾年來的人口登記與出生死亡的報告，因方法簡陋及辦理人員的不認

真，有的又缺乏其正確性，故目前本省的人口統計數字在科學的用途上

頗成問題J （龍冠海 1964﹝1953﹞b: 82 ）。在 1955 年出版的〈中國人口〉

一書中，他也明白指陳，「現在台灣是反共抗俄與復興中華的基地，同

時也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然而與此有密切關係的人口事實尚欠清

楚，這實在是一個不好現象J （龍冠海 1955:23 ）。

相對於上述的不滿與焦急’來台後的龍冠海，很快就瞭解到日本殖



第三章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揹 157 

民統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人口資料的可貴。對於殖民政府在 1905 年到

1940 年所實施的 7次調查，如同在上述《中國人口〉一書中談到其結果

「相等豐富可靠J 一樣，他在許多地方都加以稱讚，指出「若以省區來

講，實施過真正的人口普查的只有台灣j 、「實施人口普查最久而成績

也最好的唯有台灣J 、「這是遠東最旱的和比較合乎現代標準的人口普

查」、「一般人口學家都認為是遠東各地區當中最可寶貴的資料J 等（龍

冠海 1955: 21, 1963[ 1953]: 101, 1964[1953]b: 82 ）。

就像對於台灣過去人口普查資料的認識一樣，龍冠海對於日本殖民

統治帶來的其他方面的現代化，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例如談到 1946 年

到 1951 年期間台灣的文盲人數，雖然缺乏人口普查的精確統計，他指

出：「但無論如何，台灣的文盲百分比一定較大陸的為低，這倒是可以

斷言的，因為本省的教育，尤其是小學和中學，歷年來都比大陸的為發

達」（龍冠海 1955: 98 ）。又例如他相當崇敬孫中山，談到孫中山提倡中

國優良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舊道德、強調民族自信心時則指出：

中山先生一方面雖然在讚揚這些固有的道德，但在另一方面他

並沒有忘了現在中國人的許多惡德，例如隨地吐痕，不講個人

和公共衛生等等。這些都是中山先生所排斥的。所以他椏力勸

勉同胞們一方面要保存固有的美德，一方面也應該學上外國人

的優點，像講究公共衛生之類。在這衷我們又值得撫心自問一

下：他的這種遺教我們現在實踐了沒有呢？在民族復興的基地

各大城市的馬路有的是掛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街名了﹔

至於公共衛生方面，人人都說是比日據時代退步﹔公共場所到

處還是有人隨地吐痕，像這些地方又是值得我們面對著中山先

生的民族主義而加以懺悔，努力反省，而痲改前非的。（龍冠

海 1970 ﹝？﹞： 166-167) 27 

27 就忍海在 1970 年將這段引文出處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人格與社會思想〉一文收入
商品文集出版時，在這純文拿開頭或明「本文原稿為英文﹒於氏國二十二年﹛1933 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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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行動與經驗進行敘事的理解，將這種理解組裝連繫成具有開

頭、中閩、結尾的時間序列的論述，亦即真有情節的敘事或故事，使它

的內在各部分相互連實成有意義的整體。在這種敘事的理解活動中，為

了概括、融合龐雜而異質的事物，追求秩序與意義，於是包含了許多對

事物篩選、簡化、拆解、重組等過程。這對於政治禁忌下異己的事物，

尤其如此。對於圍繞著傳統到現代、中國古代到當代、將台灣視為現代

中國的故事來說，最重大的異質部分，無疑是台灣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雖然龍冠海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帶給台灣的現代性不是不瞭解、甚至有所

讀賞 ， 但是就像他的長篇論文“Post-War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Republic 

ofChina, 1945-1969”所顯示的，關於台灣的中國現代化敘事，只能從 1945

年台灣由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與中國的銜接開始談起。前述傅大爵的

研究曾指出，雖然外省籍的人文及社會科學者與中國大陸時期的學術傳

統已有斷裂，但他們卻仍常宣稱繼承過去大陸的傳統，忽略日本殖民統

治下的台灣學術發展，使學術史經常都以 1949 年為界的中國大陸與台灣

的接績來立論。這一點，與龍冠海的台灣的中國現代化敘事排除了日本

殖民統治帶來的現代化，正異曲同工。 1960 年台大社會學系創立三年之

後，在前面所提到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創刊號發表的〈社會學

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一文中，龍冠海回顧過去、前瞻未來，就將中國

社會學的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清末由西方與日本傳

入社會學到共產黨占據大陸，屬於孔德傳統的社會學發展階段 ﹔第二階

段是共產黨古據大陸後、馬克思主義取而代之的階段﹔第三階段則是「政

府遷台後原有社會學又得到復蘇的機會」。龍冠海放眼未來，指出在台

灣的社會學任務，是「承繼過去大陸社會學的傳統，向同一目標去發

展」，亦即建立中國的科學的社會學（龍冠海 1963b:16 ）。

中國現代化的敘事必須融合的男外一個重要的異質，是久經日本人

’ 

ij
!
1 
)

lili

-- 

成，迄二十四年〔1935 年〕始寫成中文，至1Jj 十九年前〔約 1951 年〕又略為修改而成是
篇，刊於『民旅社五週年紀念文集』內﹒今仍！照苔，只是標題稍改而已」（龍豆豆海 1970
﹝？﹞： “O）﹒據此 ， 那麼可以根測，上述引文中「在民族復興的基地．．．．． ．人人都就是比日搶時
代退步．．．．．．」等文句 ， 自然是來台後才增加的﹒



第三章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惰 的9

統治的「本省同胞」。在上述那篇縱論戰後台灣四分之一世紀從傳統到

現代社會變遷的英文論文開頭，特別是針對可能的外國讀者，龍冠海刻

意提醒要注意關於台灣的事實，亦即台灣在割讓給日本後，目前已歸還

中國、成為中國的一省﹔在日據時期淪為奴僕的山胞與本省同胞，光復

之後已經恢復自由而當家做主。在文章中談到社會流動時，龍冠海也特

別談到「筆者二十一年前自大陸來台，一直定居於此地。基於實際觀察，

這些年來，筆者對於本地人（包括山胞與本省人）的普遍向上流動，印

象特別深刻。」除了進一步說明光復後山胞已經享有與漢人完全一樣的

權利、自由流動、參與選舉等而逐漸現代化之外，他特地申論本省人的

社會流動。在這部分，龍冠海首先，駁斥許多西方人、特別是所謂中國專

家的誤解，指出台灣人或本省人的祖先來自大陸，也是中國人，因此與

中國人或外省人並非兩個不同的「族群團體」（ethnic groups）。他強調，

光復後本省人不僅與其他外省人一樣，充分享有公民權﹔同時更由於台

灣在反共鬥爭中的特殊地位，本省人做為本地人，「他們處於更有利的

位置，比大陸撤退來台者享有更多的優勢與特權。政府給他們特殊的權

利，同時他們也被期望為國家擔當特別的任務。為了國家民族整體的利

益，也為了他們自己未來的福祉，他們非常希望能夠光復大陸。這一點，

許多人經常不能理解或忽視」（Lung 1971 : 7, I 8-19）。

在這襄指出上述龍冠海的看法，重點在於探討知識建構中的敘事性，

以及敘事認同與社會科學知識的關係。敘事的理解運用情節化的配置布

局，將行動與事件組織成時間的整體。這種 Polkinghome 所謂的「認知

的結構形成」過程的產物，是例如中國現代化敘事之類的具體故事 。中

國現代化的敘事，就像其他集體的歷史敘事一樣，具有重要的文化結構

性質與作用，形塑人們的世界觀與社會行動（蕭阿勤 2010: 8 ）。在實證

主義引領下社會學或社會科學家宣稱客觀中立、無偏見的事實發現與研

究，融會在中國現代化的敘事中，藉此達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國族敘

事提供的時間連續感、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時間架構，彌合了從中

國大陸到台灣的斷裂，維持那些活在中間狀態的流亡者的認同。追求未



160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來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更提供他們個人與社會科學研究一個重大的存在

意義。

趙彥寧在分析戰後台灣具有軍人身分的流亡者自白及 50年代真有自

傳性質的出版品時，曾經指出其中所透露的對「現代化J （科技、戰爭

等）的渴望一一渴望現代化有助於建設國家、早日反攻大陸等，反映了

某種具有特殊時間性的「流亡主體」（趙彥寧 2001 ﹝1999﹞： l”， 160 ）。

她強調：

經由對科技的想望，主體於無限的流亡與延章中將（落後的、

必須被批判的、且永遠逝去的）「過去」與（進步的、不斷發

展的、且可被觀想的）「未來」結合起來，其內蘊斷裂的時間

被縫令，「家國之思」得以再現，「革命」的認同亦得以強化﹔

更重要的是，這個想望也連結了似乎除了「準備」沒有太大積

極意義的此刻與光榮的未來，故而提供了即時通往（其實不確

定的）未來之跳板。（趙彥寧 2001 ﹝1999﹞ ： 161)

換句話說， r ......透過對現代科技的觀想，以同時建構一現代性的

主體、及一民族國家的認同。認同形成的過程中，過去、現在、及將來

的時間差異可被連緝，『國家的善j 與『共匪的惡j 的二元對立關係再

度被確立」（趙彥寧 2001 ﹝1999﹞： 180 ）。趙彥寧研究中的外省人的身分

背景，以及她所分析的經驗資料，都與本文所涉及的不同。不過龍冠海

所代表的社會科學知識建構中對現代化的渴求、國族敘事所建構的時間

存在感等，都與她上述的研究發現，若合符節。再者，趙彥寧在相關的

研究中也洞察到：「受訪者的敘事與敘事性在相當的程度上具，性別的差

異性」，亦即「女性的敘事通常是斷裂的、非直線式的、與正統歷史無

關的j ，而「男性的敘事通常具有高度的連續性與直線性（linearity），其

時間性（temporality）也多與正統的歷史性（historicity）吻合，而且正統歷

史也是個人主觀感受到的正面價值﹒．．．．．或失落．．．．．．的最重要參考座標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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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彥寧 2001: 209-210 ）。從本文前途的分析可以看出，有關中國現代

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同樣充分展現了趙彥寧所指出的這種男性流亡者的

敘事特質。事實上，民族主義或國族意識形態的主要承載者，通常是主

宰著公共領域政治的男性，而非女性。橫跨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上半葉，

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可以說主要是由男性學者建構的知識

天地。

前文提到，歷史上世界各地不少逃難的知識分子流落異鄉後，對於

知識文化的傳播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做出重大貢獻，但即使如此，大多

數身為難民的知識分子，難以擺脫客卿從屬的地位。然而龍冠海與前述

世界其他地方眾多逃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重大差異，在於他所賴以定位

知識追求及個人生命的時間架構與歷史敘事，卻在台灣這個異鄉，成為

一種具有主宰地位的文化上的霸權。 1990 年代以來眾多關於台灣國民黨

統治、省籍關係、國族政治的研究，已經清楚指出戰後本省人在政治、

文化上被壓抑排斥的情形。對本省人而言，那足以深入個人生命的底層，

成為形塑生命存在的時間感 ， 以及追尋生命意義的重大憑藉的歷史敘事，

正是戰後台灣 「中國化j 幾乎最為深沈的所在。 28

人們所講述、所憑藉來確立認同的個人生命故事，通常被公共敘事

所交織滲透。從敘事認同的理論角度來看，敘事與認同互相形塑、互為

因果。特定的公共敘事與相關的集體認同，兩者做為文化結構，既有助

於人們製造意義、形成行動能力，但又拘束人們的認知、限制行動方式﹔

既能鼓舞人們的熱情與創造力，也同時可能協助社會複製既有的權力關

28 :f.t於在「中國現代化」 t.t迷相當流行的 1960 年代步入青春期與成年早期的本省H-~l史世
代而言，更是如此. 奇居者的﹛回歸塊寶 ： 台灣一九七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叉化政治變it }

一書中有相n目的-tt白色（蕭何動 2010）﹒例如8 秀且是（ 1944 年生 ） 在 1974 年將她的才ll紙$

欄文章集結成﹛尋找另一扇窗﹜，被害相當受欲迫而再版﹒在 （ -ili-il且Jf-) 中﹒她曾經如此
表白：「 ．． ．．．．棧於是史加努力於使自己做－個中國人一一－個史比﹝笨者接 ： 足為「為」〕
成代 ﹒更比 ﹝筆者按：應為「為」﹞逐揖﹒史比〔筆者校：應為「為」〕治化的中圈人 －

~許這正是此書能引起高度共鳴的原因所在吧，？斯時所池， -1.1:fVlf追尋的，所需要進辱

的 ，不正是－條成代的，還緝的也活化的中國之路嗎 ？ 」（呂3年且在 1 974: （再成Jt·> 1-2) • 

從前面提到的民族主A. 、 國族敘事與性別的 1111ft，來看， 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表白﹒顯

示某種;f:l.度的男性化t7,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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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持續對他者的扭曲與壓抑。在戰後台灣處於優勢地位的中國現代化

的敘事，也有著這類的作用。

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深受龍冠海等流亡學者的影響。就社會

學來說， 1960 年台灣最真規模與聲譽的大學設立社會學系，無疑是重大

的里程碑。從龍冠海創立台大社會學系到 1983 年逝世前後，大約三十年

的光陰，也正是「傳統、現代j 、「中國現代化」的敘事在台灣社會一

般公共論述與人文及社會科學中最為興盛的階段。除了龍冠海等第一代

的外省籍學者之外， 60 年代開始步入學術生濫的第二代外省籍學者，例

如楊國樞、金耀基等，在建構「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上，甚至

要比第一代的學者，扮演更重要的積極角色，對一般公共論述也更具有

影響力。但這已越出本文的研究範圍，只能留待後續男外探討。

六、結論：說故事的動物與社會科學的他者

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深受兩代外省籍學者的影響。 60 年代以

來，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開始興盛發展。在這個潮流中，他們形

塑了學術知識的問題意識、關懷重點、研究方法等，更設定了討論的時

間架構與敘事模式。他們藉著特定的歷史陳述所鋪設的時間感，建構社

會科學中關於台灣 、 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集體記憶，藉此建立知

識與國族的關連，以及其存在的意義。這個橫跨三十年左右的知識潮流，

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社會公共論述，乃至於更年輕世代的個人志趣、集

體認同、知識視野與想像界線，影響重大。仿照 Dienstag 對政治理論的

說法，我們可以說，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流行與影響，與

其說是依賴抽象的概念與理論，不如說是來自它提供了特定的歷史陳述、

營造了特殊的時間感以引導讀者，更藉此說服讀者，使讀者相信他們自

己在中國現代化的追求中需要扮演的支持角色，因而形塑了他們的認同。

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與其說是彰顯了中國（台灣）的社會變遷

事實，不如說是改造了人們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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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涂爾幹所指出的，時間是人類最基本的概念或理解的範疇之一，

時間的架構幾無例外地是屬於社會集體的，反映了集體生活的節奏與特

質。不過時間的範疇或架構，不只有涂爾幹所關心的日期、星期、月分、

年分，以及儀式、節日、公共典禮的周期等而已。就像筆者在前面討論

指出的，自涂爾幹以來的三類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幾乎都忽略了敘事對

「社會時間J 建構的重要性。人們所進行的敘事的理解，做為一種認知

的結構形成過程，屬於社會時間建構的重要活動之一。這種認知過程所

造成的具體產物，亦即特定的敘事模式，以及它所營造的時間存在感、

歷史意識、集體記憶等，屬於社會時間的重要型態的一部分，成為重要

的文化結構，轉而又形塑人們後績的敘事理解與行動。近年來神經科學

對認知的研究，從敘事結構來理解人頓大腦的發展，更明確指出敘事性

的知識對人們決策判斷的關鍵作用（Thiele 2006: 20卜276）。

當流亡的第一代的龍冠海等人努力研究中國（台灣）的社會變遷時，

第二代的楊國樞等人也積極加入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在差不多

同一個時間的 60 年代初，執教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系的 Ernest

Gellner ，也和 Nisbet 一樣，批評社會學等所出現的各種版本的「世界成

長故事J ( world-growth stories）隱含著朝向進步的演化論等問題。 Gellner

開門見山指出：

人類對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的性質，通常有某種看法。對於是什

麼東西確認這個社會的安排是有效的，也有他們的看法。這兩

件事 ， 亦即意象（image）與確認有效（validation），從來不是、也

不可能是完全各自獨立的 。

社會存在於時間中。眾所周知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設想他們自

己如何處在時間中的方式，非常不同。時間以及時間的視野被

設想的方式，通常與一個社會理解本身、以及正當化本身的方

式相互關連。（Gellner 196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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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家身處社會，要具有 Pierre Bourdieu 等人（1991 ﹝ 1968﹞：

13-31）所謂的「認識論的警覺」而與人們的常識區隔斷裂，並不容易。

對於背負國仇家恨、渴望自己的研究有助於鼓舞人心、振興國家民族的

社會科學家而言，他們志不在於與一般人們的認知隔離，更顯得自然而

可以理解。不過無論如何，與眾多的社會成員一樣，社會學家不僅不易

擺脫所處的社會時間的視野，他們本身也經常是說故事者，他們的社會

科學研究也往往具有豐富的敘事性。敘事通常運用社會文化提供的情節，

而個人訴說的故事往往由公共敘事交織而成，因此蘊含特定的社會權力

關係。那麼透過社會科學的知識建構所講述的故事，以及所塑造的時間

存在感、歷史意識、集體記憶等，也經常反映在特定權力關係下社會理

解本身，以及正當化本身的方式，因而是更廣大社會的認同政治的一部

分。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知識建構，事實上正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台灣 、

省籍關係不平等的政治社會情境。

1970年，亦即台大社會學系成立 10週年時，仍然擔任系主任的龍冠

海接受該系學生所創辦的刊物〈社會導進〉 邀請撰文，在文章中談到他

要以「報告家務J 的心情來「回顧過去，瞭解現在，膽望將來」（龍冠

海 1970: 1 ）。 1975 年，他因為中風而養病，在檢討自己從 1935 年執教

於大學以來 40 年的學術生濫時，則談到：「一個人在人生旅途上，走了

相當遠時，理當回顧一下，思考一番。究竟沿途看到了些什麼？做了些

什麼？所見所為又有何意義？對同路者是否可能有些幫助？對前人或後

人又是否可能有些增補或提示？否則只算是白走一趟，絲毫無意義可言J

（龍冠海 1975: 1 ）。流亡而活在中間狀態 、 始終難以安穩自在的他，與

眾多的人們一樣，在敘事理解的時間序列、情節化中確認自我與知識存

在的意義。這不禁讓筆者想到當代著名的英國小說家Graham Swift( 1949-) 

書中的一段話。 Swift在 1983 年出版的小說〈水之鄉〉（加terland) ，如今

已成經典。 29小說的主角是東英格蘭格林威治（Greenwich）的一位中學歷

29 ﹛水之鄉〉獲得美國〈紡線﹜（Guardian) 1983 年的小這獎 ﹒ 述本小說的中擇，有台灣、中
國的兩種版本（~拉紛﹒史威夫特 1993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2009）﹒至於改商品Pfr拍成
的電影「水之鄉」，在 1992 年土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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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師 Tom Crick , 52 歲的他，工作與家庭都陷入困境與挑戰。 Swift 藉

著描述Crick在困境中對自己生命歷程的回顧，觸及了時間、故事、敘事

與歷史等議題。在小說中， Crick的學生覺得歷史課百般無聊，不知道為

什麼要瞭解那些過去的陳年舊事。面對那些心不在焉的學生，尤其是一

位不斷質疑他、尖聲叫喊「重要的是此時此地」（What matters is the here 

and now.）的學生 Price (Swift 2010[1983]: 66), Crick 耐心地告訴學生：

孩子們，只有動物才完全活在「此時此地」。只有大自然既不

知回憶，也不知歷史。但是人類一一讓我給你們下個定義一一

是一種講故事的動物。不管一個人走到哪衷，他想留下的絕不

是一團混沌 ， 一段空白，而是能撫慰人心的故事的浮標和印痕。

他只能繼續不停地講故事，他必須不停地編造故事。只要有故

事存在，一切就安然。據說，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在生

命隕落的最後一秒鐘一一或是在淹死前一一他會看見自己一生

的故事在他眼前飛速閃過。（格雷厄姆﹒斯威夫特2009: 55-56) 

Margaret Somers 與 Gloria Gibson 在他們傑出的研究中討論 80 年代

以來西方學術界敘事研究的蓬勃發展時，曾經指出：「任何知識學科都

需要一個『認識論土的他者』（epistemological other），來鞏固一個凝聚的

自我認同與集體計畫。對社會科學而言，敘事的概念一一由於長久以來

和人文學科以及歷史專業的牽連一一在充當那個角色上佔7最重要的地

位」。如同許多二分對立的觀念一一例如「研究特殊規律的J

(idiographic）相對於「研究普遍規律的」（nomothetic）、「特殊主義的」

(particularistic）相對於「可概推的J (generalizable）、「描述j 相對於「理

論J 、歷史學家「只是敘事」的研究取向相對於社會科學比較嚴謹的方

法等一一所顯示的，敘事研究長久以來被成功地排除在社會科學認識論

的合法的「認同領域」之外（Somers and Gibson 1994:38 ，粗體字為原文

的強調）。如此看來，敘事被時間社會學，乃至於被廣泛的社會科學忽



166 族群、民接與現代國家
!
ii1 

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那麼也許必須等到有一天，社會學家或社會科

學家重新認識自己畢竟是說故事的動物， Somers與Gibson所呼籲的「重

新要回認識論上的他者J (reclaim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才成為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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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 1949 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府遷台到 1955 年間，

約有百萬名的中國大陸各省軍民來台。 1這批近代中國及台灣歷史上人數

最多的政治移民及其後代，在官方統計類屬及本地人眼中，被賦予「外

省籍」或大陸各省籍身分﹔也在 198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普遍化的族群分

類概念中，被視為台灣主要族群之一。儘管許多人並不接受這個「族群J

身分歸屬，但是過去台灣「外省人J 研究中，語言腔調與文化習俗各異

的大陸各省移民，在台灣社會中如何由他人認定到主觀認同而逐漸成為

「外省族群J ，仍然成為重要研究課題，研究者也似乎對「外省人J 認

同產生機制已有相當共識（見 Yang and Char浩劫10 ）。不少外省人族群

形成研究指出，大陸各省移民遷台後，因為相似戰爭與遷移經驗，經濟

困難時依賴黨園，職業集中軍公教部鬥，共享效忠中華民國、國民黨及

蔣介石的政治意識形態，相對集中居住眷村，以及面對本地人敵視等因

素，而逐漸發展出「外省人」身分意識（例如，柴雅珍 1997: 78-97 ; 

Chang 1994: 108 ; Corcuff 2000: 71-75 ; Simon 2006 ）。這些說法除了強

. 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本人主持之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筒稱國科會）計畫「台灣
『外省』弱勢族群意識的內涵、緣起9H音展 J （執行時間： 2009 年 8 月 l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 1t主鈍說： NSC 98-2410-H-001-062－），以及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給台大）政
治學系Ft-t意為教授主持、並於 2001 年公開的國科會計盡所蒐集的原始調查數據：﹛政治
系統與i宴請主行A ：民國七十八年增級立法姿員及縣市長選舉的分析（台北市立委）﹜
(D00062）〔~蛤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金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
金研究資料庫（https://srda.sinica.edu.tw ﹒ doi : 10.6141月W-SRDA-D00062-1 ） ， 謹此誌~u .
另外特別感謝國科會計畫執行期間，助理吳沛憶的協助與1ti舟，對本叉的後續發展有重要
ti:.發﹔也6'!ltll/J~吳會沛協助金理各項歷史文獻 ﹒ 本文初稿曾以「 tb J也從：意識到族群；＠.：
ii\ ： 重探台灣族群意識的內涵與緣起J 為 ,l且﹒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族群、民
族、典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主辦之「台灣：族群、民族Wt且代國家的坦白話與經給研討
會」（2013 年 10 月 25 日）．本文對初稿作T重大的修改 . Eb謝會議評為人并且缸德教授、兩
位匿名評審、以及績委會在投稿期間提供的各項建議 ， 對本文的最後定稍有重要幫助 ﹒
大陸各省來台官員軍民人紋，有系統性資料根據的說法有二：一是李練明在 1960 年代末
期估計的九十一萬人（李祿明 1970 ） ， 二是林編法以軍方資料加上－M:民眾人口數字統
計，~為由 1945 到 1953 年期間約有－百二＋餘萬人遷台（林桶法 2009: 323-336) •各種
估計數字說法及其可信度，參見楊孟軒（2010: 536-543）的it~ ﹒本文採用李株明近百萬訟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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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外省人在台灣各種相似經驗外，也提到與本地台灣人互動經驗﹔尤其

是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不少台灣人對「外省人」產生不區分內部差異

的類屬性敵意，更被視為外省人群體認同形成關鍵性因素。

這些 1990 年代出現的外省人身分認同形成研究，似乎都假設大陸各

省籍移民及其後代，早在 1970 年代以前，就已經有超越大陸各省籍身

分、共同外省人認同，只是過去還沒有被稱為族群（認同）而已。不過，

由於過去研究很少對 1990 年以前外省人不同身分認同，特別是大陸祖籍

省分、縣分及外省人之間關係，進行實質歷史研究， 2這個假設仍然有待

驗證。

這個關於外省人認同出現時機的假設，也牽動到台灣外省人族群形

成的理論問題。上述研究者雖然都同意大陸各省籍移民及其子女早已形

成「外省人」認同，但是不少人也認為在未經大規模政治動員前，這種

認同性質比較接近文化團體認同。後來因為台灣政治本土化及民主化轉

變，特別是 1991 年國會全面改選後，外省人失去了在中央政府體制中的

整體政治優勢，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才在台灣政治族群化過程中逐漸浮

現（張茂桂 1997 ﹔施正鋒 1997 ﹔王甫昌 2003 ）。透過弱勢族群意識政治

運動組織動員的洗禮，「外省人」身分認同才充分發展為族群認同。就

不同族群運動建構的弱勢族群意識出現的相對時程來說，上述研究指出，

1990 年代才浮現的「外省人」族群意識，晚於「本省人J ( 1970 年
代）、「原住民J ( 1980 年代初期）、「客家人J ( 1980 年代末期） ，

是台灣四種弱勢族群意識中最後發展者（王甫昌 2003 ）。而 1990 年代以

後才出現的發生時機，也隱含了外省弱勢族群意識是「外省人J 在台灣

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轉型衝擊下，為了對抗台灣本省籍菁英跨越政黨界

線聯合排擠外省人，而產生的防衛性認同之意涵。

2 由於i過去缺乏台灣戰後初期IJt史研究，少數以歷史研究方法探討戰後外省人塑造輿變遷的

研究（例如﹒柴雅珍 1997 ） ， 使用的是史文獻資料大多是 1980 年代末期徒封過去的詮擇

與回憶．．而非到過去的第－手歷史研究 ﹒ 比較顯著的例外， ;t_紛孟軒（2010）對外省第一代

中下階層移民 1950 年代社會史研究、鍾費宜攸（1999）台北市外省同鄉會研究﹒以及林勝偉

(2003）對國家制度如何建構有色民身分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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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最近研究發現，少數外省籍菁英’的70 年代就已經在海

外學術論文中指出外省籍青年在台灣政治機會受剝奪與經濟上弱勢感（特

別是湖北省籍政治學者魏鋪，見王甫昌 2008a ）。 1980 年代以後，不少

海外學者回國訪問或出席國家建設研究會時，發表政府用人有省籍考量，

「外省籍青年在台灣沒有政治前途」等說法也大量出現在主流新聞媒體。

這些說法在過去並未受到研究台灣族群政治發展學者注意或重視，原因

在於當時大陸各省籍仍在中央政府重要職位占絕對優勢比例，以及這些

說法並未成為激烈的族群運動論述。然而，如果對照外省籍政治菁英在

1990 年代初期以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進行政治動員，短時間內就有驚人

成效來看，這些族群運動論述中強調的外省人不滿，似乎由來已久、而

非短期內形成。因此，這些 1970 年中期以後出現的說法，在外省人弱勢

族群意識建構過程中的作用或角色，恐怕必須被重新評估。更重要的是，

1970 年代外省籍菁英仍然喔有中央政府絕對權力優勢狀況下，為何會出

現外省籍青年在台灣沒有前途的說法？

本文的目的，在於重新探究台灣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內涵與緣起。

本文將指出， 1970 年代中期出現在海外學術期刊的說法，事實上是後來

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原型﹔它們與 1980 年代以後外省第二代的族群意

識在內涵上有重要的差異。前者仍有大陸省分籍貫為主體的地域意識做

為參考架構，後者則是以台灣所有外省人為主體的新形態群體意識，其

性質與過去的地域意識截然不同。本文將分析這些說法出現的時機、政

治與社會背景、主要宣導者界定的危機、提出的解決方式，以及相對應

的政治動員結果，據以提出一個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新理解。這個新

的理解將真體指出外省第二代建構跨越大陸各省分的外省人弱勢意識論

述，主要目的、或是達成功能，正是在於超越移民第一代父執輩的省分

地域意識對於外省籍在台灣參與選舉的限制。本文也將討論這個研究發

現對外省人族群形成的理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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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緣起

1949 年以後，由於國共內戰失利，跟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大陸各省

官員、軍民，雖然是陌生土地上的政治難民，但是在最初 20年間，外省

人是台灣社會弱者的說法，並未在公共場域出現。在此期間，「反攻大

陸J 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海外及對島內宣稱的主要國家任務，造成台灣

社會受到戰爭體制的扭曲。當時有知識分子認為，在「馬上就要回大陸J

想法下，一般人經常有「暫時忍受」、「暫時遷就J 心態，政府也採用

「過渡性的措施，不求徹底J （自由中國 1957b: 7 ）。在反攻大陸目標

下，大陸各省籍人士比較關切大陸家鄉，而沒有注意暫時居住的台灣之

處境。更重要的，當時大陸各省籍人士在台灣的政治權力結構位置及一

般性經濟處境，似乎也不容易產生外省籍是弱者的說法。

在政治權力分配方面，遷台中央政府上層權力結構的重要位置，絕

大多數幾乎都由大陸各省籍人士搶任。在 1969 年以前，本省人在中央政

府五院及國民大會代表比例，幾乎都維持原先中國 36省、 13 院轄市的行

政架構下一省的比例（參見本文下面的統計數字）。國民黨政府為了暫

時維持能夠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機構，遷台後先透過遞補，使得立法

院與國民大會有足夠成員在台集會，繼而以大法官會議解釋，讓 1948 年

選出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到第二屆能夠選出集會為止。

在此政治制度設計下，台灣省籍代表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所占比例憧

低。 1966年472位立法委員（ 410位區域代表、 62位職業團體代表）中，

台灣省籍者只有六位（1.72%) （立法院公報 1966 ）。 1969 年國民黨政府

才在民意壓力下，首度舉行中央民意代表補選，選出 11 名立委及 15 名

國民大會代表﹔這些新增名額在當時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比例不及

5% 。而在行政院內閣中， 過去本省籍閣員都只有 l 到 3位 ，要到 1972 年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才首度任命 6位本省籍閣員（占當時 19位內閣官

員三分之一）。甚至連台灣省主席也一向都由外省籍人士擔任 ， 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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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首次推派本省籍人士。因此， 1969 年以前大陸各省籍在台灣中央政府

權力上占有絕對優勢比例。雖然地方選舉中，除了縣市議員和台灣省議

員還有大陸省籍人士當選，縣市長則幾乎都是台灣省籍人士，但是過去

大陸各省籍人士並沒有在大眾媒體中公開抱怨此一狀況。即使是 1960 年

以前批評時政最力的〈自由中國〉雜誌，討論了許多敏感性的省籍相關

政治問題，包括地方政治體制、地方選舉中國民黨安全措施的舞弊、台

灣人與大陸人間各種隔閔問題，或是批評某些掌權者有「當地人勢力抬

頭的恐懼心理J （自由中國 1957a’的60 ﹔李福春、李賜卿 1960 ﹔秋水

1958 ）。但是，該刊從未出現過大陸各省籍人士當選比例過低，或是外

省人政治參與管道受限的言論。

在經濟方面， 1960 年代末期前，大陸各省籍移民的整體經濟狀況，

比起本地台灣人，似乎也沒有相對不利情形。過去少數處理大陸省籍者

經濟狀況的研究，似乎也不認為外省籍是經濟弱勢者。社會學者王維林

1962 年對外省人集中居住的台北市貧民區調查顯示，外省籍當時約占全

市人口的 37.9% ，但是貧民中外省籍比例只有 25.3% 。他因而認為：「大

陸淪陷後來台同胞並末增加台北市貧窮問題的嚴重性J （王維林 1962:

45 ）。另外， 1960 年代末期在台大社會系任教的瑞士籍神父 Wolfgang

Grichting （顧浩定），根據 1970 年一項全台灣的抽樣調查，指出大陸人

家庭經濟狀況普遍比台灣人（福佬、閩南人）及客家人都好（Grichting

1971: 69-72）。當時大陸省籍受訪者無論是自己回答家庭收入，或是由訪

員判斷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都遠比客家人及福佬（閩南人）受訪者好。

外省籍移民在台灣的處境，一般來說除隻身來台者因為缺乏年長家

庭成員照顧，生活比較困難外， 3經濟狀況整體來說比本省人好。因此，

1960年代末期以前，雖然有不少外省人表示思念故鄉及親人而精神苦悶，

3 例如 ， 1958 年台北市三，由車夫在報土投書抗議警察局三給.,1z.管理辦法 ， 有「不准Tfi ill 、不
iii:修建」規定，特別指出 ： 「例如外省人隻身在台， 所有全部財產，使一三給車 ﹒ 若一旦
發生意外~患病，那只有望車興唉，守死車而已」（聯合報 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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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軍人士氣低落、罹患精神病就診比例較高， 4眷村年輕人組織幫派、

犯罪者比例較高等問題， 5但是外省人是弱勢者的說法，並未出現在公開

文獻中，更未成為社會或政治議題。

外省籍在台灣社會中是弱勢者或是類似的公開說法，最早出現是

1970 年代初期。

I. 公共論述中「外省人弱勢」說法， 1971-1987 年

海南島籍社會學者龍冠海的71 年在韓國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台灣

光復後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台灣人和大陸人享有一樣公民權，而且因

為台灣在對抗大陸中的特別位置，以及當地人的身分，本省籍甚至比外

省籍享有更多政府提供的利益與特權（Lung 1971: 19）。這包括本省人擔任

公務人員人數比起日治時期大量增加（由 1946 年到 1969 年增加三倍，

而台灣人口只增加二倍），有不少中央民意代表、內閣官員及行政首長，

多數民選議員、縣市長、立法院長，以及許多初中、高中校長都是台灣

人。另外，台灣大學中本省籍教職員比例由 1958 年 50.6% ，增加到 1967

年 55.2% (Lung 1971: 19-20）。

同樣的，魏鏽 1970年代初期在美國出版的一系列論文中（Wei 1973a, 

1973b, 1974, 1976），提到國民黨政府政治革新，提供了本省籍更多政治

參與機會，雖然促進了本省籍與外省籍政治整合，但是也令大陸各省籍

青年覺得自身參與政治機會受到排擠與限制。他特別指出，在 1969 年舉

辦的中央民意代表補選中，新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都是台灣

省籍（Wei 1973a: 481 ）﹔ 1972 年選出的增額立法委員 87% 是台灣人（Wei

1974: 24）。男外，魏鑰也提到蔣經國搶任行政院長後，本省籍內閣成員

增加到 6位，而且首度任命台灣省籍人士擔任台灣省主席（Wei 1974: 25, 

4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醫師林憲，指出 1954 年到 1974 年 21 年闕，在台大精神科就兮的 59.738

位病患 ﹒有 24,832 位（41.57%）為大陸各省給人士﹒由 1954 年到 1960 年，外省拾病患人

數,fff，超過本省a病患 u幸運. 1986: 597-598) • 
5 例如，司法行政部資料顯示 1948 年到 1971 年台灣執行死刑人故有 77 人，其中沁人（49%)

是大陸各省籍人士（司法行政部門71: 104-105 ﹔凡楊益軒2010) •當時大陸各省給人口約
占總人口數 14%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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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265）。他因而指出 ： 「展望未來，中華民國的領導者將會繼續提攜

年輕、高教育、有能力的台灣人成為政治菁英。甚至不惜犧牲了具有同

樣資格的大陸籍青年的機會J (Wei 1974: 25）。 1976 年的文章更指出外省

籍在台灣是屬於收入較低群體，外省籍青年因為缺乏資金及選票，在台
灣任何層次選舉幾乎都難以當選，加上政府刻意栽培本省籍青年，造成

外省籍青年不滿。他表示：「這種刻意安排本省籍青年進入高能見度的
職位之菁英召募方式，不但無法達到真正的菁英流轉之目的，更可能讓

有能力的外省青年覺得自己在台灣的政治結構中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Wei 1976: 265）。他因此提出警告 ： 「如果年輕一代外省人的經濟狀況沒

有改善、政治參與機會繼續受到限制，可能會造成嚴重性不亞於台灣人

不滿的不良政治後果J (Wei 1976: 268）。

魏鋪這些英文論文，至少有兩篇被多次譯成中文在香港或台灣出版

（魏舖 1977 ﹔魏鏽著、艾南譯 1975, 1980 ﹔ 魏繃著、朱雲鵬譯 I 980) • 

而讓台灣學者或學生有機會接觸。除了學術論文外，海外也有不少學者

在其他場合公開提出類似說法，而被圍內媒體報導 。例如， 1980 年 5 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舉辦「台灣民主政治前途」座談會，主持人吳

建國對外省人在本土化政策下受到街擊之說法，呼應了魏鏽的醫語：

今後台灣應在公平的原則下，給所有在台灣生長的人公平的待

遇。在政治上，多讓台灣省籍人士參與中央的決策，鼓勵在台

出生的外省籍青年多參加地方選舉， 這是消砰省籍觀念必定要

用的一個法子﹒．．．．．．在經濟上，希望立法院通過一個平等的僱

傭法，使外省人也覺得有生活上的保障，自然會將台灣視為一

個可以長期居留的地方。否則，在本省人慢慢出頭後，外省人

會覺得失去了保障，本身既沒有錢、政治土也缺乏保護。這些

外省人也有錢百萬，如不好好處理，十年後恐怕就是外省人要

遊行了。（吳建國 1980 ，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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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說法明顯地是針對 1969年蔣經國搶任行政院副院長6 、 1972

年擔任行政院長後，一連串為了因應台灣人要求更多政治參與而實施的

安撫措施表達不滿。這些後來被戲稱為「吹台青j 的政策，包括刻意提

拔台灣省籍青年進入重要政治職位、開辦商選及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增加台籍人士參與中央政治機會。引發這些不滿的導火線事件，是 1969

年國民黨政府首度開放中央民意代表補選時，國民黨中央決定不提名外

省籍人士參選。當時台北市外省人口約占 40% ，過去外省籍都能在總數

達到到 70 席市議員中選上至少三分之一席次，以及 4席台灣省議員席

次中的一、兩席，國民黨卻決定不提名外省籍參選，更讓許多外省籍青

年忿忿不平。在國民黨公布提名人選次日，台灣各大報紙都以頭條新聞

報導提名人全部為本省籍人士。 7而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大力拔撞台

籍菁英入內閣，更是台灣各主流媒體大肆報導的重大新聞，也被詮釋成

蔣經國在政治職位安排上打破「平均主義」地域觀念的作為（中國時報

1972 ）。蔣經國為了安撫台灣政治菁英，略微調整過去地域平均主義的

政治職位分配慣例，讓台灣省籍者享有超出過去僅為一省比例的做法，

引起「外省籍j 青年不滿。

1970 年代初期台灣政治與社會氛圍下 ，這些不滿情緒仍是敏感問

題，因此無法公開談論。但是，在海外卻無此顧忌，加上為了反駁當時

海外台獨運動者有關本省人受到國民黨歧視的說法，因此，這些說法最

初都只在海外流傳。相對的，國內的外省籍青年只能以比較委婉或隱諱

的方式間接向政府高層進言，表達不滿。例如， 1976 年國內學者在 〈中

國論壇〉檢討「人才運用j 問題，強調「人才不宜有地區限制J （杜凡

庸 1976 ）﹔或是「政府不應該特別強調某人是『本省青年才俊j J 、

6 當時行政院長是由副總統嚴家﹔在1:任 ﹒

7 ﹛中國時報﹜頭版頭條新削標題是 ：「增補選立委及國大代表候選人國民安提名人進公布
全iJ,本街市人士學屋，普遍提高」（ 1969 年 l l 月 2 日 ，第 l 版）． ﹛聯合報﹜是： 「 到 1\

及立委總揣進國民黨提名二十人全A台灣省及台北市n同志J ( 1969 年 l l 月 2 日﹒第 l

版） ． ﹛中國時報﹜ .:tt.刊出記者特稿 ， 或明國民黨中央為何決定不提名外省人（ ~kfif. 幸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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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用人唯才j 為基本，那就不應該讓人有『生不逢地j 之嘆J

（張潤書 1976 ）。

不過，海外公開批評言論，在海外學者受蔣經國邀請返台參與「國

家建設研究會J （以下簡稱「國建會J ）時公開發表，經過媒體記錄、

報導後，也出現在台灣主流輿論，而刺激了本地學者跟進。 1979 年 7 月

國建會中，旅美學者高資敏（本省籍）就認為「政府近年來在用人方面，

有過分及故意強調省籍觀念的趨向。以致許多本省籍人士被延攬擔任重

要職位後，心稟反而有不舒坦的感覺」（聯合報 1979a ）。隨後，台灣大

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圍在「如何建立開放與公平的社會J 座談中談「本省

人與外省人的溝通j 時，也提出了類似看法，批評政府用人將特定位置

保留給特定省分的人，連背了用人唯才的公平原則﹔而曹俊漢在同一場

合更指出「部分外省人則認為，在台灣的外省人絕大多數是經濟上的弱

勢者、社會地位的低層者J （陳祖華等 1979 ）。同年 l l 月第二次國建

會，旅美學者張旭成及國內政治學者呂亞力、黃石城也在這個「民主假

期J 場合，大膽地指出政府在用人有省籍考量做法，造成不同省籍背景

者誤會與不滿。而當時已經被延攬回國服務的魏鋪，也以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主委身分出席，發言延續早期在海外的說法，指出：「目

前行政院閣員中有七位是本省籍，省議員及各級地方議會民意代表幾乎

全是本省籍，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本省籍j ，強

調外省人政治參與的弱勢（中國時報 1979a, 1979b ）。這些國建會建言，

都以醒目標題出現在隔日〈中國時報〉第二版頭條新聞中。該報記者更

在國建會觀感專稿中，詳細引述張旭成發言提到「兩種省籍問題」：本

省人對於高層行政職位外省人居多感到不滿，而外省青年則對未來沒有

信心，認為將是本省人的天下（金惟純 1979 ）。

1982 年國建會中沈耀順建議政府用人不應有省籍考量，他指出：

從政府任用合籍人士擔任高級人才的職位來看，有其固定的位

置，如副總統、行政院副院長、省主席、內政部長等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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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固定職位分配的作法應于調整，使非本省籍者也能擔任這

些職位。且本省籍人員任高職時，其職位也能突破（中國時報

1982a ）。

隔年，國民黨本省（客家）籍立委鍾榮吉在立法院質詢也提到三度

赴美訪問聽到外省籍人士質疑政府將某些高層政治職位保留給本省籍的

「省籍考量」（鍾榮吉 1983 ﹔中國時報 1983a) 8 。這種由海外先行、圍

內跟進的言論發展狀況，也導致 1982 年 〈中國論壇〉雜誌在「正視地域

觀念問題」封面主題中，指出幾位與談人都認為省籍隔閔問題，在海外

似乎比在國內嚴重得多，而且在海外發酵之後，還「輸入J 回台灣了，

造成了省籍問題政治化（楊國樞的發言，中國論壇 1982: 11-12 ）。

不過，除了政府重要職位人事安排外，更重要的是在 1980 年代以

後，政府為了回應台灣省籍政治菁英而逐步擴大開放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以及台灣省議員選舉中，外省籍當選比例逐步下降的危機感。 1977 年第

六屆台灣省議會 ， 77 位省議員中尚有三位外省籍﹔但是，到 1981 年第七

屆時， 77位中僅有一位外省籍當選﹔ 1985 年第八屆，也僅有兩位外省籍

（請參見本文表 8 ）。

類似狀況也出現在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結果上。 1970 年代兩次增額立

委選舉，外省人都尚能維持 5 席（ 1972 年 34 席中占 14.7%, 1975 年 37

席中占 13.5% ）。但是， 1980 年代以後，外省籍當選率一路下降， 1980

年降到 10% ( 70席中僅有7席） • 1983年降到 7% ( 71 席中僅有5席），

1986 年更是只有 5.5% ( 73 席中的4席）。尤其是 1986 年當選四席中，

除了台北市趙少康之外，其餘兩席是軍方支持、另外一席在福建省選出

（ 參見表 9 ）。

8 4目 ：甜的 ，當時無黨籍或黨外省議員與立委． 在公開質疑政府別人的省絡考量時 ， 除了提到

本省人無法進入特定職位 （：，商議員提到警察、校長、台灣省政淪秘書長、財政處長、主it

..t長、學務處長，以及立委捉到中央民代）外 ， 也捉到外省終無法進入政府剝：意保留給本

省緒的職位（中國時報 1982b, 1983b ﹔林樂善 1984 ﹔ 許發淑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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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初期，在野人士民主化改革訴求升高，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呼聲越來越大。國民黨政府除了研議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方案外 ，也在選

舉時開放更多增額立委席次9 。 外省籍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上表現越來越

差，使得許多外省籍菁英認為透過選舉參與政治十分困難。也有許多人

主張在中央民意機關充實方案中，應該研議設立大陸代表席次，以保障

大陸省籍第二代的參政權利。外省菁英參與政治機會受限之不滿，在 1984

年後頻繁地出現在大眾媒體中。不但有海外學者繼續發聲（例如，高資

敏 1984, 1987a ﹔丘宏達 1986 ﹔楊力宇 1987 ﹔黃肇松、周陽山記錄

1987 ），圍內亦有人在政論雜誌中呼應（例如，夏承中 1985 ﹔鹿加

1986 ﹔中國論壇 1986b ）。

這些學者的呼籲與媒體報導，也因為候選人政見而引起更多注意。

雷渝齊（湖南省籍） 1983年在台北市競選立委連任時提出要爭取「弱者J

訴求。他將台灣公民分為五等：特權是一等、財閥是二等 、台灣人是三

等、外省人是四等、榮民則為五等（聯合報 1983 ）。雖然未獲國民黨提

名的雷淪齊最後僅以些微差距落選，但是憑藉自身力量及 「弱者j 訴求，

得到五萬多票，使得選後檢討中，台北市議員趙少康就呼籲執政黨應該

注意雷淪齊強調的「榮民安置、外省籍第二代出路及特權」問題（趙少

康 1983 ）。雷渝齊的說法可能反映了當時不少人心聲。 1984 年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發現，台灣民眾總體來

說，認為本省籍人士社會影響力略高於外省籍人士，在 15 種社會團體

中，分列第十三位及第十四位（參見王甫昌 2008a: 495-497 ）”。

9 

JO 

一個重要變化是 ﹒美起島事件前後﹒增頭立委名頓大量地加﹒原先視畫，l在 1978 年底完成
的選舉﹒開放i童般的名頓是 38 名 （不合海外遴選 15 名 ）．只比上屆總加 l 席﹔增加 l 席
是根據人口增加絡度計算而得 （聯合報 1978a ） ﹒ 但是，後來因為 1978 年台美斷交而未舉
行﹒ 1980 年恢復進學時，「國家安全會議」突然決定將名額增加到 70 名 ， 如果加土海外
遴選席次﹒共有 96 月暫 ﹒ ﹛聯合報﹜記者頒文問特別稱之為 「政治上具有If): 史意泛的大
事J ，因為 ： 「增額立法委員選出九十六人後，將佔全部立法委員四百十二人的百分之廿
三n-.三（流行只佔百分之十四n-.一） ，將近四分之－」（顏文問 1980 ) • 
3室次調查所詢問的 15 種社會因寶貴，影響力依序是 ：國民黨 、政府官員 、報社 、警察、大
企業 、 ~::t-4-家、民意代表、法官 、 一位民眾 、軍人、 $1!,黨給人士、工會、本省ff人士、
外省給人士、老年人（玉甫昌 2008a: 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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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政治與社會氛圍下，加上 1986 年被認為代表本省人的民主進步

黨（以下簡稱民進黨）成立之刺激，外省人成為台灣社會中弱勢者的說

法，漸漸浮現。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趙少康及簡漢

生（雲南省籍）的說法，這些言論也成為後來激發 1987 年省籍問題辯論

的直接導火線之一。趙少康在 1982年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後， 1986年底

轉戰增額立委，成為當年唯一非軍系支持的外省籍當選人，儼然成為外

省籍第二代政治代言人。 1987 年 2 月〈遠見雜誌〉刊登了兩位新科立委

（國民黨趙少康與民進黨康寧祥） • 1986年底的對談紀錄。趙少康表示：

在經濟上外省人是弱者，他們沒有土地、祖產﹔而在政治上外

省人也是弱者，除了極少數中央部會的官員，目前全台灣二十

一位縣市長中沒有一位外省人，省議會中外省人也越來越少，

台灣省主席、台北市長、高雄市長也都是本省人。為什麼現在

有些黑社會幫派中，很多是眷村子弟？因為他們只有在那衷才

能滿足自我，否則就是到國外留學不回來，因為他們覺得在這

裡前途並不好，有沒有根的感覺．．．．．．。

今天固然在台灣一千九百萬人中，外省人只有兩三百萬，是少

數，但是與大陸十億人口相比，台灣人還是絕對少數。假如有

一天，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覺得活不下去，覺得受到壓迫、

排斥，他們有沒有可能和中共衷應外合？中共一直找不到理由

來打台灣，但假如有一天外省人說歡迎中共來，那中共舍不會

來？（遠見雜誌 1987:33 ，粗體為筆者所加）

這是首次有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在媒體上公開陳述外省人是台灣社

會弱（勢）者之說法。男外，僑選立委簡漢生在該年台灣首度出現推動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j 運動後， 3 月 10 日在立法院提出「同舟一命，消

研省籍情結J 質詢，強調「本省籍的新生代認為外省籍的權力核心交棒

不夠快速，而外省籍的新生代則更認為自己連排隊的機會、資格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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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幾乎都沒有了」（簡漢生 1987: 12 ），「近數十年來，本省籍才是政

治的優秀籍貫﹒．．．．．外省籍同胞多覺在政治上已沒有參與的機會與出路J

（簡漢生 1987 ）。不過，這項說法也激發7國民黨的本省籍立委吳德美

當天下午在質詢中質疑政府用人政策的省籍考量：「以行政院來說，為

什麼祇有內政、交通、法務由本省籍人士擔任？為什麼本省人不能當財、

經兩部部長？而外省籍的第二代，為何不能晉升為內政部長？甚至，為

什麼本省人不能當行政院長？國防部長？」（吳德美 1987:81 ）。第二天

主流媒體大肆報導這些質詢（例如，中國時報 1987a, 1987b, 1987c ﹔聯合

報 1987a, 1987b ）﹔導致政府用人的省籍隔閔或歧視問題，在主流大眾傳

播媒體頻頻出現。

這些在主流媒體上沸沸揚揚的說法，正是民進黨籍立委吳淑珍 1987

年 3 月 25 日對行政院長俞國華提出「放棄歧視台灣人政策，讓台灣永享

真正的民主和平」質詢的主要背景。她在質詢中特別提到了學者楊力字、

丘宏達，以及立法委員簡漢生 、 趙少康等人說法，並且為了反駁這些外

省籍是政治及經濟弱勢者的說法，提出各種數據佐證。這項質詢後來在

媒體上及學術研究中引發軒然大波，除了行政院長強烈回應外，連蔣經

國都在 5 月 IO 日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接見蕉，籍立委時，刻意透露其父親蔣

介石總統在 1949 年 1 月 l l 日「親筆撰擬拍發給當時台灣省主席陳誠的

一封電報稿內容，說明當年 蔣公對台灣同胞的關懷和重視人才引用的

政策」，成為隔日各大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中國時報 1987d ）。吳淑珍

質詢引發公開辯論與討論，也成為省籍問題進入公共場域討論的契機（王

甫昌 2008a ）。

2. 「（本省籍）優秀籍貫論」與「外省人弱者論」

上述 1970 年代初期以來有關外省人是台灣社會中弱勢者的說法，可

以歸納出兩種內酒與意義相當不同的論點：其一是本省籍成為「優秀籍

貫」的說法，其三是「外省籍是弱者」的說法。這兩種說法並非相互排

斥，許多時候甚至出現在同一個人的言論中。但是兩者的政治與社會意

涵極不相同，所歸咎之原因、要求之解決方式更是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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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省籍）優秀籍賈論

1970 年代開始，每當政府公布重要人事案後，朝野人士往往質疑政

府用人有省籍考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點，就是高資敏(1987b）及簡漢

生（1987）直接使用的「優秀籍賈J 論。 11 男外，前途龍冠海、魏鋪、丘

宏達、楊力字的說法也都透露出類似論點。所謂「優秀籍賈論J ’是指

在蔣經國優先提拔台灣省籍青年進入特定重要政治職位的政策下，台灣

省籍身分成為政治「優秀籍貫J ﹔相對的，大陸各省籍青年則因為籍貫

而受害。外省籍青年不論才幹與資歷都沒有機會進入這些保留給本省籍

的位置。

這種對於參與高層政治職位機會被剝奪的感覺，其實是在以整個中

國為範醋的國家想像下，為了維持地域均衡，而讓各省或地區人士在中

央政府重要職位上都有代表之想法而產生。在此國家架構下，台灣做為

中國 36 省之一，台灣省籍者在政治職位分配上占有比例，不應高於一省

比例，否則就成為享有特權的「優秀籍貫」。這樣衡量公平的標準’是

以中國 36 省行政區單位為主要參考架構，而不考慮大陸各省籍在台人數

或比例。

到 1980 年代，這種國家範圍的參考架構，以及評估是否公平的方

式，在外省籍菁英之間仍然相當普遍。舉例來說， 1980 年國建會時，媒

體公布與會者名單時，附帶提到 281 位與會者，「以籍貫來分，以台灣

籍的六十三位最多，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其次為江蘇籍，三十八位﹔

廣東籍，二十五位」（聯合報 1980 ）。 1988 年李登輝接任國民黨主席

後，提名 180 位中央委員名單時，媒體仍然分別統計各省籍人數（經濟

日報 1988 ）。以省為單位的統計數字，由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末期之

II 1971 年張素涵 Ok俊宏的ct名 ） 在﹛大學﹜ $ft誌的文章中指出，應放以機會均等來消除月1

二代的地成概念 ﹒ 他認為當時 「成府1t於本省籍的人才蓄意j叫起曾不遺餘力﹒但是因1』詢

問題本質的未深入拿錢，難免在用人上仍豆花 r明星式』 的培拉﹒．．．．．．此發明星式的）jcl. 才

方式到本街青年尚未能收到普遍號召之利，卻容易先使外省青年才ft之士產生 r此處不留

爺』的錯覺」 01'<哥哥涵 1971: 10）﹔這種機會不均等會等ii: 「給質的優越感與自卑It, 」．
這個就if-典後來的「優秀Ji質為」相當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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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勝枚舉，也經常被詮釋為本省籍占便宜的證據。持此觀點者通常都

反對將「大陸各省籍j 合而為一個群體單位，做為評價政府在用人上是

否公平，認為應該分別考慮各省（例如，葉星 1978 ）。換句話說，只有

在考慮中國各省分都應有代表的參考架構下，台灣省籍占多數狀況，才

會被詮釋為台灣省籍成為「優秀籍貫」的證據。

(2）「外省人弱者論J

相對的，「外省人弱者論j 則認為相對於台灣省籍者，外省人（不

論其省分）已經成為台灣政治或經濟弱者。年輕一代大陸省籍的政治與

文化菁英，覺得自身的政治及經濟機會，受到不公平對待，甚至可以說

受到省籍歧視。這種弱者意識內通包括了：

(i）「外省籍第二代」的身分意識。所謂「外省籍J 第二代，籠統地

包括了父親或本身來自中國大陸各省（ 35 省、 12 院轄市），在台灣成長

的青年。到了 1970 年代，在台灣居住已經超過二十年之後，大陸省籍青

年原先的籍貫省分語言腔調、文化特質、同鄉社會網路關係，及因而產

生的祖籍省分認同，雖然沒有消失，卻因為外省籍共同面臨了相對於台

灣省籍青年之不利政治與經濟位置，而逐漸產生了外省籍身分認同。換

言之，這個新身分與認同，主要是相對於台灣省籍之共同不利社會位置，

而非基於外省籍第二代相同語言與文化。

1987 年 2 月趙少康在〈遠見〉雜誌提出外省籍第二代或是外省籍新

生代危機感說法後，這種身分的說法開始在大眾媒體中大量浮現。光是

出現在當時主流媒體報導或專論，至少就包括了蘇嫻雅（1987） 、 王銘義

(1987）、樂新生（1987）、黃正一（1987）、紀政（1987）、聯合月刊（1987） 、

我撫天（1988）、黃主文（1988）、孫勝治 (1988）等。而 〈聯合報〉 更在 1988

年 2 月 12 日社論中，直接討論本土化政策與「外省籍第二代J 身分與失

意感的關連（聯合報 1988a ）。因此，儘管過去外省籍身分早已經出現在

官方統計類屬及本省籍人士群體分類概念中，但是外省籍人士（特別是

第一代來台者）對於外省人身分之認同或接受，在多數狀況下，都不及

大陸原籍省分或縣分之認同。直到 1980 年代外省籍第二代在本土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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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成為台灣社會弱者的說法出現後，這個原先主要是由他人所賦予的整

體性身分，才逐漸成為具有社會意義的主觀身分認同。

不過，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雖然以「外省第二代」自居的行動者及

論述建構主體，相當強調有別於「外省第一代J 的世代身分，但是他們

對於其弱勢位置的討論，卻經常是以全部外省籍為範疇（參見以下的討

論）。因此，本文以「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稱之，而不特別稱為「外

省第二代弱勢族群意識J 。 12

(ii）做為經濟上的弱者。魏鏽認為外省人在職業分布上集中於平均收

入較低的軍公教行業，造成外省籍青年處於不利經濟位置（Wei 1976）。但

是，更多人指出外省籍青年在找工作時，經常看到報紙徵才啟事中列出

「限台籍」條件，而認為本省籍雇主在召募員工時歧視外省籍青年。 〈中

國論壇〉在 1982 年 3 月討論地域意識問題時，特別討論企業徵才時偏愛

台籍。在民間企業工作多年的與談者（邱文福、蔡式淵）指出，有些本

省籍雇主在找人時列出「限台籍J 條件，並不是因為政治因素，而是因

為工作性質需要會講閩南話，或是因為曾有研究調查發現「外省籍的同

事在公司襄引起爭端的比例較大J （中國論壇 1982：訓， 50 ）。但是，這

些說明只是驗證了的確有徵才時「限台籍J 的事實。

(iii）做為政治主的弱者。引發外省籍政治與文化菁英最不滿的，則是

政治發展機會受到限制。相對於「優秀籍貫論J 中強調台灣省籍人士被

保障進入某些官派政治職位中，「外省人弱者論」強調外省人在民選政

治職位中代表性不足。因為缺乏選舉所需資金 ，加上國民黨又往往不支

持，使得外省籍青年很難透過選舉取得公職。魏鏽特別指出歷年來外省

籍台灣省議員比例都偏低，而且比例逐年下降（Wei 1976: 266）。丘宏遠、

高資敏、陶百川也多次提到 77 個台灣省議會議員只有 l 或 2 位外省籍

12 本文一位審查人建議將本文；x_標題改為「外省第二代政治菁英族群：意識內涵與緣起」 ﹒華

者考慮後決定維持原有；x_標題﹒除7土遂開於JJ,何不強調「 ﹔第二代」的理由外，參與這＇Ii
ft糟的人不只是政治菁英而已，許多文化菁英與學者也參與其中﹔一般民眾更是以高度必

聚居t同質性的投票行為參與這＇Jl~~ （見本文4畫面的分析） ．



iir

i
-

-aii 198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中國論壇 1986a ﹔丘宏達 1986 ﹔黃肇松、周陽山記錄整理 1987 ）。增

額立委選舉外省籍當選比例也逐屆下降。此外，國民黨不但不支持外省

籍青年參選，反而經常透過特種黨部（如黃復興黨部），要求眷村居民

投票給國民黨本省籍候選人（丘宏達 1986 ﹔政治學者呂亞力的發言，參

見樂新生 1987 ）。

1980 年代國會全面改選逐漸成為民主化訴求時，部分外省籍青年因

為不易贏得選舉的經驗，而認為不考慮人口數較少群體參與政治權利的

民主化訴求，違反了民主精神。他們指出 ， 「『民主 j 的意義，不重在

多數決的數人頭，而重在對少數的尊重與弱者的扶持保護」（華園權

1987a: 13 ）﹔並進而認為本省籍政治菁英的本土化訴求排斥外省人，「剝

奪在台外省人的 f本籍j 公民權J （華園權 1987b:42 ﹔唐建國 1987a ）。

因此，呂亞力認為：「在選舉提名策略上，外省人口既然佔百分之十五，

提名時總應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名額，以顧及相對平衡，並減少外省第二

代感受的威脅J （樂新生 1987 ﹔亦見丘宏達 1986 ）。

更重要的是，不少人主張在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改革方案中，應該設

立代表大陸省分（或地區）保障性席次（例如，中國論壇 1982: 14 ；荊知

仁 1985 ﹔丘宏達 1986 ）。這些席次的意義一方面是國會象徵代表全中

國，男一方面則是保障外省籍青年的政治參與機會（或撫天 1983 , 1984, 

1985 ﹔唐建國 1987a, 1987b ﹔聯合報 1985 ）。當時外省籍菁英的公開發

言幾乎都主張國會中應該設置大陸代表席次﹔他們爭論的只是究竟應以

省分為單位（例如，每省兩名），或是以地區為單位（例如，大陸的華

北、華中、華南、東北、西北﹔見丘宏達 1986 ）來設置，以及應該占有

象徵性、還是實質性比例而已。

3. 「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內涵之分析

總括地說，此時外省籍青年的不滿包括了政治及經濟上的不公平對

待。不過，如果細加探究，可以發現主要不滿是在政治參與機會被剝奪。

魏鏽強調外省人在經濟報酬或所得上是弱者（Wei 1976: 261），但是這種說

法在當時就有爭議（見王甫昌 2008a）。除了隻身在台者外，外省籍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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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收入並非弱者。外省籍青年比較在意的是 1970 年代以前，求職徵才

啟事出現的「限台籍」條件限制，而有經濟機會受到排斥之感。根據筆

者整理〈聯合報》由 1961 年到 1985 年之間，新聞文稿中出現就業輔導

機關刊登的企業徵才啟事（不是求職欄廣告），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

代， 214則企業徵才啟事中約24.8%有「限台籍J 條件， 6.5%籍貫不拘－

68.7% 則未提到籍貫條件（參見表 1 ）。

表 l 〈聯合報〉中就業輔導機構刊載徵才啟事中的「籍賣J 條件，

1961-1979 年

高超抒 限台籍 籍貫不拘 未提 小計

1961-1969 
42 11 92 145 

(29.0%) (7.6%) (63.4%) (100.0%) 

1970-1979 
II 3 55 69 

{15.9%) (4.3%) (79.7%) {100.0%) 

總計
53 14 147 214 

(24.8%) (6.5%) (68.7%) (100.0%) 

資料來源：請者－以關鍵字「徵才j 搜尋〈聯合報〉「聯合知誠庫H登理而得，搜尋能因為 196[
年到 1979 年。

註：袋中數字徵才啟事為則數﹒括弧內為假行百分比。

不過，過去人們對此類限制條件似乎習以為常。這可以由三點來看：

第一，限籍貫的徵才啟事在 1950 年代「徵女傭J 廣告中屢見不鮮，而且

各省都有（楊孟軒 2010 ）。第二，公開批評這種徵才條件「限籍貫J

的文章， 1970 年才出現在主流媒體中，論者擔心如果這種「狹隘地域

意識」不去除，在現代社會中仍然出現「限粵籍」、「限湘籍」、甚至

「限非台籍」條件，「將成什麼話？ J （懿玲 1970 ）。第三，早期報

紙的求職啟事中，求職者通常會主動表明籍貫身分。例如，〈聯合報〉

1958 年刊登 9 則人求事啟事， 89 位求職者除了一位外，都主動提供

詳細籍貫資料 13 。這顯示在過去地域觀念盛行、省籍文化差異仍然明顯

l3 ﹛聯合報﹜ 1958 年 9 時l求職敘事分別出現在： 1 月 5 日、 l 月 27 日、 2 月 9 日、 3 月 IO
日、 3 月 21 日、 4 月 l l 日、 7 月 9 日、 7 月 14 日及 7 月 21 日 ， 都是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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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下 14 ，雇主考慮籍貫或優先雇用自己同籍貫者，是極為尋常的做

法，也不會被認為有省籍歧視問題。

因此， 1970 年代末期外省人對徵才啟事「限台籍」之抗議，反映了

一種評價社會正義觀念之轉變：在現代普遍公民權利概念下，個人不應

其出身背景而受到差別待遇，而且國家也應該保障個人權利。論者除了

公開呼籲本省籍雇主應該擠棄地域意識外，也建議政府制定雇用法，保

障外省籍青年平等就業權（吳建國 1980 ﹔張系國說法，參見聯合報

1979c ﹔聞立中 1987 ）。而且，當這個議題開始被熱烈討論時，許多論者

也承認「限台籍」條件已經很少出現（例如，聯合報 1979b ）。表 l 也顯

示徵才啟事中限台籍出現比例，由 1960 年代的 29.0% 降到 1970 年代的

15.9% 。

比較重要的，反而是政治參與機會的相對剝奪感。尤其是在台灣民

主化改革進程中，逐步開放各種政治參與管道，外省籍似乎都被排除在

外。但是，外省籍菁英也認為，造成外省人在台灣政治代表性不足的主

要原因，並非當時政治實力仍然相當有限的政治反對陣營對外省人的排

擠，而是國民黨高層的用人策略，及他們為了開放選舉維護政權合法性，

因而不支持外省籍參選的做法。也因此，外省籍菁英未採用較激烈的族

群運動去動員一般民眾，只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評論、學術論文和其他

管道，希望與他們關係密切的黨國領導者，在安撫本省籍青年時，也能

注意外省籍青年的不滿。他們認為國民黨高層為了維護外省籍第一代利

益及安撫本省人，而在選舉中犧牲了外省第二代權益。趙少康便曾經表

示：「執政黨明明可以支持百分之二十的外省人，但他偏不提名，就是

因為老委員是外省人，執政黨必須把增加的名額留給本省人，導致外省

人第二代在執政黨中根本沒有被提名的機會J （聯合月刊 1987: 39 ）。

但是 1988 年蔣經國總統突然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解決外省

14 1959 年專欄作家何凡有一'A tt~外省住戶和台灣下女隔閥的文章﹒頗能顯示這種情況：
「談到台灣下女的問題，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是自覺：就是無為你如何巴結，也無法和他們發
生感情， ．．．．．．幾乎是你和世界土任何人皆能發生感情 ， 建立友誼，但是台灣下女例外」

（何凡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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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政治代表性不足問題的策略，有了不同發展。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在

新政治環境下，也有了新的意義及作用。這些作用可以由過去外省籍候

選人在台灣選舉中，表現不理想的因素去分析。本文主張，除了一般常

提到的國民黨高層不提名、外省籍缺乏資金的因素外，外省籍第一代移

民的省分地域意識，使得他們難以在選舉中跨越省分投票，也對外省籍

候選人產生不利影響。就其最後達成的政治作用來說，外省籍第二代在

此時開始建構的弱勢族群意識，似乎是在於克服外省籍第一代普遍地域

意識所產生的政治限制。

三、重新理解「地域意識」的功能與限制

前面提到外省籍菁英認為政治參與機會被剝奪的緣由中，兩項重要

機制（政府用人的省籍考量、外省籍參選不易成功），其實都和地域意

識有關係，這並非偶然的現象。地域意識做為外省第一代移民重要的政

治與社會組織原則，有其長遠的社會與文化淵源。地域意識是本文分析

的核心概念，有必要在此先界定其意義及本文的操作性用法。

l. 台灣「外省籍」人士地或觀念的意涵

本文所謂的地域意識（或地域主義 regionalism ），在一般性概念上，

是指將地域（通常是自己出身的地區或家鄉）的利益置於國家整體利益

之上的心態。研究民國初期省籍意識的中國學者物如指出：

地域主義的認同意識是基於在人們對所屬地域的利益有明確的

認識，在維護共同利益的基礎土，形成了長期的交往行為，這

種具有延續性的交往活動造就了地域內緊密聯繫的經濟、政治

等關迪。（物椅 2007: 17) 

地域意識最具體的社會或政治行為展現，是對於自己的同鄉（人）

的偏好或優惠待遇 ，以及對於外鄉（人）的排斥或差別待遇。地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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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傳統社會中重要社會價值與觀念，也往往是社會邁向現代化或

建立民族國家過程的重要障礙。

本文對地域意識的具體操作化方式也需要說明。本文認為，在戰後

初期台灣社會脈絡下，地域意識的真體表現方式，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

間有相當明顯的差真。做為在地者的本省人，其地域意識主要是表現在

對於出身縣市，甚至鄉鎮的認同，以及由此延伸出來，對於外鄉人、外

縣市人、外省人的不同對待方式與標準。 15而在 1980 年代以前，在台灣

的「外省人」，其地域意識則是表現在對於大陸原鄉省分（或縣分）的

認同，以及因此延伸出來對於他省人（包括大陸其他省分及台灣省）的

不同對待方式。雖然過去政府或媒體往往也將本省人及外省人之間隔閔

或緊張關係視為是地域意識的表現，但是本文對於這樣的用法有點保留。

基於 1945 年以前台灣與大陸五十年的隔離，以及戰後初期的接觸經

驗，在 1970 年代以前，許多本省人對於外省人有類屬性敵意與隔閔。同

樣的，大陸各省移民在面對本省人時所感受到的巨大社會與文化差異和

隔閔，當然也會有相對於本省人的「外省人J 群體區分感。但是，大陸

各省籍移民之間「外省人J 的群體類屬意識，是否適合以地域意識的概

念來描述或分析，或是他們在此時是否已經有跨越省分的「泛外省人認

同」，卻需要再斟酌。

若就當時大陸各省來台移民的地域意識性質來看，「同鄉」在社會

關係的重要性，是因為「同鄉非親即故」 （一得 1956 ），也就是同鄉意

昧著可能有家族、宗族或其他親屬關係，或者因為鄰近村里而認識或有

共同熟識朋友的實質性血緣、士也結連帶關係。加上清末及民國時期以來

政治制度與政治運動（例如，聯省自治連動）的強化，大陸各省分「省

域為空間範間的 f省籍意識j J 成為中國社會地域主義的主要表現（指

研2007: 95 ）。這些過去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活動的經驗，使得來台大陸

的 過去也有不少人將本省人內部的「閩客」差別﹔意識界定為地域：意~﹒台灣某些縣市因為福
佬、客家鄉鎮~村禱告E憂分明 ， 地方性政治職位分配因此有 l判客考量或給流扮任的傳統．
在地成典文化高度重疊狀況下，以地絨意、古起來界定這樣的意或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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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籍人士有強烈省籍意識（或省分意識）。

相對的，大陸各省籍移民在台灣社會情境中，初期所形成的（相對

於本省人的）外省人共同身分感，卻是缺乏實質社會關係連帶基礎，也

沒有具體社會與政治功能的想像性身分。就社會功能來說，在過去講究

「關係J 的傳統社會中，如果僅是同為大陸人（外省人）的關連，在多

數狀況下，似乎不太能成為請託時可以運用的社會關係。〈聯合報〉在

1956 年〈校長苦經〉文章中，提到四種用於請託的社會關係，包括 ： 同

學（同校畢業或同期受訓者視校長為「學長」）、同鄉（大陸同省、同

縣或同鄉者視校長為「鄉長」）、同事（校內同事視校長為「家長J ）、

同地區（學校家長會或地方士紳、民意代表視校長為機關「首長J ) （一
得 1956 ）﹔這四種都是有實質性連帶的社會關係。在這樣的社會關係觀

念下，同為「外省人j 雖然可以區隔、表達出大陸各省籍人士與台灣省

籍者的巨大文化差異 ，但是在「外省人J 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實質社會

關係功能，也不容易成為社會組織的基礎或原則（參見下面的討論）。

更重要的是，過去全國性政治制度的設計主要是奠基於大陸省分為主地

域意識﹔ 1949 年以後，此一地域意識繼續成為全國性政治制度在遷台期

間暫時性調整的基礎。這使得 「泛外省人J 身分在遷台後二十年間，沒

有明顯實質政治功能。

本文這項關於外省籍地域意識的操作性假設，將在下文討論中，以

實質資料分析作進一步檢證 。 以下先分析地域意識在遷台國民黨政府政

治體制下權力分配中的角色。

2. 地域觀念對政治權力制度設計及權力分配的影響

過去一般理解地域觀念對遷台國民黨政府體制的影響，主要是指中

央民意代表機構中，由大陸各省、甚至各縣的人民，各自選出地區性代

表的制度設計。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是由每一個

縣（或位階相等的行政區單位）各選出一名代表， 16 另外尚有不同職業

16 1947 年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縣市及其同等區成可選出名 l'Ji:tf 2, 177 名（董飛翔喝著 1984a:

75 ) •第－!J.立法委員總數 773 位中，有 665 位（86.0%） 是由宿、院給市、蒙古 、西i\.&.
.it積民技退出的地區，j生代表 (S直飛翔為著 1984a: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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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立法委員則是以省為單位，再根據人口數決定其名額。 1949

年後由於許多中央民意代表沒有來台灣，為了湊足召開會議法定人數，

政府決定採用遞補，使大陸各省及院轄市在台灣都有一定人數的立法委

員及國大代表，以象徵其代表全中國各省（市）。 17 後來更透過留任及

大法官釋憲讓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在第二屆未能選出及集會之

前，繼續行使職權，而形成了不必定期改選、類似終身職的資深中央民

意代表（薛化元 2001 ）。這些象徵中華民國法統的國會，也成為大陸各

省籍人士掌握中央政府權力絕對優勢的重要機關。

但是，「地域意識J 在中央政治權力分配上的影響，其實遠超過一

般所熟知的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制度設計。在憲法沒有規定需要考慮地區

代表性的其他中央政府機構，人選安排也有地域均衡觀念考量。

(1）考試委員的地域分配， 1948-1990 年

以考試院來說，考試委員派任的省籍均衡考量極其明顯。由 1948 年

第一屆開始，到第七屆（任期為 1984 年到 1990 年） , 19 位考試委員固

定由 19個省分人士出任，只有第六屆將原來遼寧省委員改成同屬東北地

區的遼北省人士擔任，到第七屆又改為同屬東北地區的黑龍江省籍人士

出任。另外，第七屆時原來廣西省的委員，改由四川省人士出任。其餘

17 席考試委員在 1950 到 1990 年這 41 年間，都由固定 17 省人士擔任 ，

一省一席（參見表 2 ）。一直要到 1990 年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將先前

固定由貴州、河北、甘肅三省人士搶任的考試委員席次改由台灣省籍者
出任，使台灣省籍考試委員增加到4位。但是，另外的位考試委員，仍

然由原來的個固定省分的人士出任。

這個令人驚訝的固定省分代表安排，是刻意造成的結果。在 1948 年

蔣介石總統提名第一屆考試委員，讓監察院行使同意權時，監察委員之
間事先即有按地域分配之共識，將 19 位考試委員與 17 位司法院大法官

（同樣是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權）的 36 個名額合併起來，每省一個

17 立法委員－共有 107 位進楠，其中 88 位（82.2%）是省、院特市及地方代表，僑居國外國民
(2 位， 1.9%）及職業固體（ 17 位， 15.9%) ( ~飛翔．氣著 1984a: 571-572) • 



表 2 行憲後第一至第八屆考試院考試委員的省籍分布， 1948-1996 年

屆別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第八屆
省分 1948-1954 1954-1960 1960-1966 1966-1972 1972-1978 1978-1984 1984-1990 1990-1996 
福建省 盧毓駿 盧毓駿 虛毓駿 盧毓駿 盧衍祺＊ 盧衍祺 盧衍祺 陳炳生＊

湖南省 張默君 張默君 張默君 像暢＊ 侯暢 侯暢 會齊虹＊ 張定成＊

廣東省 黃麟書 黃麟書 黃麟書 黃麟書 李煥主義＊ 黃棟培＊ 譚天錫＊ 譚天錫

河南省 張﹛寅生 張﹛寅生 孫清波＊ 孫清波 朱建民＊ 周﹛宣＊ 耿雲卿＊ 耿雲卿

湖北省 艾偉 管公度 成惕軒＊ 成惕軒 成惕軒 成惕軒 王作榮＊ 余傳韜＊

遼寧省 周從政＊ 方永蒸 方永蒸 周旦在西＊ 周星在西 王德馨＊（還北） 王執明＊（黑龍江） 王執明（黑龍江）φ
快西省 馬師儒＊ 陳固亭 陳固亭 陳固亭 張光52.* 張光E 張維一＊ 田維新＊

山東省 盧逮會 王立哉 王立哉 王立哉 金祖年＊ 金祖年 侯健＊ 王會才＊

江蘇省 柳言台徵＊ 李紹盲 翁之當fi* 翁之鋪 翁之飾 翁之鋪 李崇道＊ 周河＊

斯江省 張其昀 查良釗 查良釗 查良釗 曹翼遠＊ ﹛專繡良＊ 傳肅良 會伯一＊

安徽省 張忠、道、高一涵＊ 楊亮功 楊亮功 楊亮功 馬漢賀＊ 為漢寶 馮信竿＊ 洪文湘＊

江西省 陳劍偏＊ 羅時質 羅時質 羅時質 張則堯＊ 張則堯 徐佳士＊ 劉屋鉤＊

台灣省 陳逸松 潘貫 劉兼善＊ 賴順生＊ 賴順生 賴順生 陳水逸＊ 陳水邊
雲南省 陳玉科 陳玉科 張邦珍＊ 張邦珍 丁中江＊ 王文＊ 張鼎鍾＊

山西省 趙背譽＊ 賈宣之 劉象山＊ 劉象山 劉象山 劉象山 于蔥中＊ 于蔥中
廣西省 李連萃，＊ 資崑山 康代光＊ 康代光 顧元亮＊ 楊品、立＊ 姚蒸民＊（四JIil 何世延＊（四JI I) 
貴州省 張廷休 張廷﹛木 華仲學＊ 華仲盛 華仲鹽 王華中＊ 郭俊次＊（台灣）
河北省 子樹德＊ 為國琳 馬國琳 為國琳 質極茗＊ 賈誼茗 買飯茗 施嘉明＊（台灣）
甘肅省 水梓＊ 陸錫光 陸錫光 陸錫光 陸錫光 李世勳＊ 李世勳 城仲模＊（台灣）

＊未來直 *6 新任 *5 新任 *10 新任 叮新任 "'15 新任 *14 新任

資料來源： nf菇，被抄．〈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及前身〈微侮新間報〉）應年資料盟在理而f辱。
註：＋第一屆中，加網底者表示是 1948 年通過的 10 位﹒ 其餓 9位是 1949 年通過。加盟號（•）的 10位表示未~國民織政府來台。其中，未來台的
那鴻fll't省分無法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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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間淵 1948 ）。根據許聞淵，在該次監察院行使同意權時，果然有一

些被提名的大法官與考試委員，因為籍貫因素而未獲通過（中央日報

1948a, 1948b ）。隔年（1949）才由代總統李宗仁補提名 17位大法官及考

試委員，獲得監察院同意（中央日報 1949 ）。換句話說，考試委員由固

定 19省人士出任的原則，在政府遷台前就已經確定。值得注意的是，第

一屆考試委員有 10 位並未隨政府來台，但是在政府遷台以後，第二屆

( 1954年）考試委員提名人選，卻完全遵循第一屆時所確立的 19省分地

域分配原則，而開啟了將近四十年的省分世襲。

第二屆以後，監察院沒有再否決過任何考試委員提名人選。政府高

層以及這 19省在台人士，似乎也將考試委員的省分代表席次視為理所當

然。在 1978 年第六屆時，就有記者明白指出新任人選「同省遞補J 的

「省區分配J 考量：

新委員的安排，除了重視學養經驗特長外，還顧及不提名委員

或現有缺額的省區分配。例如丁中江是雲南省人，補張邦珍的

缺﹔李世勳是甘肅省人，補陸錫光的缺﹔王德馨是遼北省人，

捕周肇西的缺﹔黃揀培是廣東省人，補李煥呆的缺﹔傳肅良是

新江省人，補曹翼遠的缺﹔用怯是河南人，補朱建民的缺，楊

必立是江蘇人（筆者按：應為「廣西人」），補顧元亮的缺。

（聯合報 1978b)

1984 年第七屆人選尚未明朗時，記者對於可能人選的猜測，也都是

以省為單位，分別列出該省可能被提名名單（林若零 1984b ）。在此一共

識下，只有同一省分的人，才會對該省提名人選表示反對，其他省分的

人通常會尊重該省人士對其省分代表的看法。例如， 1966 年時，湖南省

考試委員提名人就受到「湖南省旅台同鄉會」黑函抵制， 最後由與該提

名人有同鄉（同省）之誼的監察委員出面，向其他省監察委員拉票，最

後才有驚無險地獲得同意（聯合報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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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在第七屆提名時，主流媒體上出現對「固定十九省J 、「一

省一席J 分配模式的質疑。當時 〈聯合報〉記者林若零指出此次提名特

色之一是「省籍與性別均衡」後，語帶批評地指出 ： 「此次提名人選唯

一美中不足的，十九名考試委員中，除了東北省籍由王德馨（遼北）改

為王執明（黑龍江）外，其餘十八名仍分屬原有十八個省，無法破除『省

籍分配j 的舊有慣例J （林若零 1984c ）。這個批評出現的背景，其實是

1980 年代初期，主流媒體上開始討論政治職位的地域分配做法和慣例。

不過，該記者批評的省籍分配舊有慣例，其實是指「有十六個省歷屆均

未產生考試委員：．．．．．．，顯然不合情理J （林若零 1984a ）。該篇報導中

並提到「有人認為J 比較「合理J 的改革方式為 ： 「將三十五省分成東、

南 、西、 北、中五區，每區安排四至五名考試委員，每屆改選時視人選

調配省籍，不必永遠固定在那十九省J 。這樣的說法仍然反映了以中國

大陸各省為主體的地域分配概念，也是形成「（台灣省籍）優秀籍貫論J

的重要基礎。

甚至在 1990 年考試委員改組時，同樣的地域分配模式仍被考慮。不

過，這次考試委員提名安排的省籍考量終於有了一些「革新j 。當時專

案小組對外表示 ：

為排除以往「一省一人」及「省籍世襲」等原則而招致外界的

批評，今年將依中國地理分為入區，打破省籍限制，同時再依

人口結構平均分配八區名額．．．．．．據專案小組成員指稱，此項分

配除可滿足全國代表性的要求外，亦可改善目前中央政府所在

地台灣省籍考試委員只有一人的情況。（宋朝欽 1990 ，粗體為

筆者所加）

當時專案小組規創的八區（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華東、西南、

西北及台灣），仍是由全中國各省的國家架構 、 加上暫時遷台之考量去

區分（宋朝欽 1990 ）。這說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高層官員或是外省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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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對省籍問題的想法，仍停留在大中國想像中。

(2）司法院大法官的地域分配， 1948-1994 年

相對於歷屆考試委員， 1994 年以前共五屆的司法院大法官人選，雖

然沒有類似的地域分配模式，但是仍有相當的地域均衡考量。筆者根據

省籍身分、通過時間整理了歷屆大法官名單（表 3 ），從表中的資料，可

以發現在來台前就已經通過的第一屆 17 位大法官，分別來自 l 1 個省，

其中江蘇省有 3 位，另有 4省（江西、福建、湖南及漸江）各有兩位大

法官。此外，第一屆大法官出身的 l l 個省分中，除了四川、吉林兩省

外，男外9省都有該省人士擔任考試委員，這也和與原先 36省每省分配

一席考試委員或大法官的默契不合。

事實上，早在 1948 年 7 月 14 日監委第一次針對第一屆大法官 17 位

提名人選行使同意權時，通過 12位中，漸江省及江西省各有兩位，就已

經違反了「每省一名J 之省分分配共識（中央日報 1948c ）。後來在 1949

年 3 月 28 日李宗仁代總統補提名通過的 8人中，更有 5 位提名人不符合

每省一名原則，因此出現了第一屆（來台之前）有 5 個省有兩名以上大

法官（中央日報 1949 ）。因此，至少 1949 年以前，在法學專業要求較高

的大法官提名與任命中，省分地域均衡考量似乎比較沒有受到重視。

反倒是政府遷台以後，在 1952 年所提名的 7位第一屆大法官遞補人

選，在省分上沒有重複，而且加上來台後仍然健在的兩位（胡伯岳及蘇

希淘），分別代表 9 省，省分均衡考量似乎反而較大陸時期更明顯。尤

其是到了 1958 年提名第二屆人選時， 17 名大法官分別來自 14 省，僅有
3 省（江蘇、福建、湖江，是在台人數最多的三個大陸省分）各有兩位大
法官，其餘 11 省（包括台灣）都僅有一位。 1967 年提名第三屆大法官

時， 17位提名人分別來自 14省，僅有 3省（江蘇、台灣、福建）各有兩
位大法官。 1972 年蔣經國上台後，補提名了 4位第三屆大法官之後， 17

位大法官分別來自 13 省，福建有三位，江蘇、台灣各有兩位。 1976年第
四屆提名時，的位提名人選來自 12省，與前一屆最大的差別是，台灣省

籍有三位，福建省籍有兩位，其餘 10省一省-f:立。 1985年提名第五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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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一至第五屆司法院大法官的省籍背景 ， 1948-1 994 年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1948- 1958 1958-1 967 1967- 1976 1976-1985 1985-1994 

河北省 主之僚 王之徐 梁恆昌 劉鐵錚

江蘇省 、軍車 金世鼎 金世鼎 張劍寒 楊建華 楊建星露，

王昌華 李學燈

湖北省 會的勳 會副勳 范馨香 范馨香 7古馨香

台灣省 蔡章麟 黃演還 資演還 陳世榮 翁岳生 楊日然 翁岳生

戴炎輝 翁岳生 陳世榮 楊日然

洪遜欣 陳鋪堂

江西省 區主盈 徐步壇 徐步垣 歐陽經字 涂↑製瑩 張特生

電王這
四川省 李伯申 會繁康 會繁康 楊與的 傷與齡

福建省 匿噩噩 林紀東 林紀東 陳樸生 林紀東 鄭健才

堇宜且 洪F單位 洪ff！＃.仕 做核生

山西省 請f自岳 的伯岳 胡伯岳 李i悶衍

湖南省 或惘I哲b~﹔劉︱ 王風雄 胡翰 管歐 蔣昌煒

廣東省 何蔚 黃克 資亮

誼丹江省 區主耳目 資正銘 資正銘 資正銘

林彬 諸葛魯

河南省 李鐘聲 李鐘盤

廣西省 蘇希j旬 姚瑞光

吉林省 組去固 緯俊傑

安徽省 史尚寬 平呈德光 馬wm 馬j萬寶

速率省 最佐綱 景佐綱 張承稻

山東省 史延程 張金蘭 史f昌恩

甘j誦省 回炯錦

遼北省 話紹先 說紹先

熱河省 劉l玉波

海南 吳庚

特區

貴州省 李志臣當

備註 1948 及 195203 18 19580914 196708 12 197207 13 19760917 198206 10 198509 12 
1 949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新任（戴 通過﹔ 通過 通過

監室司、 196409 1 l 197 107 15 炎輝榔任 張益。象未

來台後病 遞愉 遞補（病 司法院副 就任﹔洪

逝、來台 逝的程德 院長） j益欣 1 98 1

後轉任他
光、黃演 病逝﹔李
還） ii月t斤 1 982

職 病逝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叭叭叭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O I_ 04. 
asp ﹒ 言自取時間： 20 1 3 年 1 0 月 26 日至 II 月 l 日 ） 大法官之省籍背最資料﹒並參考
If:.年〈中央日報〉相關新聞報導整理而成。

註﹒第一屆分別在 1948 年7 月 14 日通過 12 位（其中，福建籍江府及做西寧吾爾l朝俊末就任﹒河
南符張式辦病故）﹔及 1949 年 3 月 28 日補提名通過8位。另外﹒第一屆李浩t膏 、 梅汝激

未出現在司法院大法官網站名單中，本表依〈中央日報） 1949年3 月 29 日通過名Fil.till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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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提名人中，除了台灣省籍三位外，其餘 13 位分別代表其他的省。

總體來說，除了 1976 年以後，蔣經國提拔台籍青年政策，使得台灣

省籍大法官，由第一屆、二屆的一人，第三屆增加為兩人，第四屆、五

屆增加到三人之外，其他省分多於一人的狀況，反而越來越少。到了第

五屆時，台灣省三位，其他都是一省一位，這或許正是讓第二代外省籍

菁英認為台灣省已經成為「優秀籍實j 的重要背景。

在 1976 年第四屆提名時，籍實均衡的因素，似乎是重要考量 ﹔ 當時

〈中央日報〉社論「國人對第四屆大法官的期望」，就曾經如此評論政

府平衡地域的用心：

就籍貫而言，大法官所屬省區，依法並無限制，且在總名額中

亦不可能使每一省區均獲配額。政局為握致人才，其代表之省

分，自然越多越好。此次大法官十五人涵蓋十二個省區，除台

間二省情形特殊，分別有三人及二人外，其餘十省每省一人，

其配置堪稱適當。（中央日報 1976 ）。

類似說法也出現在其他主流媒體中（例如，聯合報 1976 ）。這項做

法顯示了政府高層在安排大法官人選時，也必須考慮到外省籍菁英對省
籍均衡的期望。相對於考試委員到 1990 年為止幾乎都由固定的 19 省人

士搶任，大法官人選似乎刻意畫展更多省分人士也能夠擔任。到 1994 年為

止的前五屆中，一共有 22 省的人士擔任過大法官﹔另外，從未有該省人

士搶任考試委員的四川、海南、吉林、熱河等四省，都曾有人搶任大法

官。

(3）行政院內閣的地域分配

即使在行政院內閣中，人事安排似乎仍有明顯的地區分配或均衡考

量。除了前面提到的副院長及幾個特定部會，蔣經國掌權後固定任用台

灣省籍人士，以及蒙藏委員會（多由西北、東北省分人士擔任）、僑務

委員會（多由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兩省人士擔任）以外，其他各部會

也有地域均衡（彭懷恩 1986: 71-76）。由於內閣部會首長人數較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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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以省分，而以地區做為分配單位。彭懷恩在分析 1985 年以前，政府

遷台以後的 6 位行政院長（陳誠、俞鴻鈞、嚴家注 、 蔣經國、孫運璿、

俞國華）所任用的內閣閣員，如果由出身地區來看，雖然有某些地區比

例較高，但是各地區都仍有一定比例。他所分析的 139 位內閣官員出身

地區與比例如表 4 的資料。

根據這項分析，若以地區來看，內閣官員出身地區最多的是「華中

沿海J （特別是漸江省及江蘇省）有 28.1% ，其次是 「華中內陸」

23.7% ，再來依次是「台灣J 16.5% 、 「華南」 l 1 .5% 、「華北J 11.5% • 

表 4 台灣行政院院長與內閣閣員出身的背景：按 「出生區域」 區分，

1950- 1984 年

出生區域

華南
華中 肇中

華才t 東北
西北與

'El、這4﹔＇：
總計

沿海 內陸 西南

行政院長 I (16.7) 4 (66.6) I ( 16.7) 。 。 。 。 6 

行政院副院長 I (12.5) 2 (25) I (12.5) I (12.5) 。 。 3 (37.5) 8 

內政部長 。 I (9.1 } I (9.1) 。 I (9.1) I (9.1) 7 (63.6) II 

外交部長 I ( 14.3) 3 (42.9) 3 (42.9) 。 。 。 。 7 

因防部長 。 2 (28.6) 2 (28.6) 2 (28.6) l {14.3) 。 。 7 

財政部長 。 7 (70.0) 2 (20.0) I (10.0) 。 。 。 10 

教育部長 I (9.1) 3 (27.2) 4 (36.3) 2 (18.2) I (9. 1) 。 。 I I 

法務部長 I (12.5} 2 (25) 2 (25) I (12.5) 。 I (12.5) I (12.5) 8 

經濟部長 2 (16.7) 2 (16.7) 4 (33.3) 4 (33.3) 。 。 。 12 

交通部長 。 I (12.5) 3 (37.5) I (12.5) 。 。 3 (37.5) 8 

被蒙委員長 I (12.5) I (12.5) I ( 12.5) 。 I (12.5) 4 (50.0) 。 8 

f禹王草委貝長 6 (85.7) 。 I (14.2) 。 。 。 。 7 

政草草委員 2 (5.6) 11 (30.6) 8 (22.2) 4(11.1) I (2.8) l {2.8) 9 (25.0) 36 

總計人數 16 39 33 16 5 7 23 139 

（占全部地區%） (I 1.5) (28.1) (23.7) ( 11.5) (3.6) (5.0) (16.5) (100.0) 

資料來源：筆者根線彭做恩（1986: 75）﹒表 3-2 •「內閣w英居住區域的分配J 資料﹒修正後還

新製衰。修正部分包括 ：

l 原表以「出身區域」為直列類膺，本表改為緻行類燭。

2. 原我只列出橫行%﹒本表加列人斂。

3. 原袋中 「出生區域」的總計人數（原表做「個別統計J ) .有嚴迫錯誤﹒本表重
新計算。

註：表中數字為人斂，括弧內為橫行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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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是「西北與西南J 的 5.0%及「東北J 3.6% 。這個表格也顯示，在

行政院八部二會中，因為執掌業務的專門性，大部分部會部長人選都集

中在幾個地區﹔唯有人數最多、具有酬庸性質的政務委員，七個地區都

有至少一位，平衡地域的意涵相當明顯。

不過，更重要的是，彭懷恩區分大陸省分地區方式，在當時外省籍

菁英間相當普遍，即使具體區分的方式不盡相同。周道濟在 1970 年內閣

局部改組之後，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改組後的內閣組成時，特別指出政治

代表性的公平與合理問題。他指出：「對於入閣者的籍貫地區、教育背

景、男女性別、以及黨派關係﹒亦應作適當的考慮．．．．．．就籍貫地區而論 ：

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北部、中部、南部，實不宜偏廢，否則便欠

公平」（周道濟 1970: 10 ）。根據周道濟的分析與評估，當時的 18 位閣

員中：

來自江蓋章（含南京市）者三，廣東省者三，台灣（含台北市）

者三，新江者二，安徽者一，江西者一，湖南者一，四川省者

一，其他河北、山東、吉林亦各一。將來如果稍做調整，增加

一位來自西北地區的閣員，就更理想了。（用道濟 1970: 12 ，粗

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來看， 1970 年代蔣經國掌權以前，中央政府重要職位中，大陸

省分或是地區的地域均衡相當明顯。除了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明顯
的是以省分為單位來分配， 19 席考試委員由固定的 19 省人士擔任， 17

席司法院大法官全部出自 22個省分 ﹔ 行政院內閣也至少會顧及中國七大

地區（加上台灣）都能有代表的原則。第一代外省籍菁英對於以省分為

單位的地域觀念或是其形變（以中國大陸七大地區為代表）做為判斷地

域政治代表性是否合理的標準’有明顯共識。而也正是對應於這些制度
化、或是慣例化地域均衡分配原則所產生的期望，讓許多外省籍菁英在

蔣經國決定打破這些慣例，拔捏台灣省籍菁英時，產生嚴重相對剝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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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為台灣省籍成為「優秀籍貫J 。

3. 地域觀念的組織性基礎與表現

除了中央政府權力分配外，在第一代大陸各省來台移民間，省分區

分及籍貫是個人身分認同及社會網絡或組織的重要原則。省籍（包括省、

縣）是個人在舉目無親的陌生移居地中，辨識親疏遠近以建立社會連帶

關係的重要依據。這可由戰後初期大量出現的大陸各省同鄉會的組織狀

況可見一斑。

根據鍾艷攸台北市外省同鄉會的研究，由 1946 年到 1995 年為止，

台北市 18共有 326 個外省同鄉會陸續成立﹔ 1995 年時，仍有 296 個外省

同鄉會（鍾艷攸 1999: 70, 289 ）。在 326 個外省同鄉會中﹒有 69 個

(21.2%）在 1956 年前（鍾艷攸稱為「政治移民時期J ）成立， 257 個

(78.8%）在 1957 年後成立（鍾艷攸： 76-77 ）。如果進一步區分不同時期

外省同鄉會組成單位的分布，可以發現，早期台灣的外省同鄉會主要是

以省或（院皓）市為單位組成，後來則較多以縣、市為單位組成。表 5

將鍾艷攸原書表 2-10 作了一些調整及修正後，呈現於下一頁。

表 5 顯示，台北市 326 個外省同鄉會中，有 36 個以「省市J 為單

位，但是男有 268 個（占 82% 以上）「縣市J 同鄉會。除了台灣以外的

中國大陸 35 省中，只有寧夏省及緩遠省沒有成立同鄉會﹔ 12 個院轄市

中，只有上海、北平、漢口、廣州、西安、洛陽沒有單獨成立同鄉會（應

該是併入所在的省分中）﹔三個特別行政區與地方，只有西藏沒有。”在

1956 年的戶口普查結果中，這三個沒有同鄉會的省或地方，來台人口都

不足百人（鍾艷攸 1999: 80-82 ）。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八成以上是縣（市）同鄉會。鍾艷

攸統計，共有 IO 個大陸省分在台灣有超過十個以上縣市級同鄉會，分別

是 ： 江蘇 40 個、江西 35 個、福建與漸江各 32 個、湖南 28 個、湖北 24

18 由於1旦大多數外省同鄉會都以台北市為基地，因此必文分析台北市 、 而非台灣省﹒比較－H·

有代表性﹒

19 來北各省人口較少，有四省市合組「舍林、松江、合江、哈爾清同鄉會J ﹒以及三省合組

的「黑龍江、傲江、興安同鄉會」，因此會有土述數字落差（鍾訟攸 1999: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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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台北市外省同鄉會在不同時期組成單位的比較， 1946-1995 年

組設 其他行政單位
範圍 省 縣 行政督 府 自然

階段 （市 ） （市） 察區 道 ( 1{·1 ) 區域 小計 總計

省轄市時期 29 79 。 8 10 118 
(1946-196η (81%) (29%) (25%) (57%) (50%) (45%) (36%) 

院轄市時期 7 189 3 2 6 12 208 
(1967-1995) (19%) (71%) (75%) (100%) (43%) (50%) (55%) (64%) 

總計 36 268 4 2 14 2 22 326 
l績行%！ [11.0% ) (82.2%) [1.2%) [0.6%) [4.3%) (0.6%1 [6.7%) [100%] 

資料來海：筆者根據鍾艷攸（1999: 87）「表 2- 1 0 、省特布、院榜市時期同鄉會組設型態比較J 之
內容﹒略做調變與修正（在表中以總體顯示）而得，修正部分包話：
I. 原文數字錯誤：「縣市」同鄉會組織 ，在 1967 年到 1995 年之間絡為 189 個（鍾
文原列 198 個）﹔「縣市J 總做Yi!\為 268 個（鈕文列 277 個）。

2. 除了省市、縣市外，本表加了一列「其他行政單位」（含括其他較少見的單位：
行政督導區、道、府（州）及自然區域）。

3. 袋中最後一行﹒本表未列出原袋中的直列百分比（都是 100%），另外加了橫行百
分比。

註：袋中數字為家數，（宣列百分比）與〔橫行百分比〕。

個、安徽20個、廣東 19個、山東與河南各 13個（鍾艷攸 1999: 84-85 ）。

這些為數眾多的縣市級同鄉會，反映了大陸各省市移民中，不僅區分省

分，也對縣市有強烈附著感。而且由於省級同鄉會先設立、 縣市層級同

鄉會設立在後，更說明了他們在陌生地方先聯絡範圍較大的同省分者 ，

稍微安定後則找尋同縣市者，顯然同縣關係仍然十分重要 。

這個觀察可以由人們如何稱呼或對待同省或是同縣的人來佐證。在

當時大陸各省移民一般用法中，同省的人往往被稱為「同鄉J 或「大同
鄉」，同縣者則被稱為 「小同鄉」。前面引述的 〈校長苦經〉 中，對於

各種不同「同鄉J ，有詳盡說明 ：

因為你既是某省某縣某地人，勢必有大同鄉、小同鄉、小小同

鄉之誼，人家使恭維你是一「鄉」之長者．．．．． ．咱們大家都是大

陸土來的，同鄉非親！？p故，身為所謂鄉長也者，對於所介紹的

人多少得安排一下子。（一得 1956 ，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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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來台後在政府動員或支持下，陸續成立的外省同鄉會，初期目

的主要是提供各省移民在台灣的生活照顧，鍾艷攸將這些外省同鄉會定

位為「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鍾艷攸 1999 ）。但是，同鄉會不僅維

持了大陸各省民眾與祖籍原鄉的關連，也強化不同省分區分，更對台灣

「外省人J 的政治行動產生重要影響。本文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影響，

在於這種觀念使得外省籍移民早期在台灣地方選舉中，單憑同鄉票就取

得相當比例的基層民意代表（如縣市議員）席次，但是省分地域意識分

歧卻也讓他們不容易贏得需要較多選票的民選職位。

4. 「外省籍」在台灣選舉的表現

1950年代初期台灣實施地方自治選舉後到 1990年以前，外省籍人士

從未贏得縣市長選舉，也很少能夠當選鄉鎮長。 1982 年兩位外省籍人士

當選鄉鎮長（彰化縣田中鎮鎮長劉楚傑是湖南省籍，花蓮縣鳳林鎮鎮長

邵金鳳是上海市人），成為媒體報導「突破省籍地域觀念的實例J （楊

開雲 1982 ）。至於不需要太多選票就能當選的縣市議員中，外省籍當選

比例其實並不太低 。 表 6 列出 1950 年到 1982 年（第一屆到第十屆）台

灣省各縣市議員中，本省籍（再分為「本籍」與「非本籍」）與「外省

籍J 當選人數與比例。

表6顯示，「外省籍」除了剛到台灣時，前兩屆當選比例較低（ 1950 

年是 3.0% 、 1953 年是 6.3% ）外 ， 之後當選席次比例都在 8.4%到 12.0%

之間，與外省籍在台人口比例差不多。其中兩次明顯的比例下降（1967,

1982），主要是因為外省籍人口比例最高的台北市及高雄市升格為院轄

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外省籍J 當選的比例都還遠高於本省籍當中

的「非本籍J 者。

至於外省籍人士最集中的台北市，其選舉表現更是亮眼。表 7 列出

1950年到 1994 年台北市議會中外省籍議員人數及比例。表7顯示，除了

移民初期的第一屆（1950） 及 1973 到 198 1 年期間的三屆外，台北市外省

籍市議員比例都接近三成或三成以上，與人口比例相當接近。

但是，在台灣省議員方面，外省籍表現就如同魏鋪（Wei 1976）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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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台灣省歷屆縣市議會議員中本省本籍、本省非本籍與外省籍人數及
比例， 1950-1982 年（%）

年、屆別 議員總數
本省籍

外省籍
本籍 非本籍（他縣市）

1950 第一屆 814 777 (95.4) 13 ( 1.6) 24 (3.0) 

1953 第二屆 860 797 (92.7) 9 (1.0) 54 (6.3) 

1955 第三屆 928 837 (90.2) 13(1.4) 78 (8.4) 

1958 第四屆 1,025 899 (87.7) 24 (2.3) 102 (10.0) 

1961 第五屆 929 819 (88.2) 17 ( 1.8) 93 (10.0) 

1964 第六屆 907 781 (86.1) 17 (1.9) 109 (12.0) 

1967 第七屆 847 738 (87.1) 18 (2.1) 91 (10.7) 

1972 第八屆 850 745 (87.6) 23 (2.7) 82 (9.6) 

1977 第九屆 857 725 (84.6) 33 (3.9) 99 ( 11.6) 

1982 第十屆 799 725 (90.7) 33(4.1) 41 (5.1) 

資料來源：董飛翔縮著（1984b：﹒ 185-409）。
註： 1967 年台北市升他為直結市﹒ 1982 年~！監市升格為院轄市﹒此後都不列入計算。

丘宏達等人所指出的「不盡理想j 了（參見表 8, 1951 年到 1989 年台灣
省議會中外省籍省議員的比例）。不過，這些學者並未提到 1968 年及
1981 年台北市及高雄市升格為院轄市後，就不再有台灣省議員名額的因
素。過去台北市總能選上 l 到 3 席省議員， 1968 年以後高雄市也都可以
選上 1 至 2 席省議員。兩地升格後，都使該年外省籍當選台灣省議員人

數與比例降低。丘宏達及高資敏在 1980 年代初期強調 77 席台灣省議員
只有 l 席外省人的狀況，更是與此大有關連。

類似狀況也出現在 1969 年開放的中央民意代表補選及增選中 。表 9
列出 1969 年到 1989年間 7次立法委員選舉中，外省籍當選人數與比例。
1969 年沒有外省籍當選，是因為國民黨刻意不提名外省籍的結果，否則
以當時外省籍在台北市有將近四成人口、台北市議會中有 23 位外省籍議
員（占全部席次 38.3% ），過去也總能夠選出 l 到 3 席台灣省議員，如
果國民黨願意提名，外省籍當選兩席應該不是問題。 1972 年國民黨提名
了不少外省籍參選，台北市（果然）有兩位當選﹔該年外省籍總共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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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歷屆台北市市議員中外省籍議員人數及比例， 1 950-1 994 年

年、屆別 講真總數 外省籍（%）

1950- 1 953 省一屆 50 6 (12.0) 

1953-1955 省二屆 57 16 (28.1 ) 

1 955-1958 省三屆 66 22 (33.3) 

1 958-196）省四屆 77 28 (36.4) 

196 1- 1964 省五屆 62 19 (30.6) 

1 964- 1 969 省六屆 60 23 (38.3) 

1969-1973 院一屆 48 17 (35.4) 

1973-1977 院二屆 49 13 (26.5) 

1977- 198 1 院三屆 51 12 (23.5) 

1981-1985 院四屆 51 13 (25.5) 

1985- 1 989 院五屆 51 16(31.4) 

1989- 1 994 院六屆 51 17 (33.3) 

資料來源﹔ LI在飛翔編著（1984b: 13 1 ﹒166）。
2. 台北市議會網站歷屆市議員名單資料（ http://www.tcc.gov.tw/iframe.aspx? 
n=2692 I E80F6DC妙的﹒ 取用日期： 20 1 l 年 7 月 1 3 至 15 日）。

表 8 歷屆台灣省議會中外省籍議員人數及比例， 1951-1989 年

年、屆別
省議員數

全部 本籍（%） 本省他縣市（%） 外省籍（%）

1 951 臨時第一屆 55 47 (85.5) 6 ( IO. I) 2 (3.6) 

1954 臨時第二屆 57 52 (91.2 4 (7.0) I (1.8) 

1957 臨時第三屆 66 59 (89.4) I (1.5) 6 (9.1) 

1 960 第二屆 73 66 (90.4) 2 (2.7) 5 (6.9) 

1963 第三屆 74 66 (89.2) 2 (2.7) 6 (8.2) 

1 968 第四屆 71 67 (94.4) 。 (0) 4 (5.6) 

1973 第五屆 73 70 (95.9) 3 (4.1) 

1977 第六屆 77 73 (94.8) I ( 1.3) 3 (3.9) 

1981 第七屆 77 75 (97.4) I (1.3) I (1.3) 

1985 第八屆 77 76 (98.7) 。 (0) 2 (2.6) 

1 989 第九屆 77 72 (93.5) 。 (0) 5 (6.5) 

資料來源董飛翔編著（1984b: 1 -129）﹒以及 「台灣省諮議會J 網姑資料 （ http://www.tpa.gov.tw/ 
big5/Councilor.asp? cid=2&ur11D=20 •取用日朔 ： 2013 年 8 月 10 日至 30 日）

註： I. 1 968 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 ﹒ 1981 年高皇薩市升格為院轄市﹒ 都不再有省議員名額。

2. 1951 年臨時第一屆（間接選舉） ．被綠草飛翔縮著(1984b) （中華﹒民國還學概況（下） 〉

的資料額示有兩名外省籍， 但是台灣省諮議會的網站資料找不出 「台商縣」 是誰當選。

應該是 〈中學民國選舉概況（下車司）〉 誤值的結果。特此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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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台灣歷年立法委員增選與增額選舉外省籍候選人當選數、比例及
籍貫別， 1969-1989 年

年度
開放選 外省籍 外省籍

外省籍候選人當選選區（籍貫）學席次 當選數 當選%

1969 11 。 。（增選）

1972 34 5 14.7% 台北市：李志鵬（貴州、︱ ）、周文磯（上海
（增額） 市）﹔福建省：吳金質（福建）﹔自由地區

工業團體：汪竹一（江蘇）﹔自由地區教育
團體：劉芳遠（廣東）

1975 37 5 13.5% 台北市：李志鵬（貴州、︱）、周文磯（上海
（增額） 市）﹔福建省：吳金質（福建） ﹔自由地區

工業團體：汪竹一（江蘇） ﹔ 自由地區教育
團體 ： 劉芳遠（廣東）

1980 70 7 10.0% 台灣省一選區 ．周書府（江蘇）、 周大業
（增額） （連北）﹔台北市：李志鵬（貴州、︱）、雷淪

齊（湖南）：高雄市：于樹潔（天津市） ﹔
福建省：吳金贊（福建）﹔自由地區教育國
體：諦鴨呆（湖南）

1983 71 5 7.0% 台灣省一選區：周會府（江蘇）﹔台北市：
（增額） 李志鵬 （貴州），高蹉市：孫禮光（青島

市）﹔福建省 ：吳金贊（福建）．自由地區
教育團體：于衡（山東）

1986 73 4 5.5% 台灣省一選區：周遭府（江蘇） ﹔台北市：
（增額） 越少康（河南）﹔ 高雄市 ： 蕭楚喬（江

西）﹔福建省： 黃武仁（福建）
1989 101 18 17.8% 台北市北區 ：周華（前江）、趙少康 （河
（增額） 南） 、 T守中（漸江）、 趙振騁（河北 ） ﹔

台北市南區 ﹔林正杰（福建）、郁讀書明 （上
海市）、張志民（山東）﹔高雄市北區：林
昌等山（山西）﹔高繼市南區：王天競（嫩
江）﹔台北縣﹒洪秀桂（漸江）、周書府
（江蘇） ﹔桃園縣：朱鳳芝（河南） ﹔ 台中
市 ：沈智慧（福建）﹔高雄縣：爾金蘭（湖
南）﹔屏東縣 ： 王絮筠（湖南）﹔商業國
體 ： 王令麟（湖南）﹔勞工團體 ： 葛雨琴
（山東省）﹔福建省 ：黃武仁（福建 ）

資料來源 ： 筆者根據選舉總事務所（ 1970, I 973, 1975） 、 中央選舉委員會編著（198 1 , 1987, 1991) 
及E霞飛翔續著（1984b）相關資料整理而成。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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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當選增額立委，占全部 34 席 14.7% ’和當時外省籍在台人口比例相

當。但是 1980年以後，外省籍當選比例卻逐年下降， 1986年更是跌到谷

底，只有4位（古 5.5% ）。

以上可以歸納出兩項特色。第一，外省籍菁英在選舉表現上，的確

有時間上的激動變化，尤其在的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期，其選舉表現

的確大不如前。不難明白為何外省籍菁英會在此一時期，開始建構其弱

勢族群意識。第二，外省籍候選人在不同層次選舉中，表現一直有重大

的差異，過去比較沒有被注意到。雖然外省籍在縣市長、鄉鎮長、省議

員及立委選舉表現都比較差，但是在縣市議員，尤其是台北市議員選舉，

其實表現並不差﹔贏得的席次至少是接近人口比例。過去國民黨政府只

開放地方選舉時，外省籍選不上的問題很少被提到﹔但是在 1969 年開放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後，這些問題才漸漸浮現。

過去學者針對外省籍選舉表現不好提出的解釋，不外乎：國民黨刻

意不提名、外省人沒有錢（沒有土地或祖產）、也沒有人（人口比例較

少），以及大選區設計等。他們沒有指出北、高兩市升格的影響。 更重

要的是，他們幾乎都忽略了外省籍在不同層次選舉表現差異很大。筆者

認為，這正是理解外省籍選舉政治表現變化的關鍵。

5. 地我觀念對外省籍選舉表現的影響

過去外省籍在縣市議員（包括台北市議員）及省議員選舉表現的差

異，可能必須由第一代外省人「地域意識J 的功能與限制去理解。

(I）外省籍台北市議員

表 IO 列出 1950 年到 1989 年間共 12 屆外省籍台北議員的省籍省分

分布，以及 1956 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及 1966 年〈中華民國五十五

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中，台北市外省籍中各省分的人口數，並

按 1956 年外省籍各省市在台北市的人口數量排列。為了節省篇幅，表中

只列出曾經選出過市議員的大陸省分在台北市的人口數，其中東北九省

合併為一個單位（理由見下面的說明）。

表 IO清楚地顯示：歷屆外省籍台北市議員的各省籍當選數量 ，幾乎



表 10 台北市外省籍各省市的人口數量與歷屆台北市議員中外省籍背景者的省籍分布， 1 950-1989 年

MM。
1956 1966 

省分 人口數 占外省 人口數 占外省
省一屆 省二屆 省三屆 省四屆 省五屆 省六屆 院一屆 院二屆 院三屆 院四屆 院五屆 院六屆

總計
1950 1953 1955 1958 1961 1964 1969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人% 人%

耐ii!省 53,434 19.48% 78,953 17.98% 4 4 5 6 4 5 6 4 3 3 4 4 52 

江蘇省 36,428 13.28% 52,798 12.02% 3 7 6 2 5 4 4 4 2 3 4 45 

世丹江省 35,240 12.85% 50,932 11.60% 2 3 2 2 2 2 2 17 

山東省 24,969 9.10% 44,581 10.15% 2 2 2 3 2 16 

廣東省 20,510 7.48% 37,909 8.63% 3 

湖南省 14,218 5.18% 25,625 5.84% 2 3 2 3 15 

安徽省 13,098 4.77% 21,325 4.86% 3 3 12 

湖北省 9、988 3.64% 16,467 3.75% 2 

河南省 9,858 3.59% 17,324 3.95% 2 2 2 2 11 

河北省 8,931 3.26% 13,045 2.97% 3 

江西省 8,387 3.06% 15,990 3.64% 2 3 7 

上海市 7,203 2.63% 9,876 2.25% 4 

四川省 6,425 2.34% 14,019 3.19% 2 4 

東北 5,604 2.04% 7,868 1.79% 。 。 2 3 。 。 。 。 9 

九省

挾西省 1,366 0.50% 2,528 0.58% 

貸州省 892 0.33% 2,010 0.46% 

其他 17,764 6.46% 27,856 6.33% 

23 省市

總言十 274,315 439, 106 6 16 22 28 19 23 17 13 12 13 16 17 202 

樹
浦
嘿
，
別
樹
瀟
洒
洒

3
圓
心
用

資料來源： I. 股扇台北市外省m市﹔在民省分分布﹒同我 7 。

2. 人口數字：台灣行戶口管在Jilli ( 1959,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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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省市在台北人口數量呈現完全正相關。台北市人口數最多的 13 個大

陸籍貫省市依次是：福建、江蘇、漸江、山東、廣東、湖南、安徽、湖

北、河南、河北、江西、上海、四川，在 1956 年時，上述 13 省市每省

（市）至少都有六千人以上，最多的福建是五萬三千人﹔ 1966 年時，至

少都有九千八百人以上，最多的福建省則有將近七萬九千人。其中除了

廣東、湖北及河北三省的台北市議員數量較低外，其餘 9 省市選上台北

市議員的人數，都和其人口數量排序一致。在這四十年 12 屆當中，台北

市議會共有 202 位（人次）的外省籍市議員，其中有 191 位（94.5%）來自

這 13 個人口數量較多的大陸省市。另外 l l 位（5.5%），來自其他 7 個人

數較少的省分。不過，必須特別指出，這 l l 位中，有9位來自東北地區

的四省一市。由於東北地區在台人口較少，因此組織聯合同鄉會 20 ，如

果將「東北地區J 當成一個單位，則其總人口數在台北市的大陸各省中

剛好排第 14位， 9位市議員則排第八位，仍然符合上述規律。這 14省市

單位在台北市人口數量的排序與其當選台北市議員人數排序之間的序列

相閱（rank order correlation）係數高達 .836 •屬於高度相關。在這個規律

下，僅有的兩個例外，是人口較少的俠西及貴州，分別在 1969 年及 1973

年出現了一位台北市議員 21 。

這個規律展現了第一代外省籍移民省分地域意識的作用。在外省籍

移民剛到台灣參與地方選舉時，主要憑藉的就是同省分的同鄉票。在當

時省分意識仍然相當強、跨越大陸省分的「外省人J 共同想像仍然缺乏

實質政治功能之狀況下，透過同鄉會組織及各種政治制度設計維繫或強

化的地域意識，成為遷台大陸各省菁英及有志之士參選的選票基礎。其

中人數較多的省，還可以用更小地區單位作基礎，例如，福建省人士在

台北市還有「福州、︱」派、「閩南j 派（甚至有「閩東J 、「閩西J ）區

分，他們都可以各自推出人選，靠同鄉票即可當選（黃逸文 1963a,

20 4拉克本又註 19 • 
21 1969 年貴州符合北市議員梁紹洲﹒是土校退役，由軍方支持﹒主要是靠軍游村i車票當i!

（聯合報 1969 ）﹔ 1973 年吠西省台北市tk民用倘﹒三3巨大學畢業，當時是空軍電子通信

學校少將校長，也是軍方及軍眷村支持當選（聯合報 197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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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b ）。由當時主流媒體上地方選舉選情報導可知，外省籍台北市議員

參選者絕大多數在大陸家鄉就已經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來台後在黨政軍

擔任高職者，更是同鄉眼中的「鄉長J 。他們出來競選通常都是依賴「同

鄉J 票源，或是同事或工作單位的支持。除了軍眷村居民會按照上級單

位指示，投票給與軍方有實質社會關係淵源的不同省分候選人，或是東

北地區跨省合作，以及候選人有不同省分配偶、選舉總幹事可以吸引不

同省分選票外，當時外省籍選民一般來說，似乎不太會投給其他省籍候

選人。換言之，實質的地緣人際關係連帶，是當時候選人動員選票支持

的主要基礎。

(2）外省籍台灣省議員

大陸省分地域意識，一旦碰到需要較多選票的台灣省議員選舉時，

就反過來變成很大限制。由於外省籍在台人口僅占 12%﹒14% ，加上相當

不均衡地集中在台北市（ 1956 年全台灣有 29.6% 外省人居住在台北市，

1966 年是 22.5% ，參見表 11 ），以及男外四大都市與北部地區。因此，

能夠選出「外省籍J 台灣省議員的縣市相當少，過去 l l 屆平均每屆大約

只能選出 3 到 4 位。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外省籍J 人口數量最多的

八個縣市（ 1966年依次是：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桃園縣、 高雄縣、

台中市、基隆市、台南市）包辦，其中有 34人次由這些地區選出（古全

部 38 人次的 89.5%）。但如果由大陸籍貫省分分布來看，最多的是江蘇

及福建（各8人次）、第三是河南（ 6人次）、第四是「東北J （包括吉

林與港陽市， 5人次）、第五是山東（ 3人次）、第六是漸江（ 2人次），

其餘湖南、湖北、山西、安徽、廣東五省各有 1 人次（見表 11 ）。其省

分分布雖然和各省在台人數有一些關連，但是其順序關連比起台北市議

員就明顯低多了。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況？

由 1970 年代以前主流媒體報導外省籍參與台灣省議員選舉的情況與

考慮來看，可以發現當時國民黨在提名時，會考慮外省籍省分人口在台

22 這衷的分析單位採用「人次」﹒而非「人」’是因為有不少外省ti1商議員 i主任兩、三屆，
例如，沁人次，事實上只有 23 人﹒



表 l 1 1970 年代以前外省籍人口蝕與 1951 年到 1989 年之間台灣省議會中外省籍議員人數在各縣市的分布

1956 1966 外省知省議貝諂－~墨人數

人口數
占外省

人口數
占外！~ 臨一屆 臨二屆 臨三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第八屆 第九屆

小計
人% 人% 1951 1954 1957 1960 1963 1968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台北市 274,315 45.76% 439 108 36.50% 3 3 9 

台北縣 86,568 11.21% 242,476 21.21% 2 2 9 

高雄市 83,339 30.20% 166,845 24.82% 2 2 5 

桃園縣 29,464 6.77% 11 8,401 17.93% 2 

高縫縣 41,243 7.56% I 10,147 14.24% 4 

台中市 45,411 20.65% 87,744 22.97% 2 

基陸市 52,579 31.06% 86,694 29.44% 

台商市 41,255 15.37% 79,112 18.62% 2 

屏東縣 41,640 7.35% 78 I 16 10.02% 。
新竹縣 39,483 9.11 % 76,955 13.88% I 

台中縣 20,369 3.54% 61,402 8.40% 。
花蓮縣 26,026 12.41 % 56,303 17.69% 

茹義縣 29,351 4.56% 55,637 6.80% 。
台南縣 15,268 1.99% 50,942 5.60% 2 
宜蘭縣 20,871 6.78% 34‘473 8.90% 。
台＊縣 13,954 9.84% 32,824 12.00% 。
彰化縣 14,068 1.66% 31,886 3.21% 。
南投縣 8,015 2.21% 26 198 5.48% 。
茵栗縣 12,442 2.97% 24,266 4.92% 。
澎湖縣 5650 5.16% 23075 17.45% 。
雲林縣 9445 1.52% 22009 2.87% 。
總計 928,279 1949786 2 6 5 6 4 3 3 2 5 38 

資料來源．外省籍省議員席次是＊者根撿台灣有當諮談會網給資料（ http://www.tpa.gov.tw/big5/Councilor/Councilor.asp? cid=2&urlld=20 ，取周日期：
2013 年 8 月 15 日）整理而得。

註： I. 台北市 1968 年升他為院收市，高﹔在市 1981 年升4名為院轄市，此後不再有省議員席次。

2. 根機 〈中華民國逃路概況（下稍） 〉 的資料，台灣省臨時省級會第一屆中 ﹒除台北市的浦陸佩玉外，台商縣還有一位外省竊當選者（董飛翔
編者 I 984b: 1 8- 1 9） ， 但當f者自台灣省諮議會網的資料中過查不得其人﹒椅，此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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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各縣市的分布狀況。台北市是唯一具有足夠「外省籍J 人口可以推出

超過一席以上外省籍的地區 ， 其他地區外省籍人口比例就算總數足以推

出一位外省籍候選人，其個別省分的人數都太少，不足以靠同省分的同

鄉票源贏得選舉。因此，國民黨對於外省籍台灣省議員候選人的提名方

式，在台北市與其他縣市就有很大差異。例如，在 1960 年省議員選舉

中，台北市部分，根據〈聯合報〉記者報導指出：

省議員本市應選出的名額為六名，其中一名婦女 ， 男性五名﹒

據悉：國民黨方面在原則土的安排，是婦女一名，退伍軍人一

名，這是保障名頓，其餘四名為本省籍二名，外省籍二名．．．．．．

外省籍的二名中，將注意到各省分在台北市的人數，福建人最

多，尤其閩南人，上屆李良榮獲得七萬多票以最高票數當遷，

除軍眷外，大部份的票源是來自福建同鄉。因此，目前唯一可

以取而代之者，為現任市議員陳愷’陳議員自第二屆市議員連

任至今，群眾基礎相當穩固，尤其是基層的攤販、三輪車工友

及一般貧民，多數是擁誰他的，在福建同鄉中人緣很好，所以，

陳愷企口出而登記，獲提名的可能性很大，否則將另找其他福建

籍人士﹒．．．． ．

江湖籍和山東籍，在台北市僅次於福建籍的人數，這兩個省分

人才濟濟，以目前領表的人中，現任省議員陳大拔（江湖籍）

及市議員趙琳（山東籍）兩人都有被提名的可能。（聯合報

1959) 

根據這份報導，在台北市因為外省籍人數夠多，福建省籍選票（ 1960 

年時約有三萬多票）就是以支持出 1 名省議員，江漸兩省也可以推出 1

名候選人，另外軍方也可以透過眷村票源支援 l 名候選人。該年台北市

的台灣省議員選舉，最後果然是由陳愷（福建籍）當選，江漸籍代表由

江蘇省姚冬聲當選，軍方代表則是由山西省籍郭岐當選，完全符合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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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事先所報導的分配模式，雖然預測人選不一定正確。這顯示省分名

額分配共識，不僅國民黨黨部及記者知道，這幾個省分在台北市民眾投

票行為似乎也完全符合。也因此台北市在 1968 年升格為院轄市之前，所

選出的 9名省議員，福建籍及江、漸籍就占了 7 名。當然，有時這兩個

固定省分名額，會因為該省人士內部無法協調出人選導致票源分散而落

選，例如， 1963 年台北市福建省籍就因內部分裂，而未能當選（聯合報

1962 ）。根據記者在選前一年所做的報導，不難理解為何有此狀況 ：

福建籍的人士中，目前在習慣上是分為閩南與福州十一縣市兩

大陣容，但是在省議員選舉中 ，過去都能保持團結，步調一致，

因此每屆省議員選舉，福建籍的選票，都能夠集中，只要內部

原則協調，推出的候選人，穩．可當選。

在前兩屆，福州籍的林王少華當遷 ，按著就是閩南籍的李良榮

當選，依照「君子協定」’第二屆省議員應由福州人士出馬，

但當時各方對閩南緝的l來愷、寄望殷切，本來準備出馬的福州

籍越邦平，禮貌讓賢，陳愷j順利當選，但是陳愷也曾表示下一

屆必支持趙邦平出馬。（黃逸文 1962)

這篇報導說明了代表閩南的陳愷，因為破壞福建省籍內部由閩南派

及福州派輪流搶任台灣省議員的「君子協定」而尋求連任，造成福州派

方面反彈，因此未支持陳愷。

至於軍方「保障席次J ’〈聯合報〉報導也顯示，在升格為院轄市

前，台北市福建及江漸兩省以外的另外兩名湖南籍（胡克柔， 1957 年臨

時第三屆）及山西籍省議員（郭岐， 1960 年第二屆，少將退伍），都是

透過軍眷村系統推薦及支持，而能夠凝聚其他省分選票而當選（聯合報

1957, 1960b) 

相對的，台北市以外台灣省各縣市，則因為大陸省分分歧，外省籍

候選人單獨靠同省同鄉選票，都不足以當選省議員，只有在少數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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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外省籍人口比例夠多，如果能夠凝聚「外省籍j 選票，或許可以選

出 l 席。在這種狀況下，除了台北市外，台灣省各縣市「外省籍J 省議

員候選人，幾乎都必須依靠軍方力量去協調、動員，將眷村選票凝聚起

來﹒才有機會當選。分析外省籍當選台灣省議員的狀況，可以發現，除

了後來外省籍人口比例及數量增加較多的高雄市與台北縣，能在 1973

年、 1977年及 1985 年各選出兩名外省籍省議員外，其他縣市，最多都只

能選出一名外省籍台灣省議員。由臨時第一屆省議會（ 1951 年開始）到

第八屆（任期至 1989 年）為止， 21 位外省籍台灣省議員中，扣除9位台

北市選出及一位黨外（趙緝娃），其餘 11 位幾乎都是透過眷村推選出來

（參見表 12 ）。

這 11 位不是台北市選出的國民黨外省籍省議員中，有 6位男性，其

中 3 位是高階軍官退伍（劉克、程冠珊、李銳），台南市選出的白世維

退伍後轉任員警（曾擔任台南市議會副議長），台北縣選出的陳天佑曾

任景美軍人之友社常務理事（聯合報 1956 ），都和國民黨軍方及特種黨

部有深厚淵源。唯一不具軍警背景的，是花蓮的徐輝園 ，因其大陸客家

人（廣東梅縣）身分，在當地閩客派系競爭中，被視為客家人 ，而能夠

代表客家人﹔加上國民黨能夠控制的眷村票，才能在 1963 年拿下花蓮縣

唯一的一席省議員（聯合報 1963a, 1963b ） 。另外 5位女性外省籍台灣省

議員（苗素芳、何寶珍、王國秀、蔡建生、祝畫澄），都是透過國民黨

協調及眷村支持而當選。必須注意的是，這 5 位外省籍女性省議員 ，有

不少是以婦女保障名額當選 23 。苗素芳三次當選、何寶珍第二次當選 、

王國秀前兩次當選、蔡建生第一次當選，都是以婦女保障名額。其實，

連台北市的 3 席外省籍台灣省議員（浦陸佩玉、林王少華、胡克柔），

前兩位也都是以婦女保障名額當選（參見表 12）。換言之，在國民黨外

省籍女性 16人次當選省議員之中，有 9人次是因為婦女保障名額（約古

23 接規定，每－l車市i軍區如果還血的:ii tA.頁數超過四席﹒就必須有一席婦女保障名湖 ﹒歷屆
台灣省議會選舉，約有五至，J十席姆女保障名頭，但是以保障名 ffi 當選的比例約為田成左
右﹒參見賴仿真﹛201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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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歷屆台灣省議會 24位外省籍議員籍貫、性別、當選地區、當選屆
別及簡歷

姓名 籍貫 性別 當選地區 屆別＋ 之前主要經歷

浦陸佩玉 江蘇省常熟縣 女 台北市 臨一 江蘇如是主縣立女中校長

林王少華 福建省＊ 女 台北市 臨二 安徽省立女子高中師範科學

（安徽省 業﹔台北市議會第一、二屆議

清泉縣） 員

胡克柔 湖南省平江縣 女 台北市 臨三 中國國民織台北市第二區黨部

委員

陳大拔 江蘇省車寧縣 男 台北市 臨三 江蘇省保安政治部科長、江蘇

省武進縣縣長

李良榮 福建省同安縣 男 台北市 臨三 黃埔軍官學校畢業，福建省政

府委員隸主席、國防部中將參

議

陳愷 福建省蔥安縣 男 台北市 -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中央警官

學校特瞥班畢業．排、連、營

長、大隊長、參謀﹔台北市第

二、三、四屆市議員

郭岐 山西省山陰縣 男 台北市 一 黃埔軍官學校四期畢業、陸軍

大學參謀大學質踐學院畢業

姚冬蓋章 江蘇省無錫縣 男 台北市 一 無錫縣縣論會議員﹔台北市議

會第二、三、四屆議員

蔣迪生 江蘇省武進縣 男 台北市
一

台北市大安區福住里里長、台

北市議會第四、五屆議員

陳天佑 福建省蔥安縣 男 台北縣 臨三、 福建省蔥安縣參議員﹔台北縣

一一
議會第二、三屆識員

劉克 河南省鎮平縣 男 台北縣 八、九 陸軍官校 、 陸軍參謀指揮大

學﹔排、迪 、營、副團長、助
理參謀長、聯合參謀官﹔台北

縣議會第九、十屆諮員

苗索芳 吉林人＊ 女 台北縣 六、七 中國國民熱台北縣踮部委員﹔

（湖北省 、／＼、 台北縣議會第四、五、六、

賞梅縣） 九 七、八屆議員

何寶珍 江蘇省上海市 女 桃園縣 四、五 桃園鎮鎮民代表、桃園縣諾會

議員

程冠珊 湖北省漠川縣 男 台中市 臨三 中央軍校高教班畢業﹔排 、

連、營、團長、軍委會委員長

﹛寺f垃參謀、皇軍委會委員長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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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歷屆台灣省議會 24位外省籍議員籍貫、性別、當選地區、當選屆
別及簡歷（續）

姓名 籍貫 性別 當選地區 屆別＋ 之前主要經歷

行轅第一處少將處長、重慶市
政府簡任參事兼秘書長、國防
部少將高級參謀、西昌警備總
司令部少將參謀長

李銳 安徽省合肥縣 男 台商縣
一

黃埔軍校畢業、少將旅長、中
將師長、副軍長、陸軍副總司
~ 

自世維 山東省蓬萊縣 男 台商市 三、四 中央陸軍軍官校畢業﹔高遊
縣、台商市警察局局長、台南
市議會第二 、 三屆議員、第二
屆副議長

王國秀 河南省汝南縣 女 高雄縣 臨三、 中央幹部學校（即國立政治大
、一 學前身）畢業，中央軍校畢業

、四

蔡建生 江蘇省泰興縣 女 高雄市 四、五 高峰市里長、高雄市誼會第
五、 六屆議員

祝畫渣 山東省被縣 女 高雄市 -’.L. 、 高雄市議會第七屆議員

趙儒娃 福建省林森縣 女 高雄市 五、六 （民進黨提名）

徐輝國 廣東省梅縣 男 花蓮縣 - 
香港聖約瑟學院畢業﹔花蓮縣

（客家人） 鳳林鎮民代表會主席、花蓮縣
議會副議長

張蔡美 斯江省定海縣 女 新竹市 九、十 新竹市議會第一、二屆議員
金萬里 洛陽市 男 台中市 九 、十 台中市論會議員

劉文雄 漸江永嘉人 男 基陸市 九 、十 基陸市政府機要秘書

資料來源：筆者被據台灣省諮議會網站資料為基礎整理﹒並加上台北市議會網站資料（ http:// 
www.tcc.gov.tw/iFrame.aspx? n=2692 l E80F6DC89BS •敢用日期： 201 l 年 7 月 l 1 日
至 13 日﹝及〈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街） 〉 （草飛翔編著， 1984b ）的資料交叉比
對而成。

註： ﹒ 林王少擎的籍貫，台灣省諮議會的網站資料記載是福建人﹒台北市議會網站資料則記誠
是安徽揮金縣人﹔茵繁芳的籍貫﹒根撿台灣省諮議會的網站資料是吉林人，〈中華民國選舉
概況（下篇） 〉則記載是湖北省賞梅縣人。

＋當選屆別加了網底者，表示 「婦女保障名額j 。參見賴信真（2012: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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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六）。這說明了國民黨在提名外省籍參選省議員過程時，會考慮運

用婦女保障名額去凝聚當地眷村選票。

如果比較當時報社記者對台北市與其他縣市省議員選舉情況的報導，

可以發現省籍因素作用在這兩個地區有相當大差別。以下用 1963 年台灣

省議員選舉來說明。當時〈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在選舉

前派出記者閻愈政（山西省五台人）與張屏峰（四川省巴中人）在全台

灣 20 個縣市旅行採訪，在 1963 年 3 月 l l 日到 3 月 20 日間 ，發表了共

10 篇的「三屆省議員競選前奏：走馬看選局春秋J 系列報導（閻愈政、

張屏峰 1963 ﹔台北市選情則是由黃逸文報導）。這一系列報導中，台灣

各地省議員選惰，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包括政黨（國民黨籍與黨外）、省

籍（外省籍候選人）、地方派系、閩客（在桃園、花蓮地區）、眷村票

及婦女保障名額。其中，國民黨籍相對於無黨籍是最重要區分，國民黨

本省籍候選人幾乎都是地方派系代表，以及少數外省籍參選者，還有爭

取婦女保障名額的參選人。其中少數的外省籍參選人，大多被報導為「外

省人j 或「退役將軍J ，但未說明其籍實省分﹔即使提到省分，依賴的

票源也往往和國民黨黨部及眷村票有關：

嘉義縣：唯一的外省籍（小標題）「葉鐵梅是福州人，是這次

選舉中唯一的外省人」﹔他參選的目的有三，一是藉

此提高聲望，為下次參選縣議員鋪路、二是「想以福

州人的關係，將同鄉票全部拿過來」、以及三、「他

, 認為國民黨籍的周王淑蘭，一定會中途放棄，周是外

省人，如中途放棄，外省票可轉而支持他」 (3 月 l I 

日報導）

台南縣：「退役將軍李銳」 (3 月 15 日報導）

台南市：外省人士獲支持（小標題）﹔「白（世維）雖是外省

人」’「但是很可能獲辛派支持」（3 月 16 日報導）

高雄縣：「女性保障名額王國秀」﹔「高緣地區的兩萬多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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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鐵定要投給王國秀」 (3 月 17 日報導）

台北縣：「 l來天佑是福建人」（3 月 18 日報導）

（以上參見聞愈政、張屏峰 1963)

由上可以知道，「外省人j 在台北市以外參選省議員時，省分背景

的重要性，遠不及「外省籍J 身分﹔他們多半要依賴國民黨提名，才能

夠掌撞軍眷村「外省票j 支持。

在 1972 年以後開放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更是如此。由於增額立

委選舉在 1972 年到 1986 年之間，採敢大選區制，將台灣各縣市分為幾

個選舉區，跨縣市選舉更加需要組織協調及分配選票。外省籍候選人在

1989 年以前五次增額立委選舉中，除了人口數比例較高的台北市、高雄

市、台灣省一選區（主要是靠台北縣）以及福建省能夠當選之外，其他

則是透過「教育圈體」或「工業團體」名額當選（見表 9 ）。在地區性代

表部分，除了 1986 年台北市趙少康以外，其他都是軍方黃復興黨部的眷

村選票支持。也因此，台北市增額立委出身省分（上海、貴州、湖南、

河南），都沒有出現過去台灣省議員選舉時福建一席、江湖一席的省分

分配。唯一例外，是 1972 年及 1975 年當選的周文磯，籍貫是上海市，

除了黃復興黨部及眷村支持外，也因其先生是江蘇人，而得到江蘇同鄉

支持：「周文磯的先生過世了，不過江蘇同鄉會的老鄉親全力支持她。

八十多歲的老將軍顧祝同和丁治智（按：兩位都是江蘇籍），都義務為

她助選J （聯合報 1975 ）。

因此，（省分）地域意識成為第一代外省移民在台參與基層地方選

舉（縣市議員）的重要憑藉，但是也反過來成為他們在台北市以外、台

灣省議員層級以上選舉時的主要障礙。

6. 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眷村（改建）及本土政治力量興起

過去唯一能夠突破這種地域意識障礙的機制，就是透過眷村與軍方

特種黨部動員，讓選票能夠集中支持國民黨地方黨部決定的人選，通常

是與軍方有淵源者或女性（爭取婦女保障名額）﹔不過，更多是本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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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眷村提供了第一代大陸移民以及其後代，能在日常生活與其他

省分人士互動的機會。這些社會互動，以及與外在社會隔離，不僅強化

外省籍的省分觀念，也有助於選舉時因為上級指示，而跨越省籍界線，

投給其他省分的外省籍候選人。過去許多報導都指出，選舉時眷村往往

會掛出「本村一致支持某某候選人」布條，表示團結。 24即使到 1980年，

仍有眷村居民對自己村子開票時出現支持「黨外J 的選票感到憤恨，坦

言 ： 「他們還花了一些時間推敲這些 『雜票j 是誰投的J （鄒雲霞 1981:

85) 

相對於散居在眷村外的第一代外省移民，主要透過同鄉會而維持其

地域意識，眷村居民（絕大多數是外省籍）則經由居住安排與國家部門

協調，在選舉投票時跨越省分的地域限制，支持不同省分的外省籍候選

人，甚至本省籍候選人。至於外省籍第二代，無論是否住眷村，參加同

鄉會意願相當低，通常是為了領取獎學金才加入同鄉會（李效玲

1979 ）。也因此，居住眷村經驗對外省籍第二代能否發展跨越省分的「外

省籍」身分與認同感有重要影響。

男一方面，眷村的選舉經驗 ，也有利於眷村居民接受外省人弱勢意

識說法。在過去台灣省籍地方派系票源與「外省籍」票源壁壘分明的狀

況下，國民黨地方黨部與特種黨部如果覺得外省籍候選人無法勝選，經

常會指示眷村居民支持國民黨提名的本省籍候選人。在通常沒有外省籍

參選的縣市長，或是省議員、立法委員選舉，這種例子屢見不鮮，有時

會導致眷村居民反彈而不去投票。舉例來說， 1963 年台北市的台灣省議

員提名，國民黨仍然維持與 1960 年時一樣的安排，唯一不同的是，軍方

名額提名一位軍人出身的本省籍人士（黃光平）取代外省籍。這導致了

該年台北市外省籍投票率大幅下降，使該名候選人落選。這些被上級指

示要求支持本省籍候選人的投票經驗，也造成後來外省籍民眾比較容易

24 例如﹒ 1973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時 ﹒ 記者注意到「木禍、景美兩區的軍眷材，在游村門口懸

扮7 r本村一致支持市議員候選人周洪根當.i!』的紅布條，充分表1比眷村的因結」（聯合

報 1973b ） ﹒ 周洪4且是江錶省絡的退伍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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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外省籍在政治上沒有前途」說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男外，更重要的是外省弱勢族群意識出現時機的問題。的70 年代初

期後，眷村居住條件不佳或是不符合不同家庭生命階段對居住空問的需

求，開始面臨改建問題。 1974 年台北市開始規剖第一批眷村改建，之後

各地眷村陸續開始改建（聯合報 1974 ﹔郭冠麟編築 2005 ）。到 1980 年

代初期，眷村改建已經影響到外省籍投票行為。例如， 1983 年時在台北

市已經連任 l l 年，第四度參選增額立委的貴州、︱籍參選人李志鵬，就明顯

感受到眷村改建的影響：

李志鵬每天的活動，除了政見會以外，全部用在拜訪眷村，這

些眷村他已跑了十一年，大小人頭都熟，路徑更不陌生，唯一

的感慨走，許多老朋友搬出去了，一些券村拆的拆，改建的改

建，村子大門口也不再懸掛「本村一致支持李志鵬」。眷村居

民許多散居到台北市各地或是近郊城鎮，如何號召這些老朋友，

成為他主要的課題。（中國時報 1983c)

也在此時，媒體開始出現有關眷村「鐵票流失j 或「生鏽」的報導。

1986 年黃復興黨部在台北市提名退役中將陳鴻銓參選立委史無前例地意

外落敗，更成為鐵票生鏽的證據（中國時報 1986 ﹔聯合報 1986a ）。而

民進黨籍的康寧祥及謝長廷在台北市眷村獲得一至二成選票，也是媒體

選後對國民黨提出的「鐵票生鏽j 「警訊J 之一（聯合報 1986b ）。

以上這些包括第二代不參與同鄉會、眷村改建，以及台灣政治民主

化改革，使得政治參與管道漸漸由地方往中央轉移，加上外省籍選舉表

現每況愈下，激發了年輕一代外省籍菁英在 1980 年代以後，頻頻在大眾

媒體中發表外省弱勢族群意識訊息。除了克服第一代外省移民省分地域

意識對高層級選舉的限制外，建構這種弱勢族群意識的男一項重要功能，

則是為了面對眷村改建將更不利外省籍參選的新情境。

除了眷村改建的內部因素外，激發 1987 年外省人建構弱勢族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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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一項重要外部因素，是當時台灣社會中逐漸浮現的本土化意識、政治

本土化轉型的刺激。由 1983 年開始， 黨外陣營就開始提出「住民自決J

這一類兼真「民主化」及「本土化J 的訴求，做為選舉共同政見（參見，

王甫昌 2008b ﹔ Wang 2013: 159-160）。這一類訴求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台

灣獨立主張，也讓不少外省籍民眾相當不安。 1987 年，民進黨更公開以

支持「言論自由J 名義，提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民進報週刊

1987 ）。更重要的，民進黨的政治改革方案隱含以台灣或是當時國民黨

政府實質統治範圍為主的國家想像。因此，儘管法理的台灣獨立主張在

1991 年刑法一百條修正前仍為非法，難以成為公開政治訴求，但是實質

上（或事實上）台灣獨立主張卻已經在各種公共政策辯論中，隱隱可見。

未來國會設置大陸代表制的辯論 ，也因為涉及國家認同意涵，而變得更

加複雜。 1987 年 2 月國民黨政府宣示將慎重考慮與評估設置大陸代表制

（中國時報 l 987e ）後，引發多數本省籍政治菁英強烈反彈，及少數外省

籍人士反對（例如，張茂桂 1987a, 1987b ﹔彭懷恩 1987 ﹔陳陽德

1987 ）。民進黨也在同年 9 月主張「排除大陸代表制及遴選制」（聯合

報 1987c ）。由 1987 年 3 月到 1990 年 10 月，立法院辯論中，不分黨籍

的外省籍立委發言幾乎都贊成「設立大陸代表背心，而發言的本省籍立

委則是不論黨派都反對（王甫昌 2008b: 123-128 ）。民進黨籍唯一的外省

籍資深立委費希平就因為「大陸代表制J 主張在黨內無法被接受， 1988

年憤而退黨（中國時報 1988 ）。不少外省籍人士擔心在本土化過程中，

成為被排斥對象﹔而有關大陸代表制辯論，更被視為未來政治制度設計

是否尊重少數群體政治代表權的試金石（樂新生 1987 ）。

1987 年以後，趙少康、簡漢生以及其他外省籍菁英不斷公開宣揚外

省籍弱勢族群意識，正反映了外省第二代政治參與管道不足的危機感，

而其訴求對象是國民黨高層，特別是蔣經國總統。 1988 年 l 月蔣經國突

然過世，由本省籍李登輝接任之後，這種危機感變得更為迫切。在面對

即將到臨的 1989 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外省籍政治菁英也開始以參政權

保障議題，進行政治組織與動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眷村外省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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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 1988 年開始在北高兩市及台灣二十一縣市籌組「擎天青年聯誼

會」。

1989年 4 月準備成立「擎天青年聯誼會j 全國總會時，主流媒體中

開始浮現有關眷村第二代組織的報導（中國時報 1989b,1989c ﹔自立晚報

1989 ﹔童清峰 1989 ﹔李旺臺 1989 ）。這些組織的起源，據說是 1986 年

軍方提名陳鴻銓在台北市參選立委失利後，為了穩住眷村鐵票，由郝柏

村發起，透過國防部黨部主動安排邀請眷村大專青年前往金門參觀，而

串連建立起來（中國時報 1989b ﹔童清峰 1989 ）。這些組織能夠迅速建

立起來的重要原因，是因為眷村青年需要一個新組織來代表他們。「台

北縣擎天青年協會J 總幹事康長健表示：「眷村第二代因不諾閩南語而

成為經濟上的弱勢，在政治上又始終無發言權，以致需要組織管道以表

達眷村第二代的聲音J （中國時報 1989b ﹔徐璃 1989 ）。他在接受〈新

新聞週刊〉專訪時，更是提到「本土化政策實施後，政府刻意拔躍本省

人，除7少數權貴子弟，外省人第二代的權益幾乎完全被漠視」（童清

峰 1989: 40 ）。苗栗縣擎天自強協會會長徐洪勳則表示：「自從政府宣佈

解嚴及開放黨禁之後，已經有部分機關團體，逐漸出現了省籍創分的現

象，甚至在某些團體中，外省第二代已有被『排斥』的情形J （中國時

報 1989c ）。這些都呼應7 「外省人弱勢意識J 論述對外省第二代政治與

社會處境描述及其原因的說法（林照真 1989 ﹔中國時報 l 989e ）。

軍方黃復興黨部也在國民黨初選中大量提名外省籍新生代參選，不

但讓國民黨頭痛，也引發本省籍黨員不滿（中國時報 1989a, 1989d, 

1989f ﹔徐鴉 1989 ）。尤其是在台北市及高雄市，國民黨提名的外省籍及

軍方支持者，都破紀錄地超過提名人數一半（中國時報 1989g ）。

不過，黃復興黨部能控制的選票並未涵蓋全部「外省人」。當時記

者如此估計廣義「眷村人口J 或黃復興黨部能夠影響的選票：「根據退

輔會的統計資料，目前台灣的榮民有五十九萬人，榮眷有一百廿萬人，

全部人口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屬於園民黨員的則有二十四萬人j

（徐璁 1989 ）。以當時台灣外省籍人口約有兩百八十萬，占台灣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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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上述寬鬆估計下，至少仍有將近百萬外省人不在眷村動員與聯

繫網絡中。這些眷村外的外省人，更是外省弱勢族群意識論述訴求的對

象。到 1989 年時－’第一代移民當中，連當年離開大陸家鄉時才 10 歲的

小孩，也都已經 50歲了。然而，到台灣後的前二、三十年間，他們與大

陸家鄉省分的連帶與籍實身分，除了過去生活記憶外，也不斷地受到地

域意識及籍貫制度的官方制度、政治文化與同鄉會組織等強化，而持續

成為重要身分認同。至於在台出生成長的「外省第二代J ，儘管有近半

數母親是台灣省籍，過去並沒有機會去父親大陸家鄉，卻因「本籍法」

規定繼承了父親的籍貫。不過在許多狀況下，第二代對籍貫省分的認同，

可能不及「外省籍」身分。尤其是在 1980.年代以後，面對本土意識日益

高漲，以及民主化改革變局，加上外省籍政治菁英在媒體上一再地闡述

與演繹外省弱勢論，提醒了他們身為台灣社會「外省人」的身分。不過，

為了區隔掌捏中央政治權力的第一代，他們往往強調超越大陸省籍區分

的「外省第二代」身分與在台灣社會處境。這和過去的地域意識有重要

差異。

過去地域意識強調的是有限地緣範圍內實質的人際關連，包括血緣、

姻親，或是同事、同鄉里、同學、朋友、舊識等實質的人際關係。相對

的，族群意識所界定的「我群體」或「族群j ，卻是強調較大範園、通

常是沒有上述各類實質人際關係連帶，也不可能一一認識的人群範疇。

因此族群成員範疇界定、及對於我群體社會期望的原型，是建立在超越

實質關係、缺乏真體面孔，也不一定都認識的想像性關係之上。也因此 ，

族群身分與意識通常是由共同社會處境、而不一定是由相同語言與文化

來界定。「外省籍（第二代）」正是具有這種想像性、抽象性關係的人

群分類與身分。

因此， 1987 年以後「外省籍弱勢族群意識J 政治宣揚與動員的重要

功能，即是突破過去上一代地域意識觀念下外省籍內部的省分分歧。其

目的是將過去跨越省籍支持不同省分候選人的眷村投票經驗，推廣到過

去並不住在眷村、更多外省籍第二代青年之間，以破除過去大陸省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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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意識J 對外省籍參選的不利影響。不過，更重要的，過去眷村中外省

籍跨越省分籍貫投票，其實主要是基於與候選人「同為軍眷」的實質性

社會關連，而不（僅）是基於同為外省籍的關連﹔因此，「外省弱勢族

群意識J 的建構與動員為「同為外省人」賦予7新的主觀性身分認同意

義，創造了新的社會連帶類型與政治功能。族群意識的政治動員策略，

在 1989 年選舉過程中充分表現出來，這可以由以下幾方面來觀察。

第一， r外省籍J 參選人數的大量增加。除了黃復興黨部大量提名外

省籍新生代外，外省籍候選人大量參選也成為 1989 年的獨特現象。 1986

年增額立委選舉，只有 16位外省籍參選（中央選舉委員會 1987 ：附錄一

表 1 ）﹔但是 1989 年外省籍參選人大量增加到的人（中央選舉委員會

1991 ：附錄一表 1 ）﹔而這兩次開放選舉名額只由 73 席增加到 IOI 席。

第二， r外省籍」身分在選舉動員過程中，成為重要因素。不少外

省籍候選人以「外省籍J 身分進行動員。例如，台北市議員候選人秦慧

珠及立委候選人汪臨臨，都強調自己是「眷村的女見」、「老兵的女兒J

（徐璃 1989 ）。而外省籍第二代參政權過去不受到國民黨重視 ，使他們

感到苦悶、有危機感，更是郁慕明、汪臨臨、趙少康等人公開表達的參

選原因（徐璃 1989 ）。相對於過去，在 1989 年選舉中，官方選舉公報中

（中央選舉委員會 1991 ），以及媒體報導介紹的候選人背景， 25仍有「外

省籍」候選人的出身省分 ﹔但是 1989 年競選過程的媒體報導中，有關省

分的報導 （特別是同鄉會、同鄉票），極少出現﹔相對的「外省籍j 、

「外省第二代」、「眷村（二代） J 、「老兵」等這些跨越省分的弱勢

族群身分與認同，成為選舉重要訴求，廣受媒體報導。如果與 1986 年相

比， 1989 年選舉時大陸省分因素淡化的改變更是清楚。舉例來說， 1986

年選舉中，國民黨決定台北市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時 ，新聞媒體一再出

現「同為福建籍的吳永成、林利燄與王應傑三人之一中，黨部將擇一提

25 例如，﹛聯合報﹜在選前6篇系列報導介紹台北市立委候選人（ 1989 年 II 月 4 日至•J II 月
9 日，第 14版）．詳盡地列出候選人省分（及縣分Hi貫背景﹒不過﹒〈中國時報﹜卻完
全沒提到台北市立委候選人的a貫背景（ 1989 年 l l 月 9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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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J 的考量（聯合報 1986c ） ﹔這似乎延續了 1960 年代台北市的「台灣

省議員J 中一定有一席福建省籍的價例與思維。

第三，外省錯選民投票行為與選舉結果，也說明了族群意議政治動

員，對 1989 年增額立委選舉結果的重大影響。外省籍大量參選下，國民

黨提名者比起前一屆流失了超過 8% 選票，但是外省籍候選人卻大有斬

獲，在 101 席地域及職業團體立委中，拿下 18 席（占 17.8% ），比起前

一屆的4席（5.5%）有大幅成長。尤其是台北市 12席立委中，有 7席是外

省籍（包括民進黨的林正杰）當選。省議員也由前一屆只有兩席增加到

五席。相對的，在台北市議會外省籍市議員當選比例，和過去相差不多

（由上一屆 16席， 31.4% ，增加了一席成為 17 席， 33.3% ，參見表 7 ）。

1989 年選舉外省籍當選席次大幅成長，也立即被媒體大量報導 ，並被記

者賦予這樣的意義 ： 「外省人在台灣無法選上民意代表？從這次立委、

省市議員的選舉結果來看，似乎並不盡然J （張景為 1989a ）。

以下由外省籍民眾投票行為進一步去分析「弱勢族群意識」動員與

選舉結果的關連。

7. 1989 年台北市立委選舉的分析

1989 年台北市增額立委選舉中外省籍當選席次大量增加，得票比例

也遠超過其人口比例（28%）。在將近一0二萬有效選票中， 23 位外省籍

候選人拿下 48.34% ﹔其中國民黨提名的 5 位（趙少康、郁慕明、張志

民、周奎、趙振鵬）拿到 37.65% 選票，民進黨提名的林正杰拿到

5.47% ，另外 17 位自行參選或其他黨籍拿下 5.22% 選票。由於自行參選

並當選的T守中一人拿下 3.05% 選票，所以 ， 落選的 16 位一共只得到

2.17%選票。相對的， 14位本省籍候選人拿下 51 .66%選票，國民黨提名

的 5位有 21.96% ﹔民進黨提名的 5位有29. 18% ，其他自行參選的4位僅

得 0.53% （詳細票數請參見表的最後一行）。

由當選者的年齡組成與政黨背景來看，「外省第二代J 身分做為政

治動員的策略似乎相當有效。 23 位外省籍參選者中， 7 位當選者平均年

齡為 42 歲﹔他們如果不是國民黨提名、黃復興黨部支持，就是民進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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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外省第二代（以上見「附錄J ）。反之， 16 位未當選者，平均年齡

為 54.2 歲﹔他們都沒有得到兩大政黨提名或支援，許多是代表新成立小

政黨，除了謝學賢當時是現任僑選立委外，也都不會有參政經驗。因此，

投給外省籍候選人的選票，高度集中在七位當選者身上。這顯示選民投

票時，會考慮到候選人年齡及是否有可能當選。這事實上與當時主流新

聞媒體公布的選前民意調查有關。例如，選前民意調查就已經顯示了守

中在該選區排名第六（陳朝平 1989 ）。而且，似乎沒有外省籍候選人因

為外省籍人士的參選爆炸而高票落選。外省籍候選人大量參選，最大的

受害者是幾位國民黨本省籍候選人，以及民進黨本省籍候選人。尤其是

未獲國民黨提名、但是得到軍方支持的了守中（漸江籍、台大政治系副

表 13 1989 年增額立委選舉台北市候選人得票數 ： 按政黨屬性及選民族

群背景區分

外省籍候選人 本省籍候選人 總數

國民黨 民進黨 其他 國民黨 民進黨 其他

屬性分頭 2 3 4 5 6 

福佬
157 18 20 93 92 381 

（閩南）人
(41.2%) (4.7%) (5.3%) (24.4%) (24.2%) (0.3%) [65.8%] 
[57.9%] [85.7%] [54.1%] [65.5%] [86.8%] [100.0%] 

II 。 4 5 10 。 30 

客家人 (36.7%) (0.0%) (13.3%) (16.7%) (33.3%) (0.0%) [5.2%] 
[4.1%] [0.0%] [10.8%] [3.5%] [9.4%] [0.0%] 

103 3 13 45 4 。 168 

外省人 (61.3%) (1.8%) (7.7%) (26.8%) (2.4%) (0.0%) [29.0%] 
[38.0%] [14.3%] [35.1%] [31.5%] [3.8%] [0.0%] 

總計
271 21 37 143 106 579 

(46.8%) (3.6%) (6.4%) (24.7%) (18.3%) (0.2%) 

選舉中實 383,937 55,771 53,243 223,919 297,615 5,399 1,019,884 

際得票數 (37.65%) (5.47%) (5.22%) (21.96%) (29.18%) (0.53%) 

資料來源：抽樣調查資料來自陳德禹（2001）：選舉中質際得票數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1991:
2-342～2-345）。

註 1 ：袋中「屬性分類J 是指將該次選舉台北市所有的候選人根據其省籍（本省籍、外省籍）、
政黨提名（國民黨提名、民進織提名、其他〔包括兩大氣違紀參選、其他政黨提名、無
'M:辛苦〕）分為六績。候選人的歸類，請參見附錄。

詮2 ：袋中數字為樣本數，（街行百分比）與〔直列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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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在台北市北區，以 31,140 票奪下最後一席，擠下了兩位國民黨提

名的本省籍候選人（李鍾祥獲得 29月95 票、林憲同獲得 29,986 票，是該

選區落選前兩名），更被媒體大肆報導（例如，中央日報 1989 ﹔陳朝平

1989 ﹔聯合報 1989 ）。

外省籍政治動員的成效也可由不同背景選民的投票行為來進一步分

析。表 13 中，除了總體得票數分析外 ， 也加入了選後一項針對台北市立

委選舉問卷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調查資料來源，參見陳德禹 2001 ）鉤。

調查的 1,037 名受訪中，有 579位受訪者表示有投票並說出投給哪一位候

選人。筆者將他們支持的候選人根據省籍背景（本省、外省）及政黨背

景（國民黨提名、民進黨提名、其他）分為六類「省籍／政黨j 屬性（表

中稱為「屬性分類J ），與受訪者省籍（族群）背景身分作交叉分析，

結果列在表 13 上半部。

表 13 顯示：外省籍選民在該次立委選舉中，有超過七成（70.8%）投

給外省籍候選人，其中國民黨提名者最多（6日%），投給民進黨提名的林

正杰最少 （1.8%），而非兩大黨提名者（「其他」）居中（7.7%）。外省籍

選民有將近 67% 投給六位當選的外省籍候選人，男外 27% 投給國民黨

本省籍候選人﹔這兩者就占了 94% ﹒顯示了外省籍選民在這次立委選舉

中高度同質化、自主性的整體性投票行為。除了眷村外居民高度支持有

當選希望的外省籍候選人外，顯然連黨部過去能夠指揮與控制的票源，

也都有不少偏離了國民黨指示與分配而集中投給外省籍候選人，因而造

成三位國民黨本省籍候選人高票落選。

如果與過去台北市的台灣省議員或台北市議員的選舉狀況相比，可

以發現在這次選舉中，早年外省籍內部省分區別的同鄉票作用，已經大

為降低。過去人數最多的福建省籍在台北市靠同鄉票就能當選一席省議

員及多位市議員，但是此次福建省籍僅有民進黨提名的林正杰、當選，而

26 這項由國科會支持、台大政治學系執行的調金研究計盒，由陳德禹教授擔任主持人﹒胡
佛、朱當：是.＆.洪永泰擔任UJ，向主持人﹒ "it盡執行時間是 1989 年 8 月到 1990 年 7 月 ﹒ 2001

年由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室公開原始制金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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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主要是因為本省籍福佬（閩南）選民支持（其選票八成五來自此），

來自外省籍選民的支持不多。另外，人數第二多的江蘇省也沒有人當選﹔

反之，人數第三多的漸江（含上海市）卻有 3 位當選（周奎、了守中、

郁慕明），則是超過比例。其餘人口眾多的湖南、安徽、湖北，也都沒

人當選（安徽及湖北根本沒人參選）。這說明了過去大陸省分分配或是

同鄉票，在此次立委選舉中，幾乎沒有實質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跨越

大陸省分的「外省籍（第二代） J ，或「眷村」、「老兵J 符號與共同

身分。

因此，這項分析結果說明了 1987 年後趙少康為代表的，外省籍第二

代政治菁英「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建構，成功地凝聚了超越大陸省分

分歧的「外省籍（第二代）」身分與集體認同，克服了外省第一代移民

過去在高層級選舉中無法產生足夠政治代表的困境。

四、結論

本文主要目的在分析 1990 年代「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j 成為政治運

動論述之前，大陸各省籍移民之間是否已經有超越省分的「外省人J 共

同身分意識，以及其內涵與發生原因。透過分析各種歷史材料，本文說

明了 1970 年代之前，大陸各省第一代來台移民在重建暫時的中央政府體

制過程中，為了代表全中國及考慮地域均衡原則，建構了一個由大陸各

省人士主導、但同時也強化省分地域意識的中央政權體制。這種地域意

識也在戰後初期大量的大陸各省縣同鄉會得到強化，而真體地表現在外

省籍候選人能在地方選舉中依靠同鄉票當選的投票行為中。除了軍人因

為上級指示支持特定軍方代表外，大陸各省移民通常不會投票支持他省

候選人。

1970 年代初期以後，剛掌權的蔣經國為了安撫本省籍青年，而開始

拔燿本省籍青年進入政府高層職位，並開放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導致

不少外省籍菁英覺得自身政治發展機會受限，而開始有本省籍成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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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籍貫J 的說法，希望高層注意到外省籍青年政治發展機會。 1980 年代

國民黨政府在社會內部壓力下，逐步開放民主化政治改革，更讓外省籍

第二代菁英對政治及文化本土化產生外省人被排外的危機意識，而提出

「外省人是政治及經濟弱者J 說法。

就時機與內涵來說， 1980 年代中期出現的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主

要目的是抗議外省第一代掌權者為了維護自身權力而犧牲外省第二代參

政權利。在這種外省籍世代矛盾下所浮現的外省人弱勢族群論述，要求

應該「用人唯才，不分省籍j 、支持外省籍青年參與選舉，也主張未來

新國會中應該設置大陸代表席次以保障外省籍第二代參政權利。這種外

省人是政治弱勢者的說法，引起民進黨籍本省菁英反駁，在 1987 年引爆

了第一次省籍問題公共論辯（王甫昌 2008a ）。多數外省籍都支持未來國

會中設立大陸代表制的主張，也引發跨越黨派的本省籍政治菁英反彈，

使省籍問題逐漸發展為族群政治化對立（王甫昌 2008b ）。

1988 年蔣經國逝世後由李登輝接班的意外發展，讓外省人弱勢族群

意識由原先政治與文化菁英在學術論文、政論中的建言，轉變為政治動

員的核心論述。本文對 1989 年最後一次增額立委過程與結果的分析顯

示，此時外省弱勢族群意識的建構，主要功能在於凝聚不分大陸省分的

「外省籍J 身分認同與選票，以克服外省籍第一代移民重視省分的地域

意識，對外省籍高層級選舉表現的限制。在 1980 年代末期國會改革議題

鬧得沸沸揚揚時，外省人弱勢族群政治論述大量浮現，是外省籍第二代

菁英爭取在民主化政治轉型後有公平參與政治的機會。 1989 年立委選舉

中，外省籍候選人當選比例大幅提升之結果，讓外省籍菁英不再堅持未

來國會中必須設置大陸省分代表的保障名額（自由時報 1989 ）。

因此，在 1969 年國民黨政府首度開放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之前，

大陸各省籍第一代移民的省分「地域意識J 使得他們在台灣地方選舉中，

仍然足以產生在台的同鄉「鄉長」或「頭人」的政治代表。超越大陸各

省分的「外省人J 認同，在此時似乎缺乏明顯政治功能﹔將「本省人J

及「外省人J 二分的用法或統計，也被許多「外省人J 反對（例如，葉



242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星 1978 ），認為應維持中國各省的架構。整體「外省人」的身分認同，

即使存在，恐怕也是他人賦予的文化身分成分居多，而非主要的社會生

活組織原則或是自我認定的身分認同，更非政治行動的基礎。大陸各省

籍人士對其籍貫省分（甚至縣分）身分的認同與重視，由本文所引用的

各種文獻資料中，大多清楚記載個人詳細籍貫資料，研究者可以輕易由

公開文獻得知此項資訊，以及各種以大陸省分地域意識為基礎社會與政

治生活組織原則和方式可見一斑。

在 1970年代以後開放選舉的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增加，外省第一代的

省分地域意識反而成為外省籍參與這些選舉的重要障礙之一。尤其是過

去外省籍候選人除了同鄉票之外，唯一還能夠依賴的跨越省分眷村票，

也因為 1980 年代以後眷村改建，外省居民大量搬離眷村而出現選票流失

問題。在外省人居住集中（或隔離）逐漸瓦解的社會條件下，凝聚與建

構一個抽象的「外省人J 共同身分，以替代原先真體的眷村聚落所能動

員與凝聚的外省票，在解決外省籍政治代表不足問題上，有其明顯可見

的政治功能。由外省第二代所建構的外省人族群意識， 因此克服了外省

第一代的省分地域意識對第二代透過選舉參與政治機會的限制。

本文的分析停留在 1989年，因為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內涵 ，在此

後有重大轉變。 1990 年代具有本土化意涵的民主逐漸轉型後 ，本省籍政

治菁英跨越政黨界線聯合起來排擠外省籍政治菁英的新說法，成為外省

弱勢族群意識的重要內涵﹔外省人受排擠也不再只是外省第二代的問題。

過去「台灣外省人」的研究，其實都是在此轉變之後的 1990年代才出現

(Yang and Chang 20 l 0），這些研究的問題意識，主要也是討論外省人在此

狀況下的處境，以及認同轉變或反應。其中一項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

是楊孟軒及張茂桂所稱的次團體研究，強調過去族群關係研究往往將外

省人視為一個同質化的類屬（優勢的少數族群），而忽略其內部的各種

細微差異，包括階鼠、性別或其他次團體（Yang and Chang 20 l 0: 

115-118）。這種問題意識通常假設外省人這個同質化類屬，是本省人或採

用族群關係敢向的研究者所創造。本文關於外省籍政治菁英在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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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建構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試圖凝聚外省人認同以完成特定政治目

標的發現，挑戰了這些先前研究假設。

本文的發現也對台灣族群形成，特別是外省人族群形成的理論，有

一些重要意涵。本文一開始提到過去研究認為大陸各省籍移民在到達台

灣後，因為相似的遷移經驗、工作行業、居住集中、本省人敵意等因素，

而形成「外省人J 的身分認同。這些研究中，有些認為外省人被整合入

黨國政治意識形態的體制，或國民黨政權建置的省籍差別待遇經濟體制

有助於外省人的族群建構（例如 Corcuff 2000 ﹔林丘遑 2006 ）。本文的

發現對這些強調以「共同優勢位置」（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場域）

來解釋族群建構的論點有不同看法。本文發現，「外省人」在 1980年代

族群建構的主要動力或機制，似乎是來自危機感、被排斥感、共同弱勢

處境的弱勢族群訴求，特別是政治參與機會的限制和剝奪。

也因此，所謂「外省人J 的同質性，恐怕也僅止於政治參與層面，

特別是高度凝聚或相似的投票行為。這些相似的投票行為並不需要建立

在相同文化特質、階級或性別位置基龍上﹔同質性的投票行為也不會反

過來讓上述各種類型內部差異就此消失。換言之，此一弱勢族群意識主

要是建立在主觀認知的共享政治或社會弱勢位置，而非共享文化特性的

基礎上 ﹔ 而這種弱勢族群意識也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政治面向才能發揮作

用。社會生活中跨族群接觸、「融合J 經驗，甚至生活方式與文化內容

的趨同，並不會自然地讓這樣的族群意識降低或消失。正如同 John

Bennett ( 1975）或 Herbert Gans ( 1979）所描述族群意識在各種身分交織的

現代社會中具有象徵性與策略性的功能，不會因為所指涉的族群人口群

體，內部文化特質變化，特別是與其他固體互動後，而不再產生作用。

反之，當原先弱勢族群意識所界定的問題已經解決，或是所處環境產生

變化，族群意識的內涵與強度也會跟著改變，甚至消失。

另外，在與族群化（ethnicization）相關文獻的對話上， 27本文關於大

27 感謝本文一位審查人提JJ;與 ethnicization 、 white ethnicity 文獻，f話的可能性 ﹒ 不過 ， 限於

J$;恰與目的﹒本文it約略1H當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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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省籍人士剛到台灣前二十年仍然保有大陸家鄉省分及縣市的地方性

認同，到第二代才發展出超越省分的「外省人J 族群認同的主要經驗發

現，和美國的歐洲移民在抵達美國前只有村落或地方認同，在美國的情

境中才發展出義大利裔、德裔、猶太裔的「族群認同J 似乎有一些相似

之處（Gans 1979; Sarna 1978）。 Jonathan Sarna(1978）對於此一族群化過程

所提出的理論性解釋，強調他者賦予身分（ascription）及遭受逆境

(adversity）兩項社會過程，乍看之下似乎也頗能用於描述外省人在台灣由

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的族群形成或族群化現象。不過，本文所描述的台

灣外省人建構其弱勢族群意識所涉及的特殊歷史脈絡與細節，遠比這兩

個過於簡單而抽象的概念更豐富，也呼應了族群化文獻中，不少人主張

應該將歷史及脈絡帶入的呼籲。

最後，本文的發現也對先前研究有關台灣不同族群的弱勢意識發展

時程與浮現的順序，有重要意涵。外省籍菁英早在 1970 年代就已經開始

提出本省籍成為「優秀籍貫」的說法， 1980 年代以後更提出 「外省人弱

者J 論。這和本省籍菁英對本省籍弱勢意識建構的時程幾乎是同時發生、

甚至更早出現。而且這些弱勢者論述，在內容上頗有針鋒相對的態勢。

在這種狀況下，除了研究個別族群運動的論述建構之外，也需要將不同

族群運動之間的論述互動納入考慮，才能夠對於台灣族群化的理論課題

有比較全面的解釋。這需要未來研究者對於台灣戰後的族群互動歷史進

行更詳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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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1989 年台北市增額立委選舉候選人 、背景、 政黨屬性及得票

姓名 籍貫 性別 年齡 政黨 得票數 當選（﹒） 屬性分顯＊

趙少康 河南涉縣 男 39 國民黨 139,641 . 
吳永成 福建林森 男 60 國民黨違紀 912 3 

封恆 湖南衡陽 男 54 中華共和黨 736 3 

李鐘祥 台灣屏東 男 54 國民黨 29,095 4 

胡克毅 江西新建 男 54 無 732 3 

涂浩j闌 江西修水 男 67 國民黨違紀 470 3 

陳水扁 台灣台商 男 38 民進黨 78,057 . 5 

林軍同 台灣台商 男 44 國民黨 29,986 4 

謝長廷 台北市 男 43 民進黨 107,2 18 . 5 

王津平 台北市 男 44 勞動黨 1,570 6 

李世秉 湖南臨澀 男 58 大公黨 590 3 

周 蓋 斯江江山 女 34 國民黨 45,959 . 
草草為民 四川東縣 男 30 無 795 3 

汪臨臨 山東濟南 女 47 國民黨違紀 2, 114 3 

蔡治字 台北市 女 40 民進黨違紀 898 6 

林文郎 台北市 男 44 民進黨 22,873 5 

T守中 斯江義鳥 男 35 國民結違紀 31,140 . 3 

徐恆忠 山東莒縣 男 48 國民黨違紀 678 .) 4、

陳毅弘 台灣苗栗 男 50 無 540 6 

趙振鵬 河北磁縣 男 54 國民黨 44,167 . 
郁慕明 上海市 男 49 國民站 93, 111 . 
翟平洋 四川營山 男 40 鈕 5,366 3 

黃書瑋 台北市 男 40 國民黨 38,788 4 

張德銘 台灣桃園 男 51 民進黨 29,975 5 

李陸 山東詩光 男 66 鈕 856 3 

張志民 山東樂陵 男 47 國民煎 6 1,059 . 
方景鈞 河南信陽 男 59 無 1,792 3 

葉菊蘭 台灣苗栗 女 39 民進滋 59,49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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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89年台北市增額立委選舉候選人 、背景、 政黨屬性及得票 （續）

姓名 籍貫 性別 年齡 政黨 得票數 當選（﹒） 屬性分穎，

林壽昌 山東2P度 男 59 國民黨違紀 1,002· 3 

張魄天 江蘇車寧 男 65 國民黨違紀 871 3 

林正杰 福建東山 男 36 民進黨 55,771 . 2 

蔡政順 台北市 男 44 國民黨違紀 2,391 6 

卿耀中 湖南武岡 男 63 忠義致公黨 617 3 

袁時和 漸江上虞 男 54 中國背年黨 1,306 3 

謝學賢 廣東南海 男 43 脅年中國黨 3,266 3 

洪冬桂 台灣澎湖 女 42 國民黨 63,879 . 4 

林鈺祥 台北市 男 41 國民黨 62, 171 . 4 

資料來源：筆者被錄中央選舉委員會（199 1: 2-342～2-345） 資料整理而成。
註．．屬性分類﹔ l ：外省籍國民商店（ 5 位）、 2 ：外省軍在民進且在（ I 位）、 3 ：外省符其他（ 17 

位）、 4 ：本省籍國民黨（ 5位）、 5 ：本省籍民進黨（ 5 位）、 6 ： 本省符其他（ 4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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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斯卡羅」（ Sukalo, Su-qaro, Seqalu或Suqaroqaro ）指的是在日治前

後，恆春半島南部，一群居住在被分類為排灣族的部落之間，可是自認

為有別於他人的四個領導頭人家系的自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

2003: 33 ）。有關這群人的神話、傳說與家系關係，都指出他們是來自知

本的卑南人，因為某種原因，遷移到恆春半島，憑藉著高明的巫術與武

力，｛iEJl巨了當地其他的部族，成為半島上最具勢力的頭目。然而大體上，

其語言、風俗及習價等都已經和其他周圍排灣人相同，所以 1920 年出版

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第一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

2003: 94 ）主張沒有區分開來的必要，並將他們分類在排灣族的

Paliljialiljau 分支之下，但是在討論到這枝分支的時候，特別分出條文來

談 Seqalu 四社。

然而，斯卡羅在當時究竟是什麼字意？卻是個不太容易回答的問

題。前書（頁 5 ）與 1935 年出版的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都認

為這個詞「其義不詳」（楊南郡譯 2011:464)1 。只說明“Su-qar。”本來

是本地的排灣族對北部知本社的稱呼，但是斯卡羅的人卻把知本社稱作

“Tipul”，可能就是卑南平原卑南人對知本社的稱呼一－Katipol （高砂族

系統所屬之研究，頁464 ）。相對的，卑南人並不稱呼這群人為斯卡羅。

研究原住民多年的學者楊南郡認為「斯卡羅J 即「乘轎者J 的意思，但

. 本文標寫得到科技部牟題研究it盒﹒為~ 101-2410-H-002-092 補助，在執行計畫期間﹒與
1t畫博士後研究的＇＊恰君博士合作調查itt晶﹒受益良多，特別致謝﹒另外，感謝1t畫助理
呂＿，，耘在恆4年任勞任怨 ， Jl氣相提﹒林家君如糙的訪t主9早在當地的用心贊成﹒引導我們進
入田野，段發 T.f娃們的很多想法 ， 可說是本文的另一位作者﹒現1依健． 、陳文t垂在田野進行
，＃﹒參加~們的iH齒﹔台大人類學系的助理， f長illl蚓、真長主雅、林必修、鄭茗元是乎同學青t
,ti:登JY.fo a資料!4修改俞文，也在此表述謝意﹒本文初稿曾在「台灣：族群、民族與此代
國家的經蛤典型u齒」研討會（2013 年 10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任求 ， 必
謝會議評為人貧盒衡的回應和指正﹒最後還3萬t本文的兩位匿名審查人指出初稿中 j』tit渴
不清之處， 1l筆者有被會進一步修改﹒

本文書l m楊尚郡（2011 ）的翻譯 ， 頁喝也根據中文街譯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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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並沒有說明依據來源。 2筆者認為，不論是哪個說法，這個詞所指涉的

應當是一種對強勢地位者的尊稱，而且只限於一群具有清楚家系關係的

家族自稱或被尊稱，應當是沒有疑問的。

斯卡羅是平埔族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後，屏東地區興起的一個熱門的

主題，許多文史工作者與恆春半島上的文化發展社團投入了大量的時間

和精力嘗試要重建這群人被淡忘的歷史。斯卡羅馬何會在最近二、三十

年如此受重視？最簡單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群人，或者說更精

確地說，這群人的領導者，無論在漢人、西洋人或日本人的文獻中，都

以一種強勢與鮮明的姿態在歷史舞台之中出現，讀者很難不被他們的事

蹟所吸引。所以當族群意識抬頭，族群認同在台灣成為一種正面積極的

價值時，斯卡羅成為一種真有潛能的象徵資源，吸引了許多學者、社區

營造者與文史工作者的注意。

清朝文獻中，雍正二年的〈番俗六考〉還有乾隆二十九年的〈重修

鳳山縣志〉（王瑛曾 1993﹝ 1764﹞）都已經注意到屏東平原以降的原住民

有所謂的那幅十八社，然而社名未定，確切的數目也可疑，顯然對此區

還沒有太多認識。經過了光緒初年開山撫番政策以後，恆春地區的封山

禁令解除，漢人大量移入後，更多恆春半島上的部落與漢墾民的民莊被

列入戶口調查，官府對此地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在光緒二十年成書的

〈恆春縣志〉提到那幅十八社時以楓港溪為界，區分出那~肩上十八番與

那幅下十八番社。其中那幅下十八番社的社名分別為 ：豬勝束社、文率

社、龜仔角社、牡丹社（內附爾乃中社大社）、高仕佛社、加芝來社、

八姑角阿眉社、射麻裡社、四林格社、八瑤社、竹社、上快社、射不力

社、射麻裡阿眉大社、萬里得阿眉社、八瑤阿眉社、羅佛阿眉社、 麻﹛于

社、龍盤社（附大皈持社）。這些社在光緒十二年前由四大頭人 ：豬！撈

東社大股頭人朱雷、潘文杰等﹔射麻裡社二股頭人一色等﹔麻仔社三股

頭人潘獅等 ﹔龍鑒社四股頭人潘阿洛等所領導（屠繼善 1993﹝1894﹞：

2 根據學者請教屏東北排灣的族人訟法﹒「斯卡扭」~「斯卡輝、 -till」的意思.＠，ii, 「住在
那邊的人」﹒但亦有兩排灣的老師認A 「斯卡娘」其實是排灣語﹒拍來自知本的人﹒



!!
jti

!
j
i
-- 

260 族群、民接與現代國家

100 ）。而這四個頭人所在的四大番社，就是後來被歸類到「斯卡羅J 的

部落。

然而〈恆春縣志〉有關這四股頭人的描述非常有限，除了提到他們

各別管制的幾個番社戶口以及頭目的名字，沒有其他足以進一步理解他

們政治或社會面向的材料。斯卡羅人會繼續受到注目，是因為四股頭人

中的豬勝束社頭人卓把篤，以及他的後代潘文杰，在後來日本學者的調

查資料還有西洋探險家與官員的報告中持續地出現，特別是卓把篤在美

國船船羅德號 (Rover）事件當中，代表恆春南邊十八番社與美國領事談

判，訂立和平盟約 ﹔ 他的後人繼續領導其他番社，在牡丹社事件中向日

軍輸誠，避免了全面的衝突﹔日本治理台灣後 ，潘文杰更是成功促成恆

春與卑南番人歸順的功臣，並接受贈勳。換句話說，從 19 世紀後半段到

20世紀初這段台灣遭遇歷史大變革的時代 ， 斯卡羅的頭人家系， 一直在

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得這個至今都還蒙著一塊神秘面紗的部落，更

令人好奇與嚮往。

然而，當筆者前往現今的屏東縣滿州鄉進行有關宗教儀式如何接納

不同人群的研究時，卻發現在昔日的豬勝束社大股頭人所在的里德村 ，

即使對頭人家族光輝的過去朗朗上口 ，絕大多數的老人都沒有聽說過 「斯

卡羅J 這個名稱。村子的人都知道，里德村曾經是一個出「能人J 的地

方，頭人曾經是十八社番的總頭目， 勢力範圍可以到恆春北邊 ，甚至到

台東。當年頭人的直系家族還有成員在村中，但是這些後代已經沒有頭

人的權威，反而常被村人用來議論是非成敗的負面例證。

至於男外一個頭人大社射麻裡社所在的永靖村，情況更為模糊 。這

裹的村民不但沒有聽過「斯卡羅J 這個名稱，對頭人家族的記憶幾乎沒

有，只依稀知道在村子襄面靠山的一區被稱為加賭魯的地方曾經有番人

住過。頭人的相關傳說往往與平埔蕃的傳說混在一起，指涉的是一群過

去的「番J ，現在已經被同化而與村民無異。

這樣的一種現象，我們很難就此論定當地人在漢人的影響下 ，已經

忘記了他們的過去，因為里德人很清楚地記得過去的光輝 ﹔ 也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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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因為被汙名化而隱藏族群認同，因為很多當地人都承認祖先們過去

的確是「番」，他們卻已經是「人j 。「番」卻是個浮動與負面的概念，

會隨脈絡而改變其意義，成員也因為背負著汙名，而嘗試改變身分﹔更

重要的是它是相對於「人」而存在，沒有具體的文化內容，不能當成族

群認同的對象。

本文試圖透過歷史資料的考察，來掌握斯卡羅這個分類範鵰所指涉

的人群，他們身處的歷史與社會情境為何？在不同來源的文獻中是如何

被呈現？他們又是如何被分類？還有斯卡羅這個範晴是如何出現在日本

學者的研究之中？經過什麼樣的轉折才變成我們今天以為的內容？最後

再對照當代的一些田野觀察，來檢討當前「族群J 這個概念被過分使用、

甚至濫用的狀況，提出當地人使用的「番」，反而是一個更接近過去那

種非族群方式的人群分類。

二、有關漢人移入恆春半島的考察

恆春半島在近兩、三百年並不只是滿清帝國的邊疆，北部山區有居

住在中央山脈南段，屬於 Butsul 系統的南排灣人往南擴張 ，在山區邊緣

形成一系列的新部落﹔沿海低地與河谷平原，有由台東知本往此移入的

卑南人，因為文化上與排灣人接近，被日本學者稱為排灣化的卑南人，

又稱斯卡羅人，也就是本文主要關心的對象 ﹔ 男外從台灣東部海岸，還

有脫離卑南社壓迫的阿美人，移入到恆春半島東南，在勢力強大的斯卡

羅頭人應允下，居住在臨海地區。但是對這些原本是半島的主人的部落

來說，澳人的移入仍然是影響他們命運最重要的力量，所以本文先由這

段歷程談起。 3

有關漢人出現在恆春半島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明鄭時期，當時這個區

3 有關漢人在屏宋平原的開墾與平原上鳳山八私的i遭遇，可見施添論（ 1999,2001) •有關漢人

在性眷半島的開發歷史﹒除了周玉翎（2000），還有！來如意（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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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被劃分在萬年縣的管轄下，有鄭氏部隊曾經在那幅灣（車城灣一帶）

登陸，進行屯田。但是此地可能只是被用來當作罪犯流放之所，並沒有

一般移民進入（陳文達 1961 ﹝1719﹞）。清朝占領台灣後，恆春被劃入鳳

山縣，那些流放的軍屯人大部分還是留在當地，與當地的土著和平共處

並旦和原住民女子通婚。各地新的零星移民也陸續進入本區，但是主要

的活動仍侷限在狗獵、山產交易與辦理軍工廠修理戰船所需的木料等，

並沒有大的聚落。

大約在康熙末年，福建的海泉兩州的人，從屏東平原下淡水地方往

南移墾，一路進入莉桐腳（訪山村）﹔一路則由海路進入楓港，然後往

四重溪口前進，建立了柴城（車城）。雖然在朱一貴事件後，恆春半島

被官方明令封禁，但是還是有漢人繼續移入。雍正年間，廣東潮州與嘉

應州的移民，也開始進入本區。由於海岸地帶已經被閩人占有，他們就

往內山移入，在車城以東建立了統埔與保力兩莊’並以此為基地，繼續

往外拓墾（周玉翎 2000: 44-48 ）。 4

到了乾隆末期，福建的移民從車城跨過保力溪往南，建立靠海的射

寮與新街，在靠近內陸則建立虎頭山（今恆春鎮仁壽里）、貓仔庄及茄

事湖等聚落，並逐漸擴充到半島西邊的最南端，建立龍巒潭與大樹房。

廣東籍的移民可能有少數隨著閩籍的人走縱谷平原往南，但多數沿

著四重溪與港口溪往東的方向進入山區的河谷。沿四重溪南岸，有粵籍

莊的二重溪、內埔、南勢湖。最東在成豐初年（ 1851 年左右）建立四重

溪莊’與牡丹社接鄰。往港口溪的方向，也就是本文研究的現今滿州鄉，

粵人則是在嘉慶年間開始進入射麻裡、港口、蚊蟀等部落。

我們可以說，到光緒元年（ 1875 年）恆春設縣之前，漢人在此區的

開墾，基本上是聞人沿海分布，掌撞海邊可以貿易的重要港口。粵人則

以統埔與保力為據點，逐步進入內陸丘陵與山區，與當地的原住民有比

4 有關保力的開發展史以及客家人在半島土的擴張﹒可見旅游金（2001），黃.ct仁（2007）以及

~j身姿（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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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密切的接觸。

然而因為這個區域在官方的認定上是番地封禁之地，進入恆春半島

開墾的演人，並不能得到政府的保護。他們必須與在丘陵和平原活動的

原住民取得某種程度的協議，得到他們的許可，否則難以定居下來開墾。

文獻上也記載他們必須繳田租或者進貢給原住民。也正因為這些開墾的

活動不合法，無法明目張膽地進行，所以移民的人數不可能太多，也得

不到官方的墾照，土地產權並沒有太大的保障。恆春半島開始有大量的

移民，應當要到光緒年間開始實行開山撫番並設立恆春縣，才有計蓋地

招募其他地區的移民進入。

至於恆春縣設置之後的情況，光緒二十年出版的〈恆春縣志〉卷一

〈疆域篇〉的〈案〉，大略描述了當時恆春附近居民分布的狀況（見附

錄附圖 I ) 

今區為十三里，西南沿海六里，曰宣化、曰德和、曰仁壽、曰

典文、曰善餘、曰嘉禾’皆係民庄，為郡城往來大道，處處險

要﹔．．． ．． ．東面四里，皆屬番祉，曰安定、曰長樂、曰治平、曰

泰慶。居東西之間者，曰成昌、曰至厚、曰永靖’三里氏、番

錯雄。山後兇番時出殺人，飛屋越績，隨處可來。．．．．．．又民居

曰莊’番居曰非土。有所謂客莊﹔客人者，皆粵人也。莊如西門

外之保力、統埔、四重﹔美、內埔等及域內之客人街走。又有客

番雜居者，如東門外之射麻里、文率、哨林、八瑤、太古公、

萬里得、八姑角、牡丹﹔菁、雄佛山等，南門外之大板持、潭仔、

墾丁等莊走。其閩籍者，則不繫以客，亦不與番同處。（屠繼

善 1993﹝ 1894﹞： 9)

從這段文字看來，恆春半島在日本人進入之前，與前期的形勢沒有

太大的變化，可大略分為三部分：西南沿海主要為閩籍漢人的聚落 ﹔ 東

半部大部分是原住民的部落﹔在東西兩塊區域之間，則是漢人與「番人」



t 

i
-

-

1 

264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這

混居。混居之中，又有純粹粵籍的民莊’在四重溪口的保力、統埔等地

和恆春城內的客家區﹔在恆春城東邊、東北邊，也就是今天的滿州鄉一

帶，以及恆春城往南到海邊一帶，則是客家人與「番人J 雜居的情況。

至於閩籍的漢人，他們通常自成村莊，不與客家或「番人」共同形成聚

落。

（一〉滿洲鄉漢人移入的概況與其他原住民的關係

本文研究所在地一一滿州鄉，位於恆春半島東北部，主要為恆春東

方丘陵的港口溪流域，東臨太平洋，南邊與恆春鎮交接，西邊部分與恆

春，部分與車城鄉保力村相鄰，北邊與西北邊則與牡丹鄉相接。有關全

鄉的聚落地名、行政組織的歷年沿革，見表 I ＜滿州鄉各村沿革表〉。

滿州鄉位處恆春半島的東部丘陵，地質上算是中央山脈的餘脈，因

此鄉境內雖然多山，但地勢卻較為低緩，海拔均在 700 公尺以下。人口

與聚落都集中在少數的幾條河谷，其中又以港口溪河谷兩岸最為重要﹒

自清末以來都是主要農田之所在，現在則多休耕或改種牧草。

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年均溫高，溫差小，全年都是生長季節。

但受地形影響，每年 IO 月到隔年2月都會有強勁的落山風吹裂 ， 對農業

影響甚鉅。又由於雨量集中在夏季，農田水源供應不穩，清代的漢人移

民就修築了不少埠圳。農產上早期以種植番薯 、 水稻、甘黨、瓊麻為主﹔

近年來農田大量休耕後，改種牧草。海邊的港仔、九棚與港口三個村則

多為一半耕作、一半打漁維生（熊金郎主修、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

史學研究所總編黨 1999：第一篇與第五篇﹔鄭全玄 2001 : 710 ）。

以境內各村分別來看，今天滿洲鄉所在的區域，最早的漢人記載就

是保力庄的粵人王那於雍正年間進入「蚊蟀埔」（今滿州鄉滿州村）開

墾’並與蚊蟀山頂的原住民通婚而定居（見附圖 2 ＜屏東縣滿州鄉地名

分布〉）。 5隨後陸續有曾姓、邱姓與鳥姓的客家人搬入滿州村附近，進

5 五月F何時進入比區﹒至今仍有爭圾，有學者，t Iii正年間的訟法，表示f租車是﹒聲fl全玄（2001)
指出，雖然玉氏家族至今在滿州都還是最大娃，但是他們是否是王那的後代益不明啥﹒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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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滿州鄉各村沿革表

民街時代 日治時代 消代

曉東縣滿州鄉 il':i!lt'lii恆谷i那滿州庄 恆主幸1ft，蚊蟀支也 恆1在~蚊對f玄，自 台itiJ(.f恆海縣
﹛封閉的年） ﹛1 920 年以後） ( 1 904 年） ( 190 1 年） ﹛1892 年）

村各 1 4、地名 大字 I 小地名 里名 l 街庄名 I 小地名 盟名 銜庄名 單名 的H:名

永鋪 I !M晦裡 射睡0盟庄 射偏裡庄

一

永紛村 I自 （下通滿古州公﹜ I 射麻裡 I 』 加紡q~ 加那敏、庄

盟

軒在

呆Ii.

~tHt1 
老佛

滿州

里德村 ︱ I filll'll東 ︱ 蚊里蟀德 稍盼＊庄

過1革仔

港口 閉門安

定 熱情他物 定 定 i!nJ/W還吾土
港口村 ︱ f巴＇Vl ︱ 浴口 里 iii口眩 姐有助

型 m

”, 

l吧龜角 ︱ 八~;t;f1JEl:
I 1＆！＇，·目前

制村 ︱ 酬 ︱
·m !(ll;: t-r 

民

n樂
當E林 樂 ︱ 響林庄

防御
且

民樂村 l
九他的 九個f/J t古 九側1時庄 九個厝 i台 九倒f/H:E I 泊 ︱︱︱ 大~；：：.冬i孟I主

可Z 平 !Jl 
J\ IS; 

八ItU 11! 八路社 m 八州 I m I 八馴1f:t
分水晶l

hBll 
片肉u

九l'i!N J水燭仔
可是

九棚Ix

發l旦~ ! j ←I~電九；個F丘座←l~ 哥華
辭世『l 甫仁坑

的仁鬱
九棚 殷 11! 

里 且1

I iiUJt1 I its仔 i甚仔庄 t也仔

賀科來源：教者參考鄭全玄（200 1）重紛。

今保有的墓碑最早能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據此可4fi in,J玉家入瑩的時閥混進可洲自
乾隆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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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開墾本區最大的一塊平坦利於耕作的草埔。這批客家人大多來自屏東

的內埔鄉，途經保力而來，定居後與當地的土著通婚頻繁。蚊蟀埔的原

義有臭氣、惡臭之意，據說以前當地的原住民打獵以後，吃剩的獵物會

隨便扔在此處，造成腐爛的臭氣瀰漫，因而得名。在日治初期的調查中，

滿州村人口襄粵籍占超過七成，但是今天這個地區的粵人都以台語為主

要語言，不會講客家話（鄭全玄 2001: 717 ）。

另一批粵人移民在嘉慶初年（ 1796 年左右），先進入「射麻裡庄j

開墾（今天的永靖村），接著再有一批粵人繼續沿著港口溪河谷往東開

墾至東海岸的「港口庄」（今港口村）。射麻裡附近居住的是有名的射

麻裡頭目，與東邊隔鄰聚落的豬！哪東頭目，分別是清朝統治期間管理恆

春半島下十八社的二股和大股頭人。此地一直都是個相當大的聚落 ， 值

春縣志（屠繼善 1993 ﹝1894﹞ ： 108 ）中記載有的戶，男丁 276 人，女 248

人，是全部番社中人口最多的一社。粵籍人移入，必然是經過頭目家族

的應允，繳納番租，與原住民交錯而居。此後， 漢人的人口持續增加，

明治三十七年（ 1904 年）當日本政府要將此地創為普通行政區，編入永

靖里射麻裡庄時，熟番人口只剩 16 戶的人 。

最早進入射麻裡的粵人中，以祖籍嘉應州梅縣的賴姓為最多 ，他們

先在屏東平原的佳冬鄉下埔頭一帶開墾，再遷移到此地來與當地原住民

做生意，自此在這一帶取得大片的土地。其他當時移入的粵人家族應該

也是來自內埔鄉或佳冬鄉。這個聚落現在有的閩籍居民，則是光復前後，

恆春糖廠建立後雇用外來的員工種植甘蕉，才搬進來居住（鄭全玄 2001 :

714) 

至於那批開墾港口庄地帶的粵人，進入八姑角社、溪北阿眉社與溪

南阿眉社，這三個阿美族的部落勢力範圍。港口溪出口左岸，豬·J撈東山

南側山麓這一帶，居住的是原本居住在台東地區的阿美人，他們因為不

堪當地卑南王的壓迫，約二百餘年前南下到恆春半島，投靠當時的那噶

十八社聯盟頭目豬勝東頭人，在此地定居下來並繳納番租。他們除了農

耕還會捕魚，但是逐漸受到半島其他族群文化的影響。伊能嘉矩在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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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此地訪問時，港口庄還有三、四十戶一百餘人 ， 但其語言慘雜了許

多的排灣語（伊能嘉矩 1996 ）。

港口庄的聚落小而分散，主要有港口、橋頭、公館、茶山、龜仔律

山、西片溪與啞口海等小莊。這些粵籍漢人進入以後，與阿美人通婚混

居，但是在日治中期，大約在大正四、五年左右，多數的阿美人又遷回

花蓮、台東，此地便成為以閩客籍民為主的聚落（莊雅婷 2003 ﹔鄭全玄

200 l : 723-726 ）。 6

滿州鄉中部的響林村，大概要到嘉慶、道光年間開始有少數漢人入

墾﹒直到同治末年（ 1874 年左右）移入的人口才逐漸增多。他們收購原

住民已經開墾的土地，繼續往四邊拓墾。響林聚落大致可分為三區，隔

著茄茗溪溝有上響林與下響林，上響林以洪、賴二姓居多，下響林以邱、

謝二姓居多，其中洪、邱兩家族遷入最旱，他們都是粵籍，但是自今也

都不會講客家話。第三區是老佛山東側山麓，沿著河谷有頂老佛聚落，

這襄原是阿美人的大社，恆春縣志中稱之為阿眉番大社，光緒十五年有

26 戶、 174 人，但是後來陸續遷出回台東。現在居住在此的多是頂響林

遷，獻血來的漢人（鄭全玄 2001: 727-728 ）。

里德村位於滿州鄉東南方，這襄是清朝文獻中那幅十八社的豬.，撈東

社大股頭人居住之地，據說是彷山以南最有勢力的部落。統領的不只是

整個半島上歸為排灣族與阿美族的番人，還包括居住在保力、統埔與車

城的漢人。所有的部落都要向頭人進貢租，頭人家的生活比起一般人要

優涯。村內主要有三個聚落，頭人家系所在的豬勝束（即後來的里德）、

蚊蟀山頂及欖仁溪。

豬勝東很早就與漢人接觸，而且很快地吸收了漢人的許多物質文化

與習慣，也很早就讓漢人住進村內。很多文獻都指出，在光緒年，區春設

6 至於為何阿美人又i重回來~ · 原因仍然不詳 ﹒ 移川子之品直到阿美族的~哎，進一步指出平

在一百二十或－百三十年前，在恆春地區的阿美人就間信陸續遷移回台＊－與花蓮，因此日

治初期在此的港口村阿美人以及在滿州鄉沒內其他阿美人應當是比較晚才il白的－4tt ﹒ 但

是無為如何﹒今天港口村－~﹒雖然已經難以看到何美人﹒但是卻還有很多何美人留下的

痕跡﹒包給喬拉地名及三始娘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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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之前，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居家設備已經和漢人無異（見下節的詳細討

論）。最早來此的漢人，應該是粵籍人曾姓家族，他們在此地混居已經

有五世（鄭全玄2001: 721 ）。 1938 年出版的〈台灣地名研究〉，提到豬

勝東社的「馴化J 程度很高，在明治二＋九年（ 1896 年）就有了全台第

一間蕃童國語傳習所。明治三十四年，頭目潘文杰帶領數十位「蕃人J

遷往牡丹灣附近（安倍明義 1990﹝1938﹞： 283 ）。這批潘文杰的後代，現

在集中住在牡丹鄉的旭海村，也是近年來最積極鼓吹振興「斯卡羅族J

的地方。

蚊蟀山頂的部落應當比豬！撈束社人更早在此處定居，可能是北邊排

灣人的一支，有很長一段時間臣服於豬勝束。他們同樣很早就接觸漢人，

與漢人有許多婚姻來往，但仍然維持相當封閉的特性。至於欖仁溪聚落，

則開發得比較晚，聚落規模也小，有閩籍的李姓漢人與平埔族後代的潘

姓家族居住在此，許多家戶的宅中供奉代表老祖信仰的肝仔神。根據實

際訪談，潘姓家族應該是戰後從屏東萬金搬過來的。

長樂村在滿州鄉北部，面積是本鄉最大，主要為萬里得山的山區，

聚落分散，人群也很複雜。境內有六個小聚落：下萬里得、長樂（舊稱

大魯公）、檳榔（排灣語稱古吉雅古吉雅）、九個厝（或九問厝）、八

瑤（舊稱大崎腳，也稱下分水嶺）、分水嶺（舊稱大崎頂）。這個區域

原來應該是排灣族的四林格社的領域，先有阿美人移入，同治年問始有

漢人移入。

村內比較大的聚落如下萬里得應當原是排灣人的分布範圈，大約在

至今兩百年前有阿美族人遷入，同治年間漢人（應為粵籍）也陸續移入，

在 19世紀後半段，這襄應當是粵人與阿美人混居的狀況（安倍明義 1990

﹝1938﹞： 284 ﹔鄭全玄 200 l : 729-730 ）。但是伊能嘉矩 1897 年的資料顯

示，此地的阿美人已經減少到 IO 戶 20 至 30人，可能有部分已經遷回東

部。相反的，漢人人口則有 20 戶 138 人，顯示持續在增加中。

另外幾個聚落的情形，長樂本聚落的粵人應當也是在同治年間進入，

以謝、鐘、張姓較大，閩籍的居民應當是較晚才進入。九個厝同樣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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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間有謝姓粵人遷入，他們遷入之時應該還有阿美人的部落，但是

至今已不見阿美人的蹤跡。至於八瑤與分水嶺兩個聚落，至今都還是排

灣人的住戶為主，但是約在 1970 年代有數位大陸籍的退伍軍人娶排灣族

的妻子，搬入本區居住。

九棚村大部分為山區，只有中港溪海口處有一塊沖積平原可以耕種，

海邊有灣島（或稱南仁路）小漁港，原來應該是阿美人的部落所在，同

治初年有粵籍移民鄭吉兄弟入墾’但是應當沒有很成功。現在當地主要

的漢人居民，應當是光緒初年，恆春縣官方招墾而來的移民之後代。

港仔村在滿州鄉的最北邊，全區都是山地，只有在港仔溪及其支流

聽溪河岸的出海口，有一小塊平坦之地，可供農耕。這襄應該原來是排

灣的高士佛社的領域，後來恆春阿美族遷來定居，曾經是那幅卑南古道

必經之地。漢人出現要到光緒初年，由官方招漢人移民入墾（鄭全玄

200 1: 722-736 ）。至今人口仍相當少， 1970 年代軍方的中山科學院在此

設立，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但是現在主要是靠海邊的港仔一一九棚沙

丘﹒來吸引年輕觀光客到此搭乘大腳車飛越沙灘。

整體來看，滿州鄉所在的這個區域，漢人可能早在雍正初年（ 1723 

年左右）就已出現，但正式的入墾要到嘉慶初年（ 1796 年左右）。這些

早期的移民都是粵籍，而且大部分來自屏東平原（特別是內埔），在保

力庄停留集結後再往本區靠近。當時統治這個區域最重要的部落領導者，

應當是在今天永靖村與里德村的射麻裡頭目與豬勝東頭目，他們的勢力

範圈可以延伸到整個恆春半島，包括這些粵籍的大本營所在的保力與四

重溪上游的牡丹社。移入的粵人必須繳納地租，以換取頭人們同意在此

耕作。雖然後來的日本學者稱這兩股頭人所在的部落為斯卡羅人，是由

卑南族遷徙過來的另一民族，有別於本區原本就是最多數的排灣人，但

是澳人的文獻中並沒有這個分類，所以本文繼續用社名稱呼他們，避免

造成曲解。

這些沿著港口溪河谷開發的粵人，除了在射麻裡與豬勝束要取得兩

大頭人的准許與保護之外，他們在滿州鄉中部的蚊蟀埔、響林，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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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樂（大魯公） J＼瑤以及屬於排灣人的蚊蟀山頂社間社高
士佛社比鄰而居。在滿洲鄉的東南部，港口庄的八姑角、溪北阿眉社、

溪南阿眉社﹔中部的響林的頂老佛﹔北部長樂村內的萬里得、九個厝，

部分的八瑤﹔東北部的九棚與港仔 ﹔ 這些阿美人的聚落也是他們進入後

居住的地點。這些粵籍移民與原住民之間並沒有嚴重衝突的紀錄，也沒

有完全取代或驅逐的現象。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滿州鄉的恆春阿美人，

在日治的初期開始陸陸續續往東部遷移。這些原本是漢人與阿美人混居

的聚落，現在都是漢人為主的情況。 7

另外，本鄉還有平埔族的移民，遷入的時間大概是在道光年間，應

當就是屏東平原的平埔人開始大量地往南、甚至東部遷移的時間。根據

日本官方的調查，恆春半島上的這群平埔人應該是由鳳山地方萬丹溪附

近遷來，轉住在恆春街及射麻裡庄兩地。遷到射麻裡庄居住的平埔番，

多與生番約定，用多頭水牛、豬等以交換土地。明治四十二年的平埔族

調查書記載：

港阿祿（七十歲左右，同治十二、三年時逝去，現在保正潘射

鹿之父）為平埔蕃土目，與生番土目締約 ， 向清國移民徵收番

租﹒港阿祿逝世後，長男射鹿（當時六十五歲，任射麻裡庄保

正）繼父親之職擔任土目。光緒元年，清國官史來此時，廢除

番租，與生番土自同樣領受津貼，每年三期，每期七十二圓，

領台之時猶如此。然因平埔番較生番史進步，故除土目領受津

貼外，一切與清國移民無異，負有租稅等義務，且在光緒六、

七年左右設置義學，令廣東移民子弟與番童一起受教育，故四

十歲以土雖無解文字者，然四十歲以下者，往往能理解文字﹒

最初，移民來此地，因恐被生番殺害，故娶生番之子女，同時

1 11於這一區法何美族的研究，除T早期的石是（1986），就以簡明徒﹛2005, 2011, 2012）的研

完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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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平埔番通婚。散住於射麻裡庄及其附近之廣東、福建與平

埔番，因互相通婚，故無系統，頗為混亂，也因此沒有像佐於

其他地方的平埔番能自成一社會的情況。（翁住膏，陳怡宏譯

2013: 150) 

由此可見得搬入的平埔人依附在原來射麻裡庄頭目家下，沒有形成

自己的聚落，而是與粵籍人、福佬人和本來的原住民混居。所以到了平

埔調查時，已經無法區辨他們與漢人的差別。但是，筆者在當地田野訪

談時，發現永靖村的紗保力聚落還有幾戶祭拜老祖的人家，可能與過去

平埔的人群有所關連。 s

19 世紀初居住在此的原住民在，其農業應當都還是以小米與旱稻為

主，因此水利灌溉設施的建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可以推測漢人開發

的密度。漢人在滿州鄉的開發的方向與密集度，我們可以用一張清代滿

州鄉的水利設施表來看（表2 ）。水圳首先出現在永靖（射麻裡）與滿州︱

（蚊蟀埔）之間，顯示他們進入的位置應當是從猴洞與出火方向，在得

表 2 清代滿州鄉的水利設施表

煒圳名 年代 建立者 今天地點 備註

文率煒 乾隆 莊民合築 永靖、滿州

草草林t卑 嘉慶八年（1803) 地方人士 長樂 〈滿州鄉志〉記ii品為

下草草林瑋 嘉鹿九年（ 1804) 

最谷公煒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地方人士 下滿于︱‘︱＊

寓里德士學 同治元年（1862) 地方人士 長樂

伯公背士學． 光緒年間 地方人士 永揹

九棚 光緒元年（ I 875) 地方人士 九棚

港口埠 光緒，元年 (1875) 番社所有 港口

羅鼓i軍 光緒二十年（1894) 知縣陳文緯 永摘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簡明捷（2011: I 61) , •為君主者添註。

8 有關老才且在恆4年半島的分布及其意筑，可見筒炯仁（1994 ） 、吳求南（1995）、學l i! 月

(1995）、越美海（ I 995）、筒文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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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當地頭人允許後，入墾射麻裡，並由此往滿州方向擴張，這襄有一塊

港口溪河谷中最寬最平坦的草埔。接著進來的粵籍人，再繼續沿著港口

溪河谷往北，先建立響林，再推進到長樂村附近，然後開墾速度就大約

停頓下來。港口一帶這時應當已有阿美族聚集，而且也開始學會種水稻，

因為港口埠是阿美族開始建造的。到了光緒年間，又有粵籍與閩籍更往

北到港仔、九棚這些耕地狹小的靠海區開墾，可能與原來居住在此的阿

美人搬離去台東、花蓮有關。男一方面，由於恆春設縣後，官方招墾新

移民，又有一批新的漢人在此時進入，所以這段河谷最寬廣的永靖、滿

州一帶叉開始男一階段修築灌溉水利的高潮。但是這批新移民不再以粵

籍為主，而是閩粵交雜。

三、西洋人的觀察

前面的文獻資料與當代的訪談所建立出來的圖像，誡我們知道過去

一百多年，漢人移民在本區的遷徙路線與不同原住民部落的分布狀況。

然而，究竟在這個區，特別是滿州鄉內的那兩個頭人家族，與其周圍人

的生活狀況和文化面貌究竟如何，卻還是一片空白。很幸運的，恆春半

島南部外海，在 19世紀下半葉，成為西洋人的質易與航海路徑頻繁經過

的海域。幾次的海難船員逃生上岸後，遭遇當地原住民殺害的事件，造

成清朝政府與英、美官員之間的緊張關係。所以不少探險家、海關官員

與外交人員造訪了恆春半島，留下一批考察的報告。我們遂得以用男外

一批透過博物學意義下的「自然歷史J 形式的觀察方法，所採集的材料

來彌補一些原本官方資料上的不是。

（一） 1864 年史溫侯的訪問

1864 年，也就是同治三年 7 月，英國的駐台領事，也是個傑出的博

物學家史溫侯（Robert Swinhoe），曾到恆春半島做過考察。這個考察雖然

短暫卻很寶貴，因為這是第一份西洋人對恆春半島南部的經驗調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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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首次有機會讀到一些當地原住民實際生活狀況的描述。

史溫侯一行搭汽船先從那幅與訪寮之間的楓港登陸，面對的是一個

海州漠人的大村莊，當地人除了捕魚還沿著河谷種稻，並繳納四十五分

之一的稻米稅給原住民。接著船繼續往南，在那幅灣停泊，進入那幅村

莊這個約有一千名漢人的聚落。這個稱為那幅庄的地方，應該就是射寮，

不是後來恆春縣城的所在。此時已有磚造房子，村外並有水溝圍繞，但

周圍的氛圍仍然相當緊張，不論往南或往北的聚落，都居住著一群不受

官府控制的漢人，平時出莊行走都要攜帶武器。史溫侯還注意到漢人在

此地娶的婦女，從裝扮來看，可能都是原住民的後代。次日，在那晴的

兩位村長與一位鄰村的領袖陪同下，史溫侯一行人前往內陸的「野蠻人」

部落做了一天短暫的訪問（Fix and Lo 2006: 54-64）。 9

史溫侯被告知那幅往東的一大片區域居住了一群被稱為 Choojuy 的

傀儡番， 10約有一萬人，分為眾多的部落，在酋長卓紀篤（Tok-ke-tok）及

其四個兒子的統治下。但所有各地的傀儡番又效忠一位叫做 Poysoo 的女

性，她居住在遙遠北邊的山中。

在史溫侯初步的觀察中，他認為體型上這個區域的傀儡番的差異相

當大，有的像馬來人，有的像蒙古人，高矮膚色也都不同，開化的程度

也有清楚的差別。他還特別提到他們當中有一個不同於其他人的奴僕，

對比以下的其他記載中不斷出現的描述，我們可推測應為北方來的阿美

人俘虜。

穿著上，男人穿無袖上衣，開前襟，用環扣來繫扣，露出肚子﹔前

面後面腰間各綁一條短圍裙，露出右大腿以方便射弓箭。腰間還插著短

刀，斜背著菸草袋。衣服的顏色為藍、土褐色和紫色。頭髮像漢人一樣，

前面剃髮，後面留長並綁成髮辮盤繞在頭頂。至於婦女，她們穿袖子很

短的短上衣 ， 肚子裸露出來，腰間圍著一塊長達膝蓋的裙子，在前方交

9 另外還有一本也收集 T相似的外回探險家的文獻. ｛：旦有些為轉土的差異﹒見 Eskildsen

(2005) • 
10 傀儡爸是清朝文獻中對房東－~山區原住民的普遍秘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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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女子的頭髮用紅色絲線綁好，盤繞在頭頂上。男女都有在耳垂上穿

耳洞、塞進圓形木片的習慣，但女人戴著有色珠子的耳環。男女也都喜

歡戴珠子項鍊。

此外，史溫侯還提到即使在這片番人居住的聚落中，也都有屯墾的

漢人混在其中，而此地的傀儡番的房子呈現長條型，以泥土為牆，茅草

為頂，房內有一些簡單的桌椅、床及陶碗。他們會使用槍枝，但主要還

是使用弓箭與矛。

史溫像的觀察雖然相當短暫與簡略，但與清朝文獻的記載相當一致，

顯示此時恆春半島從北到南，主要的原住民是一群被歸類為傀儡番的人，

他們在總頭目卓把篤的領導下，與漢人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接觸。特別是

恆春東過這幾個居住在河谷（今天港口溪河谷）的總頭目部落，居住的

房子、使用的家具或穿著上都大量採用漢人的技術與產品，漢人（可能

是客籍人士居多）也散居在他們當中。他們也已經懂得種稻， 村前有大

片收割過的稻田。飼養的水牛，除了耕田外， 還是重要的運輸工真。雖

然史溫侯所觀察到的部落很少，而且時間也短，但是足以顯示恆春半島

上的這些原住民，與在恆春北邊山區的部落 ， 被歸類為同一群野蠻的傀

儡番。至於這樣的分類是基於語言還是文化 ， 還是以當地人籠統的浸稱

來區分，就不太清楚了。

史溫侯觀察的 1864年，距離嘉慶年間粵籍人穩定進入滿州地區開墾

將近七十年。我們可以讀到當地的部落領導頭目的家族，已經相當程度

接受了外來的物質文化與生產方式。從房子到衣著都出現與漢人相似的

風格，使用的槍校、家真與陶器也可能是與漢人賀易而來。

但其中有兩件事，特別引人注意。第一是這一帶的番社已經學會種

稻，而且還有大量的稻田。雖然這些稻田可能是住在他們之間的粵籍人

所耕作，頭自家族只負責收租不自己下田，但是這應當會影響到他們的

主食，以及人力與年度活動的安排。第二是這些傀儡番已經剃髮綁辮子。

這樣的改變發生在清朝官府進入之前 ，在官方強制規定前就已經出現﹒

顯示這種漢人的髮型在恆春半島南邊被多數的部落所模仿，成為一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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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地位的裝扮。

（二） 1867 年、 1869 年李仙得的觀察

1867 年美國船抽羅德號（Rover）在恆春半島觸礁失事，倖存的船員

土岸後被當地的原住民，恆春半島南端南峙的龜停律社人所殺害。這引

起美國方面的不滿，要求清朝政府出面解決善後，懲罰行兇者並提出未

來保證西方船員安全的措施。身為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非常積極地

參與了這一次美國（以及其他西洋人）、原住民、清朝政府三方面的戰

接談判。他首先到福州面見福建巡撫當面施壓，取得由台灣府派軍隊前

往台灣南部處理的承諾。接著又親自到台南加入這支部隊，前往恆春半

島。到了紡寮後，他不耐於清朝官員的拖延與敷衍，就在當時的英國海

關官員兼中國通一一必麒麟（W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以及探險家霍

恩的協助下，單方面與當時十八番社的總頭目車把篤談判，並成功地訂

下後來被稱為「南師之盟J 的合約。由總頭目出面答應，未來將保證美

國與歐洲船難者在此處海岸的安全。 11

1874 年李仙得將他這些年在台灣的經歷寫成文稿，原本預定要出

版，但是因為其他工作因素，最終沒有付梓，只保留在圖書館中。這份

筆記除了敘述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美方與中國各級政府的反應﹔更記

載了從台灣府隨軍南下的所見所聞。以下只討論與恆春半島南部的部落

有關的記載（ LeGendre 2012﹝1874﹞：第三章至第八章）。

根據李仙得在紡寮該地所收集到的情報， 1867 年時，半島南邊那群

以卓把篤為首的部落 ，正與北邊牡丹社的原住民交戰。北方的牡丹社靠

著與紡寮、莉桐腳、車城等地的漢人及混血見進行貿易交換，取得了許

多彈藥與武器，因此在這場戰爭中敢得優勢。因此，這次的官方討伐行

動，雖然出兵經過牡丹社的地盤，他們也沒有出兵阻止，以避免得罪漢

II 有關~t垂青克事件的強末， Le Gendre (1874) －害的 15 至 25 輩有詳細的記裁．這本書的中文

＂＇譯本為﹛兩台灣給全手記 ： 李仙得台灣紀行﹜ （201月 l 874)) •另外．這個事件中俊生的美
4i婦女﹒可能就是後來怯4忌地區入會公主傳說的來源﹒几石文誠（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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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官府，斷絕了前寮一帶的交易活動。

而清軍雖然數目與裝備都相當精良，但是部隊抵達保力後，就不太

願意往南推進。保力長期以來都是官方的力量所能達到的界線。所以三

方面人鳥的談判，清朝的軍隊與卓把篤的部落聯盟，都聚集在這個聚落，

由當地的漢人居民出面在三邊輯麓，希望促成和平談判，不要爆發戰爭。

半島南邊的漢人住民，長期以來違法開墾，避開官府的管制，他們懼怕

官方軍隊不下於原住民，所以非常積極來回奔走。英國的中國通必麒麟

(2010﹝ 1898﹞： 252）在他的回憶錄中引述霍恩的日記提到，在恆春半島南部

的這些漢人，每年繳交租金給頭目，生活很安定。他們認為官兵如果與

原住民開戰，受害的會是農作物，而且官方一時的討伐，無法消滅原住

民，等官兵撤退後，這些漢人反而會受到原住民的報復。所以他們非常

願意出面來擔任協調者。客家人的首領，特別來拜訪必麒麟，答應他將

勸原住民豬勝束社的大頭目出面來與西洋人訂約，承諾龜仔律人及其統

治下的部落，絕不再殺害漂流到他們領域內的外圍人，並盡全力提供協

助。這個區域的客家人與福佬人領袖捐棄前嫌，答應共同擔任這個約定

的保證人。必麒麟特別提到，由於番人的槍枝、火藥和食鹽都靠漢人供

應，所以逼迫番人出來談判應當不是一件難事。最後，李仙得決定跳過

清朝官員，直接與卓把篤在那幅附近的出火庄見面和談。

李仙得描述卓把篤當時約五十歲，身材不高但體格結實，像漢人一

樣剃髮留辮子，但服飾仍然是原住民的樣式。部落中人最顯目的外表打

扮，是頭上戴有羽毛裝飾，不論男女都穿耳洞，並在耳垂中塞入圓形的

裝飾品，變得很大。就如史溫侯所觀察到的，在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群中，有一批長得較高大、皮膚白宮的人，他們被視為奴僕，如同前面

類似的記載，可以推測應該是阿美人。

談判的結果，卓把篤與李仙得取得共識，答應以後只要船難的西洋

人出示紅旗，就會被當地土著和平對待。但是卓把篤堅持這個協定只對

西洋人有效，拒絕與清朝官員打交道，也不願意承諾保護中國的船難者。

因此當李仙得返回保力後，清朝官員十分不悅，堅持要卓把篤繼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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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卓把篤只派了他的兩個女兒到那幅與官員見面，記載中這兩位女子

在中國官員前毫無懼色，拒絕下跪，也拒絕與中國官方進一步交涉。這

讓中國官方覺得被羞辱，悍然而歸。

兩年後， 1869 年，李仙得又再度在必麒麟等人的陪伴下，前往豬勝

束社去拜訪卓把篤，確認這個約定的有效性。他們在那幅灣登陸，往東

經過猴洞（未來恆春城之所在），沿著港口溪的河谷一條可供牛車行走

的道路，抵達射麻里與豬勝束。他記錄了射麻里土自伊厝（Esuck）家，有

著乾淨整齊的房屋與農場，並注意到頭目家喜好漢人的奢侈品﹔雖然已

經以米飯為主食，但是小米還是整齊地堆疊在牆邊。小米的年度祭儀，

全部落都會參加。他也注意到射麻裡社的男人已經剃髮結辮，穿著上還

保有下身刺繡的圍裙，上身短掛的原住民打扮。可是衣服上的裝飾品，

以及火槍、彈藥還有弓箭的鐵或銅的矢頭，都是從漢人那襄取得。至於

女性，頭髮樣式和前面史溫侯的描述大致類似，但是衣服的打扮，上身

沒有太大差別，下身卻穿長至膝蓋的短褲。 12 和所有的觀察者一樣，李

先得也注意到男女都戴著誇張的耳飾。

男外一件也是所有這時期的外國人都觀察到的現象，就是在頭人部

落間，有男外一群膚色較白、體格較高，但卻像是僕役的角色的人，清

楚地被區分出來。但在這襄李仙得首次清楚地指出他們是北方阿美人

(Amias）的後代，私下還是用阿美語交談，但也能使用流利的排灣語。

再見到卓紀篤，雙方重新確認合約的有效性後，出現一件意料之外

的事。卓把篤主動提出，應當要將口頭的約定訴諸文字 。李仙得當然求

之不得，於是雙方就正式將約定寫成中英兩種文件簽訂，各留一份收藏。

簽約結束後，出現了一位拿著一杯水的女巫﹒在這些外國人面前的廣場

上念咒作法。最後，大家聚餐後，結束這回的訪問。

除了這兩次紀錄，李仙得在這本回憶錄中的第八章，節錄了一位英

國海關官員休斯（T. F. Hughes），在 1869 年 11 月，前去豬勝束社拯救一

12 是否:t味著女人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到農拚﹒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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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美國船隻的海難者的經歷。休斯對此區部落的描述，與前面李仙得的

觀察沒有太多不同。但他更清楚的指出，豬勝束社的頭人與海邊射寮灣

的漢人，有著密切的關係。射寮村的頭人據說是卓紀篤的好朋友，他的

見子被雇為那次旅行的嚮導，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幾年後，在 1874 年

牡丹社事件隨軍記者豪士（Edward House）所撰寫的報導中，提及當時在

戰火一觸即發的陰影下，射寮的頭人家正在熱鬧地慶祝家稟男孩與射麻

裡頭目的女見的婚事（豪士 2008: 164-169 ）。可見此區頭人與西部的漢

人，常常透過婚姻來建立政治聯盟關係。

（三） 1875 年艾比斯的探險

1875 年光緒元年 1 月，俄羅斯海軍軍官愛沙尼亞裔探險家艾比斯

(Paul Ibis），趁著軍艦在香港修補的期間，前往台灣恆春半島做民族誌式

的考察。他從打狗出發，在東港登陸，沿著西海岸 ， 經楓港到那~福（今

恆春）。然後再由此往東造訪今天滿州鄉的永靖村、里德村、港口村一

帶。在返回那tl盾後，試圖往北前往牡丹社，卻因為生病而半途放棄。病

癒後，離開那幅與恆春半島繼續前往屏東的萬金等地作考察 （Fix and Lo 

2006: 168-186）。

艾比斯將這次在半島的踏查中，他所接觸到的原住民部落分為九個。

以射麻裡為中心，往北數英里處為蚊蟀社﹔在其附近的是猴洞社﹔射麻

裡社的東北邊是豬勝束社﹔東邊是巴龜律社﹔南邊是龍盤社。這區之外，

在恆春半島北部，楓港與那幅之間的是射不力族﹔最後還有半島沿東海

岸往北延伸會遭遇的卑南族。

以射麻裡社為中心的這六個南端的部落居民，艾比斯認為他們的外

表與北邊的射不力族及卑南族有明顯的差異。特別是在身材上，半島南

端居民的身材瘦長矮小，皮膚顏色也較深﹔此外語言上的差別也同樣明

顯。

在衣著上，這些人的服裝與漢人並沒有差異，男人穿著鑽了紅或白

邊、黑色或深褐色的短夾克與同樣顏色的半長短褲，短褲長及小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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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帶子綁好。頭髮前面剪得很短，後面則綁成辮子後盤在頭上。女人則

穿藍色或白色的褲子，配以短上衣。頭髮不綁辮子，以紅色髮帶、鍊子

或一串珠子紮成馬尾，盤捲在頭上，頭髮上再綁一條頭巾。他們沒有刺

青、鑿齒或紋身的習慣，但不分男女都有用裝飾性的大圓棒穿耳洞的風

俗。

居住的屋子，比起北邊的射不力族要來得寬敞，並配有舒服的家具。

村莊看來與一般漢人村莊沒有差別，通常依著河谷過分布，有竹林、菜

園及耕田闇繞。家屋呈現長方形的條狀，中問房間是家長住居，較寬敞

也兼用為飯廳，兩邊較小的隔問為其他成員的臥室、廚房及儲藏室。中

間房間的倒牆擺放著武器與鹿角裝飾，後牆則有小米堆積到屋頂。屋內

並有矮長凳與座椅，比較富有的還有中國式的椅子、床及碗極等家異。

屋子前方地面有長方形的平台，是打穀曬穀的地方。除此外，屋前方還

有飼養水牛的圈欄。

值得注意的是，艾比斯還提到，在射麻裡、豬勝東東邊的巴龜律社

房屋形式不太相同，他們的長方形的屋子較矮，稻草屋頂較高較斜，建

屋的材質是竹編與黏土。此外，這個社似乎比較少與漢人接觸，但仍有

一些家用器血像鍋子、陶器、碗、杯及農真是來自漢人。

這個區的原住民都有養家畜，包括水牛、豬、狗和貓，也養家禽，

包括鴨子、鵲和窮。 會使用火槍但不會製造武器 ，時常用的武器有 4 尺

長的火繩槍、長矛、直刀與弓箭。

他們的主食為米飯，再配合番薯、花生、 青豆 、包心菜及其他蔬菜。

有時會有豬肉、獵物、鶴鴨、魚等。他們自己種稻，因此比起其他半島

部落少吃小米。他們喜歡喝酒，有漢人傳入的米酒與小米釀製的wawa或

bawa ，很少看見女人喝酒，但不太清楚是否因為女人與男人不會一起吃

飯，所以沒有看見。檳榔與香菸則是不分男女都大量食用。

這區域的原住民的主要生計為務農，其次是打獵，種植的有稻米、

小米、番薯 、甘譜（自薯或山芋）、花生、蔬菜、香蕉、檳榔樹以及包

檳榔的著葉。這群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賀易相當活躍，一般來說，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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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的村莊中進行，有時還會成群到那幅。他們與漢人之間的交易採取

以物易物的方式，沒有使用貨幣，到了漢莊後，原住民往往有固定的客

戶，不會隨便與一般人進行交易。交易的物品主要以木材與獸皮來交換

米酒與菸草。

艾比斯知道來到此區的前一年，牡丹社事件才剛落幕，的日軍撤退

後，清朝政府積極地鼓勵漢人移民，據官方統計，那幅區域已經有一萬

的人口，並在附近建立四個咽堡，入，駐了至少有兩千名的軍隊。半島南

端的原住民，除了海邊的龜仔律社外，對日本人都相當友好。村子與村

子之間的道路，也因為日本砲兵隊的開關拓寬，更容易行進。

艾比斯的觀察是以村落為單位，他透過體型、語言與文化的比較區

分出三群有明顯差異的群體 ： 半島南端居民、射不力族及卑南人。他知

道這一區半島南端的原住民被普遍稱為傀儡番（Fix and Lo 2006: 168），而

過去十八部落聯盟的領袖卓把篤雖然還健在，但是這個聯盟已經非常鬆

散。”然而，頭人家族還是過著相當舒服的日子，擁有漢人形式的屋子、

舒適的家真、照顧良好的菜園、圈養健康的水牛 ，以及大量的武器與打

獵裝備。

（四） 1880年代泰勒的調查

在 1882 年至 1887 年之間，駐守在恆春半島南端的南仰燈塔看守人

泰勒（George Taylor）是英國的海關稅務局職員，本來在澎湖漁翁島擔任

燈塔看守人， 1882 年南師燈塔開始興建時被調去協助，並在完成後留在

南師搶任負責人。他的語言能力很好，除了會講中國話，也學會不少當

地土著的語言，與當地人建立了不錯的關係。他從 1886 年開始在〈中國

13 

14 

有關牡丹毛主事件的研究非常j ﹒本文無法一一回顧 ﹒ 事件發生當時留下了非常J S耳恆4年十
入社的你是已有關的材料﹒特別是部落之間的聯盟與敵鉤的關f車，也有非常多的材料有關於

結勝求與射鳥在重大社頑固們的描述﹒雖然這些與本文的討治有關﹒但是耍，f當時頭人家系
之間，還有典北.i:l逐漸脫離控制的都是喜之間的變化做進一步的分析，需要另外再關－篇文
拿來談﹒有興趣的Z費者可以參考 Fix (2009） 、 羽4且；k_郎（2009, 2008) • 
這顯然有錯﹒當時牟紀~Ji己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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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China Review） 、〈民俗學期刊｝ (Folklore Journal) 及〈皇家地理

學會公報｝ (Proceedings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上陸陸續續發表了

好幾篇對台灣西南部原住民的民族誌報告，對恆春半島的原住民留下珍

貴的紀錄（ Fix and Lo 2006: 265-300 ﹔杜德橋編 2010: 75-186 ）。

首先，我們應當知道，泰勒所接觸到的主要是半島上的排灣人，所

以這個部分的材料最為豐富和可信。其他部落的材料他主要是從流散到

本區的人所收集而得，不一定有親自前往調查證實。但是泰勒的確在 1887

年與豬勝東社的頭人潘文杰前往台東的知本社訪問。他所提出這一整體

的人群分類，應當相當忠實地反映了當時恆春半島上的原住民對周圍社

會秩序的看法。

泰勒將這一帶的原住民分為四大群，分別為： 1. 居住在南邊恆春半

島與東港以南的所有部落，稱為排灣﹔ 2. 居住在平原上的平埔人或混血

種﹔ 3. 沿著卑南到東部大平原的知本人﹔ 4. 沿著東海岸往南一直到南仰

的阿美人。

泰勒對排灣人的描述只侷限在清朝文獻中所提到的那幅下十八社的

範圈，也就是在大頭目卓把篤領導下的部族聯盟。他也提到在卓把篤去

世後，這個聯盟已經形同瓦解，形成各自為政的情況，其中最著名的幾

個社分別是豬勝束社（Tierasocks）、牡丹社（Botans）、龜仔律社（Koaluts）、

龍盤社（Limwans）、萃芒社（Subongs）。原本統領各社的豬勝束社雖然勢

力已經大不如前，但仍然是相當有組織的部落，即使只能扮演一些部落

間協調的工作。牡丹社在牡丹社事件後，已經被擊敗降服了。而男外一

個以凶暴聞名的部落，居住在恆春半島南師一帶的龜仔律社，也已經被

漢人墾民馴服，不再具有威脅性。原本在恆春城所在地居住的龍盤社，

這個原本也是四大頭人之一的部落，則已經完全地被漠化，與漢人無異

了。

男外，泰勒還指出在當時，恆春半島上從南到北這四個部落所管轄

的人都已經剃髮留辮子，符合清朝政府的禮儀規定。只有再往北的萃芒

社（今天屏東春日鄉的士文舊社），還保留原來排灣族的短髮，而且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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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出草獵頭。前面 1864 年的史溫侯與 1875 年的艾比斯都提到了頭人

部落已經剃髮結辮，泰勒的觀察進一步指出，南方部落都已經剃髮顯示

清朝在 1875 年恆春設縣後，撫番的工作至少在，恆春半島南部已經有初步

的成效，這一帶的原住民在 1880 年代已經都剃髮歸順。

一件令人感慨的事是泰勒認為這些排灣族與漢人質易接觸的結果，

雖然改革了獵頭的惡習、減少了戰爭，但是原本的工藝技術’像編織與

製造鐵器，逐漸地失落。而釀烈酒技術的引入，更是造成無節制的副酒。

很多小孩從幼見就開始喝酒，造成發育不良及大量夭折。筆者在豬勝東

社頭人家族史中，也見到了這種風酒所造成的傷害。例如除了大頭目卓
紀篤，他的三個繼承人都因為自由酒而死，第四個也酒精中毒形同白癡。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泰勒的訪談，恆春半島南端的排灣族採行的不是

排灣族一般常見的不分男女的長桐繼承，而是相當嚴格的父系傳承，通

常是由長子繼承父親的名分，但是父親的權力很大，可以指定其他兒子

甚至娃子來繼承。男外，埋葬的方式不是排灣族常見的室內葬，而是採

比較少見的室外葬，在戶外姥洞，用石根圍成墓穴，再將屍體面朝附近

的高山，行蹲賠葬。

有關他們的房屋形制與使用的器血，還有生計方式，大致上都與

1875 年艾比斯所描述的相當類似。但一件重要的細節，就是外來的觀察

者都提到的耳環，或者應該說是在耳垂上的圓形塞物。因為這種男女都

穿戴耳環的習慣，到了 1880 年代仍然很普遍，當地人甚至認為這種耳環
是原住民後裔的真正標記，混血兒或漢人是不准戴的。換句話說，戴這

種耳環已經成為一種族群性的標誌’而且是外顯於身體，清楚地讓自己

與別群人分別出來。

泰勒也提到了在台東方向的知本人（Tipuns），並且說他們在傳說上是
從外國移入的部落，征服了台東平原的原住民，而稱霸於南台灣。他們
與排灣人相處融洽，但文化上有一些差別，像是在手腕、手背與手指上
有刺青，結婚後男人要成為女方家庭的一分子等等。知本人與半島上的
排灣人都是農業民族，佐以打獵與捕魚，已經學會耕作稻米。他們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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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人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漢人或西方人的用品與技術相當快速，

有許多漢人就在他們的部落中混居，與漢人通婚的情況也很普遍。然而，

泰勒也援到這兩群人在快速接收漢人文化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知

本人雖然在文化上與漢人越來越相似，血統上也因混血而難以區別，但

是他們有引以為傲的名字，不會輕易放棄。而他們與漢人通婚後，無論

男女都會繼續以知本人的這個家為生活重心，所以常是外來人被吸收到

知本人之中，不會造成部族人數的減少。可是排灣人或者其他部族，在

與漢人通婚後往往就轉為漢人，造成人口逐漸遞減。

知本人指的應當就是現今原住民族分類中，卑南族的知本系的人群，

而不是指豬！陽東社為首的這群排灣人。泰勒收集的排灣神話中，有一則

是知本酋長的兩個兒子流亡到排灣族的領域，因為巫術高強被排灣人擁

戴為首領的故事。這段故事與後來日本學者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中收集的有關斯卡羅人來源的神話大同小異。但是不同的是，泰勒將這

個故事歸為屬於排灣族，而且強調收留了這兩位外來的陌生首領（stranger

king）後，排灣族仍然是獨立的主體 ﹔ 但是後來的日本學者小島由道等人

就依照多個這種類型起源的神話與傳說，特別提出了斯卡羅（suqaro）人，

一個排灣化的卑南人的範疇，強調這群半島上的領導頭人應該有男一個

分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 2003: 32-33 ）。

阿美人在本區普遍被當地的原住民視為外來者，從東岸平原輾轉遷

移而來，因此被其他部族所歧視，地位低不能在慶典中平起平坐。他們

主要的生計為農耕與捕魚，是這個區域原住民中最好的漁人，聚落也都

分布在海岸邊。主食為稻米、大麥（可能有誤，此地應該沒有大麥）和

魚。根據泰勒的說法，他們的外表和體格與半島上的排灣族明顯不同，

包括毛髮多、身高長、眼睛較大、四肢比例較長等。習俗上，有秋收後

的年節慶典，婚姻制度比較不嚴格，離婚率很高，再婚也很普遍 。婚後 ，

男人住進女方家。

泰勒雖然也提到了平埔番，但是對他們的描述相當簡略。只是強調

他們是介在野蠻人與漢人墾民之間的一群平和的人 ，風俗習慣上偏向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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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宣稱自己其實是漢人的後代，祖先因為船難或脫逃才流落在此娶原

住民婦女。男外，泰勒還注意到半島南端的平埔番的人數很少，應該是

從北方（指屏東平原）移居下來。

除了這四個大範疇的人群，泰勒還介紹幾個遠方的部落，﹛象達魯瑪

克（Diaramock）、紅頭嶼（蘭嶼）、紅髮番，但是都是道聽塗說，聽測的

內容居多。

不論是排灣人、知本人、阿美人或平埔人，在半島南端的這些人群

談到自己的起源時，都提到了從海上來的外人的概念，這些外人常常成

為征服者，也有可能像阿美族那樣成為永遠的外來者。但是外來者做為

一種變化與轉化的力量是被清楚意識到的，至於要如何接納這種力量，

顯然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策略。在此地的排灣人，面臨外來強勢的卑南

人時，接納族群性的差異而且轉化為己用，例如讓具有厲害巫術的卑南

流亡者成為頭目﹔在面臨阿美人的外來者時，則清楚地區別並歧視。阿

美人長期以來都被半島上其他的部落視為外來者，是一群海難船員的後

代。雖然被允許定居耕作，但是必須納責、保持臣服並擔任勞役。

不同的西方觀察者對恆春半島原住民的觀察與分類所著重的部分不

同，更因為調查的時間長短與目的的差別，這些紀錄呈現的描述也輕重

不一。然而不同於過去清末漢人的遊記或方志中對所謂「番人J 的記載，

這些受到近代西方自然史知識傳統所影響的觀察者，開始用一種普遍性

的分類框架，將世界各地的動物、植物、礦物描述命名，然後放在一個

可以不斷擴張、互相比較的命名系統之中來累積與理解。我們至少可以

覺察到這套不同的知識識覺有一些重要的特色：

首先，逐漸清晰化的「環球意識j (planetary consciousness) (Pratt 

1992: 29-30），讓這些觀察者有清楚的時空框架與座標來記錄他們的所見

所聞。不論是史溫侯、李仙得或者艾比斯，他們的旅行描述中，運用了

共同的度量衡的標準 ，清楚的地理位置與座標方向， 這使得每一次的路

線都可以被再度經驗與驗證’也讓這種觀察可以供有足夠財力的一般人

參與。這種脈絡化知識的方式，是不同於傳統帝國文明，往往將旅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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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所得定位在一個與家鄉或帝國中心相對位置的作法。

其次，可能受到 19 世紀種族知識架構的影響，他們對原住民的描

述，往往是圍繞著體型、膚色、服飾、居住、語言、風俗習慣與社會組

織等主題進行。其中最為突出的還是體型、膚色與語言，這些被視為區

別人群最為根本的標準。而這些不同面向的描述，互相關連形成一些可

以被比較的單位。

四、 r斯卡羅」的出現

西洋人留下來的這批類民族誌似的材料，品質不一致、長短也相差

很多。但是共同點之一是所有的人群分類中，都沒有提到「斯卡羅J 這

個名稱。連居住在恆春半島上南呻（距離豬盼東社步行不到半天的距離）

長達五年多的泰勒都不曾在他多篇的報告中提到。

日本占領台灣後，最早一批的民族學者，包括博學多聞的伊能嘉矩

1897 年前往這個區域探查時，也沒有注意到有這個族群分類的存在 。 稍

後， 1898 年到恆春半島調查原住民的鳥居龍藏，在這一帶待了兩個月，

也沒有注意到有這個稱謂（鳥居 1996: 282-299 ）。

伊能嘉矩在與東野﹛云之丞 1900 年合著的〈台灣蕃人事情｝ (2000 

﹝ 1900﹞）中，經過在全台長期與深入的田野觀察後，曾經嘗試提出第一個

全台的原住民分類系統，將台灣南端的所有蕃族都劃分為supayowan •其

下再分上、下兩群（伊能嘉矩、東野﹛云之丞 2000﹝ 1900﹞： 63 ），襄面也沒

有提到斯卡羅。

這些探險家與學者通通沒有注意到，當然不意昧著這個名稱就不存

在，有可能只是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透露出來。這是需要有清楚的問題

意識與特定的研究主題，才能抽離出來的概念。

（一）《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最早提到「斯卡羅J 這個名稱的是 1920-1922 年出版的〈番族慣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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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書〉。這本調查報告是小島由道在 1913 、 1917 、 1918 三年在阿

憊廳下的原住民區域調查所得，加上其他成員針對風俗習慣所收集到的

資料綜合而成。

其中，第五卷排灣族第一珊，〈種族的名稱、分布、沿革及傳說〉

一書將排灣族分為puyuma 、 calisian及 paiwan三大部族，其中 puyurr泌的

資料已經在其他地方出版，所以書中只針對 calisian 的四小部族，以及

paiwan 的四小部族提出報告。在 paiwan 的四個小部族：北 paiwan 、

tjakuvukuvulj 、 paliljalilj仙，以及 paquluqalu 中的第三個 paliljaliljau 位在

恆春半島南邊，也就是〈蕃政戶口〉 調查中的恆春下番，其下又分為兩

群：

本番由 sabdiq群、快仔、加芝來、牡丹群、竹、高士佛、八瑤、

四林格、 vangcul （蚊埠山頂）、豬臘束、龜仔角、射麻裡、龍

鑿及貓仔等十四社所形成。跨材山、恆春兩支廳管轄下。土述

中的結跟束、射麻裡、貓仔、龍鑒四社氏 ， 原屬 puyuma部族，

自稱 seqalu ，以別於其他 paiwan 諸番。然而大體上其語言、風

俗及習慣等皆相間，故本報告將其納入 paliljaliljau 番中一起述

說，唯限 seqalu 特有的東西 ， 則將另行說明之。（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2003: 32) 

接著又在〈部落的由來〉一節提到 ：

本番是由 seqalu 及 paiwan 二番所形成。 seqalu 是速從 puyuma

之地而來，即 puyuma 番，其在本地方成立的部落有四個 ： （ 1)

為豬臘束社，是大頭目 garuljigulj 家的所在地﹔（2）為射麻裡社，

是大頭目 mavaliu 家的所在地﹔（3）為貓仔社，是大頭目 tjalingilj

家的所在地﹔（4）為龍鑿社，是大頑固 ruvaniau 家的所在地。其

他的 sabdiq群、加芝來群、牡丹群、快仔、高士佛、八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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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格、蚊埠、龜仔角等十社，皆為 paiw阻，分屬 seqalu 四大

頭目家。此 paiwan 番是從北方的 kuvulj 、 paqalu 兩番之地遷來

本地方居住的，最初是在哪個年代雖不清楚，不過至少應不下

三百年，而且這些社可能是首先來到北方的 sabdiq 之地，然後

再逐漸南下的吧！其後 seqalu 番的一丈射麻裡社民的祖先沿著

西海岸而來，而豬臘求社民的祖先則是沿著東海岸而來，接著

貓仔、龍舉兩社的祖先亦相繼前來此地各建立一社，並由此四

家的大頭目之間分領了本番的地域。其中又以豬臘采的大頭自

家勢力最為強大 ， 位在其他三大頭目之上，幾乎壓服了整個部

族。領台前，清國政府所選任之本番的總頭目潘文杰， f!p ：±：自

此家。

seqalu 及 paiwan 在今日其族名仍不同，但因早就互通婚姻，

seqalu 除了其祭把法與繼承之慣例外，與 paiwan 並無不同，因

此沒有特別區別之必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3:

93-94) 

我們可以注意到：小島由道雖然提出了 seqalu 這個分類，但是似乎

頗為遲疑，他至少在兩處強調，因為文化上已經與排灣難以區分，男外

從 paliljaliljau 分出來的意義並不大。這真讀者也許會有點困惑，如果沒

有區別之必要，為何區分？既然區分了，又為何說沒有必要？

讓我們從一個比較大一點的脈絡來嘗試回答這個遲疑。〈番族慣習

調查報告書〉是日本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下面的

「蕃族科J 針對台灣原住民族「固有慣習j 所做的調查之成果。這個工

作是為了配合總督府推動法律改革的政策，亟需知道台灣的漢人與原住

民舊有習俗整體面貌，以方便制定統治根據的法典而誕生。因此，參與

調查的人員，並不是以瞭解原住民文化面貌或者歷史重建為目標，而是

有清楚的問題意識，要前往原住民部落探知其生活當中與法規制定有關

的面向。所以不像後來的民族學者及語言學者強調的系統與根源，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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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都是依行政區域為範圈，然後在當地警察局與山地駐在所的員響的

協助下，對一個區、一個區下的原住民做地毯式的普查。這個研究區域

上的限制，再加上這時期的調查員可能缺乏語言學上的訓練，無法透過

男一種標準來判斷在同一區域內不同部落之間文化生活方式上的類似性，

是來自同一環境的影響，還是來自共同的祖源，造成後來的學者對他們

的分類系統有一些質疑。

比較〈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加對於排灣族的分

類，與後來學者對排灣族的分類，這種差別就特別明顯。調查報告書的

分類系統因為受到管轄區範圓的牽制，沒有釐清跨界的族群之間的關係﹒

造成 calisian 及 paiwan 兩個大部族下面的分類有許多混亂的問題。

所以，對〈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的作者來說， seqalu的分類之所以

需要應該是這群自稱來自東部的卑南人明顯與paliljaliljau （也就是行政體

系〈蕃政戶口〉調查中的恆春下番）其他的部落，因為平地化程度的差

異，已經很不相同。但是這個不同，並不全然因為他們原來是卑南人，

所以應當被分出來，而是就統治的意義來說，他們也應該是不同的。其

他排灣部落的許多習俗都還存在，對其成員還有約束力，但是 ：

現在 seqalu 四社及 paiwan 番的蚊蟀山頂、龜仔角兩社，已編入

行政區境內。而且除龜仔角外，其他皆已平地化，除祭＃巳外，

舊有習慣幾乎不存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3: 32) 

至於 seqalu 的分類不需要的原因，也可能因為這群人已經「平地

化J ，舊有習慣幾乎不再被實踐，只遺留在頭目的記憶中。區分與否，

對這些為了制訂習慣法時可供參考或根據而進行調查的人來說，其實是
沒有必要，因為已經沒有什麼太多可以調查。所以對舊慣的調查者來說，

出現了一個矛盾的情況：就行政管理的需求來看， seqalu與 paliljaliljau其

他部落應當要區分開來，但是就調查風俗習慣的人來看，已經沒有什麼

好區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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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襄男有一個矛盾的現象值得注意，很明顯在小島由道進行調查的

時候， seqalu這群人雖然在文化上已經很難與漢人區分，但是他們還有清

楚的群體認同。他們還會講一些排灣話，與北邊的排灣族舊有的臣屬部

落還有一些往來，但是被納入平常的行政體系中之後，居住在以漢人為

多數的聚落中，已經喪失了向漢移民收租的特權。小島他們有注意到這

個問題，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四珊〉的一個附記

中，他提到：

茲所謂 seqalu 頭目支配其領域內之漢人部落，乃全依該頭回家

所述，與漢人的觀念有異。漢人部落每年向 seqalu 頭目納付水

租，或於頭目巡視之際充分予以款待。日本領台前， garuljigulj

家巡視漢人部落時，使漢人苦力扛其轎，率眾多部屬下威風凜

凜地蜂擁而至，各部落的頭家們以宛如奉侍主人的態度行送迎，

seqalu頭目因此認為漢人向自己執從屬之禮，然而據漢人所言，

這僅是出自於借地人對地主的敬重，絕非表示從屬。蓋漢人最

初移居此時 ， 因武力不足對抗番人，放才未與 paiwan 族諸社民同

樣的禮節，以滿足 seqalu 大頭目之虛榮心，但是爾後經牟人口

增加，勢力逐漸加強，使廢行上述之禮，日本領台之後，甚至

納租之義務亦未履行。因此，將漢人部落置於大頭目的支配下，

有違漢人之觀念，然而本報告乃循大頭自家之主張作敘述。（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4: 148) 

對於這些頭人來說，喪失了他們周圍的收租權後，繼續強調 seqalu 就成

了繼續維持向北邊部落收取進責的依據。事實上，筆者在當代里德村進

行田野調查時，當地的老人都還記得北邊的排灣族部落，到了 1930 年代

都還有部落向頭人家進貢。換句話說，筆者認為這個尊稱過去也許就已

經存在，只是這些頭人並不一定需要強調它的重要性。但是在這個新的

政經脈絡中，相對於北邊的其他部落，這個特權的稱呼變成頭人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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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重要象徵。這也許部分解釋了為何過去的調查都沒有注意到的稱

呼，會在這段期間出現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之中。

（二）《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仿研究》

斯卡羅被更為系統地處理，出現在 1935 年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所調查撰寫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仿研究〉一書當中。在這本

巨著的本文中，斯卡羅主要出現在兩處：一處是排灣族的 Parilarilao 群

（就是 paliljaliljau 不同的記音）分支下面有關恆春地方的高砂族的討論

（楊南郡譯 2001 ﹝1935﹞： 366-371 ）﹔男一處是在卑南族一章的最後一節，

特別以恆春地方「排灣化的卑南族J 為名，有一段長達十多頁的專門討

論（楊南郡譯 2001: 462-472 ）。第一處的討論主要是釐清清代以來恆春

地區番社名稱混亂、數目也不定的問題，試圖為Parilarilao找出他們的來

源與遷移過程的歷史。由於重點是要釐清這一區混亂的種族來源與混合，

找出排灣族系統在此地的發展，所以雖然討論了 Suqar。在此地的事蹟以

及當時的不同種族，包括阿美和平埔在此地的雜居狀況，但是最大的篇

幅是用來談其他排灣族部落的神話傳說的根源。

值春地方的原住民之中，部分被稱為斯卡羅族（Skaro, Suqaro) • 

主要是指「豬勝束社蕃人」。 Suqaro 的威名遠播至北方的

Chaoboobol （內文）、 Kasuvongan （率芒）和力里（Rarukruk)

等各主要社群。 Suqaro 族的始祖從台東知本出發，南下移位於

恆春地方後勢力坐大，威震四方，迫使恆春地方各族隸屬於其

統取之下﹒詳情將於下文細述（楊南郡譯 2011: 366）。

第二處長達 10頁的討論，首先確立當代這個「卑南族系統j 在此的

戶口人數。雖然作者清楚地知道這個系統下的人口總數應當已經很少，

「頂多是一百戶，五百人而已j ，但是這顯然並不影響他們對這個群的

興趣。他們以很長的篇幅討論他們從豬勝東社的潘阿隆（ A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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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avarius ，當時 53 歲），滿州社的潘加必（ Kapi-Laputsivung ﹒當時 67

歲），還有從豬勝東社搬到牡丹灣社的潘阿別三人所採集到的三種不同

的口碑傳說，敘述他們祖先從東海岸來恆春半島的遷移路線，並將不同

說法並列討論。在面對著相互矛盾的說法，不容易取捨的情況下，提出

了 Suqaro可能是分為幾支、分別走不同的路線南下到恆春地方的看法。

接下來，他們再利用收集到的豬勝束社與蚊蟀社頭人家的系譜，來驗證

這些傳說的可信度，並以附近不同的部落的相關傳說，來確認不同的家

系的確有不同的路線，同時也有一些共同的主題與地點，像強大的巫術

以及都會落腳東部阿盟壹海岸附近的聚落。 15

對恆春半島的部落之間的關係，透過系譜與神話傳說的歷史重建，

他們在結論提出了以下看法：

Su-qar。在恆春地方領有的土地 ， 依照潘阿別的說法，是東海岸

的祖港﹔美與西海岸的楓港溪一線以南的廣大地域。但是，此地

域內的牡丹路、家新路及快仔等三社，即使一度歸附Su-qaro • 

但是他們的歸附，並非永績的臣服 。 所以， Su-qaro 實際統領的

部落，是這三社的南方，被稱為「恆春下番」的排灣族部落群。

這一塊地域已經由 La-garuligul 、 Mavariu 、 Rovaniau 及 La

caligul 四大頭自家所分割統領。這四個大頭目，被漢人分別稱

為「大股頭人」、「二股頭人」、「三股頭人」及「四股頭

人」，其權勢的大小，也依照這個順序排列。（楊南君11譯 2011 :

471) 

因此，我們可以說，經過這場遷移與征服的過程後：

恆春地域，已粗略地被分割為四個區域，各區域內的阿美族和

IS 1t於當年遷移的路線典聚落的考1壺 ， 可見，F索秋等（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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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住民全部，必須向各自的大頭回家繳納「番租」﹒但是，

四個大頭回家中， Rovaniau 和 La﹒caligul 兩家，是否真的屬於

Su-qaro 系統嗎？或者本身就是有勢力的排灣族頭目家？所有的

口碑傳說沒有一致的看法（楊南郡譯 2011: 472 ）。

然而，作者隨後補充一段提醒， Su-qaro雖然將，區春地方置於其勢力

之下，卻因為和原來的住民－一排灣族一一接觸和混淆，反而明顯地受

到排灣族的影響，造成後來彼此的語言、習俗幾乎完全相同。

整體來說，在這段有關斯卡羅的討論中，我們讀到的是一段精采的

學術練習，利用對版本複雜的神話傳說的比較與考證’來掌握一群人的

起源過去。他們依賴的方法程序是透過細緻的系譜調查，以及將採集到

的多種神話傳說，小心比對刪減，過濾出可信的歷史事實，最後來驗證

比對當下在田野所觀察到的實況。

然而如果讀者對這本書之前的文獻不陌生的話，其實這整段有關卑

南遷移路線的比對，以及斯卡羅各部落的現況，在〈番族價習調查報告

書〉有過類似的討論，結論也大致相同。差別只是〈台灣高砂族系統所

屬仿研究〉中的討論方法上更為嚴謹，所作的分類也更具有系統性。也

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斯卡羅被清楚地分在「排灣化的卑南族J 與〈番族

慣習調查報告書〉將它分在排灣族的 paliljaliljau 下，是真有理論意義上

的不同。

閱讀〈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仿研究〉一書，令人印象最深的應該就

是該書的附錄中，記載7龐大與細緻的 309 份系譜。這整體的系譜，配

合前面對全台 291 個原住民部落的訪問所得，構成了一個清楚的 9個族

分類系統，也就是長期影響戰後官方政策的一套族群分類，可說是戰後

台灣人類學原住民研究的出發點。

有關系譜方法為何成為移川子之藏為首的土俗人種研究室團隊所認

定的調查重點，移川的學生宮本延人有一段回憶，解釋了這段典故。移

川師生在 1928 年在太魯閣調查 Toboko 社的頭目家發現，這位頭目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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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記住7個世代的子孫關係、 230個人名﹔接著再稍微遠一點的Kubayan

社，頭目也能夠記住七代的系譜、 382個人名。於是他們意識到：

．．．．．從這龐大的系譜資料，有關他們的居地、村落的遷移，村

落與村落間的婚姻關係’村落問親疏闢係及敵對關係等，很自

然地都浮現出來。

我們開姆在想，如果用這種方法把全島各族、各群、各部族的

主要人物加以採訪記錄，或許全島各族間的關係、族內的移動，

族群與部族相互關係、敵對及親戚關係，以及移動等，會逐漸

明暸，進而可具體知道台灣原住民，亦即高砂族系統的全貌。

（宮本延人 1998: 37) 

然而除了系譜，移川師生還有男一套調查的利器，來自語言學的基本詞

彙分析方式，宮本延人提到：

．．我們設計了「現地語語彙」的採集小冊。這是不到二十頁

的小冊子。挑選必須採集的若干語彙列印在前幾頁的左排，旁

邊的空白處則可記錄相對應的「土語」。這些語彙包括他們會

話中最常出現的單語，例如 ： 一、二、三、四等數詞，或「今

天好」等問候詞，或「父」、「母」等親族稱呼，總共選了約

二百個日常單語，在每一個進行調查的部落加以採集。（宮本

延人 1998: 93) 

他們所作的這種語彙收集，並不是為了研究語言學，而是做為考量部落

關係的佐助資料 ：

因為我們有時會發現相鄰部落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故可以

說只是用來當做尋找部落系統的手段而已。（宮本延人 199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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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樣的兩套方法上新技術，這批學院派的學者，認為他們可以

從不同的觀點，對過去的原住民分類系統，做出更為細緻與完整的修正。

需要注意的是，這套系統其實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社會觀上，假設

了親屬（特別是血緣關係）所形成的社會組織（無論是家族或氏族）是

部落秩序的基礎﹔而掌握這種基本社會關係之系譜性與歷史過程，就能

夠重建所有台灣原住民的文化過去。至於為何系譜可以在瞭解過去的工

作中，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根據該書緒論的解釋，因為當時訪談原住

民的口碑資料中，最接近歷史事實的就是系譜與族群移動的傳說。傳說

充滿了幻想與神話色彩，只能搶任勾勒出歷史大綱與補充內容的用處﹔

勾勒系譜的回憶時所問到的離別與移動的路線，以及真體的人群網絡，

就成為最可靠的史實。

這樣的看法，假定7真體的社會關係比起抽象的神話或想像，更能

反映出現存的「種族文化特徵」是經過什麼樣的過程來「形成、發展、

擴張與分裂」（楊南郡譯注2011: l ）。而針對這種具體「史實J 的重建，

我們就可以得知當時的原住民族群文化（或者作者說的「種族生活中所

產生的花果J ）是如何容納各種外來的因素，整合內在差異，而演變成

一個個清楚獨立的群體。換句話說，學者在此需要採集比對多種模糊不

清的神話傳說，抽出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重建出真實的過去。而

最終目標就是要透過歷史過程來歸納出台灣種族的系統。

這種以系譜做為建構文化秩序的看法，在後來學者的討論中已經指

出來一些明顯的問題，例如該書的系譜主要只採錄了直系親屬，這明顯

受到世系群理論的影響，忽略了雙系、 kindred ，還有家的重要性（關於

這點作者們可能也有意識到，所以才會有〈緒論〉第三節有關命名制與

家號的討論），更假定親屬關係是一種穩定的人對物（特別是財產與土

地），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係，因此可以做為社會秩序的基本構成

原則。這些在後來的對原住民人觀與時間觀的討論中，陸續地被批評與

修正。這些檢討與反省固然重要，但已經超出本文能夠探討的範園。

本文的問題比較小，但是同樣真有理論上的重要性。為何人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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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人，而且文化還在快速地消失的一群人，需要作者們大費周章地開

闖一個專節來討論？簡單的來說，因為按照這本書的系統框架，這些分

類後面的假設是每一個部落群體所展現的面貌，都是出自於一個種族原

型的變異。在經驗世界中，也許因為共同生活在同一種物質條件下，或

者基於各種理由互相採借文化元素，讓不同種族的部落呈現類似的面貌﹔

也有可能因為地理的隔絕或者敵對的關係，讓相同種族的部落﹒呈現相

異的面貌。因此，利用語言學的技術與其質歷史的重建，我們才能突破

這些表面的異同，建立起種族分類的系統。〈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仿研

究〉經過全面性的普查與歸納後，有 9 個種族系統被辨認出來，在每個

種族系統下的各個部落群，不論他們實際的生活面貌為何，只要能透過

系譜與歷史過程來連結在一起，他們就應該是同一種族的成員。

然而，實際的田野調查中，如果有兩個同一種族的部落，在物質文

化面貌上相差很多﹔語言可能已經與其他部落互相採借，又呈現很大的

差異﹔甚至群體認同已經清楚地分為二，那麼研究者要憑藉什麼將這兩

個部落創分為一，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斯卡羅或者「排灣化的卑南族J 在本書中被特別提出來討論

的意義，正是因為這是一個驗證移川等人方法論的特殊例證。一個在語

言上、風俗習慣上，都已經和排灣難以分別的部落群，在經驗觀察上應

當難以被區分出一個範疇，但是研究者還是可以透過系譜與傳說來證明

其種族的源頭。這樣一個「排灣化的卑南族」的例證’正是那種可以呈

現土俗人種研究室的這批學者的研究方法，的確是可以突破經驗上看到

的文化相似性，區分出不同的種族系統，是可以作出優於前人的分類。

（三）〈彪馬往何處去？〉

如果「斯卡羅j 只出現在枯燥的慣習報告書 ，或者學術性的分類討

論中，那麼這個人群分類應該不會格外受到重視，到底應該區分出新的

範暗與否，也只會是很少數的一些學院派學者之間的爭議。然而，在〈台

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出版不久後，一位不是學院派的學者安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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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 1936 年寫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紹台灣東部卑南族由盛而衰的滄桑

史，其中有一篇長文專門介紹「斯卡羅j 這支遷徙到恆春半島的卑南族

（他稱彪馬族，見楊南郡 2005 : 108-109 ）。他安倍是一位教育家，擔任

過小學校長、督學以及總督府視學宮。他在公餘時間，自學多種原住民

語，勤跑田野，曾出版了兩本台灣研究上的經典作品：〈台灣地名研究〉

與〈蕃語研究〉。他的專長是比較性的考證工作，從文獻、口碑訪談、

物質文化中去重溯文化、種族的傳播史。他的這篇有關斯卡羅的文章，

基本上並沒有提出新的材料，只是將〈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與〈台灣

慣習記事〉中相關的敘述，按照年代順序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敘述。

在這篇文章出現之前，斯卡羅的記載都是在種族分類的框架下，一

個特別的範疇。它們指涉的意涵是由這個更大的體系來定位。〈番族慣

習調查報告書〉中，有關斯卡羅的記載散布在沿革、社會、祭肥等章節，

與 paliljaliljau小部族中的 paiwan 分支放在一起對比討論。雖然資料相當

豐富，但是資料之間的關係並沒有被建立在具體的社會人群的身上。在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仿研究〉書中，雖然有一段長長的章節特別討論

這種「排灣化J 的卑南人，但重點還是在起源回溯與系譜的連結﹒實際

的社會生活面向的材料幾乎沒有提及。

安倍的文筆優美，而且以一種挽救黃昏的族群的感傷來描述斯卡羅。

他成功地將這些原本就存在，但散布在不同意義脈絡下的記載放在一起﹒

產生一個有清楚主體性的種族。他使用直線性、展演性的歷史，將那些

各種來源不同的傳說，貢獻成為一段興衰的民族寓言。這是斯卡羅第一

次以歷史主體的面貌被呈現出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應當都會留下深刻

的印象。事實上，這篇文章應該就是男一篇在台灣當代引起「斯卡羅熱j

的文章，楊南郡先生的 〈斯卡羅遺事〉的靈感來源。 17 楊先生的這篇結

合田野探勘、當老訪問、史料整理的文章，獲得了 1992 年「十五屆時報

16 楊尚郡ip錄益，闡釋這段長文中有關斯卡殼的部分，成為〈彪馬往何處去？一一﹒述樣的斯卡
ll族顯§J) 一文，收於楊南郡為（2005) • 

17 見楊尚郡典徐如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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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文學獎」，讓斯卡羅一夕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出土族群，也是當前

恆春半島上，幾位文史工作者與社區營造者探索的新主題。

但是讀過〈斯卡羅遺事〉一文的人，除了感受到那份濃厚的鄉愁，

面對無可挽回的消逝的無奈﹔另一方面，卻可以感受到男外一層次的反

諷。因為文中所有的那些所謂「斯卡羅族J 的後代，都已經忘記或者根

本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稱，是作者引用過去的文獻來重新「挖掘J 出

這個連結。筆者在滿州鄉與旭海村的訪談也證實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斯卡羅J 的確不是當地人使用的人群範疇。現在在牡丹鄉旭海村推動

斯卡羅文化復興的潘先生說，他第一次聽說他們是「斯卡羅人」而不是

像他們周圍的阿美人，是當年（ 1985 年左右）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的石磊教授在旭海做調查時，告訴他們的。他在滿州鄉里德村的頭人後

代，也沒有聽說過「斯卡羅」，但是他們曾用一個簡單的範疇來談苦日

的頭人：「番J 。

五、當代的里德村

讓我們回到當代的田野現場，苦日的豬勝東社，大股頭人所在的滿

州鄉里總村下面的里德聚落。”這襄居住了一群多多少少與當年的頭人

家有親戚關係的村民，村子在港口溪右岸河谷上方的丘陵地，隔著河谷，

可以俯覽山丘下鄉公所所在的滿州村，也是全鄉最繁華的聚落。村子向

陽的大片山坡是滿州鄉公墓，聚落就散布在公墓的旁邊與後面的山坡。

公墓前方柏油路邊有一座本鄉最有名的古E賞，昭和十四年（1939）日本殖

民政府豎立的「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紀念碑，紀念豬勝東社在明治二

十九年（1896）設立第一問原住民專屬的日語傳習所分教場。這可能是這

18 旭海村目前是給動斯卡m文化復興最積控的地方 ﹒ 通文杰的從代一一治迫茂先生在2006 年
為寫了一本﹛旭海部落誌﹜ ﹒

19 前面已經被i趣，里德村包含了里tt本村、山Tli還有攪仁溪三個來落﹒三個聚 1'5-居住的人群

有清楚而不同的人群~呵﹒這支梭的里告色，拍的是里德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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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對頭人時代的記憶最重要的遺跡。當前的里德居民，絕大多數

老人主要的日常語言是福佬話，除了幾個簡單的單字，已經無法用排灣

話溝通。

據當地人的說法，這襄有辦法的人都下山到滿州或恆春讀書工作去

了。現在多數的村民，除了幾位經營民宿的年輕人，不是退休回來的老

人，就是無法適應外面生活才留下來的住戶。許多在隔壁的滿州村的居

民是一、兩代之前才從里德、搬過來 ，通常搬下來以後，就不再依戀舊居，

鮮少回去，也不太願意談有關過去里德的事。對滿州村人來說，在山上

的里德村還有強烈的「番」的感覺。

從林家君（2008）在當地細膩的訪談成果，與我們三次在村中的觀察

訪談，勉強拼湊出村民們對昔日頭人家族一些模糊但有脈絡可循的圖

像。 2。

當代的里德村人清楚地記得，過去豬1m束社的頭人家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對外的潘阿別家系，掌理部落對外交涉 ，調解糾紛，甚至出兵打

仗﹔另一個是對內的潘阿瑤系統， 掌管村內事務 ，並且控制一種巫術的

法寶。兩條家系是兄妹（比喻性的）或者兄弟性質的關係。但是潛阿瑤

系統是比較正統的「番J ﹒留在本家，不會輕易流動﹔潘阿別系統則是

20 本文中展現的訪1是結果，是濃縮了許多人設法與·tt椅後的犯為．在田野中-mt主 ﹒ i過央的回
it是充滿模糊、不敲定、甚至矛盾﹒原因相當被艙，可能是不同的語言使用習慣、不同立

場帶來的觀越不同，可能是回憶者選擇要回憶的時間，品不同，也可能是被訪闊的人記憶方
式的特殊性，這衷無法細細交代，只是社一個秘I-tit ：例如 ， 很多里總人不是用清楚的人名而
是－~個家族氣啥來技事件中的人，先們常在訪誤時扮成報導人提到的 「阿洛」其實可能
是阿搖家族衷面發生的一件事﹒不是特指阿1皂做的事 ﹒而阿瑤這個稱呼 ﹒有時4li'；步男性的
祖先，有時指涉女性的祖先， ;t.,j_lj注意"lA.t苦的脈絡﹒所以我們並沒有將田野收集到的材料
當成就是事實﹒相反的，我們累積T許多設法後，在抽象出其中共同的成分﹒ 2記者從出背
後人群典人群的分類方式（而不是人群），來做為比較可依絨的材料﹒所以本文提到的當
代訪問的成果﹒也不是簡單的事實 ﹒而是從－套tk述過去的方式所生產出來的背斜中， 4是
們紛拿出來－些設法﹒強調的不是真的校生了什麼事，而是事情是如何被四億．出來的﹒行
文中，也從未室給這是事實，反而不斷強調只是根線里德人的回憶﹒本文沒有要為1登過＋.
丈獻的1己拔為虛假，而當代的田野資料為真﹒本文想做到的是：－方面給＂！lb過去的是史與
民族學研究資料中豆花的「族群」 ，其實是某稚治述方式下生產出來的 ﹔ 另一方面證明﹒
即使在當代受到國家那套族群政治治述影響滲透 ， 還是可以在里德人的回憶中統釗不同的
宣告述方式來理解人群分類範吟﹒本文是以社會T!秘泊的方A,；看待lf1:. 史 ， 益ii有忽略社會事
實、 PJ:史建據典不同時期lQ,肉之闊的投雄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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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皮漢骨，被收養進來的客家人所繁衍的後代。通常頭人家的事務需要

兩個家系或者兩種力量的共同配合執行才能有效 。 但是，潘阿別系統的

頭目，在日治初期（應當是 1901 年）遷移到牡丹鄉旭海，讓頭人本家更

加缺乏強而有力的對外交涉能力 。

頭人家的領導者雖然有土地、有武力，並且具有傑出的合縱連橫能

力，但是能控制生產力（小米的耕作）與驅邪、治病力的巫術，才是他

們能降伏其他原住民部落的關鍵。沒有經過他們「做嚮J （施巫法）的

小米，不能耕作，每年的耕作要等頭人家開始下種 ，別的部落才能下種﹔

別的聚落的「嚮婆J （女巫）們，要來頭人家請領法寶，才能回去作法。

其他部落的嚮婆去世後，借出去的法寶要歸還到潘阿瑤本家。等到有新

的嚮婆被祖靈「抓到j ，才會再來請法寶 。因為這些能力，其他的原住

民部落要定期到豬J］勞束社來進貢。

在外來的人群，特別是那些擁有很多物資與技術的漢人湧入本區的

情況下，頭人家能不斷吸收外來的文化並繼續維持頭人的身分的方法，

可能主要是透過一套簡單的婚姻法則來操作。 21 據當地人的回憶，頭人

家的男性結婚的對象， 一直是那些具有「番J 的身分的其他部落女性，

婚後她們通常住進頭人家﹔而頭人家女性的結婚對象則可以是「外來

者」，特別是那些具有生產能力與資源的外來者。據說，如果嫁給

「番J ’往往會造成不幸 。 而結婚後，女性應當搬到夫家去 。但是頭人

家的女性也可以選擇留在本家，讓外來人入贅。另外頭人家也會用收養

漢人厲聲子的方式，把外來人納入頭人家。但是無論是入贅的或者收養

的，他們的後代都會跟著頭人家姓「潘J 。這樣的結果，使婚入頭人家

的女性或者入贅的男性，成為頭人家與「番j 聚落的中介者﹔婚出外來

者的女性，成為頭人家與外來者的中介者，而頭人家族成為番人聚落與
.,· 

21 這爽，必須指出﹒其實我們這無法釐；；~ i主參婚個法則是因為應付外來的漢人移民所特別產生

的﹒還是台灣來，對海岸與恆;fj..半島途經被維多元的3車從﹒所有的人群，包給卑南、何朵、

平』兩甚三部分的排f.f人都宣稱是外面移來的愉況下，所發展出來的－秘史為廣泛的文化機
會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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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人聚落之間的中介。

從日治時期的戶口資料中，我們能找到最早的完整婚姻資料就是距

離現在三代的紀錄。里德、潘阿瑤頭人家的潘先生口中的曾祖父輩的戶口

資料顯示，潘阿瑤為長子的三個兄弟，潘阿瑤、潘武完、潘阿魯煙都是

娶當地的原住民女性為妻。唯一的姊妹潘阿類，雖然嫁給同為豬勝束的

蕃人，但婚後就搬離頭目家。顯然頭目家是中介兩種婚姻方式的聚合點。

林家君（2008: 50）有一張圖，很簡潔地呈現這種婚姻型態 ：

「番」殼落 里德頭人 「人」毅落

長為女性婚姻方向 _____ .，..，為男性婚姻方向

圖 l 里德頭人婚姻關係圖

資料來源 ： 筆者重繪自林家君， （2008: 50）。

因為豬勝東社採取的是父系認同， 22 這種婚姻型態造成的身分認定

會使頭人家的夫妻所生的後代繼續保有「番J 的身分，但是婚嫁出去的

女子所生的後代，就會隨父親家、外來者的身分。

我們可以說，頭人家系透過這套婚姻型態，一方面透過給予外來者

女人，嘗試去壟斷所有的「番J 與外來者的關係，確保外來的資源與力

量能夠快速地被頭人家族所吸收與利用﹔男一方面，用他們的法寶與外

面傳入的資源去交換其他部落的女人，以確保頭人家系繼續繁衍。周旋

於兩種類型的群體之間，頭人家族扮演了一個中介轉換的角色。外來人

因為與自己家的女人結婚，不再是全然的陌生與危險，甚至於可以轉變

22 看見們1竟有足夠的資料去判斷，皇位人的這種父系認同是受到漢人社會的影響﹒還是原本統

有的，但是這種認﹒同造成的後果卻是很清楚﹒這種重視父系的現象，前面 1880 年代泰勒
的調查中已經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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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己用 ﹔ 而其他臣屬的部落，因為與頭人家族聯姻，取得更多巫術的知

識、法寶與物資，還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為有這樣的機制存在，新的

事物持續被引入，外來者（人）被轉化成可以利用的資源，整個區域的

「番J 族也在繼續維持其群體認同的情況下，隨著頭人家的轉變而改變。

這樣的一種婚姻法則的存在，在某個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

何在文獻中這一帶阿美部落的人，雖然在體格上不比當地的排灣人差、

有強而有力的女巫、戰爭時又是英勇的戰士，可是在恆春半島上，總是

以一種次等階級的樣貌出現。做為母系社會的阿美人，名分與財產主要

由母系傳承，婚後男人要住進妻子的家。這樣的婚姻法則，讓他們無法

與頭人家的婚姻法則接合，無法被納入以頭目家為中心的轉化機制，造

成在這個區域的阿美人成為永久的外來者，一種無法被轉化的「番J 0 

可能正因為無法被成功納入具有階序等級的「番J ，就被當地其他那些

持續在交換體系內，往頭人家攀附的「番j 所瞧不起，造成當年的西洋

觀察者以為他們是一群奴僕。

今天，在滿州鄉的港口村及永靖村一帶的平地人，他們口中的番人，

常常指涉的就是阿美人，而不是就在他們隔壁村的排灣人，原因可能就

與這個歷史記憶有關。

至於外來者身為一群沒有土地，卻有關係、有能力去引入其他資源

的人，他們能夠留下來成家的重要條件就是頭人繼續擁有提供他們耕作

土地的權力 。 而且還要有足夠的農地提供給陸續搬進來的外來者耕作。

而其他番社的「番j ，願意將女人給予頭人家的重要條件是，頭人家一

方面還能壟斷外來事物的來源，使得他們能依賴頭人家取得新的、有用

的事物﹔男一方面，頭目家的巫術能繼續證明它的有效性，使得傳統的

農作（小米）能順利維持。這些條件，在漢人移民數目達到相當數量 、

水稻取代小米成為主食、交易的管道更加多元、國家力量等進入後，都

將會越來越難成立。我們可以想像，當土地越來越稀少，外來的物資的

效用（如 ： 槍砲與醫藥）勝過傳統的巫術時，頭人家族就很難再扮演這

種壟斷中介「番人」與「外來者J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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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 在這種交換關係中，頭人家族不斷地吸收

與採用外來的物質、技術、 勞動成果的同時，他們繼街保有「番人j 的

身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唯有保有這個 「番人J 的身分 ， 他們才能繼續

統治其餘番人的部落 。 但是，如果新的事物 ， 不斷地被引入採用 ， 讓頭

人家族們與外來者越來越難以在文化上區別 ， 那越有哪些制度性的安排 ﹒

可以表達人群的差異呢？前面泰勒的材料告訴我們，至少到了 1 880 年
代，耳垂上穿戴圓形塞的耳環 ， 是這﹔昨部落與激人或平l1ij人區分的重要

依據，而不是清朝官府認定的剃髮結辮。林家君（2008 : 22-27）的材料指

向另一個重要的分別是祭品E的形式 ， 他們繼紛舉行儀式 ， 祭拜無形無體

的祖靈，而不是像漢人膜拜有偶像的神明 。訪問申紀篤的李仙得在 1 869

年會注意到射麻裡社會舉辦年度的小米祭 ， 的1 日－ ~t寸部01參加 ， 即使當
地人與漠人在外表上已經難以區分（見前） ， 米仙也已經是常見的食物。

至今里德當地的人還是將這種直接召喚祖先的阻力 、 不假手於古L章、 不

國 2 牡丹事件時，到西鄉從道將軍總部談判的恆春半島原住民
資料來源 ： Davidson ( 1992: 1 27） 。 照片中的文物鵬當就是渴文杰頭人家系的收士 ﹒ 一部帶豆豆：圓柱

形的耳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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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3 海文杰接受授到後的固﹛象

?i科來源 ： 日本ma益合刊原fl:民研究科編者（1999: 1 77） 。 照片約1師年代約在 1 897年 ﹒ 可以后ylj
t的文1-:身役的在立者仍然﹜：ix~耳耳:'l · 但他本人以及右俊方的少年已經沒商斂 。

塑立神明偶像 、 直接唸咒作法的方式 ， 歸類為「番」 的法術 。

我們知道 「番」 的內容不斷在改變，那些創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也

在改變 ，在 1 880 年代的時候 ，耳環是這群人重要的認同標記，但是到了

1 890年代末潘文杰的回像顯示耳環已經消失了（見固 2與固 3 ） 。「番J

不斷地在轉化 ， 在頭人家還能中介與控制這個轉化的時候 ， 「番j 還能

維繫「番J 的身分 ﹔ 頭人家一旦喪失這種掌控的能力 ， 那「番J 就直接

往「人」改變 ，而且將「番」變成一個負面的分類範峙。

在當代的里德人回憶中 ， 「斯卡羅」所指涉的那群過去的人 ， 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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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性的能動者的姿態，來主導一個複雜的交換體系。他們的成員無法

固定、界限不明，卻有能力和彈性地包容不同範疇的人。

六、結論

「斯卡羅J 到底是什麼？應當如何理解在歷史文獻中出現的這個名

稱？本文對這段發展的回顧指出，在日治時期以前，雖然有一群具有特

殊地位的頭人家系在恆春半島生活，但漢人的文獻或西方人的報告都沒

有出現這個人群的分類範疇，將他們與其他部落歸為同一群人。直到日

治初期，部落權威的式微反而使原本的頭人家系，開始強調他們的特殊

地位，而特意宣稱這個可能原來只是對頭人的一種頭街為自己的名稱。

然而，正因為這樣的一群人一方面擁有來自卑南的系譜傳說，男一方面

又與分類上為排灣的人群有相同的文化，可以做為驗證 1930 年代民族學

者那套調查方法優越性的個案，所以被移川子之藏等學者男闢章節，當

成一群特殊的群體看待。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一個分類範疇開始被考

證溯源，又在安倍明義與楊南郡等人的敘事中，取得了族群的主體性與

歷史。雖然被分類為斯卡羅的當事者，在當時並沒有清楚的族群意識，

事隔多年後，這個名稱卻成為當代族群政治中可能「被發明J (invented) 

出來的傳統。

的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群具有環球意識(planet consciousness）以及演

化論框架的西方博物學家與官員，開始進入台灣考察各地的自然與人種
知識（Pratt 1992）。他們運用一套以自然歷史為典範的分類框架，將各地
的人當成物種（species）來加以觀察，收集人群的身體特徵、語言現象、

風俗習慣與文化特性，然後建立起可識別的社會單位，並將這些知識清
楚地在地理空間上與人種分類系統中定位。到了日本殖民時期，男一批
接受西學的日本學者，也開始展開他們對台灣島上的人群的舊慣調查與

種族調查，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報告與專書。這兩批調查的成果在資料的

品質、數量與規模上，有巨大的差距。日本學者不論是田野方法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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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的深度，可說都遠超過前人。然而兩批人共享的是同一套種族知

識的典範（陳偉智 2009 ），差別在於日本的學者擁有更多的行政支援，

進行更大區域的考察，並具備更嚴謹的方法論﹔生產出來的所謂族群或

種族概念，更近似一個真有生物性與社會性的有機體。換句話說，表面

上來看，日本學者所建立的人群分類更為嚴謹，更接近在地者的社會組

成或語言群體，但是這些差異只是資料數量的累積與學術概念的精密化。

更重要的意義是一種全球概念，透過不同的中介者與代理機制，逐漸在

台灣在地化，形成了一種生物與文化為人群分類核心的制式架構。

目前有關台灣原住民以及所請漢人的族群分類，就是建立在這些調

查的成果之上，而我們的政治資源與文化認同，也深受這些分類範疇提

供的界線所影響。 在接受族群做為我們分類社會世界的概念後，那些過

去因為政治治理方便所發明的範疇，如：生番、熟番、化番與平埔番，

因為糢糊不精確，又不具整合各種生活面向成為一個整體的效用，很快

地就在學術的討論中被淘汰。而「番」這個範疇，更因為有清楚的價值

判斷意涵，讓學者幾乎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在民間，這個概念持續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所涵蓋的意義也

遠超過一個單方向的負面範疇。人們使用這個詞其實更為的有彈性，也

更為曖昧。「番J 當然有歧視他者的面向，然而也有諺語說：「番如果

穿褲、人就要跑路」，顯示民間知道「番J 其實與人的差別並不嚴格或

絕對，番人是可以透過風俗習慣的改變 ， 轉變成人﹔「番J 當然具有價

值判斷的意涵，但也因為談論者的社會脈絡而變動 ﹔但更重要的是「番」

是個有階序性、有程度性差別的概念，不同地方、不同脈絡所談的「番J

指涉的人群性質不同，「番J 的程度也會因當地的人群關係情況而被辨

認。

在本文的討論中，里德人口中的「番j 顯然不是一個族群的概念，

而是一種分別人群的範疇，它不是指涉特定區域中，一群真有某種血緣

或系譜關係的人所形成的想像共同體。里德頭人家系所代表的那個「番J

的範疇，非常的具有彈性，它能結合其他部落與外來者形成區別﹔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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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包容外來的他者，形成一個能包容各種不同性質的人群的交換體系，

這個體系是開放而且真有高度的彈性。事實上，這個「番J 的範疇的彈

性大到連這群人的語言、文化、親屬與文化認同等，這些構成所謂「族

群性J 的元素，都可以被替換。

在當代田野中訪談，雖然在地人的回憶充滿矛盾與模糊，不同家族

之間會因為立場與利益不同，而對過去有非常不同的說法。但是可以很

清楚地知道的是：（1）「斯卡羅」不是當地人生活中使用的分類，連頭人

家也早已沒有這樣的稱呼。反而是學術界普遍覺得不精確的「番j 這個

範疇，繼續配合著各種不同群體的地位與文化樣貌，彈性地被用來區別

人群。（2）被日本學者命名為「斯卡羅J 的那群人，不必然共有當代族群

概念所包含的那些血緣、土地 、 文化、語言與主權的內容。

當代的調查已經很難釐清到底「斯卡羅J 所指涉的這群人在過去到

底是包含多大的範圍？被納入的條件有哪些？他們的文化生活風貌有哪

些特性？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當代想要復興 「斯卡羅族J 的人，一定不

會認為這樣一種模糊叉開放的分類範疇，是他們心目中認同的對象。或

者更清楚地說，「斯卡羅」這個範疇指涉的顯然不是一個有界限的社會

群體，根本就沒有一個現代意義下的「斯卡羅族J 存在。

斯卡羅的個案在台灣的歷史上，並不能算是特例，我們只是幸運地

有一些比較細緻的歷史記載與民間記憶，讓他們的社會文化性格顯然不

符合當代意義下的「族群J 這件事實，得以被看得比較清楚。對照其他
長期與他族有接觸的原住民部落，像不斷面臨強勢外來人群的「賽夏
族」，他們社會生活中的群體認同與界限的畫分，也同樣呈現了高度的

彈性與包容力，其文化語言與血統內容更是不斷隨時空脈絡而被置換（鄭

依憶 2004 ）。”這些現象，都讓我們有理由去質疑當代眾多的「尋根J

與重建族群史的工作，是真的反映了過去，還是以我們當下的族群政治

論述來扭曲過去？面對在過去存在的人群區別與動員現象，包括潭／泉、

23 類似的例後還有長期與漢人有接觸的卑舟族，可見陳文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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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粵、高山／平埔、外省／本省等社會範疇時，許多學者與文化工作

者一再地將分類的範疇當成具體的族群實體，用血緣、地緣、語言、文

化的連結與分散來實體化它們的存在，並重建族群存在的系譜。忽略了

群體認同與社會界線，一直都是論述的現象，是打造政治權力工程的裝

置。以族群做為歷史過程中的主體為出發點，這些大量的學術或非學術

的工作，未能區分研究過程中，分析的範暗與描述的範疇，往往使得自

己的研究捲入族群政治中而不自覺。 24 這可以說是從事族群研究，常常

帶來的職業風險。

24 有關這個方法治上的問題，可見 Brubaker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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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是誰，基因能夠提供我們什麼證據？這個問題的答案，

有賴我們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什麼。

一一－Elliott and Brodwin 2002 

一、前言＊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生物科技成為全球新興的明星產業。快速發展

的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使得「先天J (nature) vs. 「後天」（nurture）的古

老論戰捲土重來。一些社會學家指出，當代基因科學、知識開始涉入社

會認同範疇（如種族／族群、民族）的形構過程（Bliss 2011; Epstein 20的，

2007; Fuiimura et al. 2008）﹔生物醫學知識與認同政治如何結合，也呈現

出在地獨特的社會文化性質（Epstein 2007; Rabinow 1999）。這些發展都不

只是單純的「科學」現象，而可能牽涉不同社會人群團體的權力與資源

分配，具有重要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意涵。如何釐清生物醫學與當代

認同政治複雜而糾葛的關係，晚近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主張我們必

須打破科學科技與社會文化的三元對立，走出重視生物本質的「科學決
定論J 與強調科學外部分析的「社會建構論j 各說各話的立場。 STS 的
理論立場認為，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科學知識與內容如何建構，並且強

調科技與社會文化是很此穿透、共同演化。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近年
來基因科學蓬勃發展是全球化現象，但它們在不同社會文化中可能會展

現不同特質與作用。

. 本文的研究 A科技部』t-~研究計畫 (NSC99-24 l O-H-00 l-075-MY3) (NSC I 02-2628-
H. 00 l-006-MY2）的經費所支持 ，曾在「台灣﹒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為」研討
會發表，且主於台灣大學社會系的「過四社會學演講」以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4乎是重演講 ﹒是生講l"t于古有人傳大為、巫統3名、陳嘉新﹒特別感謝陳先峰教授在科學專業上的
教導，以及吳乃位教授協助資料的蒐集﹒謝謝助理陳靜玉、？尤1軍為t晶JJh收集背斜﹒正式期
于·J~文已於〈台灣社會學﹜第 28 期發表﹒本文中若有缺失，自 I!由學者負責﹒謹以此文
紀念練馬可（Markη1elin）教授（1933司2014），是他無私的給予典照亮，伴我走過,z這篇文章
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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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全球其他現代化國家，生物醫學的基因知識與個人及集體認同

產生關連，特別是連結到族群與國家認同，在台灣確實有獨特的發展。

1990 年代以來，生物科技成為台灣政府大力扶植的產業，基因研究也成

為國家對學術研究的重點補助項目。在這股學術潮流中，台灣原住民

DNA特別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以原住民基因為主的科學知識論述，涉入

了台灣人祖先起源與組成的討論及爭議，逐漸對台灣的認同政治產生特

殊的影響。在台灣有「血液之母J 尊稱的醫學教授林媽利，她領導的團

隊研究尤其扮演核心角色。她匯集了 1990 年至今的研究成果，於 2010

年出版專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以血型、基因的科學證據揭開台灣

各族群身世之謎〉，在台灣引起不少迴響。這本書的封面，以醒目的文

句強調：「DNA 不會說謊，它清楚明白的告訴我們： {I) 85% 台灣人帶

有原住民血緣﹔（2）唐山公其實是東南沿海的越族﹔（3）平埔族沒有消失，

只是融入台灣人之中﹔（4）高山原住民非同源，阿美族為夏威夷的母系祖

先。 J 在林媽利醫師的推動下， 2009 年台灣第一家從事「溯源基因檢

測J (Ancestry Genetic Test）的公司開始提供服務，此後許多政治人物透過

這個公司的基因檢測，公開論述自己的血緣來源，並以帶有原住民的基

因、具有多元血緣系譜為榮。

上述台灣生物醫學的基因知識與族群及國家認同議題產生連結，牽

涉到兩方面現象的相互滲透、交互纏繞：（I）人群分類的社會、文化與歷

史建構，這屬於科學實驗室外的知識﹔（2）人群分類的生物學知識與技術

的操作，這屬於科學實驗室內部的知識邏輯。這彰顯出 Sheila Jasano何基

於STS研究取向所闡釋「共構」（co-production）的意涵：科學知識（與技

術）鎮般在社會中，亦即被各種社會實踐、認同、規範、慣習、論述、

制度等所形塑，但科學知識也同時缺入社會，亦即影響各種社會運作。

科學不是關於自然真實的簡單反映，但也不應被視為社會與政治利益的

副產品而已。換句話說，「共構」的分析取徑同時避免自然決定論與社

會決定論，指出自然、事實、客觀、理性、政策等領域，與文化、價值、

主觀、情感、政治等領域無法二分，強調我們理解與再現（represent）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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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時包括自然與社會）的方式，無法與我們選擇生活於其中的方式

相互切割（Jasanoff2004a: 2-3）。

本文透過 Jasano叮「共構」的取徑，進一步從科學知識生產的「內
滲J 與「外溢」兩面向，深入分析台灣基因科技與族群及國家認同議題

相互連結的共構現象。探討台灣人起源與基因組成的科學研究，是解除

戒嚴之後的 90年代才開始浮現，這些科學論述指出台灣人血緣中的原住

民DNA成分，不斷強調台灣人的多元起源、混種組成，以對抗「我們都

是炎黃子孫」的國族論述。有關台灣人組成與系譜起源的實驗室內科學

知識生產，以及在實驗室外被消費及造成的社會後果，都深深鎮般在台

灣社會認同政治（包括：四大族群、多元文化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出

現）帶來的人群分類認同與差異形構過程。一方面， 90 年代之後以「中
國J 爵範圍的「省籍J 制度轉變到以「台灣J 為範圍的 「四大族群J 人
群分類標準’新的人群分類標準「內滲J 於實驗室 ，使得醫學實驗的樣
本分類與代表性發生變化，促使台灣人多元起源、混種組成的科學論述
浮現。另一方面， 1987 年解嚴之後打破原先對種族、族群探究的禁忌 ，

生物醫學中有關台灣人族群起源與差異的研究a屆起， 實驗室內生產的科
學知識以及它所引起的科學爭議，透過 90年代眾多關於族群相關的研討

會、科學專業期刊、媒體報導、公共輿論等社會機制， 逐漸從科學專業
知識圈「外溢J 而持續發酵’造成相當的社會後果。上述的內滲與外溢
現象交織，亦即基因知識、科技、族群與國族認同政治的共構，呈現台
灣社會文化的獨特現象，真有相當的理論意涵，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本文下面的分析將指出，台灣生物醫學的基因知識與族群及國家認

同連結的發展，呈現出筆者所謂的生物政治典範下「生物多元文化主義J
(biomulticulturalism）特性。本文分析指出，生物多元文化主義不能單純地
視為科學的本質主義，或傳統的種族血統主義。這個特質顯示帶有多元
文化主義的台灣國族與族群政治轉變對科學研究議題與人群分類標準界
定的顯著影響，呈現台灣認同政治的特殊性。這種科學與社會共構交鱷
的現象，反映特定的歷史脈絡下人們對社會歸屬與集體認同的需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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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的公共論述做為一種認知架構，既可能影響科學研究的知識生產，

也可能形塑其科學研究結果的社會效應。這種科學研究的「生物多元文

化主義J 特質，在其科學知識逐漸外溢而被傳播使用、進而引起爭議時，

極少被清楚地掌握。在台灣特殊又敏感的族群與國族認同政治環境中，

這種科學論述的批判者，尤其容易將它簡化為帶有種族主義的「血統

論j ，反而引起進一步的社會對立。社會學家 Steven Epstein (2007: 

277-302）曾指出，在全球化過程中，當代基因科技、知識與認同政治之

間，彼此經常形成一種「生物政治典範J (biopolitical paradigm）的發展。

這樣的發展雖可能帶來危機，但也可能樹立一種「容納與差異典範J , 
亦即可能促進生物醫學領域容納更多不同的多元樣本，關注社會群體在

生物上的差異，有助於多元文化社會中「生物政治公民權J 的實踐。上

述台灣社會的對立氣氛，使我們容易忽略Epstein所指出這種變化潛在的

可能貢獻。本文在探討台灣人DNA組成和起源的科學知識如何興起時，

以「生物多元文化主義J 1 一詞來說明台灣醫學的生物樣本實驗室內人群

分類標準﹒如何受到 90年代之後台灣認同政治轉變，促使容納更多元的

四大族群，以及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的科學論述逐漸在台灣出現，

並藉此釐清台灣生物醫學發展與認同政治相結合的特性。

本文目的不在於指出那些有關台灣人起源和組成的DNA科學證據為

真，或是比較哪一種證據更科學，而是分析 1990年代後台灣認同政治的

轉變如何影響這些科學研究與知識生產、研究發現如何被社會使用（包

括溯源基因被測公司的出現、民族主義者的運用、媒體的報導宣傳、反

對者的批判方式），以及相關的社會後果。本文關懷台灣的科學與社會

共構的後果及特質，以及科學在族群與國族認同政治中的角色。晚近生

I Epstein 的』厚望F \T談到「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益同時感謝 Long Bui 建議使用這個概念﹒

但未做進一步的清楚定.A (2007: 8, 278) • Epstein 主要是從「容納典A. .'ft.典義」（inclusion
and diflerence paradigm）的概念 ， 指出美國各種倡議閻質量成功地將公民准與生物學的問題綜

合起來﹒促使臨床實駿制度容納各種人群的樣本 ，促成一枝 ri 元再瓜政治」（multi-repre

sentational politics）的發展 ﹒ 封 Epstein 而言﹒容納典差異典n~有生物1元文化玉.A 色彩 ﹒

也是－秘生物政治典氣，代表了美國生物醫學的 ft-展與其多元社會特性的結合 ﹒不過

Epstein 終究，是有封生物多元文化主義J加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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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醫學介入祖先起源、人群分類的劃分與認同形構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許多社會學者已指出這個現象的重要性，強調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前個世

紀對種族科學的批判來理解這個複雜的現象（Bliss 2011; Duster 2001, 2005; 

Epstein 2006, 2007）。然而台灣學術界對此仍然相當缺乏研究，本文將從

STS 角度分析彌補這方面研究的缺憾，並指出台灣個案在經驗與理論上

的特殊性。

本文以下首先回顧晚近英語世界為主文獻的重要論點，並藉此鋪陳

本文的分析角度。其次，在扼要說明本文的研究資料與方法後，筆者進

一步整理分析大量的科學研究文獻，探討社會、文化、政治因素「內滲J

至科學知識的生產，亦即台灣 90年代後的認同政治如何影響醫學實驗樣

本的人群分類與代表性意涵（尤其是從早期的「中國人j 到近年的「台

灣人J ）的轉變，進而促成強調台灣人混種、多元起源的「生物多元文

化主義」科學論述出現。接著本文討論科學研究成果「外溢j 至科學專

業圍之外的社會效應，分析溯源基因檢測公司的出現、民族主義者的運

用、媒體的報導宣傳、反對者的批判方式等等。最後，進一步分析相關

的科學爭議，藉此反思基因科學研究在族群與國族認同政治中的角色，

本文從「反身性生物的社會性J (reflexive biosociality）立場，強調社會學

家應探究當代社會認同「生物醫學化J 的科學知識生產過程，而科學家

也必須對這種過程進行方法論上的反省。

二、文獻回顧：基因、人群差異與認同政治

人類基因圓譜在2000年初步定序完成後，科學家發現人類基因高達

99.9%相同，僅有 0.1%的差異。不過此後基因科技快速發達，卻也觸動

男一個「同中求異J 的趨勢。科學家藉由採集不同人群團體的生物樣本，

在0.1%的人類基因差異上加以比較劃分，以區域、國家、族群為單位的

人群基因資料庫在世界各地逐漸出現，即是這種強調差異的表現之一。

這種同中求異的研究趨勢，使得基因科技對社會人群的客觀身分分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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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認同逐漸產生影響。

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基因科技如何介入人類健康、疾病與生命，已累

積許多可貴的反省（Duster 1990, 2001, 2005; Fujimura et al. 2008; Goodman 

2000）。相較之下，全球基因科技發展中 DNA 的科學知識如何介入當代

認同政治，是相當新穎的重要現象，並且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議題。

一般而言，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l）基因知識如何介入種族 、

族群與民族等人群分類的社會認同範疇﹔（2）基因科技在探究祖先起源及

書寫當代歷史上可能扮演的角色。這兩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種族、

族群議題的反省上，至於基因科學與民族起源、國族認同的關聯，則是

有待研究者投入的新領域。

許多社會科學家指出，在當代社會中，基因知識已成為新的認同方

式，人們可能藉著新興的基因知識重新去想像並合理化基本社會連帶關

係（Atkinson et al. 2007; Epstein 2007; Reardon 2005）。一些研究已經指出，

基因知識與晚近認同政治的相互形構，不僅只在種族、族群議題，也涉

及國族認同的範圍。後殖民醫學史家 Waiwick Anderson (2003: 2）就強調，

我們必須把臨床與實驗室列入國族能被想像的重要場址之一。 Benedict

Anderson (l 983）也曾以「想像的共同體J 概念，精闊地說明過去兩百年

左右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他提到當代「印刷資本主義J 等的發展，

對於形塑民族認同、再現國族等發揮重要的作用。 Bob Simpson (2000: 3) 

則仿效Anderson ，以「想像的基因共同體j (imagined genetic community) 

一詞來閻明 20 世紀末以來基因技術快速發展的重大影響，強調 DNA 以

一種本質化的標記再現集體認同與特質，在當代國族的建構上將會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2000 年人類基因圖譜出現以後，越來越多以國家為單位的人群基因

資料庫，更具體顯示基因、民族認同與國族建構開始形成緊密的連結。

Helen Busby and Paul Martin (2006: 237-251）的分析指出，各國生物資料

庫建立與國族身分地位（nationhood）的運作有緊密關聯。生物資料庫的建

置常與某一群體共有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有闕，也體現國家將集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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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DNA 的基礎轉換成人民對未來共同的期待。 Herbert Gottweis and 

Byoungsoo Kim (20 I 0）直接以「生物民族主義」（bionationalism）一詞來說

明韓國國家制度、社會與民眾全力動員支持科學家黃禹錫所領導的幹細

胞研究。在此社會過程中，具有科學基礎的基因或幹細胞概念，逐漸取

代傳統血緣的標誌，也重新形塑韓國人的國族建構與集體認同。 Wen

Ching Shung (2006: 186-216﹔ 2010）分析「中國人的 DNAJ 概念，指出中

國政府鼓勵「中國人類基因體計畫」（Chinese Human Genome Project, 

CHGP）的科學家建構「中國人特性J (Chinesesness）的雙重特質，亦即統

一性與多樣性。這個計畫一方面強化國族特性的本質化宣稱，認為所有

的中國人都真有血緣連帶，無法透過任何政治手段來分割，男一方面則

強調中國是由 56個族群組成，標榜中國人口的多樣性有利於發展藥物。

這種雙重特質的強調，不僅有助於強化中國是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觀念，

也刻意凸顯境內族群的多樣性是 21 世紀中國在國際科學與經濟舞台的利

基。

針對上述的發展，不少學者站在傳統社會建構論的立場反省基因知

識與當代認同政治結合的趨勢，指出人類之間的差異被當做生物上的問

題，以本質化的方式來對待社會認同的範疇，會造成基因的種族化

(genetic racialization) (Goodman 2000）、認同的基因化（geneticization of 

identity) (Heath et al. 2004）、創造出一種新的種族生物學（Fausto-Sterling

2004:4），甚至打開了通往優生學的後門（Duster 2003）等。這也是Jennifer

Liu (20 I 0: 239-240）研究台灣案例時的論點，她針對台灣遺傳學家的科學

研究，指出生物醫學的基因證據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一部分，有助

於建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獨特台灣認同，因而形成某種「基因民族主

義J (genetic nationalism）。她強調基因科技有助於將集體認同化約到某種

科學的證據，而這種證據被賦予優越地位，因此簡化了認同在情感與社

會文化層面的複雜性（Liu 2010: 239-240）。

對於生物醫學 、 基因科學與國族認同建構的關連，上述批判的立場

充分彰顯傳統科學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的對立，亦即 Ian Hacki_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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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6）所謂的「自然主義J (naturalism）與「實用主義J (pragmatism）兩

種鮮明不同的立場。科學決定論主張不同種族、族群等的人們在基因上

是有生物上的區別，從這個立場出發的科學家特別宣稱種族／族群概念

在科學研究上的有效性（Burchard et al. 2003）。另一個與科學決定論相反

的態度，是社會科學中真有長久傳統的「社會建構論J 立場，強調種族、

族群與民族等人群分類的社會範疇，不是一種生物事實，而是一種社會、

歷史、政治與文化的建構與發明（Alba 1990; Brubaker 2004; Weber 1996 

﹝ 1922﹞： 56） 。

科學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兩者彷彿擺盪在兩個極端，彼此各說各話，

有著難以跨過的鴻溝。特別是傳統社會學所強調的社會建構敢徑，著重

科學外部的社會學分析，並不進入科學知識內涵與技術實作的討論，這

種「反本質論J 立場在面對當代社會認同範疇（如：種族／族群／民族）

逐漸被基因化的趨勢，會導致一種「去本質」的盲點，無法進一步探索

基因科技、科學證據如何與當代認同政治彼此交纏互動的問題 。 不同於

傳統的社會建構論， STS 的研究取向強調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內容本身就

包含了政治及社會信念，兩者相互交纏而難以清楚劃界，研究者更應該

加以探究其中的複雜關係。如同 Jasanoff 以「共構」 的分析角度批判傳

統的社會建構論時所指出的，首先，社會建構論傾向於突出「社會j 在

因果上的重要性，而這樣的立場卻是研究科技與社會的學者（如 Collins

1998; Knorr Cetina 1999; Pickering 1995; Woolgar 1988 ）所反對的。事實

上，原本「建構論J (constructivism）一詞，並不意味著社會實體在本體上

是優於自然實體，也不認為社會因素可以完全主宰自然的運作，然而「社

會建構J (social construction）的概念卻帶有這樣的意涵。其次， Jasano仟

強調，「社會建構j 的論述常會妨礙研究者對等地探索科學與社會這兩

個構成要素，而這種雙向對等性的探索卻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基本命題。

不論著重在「社會J 的哪個面向，例如利益、資本、性別、國家或市場

等，社會建構論都可能使它們有被黑盒化的風險，使它們看起來好像是

根本的、具有能動性的﹔這種傾向不利於我們進一步分析「社會J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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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對研究科技與社會的學者來說，社會建構論者自以為找到一個阿

華米德支點（Archimedean point），由此觀點去解構科學， Jasano何批評這

無疑缺乏反身性（2004b: 19-20）。因此， Jasanoff 指出科技與社會的研究

取向所主張的「共構j 概念，不是提供一種因果決定論式的解釋，而是

強調科學或科技與社會兩者，不是單向片面地影響彼此。共構概念反映

了研究科技與社會的學者有意識地避免走向科學決定論或社會建構論任

何一邊，強調科學與政治互動的一種立場（2004b: 19-20） 。 2曾任美國社會

學會會長的 Troy Duster (2003: 267）就認為，我們必須走出偏重生物（科

學）或社會文化而各說各話的缺陷，以更複雜的架構來理解科學知識的

宣稱如何與社會政治過程相互關連。因此，理解基因科技所提供的系譜

起源、人群分類的科學知識性質及其社會作用，我們必須考慮它所處的

社會文化認知框架，詳細釐清生物醫學與認同政治的複雜共構。對於基

因研究以何種方式、在什麼程度上將人群分類本質化，以及所帶來的社
會後果，我們也不應先決地認定，而應就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來分析，

才能清楚地釐清基因知識如何成為當代認同形構的一環。

舉例來說， Epstein (2007: 1-29）以「生物政治典範J 說明美國生物醫
學與認同政治發展結合的社會過程與後果。美國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生物
醫學臨床試驗以白人、中產階級、三十五歲左右的男性為唯一的代表性

生物樣本，以此推論到全部的人口。 60 年代美國婦女運動、少數族群連

動激發社會變化。到了 80年代中期，受到尊重差異與多元認同政治氛圍

的影響，促使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strat間1,

FDA）的規範改變，逐漸納入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的實驗樣本，形成一

種容納與差異典範的出現。 Epstein (2007: 273-276）認為美國社會的這種

轉變，涉及政治、法規與政府研究資源配置等制度性的改變，也顯示科
學研究及治理與社會尊重多元差異的政治氛圍相互交纏影響。他強調，

2 Jasanotf (2004b: 20) 1t為共構的概念與社會科學中詮釋典後結秘主4'的轉向相途給﹒科學
知道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 led阱， SSK）的愛T堡學派，以~以 Bruno Latour 4 
代表的法國行動網絡理為都是共機取往的代表 ﹒ 台灣本土直接或間接採納共構取徑的 STS
研究，可參照成令方 、 吳A--+-(2004），’，凡是（2008) • Wen-Hua Kuo (2009），林文ilf. (20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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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發展雖然會帶來危機，但透過生物醫學領域容納人群差異的政策，

卻可能有促進「生物政治公民權J (biopolitical citizenship）的正面貢獻。

晚近受到STS的影響，社會學家 Catherine Bliss (2011）與科學人類學

者 Alondra Nelson (2008）、 Nadia Abu EI-H句（2012）等人的研究，對於基

因知識涉入當代有關種族／族群、民族等認同議題，不再停留於科學決

定論或社會建構論的批判，而以更復雜的角度來理解這樣的發展。 Abu

EI-H吋（2012）的專書〈系譜的科學：猶太人起源的追尋與認識論的政治〉

(The Genealogical Science: The Search for Jewish Origins and the Politics of 

Epistemology），以科學知識社會學考察猶太人起源的基因研究、猶太人

系譜檢測公司的出現，他指出 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以色列猶太人的

DNA組成與起源，開始成為該國醫師或生物學家研究關注的對象。科學

家透過一系列研究來回答誰是猶太人，指出世界各地猶太人具有基因多

樣性，而且有共同起源的生物連帶關係，以此證明猶太人不僅是文化的

範疇，生物學上也真有基因的特殊性。 Abu EI-H句並沒有單純地將追尋

猶太人起源的科學知識視為傳統的科學本質主義而加以批判，而是強調

應走出科學與社會二分的架構，指出基因證據涉入當代個人及集體認同

與社會連結，我們必須意識到基因知識背後的認識論權力（epistemological 

power）的問題。他強調科學知識不是在真空的實驗室內生產出來，而是

交織在文化想像與政治承諾中。

Bliss與 Nelson兩位學者都關注行動者自身的社會認同與科學知識發

展的關係。前者針對將種族、族群分類與自我認同帶入實驗室的科學家，

著重探討科學知識的生產面向，亦即筆者所請的「內滲」現象﹔後者則

針對接受祖先基因系譜測試的民眾，著重分析科學知識與技術的消費面

向，亦即筆者所謂的「外溢」現象。 Bliss 訪談美國、加拿大從事種族的

生物醫學研究的 36位頂尖的基因體科學家，同時分析過去二十幾年七百

多篇關於基因體學（genomics）與種族的專業論文。她發現科學家宣稱客

觀的研究中，既沿用政府官方或普遍流行而屬社會建構的種族分類，但

出於個人的社會關懷、政治態度、認同歸屬等因素，他們更經常自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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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分類。 Bliss 強調，屬於這些因素的共同核心，是一種追求對社會少數

者（尤其是科學家自己認同的群體）的包容與平等、對於更好的未來的

渴望。 Bliss 以「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J 來形容這種現象，指出這些真國

際聲譽的重要科學家常自行調整或「糾正J 研究中的人群分類，希望透

過科學知識的生產，貢獻於他們希望更好的未來。 Bliss (20 l l: l O 19-10泣，

1025-1026）指出，科學家有意識地在實驗室中進行人群分類，在這種過

程中，他們不僅藉著新的生物醫學研究對象製造新的主體性 ， 研究者的

認同隨著他們生產的種族知識也被辯證地製造出來。而研究者及其主體

性是這種現象的核心，他們關於種族的經驗及價值觀與研究上的分類彼

此相互交鏈。

至於Nelson 則指出，來自基因科學的知識已逐漸被用來解釋社會生

活的各種面向，歐美逐漸興盛的基因系譜檢測就是一例 。 她研究自行接

受基因系譜檢測的美國和英國黑人，以「系譜的迷失」（genealogical

disorientation）分析尋根者面對客觀的科學檢測結果與原先的祖先認知不

一致所導致的迷惘 ： 他們在受測之前，也並非像一張白紙、毫無自己的

看法，而是帶著各自的問題、特殊的「系譜的熱望J (genealogical 

aspirations）而來。尋根者會按照對自己有意義的方式，讓基因資訊與自

己傳記性質的生命敘事相互協調配合，他們在個人經驗以及歷史所形塑
的認同政治的脈絡中詮釋並運用檢測的結果，甚至主動將許多系譜資訊

（基因的及其他來源的）結合一起，加以評估，藉此來編織他們血統系
譜的敘事。 Nelson 指出，基因系譜檢測之類的「事實J 所提供的，可以

說是一種「可使用的過去j ，經常必須與其他許多認同的資源取得協調
一致，而人們在其中進行的是一種有意的、策略的協商，行動者不必然

被動地將科學資料當做確定的認同證據。 Nelson 強調我們要避免科學與

社會的二元對立，並且應把重點放在那些形盟科學的社會過程、基因科
學觀念與技術如何產生社會效應，以及哪些會被選擇性用來建構認同的
效應（2008: 761-762, 767,771,775, 777）。

上述 Abu El-H司、 Bliss 、 Nelson 的研究，貼切地指出「共構J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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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意涵：科學錢般在社會中，社會也被科學嚴入。正如前述Jasanoff

(20。他： 2-3）所說的，我們理解與再現自然世界或社會世界的方式，無法

脫離我們渴望生活於其中的方式。行動者本身及其社會認同，與科學知

識發展相互形塑。本文將基於 Jasanoff 的「共構J 觀點，進一步以「內

滲J 與「外溢」兩個分析面向，強調在理解科學與社會的互動時，我們

必須超越傳統社會建構論的分析角度，深入科學知識生產的脈絡，同時

掌握行動者處在社會、政治、文化交織連作中所形成的特殊渴望、認同、

主體性等，理解這些因素如何形塑共構的方式與結果。亦即我們必須分

析社會人群分類範睹的改變是如何「內滲J 於實驗室內科學知識的生產，

而科學知識又如何「外溢」而影響實驗室外社會認同的形構過程。 Epstein

提出的「容納與差異典範J ，真體呈現了美國認同政治與生物醫學交纏

共構的特殊圖像。對照美國的容納與差異典範，本文將分析台灣生物醫

學及基因科技與族群起源、國家認同議題相互連結中所出現獨特的「生

物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其複雜的社會效應。

三、資料與方法

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角度對共構現象的分析，奠基於對科學知識本身

的深入瞭解，這也有賴研究者蒐集不同來源與性質的資料，加以整理與

比較，建立對經驗現象周全的瞭解。本文蒐集分析的資料來自下列幾方

面 ：

(1）針對從事台灣人血液組成 、基因系譜起源等科學研究且具有一定

成果的科學家進行訪談。分析相關專業科學論文，包括林媽利國隊等出

版的圍內外重要科學期刊論文、專書、學術研討會論文、主持的科學研

究計畫等，以及引發不同科學爭議的科學期刊與文獻。

(2）分析 1899 年創刊、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台灣醫學會雜誌〉，政

府補助的科學研究計盞，例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

會﹔ 2014年3 月 3 日更名為科技部）、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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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23 日更名為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支助的計畫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14 年 3 月 26 日刪除行政院字樣，成為正

部會級機關） ' 3 以及台灣族群、系譜起源的研討會與相關的博碩士論

文。

(3）比較台灣與中國報刊如何再現相關科學研究，包括搜尋台灣

1951-2012 年的〈聯合報〉、 〈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民生

報） , 1991-2012 年的〈自由時報〉﹒以及 1950-2012 年的〈中國時

報〉。中國部分則透過「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資料庫，搜尋 1998 年迄今

的相關報導。

(4）分析原住民族電視台專題報導。 2010年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原住

民新聞雜誌j 節目，分別針對基因與認同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並於公共

電視台、原民台播放，包括5 月 21 日播放的「我的血液流向上海J 、 10

月 8 日播放的「我的血液你的認同J 、 10 月 22 日播放的「我們的血緣來

自何方？」。這些專題代表著基因與認同科學知識轉換成公共論述的媒

介，對社會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四、內滲：從社會到實驗室內的人辦分類變化與生

物多元主義興起

台灣族群血緣、基因系譜等研究在 1987年解嚴後才開始浮現，而原

住民的基因尤其受到重視。這種現象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帶來的學術

鬆綁，以及台灣省籍、族群、國族問題的歷史變化息息相關。戰後中國

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進

行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認同教化。 1970 年代，「黨外」政治反對運動開

始明顯發展。 1984 年「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j 下成立「少數民族委員

3 由於本文所分析的資料，大多屬於未改動j前，因此文中的敘述太多以國科會、衛生暑指絲
當時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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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J ﹒關懷當時的「山胞J 問題。在 1980年代，黨外運動與原住民運動

結合而相互支持，此後原運在台灣追求民主、本土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透過原住民在台灣歷史文化中的角色，進而重塑台灣史觀，成為台

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部分。對於這種變化，蕭阿勤曾指出：第一，對

黨外人士而言，國民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台灣在歷史上是中國的

一部分J ’這種史觀可以說是「中國沙文主義J 或「漢人中心主義」﹔

為了駁斥這種說法與史觀，黨外政論雜誌經常刊載文章，指出原住民才

是台灣「真正的j 本地人，強調台灣原住民在台灣歷史文化上的重要性。

第二，黨外人士也指出早期漢人男性移民與平埔族女性的通婚、平埔族

漠化而融入漠人社會等，以證明如今台灣的福佬人與客家人不是純粹的

漠人（2012: 315-320）。換句話說，黨外強調台灣人族群混種的血緣，以質

疑漢族中心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關於台灣人也是「炎黃子孫J 、「大家

都是中國人J 、「龍的傳人」的宣傳教化，強調台灣是具有多元族群、

多元文化起源的移民社會。

「籍貫制度」原是國民黨政府於 40年代末期實施的一種人口分類與

管理方式。在籍貫制度下，台灣地區的人民都有一個可以對應於中華民

國 35 個省分的籍實身分。台灣人民雖有不同籍貫，但大家都是「炎黃子

孫」、「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80 年代之後，族群平等成為政治反對運

動的主要訴求。 90 年代初，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立委葉菊蘭

提出「四大族群 ： 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的概念，於是「四

大族群J 的說法逐漸被廣肩接受，敢代「籍貫制度J 而成為一種新興的

準官方說法，也成為理解「台灣人J 社會組成與文化內涵的新辭漿 。

李廣均即指出， 90 年代以台灣為範圍的四大族群逐漸取代以中國為

範圍省籍人群分類的趨勢，這是受到學者引介西方多元文化論述下的「族

群」概念，以及隨著國家認同之爭所形成抵抗中華民族論述（「我們都

是炎黃子孫」）的反對論述興起的影響 。「四大族群」的概念， 一方面

凸顯台灣社會人群在文化與歷史經驗上的差異（2008: 93-94），另一方面也

促使族群之間理想的關係由同化主義轉變為族群多元主義（王甫昌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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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在 90 年代國家認同分裂與族群差異的矛盾激化中，多元文化主

義開始成為台灣社會尋求政治整合的重要途徑。從 80 年代原住民運動與

客家運動萌芽，到 90 年代多元文化政策開始有具體成果（王俐容

2004 ）。 1997 年7月國民大會增修〈憲法〉第十條第九項，宣示「國家

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J ，將原住民運動

者對「多元文化J 的主張、對「民族意願J 的表達，具體納入增修條文

中。這些變革對於日後原住民政策與相關立法，提供重要憲政基礎。我

們可以說，從黨外時期到近年來〈憲法〉的多元文化政策發展、多元族

群文化與多民族的國族建構上，原住民都扮演重要的關鍵。 4

上述台灣政治走向民主開放的變化，使學術研究的許多禁忌、解除，

加上族群政治的發展，也激發生物醫學界產生台灣人起源 、 DNA組成與

族群血緣的研究興趣。林瑤棋醫師 1993 年刊登在〈台灣瞥界〉 的 〈會族

與台灣人血脈相連〉一文，是較早出現的探討台灣人起源的醫學文章，

文中指出 ： 「百年來或由列強侵凌，或由國共對峙，探討與研究兩岸同

胞的血緣關係’受到嚴格管制實為憾事．．．．．．我們應有義務去探討我們的

血緣J (1993: 428）。從 90 年代開始進行台灣族群血緣比對研究、陸續在

醫學期刊發表結果的朱真一醫師，在 1999年 〈台灣醫界〉 中的文章也說

到：「．．．．．．（過去）台灣人族群的關係，尤其血綠是很敏感的話題 ，以

及有許多可爭論的地方。」（1999: 252）。男外，林媽利 2010 年出版台灣

族群身世之謎的專書寫到：「台灣過去沒人敢做族群來源的研究， 1987

年台灣解嚴後，我們的研究室自然的踏入台灣族群的研究，．．．． ． ．我想當

社會大眾質疑自己的來源時，提供血緣分析的資料 ，是一項重要的工作J

(2010: 10）。

4 1997 年國民代表大會集合在陽明山修:f .當時台灣原住民運動者在「6 16 月堅位民族主革山
大遂行 2 ﹒ 挺自修改〈憲法﹜有關原住民的條文（林淑雅2000: 63) • 『k ,U主（2002) 4叫 ：
（））這樣的﹛憲法﹜修訂條文出成「原位民族」以及「民族意願」等詞句﹒取代原來的自原
住民自－詞，等問於在〈憲法﹜衷面正式t!b﹒定台灣是「多民族」組成的主給國家﹒（2）血洗
「多瓦文化」的概念，雖然只是對「原位民族」而言，但台灣是「多元文化」（族群）的
根本方向，已經正在定 ﹒



第六章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 331

林瑤棋、朱真一、林媽利等醫師的說法，反映了實驗室外政治禁忌

的解除，如何其體影響實驗室內新的研究議題產生，也說明科學家進行

台灣人起源、族群比較的研究，這樣的科學知識生產是在台灣社會解嚴

之後才有可能。換句話說，前述台灣認同政治的變遷，導致台灣社會新

的人群分類方式逐漸從科學實驗室外內滲到實驗室，促使一些科學家開

始投注於台灣族群的血緣研究，尤其是台灣人DNA組成、系譜起源等科

學知識的生產。下文的分析，更進一步顯示台灣認同政治的變遷對人群

分類的重新建構，醫學研究的樣本推論範疇逐漸從「中國人J 到「台灣

人J ﹒都反映科學與社會共構發展中的內滲現象。

（一〉質驗室內的社會人群分類變化：由中國人到台灣人

90 年代解嚴之後，一方面，台灣基因研究在國家支持下開始蓬勃發

展， 5 政府機構補助涉及族群比較、起源的跨領域基因研究計畫明顯增

多。 6男一方面，受到西方多元文化論述下「族群」概念的影響，台灣四

大族群概念的出現以及以族群為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這兩股潮流在全球基因科技發展的脈絡下開始有所交集，例如： 1990 年

「生物多樣性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研討會J 、 1996 年「族群關係學術研

討會J 、 2007 年「再現西拉雅一一台南地區平埔族群學術研討會」等，

5 1980 年代台灣政府開蛤支持生物科技的發展， 1984 年在經濟部下成立「財團﹔在人生物技
t封閉持中心」﹒ 1996 年「因家科學與科技的會被」中﹒發展基因科it成為台灣.:t府的重要

目標，例如行政院與科技部因此共同合作掀動「基因醫藥衍生尖端-:tt 畫 J (Advanced Re

search in Genetic Medicine and Sanitation Plan, ARGMSP），並進醫學中心與研究單位投入

「基固體醫學」的研究行列 ﹒ 1998 年行政院「 1..4114支持f產業策略會議」第五次會議中﹒建
議將基因 .y. 巢f衍生尖端1t童提升成國家型計畫 • 2005 年政府更宣布將國家轉型為 「 生物科
技；.，」的目標，期望台灣能成為亞洲基固體醫學及臨床研究中心，顯示台灣政府間始檢拯

掀動生物醫學研究、制定相 Hll.:t策，期待能在全球生物科技成爭中有一席之地﹒

6 1990年4是五十ft放軍手基因比較~血緣起源與組成的研究1t畫日益均，.采平是中央研究院民

放學研究所執行的「台灣與東南亞土著文化與血緣關係（1992-1996)J Z會領成1t畫 ﹒ 另外，

透過 GRB 智慧.JV手系統（http://grbsearch.stpi .narl.org.tw/GRB_Search/grb/) · l是最早4記錄的
1993 年至最近的 2014 年資料庫﹒以四大談祥9塔基因為關錢宇交叉梭iftoj ﹒ Jt共過濾出的筆

族群9塔基固有 II目的研究計盒，其中九成是典I§.位氏基固有關的研究計盒，補助單位包給當

時的鷗科會 、 衛生學、行政院、法務部 、 國家衛生研究院、行政院巡除役官兵輪導委員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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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以族群為名的研討會，不僅有人文社會學者的參與，幾乎每一場都

有族群 DNA 為主題的相關科學研究發表成果。 7這樣的發展，除了反映

1980 年代基因研究與科技發達的全球化脈絡中，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使

用種族／族群的概念進行生物醫學研究，亦即普遍的「種族／族群的生

物醫學化」的發展，也呈現了台灣關於族群、國族的獨特認同政治與文

化變遷的作用。 90 年代以來，民主化過程中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普遍增

強，因此伴隨上述由省籍到四大族群的人群分類方式變化，同樣影響到

實驗室內科學研究的人群分類。

就〈台灣醫學會雜誌〉來說，它的前身為 〈台灣醫事雜誌〉 ﹒創刊

於 1899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於 1902 年更名發行至今，一直是台灣

匯集醫學研究成果歷史最久的期刊，並於 1996年成為我國第一個 SCI醫

學期刊。 1945 年之前以日文發行的這份期刊顯示，日本殖民政府在台人

口普查的「種族j 範疇，有內地人 、本島人 （含福建系漢人、廣東系漢

人、其他漢人、生蕃與熟蕃）。論文中若使用在中國取樣的樣本，標題

大多直接冠上「中國人J 或「支那人」，台灣人取樣的樣本則以 「福建 ﹒

系台灣人J 、「廣東系台灣人J ﹒或直接稱為「台灣人」、「本島人J 。

台灣原住民當時被稱為「土人J 、「蕃j 或「高砂族J 等，台灣原住民

的生物特徵是當時殖民政府高度關注的對象 。

1945 年國民黨統治台灣後，這份期刊主要刊登中文論文，少部分是

英文論文，論文名稱不再以支那人篇題，而改為「中國人J 。以下表 l

也顯示 1946 至 1990 年該期刊以「中國人J 或「中國J 為標題的論文增

多，自這些研究大都以台灣民眾為主，例如 1954 年〈中國人血液化學成

分之正常關值〉的文章，樣本是台大醫院的護士學校女學生、台大醫學

院的男學生與男職員﹔ 1956 年 〈中國人正常眼之調節力〉 的文章，樣本

7 1990 年 8 月 12 日首次針對原住民基因tl越難僻的研討會，是由財團法人台灣ff.位民文教
基金會所主辦「 ：生物多樣性與台灣月單位民技發展研討會J ﹒此後在台灣以「族群」 A ,t且~
相關的國內或國際大型研討會， 1990 年三 2013 年間大約有十九場，其中有 l l 場有涉及遺
傳基因探討族群起源與組成的文章發表 ﹒

8 以人且，？”．搜尋期刊各期目錄，以「中國」「中國人」為標題的中文文章統計而成，見求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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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大醫院門診或保健室的病人 ﹔ 1985 年〈正常中國人腎臟處理乳酸鹽

之研究〉的文章，以自願到國防醫學院受測的台灣男性為樣本，這些台

灣抽樣的樣本大多直接推論為中國人的代表。至於 1946至 1990年以「台

灣J 為標題的論文也開始增多， 9不過「台灣」所指涉的是地域或省籍意

義下的台灣人，如「本省住民J 、「台灣省居民J 、「福建系台灣人」、

「客家系台灣人J 、或以“In Taiwan，，等表明研究對象人群所屬的地域，

例如 1948年〈客家系台灣人頭骨之人類學的研究〉、 1952年 〈台灣省居

民生命表之比較及本省人死亡原因之分析〉、 1958 年 〈福建系台灣人耳

郭之大小與年齡變化的關係〉等文章。 1946至 1990年未加地域、省籍完

全採用台灣人為標題的文章僅有4篇，有3 篇並沒有提及醫學樣本來源， 10

男一篇 1953 年 〈台灣人死亡比較指數之統計研究〉一文，文章中的台灣

人樣本指「本省人J 。再者， 90 年代之前關於特定族群的醫學研究，大

多針對「外國種族」、「山胞J 、「高山族九族J 及「平埔族J 。”這

些醫學期刊的樣本劃分與推論，顯示 90 年代以前的官方人群分類下，台

灣民眾都有對應於中華民國 35 個省分的籍貫，以台灣人為標題的醫學論

文所指的是省籍概念下的台灣人。

1990 年之後， 〈台灣醫學會雜誌〉改以英文發行 ，以“Chinese”為

標題的研究明顯變少，以“Taiwanese”為標題的論文則逐漸增加。 12 90 年

代之後，四大族群的概念也開始應用到醫學研究的樣本分類，例如 1997

年一篇標題為“Blood Groups and Transfusion Medicine in Taiwan”的論文，

9 以人工對照搜尋期刊各期目錄，以「本省」「台灣省」「台灣地區 J 「台灣人J 4標題的

中文文章統計而成﹒至於地方縣市前面加台灣省的不列入統計﹒見Jt I • 

10 見 1951 年 （人類生長之數理解析：台灣人之生長〉、 1953 年 〈台灣人越死亡率季節波動

之週期性〉、 1962 年（台灣人男女兒童成人及直是姆血壓之研究〉等 3 JS; . 

II 1945 年前效期刊只有 I Ji 平埔族研究俞文， 1945 至 1963 年之間有 12 篇， 1963 年後就不

再出現平埔族的研究 ﹒

12 ﹛台灣醫學會雄誌﹜ 1902 至 1945 年間 ，除極少數英文和其他語言外﹒主要是日文~文﹒

1946 年間蛤有中文俞文 ， 1946 至 1990 年間主要收錄中文和少部分英文文章， 8塵土色目錄同

時包含中英文標題，內容包拾醫學期刊 、演講、病例報告等﹒ 1989年之後為，拉國際期刊i主

J•J國際認定，收錄為文改以英文為主，益於 1996 年成為吳國第一個 SCI 醫學期刊，之f量

只收錄英文論文 ﹒于•J名先前是中英文益重﹒至 2006 年f是正式改為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本文的分析主要以標題涉及人群分類的疾病、生Jf.~縛的

醫學與公衛研究﹒一些如氣候與死亡率之相闊的文章則不納入表 l 的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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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台灣醫學會雜誌〉醫學樣本人群分類與代表性的變化 ， 1 899-2014
年

年代 醫學樣本人群分頓與代表性

1899-1945 支那人 本島人 蕃 平埔族

（包括「支那人 （包括「本島人 （包括「高砂族
」 、「中國人J j 、 「台灣人J 」、「蕃J 、「
，或加上省籍來 ，或 「福建系台 生蕃J 、「蕃族
指特定地區的支 灣人J 、「廣東 J 、「蕃人j 、
那人） 系台灣人」、「 「土人J ﹒或以

本島人福建系J 族別區分）
等）

小計 25 164 150 

1946-1990 中國人 省籍概念下的台 山胞 平埔族
（包括「中國 灣人 （包括「山胞J （但只集中在
人j 、「中國j （「福建系台灣 、「高山族J ﹒ 1963 年以前）
為題等） 人J 、﹝福佬系 或以族別稱之，

台灣人J 、「客 共九族）

家系台灣人J ﹒

或「台灣省居
民J 、“In
Taiwan，，等）

1946-1960 37 99 50 10 

1961-1980 156 211 45 3 

1981-1990 86 80 7 。
小計 279 390 102 13 

1991～迄今 Chinese Taiwanese （包 16 族別原住民 平埔族

合“In Taiwan") (Aborigine) 

1991-2000 31 32 5 。
2001-2010 9 113 6 。

2010-2014 年 6 29 。 。
10 月

小計 46 174 11 。

文中明白指出以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J 為樣本
的分類標準，而研究結果很典型地用來推論代表“Taiwanese”而非
“Chinese”。筆者分析這本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醫學期刊，也發現醫學實驗
樣本的蒐集、分類與代表性的推論，會隨著實驗室外的人群分類標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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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90年代之後，在台灣敢樣的醫學樣本，既反映從中華民國 35 個省

籍制度下的台灣省，到四大族群概念出現的轉變，研究推論的對象也逐

漸從中國人轉變到台灣人。

除了上述這份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醫學期刊，台灣生物醫學相關主題

的博、碩士論文，一直到 1981 年之後才開始出現以基因為題的醫學論

文。其中 1991 至 2000 年僅有 7 篇以「中國人」篇題的博、碩士論文，

但研究樣本都取自台灣。相對地， 90年之後以「台灣人」為題的基因研

究則明顯增多， 1991 至 2000 年有 31 篇， 2001 至 2010年增加至 79 篇。

台灣四大族群間遺傳指標比較、原住民各族之間DNA比較，乃至於台灣

人起源與基因組成的研究議題，是在 90年代之後逐漸浮現。醫學論文中

樣本人群分類與代表性的變化，也代表了 90 年代以來台灣生物醫學關於

台灣族群研究的普遍趨勢。

以上的分析顯示， 90 年代前在籍貫制度下，於台灣地區取樣的醫學

樣本大多被推論為中國人，針對特定族群進行的醫學研究則集中在原住

民。政治禁忌解除、四大族群概念與族群政治出現後，促使台灣社會人

群分類的標準轉變，對 90 年代後醫學實驗樣本的界定與推論有清楚的影

響。不過科學與社會共構發展中的內滲現象，本文強調不只停留在這個

層次，接下來的分析將指出， 90 年代後台灣人系譜起源與 DNA 組成的

研究，反映了台灣認同政治的轉變形塑科學家的認同、主體性、對社會

未來的期望，促使他們的生物醫學研究真有獨特的政治意涵與特質，而

這種獨特性至今沒有被精確地掌握與詳細分析。筆者指出，這種獨特性

即在於其「生物多元文化主義J 傾向，尤其展現在 90 年代以來最具影響

13 其他有關台灣人起源的研究， 可參見林法棋（1993）、朱A-一（1999,2001 ）﹒林或棋為台中間

業醫師、朱真－）站在美執業醫師，兩人的醫學研究多基於二手資料的4(1佑，而不是由於自

行蒐集的族群£.因資料 ﹒同時也沒有持峭的相關研究 . J年次，企管學博士沈£i悠著有﹛血

統~i.克與國家定位﹜（2003） 、 ﹛台灣血統﹜（2008）二， ﹒ 也出版兩張地國： 「台灣血純真

相地圖 1925－現在J 、 「台灣閉客4械地圖 1624-1925」﹒由於沒有醫學專業背景﹒沈~德

著作並沒有引起大妄的討~﹒相較土迷rt人，林鉤利及其團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且益不斷

被子l 用，主要是 90 年代初期以來她所玉導的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暨分子人類學研究

室」眾紛了不同族群的血型、 DNA 的大量台灣本土資料，相關研究成采也能在重要科學期

刊出版﹒使得林媽和l醫師的研究能夠勝血，獲得較大的重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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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引起爭議的林媽利領導團隊的研究成果上。 13 以下的討論就以她

領導團隊的科學研究成果為主。

（二）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起源多元、血緣混雜的台

灣人

相較於政治、文學、歷史等領域在 80年代就開始重寫台灣歷史（蕭

阿勤2012) , 90 年代生物醫學涉入族群、國族及其台灣人血緣歷史的重

新理解，已經是較晚出現的現象。 90 年代之後，從基因角度探討台灣人

起源、不同族群比較的科學研究開始出現與發展。其中以被尊稱為「台

灣血液之母」、曾任馬借紀念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主任多年的林媽利博

士及其研究團隊，最受咽目。她也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成為

台灣第一位入團「Helena Rubinstein獎J 的傑出女性科學家，也被〈天下

雜誌〉評選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 200 人J 之一。

從 1990年開始，林媽利所領導的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研究中心，

開始針對台灣原住民，展開為期十年的研究。該中心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1）台灣原住民的母系血緣關係及來源﹔（2）台灣人（閩南及客家

人）與平埔族的關係﹔（3）台灣人與原住民的基因研究﹔（4）台灣人血緣的

調查﹔（5）東南亞島嶼族群與台灣原住民的血綠關係﹔（6）古 DNA 的研

究。 14 該中心對於台灣人溯源與族群關係的基因研究，在重要科學期刊

發表的英文論文超過 160 篇、學術研討會論文超過 200 篇，主持政府單

位補助的研究計畫超過 30項等。研究國隊關於台灣人起源、台灣人與原

住民有多少的血緣關係、台灣人基因組成等等的重要研究成果，都牽涉

到台灣的認同政治發展。

筆者於2012 年前往馬借紀念醫院醫學研究部「輸血醫學暨分子人類

學研究室J 訪談林媽利醫師，她談到如何發展不同於白人的輸血安全標

準，建立台灣人自己的輸血安全系統。她說：「這個是很冷門的，一開

14 資料來源：馬偕紀念醫院蝸站（取用日期為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但目前網站資料已經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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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沒有人要做啊．．． ． ．．最先台灣捐血系統都沒有很完整，醫院沒有標準的

輸血作業，我就改革捐血中心的安全標準。當時同時也進行很多血型的

研究，發現台灣跟那個白種人不一樣，所以就覺得應該有亞洲人的標準

作業這樣。 J 關於什麼是「亞洲人的標準作業J ’她指出：「日本人都

是跟著白種人的標準，那我是覺得我們應該要找台灣人自己的標準。不

過妳要先做research ，知道台灣人的血型是什麼、抗體是什麼，再去找哪

個方法J 。接著她談到：「那時台灣經濟還沒有起飛 ，妳要在不夠資源

還有人力的地方，達到最高的安全標準。從 1981 年到 1983 年開始吧．．．．．．

到 2009 年大概都做好了。我們在馬偕醫院發明一個輸血前的安全試驗

(Manual Polybrene, MP）的方法，現在這已是全台通用的方法，台灣成為

亞洲第一個有本土化輸血作業的地方，這方法不適用於白人，我們在國

際輸血學會組織一個 MP 的委員會，台灣的 MP 法現在在國際上是很有

名的J 。

至於如何從起初推動台灣輸血作業改革，進而研究台灣人起源等問

題呢？林媽利表示：「我從做血型就發現北方漢人跟南方漢人不同」﹒

「我們教育告訴我們從北方漢人來，但我的研究證明這個不是啊！ J 進

一步談到台灣原住民基因在研究上的重要性時，她說 ： 「屬於台灣的，

就是要看原住民，原住民跟人家不一樣。在醫院做輸血的工作，從血型

看．．．．．．我們的看法和語言學家認為台灣原住民是同一個來源是不同的。

這些年台灣族群的研究，我們也發現台灣人在主要的越族及平埔族的血

緣外，尚有其他多元來源的基因，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不同來源的祖先群，

這是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自古是在人類遷移的路線上」。

上述林媽利醫師的談話，扼要地歸納了 1980年代開始的二十多年來

她與研究團隊的研究歷程，亦即從早期血型研究發現亞洲人與白種人的

差異、致力於建立台灣本土的安全輸血作業標準等，到後來努力解開台

灣各族群基因與血緣身世之謎。以下筆者將指出這些生物醫學研究成果

的重點，以及它如何呈現移民社會中真有多元、混雜血緣的台灣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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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台灣人不是純種的北方漢人

林媽利等人在2001 年於國際醫學期刊訂ssueAntigenes發表〈從組織

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 (The Origin of 

Minnan and Hakka, the So-called “Taiwanese”, Inferred by HLA S仙dy）一

文，這篇論文後來被引申以支持台灣人不同於中國人的看法，因而成為

論辯的焦點（見本文後面的討論）。該文以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HLA)

基因頻率分析指出，南方漢人是源自南方而有別於北方漢人，台灣人（閩

南及客家人）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J 的後代，保存著古代

越族的基因（A33-Cw l O-B58-DRB I *03-DQB I *02）。林媽利等人指出，這

個結果也符合民族史記載，亦即在賽漢及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五胡亂

華時期，因為戰亂北方中原人士紛紛南遷，使得部分中原人士的基因可

能滲入南方人，但今日的閩人仍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原住民越族的後代。

林媽利等人強調，當「越」的文化漸漸被漠化後，越族在歷史上就被改

名成「模族j ，導致今日台灣的閩南人錯誤地自認為是純種北方漢族的

後代（Lin et al. 2001: 192-199）。

2. 台灣原住民基因與東南亞島棋族群的血緣關連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不過可以

確定千百年以前原住民是台灣島上的「唯一主人J 。台灣原住民歷經

1624-1661 年荷蘭、西班牙統治， 1661﹒ 1895 年鄭氏、清朝統治，

1895-1945 年日本統治，以及 1945 年之後國民黨來台，從島上的唯一主

人到幾乎完全失去主人地位。林媽利醫師與馬借醫院輸血研究室，在過

去二十多年來所進行的台灣原住民特有血型、血緣與起源的分析，則努

力嘗試從DNA角度來理解原住民的身世之謎。台灣原住民的語言被歸額

為南島語系，被稱為「南島語族j 。澳洲學者 Peter Bellwood 在 1991 年

於 Scientific American 發表〈南島語族的擴散與語言的來源＞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

的發源地（Bellwood 1991 ）。 Bellwood 從語言學研究的角度認為台灣原住

民出於同一來源，但林媽利的研究卻與這個風行一時的「台灣原鄉論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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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看法。林媽利和 Richard Broadberry 在 1998 年於國際期刊

Tran吶sion Medicine Reviews 發表〈免疫血液學在台灣＞ (Immunohe

matology in Taiwan）一文，文中不同意語言學者所認為台灣原住民同屬南

島語系起源的研究假設，並指出原住民族群之間的血型分布差異大，台

灣原住民族不僅有不同起源，而且長久以來彼此隔離（Lin and Broadberry 

1998: 66）。

林媽利等人接著在 2000 年於國際期刊 Tissue Antigens 發表〈台灣原

住民人口的異質性 ：與史前蒙古人種散布的可能關係＞ (Heterogene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一文，文中指出台灣原住民常見的單倍體（haplotype）也常出

現在一些亞洲族群身上，這表示台灣原住民族或多或少與北部和南部的

亞洲人種在基因上真有關連性，分析也顯示出台灣原住民和大洋洲之間

的關係緊密（Lin et al. 2000: 7-8）。之後，林媽利進一步與 Jean Trejaut 在

2005 年於國際期刊PLOS Biology發表〈追溯台灣南島語族的遠古粒線體

系譜＞ (Traces of Archaic Mitochondrial Lineages Persist in Austronesian

Speaking Fonnosan Populations）一文，以 9個台灣原住民族群的 640個樣

本，透過母系粒線體 DNA (Mitochor rial DNA）的單倍體頻率分析’指出

台灣原住民和其他亞洲人口明顯不同，和東南亞島嶼的人比較接近

(Trejaut et al. 2005: 1366）。

透過原住民 DNA分析，林媽利追溯台灣原住民的遠古身世，認為台

灣原住民在一萬多年前就到台灣。台灣原住民帶有多元來源的基因組成，

也符合台灣在冰河時期是人類遷移路途中間站的推測。 著眼於台灣原住

民起源的多樣性，林媽利在2010年出版的專書中歸納指出，台灣原住民

常見的單倍體也在毛利人、新幾內亞高地人、澳洲原住民、愛斯基摩人、

Orochon人（在黑龍江以北）、 蒙古人、日本人、滿族、 Burial人及加拿

大北方的印地安人身上出現。林媽利指出，這顯示台灣原住民與這些族

群在遺傳上的關連 ，藉此可以說明台灣原住民起源的多樣性（林媽利

201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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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再發現平埔族

1683 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 1760年清朝實施海禁，偷渡來台的男丁

無法攜女眷，台灣流行「有唐山公，無唐山塘」的古諺，顯示從福建、

廣東來的男性祖先大多娶台灣原住民女子。近年來，台灣人到底帶有多

少平埔族及高山原住民的血液，成為科學研究的焦點，也成為重塑台灣

人認同的重要論述來源之一。

日治時期延續清朝的人群分類，將台灣原住民分為「生蕃J 及「熟

蕃J ’昭和十年 (1935），台灣戶口資料取消「種族J 的分類，並改「生

蕃」為「高砂族」、改「熟蕃J 為「平埔族J ，當時平埔族共約 57,812

人。戰後為行政方便，國民黨政府將日治時代分類的高山族變成「山

胞J ，並依居住地分為「山地山胞J 及「平地山胞J 。 1954 年台灣省政

府發文取消平埔族範疇，平埔族於是在漠化的名義下消失。的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後，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學院專業與民間文史工作者的

研究題材，也激發了 90年代後平埔族群的認同復興及文化復振運動 （蕭

阿勤 2012: 315-320 ）。

至今平埔族還沒有成為國家認可的族群分類，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

台灣人重新認定自己為平埔族人。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氣氛中 ， 90 年代

以後生物醫學研究也開始關注這些被認為己消逝的平埔族人。林媽利醫

師說：「他們自己說他是平埔族，我們就相信他是平埔族。來做檢查的

那些人，其實那些人大部分都很懷疑自己是不是漢人。 ．． ． ． ． ．從 1999年到

2006 年我們陸續採集到西拉雅族人血液或口水檢體..... . J 。林媽利等人
的研究指出，台灣平埔族與高山族及東南亞島嶼族群共有相近或相同的

血緣。與高山族不同的地方是，每個平埔族在不同程度上和閩南人、客

家人共有亞洲大陸的血緯（林媽利 2009 ）。此外，林媽利在〈我們流著

不同的血液〉一文也指出，根據目前較容易找到的兩個平埔族「巴宰族J

的 見台灣省政府令府民二字第 33172 號，被文指出「居住平地之千精族應視為平地人 ﹒列入

平地i!民名椅」﹒發文日期 ： 1954 年4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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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拉雅族J ’研究發現這兩族在親緣關係上介於台灣人與原住民之

間，依然保有自己原住民族群的特徵（2006: 127）。綜合來說，林媽利的

研究團隊指出，大部分台灣人都是「漠化番」的後代，平埔族並沒有消

失，大多數族人已融入台灣人的大熔爐中（林媽利 2010: 47-48 ）。

4. 多少比例台灣人帶有原住民的血液

1996 年 4 月 6 日，在台北醫學院舉辦的「原住民健康問題之現況及

未來展望J 研討會中，高雄醫學院的陳順勝醫師首度指出 20%-60%的台

灣漢人擁有原住民基因。隔天 4 月 7 日的〈民生報〉就以〈大陸血脈漸

行漸遠：台灣漢人、原住民血緣相繫並相通〉為標題，登上醫藥新聞版

頭﹛屎。 16

前面提到林媽利發表於2000年的〈台灣原住民人口的異質性：與史

前蒙古人種散布的可能關係） (Heterogenei砂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文章中，

發現原住民的 HLA-A 、 B 、 C基因，占所有台灣漢人的 13% ，意義是 100

個台灣人中有 13人帶有原住民血液。男外，就像前面提到的，她在〈我

們流著不同的血液〉 一文中，指出從母系粒線體 DNA比對來探測台灣人

具有原住民基因的比例，顯示有 26% 台灣人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

緣。亦即台灣2,300萬人口中約有600萬人是平埔贈與高山輝的後代，其

他 74%則來自唐山姆的後代（林媽利 2006 ）。 2007 年 8 月 1 1 日，林媽

利自行投稿至〈自由時報〉 的﹝言論廣場j 版，發表〈非原住民台灣人

的基因結構〉一文，指出有 85% 的台灣人具有台灣原住民血緣，認為這

是包括平埔公、平埔塘、唐山公、唐山塘、高山公、高山姆及少數外國

基因共同建構。

綜合林媽利及其國隊的前後研究來看，他們所發現的台灣人真有原

住民基因的程度，從 2000 年採用組織抗原（HLA）的 13% 、 2006 年採用

16 陳1悅耳串（ 1997）的這JS;研討會文章正要是從 HLA 進行資料：ffH吉﹒後來以（從人夫與醫學資

料看台灣的族群）為標題，收入施正鋒所玉緝的﹛族群政治與政策﹜－書 . t在當有 13 ~ 

治文，其中就有 3 篇文章是從遺傳醫學 DNA 角度討前台灣人血1t.11u長祥的遺傳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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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粒線體DNA的26% ，到 2007年綜合採用 HLA 、 Mito-chondrial DNA 

與Y染色體 (Y-chromosome）測得的 85% 。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比例的

科學數據逐漸增高，她的解釋是「藉由不斷發現的新方法及擴大族群的

研究範圍，得到的結果可讓真相更清楚」（林媽利 2008 ）。她進一步說

明，這是由於「HLA只能看出各個族群問的基因距離，無法追蹤祖先如

何遷移。然而藉由母系粒線體 DNA 與 Y 染色體的研究，使我們能夠找

到台灣島上不同族群的母系及父系祖先遷移路徑」（林媽利 2006:

126 ）。換句話說，林媽利強調更進步的分析方法及更大的研究範圍，會

帶來更為精確的研究結果，而綜合這些父系血緣、母系血緣、體染色體、

古代DNA等多方面的資料，可以用更科學的方式為台灣人尋根，確認台

灣族群的來源及遷移過程，以及台灣人的基因組成。

歸納來說，林媽利醫師及其團隊二十多年來的科學研究成果，在於

指出：（1）台灣人（閩南人及客家人）不是純種的北方漢人，主要是中國

大陸南方越族的後代，並且還兼有其他異質多元的血緣起源。（2）有相當

比例的台灣人帶有平埔族與原住民的血緣。她的專書更進一步強調，台

灣人的基因有多方不同族群的來源，包括台灣原住民、東南亞島嶼、中

國東南沿海及亞洲大陸，還有意想不到的少數日本人及白種人。因此，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有不同的祖先群，這些混種的 DNA組成，構成了台灣

人的遺傳基因（林媽利 2010: 111 ）。

從分析「社會J 因素如何內滲於科學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看，林媽利

團隊關於台灣族群基因系譜、台灣人血緣起源等議題研究的「生產」與

「消費J 都鎮嚴在台灣 80年代末政治解嚴之後的脈絡中，尤其是學術研

究對族群政治的禁忌解除，以及反對運動促成台灣認同政治轉變的社會

文化氛圍。 80年代黨外反對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相結合，提倡以「本土化J

的角度理解台灣的過去，開始強調原住民的觀點，質疑漢族中心的「同

化主義J ’並且透過原住民起源與歷史，重塑移民社會混種、多元的台

灣人形象，以符合「多元文化主義J 的理想。 90 年代以來國家大力扶植

基因科技的發展，生物醫學於是繼政治、文學、歷史等領域之後，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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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透過尖端基因科技企圖回答何謂台灣人、台灣人的起源、多少比例的

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等問題，成為族群與國族政治形構過程的一部分。

Epstein (2007: 1-29）曾指出，社會運動會產生新的人群分類範疇與生

物醫學樣本的重新界定，有可能不同於國家原先人群分類標準’並促成

官方人群分類的改變。上述林媽利團隊對平埔族的研究，也反映出 80年

代中期以來政治反對運動所提倡的認知架構。官方目前雖未正式承認平

埔族的分類，但科學研究呼應實驗室外平埔族復振的社會連動等，已經

產生相當的社會效應，更強化平埔族的人群劃分與連帶感。平埔族重新

成為生物醫學實驗可被界定與分析的樣本，亦即平埔復振運動對科學研

究產生新分類標準的內滲’而科學生產的基因證據也逐漸從實驗室外溢，

加強當代的平埔認同。

解嚴之後所出現以林媽利等醫師為主的台灣人血緣起源與組成的研

究﹒呈現台灣基因科技與族群、國族認同政治連結的特殊樣貌，有兩點

重要的特色：

第一，傳統種族主義強調血緣純種，凸顯人類群體之間真有生物本

質性差異，藉此主張某一群體（例如亞利安人種）與其他群體的優劣對

比。種族主義認為人類不同的膚色、體型等外表特徵真有生物上的基礎，

因而可以據此明確劃分不同的種族或相關的人群，進而區分優劣，並正

當化群體間政治、社會、文化的歧視、壓迫與不平等的安排。相對地，

從林瑤棋、朱真一到林媽利等醫師，他們的知識旨趣不是強調漢人在生

物血緣的純粹或優越，而是企圖證明台灣人血緣起源上的混雜，有著那

些傳統上被視為「劣等J 的「蠻夷J 或原住民的血統，並加以肯定。

第二，受到 90年代四大族群的社會範鷗興起，這種由過去同化主義

走向強調容納四大族群人群分類標準的科學論述，是帶有「生物多元文

化主義J 色彩。此外，這種以原住民血緣為榮的科學論述，充分展現 20

世紀末全球認同政治的普遍特色之一，亦即一種企圖去殖民的「反論述j

(counter-discourse）性質。 19 世紀末、 20世紀初逐漸形成的中國民族主義

以漢人民族認同為中心，對於排斥漢族中心主義與中國認同的人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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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破純種漢人、炎黃子孫的論述，強調具有非漢族或混血的系譜，

變得非常重要。林媽利等人的研究指出台灣人擁有越族（非漢族）的祖

先，以台灣原住民基因論證台灣人血緣的混雜，強調台灣人原住民起源

的多樣性，否定台灣人來自血統純種的中原漢人，這種帶有容納多元族

群（四大族群）與國族差異（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科學論述的形

成，明顯來自 90年代之後四大族群、多元文化主義、台灣民族主義論述

的興起，這些台灣認同政治的轉變帶有去殖民的「反論述J 性質， 17 它

跳戰漢族中心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揭露台灣四大族群的區分與存在，

肯定族群間的差異，更從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族群史觀的角度疆歌這些

差異，重寫台灣史。

上述所分析的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科學知識生產，與 90年代浮現的

四大族群、多元文化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促成人群分類標準的轉變與

相互共構。一方面是醫學樣本的推論範圍由中國人轉向台灣人 ，產生Abu

El-H司（2012: 53-59）所謂認識論客體（epistemic object）的轉移。另一方面

生物醫學、遺傳基因知識形塑多元起源、混種的新台灣人形象，系譜科
學對台灣歷史的重新書寫，也與既存關於集體認同的公共論述相呼應。

不過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不只是新的社會人群分類內滲於科學知

識生產、或少數幾位科學家的研究與論述所促成，更同時來自外溢的社

會敷應，導致與台灣複雜族群政治有關的科學爭議在公共論述浮現。本
文接下來要分析促使這樣的科學專業知識外溢於實驗外的三個重要社會
機制。

17 土迷所吻合組氏的反講述 ， 主要是從本省人（閥、客）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4\~U出發 ﹒
自治時期後去正直民主要走到抗 1945 年之後國民黨政絨的統治及其意識形態﹒ :ft原住民族
，而言，有部分ft.住民菁英認為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與文化本土化過程有助於保障原住民主
體，因此樂見台灣人與原位民血統規逅的科學拾述興起 ﹒但也有原住民菁英認為台灣民族
主殺的去組民反治迫，未必完全符合他們的民族利益，因此同時批判中國民族主A與台灣
民族主.兩者都沒有站在以』單位民族為主體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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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溢：科學知識與實驗室外的社會效應

（一）溯源基因檢測的消費與論述

基因系譜檢測的商業公司，近年來在美國與歐洲快速成長 (Nash

2004）。尋根、溯源的技術，通常是以母系粒線體 DNA 或父系 Y染色體

特定對偶基因（alleles）或突變，追蹤人們的系譜起源。而當代尋根、溯源

基因檢測的科學知識出現，不只牽涉實驗室內單純的科學技術，也具有

相當的政治意涵。亦即DNA證據經常被用來支持人們對某個族群的私人

情感，或是被用來公開要求承認某個人群，基因科技成為想像並合法化

個人基本社會連結的一種新方式（Brodwin 2005: 139）。

2009 年 8 月台灣微測公司與林媽利合作，成立台灣第一家「溯源基

因檢測J 的總代理公司，並強調國外的類似公司無法提供台灣族群的特

有資訊，而馬偕醫院的基因資料庫則已建立「全世界最完整的台灣族群

資料，包括平埔族等原住民資料庫j 。他當筆者首次進入馬偕紀念醫院

輸血醫學研究中心訪談，林媽利醫師辦公室牆上正貼著「溯源基因檢測J

的海報，上面寫著 「溯源基因檢測 ，讓DNA告訴您祖先們來不及說的故

事j ，下面的一排英文字則是“Taiwan Institute of Genetics for Evolutionary 

Roots，，。當時請教她在推動的「基因尋棚慨J 如何界定基因的科學證據

與身分認同關係時，她明白說道：

「尋根」只是讓我們更暸解自己，血緣的認定與族群的認定沒

有關係．．．．．．，像我螞螞是日本人，我從來不講我是日本人，會

說我是台灣人．．．．．．．族譜的基因的來源有太多了，尤其台灣混

血很厲害 ，血緣只是一個參考吧！

18 見台灣溯源基因按規•I網頁（ http：／，為Iog.sina.com.t:w/taiwanances吋卜取用日期： 201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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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媽利推動的溯源基因檢測公司出現後，台灣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紛紛接受被測，並樂意公開宣布自己帶有平埔族等原住民或其他非漢人

的血統。例如201 l 年底〈聯合晚報〉的記者報導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領

導人物彭明敏接受抽血篩檢的DNA解碼結果顯示，他是平埔族的後代，

可說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這讓彭明敏相當高興，更堅定自身的政治信

念。”同年 7 月〈時報週刊〉也以「家世最顯赫的原住民J 為標題，報

導曾任民進黨外交部主任、當時為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的楊黃美幸

「追蹤族譜J ﹒發現她的母系具有台灣南部高山原住民的基因。她驕傲

地說：「你看，我也是番，而且不是熟番（平埔族），是生番！」。 20男

外， 80 年代以來在建構台灣史觀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歷史學者李筱峰，在

化驗比對血液後，發現他的母系血緣來自印度東北方的少數民族、父系

血線為非華人的東南亞血緣、組織抗原則屬於閩越族人的血緣。 21 李筱

峰表示 ：

如果在我年少的時代，獲知自己具有如此稜雜多元的血緣，一

定會對自己是「雜種」感到驚訝、難過。因為中國國民黨灌輸

給我的「教育」是一套「炎黃子孫」 、「龍的傳人」的迷思，

怎能接受自己是「番邦夷狄」的「雜種」？但自從擺脫這套政

治迷思而覺醒之後，我不但對自己的「雜種」不以為恥，反而

更因此而祈然喜悅。（李筱峰 2010: 3) 

已逝的歷史學者、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對於自身溯源基因檢測的

結果，曾高興地表示 ： 「林媽利醫師說我是泰雅族，．．．．．．泰雅族在台灣

是很凶悍的族群，遺傳到身體很強壯J 。但民進黨立委田秋堇在林媽利

19 聯合境線﹒ 2011 年， f, AS 版 ， l l 月 15 日 －

20 時報週刊， 201 l 年﹒ 1744 期 ，頁 40-42 • 
21 自由時報， 2010 年﹒第 AIS 版， 7 月 4 日 ﹒

22 見 2010 年 IO 月 22 日原住民族電視台「原住民新聞雜誌」第 630 集「成們的血緣來自何
方」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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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她有西拉雅族血統時也表示：「化驗結果是爸媽和我都有西拉雅血

統，現在平埔族正名就算成功，我還是沒有辦法登記這個原住民。但是

我不要緊，我只要知道，我是什麼人最要緊J 。 23 知名的本土文史作家

陳柔緝在林媽利確認她的父系血緣近似西拉雅族時，也以〈基因不誠，

我是平埔族〉為題投書，她說：「．．．．．．我應該是平埔族人。我想我一定

講得眉飛色舞，姊姊曾經沒好氣地回說，『我們是番仔，這麼高興

嗎？ J 」。 24 2010 年 IO 月 22 日原住民族電視台播放專題報導〈我們的

血緣來自何方？〉，片中訪問林媽利、張炎憲、田秋堇等人溯源基因的

積測結果後，大家都以帶有原住民基因的血液為榮。卑南族的立法委員

陳瑩更會高興地表示：「還滿高興，就覺得原住民族聚集在這兒並不孤

獨啊，因為有這麼多人都想當原住民」。 25

與 19 世紀美國的「一滴血J ( one drop of blood）原則相互對照，上述

台灣現象相當值得注意的特殊面向，就是對於擁有平埔族等原住民一滴

血的強調與讚頌。當時美國在所謂一滴血原則下，一個人不管外表如何 ，

只要有任何的非洲裔祖先，就算是「黑人J (Negro）。擁有一位有非洲血

統的曾曾祖，就可以凌駕其他十五位左右的祖先，決定一個人屬於黑人

(Pe叮 2007: 18-”, l I I, 130）。在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下，黑人備受歧視

與壓迫，黑白種族劃分嚴明，社會制度上完全否認混血人群的獨特身分

與權利。與 19世紀美國不同的是，上述台灣人士對於自己的血液帶有原

住民「一滴血J 而倍感光榮，這種特性只有放在 1980年代以來政治與文

化本土化脈絡中，在具有台灣民族主義色彩的集體認同與歷史論述架構

中，才足以理解。此外，這也顯示生物多元文化主義基本上挑戰漢人中

心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反論述J 色彩。為脫離中華民族一統、漠人

純種的宣稱，以帶有原住民的混種感到驕傲，充分彰顯當代台灣族群、

23 2010 年 10 月 22 日原住民族電視台「原位民祈闖維拉」 ;1, 630 集「成們的血緣來自何方」

專題 －
24 聯合報﹒ 2010 年，第 A4 版﹒ 10 月 2 日﹒

諮 詢10 年 10 月 22 日厚、住民族電視台「原住民新聞雜誌」第 630 集「找們的血緣來自何方」
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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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認同政治的特殊形態。

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反論述J 性質，也使得接受基因尋根檢測的

台灣人與前面討論的 Nelson 研究的英、美黑人有所不同。那些黑人渴望

的是確認自己在非洲的（單一的）根源地或祖先族群，一旦檢測結果與

原先認知不同，就會感到迷惘而無所適從，必須費力協調不同證據來重

建自己的系譜敘事 (Nelson 2008: 763, 770, 775）。但台灣檢測者的主要目

的不在於尋找（單一的）根源地或祖先族群，反而在於否定單一的漢人

歸屬，對他們來說只要確認有非漢人的血統即可滿意接受。

不過即使台灣基因檢測者與黑人檢測者有上逆差異，但都顯示Nelson

(2008: 768-775）所指出的，人們事實上是在個人經驗與特定認同政治脈絡

中詮釋運用檢測的結果，他們原本關於系譜的特殊渴望影響了對科學證

據的態度與使用。而這些個人的渴望，就像上述那些接受檢測的台灣政

治人物所顯示的，深受台灣認同政治轉變的影響。個人溯源基因檢測的

科學證據，開始進入台灣認同建構的公共論述過程中，基因檢測的知識

與技術也逐漸參與認同形構的過程，顯示科學外溢的社會效應。

（二）科學外溢效應與媒體再現

1987 年台灣解嚴後，族群與國族認同幾乎是二十多年來社會上最引

起爭論與關注的政治、文化議題。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關於台灣族群基

因、台灣人血緣組成與起源等研究發表，由於牽涉到所謂客觀的「科學

證據j ，逐漸成為媒體注意的焦點。

筆者針對台灣與中國報紙如何報導 、 再現台灣人DNA組成與起源的

科學研究成果，以人工閱讀選出「台灣人 DNA 起源」、「原住民 DNA

起源J 、「台灣人組成J 、「族群DNA比較J 四個主題，加以比較與分

類，並特別注意其中關於林媽利的報導。表2以 IO 年為期，整理比較結

果。 26

26 資料來源包括：（［）聯合知識庫，搜尋 1951-2012 年的﹛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
晚報﹜、〈氏生報﹜﹔（2）透過l!p時報紙線趣't11 資料庫 、 新朋知識庫、台灣新聞智趁．圳等



第六軍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 349

表 2 台灣族群與台灣人基因血緣的新聞報導篇數

台灣人 原住民 台灣人 族群
小計

年代
DNA 起源 DNA起源 組成 DNA比較

台灣 中國 台灣 中國 台灣 中國 台灣 中國 台灣 中國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報紙

1990 3 。 。 。 。 。 。 。 3 。
以前 {I) (0) (0) (0) (0) (0) (0) (0) {I) (0) 

199 1- 7 。 17 。 3 。 29 。 56 。
2000 (0) (0) (5) (0) (0) (0) (0) (0) (5) (0) 

2001- 26 5 39 24 9 22 4 96 34 

2012 (10) (4) (21) (4) (9) ( I) (8) (3) (48) ( 12) 

小計
36 5 56 24 12 51 4 155 34 

( 11) (4) (26) (4) (9) ( l ) (8) (3) (54) (12) 

註：話號內為其中關於林媽利報導所占的篇數。

表 2 顯示， 1990 年代以來，針對台灣族群與國族的血緣基因的報導

明顯增加，林媽利國隊的研究報導尤其是媒體的注目焦點，這樣的議題

也受到中國媒體的關注。專業、深奧的生物醫學術語與研究成果，透過

媒體的報導而在專業圈之外傳播，影響廣泛的社會大眾。因此，媒體在

科學外溢於社會 、造成社會效應上，扮演關鍵的角色。林媽利團隊對台

灣族群基因、台灣人血緣組成與起源等研究囝然相當特殊而重要，但是

如果沒有媒體的大力報導，那麼它是否會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與效應，

值得存疑。大眾傳播媒體的作用，可說是促進科學與社會共構的重要機

制，不過媒體為達大眾傳播的效果，標題為求簡單明白、扼要醒目 ， 通

常簡化複雜的科學論證與結果，製造黑白分明人群差異的印象。在當代

復雜的認同議題上，反而經常將特定的社會認同本質化而帶來更多爭議。

首先 ， 前面提到林媽利等人在200 1 年〈從組織抗原研究推論閩南人

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 的來源〉 一文，指出台灣人擁有越族、亦即

南方漢人的基因，不同於北方漢人。這篇文章發表後 ， 200 1 年 4 月 29 日

〈自由鵰盼的報導標題為〈新發現 ：台灣人非漢人，閩客都是越族〉。

同一天聯合報系的〈民生報〉醫藥新聞版報導標題為〈台灣人非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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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發現，台灣閩南人、客家人是大陸東南沿岸越族原住民〉’〈聯

合報〉生活版的報導標題則強調〈馬偕醫師論文指出：台灣人屬中國東

南沿海「越族J ＞。男外，〈中國時報〉的報導標題為〈台灣人是越
族〉﹒〈奇摩電子報〉則為〈五胡亂華，越族被漠化，導致閩南人自認

是純種漢族後代〉。 27 上述標題都同樣簡單扼要，製造人群分類清楚的

界線，讓讀者對「台灣人不是漢人J 印象深刻。

其次，在原住民基因與東南亞島嶼族群的血緣關連方面，對於林媽

利等人的研究成果（Lin and Broadbeny 1998) , （聯合報〉 以〈原住民血

緣，近似大洋洲族群） 28 、〈民生報〉 以〈台灣原住民，血統，非常純

種） 29等醒目標題報導。 2004 年一場名為「從基因、語言及考古學的發

現看東巨大陸及台灣島上人類遷移J 研討會中，林媽利指出台灣原住民

的祖先，早在一萬四千年前冰河時期就遠從東亞大陸遷徙而來的東南亞

族群。隔天〈自由時報〉就以〈一萬四千年前，原住民抵台） 30 、〈台灣

原住民海外有傳人） 31 篇題報導。 〈民生報》 則以 〈台灣原住民，玻里

尼西亞人旭先，基因比對，源起非洲一萬四千年前抵台，和印馬菲人同

血緣） 32 為標題，強調波里尼西亞人的母系遺傳可能來自台灣原住民。

之後台灣各大報仍密切報導林媽利的原住民相關研究 ，例如〈林媽利教
授實驗證，實達悟與菲伊巴丹人，有血緣關係） 33 、〈粒線體 DNA ，為

原住民尋根，馬偕研究顯示， 6% 與東南亞族群相近， 3% 與大陸族群類
似＞ 34 、〈人類應起源非洲，台灣原住民與東南亞族群關係密切，夏威夷

三個系統，搜尋 1991-2012 年的﹛自由時報﹜﹔（3）透過中國時報全文學tHt資料庫與台灣新
聞智慈網兩個系統，梭尋 1950-2012 年的﹛中國時報﹜﹔（4）中國部分透過「慧科大中吾吾章時
間網」資料庫，搜尋 1998 年迄今的相關報導 ﹒

27 奇摩電子報﹒ 2001 年 4 月 29 日﹒
28 聯合報﹒ 1999 年 ﹒第 A6 版﹒ 11 月 13 日 －

29 民主主轍， 1999 年，第 l l 版 ， 11 月 13 日－
JO 自由時報， 2004 年 ， 第 8 版＇ 8 月 29 日－
31 自由時報﹒ 2004 年﹒第 8 版. 8 月 29 日－
32 民生報， 2004 年，第 B7 版＇ 8 月 29 日－
33 聯合報， 2002 年﹒第 18 版﹒ 3 月 19 日 ﹒
34 民生報， 2002 年，第 Al l 版 ，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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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渡里尼西亞人，可能來自台灣〉 鈞、〈血液研析專家：台灣、南太平

洋，可能一家親） 36 等。這些醒目的標題，不斷強化台灣原住民與東南

亞族群真有血緣關連的印象。

再者，關於台灣人擁有原住民基因比例方面，林媽利早期的科學數

據，並沒有引起媒體太多的關注。在 1999 年 11 月第十屆國際輸血學會

亞太地區大會之後所出現的兩篇關於林媽利的報導， 〈原住民血緣，近

似大洋洲族群） 37與〈台灣原住民血統非常純種） 38 ，並沒有提到她關於

台灣人有 13%原住民基因的論點，而是著重於原住民血統的純正。 2000

年 11 月〈民生報〉一篇以〈台灣原住民，血源各族有別，研究顯示：通

婚少，血液特徵獨特〉為題的報導，同樣沒有提到上述的%比例的論

點。不過到了 2006年 5 月「台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J 中林媽利發表研

究成果後，隔天〈聯合報〉以〈學者研究26% 台灣人，有原住民基因〉

為標題報導。此後隨著林媽利更多的研究結果問世，報章的報導逐漸熱

烈，例如〈林媽利： 85% 閩客有原民基因） 39 、〈你，可能有原住民基

因〉的、〈閩客族群 85% 有原住民血統） 41 等簡單而引人注目的標題，

都在於強化台灣人與原住民血緣相通的看法。

2007 年 8 月林媽利在 〈自由時報〉發表上述的〈非原住民台灣人的

基因結構〉一文，指出 85% 的台灣人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緣。向來言論

傾向於支持民進黨的〈自由時報〉，在 l l 月 21 日的社論以〈台灣人在

血統上大多有別於中國人〉為題，引用林媽利該篇論點，認為這項科學

研究「完全顛覆了『漢人中心史觀j J 。這篇社論中歸結指出：

把這項基因研究和歷史研究綜合起來，不難發現台灣的族群融

35 聯合報﹒ 2004 年﹒第 A6 版， 8 月 29 日﹒

泊中國時報， 2005 年，第 AIO 版. 8 月 19 日
37 聯合報﹒ 1999 年，第 A6 版﹒ l l 月 13 日－

38 民生報﹒ 1999 年﹒第 l l 版﹒ l l 月 13 日 ﹒

39 中國時報， 2007 年﹒第 A5 版﹒ l l 月 18 日－

40 聯合報， 2007 年，第 AIO 版， l l 月 18 日 －

41 自由時報﹒ 2007 年，￥ A6 版， l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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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早在上萬年以前原住民自東南亞來台，便開封了。 ．．． ．．．這

種深植於血液中的精神基因 ， 更足以激勵台灣人抗拒外來政權

統治以及中國的併吞野心，突破層層考驗朝主權在氏、正常國

家的目標努力。從

〈自由時報〉的這篇社論發表兩天後， l 1 月 23 日 〈聯合報〉即以

〈文明社會不容許用「血統論J 煽動對立情緒〉 約為題回應，強調林媽

利的研究不僅指出台灣人有原住民血緣，但同時也是「唐山輝的後代J 。

這篇社論肯定「多元族群融合的美麗台灣傳統J ，但也擔憂這樣的論述

會成為「一邊一圓J 立基血統論的政治操弄。

如果數百年來的移民歷史已使台灣人形成一個所謂「混血」的

族群，貝1j每一種遺傳基因的來源，都是今天「新台灣人」值得

感恩、值得驕傲的對象 ， 其中既有高山公高山塘、平埔公平埔

塘，當然也有占最高比率的唐山公唐山憾。「血統論」如果非

設不可，重點應在於遺傳多樣性的多元融合，絕非「一邊一國」

的政治操弄。“

媒體既然是促成科學外溢的重要機制，在台灣族群與國族認同議題

原本就相當敏感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林媽利的研究與論述所提供的科學

知識，一經媒體大肆報導，就容易成為關注的對象。上述〈自由時報〉

與〈聯合報〉的社論，反映台灣兩家主要報紙一向清楚有別的政治立場。

但即使如此，就看待認同問題來說，他們都強調社會的、文化的因素比

血緣更重要，而這也是台灣社會普遍的基本共識。

在海峽兩岸複雜的政治關係下，林媽利團隊有關台灣人起源與基因

42 自由時報 • 2007 年﹒第 A2 級﹒ l 1 月 21 日 －

43 聯合報， 2007 年，社曲曲焦點 ， l 1 月 23 日 －

44 聯合紋， 2007 年，社為焦尬， II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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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科學研究成果，也引起中國媒體的重視。當台灣媒體以台灣人是

越族、台灣人非漢人等斗大的標題來報導林媽利團隊的研究成果時， 2002

年中國的〈文匯報〉以〈兩岸人民間屬一祖先自細胞抗原顯示台灣人與

古越人基因樣本相同〉“為題 ，反駁林媽利等人的論點。文中不斷強調

大陸人和台灣人血脈相同，來自同一祖先，並引用中國種族研究權威杜

若甫教授的話，抨擊林媽利做出的結論荒謬和可恥。中國的〈東方日報〉

也以〈林媽利血統研究，被轟搞分裂） 46 為標題，指出林媽利的研究發

現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的血統，與南亞的越南、泰國較為接近 ，與大

陸北方的漢人反而較遠，是為無恥、搞分裂的政治意圖。林媽利相關的

科學證據出現後，中國媒體報導陸續引用更多膚紋、姓氏研究的證據，

企圖強化台灣人與中國人在血緣的相似與不可分割。 2010 年〈文匯報〉

以〈廚紋研究證實中華 56個民族自古就是一家人，台灣原住民並非源於

南洋） 47 、〈新聞晚報〉以〈上海交大醫學院最新論文成果顯示 56 個民

族自古就是一家人） 48 、〈澳門日報〉以〈膚紋特徵證中華民族自古一

家） 49 等大幅的標題，報導上海交通大學張海國副教授的膚紋研究，指

出台灣原住民與藏族皆來自北方漢人，並強調 56 個民族的血緣一統。 5。

對照兩岸媒體造成的科學外溢的社會效果，台灣方面傾向於將林媽

利團隊的科學研究，用來強調台灣做為移民社會的多元血緣起源﹔中國

方面則是對其大力抨擊，強調勿忘來自「唐山j 的血緣，藉以重申血緣

一統與國族認同的不可挑戰。認同立場對立的雙方經常以迴異的立場看

待科學證據，而媒體的再現，強化了原本的人群分類想像，充分顯示媒

體對於科學知識的社會傳播與社會效應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這種過程的

45 文匯報， 2002 年﹒第 A4 版， 8 月 19 日－

46 東方日報﹒ 2003 年 9 月 25 日﹒

47 又匯報﹒ 2010 年﹒第 6版﹒ 1 月 22 日 －

48 新聞曉報﹒ 2010 年 I 月 22 日﹒

49 澳門日報， 2010 年﹒第 A9 版﹒ l 月 23 日﹒

50 張海國研究發現，藏族膺紋表1兒出中華北方q.特紋，由此提寶藏族源於中國北方民技﹒而

絕非所謂的「南來（印度）之民族」 ﹒ 而取樣台灣原住民何美族和噶瑪的族的樣本﹒微示

台灣~‘住民樣本都來類在北方Z羊肉， 9陣線位民；！於南洋的研究結均不同﹒研究出處見Zhang

et a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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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意義，仍然在於指出科學的「客觀證據」，不是一種自明的事實。

血綠研究或基因檢測提供的是 Nelson 所謂的「可使用的過去j ，人們通

常按照對自己有意義的特殊方式、所認同的集體敘事、對未來的期望等

來詮釋這些科學結果。科學知識透過媒體再現，它的意義與效應，更是

經常被政治、社會、文化的各種力量所爭奪、協商，形塑不同人群分類

的想像。

（三〉科學知識與實驗室外認同政治的爭論

雖然林媽利（2009: 344）不斷強調「本人原意為將現時代台灣人的遺

傳資料做紀錄，並無意與國族血統論有關係j ，而她在科學專業期刊發

表研究成果，也沒有任何觸及國族血統的字眼，但處在台灣認同政治高

度敏感的氛圍下，她的研究與論述不免引起質疑與挑戰。那些以專業為

名的批判，不斷在媒體與公共論述中發酵。我們有必要從科技與社會共

構的角度來思考，才能清楚掌握科學在認同政治上扮演的角色。

目前任職於台中科學博物館的陳叔悼與段洪坤於2008年在〈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共同發表〈平埔血緣與台灣國族血統論〉一文，直指林媽

利的研究論述為「台灣國族血統論j 。首先，他們利用 Admix2.0分析彙

整Y 染色體多樣性數據，指出台灣澳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父系組成相似

度是93% ﹒與原住民的相似度則只有7% 。其次，這兩位作者指出，台灣

漢人與原住民族的粒線體 DNA組成有所差距﹔以Admix2.0 分析，發現

台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母系組成相似度是 79% ，與原住民的相似度

是 21% ，與一般「查某祖」普遍是平埔族婦女的想法相距甚遠。最後，

他們指出，林媽利關於台灣漢人帶有原住民基因的數據，從 2000 年的

13% 、 2006 年的 26% ，大增到 2008 年的 85% ，而 85% 的科學數據，是

由於「選擇性針對原住民血統來源採用絕對寬鬆標準J （陳叔悼、段洪

坤 2008: 147-156, 163 ）。

實際上雙方針對 85%的科學數據的爭論，涉及不同的科學知識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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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 51 陳叔偉等人所強調的是「漢人血液裡的原住民血液濃度平均

值」，林媽利則是以「漢人帶有原住民血液的比例」為標準。舉例來說，

假設有 10 個漢人組成的漢人族群，各有不同的原住民混血程度，其中 2

個漢人完全沒有原住民血統，是純種漢人 ﹔有 5 人的原住民血統比例八

分之一（即 0.125 ），男外剩下 3 人的原住民血統比例四分之一（即

0.25 ）。按照陳叔偉等的計算公式，這 10 個漢人的原住民血液濃度平均

值應為﹝（0× 2) + (0. 125× 5) + (0.25 × 3）﹞ ÷10=0.1375 ，這個漢人族群的

原住民血統比例是 13.75% 。如果按照林媽利的算法，漢人族群 10 人中

有 2 人沒有原住民血統，但有 8 人有原住民血統，亦即有八成（80%）的

人有原住民血統。因此，林媽利採用三個基因系統（母系血緣、 父系血

緣、組織抗原）來測試，最後計算出 85% 的台灣人身上流有原住民血

統，是指 100個台灣人有的個帶有原住民的血統，並非指漢人血液辜的

原住民血液濃度平均值高達 85% 。

林媽利也隨即在下一期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再談 85% 帶原

住民的基因〉為文回應，指出 2001 年她發表〈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

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後，就出現「來自中國相似的批評及

攻擊J (2009: 342-343）。她強調 ：

陳叔伴長期以來甚至到現在還掛名在中國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

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科研隊伍，他的為文攻擊台灣的研究是不

是為了配合中國的論調？是不是有「漢人血統論」的政治意圖？

.... 33 頁長的文章當中屬於他的資料只有幾行Admix 2.0 的分

析，隨便說台灣人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最高不會超過 20% 的

一段敘述，實在不像學術的論述。（2009: 344) 

SI 枝f訝不是本文的重貼，一些 STS 重要研究﹒例如 Fujimura and R句agopalan ﹛2011 ）、 Ra

jagopalan and Fujimura (2012）、 Fullwiley (2008）等﹒則是從4tm角度切入 ﹒對祖先、放軍手起

源的科學技f釘進行許多 l!?:1踐泊的反省典挑判， 4幸JJHH峙的差異也會導向不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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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媽利團隊的研究成果，引發專業圈內立場不同的爭議後，原民台

製作的「我的血液流向上海j 、「我的血液你的認同」、「我們的血緣

來自何方？ J 等一系列專題，也開始報導相關的科學論辯。 2010 年播出

的「我們的血緣來自何方？ J ，片中訪問了林媽利與陳叔悼。林媽利在

其中公開澄清 85% 的科學證據的計算方式，而對於原住民記者娃丹詢問

為何台灣原住民檢體被放在「中國台灣省J 項目下時，陳叔悼表示：「我

們有跟中國方面鄭重的希望他們幫我們做一個更正，不過一直等到論文

刊出後，才發現他們完全沒有做更正。這一點我其實也覺得蠻抱歉的。」位

上述林媽利對陳叔悼的抨擊以及記者的詢問，所牽涉的是陳叔悼與

屬於復旦大學等的幾位作者於2008年刊登在國際期刊的〈南島語族與傳

族父系血緣的關連） (Paternal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Western Austron

esians and Daic Populations）一文（Li et al. 2008）。這篇論文以父系 Y染色

體的技術分析推論台灣原住民起源，與前途林媽利等人以母系粒線體分

析推論台灣原住民和東南亞族群具有親近性不同。該文指出台灣原住民

起源與中國傳族，兩者有親近性，強調中國的僚族才是所有南島語族的

上游。作者之一的陳叔悼當時為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講師，文章刊出

時他的作者欄註明他來自 “Taiwan, China，，。這個事件，促使當時的國科

會於 2010年 10 月 21 日提出規範，規定國內學者投稿與大陸學者共同真

名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時，有關作者之國家名稱 ，應遵照一般國際規範，

「使用我正式國名」 ﹔若發現相關資料逕遭修改，應於第一時間主動提

出抗議，要求該期刊更正。國科會同時要求，評量學術研究成就時，論

文著作如未依前點要求更正者，該論文篇數將不予計算（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2010 ）。簡言之 ，這些以科學專業為名的競賽 ，除了在不同的

國際期刊各自提出對台灣原住民起源的相異論點，延伸的爭議更觸及到

台灣與中國學者學術合作時的國籍定位問題。 上述雙方公開的論辯 、媒

52 2010 年 10 月 22 日 A單位民族電看見台「每位民新閥＃誌」~ 630 集「我們的血緣來自何方」

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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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追蹤報導與國家學術制度的介入與規範，都顯示科學研究外溢的社

會效應。

陳叔悼、段洪坤（2008: 164）在批評林媽利時指出：「認同根本不干

祖先的事，活出當下的自己最重要J 0 林媽利（2009: 344-345）在回應中，

也表達與筆者訪問她時的相同態度：「『尋棋j 只是讓我們更瞭解自己，

血緣的認定與族群的認定沒有關係，族群的認定是文化的，就是文化的

認同」。 53 即使雙方有著上述類似的看法，但他們牽連國族認同的爭辯

卻針鋒相對。在互相明白指責或懷疑對方的政治立場與動機後，林媽利

與陳叔悼關於台灣人血緣組成的爭論，至此彷彿已演變成「台灣國族血

統論J 與「漢人血統論」引領下比較誰「更科學J 的競賽，從科學專業

期刊的知識生產，到報章、電視媒體的專題報導，這些科學論辯不斷從

專業圈外溢而發酵，也延伸到中國。不過重點是：科學證據終究是否能

解決複雜的認同問題？

台灣人基因系譜研究與敏感的國族政治有其特殊的關係’處於國族

認同具有爭議的社會政治脈絡，不僅媒體在製造科學外溢效果時可能使

人們在國族議題上更加二分對立，科學專業本身的爭論也可能如此。從

科學與社會是共構的角度來看，科學與社會兩者既然交互作用、彼此纏

繞，科學明顯無法自外於社會﹔但科學又通常自認或被認為具有自足、

超然的地位，所提出的客觀證據有著裁判社會爭議或疑慮的權威角色。

特別是在涉及人群分類、集體認同時，科學往往難以扮演好它通常自我

宣稱或被期待的客觀中立角色，反而容易成為社會政治爭議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這顯示科學本身也鎮跟在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特殊脈絡中，

以致於未必能發揮客觀、中立的作用而足以成為當代認同問題的仲裁者。

53 土迷在台灣回族i?1,﹒同立筠止不同的科學家，在公開t車站時都表示 r i?1,同」是屬於社會、文

化的＇ 11-血緣無闕，這代表台灣公領域，f族群、回族i?1,同看法的一種進步﹒反，f族群土耳同

If.生泊的共識﹒不過科學家在公領踐的發言﹒益不意味著他們在實駿室的知-lli.生產就是純

粹的科學操作，不會受釗他們的性別、放群、階級 、 社會與政治信念等所影響 （可參見La

koff2005; Martin 1991; Rabinow 1999 ） ﹒ 符合流行的意識形態的公領絨乎每言，以及自身受

特定政治迫﹒同因素影響的科學知慎，兩者看似矛盾﹒但這種矛盾罐實在科學家身土益存﹒

關於這一泌的宣昆明 ， 謝謝審查人之－的提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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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走向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

20世紀末的認同政治特色之一是「種歌差異」，促成「承認政治J

的發展。當代的認同政治也深深影響各國生物醫學的知識生產，形成一

種「生物政治典範J 的全球化發展，而本文則以生物多元主義的興起說

明台灣在地脈絡的特性。如果涉及人類遺傳的科學知識生產已經不可避

免地涉入當代社會的認同形構，那麼在這種認同「生物醫學化」的過程

中，科學該如何才不會重複前一個世紀關於種族的「偽科學J 對人類的

禍害？蓬勃發展的基因科學與生物科技，如何發展才能成為有助於民主

社會的好科學？基於前面的分析，本文結論將分三點來思考這些問題。

首先，本文深化 Jasano宵的「共構」觀點，分析社會人群分類如何

「內滲J 到實驗室的科學知識生產，科學知識又如何 「外溢J 而影響實

驗室外的集體認同建構。本文指出台灣基因科技與族群、國族認同政治

連結的特殊方式與後果，亦即生物政治典範下「生物多元文化主義j 的

科學論述興起，而這種論述正展現台灣認同政治的特色。

台灣 80年代的黨外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相互提攜，批判漢人中心主義

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教化 、提倡多元族群史觀與多元文化價值、強調

原住民在台灣歷史文化中的重要性等，都使原住民成為台灣「多元文化J

的重要象徵。在台灣四大族群、多元文化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出現的認

同政治變遷過程中，這些社會、文化、政治因素「內滲J 至科學知識的

生產，影響醫學實驗樣本的人群分類與代表性意涵（從早期「中國人J

到近年「台灣人J ）的轉變。生物醫學從原先將種族／族群議題視為禁

忌，開始從族群角度來探究台灣人的起源與系譜的組成。強調四大族群

差異的人群分類在 90 年代逐漸流行，原先被國家官方分類取消的平埔

族，也在一連串復振運動中被生物醫學研究容納為新範疇，促成 Epstein

所謂生物醫學涉入認同政治的「容納與差異J 典範在台灣出現。本文的

分析指出，這種特定的科學知識透過溯源基因檢測公司的成立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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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的報導與科學爭議，持續在公共場域發酵’使得深奧的生物醫

學知識以這些社會機制為橋樑而從實驗室外溢，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應，

並與當代台灣的認同現象相互共構交蟬，形塑何謂台灣人的公共論述。

90 年代之後，台灣所興起的基因研究熱潮，固然與生物醫學本身全

球化的發展有關，但也來自它與國家經濟利益的結合，同時更受到台灣

族群／國族政治的社會影響，逐漸導致筆者所謂的「生物醫學的族群化J

(ethnicization of biomedicine）與「族群的生物醫學化J (biomedicalization 

of ethnicity）的發展。「生物醫學的族群化J 意指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使

用接群概念進行生物醫學的研究 ，這也展現在台灣人的基因組成與不同

族群系譜起源的科學研究上。「族群的生物醫學化J 則表示社會大眾開

始以基因、生物醫學的角度來理解族群概念的認知傾向增強。事實上，

政治人物藉著血緣溯源基因檢測而公開宣揚本身所帶有的原住民基因、

媒體高度的關注與報導所強化人群分類想像，以及科學爭議引發不同立

場者的質疑與對抗，都反映科學知識的內滲與外溢銀碳在台灣認同政治

的動態中。

在 Epstein所謂生物政治典範下「容納與差異」的多元發展中， 美國

的生物醫學與認同政治結合所引發的議題，大致都著重在性別、種族、

族群等社會認同範疇上。與美國不同的是，台灣的生物醫學與認同政治

結合，偏重在族群與國族問題上，更有中國影響的外部因素。台灣的生

物醫學研究面對多元文化下容納與差異的問題，不僅牽涉種族／族群的

範疇，還涉及民族起源的爭議，與當代國族形構與想像緊密相連。本文

分析指出這種科學研究的出現與社會效應，是緊緊鎮跟在台灣政治、文

化的變遷過程中，具體呈現科學與社會的共構關係。這樣的分析也回應

Jasanoff (2004a: 2）共構觀點，亦即科學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自然真實的

反映，也不能被當成社會與政治利益的副產品，自然與社會文化二元對

立的立場應該被挑戰。

其次，本文強調在這種社會認同 「生物醫學化j 的過程中，科學家

必須帶有一種「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以避免走向關於種族的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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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因素內滲科學知識生產的問題而言，台灣認同政治的公共論

述轉變、多元文化主義等，明顯形塑了研究族群基因系譜、台灣人血緣

起源等的科學家主體性與對社會未來的期望。就像社會學家 Bliss 指出

的，美國頂尖基因體科學家有意識地將種族／族群等社會認同範疇帶入

研究，他們個人的社會關懷、政治態度、認同歸屬等影響著研究過程，

他們也企圖藉著研究以追求更好的社會。林媽利等醫師，與 Bliss所研究

的那些美、加基因體科學家類似，在科學研究中透露出對更好的未來的

渴望、個人的社會關懷、政治態度、認同歸屬等，而這些對於宣稱客觀

科學的知識建構有一定的形盟作用。他們藉著新的研究對象塑造新的認

同與主體性，本身的認同與主體性也可能在研究中逐漸改變 。 Bliss (2011) 

稱這個過程為一種「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j 。 Bliss (2012: 9-12）強調，在

基因體的尖端領域，科學家應聯合社會科學家努力，以一種帶有歷史意

識、政治充權的方式來重新思考種族，公開討論抽樣的程序與細節，把

種族當成同時帶有生物的與社會的（biosociality）共構角度來思考，才有

可能不同於過去的種族主義。

筆者過去曾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分析角度，從主觀認同與客觀身分、

統計平均值與絕對類別、種族／族群內的變異與種族／族群間的變異、

單一基因與複雜的社會因素、人群分類的生物標準與社會文化慣行五方

面的各自區分，分析生物醫學關於種族／族群概念的操作邏輯、知識基

礎，以及方法論與認識論上的限制與盲點，並且強調不同學術社群的相

互競爭與批評，有助於加強我們對於種族／族群概念的認識論警覺，以

避免將社會人群差異的本質化、集體認同基因化（蔡友月 2012 ）。筆者

也從台灣社會、文化與歷史的脈絡，指出台灣四大族群概念標準化在生

物醫學實際操作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Tsai 2012）。本文認為科學家進行

種族、族群、民族涉及人群分類等社會認同相關範疇的研究，必須從社

會、文化與歷史角度，有更多認識論上的反省，以及對自身科學知識與

操作邏輯有所警覺，才能讓基因科學這樣的尖端科技在逐漸影響當代個

人與集體認同時，亦即在生物醫療化的過程中，能夠避免前一個世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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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夢，不至走向偽科學，而朝向一個「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的發展。

最後，我們必須從生物與社會共構的角度，嚴肅思考科學與社會認

同的復雜關係。 Liu (20 I 0: 239-240）在探討台灣「基因民族主義J 的發展

時，以社會建構論角度，強調基因科技有助於將台灣的集體認同化約到

科學證據，並賦予這樣科學證據優位的地位。不同於她的論點，本文同

意晚近 STS 的立場，強調我們面對生物醫學涉入人類起源、種族／族群

分類與認同政治的現象時，不能停留在傳統社會建構論的外部批判角度，

而必須更複雜地，思考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在人類社會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因此，本文指出要理解基因科學關於人群分類與系譜的知識性質及其社

會作用，必須注意社會文化認知框架，考慮不同社會文化中生物醫學及

基因科技與族群及國族認同連結的特殊方式，釐清生物醫學與特定認同

政治的複雜共構。本文強調科學知識的生產難以脫離社會、文化脈絡，

因此科學論述面對複雜的認同問題，也必須與其他論述相互協商、競爭，

並不真備更為優越的角色。

如同 Nelson (2008: 771-775）指出，科學研究結果或證據，在特定的

社會中如何被接受、使用或詮釋，深受社會中既存的意義參考架構所影

響。 如果這些架構可能形塑科學研究的知識生產、 使用與詮釋，那麼因

為科學研究結果所引起的爭論，恐怕就難以憑藉科學本身來平息，這樣

的科學爭議 ，也難以透過比較誰的研究技術 「更進步」、誰的結果「更

科學」來解決。科學研究的知識生產、使用與詮釋既然銀服在社會、政

治、文化中，那麼科學就不能獨立處於社會、政治、文化之外的制高點，

具有仲裁原有的社會、政治、文化爭議的權威地位。相反地，科學本身

往往也是特定社會、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未必能扮演更客觀的仲

裁角色。

換句話說，應該更加關注的，是那些可能形盟科學研究的知識生產

與消費、進而形塑科學爭議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而不是一味追

求「更科學J 的競賽，這對於反思科學在族群、國族的認同政治中的角

色，尤其重要。因為認同政治經常挑動人們的強烈情緒、帶來重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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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分歧，科學專業應更加謹慎。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等人（I991）指

出科學社群中不同典範相互競爭與批評的「交叉檢查系統J (system of 

cross-checks），可以加強認識論的警覺 ，有助於學術的健全發展。台灣生

物醫學的科學家與研究社會、政治、文化的社會科學家有必要更加相互

交流，形成不同典範的交叉檢查系統，加強我們的認識論警覺 ，創造值
此相互溝通、對話的平台，這將有助於在生物醫療化的過程中，科學在

介入與形塑當代個人與集體認同時，扮演更正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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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幾個問題點＊

自從 1990 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在中國快速升溫，成為一股令人無法

忽視的重要力量，有學者以「新民族主義J 稱之。鄭永年（200 I; Zheng 

1999）指出， 1990 年代出現的這一波「新民族主義J ’與清末至五四時

期的「舊民族主義J 有別。「舊民族主義J 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達致富

強」，新民族主義所強調的則是「如何體現富強」。中國民族主義基本

上是對西方列強壓迫所產生的反作用力，但是因為外在情勢的改變，「新

民族主義J 與「舊民族主義J ，已有顯著不同。吳國光（2001）從物質條

件、合法性，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三者來比較，指出五四時期中國處

於落後地位， 1990 年代的中國則是處於帽起狀態﹔過去的民族主義著重

社會革命／改革，新的民族主義則是訴求政治穩定、國家強盛﹔舊的民

族主義對傳統文化抱持批判否定的態度，新的民族主義則是重新回過頭

來擁抱傳統文化。

如果 1990 年代以來的這一渡民族主義的確是「新的」，那麼它從何

而來？誰是新民族主義的推動者或代言人？有人說是官方刻意主導，有

人則認為是民間主動自發。前者認為，中共在對外關係（包括對台問題）

的強硬姿態與官方媒體上所顯露出的排外與反美心態，足以證明民族主

義是中共主導的意識形態，而且與過去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有別

(Friedman 1997; Chang 2001）。後者則認為，前者的觀點恰恰倒果為因。

正是因為民間有強大的民族主義的壓力，使得政府不得不有所作為。換

言之，政府在對外關係的強勢作為，爵的是要舒緩圍內高漲的民族主義

. 本又初稿曾以〈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變說：形式結楊與背斜內涵的解析〉為趟，在
「台灣：族群、民族典現代國家的經駿典理海」研討會中殺袁（2013 年 10 月 25 日 ， 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感謝評治人吳介民與在場與會諸君的評論指教﹒助理張有齊、吳
楷軒協助蒐集資料與處理文稿，實士麟與張可曾閱讀本文初稿益提供：意見，謹此誌.·m ﹒ 本
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牟題研究計畫 (NSC﹒ 100-2410-H-OOI -081 -MY2）之部分研究成
果，原文已刊誠於﹛文化研究﹜第 19 期，感謝拔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不少釗切意見﹒
協助擎者改善本文的拾誼與可論，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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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尤有甚者，民間的民族主義氣焰高漲，已經脫出了政府的掌控，

甚至可能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事實上，官方為了追求自身利

益與政策目標，有時反而必須回過頭來壓制民間的民族主義（Zheng 1999; 

Gries 2004）。

儘管當前有關這波民族主義熱潮的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文

獻，然而，對於這波民族主義的理解，還存在著幾個需要釐清的問題。

首先，在「新民族主義」和「舊民族主義J 之間，存在著數十年的落差，

尤其是 1949 年到 1990 年之間，民族主義似乎暫時「缺席J 了。這是一

個相當弔詭的現象。如果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真如毛澤東所

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標誌著民族主義的勝利，那麼我們該如何

解釋民族主義到了 1990 年代之後會以狂飆的姿態重新出現？沈松僑

(2002）曾很據 Partha Chatterjee ( 1986: 50-51）對民族主義的三階段劉分（啟

航期、操演期、著陸期），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乃中國民族主義

的「著陸期」（moment of arrival）。然而，如果中國民族主義真的在 1949

年「著陸J （或是「抵達終點J ），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它在 1990 年之後

又重新「起飛j 呢？這個問題，其實也正是官方民族主義（ofticia1

nationalism）與大眾民族主義 (popular nationalism）之間互動關連的問題。

一方面，我們不能假設群眾只是官方意識形態的被動接受者﹔男一方面，

我們也不能把官方民族主義視為僅只是一種宣傳或意識形態。民族主義

的情緒能夠在看似「缺席」了數十年之後瞬間被召喚起來，這中間究竟

發生了什麼事、或是什麼機制在其中發揮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

目前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認為改革開放（尤其 1989 年「六

四」）之後，共產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已不再真有說服力，中共為了填補

意識形態的真空、挽救合法性危機，必須提倡愛國主義來加強控制，民

族主義便成中共政權的主要合法性來源。有人認為， 1949 年之後，中國

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把中國民族主義帶到了台灣，而共產黨在中

國大陸推行共產主義，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在 1949 年後的中國暫時缺席

了，直到 1990年代，民族主義才重新站回中國歷史的舞台上（Wei an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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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I）。同樣地，也有人認為，中共建國之後以共產主義的「階級J 取

代自由主義的「公民J ，因此塑造出一個「無民族的國家J (nationless 

state, Fitzgerald 1996），而 1989 年六四之後，中共才積極乞靈於民族主

義，把國家「再民族化」（re-nationalizing the state, Guo 2004: 24-48）。然

而，這樣的說法是很有問題的。

首先，民族（nation）究竟是什麼，原本就是個說不清的東西，民族或

國族1是民族主義建構出來的產物，把「民族j 當成不證自明的存在，以

此做為分析範疇，不但有實體化（substantial ize）民族的危險，也犯了把

「實踐範疇J ( categories of practice）當作「分析範疇 J ( categories of 

analysis）的謬誤（Brubaker 1996: 15）。 2此外，官方意識形態在斷裂之外其

實還存在著延續性，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之間

也不全然或必然互斥。事實上，很少人留意到毛澤東時期的建國工程

(nation-building）和這段期間所留下來的各種遺產（無論正面或負面）對

民族主義的影響，好似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民族主義是兩個

完全不相干的意識形態，當前者行不通時，中共就從前者轉換到後者。

然而，從 1949 年到 1990 年，四十多個年頭，民族主義果真缺席了嗎？

1949年之後的建國工程，對 1990年代的民族主義完全沒有影響嗎？共產

主義／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互斥而不相干的兩種意識形態，可以簡

單地用其中一者來代換男一者嗎？

其次，大部分的文獻都同意，中國民族主義，無論是「新的J 還是

「舊的J ，基本上都是對外在刺激的回應。在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上半

葉，民族主義要救亡圖存，富國強兵﹔在 20世紀末葉，「富強J 的目標

沒有變，但此時需要的不是「救亡J ﹒而是要去除富強之路上的阻礙，

也就是國際體系遊戲規則的不公，以及西方（美國）霸權的刻意阻撓。

那麼，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 ： 在一個所謂「全球化」的時代中，中國

闖於“nation”一詞在中文翻譯的困難與逍切，他 ， i：£宏份（2001）先前已有"tt為﹒本文依上下
文脈絡，譯為「國旅」乳「民族」﹒

2 此必將在下iii進一步-tti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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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際局勢與外在處境，使得民族主義會成為一

股令人「嘆為觀止J 的龐大力量？事實上，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在 1990 年

代竄升，可說與中國邁向全球化的腳步同時並進，也正是新自由主義者

高唱「民族國家終結」的時代（ Held 1990 ; Sassen 1996 ﹔大前研一

1996 ）。在中國越來越開放、經濟實力越來越雄厚、越來越加速全球化

腳步的時候，何以民族國家非但沒有終結，反而只見民族主義的高漲？

這個弔詭的情形，不是以簡單的「官方意識形態灌輸J 或仇外心態可以

解釋的。

再者，「新民族主義J 的特徵之一，是情感與情緒特別強烈。無論

是官方民族主義或大眾民族主義，經常都充滿了情緒性的言論。 3 僅就

「台灣問題J 來說， 2008 年以前，中共官員經常表現出的蠻橫態度 ，台

灣民眾透過媒體看得十分清楚﹔即使 2008 年以後，兩岸敵對降低、交流

擴大，許多人還是可以感受到中國大陸官方或民間對「中華民國J 的不

友善態度。台灣的媒體輿論，經常以「僵囝教條」或「霸權心態J 來解

釋中共對台灣的蠻橫打壓。問題是，無論「僵囝教條J 或「霸權心態J ' 
都是需要被解釋的結果，而不是民族主義的起因。「僵固J 與「蠻橫」

是表象，是需要被解釋的。至於大眾民族主義，我們可以在眾多出版品

或網路上，看到大量殺氣騰臨的「反美」、「反日」與「反獨」（含疆

獨、藏獨、台獨）言論。如果我們只用「被官方洗腦」或「意識形態灌

輸j ，很難解釋這些自發的情緒從何而來。

現有的研究與學術取向，對於情感與情緒的問題向來缺乏深入而有

系統的討論，甚至抱著輕視貶抑的傾向。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的情緒

只是一時的，它的作用無法持久，也母須誇大。那些充滿民族情緒示威

抗議的人們， 最終還是會回歸理性務質的生活﹔高調喊著反美口號的抗

議學生，其實私下正積極地準備出國留美（Zhao 2002）。從集體的國家層

3 有趣的是，許多民族主－＊－者不t!!,為自己是「情緒的」，雖然他們可能承認自己是「帶有情
感的」 ﹒ 有些甚至標榜自己是「理性的民族主A. 」 ﹒ 途和成代社會理性主A.當i星、貶抑情
感與情緒有闕，即使學街研究取向亦然﹒參見下文的1t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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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來看，國際政治講的是利益與實力，中國政府其實非常務實理性，不

至於有過激的非理性行為，只要西方善待中國，國際社會母須過慮（Zheng

1999; Zhao 2004）。男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中遵福

的是現實主義，充滿了理性的算計﹔那些看似情緒性的民族主義論述或

歷史記憶等問題，只是被拿來虛張聲勢，當作增加談判籌碼與合理化藉

口的工具而已（黎安友、施道安 2013 ）。把中國的對外戰略與政策歸結

為情緒與文化的非理性，是一種「誤解J （黎安友、陸伯彬 1998: 26 ）。

上述兩種看法其實是同一種，強調的都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邏輯，

可以說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傾向，只不過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的發言位置

不同，著墨的重點便有所不同。本文的出發點與上述觀點不同。正如韋

伯（Max Weber）所說，推動社會行動火車頭的動力固然是利益（理性），

但決定火車行進方向的，則是價值。民族主義做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

背後隱含著一套價值體系，而這套價值體系，和情感與情緒，又有著密

切的關連。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有著極為強烈的情感與情緒在襄面，如

果我們無法對這些情感與情緒的成因、內容與後果作一番考察，則難以

理解其背後的價值體系與世界觀是什麼，也無法理解這樣的價值體系與

世界觀將把國家（民族）帶往什麼方向去。

知名的美國老牌政治學者白魯︱旬（Lucian Pye) (Pye 1992）是少數探討

過情感與情緒在中國政治中之作用的學者，儘管他所處理的不是民族主

義的情緒。不過，本文的探究和他又有明顯的不同。首先，他的現代化

理論典範為本文所不散，而他預設了一個本質性的文化來解釋中國人的

政治行為，也與本文的制度論取徑相違（詳見下節討論）。其次，他對

文化與情緒的分析，基本上仍是功能論與心理學主義的，這和本文最重

要的理論立場一一現象學（尤其是德國思想家謝勒〔Max Scheler ，或譯

舍韌的現象學）一一大相逕庭。謝勒從根本上反對心理學取徑對情緒

的探討，他的現象學分析和心理學是完全不相容的。 4也正是因為如此，

4 謝軍均在不止一At批評T心理學的取縫，最具代表性的可見Scheler ( 1954） ﹒ 到謝勒來1lt ﹒心
理學其實也是－種理性主A所開展出來的科學，由於有F著理·I生主.Jl的眼鏡來看待「非理
性」的「：客，重」﹒根本無法把祖UiJ.i.種情感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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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魯︱旬的研究完全看不出制度、情感與價值之間的關連，只能歸因於一

個本質性的文化概念，而這個本質性的「中團文化J ﹒恰恰正是民族主

義者所建構與訴求的！由於將情緒與非理性的行為不恰當地歸因到政治

文化，看不到形塑政治文化背後的結構因素，這種文化主義的解釋很容

易被理性主義批評或取代，因為這樣的文化概念是很難站得住腳的。本

文的研究正是要彌補這樣的偏誤，不訴諸本質性的文化概念，而試圖從

現象學的取徑找出制度、情感與價值間的關連。

從上面的討論出發，本文將嘗試探討下列三組相互關連的問題 ： （ I)

在當代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與大眾民族主義之間的關連為何？我們該如

何解釋，中國民族主義在 1949 年「著陸」之後，相隔 40 年又重新「起

飛J ? (2)1990 年代「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與中國涉入全球化的程度，

幾乎可以說是同時並進的﹔這個看似弔詭的現象，該如何解釋？ (3）這渡

民族主義流露7豐富的情感與強烈的情緒，應當如何理解？反映的又是

什麼？這些情感與情緒的形成，和前面兩個問題，如何關連在一起？

為了回答上面所提出的三個問題，本文採取現象學的理論立場，嘗

試從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三個層次來探討民族主義。必須特別提

出說明的是，和許多案例相同，中國民族主義是個十分複雜的議題 ，除

了面貌多元易變，背後涉及到的因素亦十分複雜。本文的分析範園局限

在於官方民族主義與 1990 年代後以 〈中國可以說不〉 和 〈中國不高興〉

為代表的某一類型的大眾民族主義，至於一般人民的民族情感與認同，

並非本文關注的範園。本文分析的焦點集中在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值

架﹔至於影響民族主義的其他可能因素，例如經濟、教育、城市化、白

領階層的日常生活、傳媒產業等，固然都很重要，但實在不可能在短短

一篇論文中全部處理，也不是本文的關心重點，那些因素與面向，有待

其他的研究來加以探討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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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立場、分析取徑與概念：制度、情感結構

與認識框架

面對某一特定民族主義的實質內涵，學者通常有三種態度 ：第一種

是贊成者或同情者，支持其內容並間述之，研究是為了要證成民族主義

的合理、正當、必要、乃至優越性。第二種是反對者，從意識形態批判

的角度來批駁其內容。第三種則是貌似價值中立的漠然者，他們一般不

是該特定民族主義的支持者或信仰者，如果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基本

上不會積極地批判或反駁，畢竟對他們來說，民族主義是一種充滿謬誤

的虛假意識，甚至不值一駁。一般常見的理性主義分析屬此類，例如

Ernest Gellner ( 1983）、 Eric Hobsbawm ( 1990）等。在理性主義的影響下，

即使對民族主義的內涵主張有所分析，多半也是解構。

本文所採取的立場與上述三種有別，本文的立場受到謝勒的啟發，

母寧可稱為是「現象學式的J 。對於民族主義，本文採取的既不是支持、

也不是反對，也不是從形式主義或結構分析的立場而漠視它或解構之。

用現象學的概念來說，民族主義可說是一種面對世界的「自然態度J , 

而本文所採取的則是一種「現象學態度J O 5 本文並不認為民族主義是

「虛假意識J 一一相反地，它所承載的情感是無比真實的。分析的目的

既不是嘗試駁斥、也不是要解構民族主義。母寧說，這樣的研究是嘗試
iP1' 

要如其所如地還原，從民族主義內部所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6根據這

5 1f謝單車來哎，現象＊典其說是一種「方法」，不如說是一種「態度」一一他把「方法」一
詞留給那些曲理性主.A所開展的科學，如心理學 • 1t於民族主役中的情感與情緒，理性主

.AA心理學式的探究很容易芝.·／由民族主.A者（尤其當研究者是個「外人」 et），例如 Barme
(1996）、 Gries (2004）等人的研究，都曾進民族主義者u名攻擊﹒

6 －個權可比般的例子是，以 ﹛科學革命的結槍﹜（Kuhn 1962）知名的科學哲學家孔恩白這
兵在反4.翻閱豆豆見時｝德的﹛物理學﹜時，有一天突然發現，過＊在他從成代物理學的眼

光，來看充滿錯誤、完全荒謬不可解的古希臘物理學，忽然變得可以理解﹒孔恩甚至可以預

測豆豆斯多錢．在下－段要~什麼，而其關鍵，在於孔恩t臭了一個典鈍，能進入古希臘人的

世界織投去看事情﹒因此帶多原先看來荒~；甜拔的事吾句，全都變成合理的了（ 司年見件大為

1985 : 15) • 民族主義的許多指述從外人看起來也許充滿情緒且府淺荒誕、謬誤叢生， ik
（外）人級以接受﹒但嘗試駁斥或解棋呆一特定民族主晨的內容，其結果是庄生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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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現象學式的理論立場，本文主張民族與民族主義必須要從制度論的取

徑加以還原，而要瞭解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必須探討其背後的情感結構

與認識框架。以下分別簡要關述之。 7

（一）制度論取徑：是民族還是國家？是民族主義還是愛國

主義？

民族主義的研究者，經常有一種將某一民族主義當成「特例」的傾

向，認為某一案例與一般常見的民族主義不同，無法以普遍有效的理論

來加以理解或解釋。這種傾向，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中亦經常可見。

不少研究者以為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例外，無法為既有的民族主義理論

所解釋（Townsend 1996）。有些人則認為中國雖然歷經共和革命，但大致

繼承了清帝國時期的領土疆界與人民組成，並未如其他傳統帝國一般解

體成眾多民族國家，並不符合嚴格定義下的民族國家，自魯︱旬更是明白

指出，中國棋本是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Pye 1996: I 09）。

民族主義研究的男一個問題反映在術語紛雜、定義混亂，例如英語

中的關鍵概念“nation”一詞的指涉不清，有時指國家、有時指民族。 8同

樣地，在漢語脈絡中，「民族」或「民族主義」也有指涉不清的問題。

在當代中國，「民族J 一詞通常指的是少數民族，「民族主義」隱含「分

離主義j 的意味，「民族問題」指的是涉及少數民族（尤其西藏、新疆）

的問題。官方意識形態一般只強調「愛國主義J ’避談民族主義。 9即使

主泛的情緒與泊，主﹒最顯明的例子如中日之間 nn於歷史記憶的閃過﹒－方椅背另－方從不

認錯道歉﹒另一方則是反控，f方且自 ta:毫無道歉ia::fd-之必要﹒結果是毫無交集﹒也使得氏

族情緒日益高，很﹒民族主.；＼問題難以解消﹒

7 4起村商品名絡，本文第二節有／UI J.I均與概念的部分，已彷兩位審查人的意見大偽f.j,J ；~＼ ﹒且由

原本的兩節濃縮為－M；﹒事實上，相 IHI的理論慨：念﹒ 有E者在i過去不同著作中已詳加州縛，

就是f可另行參考﹒有關制度論的分析取後，今几j五宏倫（200 1) •有 n;1情感結緣與怨恨心態－

4位見i玉宏伶（2006, 2012），有／Ill認識絕對足 （城爭之框），參見汪宏伶（2014) • 

8 相 1111 -tt為參見 Connor ( 1994） 、汪宏倫（2001) • 
9 事實上﹒中國並沒有JJJIH.特殊﹒大部分的國家都是由多民族繪成﹒只是「民技」被稱為

「族群」 ﹒中國現在也有人倡議此一作法 ， f盡管面臨很大的阻力（參見馬戒 2012 ） ﹒另

外﹒位於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原來英譯為“The Central Univ.:rsity for Nationalities＂﹒近年
則，悄悄地改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理由撥給是官方t?:為中國的「氏技」一詞有特

殊涵：意﹒與英叉的“nationality”有別 ﹒ 由於英語中的﹒‘nation＂尚有 「國家」之意 （如 「聯

合國」 • United Nations) •將民族"if均 "nation”多少被人有政治上的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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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的大眾民族主義，也常宣稱自己是「民間的愛國主義J 。然而，

一旦到了國際場域，無論官方或民間的愛國主義又被稱為「中國民族主

義」。顯然地，無論從中國是否為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在中國指的是什

麼這兩個問題來看，「民族J 與「民族主義」的指涉還是很不清楚。

為了避免「民族J 指涉不清、將民族「實體化J 的問題，社會學者

Rogers Brubaker (I 996）主張以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取徑來研究民族

主義問題。他在研究東歐轉型與蘇聯解體時，發現制度的設計運作，對

於民族的界定、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後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因而主

張以制度論的研究取徑來探討民族主義。汪宏倫（2001）過去也曾呼應

Brubaker 的主張，以社會學的「新制度論」做為理論依據，區分出「國

際J 與「圍內 J 兩個層次的分析脈絡，並根據民族國家的兩種理念型

（「公民一一領土j 與「族群一一文化J ）發展出一套「全球觀點的制

度論j 分析架構，藉以分析台灣近年來的國族問題。制度論所稱的制度，

指的主要是規則、組織與慣行，而其根本預設之一，是不同場域的制度

之間，彼此交織牽連，但不能相互化約 (Jepperson 1991 ） 。因此，全球觀

點的制度分析，便是企圖要在上述的「國際J 與「國內」兩個層次，以

及政治、文化等不同場域之間，尋找出制度之間彼此交織牽連的關係，

從而幫助我們理解促成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作用，來自哪一個層次、什

麼樣的場域。這樣的概念地圖可以幫助我們對民族主義有較為全盤的掌

握，避免以偏蓋全的謬誤，不會被某個單一面向、議題或事件所誤導，

做出不恰當的推論。

民族主義根據階段，可以區分成「尋求建立政體」（polity-seeking）與

「維護既有政體j (polity-based or polity-maintaining）兩種（Brubaker

1996），前者是典型的建國運動，企圖改變既有政體的現狀，例如中國的

新疆、西藏，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後者則是為了維護既有的政體，並不

企圖改變既有政體的現狀（但有可能企圖改變國際現狀），一般所稱的

「愛國主義J 屬之。由於當前的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是由國族主義所

締造維持，這種國族主義也以「日常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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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現出來（Billig 1995; Wang 2002）。它的特徵是沒有激情的政治訴求與

口號，但國族做為被制度化的形式與實踐範疇，每天默默地被反覆踐履

著。例如升降國旗、唱國歌、觀看國際運動比賽為本國選手加油等一一

這些就像 Ernest Re nan ( 1990﹝1882﹞）所說的「每日的公民投票J ，日復一

日肯認國族的存在。一旦有偶發事件時，民族主義便以醒目的方式被表

現出來（如 91 l 事件後的美國，或是 2012 年中國的反日示威）。

放在中國的脈絡來看，區分「尋求建立政體j 與「維護既有政體」

的民族主義，有助於我們理解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間的異同。許多人

認為，在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必須區分開來

討論， 1。但筆者卻持不同看法。做為「實踐的範疇J ，民族主義和愛國

主義本來就不容易區分清楚，有些時候兩者看起來不同，有些時候兩者

是重合一體的。也恰恰是因為如此，筆者才要採敢制度論的立場，另建

「分析的範鵰j 。與其區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不如探討民族主義與

既有政體的關係，從而區別「尋求建立政體J 與「維護既有政體J 的民

族主義。 19 世紀末、 20世紀初的中國民族主義，因為對清廷與北洋政府

不滿，對於人民主權的強調高於國家主權，基本上還是「尋求建立政體

（或轉化政體）」的民族主義，因此孫中山要推翻滿清建立民園，而陳

獨秀則認為「國不可愛j 。”到了 1980 年代，中共政體已經確立，此時

提倡的是「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J ，孫中山、陳獨秀都成為「愛國主義

教育J 中必得提到的「愛國人士」了。這樣的愛國主義，一方面選擇性

地吸納了過去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從中國外部看來，依然還是一種

「（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到了 1990 年代之後出現的大眾民族主

義，對國家主權的強調反又高於人民主權，其中許多人甚且自稱是「民

間的愛國主義J 。相對地，做為中共對手的國民黨也談民族主義 ，也強

調要「愛國J ，但國民黨的論述與人物很少被納入中共官方的愛國主義 ，

10 例如本文一位審查人Bp持此看法，本段文字Br ；走到-1t ：意見的回應﹒

II 參見陳獨秀（1914) • i克松僑（2002﹔ 94）將之絲為中到民線主義的 「陳獨秀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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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成為負面教材。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 「民族J 與「愛國J 如何

界定，基本上還是與政體／政權有關，而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也很難區

分開來，不斷隨情境變動，而且經常被混在一起。制度論的分析取徑反

而能幫助我們釐清其關係，關於此點在第三節會進一步分析。

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其代理人或施為者（agent）主要有兩種，一種

是國家（政府），一種是人民。國家的民族主義對外主要表現在國際場

域，例如戰爭、外交政策、對外貿易、國際宣傳等﹔對內則體現在愛國

主義教育，以及前途的「日常國族主義J 。民間的民族主義，表現在論

述與日常實踐（日常國族主義），而一旦遭遇偶發事件，可能以較為激

烈醒目的形式（如抗議示威）來呈現。政府在國際場域的外交決策與作

為，並非本文的關切重點，但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與民族主義論述，則

是本文的重點之一。男一個重點，則在於民間的大眾民族主義。

1949 年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周於「維護既有政體J 的形

態﹔相對於此的訴求，如疆獨、藏獨等，便是尋求建立政體的民族主義。

從制度論來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有幾點特別值得留意。首先，中國

的政治體制與一般熟知的西方模式民族國家有所不同，在一黨專政、以

黨領政、黨指揮槍的黨團體制之下，領導人的特質與權力鬥爭的變化，

十分容易影響到國族建構的過程乃至內容。此外，改革開放之前與之後

的政治體制與國家性質，也存在著極大差異。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多

半以 1978 年的改革開放做為分界，將 1949 年後的中國分為（至少）兩

個時期，之前的一段有人稱之為「毛澤東時期J ’之後的一段則有「改

革開放J 、「後共產主義／後社會主義J 、「後毛澤東J 等多種稱呼。

如果從政體的性質來看，改革開放前可稱為「革命型國家」，改革開放

後可稱為「後革命型J 或「現代化國家」（趙全勝 1999 ）。毛澤東時期

的革命型國家，對內採取「不斷革命」（陳永發 1998 ）或「繼續革命J

( continuous revolution, Dittmer 1987），不斷發動各種運動與鬥爭，對外則

是「另起爐仕J ，企圖改變國際秩序與制度，因應不同情勢與國外勢力

抗衡，時而有「世界革命J 的主張。至於後革命型國家，則改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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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強調世界革命，而是企圖加入現有體制，成為國際社會一員 。我們

下面將會看到，這兩種體制的變化，對於形塑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

結構與價值觀，都有巨大深遠的影響。

再者，「新中國J 的建立必然要產生新的主體一一「人民J ，但在

上述體制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資格成為「人民」，有關「人民」的

界定也隨著時間變化而不同。根據毛澤東的理論，「人民」的概念是隨

著統一戰線而變動的，而統一戰線，則是確立「敵我關係」的重要框架： 12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接

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

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

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

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園，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

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

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

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敝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

於人民的範園。在現階段（按： 1957 年），在建設社會主義的

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

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

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努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組編 1992:414)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

務〉中對統一戰線做了新的宣示：「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

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

廣泛聯盟J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組編 1992: 564 ）。到了 2004年修

12 以敵;1l nn係朱界定白流與他者，即屬於下文將會-tt拾到的「戰爭之框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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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憲法〉時，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J 寫入〈憲法〉序言，統一戰

線成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

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

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涯的愛國統一戰線。」此時的重點，除

了加入「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也更強調「擁護祖國統一J 的愛國

統一戰線。從中共建國以來，「人民J 的概念從來就是與「統一戰線J

分不開的。這種對「人民J 的不同界定與塑造過程，對 1949 年後的民族

主義 ，有著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詳如下文）。

（二）情感結構：「愛的秩序J 、「心的邏輯」與怨恨心態

﹝情感結構」的概念主要來自英國左派學者雷蒙 ﹒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 他對情感結構的界定是 「一種溶解的社會經驗，與其他已經

沈澱且更為顯明的社會語意形構（semantic formation）有別」。威廉斯特

別挑選「情感J 這個字眼， 而非一般所謂的「世界觀j 或「意識形態J ' 
因為它關切到「被主動地生活過與感受到的意義與價值j 。情感結構這

個詞凸顯了「衝動、抑制與調性的特有成分 ， 尤其是意識與關係中的情
感成分」﹔它所強調的不是「與思考對立的情感 J (feeling against 

thought），而是「被感受的思考與被思考的感受」（thought as felt and 

feeling as thought）。 這些情感成分被稱為 「結構j ，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存
在著連鎖互動與張力﹛Williams 1977: 132-134）。 Simon Clarke等（2006: 12) 

跟隨威廉斯的腳步，進一步深入闡釋情感結構的概念，認為情感結構包
括「持久的感情組態，這種感情組態表現了一個年代或時代，超越了特
定政權 、 國族或階級的偶成性 ，但仍可從政權、國族與階級中找到範

例j 。

本文對「情感結構j 的界定與用法，基本上依循威廉斯的傳統，認
為情感並非思想的對立面，而應強調「被感受的思考與被思考的感受J 。
但筆者更進一步認為，為了更深入地探究情感結構，有必要納入謝勒所
提出的 「情感先天性J ( emotive a priori）概念。謝勒從現象學出發，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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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形式主義倫理學，而發展出一套非形式（non-formal）或質料的

(material）倫理學。謝勒認為，決定道德與倫理秩序的價值並非徒有形式、

毫無內容的無上律令，而是有具體質料的。這些質料來自情感本身，人

們的，情感先天地決定了價值體系的實質內容，因此謝勒以「情感先天性J

稱之。 13

從「情感先天性」出發，謝勒進一步提出了「愛的秩序」 （ordo

amoris） 的概念（Scheler 1973b）。所謂「愛的秩序」，完整地說其實是「愛

與恨的秩序J ，也就是由於愛與恨的情感所建立出來的價值評估與價值

選取的秩序。對於謝勒來說，恨是愛的對立衍生物，因此他省略了，恨，

而以「愛的秩序J 來統稱之。謝勒也會引用法國思想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將其稱為「心的秩序J (ordre du coeur） 或「心的邏輯J (/ogique 

du coeur） 。質言之，心靈的存在與邏輯極為類似：人類只能通過（邏輯

的）洞察才能做出判斷﹔同樣地，人類也只有通過（情感的）洞察才能

去愛，從而透過愛 （與恨）來建立價值階序（Frings 1996: 45）。

無論稱之為「心的邏輯」或「愛的秩序」，在謝勒的用法裹，都有

「規範」與「經驗J 兩種含意。前者指的是先天絕對的價值秩序，後者

指的是在不同的時空現實當中可以發現的價值秩序。”愛（與恨）的力

量被引導進入認識事物的價值結構。這種價值受制於選擇和拒絕的法則，

而這些法則又決定了不同時代的世界觀，對世界的認識以及控制自然

的意志。這種「愛的秩序」可見於所有的社會形式，如種族、民族、國

家、人民、家庭、黨派、階級，也可在每個個體成員身上觀察到（Frings

13 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先天性J (apriori • ,l-t華「先驗」）是先於經驗而存在的﹒但現f勒

的質特所涉及的經驗， 則是透過本質宜重見所得到的成~學經駿﹒而非一般的經捨 ﹒ "!ti勒！t

ai車形式倫理擎的重佑以及其所提出來的「非llJ ;t主4\俏皮學」﹒參見 Scheler ( 1973a) • 
14 謝勒有許多概念都要分兩個層次看﹒包含悠然面（皮您與提je ﹒具有普遍性與一致性）與

實然面（ .IJl賞中各不同時愛的具體質量成﹒具有特殊性與變異性） ． 如果我們拿「心的i是

緝J 的概念呀！照於三流社會學界比較熟知的 Pierre Bourdiel』（ 1977）的生存心態（habitus) • 

也許更容易理解 ﹒，.，真：t .A.下的「心的逐輩革」類似生存心j憊的概念，同時具有結構化與被
給總（structuring and structured）的作用，但「心的邏輯」更強4月情感的作用與倫值取向所產

生的影響﹒此外 ，心的邏輯還有規舵的意.A. ﹒強調I!然 tii ﹒這也是生存心態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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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45）。 15 謝勒認為，「一個人的道德完全依據他的愛的規模來論定

一一並且絕對地只根據這一點，正如一個社群的道德價值乃隨著它所能

運用的愛的資源而異J ( Scheler 1954: l的，粗體為筆者所加）。因此，

他進一步指出：

不論我探究個人、歷史時代、家庭、民族、國家或任一社會歷

史群體的內在本質，唯有當我把握其具體的價值評估、價值選

取的系統，我才算深入地暸解它。我稱這一系統為這些主體的

精神氣質（或性格）。這精神氣質的根本乃首先在於愛與恨的

秩序，這兩種居主導地位的激情所建立的組織原則．．．．．．。這系

統恆常支配主體如何看他的世界和他的行為活動。（謝勒 〔舍

勒〕 1999: 739 ，粗體為筆者所加） 16 

「情感結構J 的概念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強調情感並非一時的激情，

也不是「非理性J 而難以駕取與馴服。相反地，情感結構強調情感作用

的持久 、 而非短暫﹔透過「愛與恨J 的情感 ，這個紛然雜陳的世界現象

有了等差秩序，這樣形成的情感結構提供了意義與價值 ，形塑著人們的

世界觀，引導著人們的理性行為 。 正如韋伯所指出的，推動人類行動的

動力是利益，但價值卻如鐵路的轉轍器，決定了行動的方向（Weber 1958: 

280）。把謝勒與威廉斯的論證接在這句話後面來看，深刻影響著人類價

值觀形成的，便是情感結構所決定的「愛的秩序J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

上，談論「情感結構」真有社會學的意義，也有其必要性。換言之，我

們必須理解的不只是理性行動本身，而是情感所決定的方向（意義與價

值），究竟將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的 這種牽涉到謝勒的位格理~﹒也就是每一個完登的位格包給了「f團體位格 J J揖「絕種位
給」’，t.Jot限於J;福無法詳述，參見 Scheler ( 1973a) • 

16 本段引文主要根據中譯本，但同時依被英語本作了部分修改﹒參見Scheler ( 1973b: 9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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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勒的質料倫理學根據先驗秩序，區分了四種價值等級。 17 在現實

當中，這些價值等級卻會發生倒錯的位移情形，以致於較低的價值等級

被置於較高的價值等級之上，或是較低的價值引導較高的價值。引發價

值位移的重大原因之一，在於人們的怨恨心態（ressentiment）。謝勒認為，

現代社會便是一個極容易發生價值錯亂或價值顛倒的社會，原因在於現

代社會滿足了誘發怨恨的兩個社會學條件：理論上的平等與實際上的不

平等。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中（例如印度的卡司特體制），怨恨

發生的可能性較小﹔相反地，在一個社會流動性高、人人都有「權利J

與別人相比、但事實上卻又不能相提並論的時候，這樣的社會結構，必

然會聚積強烈的怨恨（Scheler 1998）。

尼采在 〈道德系譜學〉 中提出知名論題，認為怨恨將導致價值倒錯

(Nietzsche 1969）。謝勒較尼采更進一步，將怨恨何以能夠產生價值倒錯

作了更清楚的解說。處在怨恨心態當中的人，是沒有辦法形成真實或正

確的價值判斷的。「怨恨j 和「無能」總是連結在一起﹔怨恨者無法像

「汲汲營營者J 那樣精力充沛，透過不斷向上攀比來肯定自己﹔他只能

透過錯覺或假象，來肯定自身的價值。這時候，謝勒所稱的「價值位移j

(value shifts）或「價值顛覆J (transvaluation），於焉產生（Scheler 1998: 

52-57）。

無論是「價值位移J 或「價值顛覆J ，怨恨者並不是刻意在撒謊。

當阿 Q 說「見子打老子J 、或是狐狸因為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時候，

他們是「真心誠意」地這麼想著的。由於具有這種「價值顛覆J 或「偽

造價值圖式」的作用，怨恨可說是一種真有明確前因後果的心靈自我毒

害（self-poisoning），可以存在於個人心理，也可以存在於集體、社會、乃

至一個文化當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怨恨不只是一時的情緒反應而己，

它不會隨著單一特定誘因的消失而消失，而是長期累積形成的一種生存

心態，反映著人與人之間的共在開係（劉小楓 1994: 137 ）。

17 述四種價值等紋，由高到低依次是神聖價值 、 精神備值、生命備值與感官價值 ﹒關於述~

種價值等級的詳細闡釋﹒參見 Schclcr ( I 973n: I 04-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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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框架：「戰爭之框」

本文根據現象學立場所發展出來的第三個分析概念，即認識框架，

或稱識框（cognitive frame）。「愛的秩序」決定了人的價值體系，而讓人

們感知外在環境、界定現實的，則是其所選擇（或被賦予）的框架。社

會學者 Erving Goffman 承襲謝勒與舒話（Al合ed Schutz 1962）的現象學傳

統，認為個人面對這個世界紛然雜陳的刺激、現象與事件，必須仰賴一

些基本的原則來選取與組織他的經驗，才能產生意義，而這些基本原則

就是Go品nan所稱的框架（Goffman 1974: I 0-11）。換言之，框架或識框指

的是建構意義時所依據的要素選取原則，行動者藉此選取原則來界定其

所面對的現實。根據Goffm侃，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一些「基本框架」

(prima可 frameworks），人們必須透過這些基本框架來認識世界、理解當

下﹔缺乏這些基本框架，世界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在現代民族國家，存在於「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J 背後的一個基本

框架，筆者借用Judith Butler (2009）的概念，稱之為「戰爭之框J (frames 

of war）。根據 Butler 原來的用法，「戰爭之框」乃是「選擇性地刻畫作

為戰爭行為本質之經驗J 的方式，構成了一種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

她以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虐囚照片為例，探討「戰爭之框J 如何讓人們

區分「可悲傷的J (grievable）與「不可悲傷」（non-grievable）的生命 。

Butler進一步借用此一比喻，探討包括性別政治在內的主體形成，哪些生

命是被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生命是被刻意忽略、甚至不被認為有資格

影成主體的。本文根據 Goffman 所開創的「框架分析」傳統，將「戰爭

之框」的概念進一步擴大，包含兩種意涵 ： 第一種意酒指的是戰爭所創

造出來的認識框架，第二種意涵則是指人們藉以界定 、 理解、詮釋戰爭

及其遺緒的認知框架。這兩種意涵是相關的，但內容不完全相同。在第

一種意涵中，戰爭做為一種有能力改變社會結構的歷史事件，本身即可

能創造出一種新的認知框架，這種認知框架會影響到人們看待自我與世

界的方式，當然也包括對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方式。在現代，戰爭之框

經常涉及國族建構﹔並非所有的國族成員都被動員直接參與戰爭，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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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框」卻提供了國民全體理解與詮釋戰爭的框架。現代戰爭與前現代

的戰爭相較，除了因軍事科技與工業化的發展而導致戰爭型態與戰略思

維的改變外，另外一個關鍾的不同，在於平民百姓被廣泛地動員涉入戰

爭之中（Kestnbaum 2005），而這個動員過程，其實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建

構的基礎之一。

簡要地說，戰爭之框不僅區分敵我、建立主體、鞏固內部，還必須

提供救贖，對戰爭的任意性賦予意義，更要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歌頌暴

力、表彰烈士英雄、鼓吹犧牲生命，都是戰爭之框所必須樹立的價值觀。

自 18 世紀後半以降，以「建立／保衛民族國家」為訴求的國族主義，是

戰爭之框的主要基調， 18 這股經過戰爭歷程來建立民族國家的熱潮，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達於頂峰。二戰之後，歷經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與

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毀滅浩劫，歐洲各國問力求和解，嘗試以區域整合來

超越民族國家，而殖民主義在E非各地節節敗退，戰爭之框也不再以國

族主義為基調。冷戰時期，是以「共產集團J 對上「自由民主陣營J 為

主要的框架，而在冷戰結束後，強調的則是人道主義與所謂「普世價值」

（如自由、民主、人權、反恐、人道救援等）。在東亞，以國族主義為基調

的戰爭之框仍主宰著這個地區的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對現在的認識，以

及對未來的想像，而這也是當今東亞局勢充滿潛在衝突的緊張來源。 19如

同下一節討論所指出的，在歷經共產革命所建立的新中國，毛澤東將戰

爭之框轉化成了鬥爭之框，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中國人，而這樣的戰爭

之框，迄今仍主導著許多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18 「 1月，﹜生」（key）是Go何m徊在﹛框槃分析﹜中所提：！：的概念﹒簡單地i1t ﹒同－個絕對E ﹒可以

因＋音從不同而「轉調」（rekeying） ，例如同樣的打門行為﹒有可能是小殺之間的模仿道，t ﹒

也有可能是軍事演習（而非真正的教門）﹒找們可以將此概念加以延伸，民旅主J\只是戰

爭之框的一種1月性，但益非戰爭之框的內在屬性 ﹒ 軍丸爭自古已有﹒但唱起民技主~＼的調﹒

則是近代以來才有的事 ﹒ 關於調性的.iJ!－步討漪，可參兌i：£.宏伶（2014）﹒

19 關於 「J戰爭之框」此一概念的完:fl鬧得與1t詣，參見i正宏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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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9 年以來中國民族主義中的情感結構、價值

秩序與認識框架

根據以上的分析架構與理論概念，筆者在這一節分析當代中國民族

主義的情感結構及其所相應的價值秩序與世界觀。為了討論方便，本文

將 1949 年後的中國區分成三個時期 ： 毛澤東時期（1949-1978）、鄧小平時

期（1978-1991），以及全球化時期（ 1991 迄今）。 20 討論將分成三部分進

行，第一部分針對毛澤東時期的政治體制一一在這襄特別指的是一連串

的政治運動與鬥爭，包括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一所形塑出

的「心的邏輯J 、尚武精神與戰爭之框。第二部分探討鄧小平時期，中

國從「革命型國家j 轉變成「後革命型國家J 所產生的情感結構的改變。

第三部分則針對 1990 年代以來全球化時期出現的「新民族主義」熱潮，

分析大眾民族主義背後的情感結構與價值觀。取材的來源主要包括領導

人物的言論、官方政策與愛國主義論述、大眾民族主義的代表作品與其

中部分作者的訪談。 21

（一）新中國下的新主體一一「人民」：毛澤東時期「人的改
」l!r.

Z主a 」

1949 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中國歷史邁入新的里程碑。共產黨靠著打敗國民黨贏得政權，舊社

2。 這個區分僅是為T -tt諸方便，益不嚴格，u甚至•I每個領導人掌權或在位的期悶﹒而是以相應
的結講改變為基準﹒ 1978 年所，H里的是改革開放﹒ 1991 年對泌的是絲聯解體、冷戰結來﹒

也就是新一波「全球化」時代的j•J ＊－ ﹒
21 ~1主主要於 2012 年6 月五 7 月間在北京進行﹒學者訪咬了十多位不同年歡與立場的人士﹒

其中包給大Z臣民族主役的代表人物 ﹒ 3昏者感謝他們願！；抽空接受訪技 ﹒為了尊重每一位受
訪者的感受ll-隱私﹒所有訪設皆以匿名處理﹒另外，要特別說明的是﹒ 1990 年代之後大1臣

民族正義的錢本代表作品﹒例如﹛中圈可以後不﹜ 、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以及

﹛中國不禹興﹜等，基本土都是集體創作 ， 個月，l作者在接受訪談時也會互相援引﹒因此除

非孔、耍，本文在處理時將不刻意區分個~·J作者的身分， f盡管他們之間也存在一些內部差
異﹒本節4是半，也會針封其中一部分的差其精作討吉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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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推翻，新中國的建設才要開始。「新中國」既已成立，「新國民」

也必然要誕生。但許多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都曾注意到，毛澤東所領導

的共產革命，其意圖不僅僅是要重塑政治與社會體制，也想徹底重塑自

然與人性（黎安友2000: 85 ）。事實上，任何現代意義下的革命，必然包

括人的改造，所差別的僅僅是程度的不同。民族國家的建構也是如此：

新的國族，必然要召喚新的主體。北京大學退休教授錢理群對於毛澤東

時代對人們的精神與心靈造成的影響多所反省，他曾語重心長地指出，

毛澤東不同於一般掌權者，他的革命不滿足於社會的改造，更是要傾全

力進行「人的改造」，而這種人的改造，是深入到靈魂深處的（錢理群

2012: 247 ）。那麼，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的靈魂被改造成什麼樣子呢？

漠娜那蘭在〈論革命〉一書中指出，近代以來的革命與戰爭從來就

是分不開的，列寧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所進行的暴力革命可說是其中代

表（Arendt 1963），學界有人將此一傳統稱為「戰爭共產主義」（朱元鴻

2014 ）。師承俄共的中國共產革命繼承了這個傳統並將之發揚光大，毛

澤東可謂集其大成者。他領導中國共產黨號召工農階級起來革命， 憑藉

武裝鬥爭奪取政權， 23 因此不但強調武裝暴力的正當性，而且提值鬥爭

俏武的精神。為了動員群眾，毛澤東擅長用底層人民都能懂的通俗語言

來表述他的革命理念，宣揚暴力的合理化。例如：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

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 1965: 18) 

在傳統中國社會，「文質彬彬J 、「溫良恭儉讓」是受到推崇的品

22 此處的「新國民 J 走，ti!著「新聞家」（新中國）梭的﹒但值得留念的是﹒中共建政以
來﹒用得最多的詞彙是 「人民」 ，其次是「公民」﹒ 「國民」－1•)J1'1甚少出現. i在成持和

「國民」 － -t司已被封手（國民黨）先占有關 ﹒
23 「奪取政權」 是中共官方（包含毛澤來本人）都經常使用的設法 ， f盡管「奪取」一詞富含

戰鬥氣息 ，益非是個中性1司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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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繪畫、繡花、做文章，都是雅緻高尚的活動。相形之下，暴力是

粗俗無文、品味低劣的。毛澤東特別以此做為對比，其實正是要顛覆傳

統「雅一俗j 的價值階序，提高暴力的地位。他提倡戰鬥與鬥爭的人生

觀與世界觀，樂在其中：「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

人鬥，其樂無窮J 。毛澤東自稱是「戰爭萬能論J 者，而且認為「這是

好的j ，因為槍捍子不但可以出政權，還可以「造黨、造幹部、造學校、

造文化、造民眾運動J 一一總而言之，「槍桿子造一切東西J （毛澤東

1965: 535 ）。毛澤東還有許多關於戰鬥策略與推崇武力的格言短句，被

認為充滿智慧，不但流布甚廣，有些還被奉為圭桌、積極實踐，諸如：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

治是不流血的戰爭J 、「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中華兒女多奇

志，不愛紅妝愛武裝」等，不勝枚舉。

革命既然是暴動、是戰爭，那麼確立一個區辨敵我的「戰爭之框」，

便是首要任務：「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

的首要問題」（毛澤東 1965: 3 ）。區分敵我的策略是透過統一戰線。建

國之前，「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j ﹔「戰

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 f保存自己，消滅敵人j 。 ．．．．．．因為如不消滅

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J （毛澤東 1965: 471 ）。建國之後，這套策略便

被拿來對付內部敵人，「戰爭之框」成了「鬥爭之框J 。

使用暴力從事武裝鬥爭的目的，原先是為了反抗壓迫，也就是毛澤

東後來定謂的「三座大山」一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

但等到這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之後，鬥爭被擴大到一切。毛澤東的革命理

論是「不斷革命論J （陳永發 1998 ﹔ Dittmer 1987 ）：即使建立了社會主

義體制，還是必須不斷地搞階級鬥爭，因為資產階級可能復辟，敵人隨

時有可能從身邊冒出來：

在拿樹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控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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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

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

錯誤。（毛澤東 1965:1428)

1949 年後，共產黨開始在全國發動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從 1950 年的

「鎮壓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j 等三大運動開始，包括「三反

五反J 、「雙百J 、「反右J 、「大躍進J 、「人民公社J 一直到「文化大

革命」，除了為人所熟知的大型運動外，每年都有新的政治口號喊出，

可說沒有一年沒有新運動（Su 2011: 168） 。在頻繁的動員下，搞運動、抓

鬥爭猶如家常便飯，幾乎可說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變成一種慣行。

這些運動可說是新中國內部的建國工程（nation-building），其目的不僅在

改造社會鞏固政權，更在打造新的主體一一 「人民」。社會主義的新國家

需要透過不斷的鬥爭來建設，而「人民J 則是靠著統一戰線的 「戰爭／

鬥爭之框」來鍛造。

暴力與鬥爭／戰爭受到推崇，靠的不僅僅是政治動員，背後還有一

股「革命樂觀主義J 的精神與浪漫主義的情懷在推波助瀾，也就是對革

命前景的樂觀希望與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 24 在此情形下，「愛的秩

序J 也產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於毛澤東能夠帶領共產黨在極度困難的環

境中艱苦奮鬥、幫助人民推倒「三座大山J ，讓底層群眾翻身，給中國

帶來希望，這些勝利者的成功經驗不但鼓舞人心、激發鬥志，也感動了

許許多多的人。共產黨或毛澤東被比作父母，其恩惠更甚於生身父母，

畢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25 被塑造成人民楷模的雷鋒，曾

在其日記中抄了一段短詩，雷鋒死後這首詩被譜成歌曲〈唱支山歌給黨

24 關於 1949 年之前中國的革命樂觀主抗，可參見 Hsiau (20 1 3）的-tt洽﹒

25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析中國〉是一首作於 1943 年的歌曲﹒在 1949 年1剝皮!Ir ii,傳唱﹒到 T

2000 年以從﹒在加強愛國主A教育的風潮下﹒官方甚至為這首歌成立了紀念館、拍成同名

電影並出版專書﹒我們將在下文的分析中看到，這種透過歌曲、電影電棍、紀念館等媒介

~i·ll史來傳為：意識形態的手段，在 1949 年役的中創十分常見，而且欽來卓著 ﹒深入人心－

i走到於一種情感結糟的建立典章囚，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愛國主A教育除7在正提教育

的課堂中實施外， 也經常透過學校、單位組織起來看電影 、參~紀念館、祭』學烈士陵圓 ~t

活動進行 ﹒ 參見 Wang (2012) • 



394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聽〉，在全國「學習雷鋒j 的風潮中廣為流傳。歌詞是這樣描述的：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

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

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26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這個新的「愛的秩序J 裹，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愛，是要比對

自己的父母來得高的。反過來說，一旦這種秩序受到挑戰，人們被迫要

有所取捨﹒甚至必須把愛轉為恨。如前所述，「人民j 的概念並不包括

階級敵人，前面提到Butler 「戰爭之框」的概念，可以拿來理解新中國之

後「人民J 主體的形成：戰爭／鬥爭之框被用來區分「可悲傷J 與「不

可悲傷j 的生命，框外的生命是被刻意忽視輕賤，甚至不被認為是有資

格形成主體的。因此，在這個新的「愛的秩序」裹，對於階級敵人，必

須拿起鞭子狠狠地揍他，絕不能留惰。這裡的「揍」不僅是隱喻而己，

而是化為真體實踐 (practice）的批鬥。從土改、反右直到文革，這樣的批

鬥場面在全國各地日復一日上演著。在這種體制下，仇恨與惡意被視為

美德，並獲得7正當性的基礎（Pye 1992: 67-84）。 27

錢理群曾因在 14歲時被迫與「反革命j 的父親以及提拔自己的老師

劃清界線，日後在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時，寫下這段懺悔之外尤具深刻

體悟洞察的文字：

這個體制就是這樣強迫你和自己的父親 、 老師劃清界線，我日

後對此做了長久的反思，曾寫過文章討論劃清界線背後的倫理

觀。這是要從靈魂深處把血肉相連的父親挖出，把最後一點的

26 如同下文中的分析，這個「被人」的修辭模式，在往後的民族主.A為述中不斷大量出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提到美「鬧革命、被敝人」的歌曲，除了中段較為激越昂揚
外﹒基本上是一首曲調溫柔的歌，作詞者為吠面的煤礦玉人姚繞4年 ， 作曲者則為知名的作
的家朱1-t耳 ， 歌曲從 1963 年同世後使傳唱全國﹒感動 T無數人心﹒

27 壘，前所述， Pye 是少數注意置，l情緒在中國政治中作用的學者，但他把這些作用歸因到文化﹒
本文別強調體制，立t進－步探究T情感結在雄所形成的價值﹒這是本文WPye最大的不同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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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遺忘，把愛串串成恨。問題是，這背後還有所謂的理論支持，

．．．．．．人是分階級的一一人性是有階級性的一一愛也有階級性，

所以，一旦父親是反革命，就不能愛他，還要恨他。在這樣的

「革命邏輯」面前，一個 14 歲的孩子是很難抗拒的。後來我讀

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才知道，父子之間的血緣關

係建立起來的愛，是人的「天性的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放棄，絕對要堅守的，這是一條

「人禽之界」，不管有什麼理由，只要傷害了自己的父親，就

越過了做人的底線，不成為人了。這條界線一旦越過，就沒有

什麼事不能做了，一個人連自己的父親都能詛咒，就陷入了罪

惡的深淵，這背後其實還有一個理念：只要目的是崇高的，一

切手段都可用 。 1949 年以後所謂的「思想改造」，其中一個重

要方面，就是要人們接受這樣的邏輯與理念。 14 歲的我，就這

樣接受了第一個「思想改造」的洗禮，這是我將生難忘的記憶

與教訓。（錢J.f群 2012: 35 ， 粗體為筆者所加）

錢理群的這段文字，其實為前面所提到謝勒的「愛（與恨）的秩序j

或「心的邏輯J 提供了最佳的詮釋。新中國成立之後，新國民（人民）

必須培育的「心的邏輯J 是錢理群筆下的「革命邏輯J ，在集體主義的

「愛的秩序j 下，對黨園、階級、人民的愛，要遠遠高於對父母的愛。

「人民J 是依據統一戰線界定的，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在社會內部形成

形形色色的「戰爭之框／鬥爭之框j ，框外的對立面是「人民」的敵人，

不是人， 28 沒有資格成為人民的主體，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一樣。在鬥

爭當中，人們首先要學會的是去恨而不是去愛，毛澤東時代的「愛的秩

序J 便成了一個「超越了人禽之界J 的秩序，把人與禽獸的差異抹滅、

28 與此相闊的是，毛澤來另外創造了「牛鬼蛇神」的形象用語﹒經常在文拿、 "!4t看中提到 ﹒

文革時期，這個詞史是大量流行，被廣泛應用在任何打擊，t 象的身上﹒接言之 ，在這發

「愛的秩序」底下﹒很多人益不放會成人來;{r-待﹒ i是當人的資串串都il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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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不成為人J 了。 29

毛澤東時期所提倡的暴力，不僅僅是國家的暴力，更是人與人之間

的暴力。毛的統治不但讓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中能夠遇止暴力的機制全

都失去了作用，並且讓各種使用暴力的誘因動機相互結合，經過頻繁反

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與實踐，舉國上下的人民被徹底動員，即使是孩

童也必須學會參與鬥爭（Harrell 1990; Chan 1985）。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

革命則是讓這些暴力從組織化的暴力變成失控的暴力，造成了無以名狀

的殘忍與難以數計的集體屠殺（Su 2011）。

文革喊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J 的口號，要「把顛倒的歷史顛倒

過來」，而其理論根據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蠶J （錢理群

2011: 73 ）。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謝勒所說的「價值顛覆J ﹒甚至是「顛
覆再顛覆」。曾經擔任紅衛兵親身參與文革的學者T學良，對文革的描

述是：

全中國上下進行的是毛澤東的「無法 （無法規）無夭（無道

統）」主義，任何稍微沾有文明社會氣息的東西，諸如禮貌、

教養、品行、規矩、寬容、同情、美、藝術’老1：被 「批倒批

臭」﹔粗暴、野蠻、殘酷、兇狠被尊為「造反派的脾氣」和「革

命立場堅定」的表徵。毛澤東年輕時就推崇「痞子運動」’

文革期間，他按照「痞子」的模式來塑造全中國青少年。（丁

學良 1994: xx) 

文革時已是成人的錢理群，則是如此描述這場運動：

「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惡誘發出來，使其惡性發展。「文革」

29 但在另一方面 ，必須留意的是，像前途 （唱支山歌給黨聽〉這樣的歌曲還有很多，在－段
時間內的且在感動了很多人﹒它所流露的情感是無比真實的﹒在學者的田野訪袋中，有人，f
此還是＋分懷念﹒這也說明 1 · 述種新的「愛的秩序」益不是什麼虛假意識或教條灌輸﹒
而是有真實愉~基礎的 ， S畢竟共產黨的權~底層的人動身，也曾在一段期間必許多人帶來
了希望﹒這樣的「愛的秩序」’至今仍影響著部分人們的價值觀典認識世界的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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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的毒害，主要是鼓勵「群眾專政」’製逢人與人之間的仇

恨，誘發人的動物性的嗜殺性。（錢理群 2011 : 192) 

如黎安友（2000:45）所說：「在毛的統治下，中國人被設計好去捲入

暴力。他們輪流充當受害者和害人者，自相循環，誰也沒錯，誰也不負

責任。」曾親歷文革的人，也形容那是一場「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

革命J （丁學良 2013: 170 ）。在此情形下，舊的怨恨持續累積、新的怨

恨也不斷被創造出來 ：

在不斷的殺戮中，最容易培育民族的怨毒之氣。我曾和一位江

西作家一起討論，發現怨恨已注入中國國民的血液哀。幾十年

來不斷地革命，革革命，這些年又不斷地為利益而爭門，所有

的中國人，都在這之中迴固和精i皂，忽而你革別人的命，忽而

別人革你的命，或成功或失敗，翻來覆去，就造成了對他人對

社會的怨恨之氣，墊個民族的心靈被毒化了。我們經常談到國

民性的奴化，而較少注意國民性的毒化。其實，這毒化的後果

卻是不可低估的，而且奴化與毒化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錢

理群 2011: 193) 

毛澤東時期所不斷製造、累積的「怨毒之氣」，並沒有隨著毛時代

的結束而消失。相反地，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怨毒之氣反而獲得了新的

擴散可能，因為謝勒所說的社會學條件一一理論上的平等與實際存在的

不平等一一正在擴大之中（參見下節討論）。因此，錢理群繼續說道 ：

在一九八八年，我就寫過一篇文章，說整個中國充滿了怨恨，

這種怨恨，特別是被壓抑者的怨恨有它的理由，有某種合理性，

但卻是危險的。問題是，怨恨之火屁向哪襄？魯迅說，在中國，

很可能就燒向弱者，阿 Q 受了假洋鬼子的欺負，卻在小尼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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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了氣。現在，十八年過去了，中國大地更是處處升膳著怨

恨之氣，這氣將燒到哪衷，依然令人擔憂。（錢理群 2011:

194) 

如同下文討論所呈現的，這股怨恨之氣，就在 1990 年代以後的民族

主義中，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總結來說，毛澤東時期透過一連串的運動來改造人與社會，確立了

鬥爭文化與尚武精神，以戰爭之框／鬥爭之框來看待世界、合理化暴力。

透過暴力鬥爭進行的革命建立了一套顛倒人性的「愛的秩序J ，把對黨

圓的愛置於對父母的愛之上，把敵我關係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文革則是

公開鼓勵奪權造反，全面顛倒價值秩序，其結果是導致暴力失控，造成

普遍的怨毒。這些顛覆價值的「愛的秩序J 與尚武精神，並沒有隨著毛

時代的結束而消失，而是對往後的中國政治與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

深遠的影響，包括 1990 年代之後浮現的「新民族主義」。更重要的是，

毛澤東時期所帶來的種種顛覆、扭曲、破壞與迫害，造成了新的情感創

傷（詳如下述），成為影響往後情感結構變化的新變數。

除此之外，由於「新中國j 是一個從重重戰爭之框所精鍊鍛造出來

的民族國家，它的國族敘事，必然充滿大量的戰爭記憶與軍事元素。毛

澤東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指導方針已經成了當代中國建國神話的一部分，

以各種語錄名言的方式廣為流傳，即使尋常百姓也耳熟能詳。「新民主

主義革命j 的歷史階段劃分，也成了官方的國族敘事框架。新中國成立

前後各個階段的主要戰爭一一從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

抗美援朝一一被編成各種故事、教材、文學作品與電影，為老百姓所津

津樂道。其中較知名的如〈地道戰〉、〈地雷戰〉 、 〈小兵張嘎〉等電

影，還有許多被稱為「紅色經典」的文學作品。這些電影，直到今天還

經常在電視頻道上重複播放，或是被改編為新的版本， 1990 至 2000年代

也掀起一渡將「紅色經典j 改編為電視劇的熱潮。與此相關的，還有把

戰爭與革命塑造成當代中國「精神文化遺產J 的「紅色旅遊」（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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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這些被一再複製且廣為流傳的文化實踐，除7傳遞國族的歷史記

憶外，也透過革命浪漫主義等美學手法， 30 讓美化戰爭的尚武精神與戰

爭之框在當代中國一代一代持續地再生產下去。

（二）鄧小平時期：受傷害的感情、被害意識、悲情與恥辱

的歷史記憶

毛澤東在 1976 年去世後，文革隨之結束，中國也在 1978 年中共十

一屆三中全會後正式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與此相應的，中國的國家性質

從「革命型國家」轉而成為「後革命型國家J 。中共不再以「革命政黨J

自居，而改稱自己為「執政黨」。中國從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走出來，百

廢待舉，鄧小平經常警告，中國如果不趕快發展經濟，加速現代化進程，

可能有被「開除球籍」（意謂被排除在地球村外）的危險（趙全勝 1999:

83 ）。鄧小平時代盛行的「貓論J （「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

好貓J ）與「摸論J （「摸著石頭過河J ），一方面反映出政策上的開

放彈性、不再死守僵固的教條，一方面則顯露出對不確定的未來缺乏自

信。鄧小平將社會主義的意義重新詮釋為「提高生產力J ，喊出的口號

則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1980 年，鄧小平提出了未

來 10 年的三大任務 ： （ I）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2）爭取實現包括台

灣在內的祖國統一﹔（3）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此一時期的統一

戰線，不再強調階級鬥爭，而在「祖國統一J 。對香港、澳門和台灣問

題的處理上，則上升到民族的層次（Hughes 2006: 14-22）。由於不再強調

階級鬥爭，「愛的秩序」也有所調整，宣揚「愛祖國J 的愛國主義獲得

強調。 1982 年中共修改〈憲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被寫入其中﹒

其中第二十四條規定 ： 「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

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

30 「革命浪漫主4' J 也是－種毛澤余所提倡的吳學形式， i1l-A必須拿來與現實主J\互論 ． 這
種革命浪漫主泛的表現手法不僅見於文學典發術作品，同時也可兌於集體記憶的旦成中 ﹒

參見 Lu (1993）、 Wang (2003) • 



400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

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93:

16 ）。在這個新增訂的條文中，「愛祖國J 已經被提到第一順位來加以

強調。

此時期的對外政策也出現了幾個轉變 ： 從倡導世界革命變為追求和

平的國際環境、從敵視現存的國際規則發展為國際秩序中的成員﹔從「武

力解放台灣j 轉變成為「和平統一J 與「一團兩制J （趙全勝 1999:

102 ）。不再提倡世界革命、轉而希望成為現行國際秩序成員的中國，母

寧是戒慎小心的。鄧小平曾說：

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

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

頭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

不得罪。（鄧小平 1993: 363) 

在此，情形之下，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也開始有了轉變。 其中最具指

標意義的，是「傷害中國人民感情J 的外交措辭開始大量出現。如果我

們以做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為例，在 1978 年以前，出現「傷害中

國人民感情J 的文章，僅有一篇，但從 1978 年以後，「傷害中國人民感

情J 的修辭開始大量出現，尤其在 1989 年之後，伴隨不同事件的發生而

出現好幾個高峰（參見圖 1 ）。 1978年以前唯一出現過的一次，是在 1959

年 12 月 17 日，當時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在全國僑聯全體委員會擴大會議

上開幕致詞，針對當時印尼發生的排華反華運動，認為此舉「嚴重地傷

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J 。換句話說，在 1978 年以前，中共官方從來不曾

為涉及外交與主權的問題上，說過「傷害中國人民感情J 之類的話。但

從 1978 年起，這個情形有了戲劇性的轉變。上自國家領導人（包括李先

念、楊尚昆、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李嵐清、朱鎔墓、江澤民、溫家

寶、胡錦濤等），到各政府單位（尤其外交部）的官員，乃至記者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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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員所發的新聞稿與評論稿， 「傷害中國人民感情J 幾乎已經像個口頭

禪，被大量應用在與主權、外交、歷史記憶相關的場合與議題上， 其次

數之多、頻率之繁，引人關目 ﹔進入 2 1 世紀後 ， 更在網路上成為調侃的

對象， 31 甚至引起部分民族主義者的反感（詳如下文）。這個巨大的轉

變，某種意義下可以說是中國的集體 「情感結構J 發生顯著變化的指標。

承認自己的感情受到傷害， 可說是一種弱者／受害者的姿態或表現方式。

儘管這可能僅是一種修辭模式 ， 言者未必真有受害感覺 ，但這和從來不

甘示弱、揚言要「另起爐仕j 的毛澤東時期，仍舊形成強烈的對比。努

力要加入國際社會的中國， 由於無力改變現狀又自認受到委屈﹒因此以

受害者的身分自居 ， 向強者喊話一一雖然這並不必然反映質際的強一弱

31 例如－~題為「中國人民的脆弱感情」的網絡文章（http：／／叭叭，v.arctosia.com/archi凹的10 · 

取用日期： 20 14 年 10 月 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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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勢。 32

官方經常把「傷感情J 掛在嘴邊，也許只是個政府的外交辭令，但

男一方面，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的感情的確受到不少傷害，只不過這

些傷害的來源，不是（或不僅僅是）來自外交或主權問題。了學良曾指

出，毛澤東以後的中國社會重新回到「普通常識」生活，這件再平凡不

過的事，對長久以來相信「官方宣傳高於事實J 的中國百姓來說，卻不

宮是一種「啟蒙」。各階層的人們開始看清自己長期生活的社會之真面

目，許多人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被欺騙、被愚弄、被凌辱的感覺。這種

心理經驗，猶如章伯所說的「除魅」（ disenchantment • T學良 1994:

21 ）。更重要的是，此時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外部世界的資訊透過各

種各樣的管道傳入，對人們造成了男一種心理衝擊：

對毛澤東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失望的中國民眾，這時突

然耳聞目睹如此豐富多樣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資訊，震驚於一個

鮮明的對比 ： 在統治著他們的那個毛澤東政權不斷的宣傳「中

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那些年衷，中國大陸在經濟建

設、生活水準、教育發展、政治民主化方面，不但已經被歐美

的老牌工業資本主義國家遠遠拋在後函，被戰敗國日本遠遠拋

在後面，而且也被誅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拋在後面，被南

韓、新加坡這樣從不被中圓人放在眼衷的「小兄弟」拋在後面，

甚至被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一一中共過去在內戰中的手下敗將

一一遠遠拋在後晶。（ T學良 1994: 22) 

改革開放後開始認識外部世界的中國老百姓 ，感情上的確很受傷害 ，

32 如果紛加分析，可以發現這類用語最常被用在有關新疆、晶晶良 、 台灣 ﹒ 以及中日戰爭的歷
史記憶（如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典首相參并且由國神社）問題土﹒從國,l!•J來看﹒被t!?:.b, 「傷害
中國人民感情」 J欠教最多的是日本（135) •迷迷領先排名居ik.的美國（89）與第三位的法國

(I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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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種受傷害的情感，和官方經常掛在嘴邊的「傷害中國人民的

感情J ，意義＋分不同。此外，市場化的體制促使損人利己的行為加劇，

但文革帶來的道德真空卻無法抑止此種趨勢，造成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

人人折磨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受害者，也同時是害人者（了

學良 1994: xviii-xx ）。這種情形，雖然不像文革期間「人人報復人人J ' 

但某種程度也加深7日常生活中的被害意識與怨恨的累積。

鄧小平的「球籍」焦慮也反映在民間，支持改革開放的上海〈世界

經濟導報〉便曾探討「球籍問題j ，引發廣泛而影響巨大的討論。在這

樣的時代氛圍中，社會各階層努力趕上，以免被「開除球籍J 。商品化

與逐漸形成的市場經濟為民間帶來了新的活力，但也造成了新的迷惘與

焦慮。在毛澤東時期受到嚴密控制的思想文化界，也在改革開放後獲得

了新的發展空間。一度被封鎖壓抑的國外訊息流入中國，新的西方理論

與學說被大量譯介。 1980 年代中期出現了「文化熱J ’知識分子們開始

重新深切思索中國的歷史與社會文化定位。 33台灣作家柏楊（1985）所寫

的〈醜陋的中國人〉在中國大受歡迎，引發廣泛閱讀與議論。 人們開始

懷疑， 中國是否因為受到幾千年的「醬缸文化j 詛咒，才導致今日落後

不前的局面。 1988 年 6 月，中央電視台開始播放〈河踴〉系列影片，引

起廣泛迴響，卻因為內容引發爭議而一度遭到禁播。〈河踴〉 的第一集，

正是從西方列強橫行中國的歷史記憶談起 ，形容中國是個「心理上再也

輸不起的民族」﹒並反問 ： 這是近百年來被動挨打的歷史造成的？還是

近幾十年來的貧困落後造成的？（蘇曉康、王魯湘 1996: 8-9 ）。〈河蕩〉

試圖要為中國古老文明的命運進行反思、尋求出路，然而，正如它的標

題所示，這個探索的過程卻是痛苦、哀傷而悲嘆的。 1980 年代的認同危

機與反思’卻也為 1990 年代以後（新）民族主義的爆發，埋下了種子。

在這段時期，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與民族主義的敘事基調，也開始

33 1980 年代的「 ﹔文化熱」 ’可說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新ft~」時期 ，到理解當代中國的知
1i\思想狀況具有重要的：t-'l ﹒近年來相關的回翩典探討甚多 ， 4拉克甘F甜主絡（2006）、全~

英（2006）、賀桂梅（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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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轉變，從「勝利者J 轉而強調「被害者j 。國恥記憶與悲情苦難，

成為國族論述的重要元素。這個過程，是伴隨著國內外因素而發生的。

自 1980 年代開始，為了因應日本方面引發的歷史教科書爭議與首相參拜

靖國神社問題，中團方面加強了關於抗日戰爭的記憶、論述與歷史研究，

並將之制度化。例如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J 、

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哈爾潰的 「日軍侵華七三一部隊

罪證陳列館J ，以及洛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等，分別在 1980 年代

中期至 1990年代成立，並歷經多次整建擴充，擴大展示規模與內容。在

這些紀念館中，日軍的侵華暴行與中國人做為受害者的形象被強調凸顯，

「勿忘國恥J 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論述修辭也一再出現，以讓

那些沒有經歷過戰爭與不會有苦難記憶的年輕世代也能從中學取歷史教

訓（Callahan 2004; Mitter 2003, 2007）。過去的國族敘事雖然也會提到敵人

（日本與國民黨）的惡行劣跡，但更多的重點是在強調共產黨的正確領

導與光榮凱麗的「勝利者敘事j ，革命英雄與烈士是常見的角色。和前

一時期相較，此一時期的國族敘事增添了苦難與恥辱的強調，以及對日

軍暴行的描述與控訴（Denton 2007）。南京大屠殺做為一種「文化創傷j ﹒

過去幾乎不曾見於官方的國族敘事中，但 1980 年代之後開始大量出現在

國族敘事中，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Alexander and Gao 2007），而「三

十萬J 的死難人數，更成為民族情感的重要象徵。“

（三）全球化時期的大眾民族主義：從《說不〉到《不高興》

1989 年的「六四J 事件，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執政正當性出現危機的

一大警訊。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時代正式宣告結束，對中國官方或民

間來說都造成極大的衝擊。一方面，人們憂慮中國會不會步上蘇聯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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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分崩離析，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產生重大改變，美國成為獨霸世界

的超級強權，新自由主義浪潮開始席捲全球，揭開新一按全球化的序幕。

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後確立市場化改革，加速了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在

此背景下，中國成為西方世界在後冷戰時期新的戰略假想敵，知名的美

國政治學者杭廷頓在 〈外交事務〉期刊提出「文明衝突論」（Huntington

1993），認為將來的軍事衝突將會出現在文明的斷層線，而中華文明也名

列其中，暗示美中將有衝突﹔而中國在經濟與軍事的實力逐漸增強 ，也

使得美國開始嘗試在政治上圍堵中國 。 在 1980 年代，飽嚐文革動亂苦果

的中國社會對西方世界相當嚮往與友善，「西化J （向西方學習）與「現

代化J 是當時的主要氛圍。然而，在感受到一連串西方世界對中國不友

善的態度之後，一部分人的感情再次受到傷害，一種矛頭對外的民族主

義情緒開始出現，和 1980 年代對西方的好感形成強烈對比一一或可說，

是一種對 1980年代過分傾向西方、美化西方的反彈與批判。如果我們把

1949年之前中國遭受帝國主義踩繭侵略的苦難與耳縛稱為 「歷史悲情J ' 
那麼中國在面對現實處境所產生的不平可說是「現實悲情J 。儘管毛澤

東在 1949 年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經過數十年的故折努力，歷

經改革開放，許多中國人卻感受到，中國還沒有真正站起來，在國際上

還沒有得到尊重與平等對待。

為了挽救 1989 年以來日益深刻的正當性危機，愛國主義成為官方高

調宣揚的主旋律，中央政府並於 1994 年通過了〈愛國主義實施綱要〉，

1997 年起在全國各地廣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J 。在學校推行的愛國主

義教育方面，苦難的經驗與恥辱的印記也成了教學的重點。例如小學高

年級「熱愛祖國」的指標包含「瞭解歷史一一知道中華民族在遭受帝國

主義的侵略時進行過英勇地抵抗，能說出這些歷史事件j ﹒以及「民族

團結一一知道香港、台灣、澳門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 （浦衛

忠等 2000: 88 ）。到了初高中階段要「講述中國百年的恥辱史J ’初中階

段的教學重點在於「以大量史實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抨擊當時腐

敗政府的無能，語歌抗擊侵略者的民族英雄J ，以便讓學生 「在對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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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中理解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激發起學生使祖國富強、強

大的意識j 。到了高中階段，教學重點則在學生已經瞭解上述歷史的基

礎上，「引導學生對百年恥辱史的形成原因、過程、結果進行分析J ' 
使學生「不僅有了恥辱感，同時也產生了責任感和使命感」（浦衛忠等

2000: 98 ）。

男一方面，所謂「台灣問題J 也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新資源J （鄭

永年 2001 ）。台灣在歷經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一連串民主化、本

土化的政治改革後，透過解嚴、終止動員戳亂時期 、修憲、國會全面改

選、總統直選等措施，國民黨政權已經「脫內戰化J ’與過去的「中國

民族主義正統」脫勾，不但獲得了新的正當性，也隱含台灣已經是個真

有完整人民主權的國家（儘管缺乏外交承認）。李登輝在總統任內期間

積極運用「彈性外交J 政策拓展國際空間，也隱含著「兩個國家j 的意

味。中國民族主義原本就對領土問題十分敏感（黎安友、施道安

2013 ），加上台灣在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使得「台灣

問題j 成為新的刺激，對新一浪中國民族主義形成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5

在上述各種因素結合下， 36 1990 年代以來爆發了大眾民族主義的風

潮，隨著不同事件的發生而逐漸升高（參見表 I ），其中又以 1996 年出

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宋強等 1996a ），以及 2009 年出版的〈中國不

高興〉（宋曉軍等 2009 ）最引人喝目，可說是兩次高峰。這兩次熱潮乍

看相似，實有不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民族主義的一些變化。以下的討

論，將集中在這兩本書與周邊相關的討論與著作。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出版，掀起 1990年

代新一被民族主義的隨風。伴隨這本書之後的，還有其續集〈中國還是

能說不〉（宋強等 1996b ，以下簡稱〈說不 2｝）、〈全球化陰影下的中

國之路〉（房寧等 1999 ）等。〈說不〉在前言稟面就明說了，這本書是

35 進一步"tf-t齒請參見汪宏伶（2012) • 
36 促成 1990 年代民族主A興起的結槍因素還有很多，例如文革時期被門成「臭老九」的知

識分子地位改變、市場社會形成、大﹔但又化興起等（參見Zhang 1998 ) •這些都是不可忽
略的結彷因素，不過不是本文分析討泊的重16.



第七章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發 407

表 l 民族主義做為「偶發事件J : 1990 年代以來與中國民族主義相關
的大事記

年分／月分 事件
民族主義者所理解的意義及／

或其所引發之效應

1993/9 北京申奧失敗 西方國家阻繞中固

1995/6 李登輝訪美 台灣的外交突破，引發官方抗議、民

間位評

1996/3 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 隱含政治獨立之意，引發台海危機

（中共軍演、試射導彈）

1996 〈中國可以說不〉 引發「新民族主義J 熱潮最具知名度
之代表作

1997 香港主權移交 以一國兩制質現祖國統一

1999/5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北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的敵

聯軍品結炸 意，引發示威抗議

1999/12 澳門主權移交 以一國兩制實現祖國統一

2001/4 中美軍機在南海擦撞，導致中方 引發示威抗議

機毀人亡

2005/3-4 扶桑社歷史教科書與日本政府爭 引發反日示威

取加入聯合國安理會

2008/3-7 西藏「3 14 事件J •CNN報導、 網路上的反 C間可運動（其後促成

奧運聖火傳遞 「四月網J 成立）

2008/8 北京主辦奧運 民族復興的象徵

2008/9 全球金融危機 中國的「戰略拐點」

2009 〈中國不高興〉 第二波「新民族主義j 代表作

2010/10 中國漁船在釣魚台海域與日本海 引發反日示威

上保安團軍巡邏船衝突

2012/9 日本將釣魚台列島「國有化J 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巨臼示威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盟在理。

仿效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1 989）合著的〈日本可以說

不〉，以及馬來西亞總理瑪哈地的〈可以說不的亞洲〉。〈說不〉的對

象主要是美國，但在書中同時嚴詞抨擊的，也包括美國在東亞的盟友日

本。

〈說不〉是一部激情昂揚的集體創作，作者們對自身的濃烈情感毫

不遮掩，甚至進一步自我剖析。一位作者說 ： 「我原來是一位國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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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自從看到美、英等國在中國申辦奧連會問題上的種種舉止，深受

刺激，打從那以後我就慢慢地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了J （宋強等 1996a : 

前言）。男一位作者也剖析了自己如何走入「親美情結」中，而後又覺

醒走出的心路歷程。在 1980 年代成長的作者，原本也深受當時親美文化

的影響，對美式生活十分嚮往，甚至「以美國的價值觀決定自己的價值

觀J ，但當他逐漸發現原來西方世界對中國並不友好、美國並不「美J

時，情感產生極大的轉變。

中國人都記得 1993 年 9 月 23 日，那是一個爭辨別00 年奧運會

的不眠之夜。結果是中國的努力失敗了。當喧囂變成了沈寂，

當歡呼變成啞然，當中圈人終於明白在 2000 年這個「龍年」到

來的時候，「禮貌」的西方紳士絕不準備給中國祝賀「生日」

的時候，與中國老百姓的沮喪同時掀起的是一陣狂諷，一股反

思的熱浪。（宋強等 1996b ：代序，無頁碼）

這種嚴重的失落感，是來自與前一時期的努力西化所形成的對比 ：

事實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階層經過對

封閉與開放的比較，經過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經過對中

國傳統文化糟柏部分的批判和對西方各類優秀文明成果的苦心

研究，加上各類傳拾媒介的傳導，中國人對西方的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經濟管理已經有了一個較系統的理解，甚至對現代

工業社會的價值體系和價值標準也有了一個總體的認同。中國

人以他們的豁達向世界坦露著胸襟，也有點幼稚地希望那些產

生過偉大的歐美思想家 、 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藝術家的

故鄉人，也能像他們傑出的前輩那樣，去善待中國。然而，錯

了。這種願望至少是部分地錯了 。 冷戰是結束了 ， 但冷戰的意

識並沒有消失。．．．．．．與本世紀初、本世紀中的情況類似，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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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國家自己用刺刀和皮靴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之夢﹔今

天，他們自己又再用對別國主權的粗暴干涉，對別國事務的指

手畫腳，對別國民族感情的踐踏，打破著中國新一代人的西方

夢。（宋強等 1996b ：代序，無頁碼，粗體為筆者所加）

情感受到傷害之後，報復的心情油然而生。〈說不〉書中特別讚揚

了當時擔任對外經濟質易部部長的吳儀，並且封她為「對美國說『不j

的鐵娘子」，因為她針對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一事，毫不客氣地警告美國：

「你們宣布報復清單之日，就是我們公布反報復清單之時J （宋強等

1996a: 139 ）。

報復不僅展現在談判桌上，也要真體以軍事行動展現。毛時期的戰

爭之框與尚武精神，再度甦醒復活。這在〈說不〉與其續集中，是十分

明顯可見的。作者也直言不諱：

自然的，我們自小喜歡打仗遊戲，喜愛每一件畫面的或現實中

的武器，直到我們步入成年，我們仍然熱中於「戰爭審美」。

我們對上述事物的鑑賞，色含了對傳奇的追求和武夫們勇毅精

神的傾墓。這注定了我國人民戰爭觀的東方特點，是和人生理

想密不可分的。對我國人民來說，戰爭意味著勞動，也意味著

道德上的整肅。即使舉國土下深深陷入戰爭狂熱時，明眼人都

一看便知，這襄頭絲毫沒有禮取的成分。（宋強等 1996a: 32 • 

粗體為筆者所加）

把戰爭與「道德J 、「人生理想J 結合起來，這背後繼承的是「戰

爭共產主義J 的精神傳統一一從長征、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乃

至文革時期的武鬥狂熱，這稟面蘊藏了太多歷史的道德教訓與熱忱理想：

「落後就要挨打J ’「槍桿子出政權」，「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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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前進！進！ j 37 戰爭與武力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欲的，真有道

德優位的。

這辜的分析並不是要指責中國民族主義特別好戰、窮兵贖武，而是

要說明，這種「戰爭之框J ’是長期以來歷史發展下的產物（包括列強

侵凌、戰爭共產主義以及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因此，「不放棄武力犯

台J 不僅是官方立場而己，而是眾多平民百姓所共享的信念，真有道德

的正當性。 1996 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中共在台海試射飛彈，引

發戰爭危機。對此，〈說不〉的看法是：

我們認為：至少是中國的普通民眾，應將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遞

進一層（「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至少我們

的青年應擁有這種自豪感：「我們要準備打仗。」一一不要忌

言「準備打仗」’不要怕這種自豪感會刺激什麼人。．．．．．．小打

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武力不僅是維護尊嚴的手段，有時

候也是贏得和平的法寶。（宋強等 1996a: 35 ，粗體為筆者所加）

〈說不〉出版後在中國內部與海外引發熱議，有些批評者即以「羨

憎交織心理J 來形容這些作者的心態。而在〈說不 2｝裹，作者們也毫不

留情地予以反擊：

就算這個「羨憎交織心理」存在，它本身的「矛盾」也不是否

定或肯定一切的嘛。我們說不，正是為了尋求平等的對話，怎

麼一聽到點兒不同的聲音，你就喊著不對了，甚至拿希特勒來

駭人聽聞。這樣的論述反倒證明了我們的警醒是對的：中華民

族是個易出敗類的民族，這些敗類跟在為富不仁者屁股後面，

37 遂，E引述的三句話，，，，＿句是愛國主1l教育必要反種被捕的格言，第二句是毛澤東的名
言，第三句則是出自國歌（ Jl勇軍進行曲〉的結尾．．這些格言短句，都是當代中國人朗朗
土口、耳熟能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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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假虎威，對不甘於忍受為富不仁者霸道行徑的同類予以譴罵

和鞭搓，然後跑回主子那兒報告、討賞。（宋強等 1996b: 274) 

「背後的主子J ’暗示對方是個奴才，而「民族敗類J 等的語言，

則仍是前一個時期所留下的修辭模式。 38 （說不〉的主要抨擊對象是美

國，但到了〈說不刀，矛頭就轉向了日本與台灣。黎安友與施道安

(2013）認為中國民族主義對領土問題十分敏感，但〈說不 2｝的作者顯然

認為這是來自西方刺激。書中有一段描繪7一張幻想中的中國地圖，圖

中新疆、西藏、蒙古、台灣、東北（滿州國）、乃至兩廣（含香港）都

成了獨立國家，而中國僅剩下「比商朝疆界稍大一些J 的版圖。作者指

證歷歷，說這張「充滿匪氣J 的地圖並非自己的「受虐幻想j ，而是「在

西方出版物上公然招搖J （宋強等 1996b: 33-34 ）。”書中花了不少篇幅

抨擊當時在台灣主政的李登輝與台獨主張，認為根據中國的宗法觀念，

哥哥（中國）打「頑劣不堪」的弟弟（台灣），以「大刑伺候」是完全

合理的。結論是「丟掉幻想、準備抗爭」。

〈說不〉 的熱潮之後幾年，接連發生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轟炸，以及中美軍機在南海擦撞等事件，使得民族主義

情緒如火上加油，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過分軟弱，應該表現更強硬一些。

2001 年的 91 l 事件，在中國也引發眾多民族主義式的反應 ，認為一向唯

我獨尊的美國總算遭到了應得的報應。然而，男一方面，美國為了皮恐

必須與中國政府結盟，使中共政權能以反恐為名鎮壓新疆的獨立運動，

以各種「維穩」的手段強化內部控制，穩定政體 。為了與國際上「中國

威脅論J 的輿論抗衡，中共官方在 2003 年提出「和平帽起」的說法，強

38 

39 

這衷捉到的「 if:..憎交織心理」﹒估計就是本文前－節所Ht品的怨恨心態﹒不過作者的反祭

文奪中有不少小錯圾，例如遭到作者，在名挑判的是﹛ j可見告﹜的創作者錄曉康﹒但線總又從

所附的﹛美國之音﹜訪投稿﹒接受w1史發表此一看法的人是趙紫陽時期重要的中共徑為家

錄紹智﹒

這張被指控為「：意圖分裂中國」的地閩後來出現在姊妹作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地﹜

（房寧等 1999），被當成封面，地圓的內容和作者的描述略有出入 ， 唯出處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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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中圓的帽起是和平的，既不會走上軍事的擴張主義，也不會給其他國

家帶來威脅。

2008 年可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另一次轉折。這一年 3 月，因為西藏

拉薩發生「314事件j ，為了抗議西方媒體報導不公、刻意醜化中國，中

國各地爆發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風潮，並且隨著北京奧運聖火在全

球各大城傳遞時遭到藏人抗議抵制而繼續延燒。 8 月，奧還會在北京舉

行，中國集全國之人力物力財力，從開幕式到閉幕式，竭盡所能在全世

界面前展現了最亮眼的一面，可說在「民族復興」之路上又邁進了一大

步。北京奧運甫落幕不久，因為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在 9 月爆發，引發民族主義者新的思考，一方面證實西方資本主義的道

路走不遇，一方面認為這是中國掘起的歷史機遇：

其實這又是一個資本主義週期性的這個危機，但這次呢，非常

大，．．．．．．大到什麼程度呢，大到讓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對資本主

義這種大家認為很理想的這種模式，．．．．．．要重新打量，對於中

國所走的這種道路，對吧，就一直要追︱噓他們，這種道路，要

重新思考的這麼一種地步上了．．．．．．．隨著這次金融危機呢，這

一下大家就說，壞了，那你中國的這種改革的這個目標出問題

了，你要到彼岸，這個彼岸出事兒了．．．．．．所以這時候呢，就感

覺到，隨著大變局呢，世界當代史進入一個未定期，這時候呢，

對中國呢，也就是一個．．．．．．巨大的一個機遇到了。（訪設紀錄

BJ20120630 ) 

在這個背景下，一本造成話題的暢銷書〈中國不高興〉（以下簡稱

〈不高興〉）（宋曉軍等 2009）出版，掀起另一渡大眾民族主義的熱

潮。這本書的作者一共 5人，其中包含了 13 年前寫〈中國可以說不〉的

宋強，以及曾寫過〈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道路〉、〈天命所歸是大國〉
（王小東 2009）、被封為「中國民族主義旗手」的王小東等人。〈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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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出版後不久，曾經以〈恥辱者手記〉（摩羅 1998 ）建立「民間思想

者」名聲、被錢理群譽為 「精神界戰士自覺繼承人J 的作家摩羅也出現

「民族主義轉向」﹒接連出版了深具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站起來〉

(2010）與〈中國的疼痛｝ (2011）等書，同樣造成話題。 40

和 1996 年的〈說不〉相較，這一波大眾民族主義的風潮有不少相

同、但也有明顯的不同。相同之處，在於尚武精神的戰爭之框依然可見，

而且更為直率。一位作者引用了 〈狼圖騰〉 （姜戒 2004 ）一書中狼與羊

的比喻，認為中國人「有高度尚武的基因J ，應該當狼而不是羊：

我們就說說毛澤東時代。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再回到那個年代，

但是話說回來，毛澤東時代有這種「我們就是羊，人家就是狼，

我們的價值只能在狼的胃襄體現出來」這種白癡想法嗎？抗美

援朝的時候我們是羊性還是狼性？（宋曉軍等 2009 : 137)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2006）曾撰文批評 1949 年後中國的歷史教

育是「狼奶教育」，形容人們是「喝狼奶長大的J ，制作者們直接承認

自己是有著高度尚武基因的狼，對「小清新J 的文藝腔不屑一顧，認為

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先從揍美國流氓做起」。作者們的言論不但充滿

戰鬥氣息與自己引以為傲的 「狼性J ﹒也富含陽剛的男性特質與性別比

喻（詳如下文）。

尚武精神與對戰爭的高度評價，可說是 19世紀以來社會達爾文主義

的世界觀。在官方愛國主義論述中， 1840 年鴉片戰爭所開啟的是「百年

國恥」，到了這襄反倒被認為是一種「財富J : 

40 f,f.般的書出版後哥，持不少爭論﹒－些過去與他相交的文h: （包}5他在北大的老師錢理群）

紛紛與他釗清界線、甚至1芭交－

41 核文題為「成代化與IIl:史教科書」﹒最初在 2006 年 l 月發表於 ﹛中國 -A-年級〉的 ﹛﹔卓越﹜

.i@!刊﹒導致1在刊被暫時停f•J 且Blfr爭論﹒這篇文拿後來在網絡土被大量轉裁﹒贊成犯挑持

者皆有之﹒王小求在﹛天命所，若是大國﹜支也挑拌了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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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們有 1840 年以來的歷史痛苦，讓我們在 1949 年後快速

搞出了「兩彈一星」，而且在人家對我們產業轉移的同時用金

融工具吸我們利潤的時候，拉武器這個東西沒有被粉碎。這一

點，對中國非常重要。（宋曉軍等 2009: 014) 

作者之一的王小東引用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的社會生物

學來理解當下，情勢：

宋曉軍講中國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敗仗，就是這個意思，這就

是引入外部選擇壓，在壓力下自己更新，在壓力下淘汰掉內部

的腐敗部分，或者腐敗的群體被整個淘汰掉。美國也存在這個

問題，所以我們說它老是主動地製造敵人。（宋曉軍等 2009:

24) 

所謂「外部選擇壓j ，指的是外部環境促成的物競天擇壓力，背後

隱含的還是一種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的壓力，讓作者

們對軍事實力與戰鬥士氣特別焦慮憂心：

我在 2008 年台灣大選前去了趟福建前線，到那衷看了還具有些

擔心，但同時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那衷的軍人精神狀態還可以。

（宋曉軍等 2009: 86) 

2008 年的台灣大選即使有任何象徵意義，對中國來說並不構成任何

武力威脅，但這位具有軍事背景的作者仍憂心仲仲，必須要親自到「前

線j 去看一看才放心一一儘管當時兩岸並非處於戰爭狀態，但從「戰爭

之框」來看兩岸關係，這個「前線J 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 42 這種「隨

42 祠，f地，台灣民族主殺者也是用戰爭之樞來看兩岸關係一一事實土，每－個民校主義背後
都有個戰爭之摳，且UJ;中國民族主義才有﹒參見j正宏份（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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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準備打仗」的憂患意識（反映在書名的副標題「內憂外患」），也被

認為是有益的 ：

也許一個國家的「大目標」正是在一種「戰爭危機」中逐漸形

成的，直白地說，是給逼出來的． ．．．．．．西方幾百年來形成的「持

劍經商」的傳家寶是不會丟棄的，你想靠自己刀槍入庫，馬放

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劍，跟你溫和地做寶貴，這可能嗎 ？

這其實是機會主義！（宋曉軍等 2009: 86 ，粗體為筆者所加）

根據這樣的邏輯，西方歧視中國的種族主義，就被認為是利害參半：

西方稜族主義對中國是一害也是一利，他們使我們感到了一點

外部選擇壓，最起碼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感到了一種不愉快，感

到了我們處於屈辱的地位。於是，覺得我們要造反，反抗一下，

奪回自己的尊嚴，我們要當老大。西方和中國關係當中很重要

一個因素，就是西方人歧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這個話要點透

了，沒有什麼好隱瞞的。隱瞞這一點對人類，特別是對中國人

的一種欺騙。現在不准談種族主是意味著他們可以拿種族主義

欺負你，卻不准你說。奇怪的是我們自己也不敢說。某些官員

和知識分子、文人在那衷把著：誰說這個誰就是壞人，誰就這

個誰就是種族主義 。 這不是很可笑嗎？（宋曉軍等 2009:

135-136) 

但男一方面，對於中國歷史（包含前一時期的文革）的痛苦反省與

深沈反思，卻被形容為「逆向種族主義J 。所謂「逆向種族主義J ﹒ 據

稱是王小東最先提出來的，指的是中國人把西方人歧視中國的種族主義

「逆向j 拿來用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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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反常現象：這就是

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潮，這種思潮認為中國文

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認為中華民

族必須脫胎換骨才有資格在地球土生存，而更具種族主義色彩

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則無情地認為他們自己的民族在人種上就

過於卑劣，不值得允許其在地球土生存。（房寧等 1999: 82-83 ) 

王小東認為，中國在 1980 年代盛行的「文化熱」風潮，就是逆向種

族主義，其中〈河蕩〉更是他點名批判的代表。男一位作家也有此看法，

認為那是一種「自虐心態J : 

那個時候（按： 1980 年代）形成了一種知識界的主流，就是反

傳統、反毛、反中國社會，中國社會所有的不對都錯了，帶有

某種程度的逆向種族主義傾向，你看中國積累那麼幾年之後，

慢慢的形成一種自我批評的傾向，批評自己的歷史，批評自己

的現實， ．．．．．．最後誰來把這個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呢，這種自

我反省啊，或者叫自卑啊自虐啊，就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

人〉，引進到大陸出版，那個時候在當時的大陸太火了。

這個時候呢就形成知識界的一種主流的思路，．．．．．．歸結起來就

是這樣，反中國歷史和傳統，反毛體制也反毛那段歷史，．．．．．．

認為中國社會一切要變，沒有一種合理的。同時呢，在這一切

反之上呢，形成一種情感傾向，就是否定我們民族的基本的價

值和尊嚴吧，意思就是這個民族就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後

就得出這麼一個東西，所以是一個逆向種族主義傾向登峰造挂

的地步，而最後完成這個東西的呢，把這個社會風氣、把知識

界的思潮推到那個極致的呢，我覺得是柏楊那種比較直白和比

較極端的表述，中國大陸的讀書人就覺得哎喲終於找到一個表

述了，這柏楊真偉大，所以那時候柏楊在大陸的地位很高，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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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談他，拚命的讀他。還說哎喲當初要是英國人能統治我們

多好，你看香港多好啊。那這樣想問題的人太多了，到現在還

有，到現在有一些代表性的知識分子還是這麼想問題，啊啊，

就恨那個日本人為什麼不把我們的國家給減了，我當你的奴隸

多好，也恨當年的英法他們怎麼不把我們滅了。這種傾向，這

種因為自尊實現不了而走向自卑最後走向自怨的這種傾向，在

知識分子群襄頭非常的嚴重。（訪談記錄 BJ20120705)

男一方面，和〈說不〉相較，〈不高興〉有幾個明顯的不同。首先，

是情感結構起了變化，其次是具體訴求的內容也十分不同。其中一位作

者在 1990 年代寫的書中，曾經對官方「傷感情J 的修辭表達不滿：

我最受不了的還有那句話：「借了中國人民的感情J 0 弱國弱

氏的感情一文不值，傷了又怎樣？難道我堂堂中華只能做這種

棄婦態嗎？哭哭啼啼地對負心郎說：「別傷了我的感情」。是

男兒，受辱則以刀劍相見，若實在技不如人，則十年磨一劍，

技成之後，再報深仇，決不會去談什麼「感情」。如果說，在

現實外交關係中我們不說也不像個樣子，必須說點什麼，我們

也不必去談什麼「感情」，不如以中國已故外交部長陳毅式的

語言毛告訴日本人：告訴你，我們中國人也不好慧，過幾年就讓

你知道。（房寧等 1999: 42-43 ) 

果不其然，過了 IO 年，作者們講話的口氣就完全不一樣了。〈說

不〉反映的是弱者向強者發出的不平之鳴，但到了〈不高興〉 ﹒ 氣勢已

經明顯不同，「中國人不好惹J 的心態顯露無遺：

我說 ： 去你的，我們憑什麼非要取得你們（按：指西方）的好

感？你們好好考慮取得我們的好感吧！現在的力量對比，已經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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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需要單方面取得你們好感的時代了，你懂不懂？將來

我們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取得我們的好惑，我們就接你。（宋

曉軍等 2009:40 ，粗體為筆者所加）

這完全是強者向他者示威的口吻。作者認為，「西方人的自以為是，

是被我們慣出來的」，因此現在「該由西方正視中國 f不高興j 了J （宋

曉軍等 2009: 37 ）。對於日本針對二戰期間侵略中國卻遲遲不願道歉的

事，作者則是評論道：「道什麼歉啊？我把你揍一頓然後跟你道歉行不

行？ J 言下之意是說，只要拳頭夠大、實力夠強，自然能夠贏得別人敬

畏尊重，不存在「道不道歉」的問題。在論及在近代史上錯綜複雜的西

藏問題時，作者也認為不必再花力氣去和西方人考究西藏在歷史上與中

國的關係，而直接以挑釁的口吻說：

就是 1959 年拿下的又怎樣？你有種你過來打，你廢什麼話？

（宋曉軍等 2009:41)

要是有人批評說，用武力強占土地、打壓人民是不道德的，作者的

回應是：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講道德！就像網上那個年輕人所說的，

你從世界各大淵除了歐洲都卷了鋪蓋，你就有道德了。（宋曉

軍等 2009：“）

對許多民族主義者來說，當令世界上的道德秩序乃至所謂的「普世
價值J ，其實乃是西方國家在過去數百年間，透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在全球壓榨掠奪才得以累積建立的。這意味著，中國非但沒有必要遵守

這樣的道德秩序，甚至還應該取而代之，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關於

此，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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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說不〉與〈不高興〉的主要不同在於’前者多半還只是在

控訴，後者則是訴諸行動準備反擊。〈說不〉提到 ： 「中國誰也不想領

導，只想領導自己J ，言下之意是說，中國只想領導自己，沒有礙著任

何人，西方世界也應當尊重中國，不要來對中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中國只是不想被西方（美國）領導，但也無意當頭。然而，到了 2009

年，〈不高興〉的作者們的志向與口氣已經完全不同 ： 中國要領導世界，

當個「英雄國家j ，因為「天命所歸是大國j 。這是〈不高興〉 和 〈說

不〉最大差別之處，可說是自覺到中國國力上升的一種反映。〈不高興〉

一書的副標題，正是「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

中國應詩有什麼樣的大目標？我認為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

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

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毛澤東曾說，我們有世界 1/4 的人口，我

們要對世界做較大的貢獻。要是把這個話說明白了，怎麼才算

是較大的貢獻？我想就是這個意思。（宋曉軍等 2009 : 98) 

達成此一目標的手段，則是「持劍經商J ，因為這是「掘起大國的

制勝之道J 。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帽起的，中國也必須走同樣的路：

所以我們必須持劍經商，我們想打商戰，不想打軍戰，但是要

打好商戰，我們手中一定要有劍。這就是最簡單的道理。（宋

曉軍等 2009: 108) 

作者接著用性交易作比喻，把西方國家當成不懷好意、存心白嫖的

嫖客，此時妓女需要黑社會保護，「哪個嫖客要是不給錢，黑社會就出

來了，一頓胖揍」（宋曉軍等 2009: 108 ，組體為筆者所加）。

曾有人指出，中國過去曾經是個稱霸的大帝國，這個帝國轉變成民

族國家的時候並沒有解體，而是大致完整地保留下來，因此迄今仍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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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著大國情結﹔而由於民族主義是因為中華帝國在 19 世紀末積弱不振

遭受列強侵略而產生的，因此有著強國心理（Pye 1992; Zheng 1999）。這

種大國情結或強國心理，在這一坡的民族主義中，真體無遺地顯現出來。

其所根據的理由，一是規模，二是歷史：

其實以中國的人口規模、歷史規模和文明規模，我們只要繼續

生存，就必然要參與創造世界歷史，我們面前只有兩條路：或

壓垮這個世界，或再造這個世界。（宋曉軍等 2009: 28) 

一位作者基本上並不否定西方文明，甚至肯定它也有長處，但畢竟

比不上歷史悠久的中國：

為什麼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天命所歸」，最有條件帶大家走一

條新的路？這是有歷史依據的，我們在歷史上的成績是擺在這

兒的。我在前面說了，跟那些歷史上消亡的相對比較短暫的文

明比，甚至跟確實也很了不起的歐洲文明比，我們在歷史土的

表現是最好的，就最近一二百年差一些，憑什麼說我們將來不

行呢？我們現在評價一個人、一個國家，是不是要根據他過去

的一貫表現？（宋曉軍等 2009: 145) 

在分析中國的對外戰略時，黎安友與陸伯彬 (1998 : 22）曾經從美國

的觀點指出，歷史上強權的興起必然伴隨著激烈的衝突，新興強國必定

會挑戰既有的秩序，要求制定新的規則，因為舊有的規則並不符合他們

的利益，而既存的強權也不會與他們分享權杖。這套現實主義的邏輯，

民族主義者也十分清楚，而且講得更為露骨明白：

誰都知道，英語民族的霸權地位使得這個世界握不公平，他們

控制世界的秘訣就是過制所有其他國家的發展。．．．．．．挑戰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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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是血腥的，挑戰的成功也同樣是血腥的。由百年鐘民史上，

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先後成為世界霸主，霸主

權枝的交接大都是以殘酷的戰爭來完成的。就此而言，反抗禮

民注定是一條血腥之路，喊起未必就不是－條血腥之路。（摩

蘿 2010汀，粗體為筆者所加）

這幾年，我們一直強調要和平嚼起，這無疑是正確的嚼起之路。

但是，我們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幸運，並不是取決於我們單方面

的願望。．．．．．．我們要儘早擺脫蘊民時代所加捨我們的精神創傷 ，

我們應按挺起精神脊梁，以飽滿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喊

起之路，以逢山閉路、遇水架橋的偉大氣魄，將今天怯起的趨

勢變為明天喊起的現實。．．．．．．今天的中國，真的到了砸碎昔日

歹徒強加給我們的精神枷鎖的時候。如果當初我們接受這些精

神枷鎖有其萬不得已的合理性，那麼今天，我們在帶著這樣的

精神枷鎖在全球化的大會堂衷依然跪伏在昔日歹徒的後代面前，

實在沒有一點合理性可言。所以 ， 中國的喊起，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志在必得 。 我們甚至應該以戰爭動員的方式，組織全

民族的力量，為保證這一次喊起的成功而萍精竭慮，誓死拼搏。

「血決中華勁草肥」，我看見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G20 峰會 、 氣候峰會等國際舞台上，中國政治家和外交家捍衛

國家利益的身姿越來越自信﹔我看見大量文化人已經意識到了

中國喊起的偉大意義，一股「嚼起論」的思潮正在神州大地上

洶湧而來（摩雄 2010: 3-4 ，粗體為筆者所加）

這一渡的民族主義除了發抒情感、提出戰略目標外，也觸及了對西

方文明歷史的評價。這部分的論述，某種意義上可說是「通俗版的（西

方文明）現代性批判j 。例如摩羅在〈中國站起來〉第十五章，提及西

方殖民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種族屠殺 ，造成大量死亡損傷 ，但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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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絲毫歉意或被究責過（摩羅 2010: 174-179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

的民族苦難放在這個脈絡看，自然是個受害者。西方國家藉由民族主義

來發展壯大自己，現在卻反過頭來妖魔化民族主義，不是因為民族主義

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因為民族主義損及他們的利益：“

對於廣大的被殖民的東方地區而言，民族國家理論乃是一個尚

未失去正面價值的有效學說。西方國家很可能正是發現了民族

團家理論被東方社會所用，乃加速將此一學說妖魔化，以此消

解東方主權國家的政治價值和人文價值。（摩羅 2010: 55) 

根據民族主義者的看法，西方用民族主義達致富強之後，就不准其

他後進國家談民族主義。至於西方國家極度剝削第三世界的人力與資源，

享受工業文明過度開發的好處之後，反過頭來以保護地球、永續發展為

名，限制其他後進國家的開發，民族主義者也忿忿不平，質疑：「西方

為什麼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宋曉軍等 2009: 139 ）。至於有人認為，

中國如果發展到美國那樣的程度，需要消耗掉四個地球的資源，作者則

回話說：

我才不管你要多少個地球，中國排在別人後面就央不了。為什

麼？因為我們失了兩千多年了，就這 160 多年沒有失，我們接

受得了這個現實嗎？（宋曉軍等 2009 : 136) 

民族主義者認為當前這個由西方世界所主導的遊戲規則是野蠻的，

希望透過中國的領導來改變它：

我希望有其他的非西方國家起來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我希望是

這樣。綜合地權衛世界土所有的民族國家，我認為目前的態勢

的 「西方」傾向於貶低「東方」的民族主袋，這種挑評在後蘊民研究中也常見到﹒如 Chat

terjee ( I 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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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取代的是中圈，從．．．．．．做為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出

發，我也希望能夠取代西方這個野蠻統治制度的是中國，．．．．

我希望中國奪回世界格局之中的話語權，用我們的文化來統治

這個世界，減少世界的暴力、減少世界的不公正。這個統治和

被統治儘管不公正，它是人類社會的宿命，但是統治者的性格，

統治者的文化類型，對這個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我覺得

按照中國的文化性格，按照中華民族的這個民族性格，宙中國

來統治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的暴力的東西、罪惡的東西會少很

多，至少程度上會減輕很多。（訪談記錄 8]20120705 ，粗體為

筆者強調）

民族主義者多喜稱自己為「民間的愛國主義」，換句話說，是要幫

助官方在民間推展愛國主義、體現愛國情操。這稟面如果有批評政府的，

多半是認為政府在涉外事務上太過軟弱，希望國家在國際上的表現要更

為強硬。至於內政問題一般較少碰觸，使此之間的立場也不完全一致。

一位作者在受訪時表示：

我＊ （其他民族主義者）又有一些不太一樣。因為我的確覺得

呢，這個體制太需要改善了，因為這個官僚體制，我覺得有時

候經常是，真的，就不把人民的血汗，不把人民的血汗當回事，

說就把這國家從文化上、社會土搞成一個火藥桶，隨時可以爆

炸，這問題很大啊！（訪談記錄 BJ20120630 ) 

如前所述，由於特殊的黨國體制 ，黨定義了國家，國家又界定了民

族，因此批評共產黨經常被認為「不愛國」，而「不愛國J 又很容易被

扣上「民族罪人」的帽子。反過來說 ，大眾民族主義 （等同於「民間的

愛國主義J ）很容易與國家主義結合，為共黨政權張目。但實際上，「民

間的愛國主義」對「官方的愛國主義」也不是全無意見，對共產黨亦非



424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毫無社評：

所以共產黨這三十年，．．．．．．我原來寫過這麼〔一篇文章〕，我

說，他在經濟上，成大於敗，政治上，成敗各半，文化上，一

敗塗地。一敗塗地這個就包括了愛國主義宣傳，這基本上沒用。

沒用。官方你要不宣傳還好點，你越宣傳你等於找罵呢。你還

宣傳什麼？你這屬於招呼大家罵你。真的。我這不是瞎說。 ．．．．．．

因為你自己就沒做好，你們這幫貪官污史，對吧，在這塊兒你

們就是魚肉人民，你們這些到時候就是搞得那麼糟，．．．．．．那你

們還編出點高調來，誰信呢？（訪談記錄 BJ20120630)

這位作者也在訪談中抱怨，很多人其實根本沒有仔細讀過他們的書，

只要碰到民族主義者就開罵，對襄面所談的具體內容卻完全不理解，也

不想理解。這種「扣帽子，選過站」的風氣，或許可說是毛澤東時期的

鬥爭文化所留下來的遺緒之一。

四、結論

本文以上的討論與發現，可以簡要摘述如下：

第一，毛澤東時期的遺產對於 1990年代以後出現的新民族主義，的

確具有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是透過推崇暴力的價值階序所反映

的「心的邏輯」，以及戰爭共產主義與其所形成的「戰爭之框」。文革

期間，失控的暴力則是讓怨恨心態與價值顛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革命型國家轉變成後革命國家，「傷

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修辭開始大量出現在官方論述，而身為受害者的悲

情、苦難與恥辱的歷史記憶，也逐漸在官方的民族主義敘事與愛國主義

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男一方面，中國人民的情感也的確受到了傷害，

但這種傷害主要是來自內部，而非外部。人們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理



第七章 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 425 

解到自己的落後，感覺到自己被前一個時代欺騙、愚弄、凌辱。市場社

會帶來的損人利己行為缺乏道德節制，進一步強化了日常生活中的被害

意識。社會陷入被「開除球籍」的焦慮，文化上則陷入失落，產生認同

危機。

第三，進入全球化時代後， 1990 年代興起的「新民族主義J ’基本

上是對前兩個時期的皮發。毛澤東時期的「戰爭之框J 與尚武精神重現，

前一時期的悲情意識則是連結上 1949 年以前的中國近代史、西方列強的

侵凌（歷史悲情）與國際秩序不公（現實悲情）交互作用。 2000年之後，

隨著中國的國力增強，部分的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國將來必然要領導世界，

甚至改變這個世界的秩序，儘管官方從未做過如此宣示。民族主義自稱

「民間的愛國主義」，基本上支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但對於內

政問題，民族主義者之間則有不同的看法。

回到本文一開始提間的三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這麼回答： 1949 年

之後，中國民族主義並沒有「暫時缺席」，而是轉成「維護政體的民族

主義J ，透過「日常國族主義J 的運作而存在著。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

既不是互斥關係也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以更微妙的關係聯繫著。在毛澤

東的「戰爭共產主義」下，新中國的政治體制打造出一種新主體（藉由

統一戰線「戰爭／鬥爭之框J 鍛造出來的「人民J ），這種新主體的情

感結構與認識框架，儘管在不同時期歷經各種轉折與演變，但透過官方

愛國主義教育等日常實踐再生產，至今仍框構著許多人對世界的看法。

這也解釋J ＇為什麼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大眾民族主義的情感會特別高

漲，而戰爭的訴求與修辭，依然經常可見。

透過本文的分析，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澄清兩個問題 ：第一，如果「戰

爭之框J 是大部分民族主義的一般屬性，那麼毛時期的戰爭之框與 1949

年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和其他民族主義相較，又有什麼固有特性或差

別？第二，毛時期的「戰爭共產主義」’是否就等同於民族主義？制首

44 述兩個問題都是－位審查人所提出來的﹒筆者提·.'lb ﹒許多讀者在讀完本文後可能也有類似

真是悶，值得納入本文結拾加以釐i青﹒

i! 
ii

i
--’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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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戰爭之框是民族主義的一般屬性，但戰爭之框不見得非要唱民族主

義的調，也正因為如此，不同民族主義的戰爭之框也可能因為情境不同、

混雜不同的調性，因而呈現出固有的特色。在中國，這種戰爭之框混雜

著共產主義革命的調，「民族J 之外還有「階級」，因此它一方面對內

要肅清階級敵人（不斷革命），對外也要輸出世界革命，打倒資本主

義／帝國主義。這些在其他非共產主義的國家是看不到的。一般民族主

義的戰爭之框不強調階級革命，有時甚至要團結各個階級一致對抗外悔，

而一般民族主義的戰爭之框也沒有世界革命的前景，反而承認世界乃是

由不同民族組成，各民族各自擁有自己的國家（至少理想上應如此）。

受到戰爭共產主義影響的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不必和其他國家的民族主

義相比，只要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相較，就很容易看出其特性。國民黨

雖然也區分「內部敵人j 進行整肅，但這些內部敵人是根據「對政權是

否造成威脅J 來界定的，而不是階級﹔而國民黨打造國民的方式也不是

依靠「統一戰線j 與不斷的鬥爭。華勒斯坦曾經指出，即使是語言、血

續上完全相同的兩個群體，只要分開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生活一段時間，

經過 50 年、 100 年之後，由於資源分配方式與體制不同，造成生活方式

與價值理念也逐漸產生差異，人們完全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與足夠的證

據來宣稱這是兩個具有不同「民族文化J 的「國族J (Wallerstein 1991 ）。

戰爭共產主義打造出新中國的「人民」，而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J 的概念內酒和國民黨在台灣打造的「（中華民國）國民J ’是十
分不同的，這也正是造成今日海峽兩岸國族認同與國族想像重大分歧的

因素之一（參見汪宏倫 2001 ）。

從這裹 ，我們可以回答上面提到的第三個問題，也就是毛時期的戰

爭共產主義是否等同於民族主義？根據本文所採取的制度論觀點，民族

是一個制度依存的概念，民族主義亦然。戰爭共產主義表面上看起來似

乎不是民族主義本身，但就它「打造了新→弋的中國人j 這件事情來說，

它成為一種「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J 。 1990 年代的大眾民族主義，很大
一部分正是這些戰爭共產主義塑造出來的「新中國人民j 所提倡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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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也回應了 Geliner (l 983: I 29）在其〈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所

提及，困擾左派理論很久的「錯誤地址論」（Wrong Address Theory）。

「錯誤地址論」認為歷史的郵差送錯了信，把原本應該傳遞給階級的覺

醒意識送到了民族手上，造成民族主義在各地風起雲湧，而應當超越民

族疆界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反而沒有發生。這種看法基本上還是預

設了一種本質論的民族（乃至民族主義），但本文的觀點認為，民族與

民族主義都是制度依存的，必須視脈絡才能加以認定。戰爭共產主義雖

然在表面上並不以民族／國族為其追求標的，但當它成為某一政體的特

徵並被制度化之後，它事實上發揮了「打造國族J 的作用，成為一種「維

護政體的民族主義」。

在今日中國，有些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國未來的目標是要為世界「除

暴安良」﹒且由於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性格，「由中國來統治這個世

界，暴力、罪惡會減少很多」。然而，同樣在共黨政權下生活成長的錢

理群，顯然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

對於毛澤東思想改造大陸中國人、知識分子的成功與後果，絕

對不能低估，．．．．．．中國人變得如此好門、狂熱、激烈，就是因

為經過毛澤東文化的改造 。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中國的

掌權者與反被者竟然在某些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情感

方式、言語方式上都與毛澤東存在驚人的相似，我甚至在某些

異議人士、反叛領袖那衷發現了「小毛澤東」’這其中也有正

面的東西，但相當多是負面的。絕不能低估毛澤東在上一世紀

連續發動的「培養接班人」、「反修防修反和平演變」教育，

以及以後的紅衛兵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深遠影響，

經過這些運動長期灌輸、潛移默化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如

今已經成大陸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各個

領域，以及反對派勢力中的實際領導力量和中堅力量，他們在

思想觀念、精神氣質上所受的毛澤東文化的影響，無論正面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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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都會對中國的現實與發展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錢理群

2012: 15-16) 

更讓錢理群憂心的是，毛澤東不僅改造了一整個世代的中國人，更

是根本改變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年輕的一代未曾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甚至未必讀過毛澤東的著

作，但因為毛澤東文化巳潛入到民族性格中，又沒有得到徹底

清理，它的影響就會一代代傳衍下去。（錢理群 2012: 16) 

錢理群用「潛入到民族性格J 來形容毛澤東遺產的深入人心，未免

過於本質論，如果我們從制度論的角度來理解，可以有更好的解釋。換

言之，毛時代的遺產，透過種種的制度慣行（愛國主義教育、集體記憶、

紀念儀式等），持續影響著未曾經歷毛時代的下一代中國人。身為一位

曾經接受過毛澤東「靈魂改造J 的新中國人民，錢理群的憂恩格外發人

深省。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論證，經過毛澤東時期改造後的中國人都特別

尚武好戰﹔本文也不是要晴示，暴力與戰爭之框只會繼續複製’沒有跳

脫的可能性一一事實上，當代中國的知識思想界，不乏對民族主義的反

省批判之聲。本文的分析只是想要幫助人們理解，我們所看到的當代中

國民族主義某些特殊樣貌，是歷經什麼樣的過程而形成的。當代中國民

族主義所表現出強烈而豐富的情感與情緒！不該被視為是「非理性的因

素J 而加以排除或貶抑﹔相反地，由於情感結構形塑7民族主義者的價

值觀與世界觀，這些情感與情緒，提供了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

一把重要鎖鑰。

放到歷史的脈絡看，毛澤東所倡導建立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並非獨一

無二，而是時代的產物。歸根究底，必須追究的，還是一個「現代性與

戰爭（暴力） J 的問題。暴力的使用從來就不是愉快的，總是會有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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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傷害一一而且經常是深刻長遠的傷害。中國人在過去一百多年來，情

感的確受到十分嚴重的傷害，充滿了挫折、恥辱、苦難與創傷。這些傷

害，有些是別人造成的（如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有些卻是自己造成

的（如文革）。這些傷害，迄今仍繼續形塑著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

結構、價值觀與世界觀一一而這樣的情感結構與價值觀，又造成了新的

傷害，引發新的怨恨。 45 有些人急於報復，有些人想要平反。然而，無

論報復還是平反，都只是一時的，既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也無法避免過

去曾經發生過的種種「傷感情」的事情不再發生一一無論在自己或在他

人身上。借用謝勒的概念來說，深刻反省暴力與現代性的關連，重建一

種新的 「心的邏輯J 與「愛的秩序」，或許才能真正幫助我們開啟一條

可長可久的解決之道。

45 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台灣 ﹒可參見﹛怨。1民的共同體 ﹒台灣） (i正宏f島 2006) •以及江;t侮

(2010）所提出來的「米亞重層的怨恨結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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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蕭阿動在〈導言〉中所指出，本書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多年累積下來的部分成果。這

個主題研究小組由王甫昌、蕭阿勤兩位同仁發起，兩人也先後擔任小組

． 召集人。筆者本為「宋代召集人」，希望藉由這篇結論，一方面透過反

身性的回顧，績而見過去幾年小組的集體努力所累積的成果，一方面則展

望未來，探索新的研究議程。

社會學的研究從來就離不開研究者所處的社會脈絡。這個主題研究

小組的名稱原來訂為「族群與現代社會j ，後來幾經討論，才改為目前

的「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這個改動並非偶然，也不是毫無學術上

的意涵。這三個概念看似相關，其中的關聯卻不容易解釋清楚。「族群J

與「民族」是兩個相關卻又十分不同的概念，而民族與（現代）國家之

間的關聯更是不易釐清。必須注意的是，這裹的國家不是普通的、一般

意義下的國家，而必須是「現代國家」一一國家做為一種政治組織或概

念，自古有之，但「民族國家J ( nation-state或 national state ）的概念卻

是到現代才有，這一方面說明了「民族」（ nation ，或譯「國族」）的現

代性格，一方面也暗示了民族與國家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無論

族群、民族還是國家，這三個概念都是在認同政治一一更完整地說，是

認同與差異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能rence) 1一一中扮演關鍵角色

的重要因素。回顧過去，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開始進入台灣社會學界

的研究議程，約莫是在 1990 年代初期。當時新一波的民主改革剛剛展

開，本土化的浪潮方興未艾，過去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長期被視為禁忌且

敏感的統獨問題、國家認同與族群關係也浮上檯面，成為炙手可熱的議

題。在這個時代氛圍中，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員為主要執筆者

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張茂桂等 1993 ）一書於 1993 年出版，某種

. 簫阿勛 、 ~茂搓、王甫昌、 蛛絲玉、傅大為等人曾閱讀本文初稿並提供：意見， 1重申請f忱 ﹒
I 1!!:﹒同（ identity • ;l 1耳「同一性」）的對立面是差異，所謂的「1!!:同政治」從表面上看是要

直是聚共識追求認同，但實質效果則是在釗分區隔、製造差異（例如追求台灣人的認同是為
了與中國區隔）﹒過去對1!!:同政治的H白色往往過分強調同－性而忽略了差異性﹒此點將於

下文詳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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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下標示了一個里程碑。 2這個里程碑的意義，不僅在於其代表著台灣

社會科學界首次集體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對當時尚還十分敏感的統獨與

省籍問題提出系統性的廣泛探討，同時也在於它在當時的知識界引發了

一渡論戰，使得這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也成為學界公開辯論的焦點，過去

潛藏的諸多矛盾逐一浮現檯面，造成知識陣營的分裂與重組。 3 有趣的

是，這本論文集起源自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於 1992 年所舉辦的一次研討

會，當初的目的是為了化解矛盾、凝聚共識，甚至冀望於某種「集體治

療」的效果（張茂桂 1993: 2 ）。然而，論文集的出版卻使得人們終究發

現，共識並不存在、而欲達到共識竟如此困難，遠遠超乎預期。從此之

後，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的爭議日趨白熱化，不但成為政治上公開辯

論的話題，構成公共論述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新一代的研究者紛紛投

入，建立在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

不斷冒出，使得這個研究領域一度成為「顯學J 。

時隔二十多年，這本（同樣以中央研究院學者為主要執筆者的） 〈族

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雖然不敢自詞有里程碑的

意義，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學界二十多年來對相關問題思考探索

的累積，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二十多年來，台灣學界在相關議題

的研究上究竟走了多遠？哪些地方有所進展，哪些地方尚待突破？如果

把這本書和前述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做一參照，或許可以得到些許

線索。這個比較未必恰當，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透過這樣的比較回

顧，我們也比較能夠前臆未來，思考新的研究議程何在。

2 在本書列名的 13 位作者中﹒有 l l 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其中 9 位來自民族學研究所 ﹒ 2
位來自當時的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5 年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成立後， 9位民

族學研究所作者中有 4位轉移到了社會學研究所﹒

3 當時的孟晶戰文章，可參見,lh:剛（ 1994a, 1994b, 1 996）、張茂桂 (1996）、江士林﹛1997）等 ﹒ 述
些文章多半發表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這份具有抽樣性的基進刊物在當時有關族群』傳
統獨爭議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 f旦內部分歧也造成成員逐漸分道揚鍍（參見~f 大為
1995) •此外 ， 一時引人嗎目的﹛島峽邊緣﹜，雄主色所策釗的「假台灣人J 專輯 . J1']反映 :I:

一部分文化界與社進界的爭議（島峽邊緣$.i志社 1993 ） ﹒ 寧肯土 ﹒ 知識界及文化界的為絨
與分裂僅是社會的縮影，當時環繞著族群關係典國家龍、同的爭議幾手撕裂了登倒台灣祉
舍，因此而進成家庭失和 、 朋友反目的例子 ﹒ 可誰比比皆是﹒幾乎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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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書的研究跨越不同時期，拉開了時間向度，對相關問題的

分析更真有歷史縱深。本書的各篇論文，雖然處理的議題各不相同，基

本上都有一定的歷史深度。吳叡人的論文探討戰後初期台灣人的認同形

成與轉變過程，黃庭康檢視 1950年代台灣的僑教政策，蕭阿勤探討 1960

至 1970 年代外省人知識分子的流亡經驗與知識形成過程，王甫昌探討

1970至 1980年代外省族群的形成與變化，林開世一路從清代考察到當代

斯卡羅一詞的指涉轉變，蔡友月聚焦在 1990 年代以來原住民 DNA 研究

與祖先起源及國族論述的關係，汪宏倫則追溯到 1949 年「新中國j 的成

立、透過考察共和國的不同時期來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這些

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歷史知識，同時也增進了我們對當代問題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讓我們看到了，族群、民族與國家在不同的歷史

脈絡中如何形成、或是在認同政治中扮演過何種角色。

其次，無論是從理論概念、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使用材料等方面

來看，本書比起過往的研究也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面貌。 1990 年代初期，

對於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這方面的課題，學界尚處在起步開路的

階段，摸索適用的理論概念與研究方法，而當時方興未艾的社會調查與

統計技術，也被廣泛地應用在關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的研究上 。 4二十

多年來，無論在理論概念、問題意識乃至研究方法上，都有長足的進步，

不但內容更豐富多元，分析也益趨深入細緻。 5本書各篇論文基本上都屬

4 以﹛族群關4革與國家1!b﹒同﹜一會為例，就有 3 .i;, -t品文採用了調查統計的資料來分析省1吾融
合（王甫昌 1993 ）、國家認﹒同（尖乃德 1993) ~族群經濟乏其（林忠正、林鶴玲 1993)
等問題 ﹒

5 值得一援的是，調查統計與i:化方法被大量應用在有1m族群關係』韓國家土耳同的研究土 （尤
其是在研究發展的初期階段），可就是個較為特殊的台灣成象﹒并電腦科技之賜 ， 這種獨
查技街與研究方法在 1990 年代之後迅速發展，不但成為學界的一支重要主流，同時也趟
著台灣民主體制典還攝政治的發展﹒融入台灣的公共為迷當中，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無~政府、政黨、研究單位、媒體與民間機構，都會定期處不定期針釣台灣民眾的國
家認同等相關問題做抽樣調金，也留下豐富的紀錄典資料 ﹒ 這些資料－方面構成了某些學
街研究與公共為述的基礎，但另－方面，由於調查結果與分析解瑣的不悶，這些調查資料
也弔挖地成為另一個認﹒同政治的角力場﹒此外，這種成~某種程度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回
族困境典認同焦慮﹒徒們很少看到一個社會如此頻繁地每年、每季、每月，幾乎是不厭其
煩地反復-tt閑自己的成員：「徒們是誰？」、「你認為自己是什麼人？ J ~如此類的問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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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謂的「質性研究」，但作者們使用的方法與資料卻各不相同，涵蓋

了檔案紀錄、官方文書、私人日記、信件、口述歷史、傳記、回憶錄、

科學文獻、媒體、大眾論述與田野調查訪談。 6這些研究，或多或少受到

1990 年代以來「文化轉向」（cul仙ral tum）的影響，多半採、敢建構論的立

場，分析不同因素（菁英動員、敘事、政策、制度、情感、科技知識與

認知架構等）在認同政治中的作用與影響。此外，在「認同J 這個議題

上，過去研究多半聚焦「省籍／族群認同J 或「國家認同J (national 

identity），卻較少直接探究「國家」（state）本身 。本書則有不少論文直接

探討國家，這可以說是受到「國家理論J 或「國家研究J 的影響。值得

留意的是，「省籍J 一詞幾乎不再是個有用的分析概念，也幾乎不再成

為公共論述的用語，僅僅做為歷史現象進行指稱描述。許多過去被認為

不證自明的「族群J ﹒例如「本省人j 、「外省人」、「原住民J 等，

在本書中都被拿出來一一檢視，呈現出這些指稱的歷史流變與建構過程。

這些都可說是學術研究上的重要進展與突破。 7

再者，我們在這本論文集中，也看到了更開闊的視野與新議題的出

現。殖民統治、流亡經驗、冷戰體制、美援與僑教政策，這些過去在認

同政治中還沒有被深入探討的議題，紛紛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中，構成

重要的參照框架。尤其蔡友月的論文，聚焦當代新興的基因科技如何與

台灣的認同政治相互滲透，影響了人群分類的判準與差異的形構。這可

說是一個全新的現象。正如蕭阿勤在〈導言〉中所指出的，這反映了

Rogers Brubaker 所說的「生物學的重返J ( re仙m of biology ，詳見下文

討論），在台灣的認同政治中未曾缺席。此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而

6 「質性研究J~ 「質化方法」在此只是個方便的訟法，事實土「質化J 與「量化」益非兩
種不相容的方法，把兩者，f立起來幾乎可以:!lt:lc －種迷忍﹒嚴格地從﹒所謂「量化方法」

所蒐集到的資料，如果不透過文字拾述與敘事﹒幾乎無法做成任何"!kilt ﹒而f車司苦苦F短命是

「質化方法」 P.lj-探究的重15 ﹒ 相關-tt泊，司長見 Abbott (200 I) • 

7 述兩本商品文集會中唯一重疊的作者王甫昌﹒便是很好的例i.:t ﹒徒們從他兩個時期所ff-:/i..的

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探討的問題土有延續性（「省Ji」與「族祥」）﹔另一方面 ， 過

去被當成不i1t 自明的分析氣哼（「街 1a-」、「外省人」 ~f ） ， 則成為分析的對章 ， 治文進

一步考察了「外省人」的!Il:史形構與族群意識袋瓜過程﹒關於「分析的犯吟」（與「實泌

的氣啥」）的反省與按材，詳見下文1t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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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1949 年以前的歷史上的中國民族主義，也不是 1945 年後國民黨在

台灣推行的中國民族主義）開始出現在台灣學界研究者的視野中，也可

說是個新議題。對有些人來說，中國可說是個「不可避的他者J 8 ﹔對有

些人來說，中國則是個既熟悉又用生、尚待剖析理解的「自我j 。無論

是把中國當成他者或是自我的一部分，當前台灣社會亟需對中國有更深

入即時的理解與掌握。

當然，單憑一本書，我們不敢僧稱代表了台灣社會科學界對「族群、

民族與現代國家」的所有研究，但做為一個抽樣的樣本來說，它所反映

的知識變貌，或許還是足以讓我們管窺當前學界對相關議題研究發展狀

況的一斑。上面的對照性討論，完全是從一個自我反思的角度來理解這

個領域的研究進程，用意不在自我吹捧，也無意忽視或貶抑其他人的研

究成果。本書所呈現的成績究竟如何，應該留待後人來做評價。

男一方面，本書必然也有限制與不足，這是未來值得努力之處。例

如前面提到，台灣過去二十多年來在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問題上累積

了大量的抽樣調查資料，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並未反映在這本書稟面 ﹔

本書的作者們基本上都僅採用了質性資料 ， 鮮少用到量化的資料與方法。

這兩種研究方法容或在問題旨趣與假設前提上有所分歧，但仍有值得相

互交流對話之處。此外，我們也必須坦承，儘管我們可以從「後見之明J

的角度來歸納出上述的成果與進展，但這個研究小組在剛成立的時候，

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共同研究議程。成員們各自帶著自己已經在進行中的

研究題目進來，透過小組討論相互切握啄磨，過程中不求融合統一，但

求激盪對話。因此，雖然本書的各篇論文看起來有著相似或共通的主題，

但總體來看，整本書似乎仍缺乏一個首尾一貫的理論架構或共同的研究

議程。展望未來，關於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乃至廣義的「認同與差

異的政治」，有什麼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問題，或是足以構成共同探討的

研究議程呢？

8 「不可避的他看」 －-t司乃借用于安宣＃ (2003）在討捨日語中的漢字時所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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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baker在他最新出版的Grouna台forDifference （差異的基礎）。。15)

一書中，回顧近年來有關差異與認同政治的發展，指出三個值得留意的

趨勢：不平等的重返（return of inequality）、生物學的重返（return of 

biology），以及神聖的重返（自仙m of the sacred）。這三個不同向度的趨勢

潮流，也值得做為台灣學界思考參照的座標。

從現實與在地的角度看，台灣當前在族群、民族與國家問題上所面

臨的情境，和 1990 年代相較，已然大不相同。彼時冷戰結束不久，新自

由主義全球化盛行，「歷史的終結」論調高唱入雲，「民族國家的衰落J

被視為必然趨勢，而六四後的中國仍在摸著石頭過河，兩岸也逐步展開

交流、相互試探，關係混沌未明。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潮流在社

會內部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撕裂與動盪’加上來自中國的影響（無論正面

或負面）逐漸浮現，內外交逼，考驗著這個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如今中

國已經成為掘起大園，台灣的民眾一方面透過多方面的悴鍊洗禮，凝聚

出越來越清楚的共同體意識，以政黨選舉為基本形式而發展出來的民主

政治，儘管仍舊擾攘不寧，也已逐漸成為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族群關

係因為新住民的加入，更加複雜多元。混雜了族群、民族、國家認同與

政黨政治而產生的藍綠惡門，一方面令許多人感到厭煩無奈，一方面卻

又更加顯得沉摘難解。

台灣的國族困境使得我們更清楚地體認到，台灣的認同政治無法弧

立起來看，尤其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得地緣政治成為影響台灣認同

政治的一個關鍵（如果不是決定性）因素。「帝國夾縫」或「帝國邊緣J

成為許多人理解台灣處境的基本架構， 9國際關係、帝國與殖民體制、資

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都是研究者必須納入視野的重要框架。尤其兩岸關

係與中國帽起所帶來的效應，更是影響台灣未來族群、民族與國家走向

的重大因素。本書雖然收錄了關於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文，表示中國

9 例如以「帝國夾縫中的台灣」為名所主社辦的國際研討會（國正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2005 ），或是以「帝國邊緣」來總結台灣的成代性特徵及其附展歷程（黃金麟、汪宏份、
資哥哥憲 2010)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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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出現在研究者的視野與議程中，但台灣學界對當代中國的掌握與理

解，仍然存在許多有待填補的空缺，值得持續的累積與努力 10 。中國幅

起的效應，將給台灣的族群 、 民族與國家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值得更

進一步的探討與深入分析。 11 事實上，兩岸關係之中，除了「差異J 之

外，也存在著「不平等」，而這兩者之間又是交互作用影響的。如何更

深刻細緻地剖析兩岸關係中的差異與不平等，將是理解台灣族群、民族

與國家未來走向的重要課題。

從知識的層面來看，許多理論上的問題，尤其知識論上的立場，更

需要釐清解決。族群、民族與國家，既是「分析的範疇」（categories of 

analysis） ， 同時也是「實踐的範疇」（categories of practice），這使得研究者

的研究很容易與現實政治糾纏不清。 12 這個現象在台灣尤其明顯。舉例

來說：外省人是不是一個「族群J ？台灣人是不是一個「民族」？中華

民國（或台灣）是不是一個「團家J ？這些都是在台灣的認同與差異政

治中反覆爭辯、紛擾不休的議題。因此我們經常看到一種指控，認為某

些研究者的研究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透過學術研究來合理化或實體化

(rei的某種事實上並不存在的群體﹔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經常對自己的研

究被拿來做為政治動員的根據，或是對學術研究捲入現實政治的紛擾感

到無可奈何。換言之，本來應該做為研究者研究對象的範疇，有時卻被

不加反省地拿去做為分析的範疇，而這個分析的結果反過頭來成為合理

化或實體化此一實踐範疇的根據。他Brubaker喊出「超超族群」乃至「超

越認同J 的口號（Brubaker 2004, Brubaker and Cooper 2000），並提倡以制

1。 這方面的努力呈現在過去十多年來台灣各大學紛紛成立以「當代中國」為主題的研究中心
是學程，但同時也（不：意外地）被「如何理解／詮釋當代中國 J 成為另一個各方混進話語
梭的知這角力主持域﹒吳介民（2012）提 :I: 「 ：第三種中國想像」，即為一例﹒

II 關於這個問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已成立 「 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姐來加以探討，
且t且陸續發表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參見 Schubert 2016) •最近一次的相！Ill成果，可見於
2015 年 IO 月 16 日學辦的「太陽花與中國效應」 研討會中所宣嗡的各.F.; -t有文﹒

12 「實踐的氣哼」典「分析的範啥」最早由 Bourdieu ( 1991）所提出，而後被Brubaker (1996 • 

2004）廣泛帶入校群與民族主Ji.的討吉宙中 ﹒
13 林闖世在本書俞文中質疑「斯卡l/1.」是否算－個族群、「族掰」是否是一個適當的分析概

念 ， 其實觸次的也是類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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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觀點來研究國族與認同問題（Brubaker I 996) ，正

是為了克服此一問題。”

另一方面，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探究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回歸

到對於問題本質的思考。自從後／結構與解構主義觸發的「知識論轉向J

(epistemological tum）以來，「建構論j 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領域中大行

其道，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 ism）成為主流，舉凡過去被認為是「本

質存在J 的事物，例如性別、種族、族群、民族、語言文化、傳統價行、

倫理道德乃至科學知識等，大都被認為是「建構J 的。在這個背景下，

近年來的「生物學的重返J 趨勢與理論界的「本體論轉向J (ontological 

tum）可說是對此風潮的皮發。然而，萬物皆建構，並不代表事物或問題

的本質不存在。 15族群、民族以及現代國家所構築出的國籍與公民身分，

本質上都屬於人群分類的範疇，而人群的分類，基本上可以用「水平」

與「垂直J 兩個向度來理解。在水平的向度，我們可以依據某些範疇性

的差異（categorical differences）來做為區分的標準，例如性別、性向、語

言、膚色、宗教信仰等。族群、民族與國家（包含國籍與公民身分），

都可說是水平向度的差異範疇。男一方面，我們可以依據人們擁有某些

物質或特，性的多寡來對人群加以分類，例如財富、所得、教育程度 、權

力、名譽 、健康程度、職業聲望等。這種垂直的區分，構成了人類社會

的不平等（Brubaker2015 : 10）。在現實社會中，水平向度的差異與垂直向

度的不平等，通常不是相互獨立，而是彼此相關的。尤有甚者，這兩者

14 關於』Ir.－問題在台灣脈絡中的-tt泊 ，參見i王宏伶 （2001）﹒事實上﹒贊成的範吟並非完全不

可拿來當做分析的＊疇，否則社會研究將成為不可能，重點在於「如何用」（Brubaker2004: 

32) • 另 一方面，分析的範略與實踐的＊啥是否必須做出區分﹒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背
後牽涉到不同的知識孟晶與方法拾的立筠﹒對有些人來吉克﹒知直是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踐﹒分

析的＊略與實踐的je,吟本來就沒有必要區分﹒甚至fl,1書結合起來﹒方1鬼頭蛇出如泊的r1t 
力量 ﹒ 缺乏實3主意涵的知1晨，往往被視為是莎白無技的﹒從這個角度看來， Brubaker (2015: 

179）把「分析的範啥」典「實踐的範吟」類比於人類學上“etic”與“cmic”兩種知識﹒其實
不甚恰當，無法完全概括兩者闊的差異典IIA係 ﹒ 華者在此處不提針，t這個問題做進一步it

詣，位想跨出，研究者有必要把知1.\-i.t上的主主持說清楚，同時也要理解其背後﹔意涵，負起

可能的責任－

15 從沒曲曲系諧與知1段論立紛來1ft. ﹒建構已詣的一個重要的理捨根源來自 JJI.~學，而JJI.M~恰恰

不是反本質主袋，而是要~究事物I見~之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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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既不是單純的因果關係，也很難把一方化約成男一方，而是存在

錯綜複雜的關係。透過資源與機會的分配不均，差異往往導致且複製了

不平等（Tilly 1999）﹔另一方面，政治或經濟的不平等，往往也會製造出

差異，從而創造出新的身分範疇（Ba的 1998 ﹝1969﹞， Hechter 1975, Gellner 

1983）。當前有關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研究，雖然也同時關注到這兩

方面的關聯，但對於孰先孰後的因果方向與機制，仍需要根據不同的案

例做更細緻的分析。 16

現代社會的發展與分化，在水平的軸線上增加了差異性，在垂直的

軸線上則擴大了不平等。吊詭的是，現代人對這兩者的態度是截然不同

的：一方面容忍差異，甚至鼓吹差異 ﹔ 一方面卻是要消調不平等。這兩

種矛盾態度之間所產生的張力，或許足以說明現代性諸多糾結問題的本

質。 17 進一步說，個人與個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固然存在著差異

與不平等，但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差異與不平等，安頓人

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大欺小、強凌弱、眾暴寡，這些並不是

永恆不變的自然規律，也不是人的本性。黨同伐異、相互鬥爭、彼此猜

疑也不是。 18 人性中固然有著自私自利的傾向與各種慾望衝動，但如果

把弱肉強食當成自然演化的通則與人類發展的鐵律，把「資源有限而慾

16 例如Brubaker (2015: I 0-47）嘗試修正Charles Tilly的「範略性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 
的經泊，指出不同的差異導fi:不平等的機制並非類似 ， 而存在顯著的不同。

17 與此相對，前流代的態度，t差異的包容度較小，對不平等的忍受度卻較大 ﹒ 現代性雖然也
有追求同質化的傾向，但打從一開姆 ， 追求個性化與異質性的傾向，一直就內在於1兌代性

之中 ﹒ 也就是在述個：韋拉下，我們可以主制主現代從未脫離現代性而存在，強終是現代性的

一部分﹒早期最能彰顯現代性此－i字請特質的，含維 Georg Simmel 的著作（例如 Simmel

1971 ，尤其其中“η1e Conflict of Modem Cul仙re”一文）一一﹛盡管在 Simmel 的時代，「後
現代」一詞尚未出現﹒精晚於 Simmel 的另－位德國社會思想家謝勒（Max Scheler）所提出
的怨恨理請與現代性批判 ， 正是建立在認知f•J土述矛盾態度的基礎土（Scheler I 998) • 

18 這里所談的是現代社會生活中諸多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基本預設及其可能造成的後果﹒舉例
來說，當代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封權力的不信任上，在比;t－＊.下 ， 民主政體的非預期徒泉
之一，是把不信任加以制度化，俠之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這也造成了下面所要設

刻的速致和解的困難﹒（當然，民主生活也強調公民社會成員彼此間的講過、信任與連
帶，這是值得另文深入1t詣的問題 ， 並非此處的重n ﹒）有一種傳統的說法認為民主制度
是用「數人頭」采取代「打破人頭」’是比較文明且和平的一種生活方式﹒但這樣的看法
和「現代社會比較和平、比較不暴力」一樣，有需要進一步按~ ﹒ 關於「暴力在又明的進
展過程中放逐漸馴化」的命題，已有不少相關槍!A （如 Elias 2000[1939], Pinker 2011) • 
社會學界也有不少學者分別從理治或實援的角度來加以探討﹒例如 Joas (2003） 、 Mann

(2005）、 Male~evic (20 I 0, 2016）等 ﹒



結語對「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省恩 447

望無窮」或相互競爭當成經濟與社會生活不可變動的前捷，等於是貶低

人的地位，也抹滅了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差異。 19這把我們帶到了最後一

組最重要也無可迴避的議程，也就是規範性的問題與和解的可能性。

儘管許多人努力肯認族群、民族與國家的存在價值與合理性，但不

可諱言的是，撰諸歷史，這三者都是造成近代大規模政治衝突與社會動

盪的來源。 Andreas Wimmer (2013）的研究以最新的資料結合量化方法，

指出民族國家的形成（nation-state formation）是過去兩百年間戰爭（包含

國家間的戰爭與內戰）的主要原因，而這個趨勢迄今仍未退燒。在 20世

紀結束的時候，世界上仍有超過四分之三以上的戰爭，與族群和民族主

義有關。蕭阿勤在〈導言〉一開始提到的種尷紛擾與爭議，顯露出族群、

民族與國家認同問題的錯綜複雜，到今日依舊困擾著包括台灣在內的世

界各地的社會與人群。李登輝關於抗日戰爭與靖國神社的發言、連戰赴

中國參加九三閱兵儀式等事件所引發的爭議，放到東亞的脈絡看，其實

都是近年來有關「歷史認識」與「戰爭記憶」問題的一部分。男一方面，

當前世界各地因為戰亂紛爭所引發的流亡遷徙與難民問題，也困擾著不

同地區的人們。放到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中來看，這些紛擾與爭議，恰

恰是筆者所稱的「戰爭與戰爭遺緒」所引發的問題（汪宏倫 2014），而

戰爭與暴力，也是理解現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探討戰爭、暴力和族

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關係，是學界近年來的新趨勢（Malesevic 20 I 0, 

20日， Hall and Malesevic 20日， Wimmer 2013）。由於大規模集體暴力所衍

生出來的創傷、記憶（遺忘）與正義問題（如「義戰J 與「不義之戰」、

終戰正義、轉型正義等），將是未來研究議程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主題。

近年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記憶風潮（memory boom），正反映了此一趨

勢。 20儘管當今世界面臨全球化的快速變動，大量的人群流動與頻繁的經

19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 ， 我們可以看出為何謝勒、那稍等原本致力於社會與政治理泊的思想

家，後來都不約而同地把焦16轉移f•J-tg學人類學﹒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Schekr 1961）、
人的處境典精神生活（Arendt 1958, 1971) • 

2。 這股記憶風潮以相當多元的風從呈駝，除T各國開始透過大量的紀念碑 、 博物館與紀念IA

式來記憶＂＂於族群或國族的歷史事件（太多w戰爭或暴力銜突有關）外，相關的電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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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往來使許多人懷疑目前既有的人群分類範疇（族群、公民身分）與政

治組織（民族國家）已經逐漸失去其顯著性，但這股記憶風潮卻似乎向

我們預示，族群、民族與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深刻地影響著世

界的運作與人們的社會生活。

此外，如果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歷史充滿了暴力與衝突，那麼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追問 ： 族群與族群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

家之間，是否需要和解？如何達成和解？很多人可能假設，和解就像和

平一樣，是不證自明的﹔但證諸歷史與當下現實，卻遠非如此。 21 對有

些人來說，和解與和平是必須、也是可欲的﹔但對男外一些人來說，和

解或和平卻未必可欲。這背後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因素，此處無法盡述。

不願意和解，可能是為了維持差異或消調差異，可能是為了減少不平等，

也有可能是為了加深或翻轉不平等一一例如強權希望繼續保持強權，被

宰制者希望翻身成為宰制者，或是受害者渴望透過報復來「實現平等」

(get even）。這進一步牽涉到終極價值的問題。 Brubaker 所說的「神聖的

重返J ，可說是終極價值衝突的反映。 22 在一個已然除魅解蔽（disen

chanted）的現代社會，神聖的重返無疑將造成緊張。但男一方面，俗世的

價值之間也不見得相容。過去兩三百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缺乏

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普世價值體系，儘管高舉著和平、理性、人道

視 、 戲劇、文學乃至消費商品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早已﹒由於影響廣泛且深遠，這股記憶
風潮也引發文學 、 哲學、歷史學、社會學乃至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者的關注﹒參見 Nora
(2010 [2010]) • Olick (2007) • Ricoeur (2004) • Bell (2006）等 ﹒

21 寺，解與和平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必須稍作區分﹒和解是封過去的街突、仇恨、紛爭
等·矗寶：意放下fl<念，不再尋求報復 ﹔ 和平則是不訴~~力或其他暴力方式來解決紛爭﹒不
A\~他人的生存﹒前者衍，f過去， 4產者面向未來 ﹒

22 關於這個現象的另－種流行設法﹒是所謂「文明的街突」（Huntington 1996) • 這種說法雖然
因為通俗易懂而廣受到用＇｛！！它－方面忽略了 「神笠重返」的面向（或可說是世界的再魁
化﹝時，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一方面時j過分簡化地把不同的價值體系直接與又明盒上
等競﹒從 2001 年軍t~全球的“911”恐怖z文學﹒到近年來快速蠣起的「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 IS），有些泊者傾向使用「﹔文明銜突」或「宗教戰爭」的角度來理解這－；次新的街突﹒
持反夠意見的人則訟，為這些是政治經濟結構一一例如全球資本主義械張與地緣政治（尤其
美圓的中東政策）一一所導致的結果，典宗教無闕，學竟益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好戰分
子，持j伊斯稍政體~組織也能與西方世界和平共處 ﹒ 無治從哪－個角度來J.t解這J皮後冷
戰的祖師突 ， 背後都有－個無法繞過的問題， l!p 「神聖秩序」與「世俗秩序」的內在~力，
~i齒後者（世俗秩序）是由西方基督教文明、全球資本主.＆，；還是美國霸格所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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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大釋，卻弔詭地引發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集體暴力衝突、造成對生

態環境的破壞剝削，導致全球現代性的危機。這些危機又進一步促成了

對所謂「普世價值J 的不信任與神聖的重返，形成惡性循環。在這個過

程當中，族群、民族與國家（尤其是立基在西方亞伯拉罕式宗教傳統所

建立的民族國家體系），都會扮演過關鍵的角色（Duara 2015）。無論和解

或和平，除了主觀意願之外，還需要客觀條件才可能達成。如果我們基

本上認為和解是可欲且必須的，那麼達成和解的條件是什麼，如何達成

這些條件，也都將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課題。 23

泊 在這方面，台灣民間真相典和解促進會已經做7相當多年的努力（參見台灣民間真相典和

解促進會 2015 ）， 而台灣研究基金會也針，t兩岸的和平1H垂從學界的l'l/.16做了初步的探討
典嘗試（曾國祥、徐且甜食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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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頁碼後附加英文字母 n ，表示在該頁註腳內）

一滴血原則 347 

二二八（事件） 9,24,25,29n，訓，詞，

40, 55-58, 59n, 60, 63, 64, 66n, 68, 69n, 

73-74, 183, 193 

人民 373,377,379,381, 382-385, 390, 

391n, 393-396, 399-406, 401n, 402n, 

404n, 409, 417-419, 423-426, 428 

三民主義青年圈 24, 46－訓， 5帥， 58且，

59-60, 73 

三青團（見三民主義青年國）

大專．聯招委員會 103-104, 106 

大陸代表制 233,241 

不平等泣， 66n, 164,343, 387, 397, 

443-446, 446n,448 

中共（見中國共產黨）

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 101 

〈中國不高興〉 377, 390n, 406-407, 

412 

中國化 12,33’”， 56n’的l
〈中國可以說不〉 377, 390n, 

406-407, 412 

中國共產黨 4-5, 10，蹈，訝， 30, 34n, 

44n, 58n, 64-67, 65n, 66n, 67n, 69, 

71-72, 86, 88, 91, 92-95, 97, 100-101, 

109, 118, 152, 193, 372-375, 381,384, 

391n, 399-400, 402,404,407, 410-411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9,24, 

33, 34n, 58n, 64, 66-67, 66n, 67n, 70, 

72, 74 

中國國民黨 3-5, 9-12, 24－衍， 30, 36, 

42n, 43n, 46-48, 46n, 52, 52n, 55-58, 

62-67, 69-70, 72, 84-87, 89, 94, 101 , 

103, 109-110, 118, 128n, 143,145, 147, 

154,156,158, 161, 164, 182, 185-187, 

189, 191-195, 192n, 197-198,200,201, 

203,205,207,216,219,222, 224-227, 

229-234, 236-239, 241,243, 255-256, 

328-329, 332, 338, 340, 344n, 346, 

373,381,383,390, 391n, 402,404, 

406,426, 442 

中國現代化 11 , 17’的， l18n, 119-121, 

124,131,135,138, 140-142, 150, 151, 

153, 155, 156, 158-164, 161n 

內滲 14, 318,320,325,327,328,331, 

335, 342-344, 358-360 （參見外溢 ）

分析（的）範鷗（categories of analysis) 

307,374,381,44ln,444n,445n 

反本質主義 445n

反本質論 323

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 326, 358-361 

文化大革命 （文革 ） 93n, 390, 

393-394, 395n, 396-399, 403, 405, 

406n,409, 415,424,429 

文化創借 口0, 135, 140, 404 

文化熱 403n,416

〈文明的衝突） (Huntington) 448n 

日本 2-4, 6, 16, 19, 33, 36-44, 46, 39n, 

42n,43n, 4兒， 4缸， 48-49,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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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53n, 54, 55, 55n, 57, 59, 59n, 60n, 

63, 68n, 69n, 71, 73, 88, 100, 142, 

158-159, 259-261, 263, 266, 269, 270, 

280,283,285,287,289, 304-306, 

337-339, 342, 345, 383, 402n, 404, 

407,411 , 417-418 

毛澤東 373-374, 382, 383, 389-396, 

395n,398, 399,399n,402,405,410, 

410n, 413,419,425,427,428 

毛澤東時期時， 374, 382, 390, 

396-398, 401,403,424,425,428 

〈水之鄉） (Water/and) 164, 164n 

北京奧連 412

右翼 9,24,30,42,45-47,45n，衍， 407

台灣人起源 14,318,319,330,331, 

335-337, 335n, 352 

台灣再解放同盟的－68, 70, 72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60 

台灣省教育鷹 86 

原住民（台灣） 14, 41’”, 183,258, 

259, 262-264, 266,267, 270-288, 273n, 

290,292,293” 294, 296-297, 299-300, 

302, 305-306, 317-318, 328-332, 330n, 

331n, 332n, 334, 334n, 336-349, 

350-356, 353n, 358-359, 440-441 

台灣問題泣， 66n,375,399,406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258,283, 

285, 287-290, 292, 296 

台灣獨立 9，料， 44n,53n,5缸， 59, 59n, 

62,65n,67,69n, 74, 233 

台灣學生聯盟 48-49, 49n, 51n 

外省人 12, 13n, 17-19, 5帕，蹈， 5侃，

65n, 66n, 118,127, 128n, 147, 159, 

160, 182-194, 183n, 186n, 189n, 

196-198, 200-203, 215,216,219,220, 

221, 222, 223, 229-232, 234-238, 

240-244,329, 334,440, 441n, 444 

外省第二代 12, 184, 197n, 1”, 200, 

233-238, 241, 242 

外省籍 I l . 12’”, l 18-122, 12站， 135,

140-142, 144, 146-147, 149-151, 158, 

162,182, 184-189, 187n, 191-201,203, 

207,210,212,215-242, 222n,244,256 

（參見外省人）

外溢的， 318-320, 325, 327, 343-345, 

348, 349, 352, 353, 357-359 （參見內

滲）

左翼 9,24, 30，刃， 34n’的， 4缸， 46, 47n, 

48,48n,51n,55, 58,64,66n,67 

平埔族 259, 268,270, 317,329, 331, 

333n, 334,336, 337, 340-343, 345-347, 

354,358 

本省人 II﹒12,54n，衍， 63 , 65n, 159, 

161 , 183, 185-190, 191n, 193, 194, 

200, 202, 202n, 203, 234, 241-243, 

333, 344n,441 

民族（國族） (nation) 2, 6’的， 7-8，加，

9-10, 13-16, 18-19, 25, 26, 26n, 27-30, 

38, 53, 65, 65n, 72-73, 84, 120, 141, 

149, 153,157,159, 162, 164, 182n, 

203n,258n,269,282,316,316n,318, 

321-323, 325,328, 332, 336, 349, 353, 

353n, 359,361, 372n, 374, 374n, 376, 

379, 379n, 380-382, 384, 385-386, 388, 

391,397,399,403,416, 420-423, 

426-427, 438-440, 442-449, 445, 447n 



民族盟造（國族建構，建國工程）

(nation-building) 15, 20n, 26, 54, 

55n, 94, 321-322, 330,374,382, 

388,393 

民族主義（國族主義） 6-8, 12, 15－時，

26, 28-29, 30, 35-36, 35n, 36n, 42, 42n, 

68, 73,157, 161,319-321,372-382, 

378n, 379n, 384, 388-389, 389n, 394n, 

398,400,403, 405-408, 411-414, 4時，

420-428，科4 , 447 （參見愛國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II, 14-18,46’”, 66, 

68, 119, 120, 135, 149,328, 329, 

343, 344n, 347,358, 372-374, 372n, 

377, 379-383, 381n, 390, 406, 407n, 

410-4日， 41物， 425, 426, 428-429, 

440-443 

新民族主義凹， 372, 373, 375, 377, 

390, 398,407,424, 425 

官方民族主義 詣， 33，泣，白，鉤， 63,

72, 73, 373, 375,377 

大眾民族主義峙， 373,375,377,

380-382, 390, 390n, 404,406,412, 

413, 423,425,426 

日常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 

16,380,382,425 

生物民族主義 322 

生物多元文化主義 14，時， 318-320,

319n,327,335,336,343,344,347, 

348,358 

生物政治典範（biopolitical paradigm) 

14, 318-319, 319且， 324, 358-359 

生物醫學化的，320,332, 358,359

白色恐怖 31, 31n，的，肘， 7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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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魯向（Pye, Lucian) 376, 377, 379, 

394n 

交叉檢查系統（system of cross-checks) 

（科學社群不同典範） 362 

光復（台灣） 3, 32, 40,45,4侃， 訓，

51n, 52, 56n, 66n, 67n, 128n, 152, 154, 

156, 159, 187,266 

全球化 2, 6, 7, 15, 16,316,319,332, 

358, 359, 374, 375, 377, 390n, 

404-406, 41 In, 412,421 , 425, 443, 447 

共產主義 16， 師， 109, 373, 374, 382,

399-400, 425, 426 

戰爭共產主義 16, 3叭， 4”， 410,

424-427 

共構（co-production) 14, 317-318-319, 

323-324, 324n, 326-327, 331, 335, 344, 

349, 354, 357-361 

同鄉 196, 201-203, 206, 214, 222, 224, 

225, 230,241 

同鄉會 12, 183n, 206, 213-215, 221, 

230-232, 235, 236, 240 

地域分配 204, 206-208, 210 

地域意識 12, 182n, 184, 197, 199-204, 

202n, 2 I 5, 2 I 9, 221 , 222, 230-232, 

235, 240-242, 244 

冷戰的， 72, 74，前， 95, 109, 152, 153, 

389, 390n, 404, 405, 408,441,443, 

448n 

吹台青（政策） 189 

抗日 4-5, 19, 4知， 45-48, 52, 383 

抗日戰爭 5, 143, 383,398, 404, 447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404

改革開放（中國） 373, 382,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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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n,397,399,402,403,405,408,424 

李登輝 2-5，帖，！On, 16’”, 195,200, 

204,233,241,406,407,411,447 

里德頭人 300,305 

事件處理委員會（二二八） 9,24，呦，

61 

制度論 376, 379-382, 379n, 426,428 

卓把篤 260, 273-278, 280-282, 280n, 

302 

和解 19,389, 446-449, 446n, 447-449, 

448n 

宗主國 24-25, 33，兒， 44, 45, 73, 74，但

東南E JO，侶，師， 91’”， 95n’”， 101,

102, I 04, 109, 331 n, 336, 338-340, 

342, 346, 350-352, 356 

林螞利 14,317,327, 330, 331, 335n, 

336-357, 360 

〈河囑〉 403, 41 ln, 416 

知識建槽 11’”， 120-1剖， 123-124,

128, 133-135, 140-142, 150, 153, 159-

160, 164, 360 

知識傳擋 125 

社會主義 3缸， 48n，刃， 101,372,374,

382-384, 392-393, 399, 402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399 

社會調查 122, 126, 151, 153,156,440 

社會學的， 17, 24，詣，訝，兒， 120-127,

131-138, 132n, 134n, 142-156, 151n, 

158-159, 162-163, 165, 323-325, 324n, 

360, 380, 385-386, 397, 438, 448n 

阿美人 261 , 266-270, 267n, 272, 273, 

276,277, 281, 283, 284 297, 301 

南京大屠殺 404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404 

南島語族 338-339, 356 

帝國 3’的， 46,125, 261,284,285,379,

419,420, 443, 443n 

帝國主義 4帥， 5ln,66’的， 68n, 383, 

392,405,418,426,429 

建構論 9, 14’ 的， 17, 17n, 18, 25,298, 

298n, 316, 322-325, 327,361 , 441, 

445,445n 

後現代 446n

怨恨心態（Ressentiment) 379n, 384, 

387, 41 In, 424 

故事 137-140, 140n’ 的3, 154, 158, 

159, 161-166, 283,345, 398 

流亡（exile) 10-1 l ’ 的， 43n, 62, 67’ 的，

71, 72, 84, 86, 88, I 09, 120, 124, 125, 

127-131, 128n, 135, 141-149, 151 , 153, 

159-164, 283,284,440, 441 , 447 

省工委會（見中國共產為﹒台灣省工作委

員會）

省立成功大學 107 

省立師範學院紹， 88n, 91 n, 96, I 03, 

103n, 107 

省籍 6, 10, 12’”,65-66, 118, 161, 164, 

182-188, 187n, 190-191, 191n, 

193-196, 199-210, 213,215, 219-220, 

222, 229, 231, 234-236, 238-243, 318, 

328-329, 332-335, 439, 440n, 441 , 

441n （參見籍貫）

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14, 316, 323 

美援 10, 84，師，肘， 100-110, 1。如，



107n, 441 

革命 42n,43n,66,66n,93,9站， 160,

372,378, 378n, 379,382,383, 

389-400,393n,394n,399n,404,424, 

426,427 

反革命 393-395 

韋伯 (Max Weber) 126, 127,376, 386, 

402 

差異（人群） 7, 15-16,20,20n,28’”, 
36, 70,123, 128n, 161, 183-184, 202, 

219, 224, 235, 242-243, 273, 273n, 

278, 280, 284, 288, 293-295, 302, 305, 

318-320, 319n, 322-325, 329-330, 337, 

339, 343-344, 348-349, 355, 358-360, 

382,390n,395,426,438,438n,440n, 

441, 443-448, 445n, 446n （參見認

同）

恩庇一侍從 (patron-client）結盟關係

42 

時間 II, 118n, 120,123,124, 131-1”, 
141, 149, 153, 154, 158-165, 294,298, 

440 

社會時間（social time) 11, 120, 132, 

133,135,136,138,163,164 

框架峙， 284, 295-296, 304, 324, 361, 

379, 383, 388 （參見「戰爭之框」）

認識框架 15－蹈， 153, 377-379, 379n, 

388,390, 425 

海外華人社會駒， 110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26, 

131-132, 135, 163 

祖先起源 14,317, 320-3剖， 440

記憶 6, 8, 11, 14，峙，凹， 41, 7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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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31, 136-137, 141, 162-164, 235, 

260,288,298, 298n, 301 , 306,376, 

379n, 389,395,399, 399n, 401-404, 

402n, 404n, 424,428,447, 447n 

戰爭記憶 398,447 

記憶風潮（memory boom) 447-448, 

447n,448n 

逃難 II, 118-120, 122n, 124-129, 

128n, 131, 148-149, 161 （參見難民）

除魅（disenchanted, disenchantment) 

402,448 

〈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 258,290, 

292, 295-296 

國民黨 （見中國國民黨）

國立台灣大學 8, 10，肘， 8缸， 90n’的n,

98n’ 99n, 103n, 104口， 107n, 108n, 119, 

119n, 143, 148, 152, 158, 182n 

固立政治大學 37n, 107, 108n, 118 

固立擎僑質驗中學 105 

國家 2-10，如， 16, 18－呵， 23－詣， 29-30,

33, 36-38, 37n, 43n, 47, 52-54, 54n, 

55-57, 62-63, 72-73, 85-87, 89, 98, 

109-110, 126-127, 142-143, 147-149, 

152,156, 159-160, 164, 183n, 184-185, 

195, 200-201, 207, 231 , 233, 298n, 

301, 317, 320-323, 330-331, 330n, 

331n, 335n, 340, 342-343, 352, 

356-359, 372, 374-376, 379-383, 379n, 

385-386, 391 n, 393, 396, 399-400, 402, 

406,409, 411-4日， 415, 417-426, 

438-441, 443-445, 447-449 

現代國家 7-8，加， 12-13, 15- 17，兒，

156, 182n, 258n, 316n, 3 72n,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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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439, 442, 445-448 

民族國家（nation-state) 2, 6-7, 160, 

202,322, 375, 379-380, 382, 

388-389, 391,398, 419,422, 438, 

443, 447-449 

革命型國家 382,390,399,424 

後革命型國家 382, 390,399

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詣， 54, 389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02, 103n, 

104n, 106n, 107-108, 107n 

基因 14-15, 17, 316-328, 331-332, 

331n, 332n, 335-339, 335n, 341-355, 

345n, 357-361, 413,441 

情感（情緒） 1, 2, 6-8, 16’”, 56-57, 

58n, 189,317, 322,345,352, 36 I, 373, 

375-379, 375n, 376n, 378且， 379n,

384-385, 3850, 386-387, 394n, 3960, 

398, 403-405, 407-408, 41 I, 416,421, 

424-425, 427-429, 441 （參見「傷害

中國人民感情」）

情感結構 15-17, 377-379, 379n, 

383-384, 386, 390, 393, 393n, 394n, 

398, 400-4的， 417, 425, 428-429 

排灣人 258, 261, 268-270, 281-284, 

299n,301 

敘事（narrative) 11-12, 19, 33, 118n, 

120, 131, 135-141, 136n, 140n, 149, 

153,155, 158-165, 161n, 304,326, 

348, 354, 398, 403-404, 424, 441, 441 D 

敘事認同（n訂rative identity) 11, 

120, 123-124, 138,140,153,159, 

161, 

歷史敘事 6, 11,17－凹， 120, 123-124, 

137-138, 140-141, 150, 153-155, 

159, 161 

教育部 10, 85-1肘， 90n’ 91n’的n, 9站，

94n’ 95n’ 97n, 98n’ 99n, IOOn, !Oln, 

103n, 104n, 105n, 107n, 108-109, 

108n,355 

族群 2, 6-10, 12-”, 25-29, 37品， 56,

58-59, 62-63, 65-66, 72-73, 84, 159, 

167, 182-1 84, 200, 235-236, 238-239, 

241 -244, 258-259, 261 , 266, 282, 

284-285, 288, 292-294, 296-298, 

304-307, 316-325, 327-352, 355-361 , 

372, 379-380, 438-449 

族群意識 12-13, 17－門， 182-1 的，

I 97-198, 20 I, 219, 230, 232-233, 

235-237, 240-244, 259, 304,441 

現代性 2, 7-8，加， 12, 15-16, 158, 160, 

421 , 428-429, 443n, 446-447, 446n, 

449 

現象學 126-127, 376-379, 378n, 384, 

385n,388, 445n 

眷村 182,187, 193, 198, 221n, 222, 

224-226, 229-236, 231 n, 239-240, 242 

眷村改建 12,232,242 

眷村鐵票 234 

終戰 24-25, 30-34, 32n， 呵， 39－兒， 43n,

46n, 51n, 52n, 54n, 58n, 62, 69n, 73-74, 

447 

統一戰線 16, 64－俗， 383-384, 392-393, 

395, 399, 425-426 

統計 37’”， 107, 126, 151, 153-154, 

156-1 57, 182, 182n, 185, 195-196, 

211,213,234,241,280, 332-333, 333n, 



360,401,404,404n,440 

釣魚台 2-4，站， 407

陳翠蓮 34

傳大~ 118n, 122-124, 150, 158, 316n, 

378n,438n,439n 

媒體再現 348,354 

悲情 399, 404, 424-425 

歷史悲情 405, 425

現實悲情 4肘， 425

斯卡羅 13, 18-19, 258-261,259n, 

268-269, 259n, 283, 285, 290, 292, 

295-297, 296n, 297n, 303-304, 306, 

440,444n 

會士榮 34 

殖民主義 42n,4扣， 4缸， 389,4時， 421

日本殖民統治 9, 36-37, 123, 15徊，

157-158, 332 

港澳地區別， 97

菁英 9, 12-14, 17-19, I 缸， 24-33, 2知，

35-37, 36n, 39, 42-50, 42n, 43n, 45n, 

4的， 52-60, 52n, 53n, 58n, 62-64，話，

69, 71-74, 11 8, 150, 183-184, 188-189, 

191. 192, 195-198, 197n, 200-20 I, 

210-212, 219,221, 232-233, 235, 

240司242,244,344n,441

擎盛頓（美國政府） 44，駒，師， 101,

106, 109 

華僑 11, 84-91, 93-94, 96-105, 110, 

142,400 （參見僑生）

那蘭（Hannah Arendt) l凹， 149,391 ,

447n 

陪蝕 27－詣， 30,44,45n，泣， 66n, 67, 

93n, 128n, 242-243, 301,324, 35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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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383-385, 390-392, 394-395, 399, 

426-427 

階級鬥爭 392, 395, 399 

黃復興黨部 l悶， 230, 232, 234, 

236-237 

「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400-401, 

402n,424 〔參見情感（情緒）〕

「愛的秩序J ( ordo amoris ) 

384-386, 388, 393-395, 395n, 396n, 

398-399, 429 

愛國主義的， 373-374, 379-382, 390, 

393n, 399,403, 404n, 405, 410n, 

412-4日， 423-425, 428 （參見民族主

義）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5

楊國樞 119, 121-122, 12站， 124, 127, 

162-163, 191 

楊懋春 121,143, 146-147 

溯源基因機頭lj 317, 319-320, 345-346, 

348, 358-359 

現I蝠，下十八番社 259

葉啟政 121-124, 135, 142, 150 

資源動員理論 24-25

僑生（華僑學生） 10, 84-110, 88n, 

89n,92口， 94n,95n’ 96n’ 97n, 9811, 9911, 

102n, 103n, 104n, 105n, 106n, 107n 

僑生政策 10-11, 18－悶， 84－肘，

89-91’ 94-97, 99-101, 105, 107-110 

僑生大學先修班 105, 105n 

僑務委員會肘， 87-92, 89日， 90n’ 91n,

92n’ 94n’ 95-96, 95n’ 97n’ 98, 98n, 

100-101, 101n, 103n, 104n 

僑委會（見僑務委員會）

主

H司

. 團



464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實踐（的）範疇（categories of practice) 

374,381, 441n, 444，判船， 445n

實證主義 126,150,151, 151n, 153, 

153n, 159 

摩文奎 9,24,57n,5缸， 67－帥， 68n,69n,

74 

摩文毅 9, 24, 57n, 66, 67n, 68-70, 68n, 

69n, 74 

滿州鄉 13,260,262, 264-265, 267-272, 

278,297,301,309 

種族 7, 14-15, 17－時， 66’的， 285-286,

290, 294-296, 304-305, 316, 318-323, 

325-326, 332-333, 340, 343,347,353, 

358-361, 385, 415-416, 421,445 

認同 6-7，缸， 9-12, 14-凹， 24-”， 34n,

3侃， 37n, 39n, 41-42, 44, 4缸， 46,

51－泣， 54-59, 59n, 62-64, 66-67, 6缸，

67n, 69n, 72-74, 84-86, 94, 109, 122, 

122n, 127, 131, 135, 138-141, 149, 

153, 160-162, 161n, 165, 182-183, 

196-197, 201-202, 213,231, 235-236, 

240-244, 259,261, 289-290, 295, 297n, 

298n, 300, 300n, 301,303, 305-307, 

316-318, 320-328, 335,340, 343-345, 

347-349, 352-354, 356”362,357n,377, 

403,4冊， 425-426, 440-442, 440n, 

科4445 （參見差異）

認同政治 14, 17n’”， 25－詣， 30, 64, 

74, 120, 164, 315-324, 326-327, 

331-332, 335-336, 342-344, 348, 

354, 358-361, 438, 438n, 440, 440n, 

441,443 

認同動員 24-25’”, 33-34, 3徊，帖，

56, 62-63, 72-74 

國家認同 9-10, 23－詣， 29-30, 36, 

37n, 44, 55, 58-59, 73-74, 233, 

317-318, 327, 329-330, 438-443, 

439n,440n,447 

語言 7-8, 13, 18-19, 27, 3知， 42n,4知，

54, 58-59, 62, 73, 127-128, 134, 146, 

151, 182,196,235,258, 266-267, 274, 

278, 280, 285-288, 292-293, 295, 298, 

298n, 304-307, 330, 333n, 337-339, 

350,391,411,417,426,445 

趙少康 191-194, 196,200,218,230, 

233, 236-237, 240 

趙彥寧 127-1 詣， 12缸， 160-161

價值 35,4缸， 73,8知， 123, 126, 146, 

150, 160,202,259,305,317,358, 

376-378, 384-390, 385n, 387n, 392, 

394n,398,408,413,416,418,422, 

424,426, 447-449, 448n 

價值顛覆 387,396,424

價值觀呃， 326, 383, 386, 389-390, 

396n,408,428,429 

德國 24, 125-126, 129,376, 446n 

暴力 16, 125,389, 391-393, 396-398, 

423-424, 427-429, 446-449 

潘文來 259-260, 268,281,287, 297, 

302-303 

豬膀束 259-260, 266-269, 276-279, 

280n, 281-283, 285, 290-291, 297-300 

鄧小平 383,390,399-400,403,405 

黎安友（Andrew Nathan) 376, 3叭，406,

411,420 

戰爭 4-5，而，凹， 36, 38-43, 4站， 4如，



47n, 54, 63, 143, 160, 182, 185, 

275-276, 282,301, 379n, 382-383, 

388-389, 389n, 391-394, 398-399, 

402n, 404, 409-410, 4 I 3-4時， 421-422,

425,428,447, 447n,448n 

戰爭過緒 447 

「戰爭之框」（frames ofw訂） 379n, 

383n, 388-390, 389n, 392, 394-395, 

398-399, 409-410, 413-414, 414n, 

424-426, 428 （參見框架）

歷史性 17, 35-36, 3侃， 72, 160 

歷史認識 12, 14, 121, 447 

蕭新煌 37n, 121-1泣， 124, 127, 146, 

149n 

錢理群 391, 394-398, 413, 41切，

427-428 

龍冠海 11 , 117, 1 I 9-1泣， l l知， 124,

131 , 141-144, 142n, 143n, 144n, 149, 

149n, 151, 151n, 152-158, 153n, 154n, 

157n, 158n, 187, 195 

「優秀籍貫j 12, 194-197, 19缸， 207,

210,213,244 

擎天背年聯誼會 234 

聯招會（見大專聯招委員會）

謝勒（舍勒） (Max Scheler) 127,376, 

376n, 378, 378n, 384-386, 385n, 386n, 

387-388, 395-397, 429, 446n, 447n 

韓戰 9-10, 24-25，帥， 72-74，師， 91’的

薩依德（Edward W. Said) 129-131, 149 

轉型正義 447

魏鏽 121, 184, 187- 188, 190, 195, 

197- 198, 215 

難民 11, 122n, 124-126, 128-129, 161 , 

....... 

索引 465

l肘， 447 （參見逃難）

籍貫 12, 118, 184, 195-196, 19兒，

199-200, 206,210, 212-213, 218, 

221-222, 227-230, 235-236, 236n, 242, 

255-256, 329, 333, 335 （參見省籍）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 47-48, 47n, 48n, 

73 

314事件（西藏） 407, 412 

Ad缸n, Barbara 131, 136, 136n, 137 

Brass, Paul R. 26, 28” 29,55,62, 73 

Brubaker, Rogers 7, 8, 15, 15n, 17-18, 

17n, 307n,323, 374,380,441, 

443-445, 444n,445n,446n,448 

Butler, Judith 388, 394 

Chatterjee, Partha 30, 373, 422n 

Coser, Lewis A. 122n, 126-127, 128几

129, 130n, 132 

Dienstag, Joshua Foa 140-141, 140n, 

162 

Flaherty, Michael G. 131 , 132n, 

136-137 

Geiger, Theodor 125-126 

Gellner, Ernest 30, 163,378, 427, 446 

Giddens, Anthony 7, 133, 150 

Goffman, Erving 388, 389n 

Guha, Ranajit 28 

Kennedy, Michael D. 26n, 28 

Lam, Tong 151 

Levenson, Joseph R. 30 

Nisbet, Robert A. 134-135, 141,163 

Polkinghome, Donald E. 138- 140, 

140n, 159 

Ricoeur, Paul 138, 448n 



466 族群 、 民族與現代國家

Rothschild, Joseph 26-28 

See, Katherine O'Sullivan 26-27 

Shahidi妞， Hammed l詣， 130-131, 147 

Simmel, Georg 127, 446n 

Somers, Margaret R. 138n, 165-166 

Suny, Ronald Grigor 26n, 28 

Swift, Gr越1am 164-165 

Weinstein, Brian 27 

Williams, Raymond 384 

Zerubavel, Eviatar 133, 136-13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蕭阿動，汪宏倫主編一初版．一臺北市 ：
中研院社研所，民 105.04

面 ﹔ 公分．一（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專書﹔第 II 號）

ISBN 978-986-04-8108-2 （平裝）

I. 民族主義 2. 族群認同 3.政治文化 4. 文集

571.11 105002981 

專書第十一號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主 編蕭阿勤汪宏倫

編 輯陳漢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排版印刷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7號 2樓

初 版中華民國一0五年四月

定 價新台幣的0元

I S B N 978-986-04-8108-2 

G P N 1010500243 



Ethnicity, Na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Rethinking Theory and Experience in 

Taiwan and China 

區區盟到 I A-chin Hsiau 

I Horng-luen W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日， 2016

”間空＝望三＝＝



i
i 

．
，h
E
E
巴
t
E
’
，
1
1

i 

t
--
tttt1lt

. 

ta
-- 

.. 
且
，

--
E
tita

-
-
’. 

、﹒《

、 ，

作者介紹l\{x！告別體!Jjl J 
吳徵入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糟士中央研究院噩崗女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大學麥迪遜校區教育政策縛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王福昌
亞利書長納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仆仆枕．關世
、，＇：！·＂r,fl哥六學人類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人聯系助理教授

－ －－’二－ ，． ． ．－一一 e 一 ，一－句－一． ，句－，一－－．－一．- ‘,.. . 

吋／位司
... '\.•" ~ . r ♂1r1 
~_j’ 

？有

發友周
國立項i商大學社會學開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